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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马修·雷伊执行了一项繁重的项目，他在相对有限的篇幅内向非专业人士介绍了叙利亚200多年（1780—2013）的历史。这本书的内容丰富而详细，不仅有社会学角度的审视，也将政治历史叙事与人物形象、关键情节的特写镜头和轶事联系起来，向我们展示了在2011年前夕人们所知道的叙利亚是如何形成的。

	——伊丽莎白·皮卡德（著名中东学者和黎巴嫩问题专家）

	马修·雷伊利用英国和法国的领事通讯、人物自传、阿拉伯媒体报道、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档案以及外交文件，为读者提供了叙利亚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和政治叙述。事实上，他一丝不苟地叙述了这段历史。

	——《中东之钥》

	马修·雷伊在这里对当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两个多世纪以来相继出现的权力和社会生活形式进行了详尽而丰富的描述。此外，这部作品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这个国家，因为它追溯了“不同人类群体的希望、冲突、考验、期望、斗争和暴力的历史”。

	——《国际评论》

	这本书揭穿了关于当代叙利亚的两个陈词滥调，展示了一场“定期重生的公民运动，以及再次要求实现19世纪末形成的宪政梦想”的持久性。

	——《外交世界》

	马修·雷伊在他的新书中，通过对叙利亚动荡历史的分析，揭示了当代叙利亚的基础。

	——《东方日报》








前言



	［1］

	1947年4月17日，代尔祖尔（Deir&nbsp;ezZor）市，一群士兵和贝都因人正一起庆祝叙利亚获得国家独立，这一令人难忘的庆祝节日的照片被刊登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照片呈现了叙利亚现代城市和传统部落世界的相遇，突出反映了这个新国家的建立是经历了漫长的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演变发展的结果。然而，获得独立一年之后，叙利亚仍百废待兴。

	2011年3月15日，人群聚集在叙利亚南部小城德拉（Derra），要求为遭受酷刑的孩子们伸张正义。

	几年之后，叙利亚经历了20世纪以来最为血腥的内战，国家饱受蹂躏，这个在此之前鲜为人知的国家，突然置身于世界的聚光灯之下。

	叙利亚指的是什么？它存在多久了？柯里叙利亚（La&nbsp;Coelé-Syrie），亦称叙利亚谷地，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希腊语中，原是用来指称托勒密（Lagide）和塞琉古（Séleucide）王朝之间存在归属争议的一个省份，这两个帝国都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事业成果的继承者。在公元前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这块土地包括从现今大马士革南部到西奈半岛，从沙漠边缘到地中海的范围。但这个名字在罗马帝国时代之后就被弃用了。随着7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征服运动，该地区开始被称为“比拉德·沙姆”（le&nbsp;Bilâd&nbsp;al-shâm）、“黎凡特”（le&nbsp;Devant）或者“左手之地”（de&nbsp;la&nbsp;Gauche），指的是位于托罗斯山（Taurus）和西奈半岛之间的地区。直到19世纪末，这个称呼依然存在，甚至到今天，大马士革的居民依然沿用“沙姆人”来称呼自己。

	［2］［3］［4］

	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叙利亚”这个名称重新出现在前往东方的欧洲旅行者绘制的圣地地图中，并被欧洲作家们重新使用。在19世纪的行政语言中，这个词也被沃尔尼（Volney）等人推广开来。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nbsp;Pasha），在大马士革周围建立了名叫叙利亚的省。无论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词汇中，还是在同西方来往的外交词汇中，这个词的使用都变得更加频繁。随着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史，一些关于叙利亚名称的使用习惯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

	叙利亚的历史始于何时？从埃德娜（Edna）到马里（Mari）宏伟的建筑来看，我们需要回溯到几千年之前。早在公元前3000年，这片土地上就已经存在着一些政治组织。在古代帝国构建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统治网络形成之前，叙利亚地区已经有了一些从人类定居点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掌握了社会组织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城市国家。作为对帕提亚帝国建立事实的承认，罗马帝国的行省在多拉·埃乌洛波司（Doura&nbsp;Europos）东部地区划定了边界，后来，帕提亚帝国又在距离现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几千米的地方重新划定了边界。从7世纪开始，先后创建的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及其继任者们给当地社会带去了伊斯兰文化元素。1516年，奥斯曼帝国占据了这片土地，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和持久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系统。

	鉴于叙利亚这片土地的历史如此漫长，您可能想问我，为何不把本书的叙事时间延伸到久远的古代时期呢？这是因为构成当今叙利亚国家典型特征的一系列进程实际上始于19世纪之初。由于生态原因而被废弃的人类定居点的人口变化、城市和乡村两个空间社会平衡状态的转变以及地区内权力的重组，叙利亚这片自19世纪以来不断扩大的土地发生了巨大变革。由这些变化铺砌起来的社会组织，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叙利亚本土诞生的新的政治团体影响而产生的各教派及种族团体的互相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受制于法国的国家在走向独立之前的发展轨迹。

	同时，本书也想要做一个冒险的尝试：那就是我们在叙述叙利亚历史时，指出叙利亚在19世纪时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实体，通过追溯其20和21世纪纷乱的历史，去了解人类群体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与组织、塑造他们自身，试图去追随和预见这个仅将人口聚集在一起的政治实体充满不确定的未来。这是一段以牺牲游牧世界为代价的城市周围乡村组织复兴的历史，一段德鲁兹人（les&nbsp;Deruzes）从黎巴嫩向叙利亚迁移的历史，一段山地向平原、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史。这是一个被革命和战争打击而产生国家实体的政治叙事。2011年，这个国家遭遇了关键性时刻，它在革命危机中重新站起来，并诞生出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为何本书的历史叙事到2011—2012年就结束了，2011—2012年对叙利亚来说，是其既有的政治组织和人类定居点之间的共存模式被政府打破的时期。

	本书的历史叙事依托于大量的档案材料。在早期，当地的报纸专栏记载了每个省的详细信息。同时，英国和法国的领事电报记录又为这些报纸专栏记载提供了有益的补充。19世纪末出现的自传体文学作品和阿拉伯语刊物，使得他们对叙利亚国家历史的看法变得更为完整。所有这些都为进行叙利亚国家的历史叙事，以及我们在进行历史叙事的过程中，让当地新闻记者记录历史的作用能够发挥提供了切入点，特别是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档案材料为许多历史事实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除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资料外，在南特（Nantes）保存的委托人文件，以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交文件都展现了叙利亚政治及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1994年，法国最后一份外交文件的解密为我们呈现出哈菲兹·阿萨德（Hafez&nbsp;al-Assad）的政权框架。此外，我们不仅在叙利亚，还在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与当地人进行了多次会谈。这些使我能够理清叙利亚历史上的生活环境及其惯常的政治运作情况，为过去几十年的叙利亚历史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

	叙利亚的这段历史，是伴随着一系列改变了该国发展轨迹的重大转折开始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些并入奥斯曼帝国，从属于埃及总督统治的叙利亚地区各省经历了许多变化：对所辖土地统治力的增强，政治游戏规则的改变，城市文化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城市精英阶层——这一新的精英阶层承载了叙利亚建立国家宪政的希望。同时，这一时期新一波殖民浪潮也勾勒出叙利亚多元教派共存的面貌。20世纪初，一系列革命和战争让叙利亚人民具有了政治色彩，然后国家权力转移至被殖民统治支配的宪政国家。权力转移完成后，叙利亚当地的显贵家族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主权和法治国家。20世纪60年代，两种组建国家的理念相遇并相互碰撞，一种是创建自由国家秩序的理念，另一种是构建平等国家秩序的理念，它们组成了革命者在革命时刻关于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构想与实践。在冲突和斗争中，阿萨德家族建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权。它中止了社会和教派分裂，确保了国内某些人口的相互融合，并至少在表面上平息了国内的动荡。

	这段叙利亚的历史最终是一个充满希望、冲突、尝试、期望、斗争和暴力的历史，来源不同的人类团体均试图完全占有这片土地，赋予它价值，并创造族群共生的条件，让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位置。








第一章




叙利亚地区（1780—1830）



	［1］［2］

	一直到18世纪末，叙利亚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自1516年以来，现在的叙利亚的国家领土一直属于一个更为庞大的政治实体——奥斯曼帝国。这个地区同中东的其他地区一样，以的黎波里（Tripoli）、阿勒颇、大马士革、赛达（Saïda）这些大城市为中心，被划分为几个“省”（即维拉亚、埃亚拉或帕夏里克）。但是，那些穿越这一地区的欧洲旅行者们却都仅用一个单一表达来集中指称这片地形和人口多样的地区，例如法国思想家康斯坦丁·弗朗索瓦·德·沃尔尼（Constantin&nbsp;francois&nbsp;de&nbsp;Volney）所使用的“叙利亚地区”（Terres&nbsp;Syriennes）这个称呼。这种认识和感知，反映出叙利亚地区内部的三个世界处于迅速变化的特殊时刻。

	这些区域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隶属于一个延绵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大帝国。然而，它们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远离围绕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各省建立起来的帝国中心。几个世纪以来，由于与帝国的西部边境隔绝，叙利亚各省不再受到其他外来大国的觊觎，但却卷入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斗争之中。

	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构成部分都发生了变化。诸如生态变化这样的长期性变化，以及如帝国各地方统治者自主权日渐增长这些短期性的转变，都使叙利亚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场所受到了影响，其生存空间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叙利亚地区的两大人类社区（传统的部落世界和新兴的城市世界）的互动也变得频繁起来，而一个新的世界，即乡村世界，也因为这两大社区的关系和其自身所遭遇的厄运而变得更强或更弱。

	这一时期（1780—1830）的叙利亚的独特之处在于，地区内诸多彼此共存的政治框架，都为这个地区共同体的未来而相互斗争。部落、教派、行会和政权都是集体行为者，决定并支配着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了一个具有特定特征的社会空间。这一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城市中缓慢积淀的各社会成分进入到相互竞争的状态，而周围广阔的部落地区，则成为城市内部各势力斗争的焦点所在。
	*标示的词请参见术语表。——编者注


	我们可以从这些政治斗争中找到和发现当今叙利亚国家的雏形：为了获得有助于增加社会资源及自然资源的地位，各方都必须展露出某种东西，以便能够在自身周围集结起军队。对一些人来说，这涉及创立资本并将其投入到组建武装部队之中，以保护从土地或港口获得的收入。对于渐渐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其他人，则是通过展露自身的某种特质，并通过拥有的职权来调动社会资源——成为纳吉布·阿什拉夫（naqîb&nbsp;al-ashrâf）
	 [image: *标示的词请参见术语表。——编者注]，即伊斯兰世界中那些声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阿什拉夫团体的领袖。他们通过为阿什拉夫“发声”这种方式，在地方斗争中将人们聚集起来，进而成为城市中的一支武装力量。

	因此，1780—1830年这段时期对叙利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不再控制地方统治机构，而是让地方各大城市分散行使国家权力，进而使得各城市成为激烈政治斗争的舞台，对一个地区的控制往往取决于各方手中掌握的权力。寻求统治权的人必须能够击退来自部落世界的外部对手。这50年的叙利亚历史是地方冲突的历史，是人们的身份逐渐政治化的历史，是各传统部落和帝国代理人之间斗争的故事。从这个雏形中诞生了叙利亚当代历史的组成部分。为了充分发现并理解它们，我们必须详细回顾当时叙利亚地区正在成形中的生态、城市、部落和乡村世界。

	［3］

	有几方面的历史资料可以作为我们理清这段历史的信息源。这些历史资料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展现了城市世界对乡村世界的解读。无论是编年史作者，还是起草法律文件的法官和律师，这些历史资料的创作者们都居住、工作和生活在叙利亚地区的城市中。他们的叙述内容均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想象，这使得他们既反对乡村世界，也反对游牧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属于“罕达拉”（hâdara，意为城市的文明世界），而不是“巴蒂亚”（bâdiya，意为贝都因草原地区）。因此，关于此时期叙利亚乡村地区的历史资料记载是有其倾向性的，是不完整的和碎片的，并且是按照农村与其附近城市居民区之间距离的远近而形成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城市，每位编年史的作者都只详细记述自己所在帝国省会城市的重要事件。

	［4］［5］

	本章旨在阐明这一段尚未为人所知的特殊历史时期，一些非常出色的作品为这一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迪克·杜威斯（Dick&nbsp;Douwes）在《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正义与压迫的历史》一书中，系统地研究了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之子易卜拉欣帕夏入侵叙利亚之后至现代，叙利亚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其他出版物则涉及更具体的问题。诺曼·刘易斯（Norman&nbsp;Lewis）的作品更为关注叙利亚地区的游牧部落，法鲁克·塔巴克（Faruk&nbsp;Tabak）注重对叙利亚乡村地区境况和生态条件的研究，安德烈·雷蒙德（André&nbsp;Raymond）和多米尼克·舍瓦利耶（Dominique&nbsp;Chevallier）及其后继者们则使我们对叙利亚地区城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更为全面。从一开始，这篇简短的文献综述就强调了叙利亚这片地区本身的复杂多样性。为了充分理解易卜拉欣帕夏在1830年到达并建立起维拉亚的叙利亚地区，我们须先通过历史研究和阐释来恢复这一地区本身多样性的面貌。


变化中的地理环境



	［6］

	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叙利亚地图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座山脉，这座山脉从一个主要的分支向左右不同的方向延伸：实际看到的和地图所展现的非常相似。事实上，无论是从海洋，还是从广阔平坦的沙漠来到这里，人们总是会发现远处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地出现模糊不清的城墙。

	沃尔尼先生在他的叙述开始时的简要描述让我们对叙利亚有了初步的认识。一些地理因素阐释了这个国家的构成方式——从西到东出现了三大地形区。在第一片地形区中，一条细长的海岸地带在岩石嶙峋的海岸线上蜿蜒延伸，而在海岸线缺口处的小平原上，文化被孕育出来。在没有缺口的地方，则分布着中等规模的港口城市。拉塔基亚（Lattaquié）的情况即为如此，该市的港口淤塞状态直到19世纪初都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7］

	在第二片地形区中，一条漫长山脉的分支挡住了地平线，这些山脉的山脊高度并未达到最高海拔，其中，前黎巴嫩山脉（l'Anti-Liban）的最高峰黑门山（le&nbsp;Mont&nbsp;Hermon），亦称贾巴尔·谢赫山（Jabal&nbsp;al-Shaykh），海拔高度为2814米。然而，紧凑交织的狭窄山谷和断续的山峰将这片区域分隔开来，阻隔了交通。两组山脉将大马士革与海岸隔离，直到19世纪70年代，一条公路才将贝鲁特与大马士革的绿洲地带连接起来。再往北，阿拉维山脉（la&nbsp;montagne&nbsp;Alaouite）成为该地区海岸和内陆之间的障碍。虽然它从海岸向西沿着一个规整的坡度规律地上升，但山脉的东侧坡面却出现了急剧下降，向北延伸到阿勒颇周围的石灰岩高原，向南延伸到贾布平原和哈马平原。但是，这些山地也并没有妨碍夹在山地之间的山谷把山脉线切断。在山的内部，山谷为人类文明的存续提供了栖息地。在这片地形区中，从北到南分为四个亚地形群：阿拉维山、扎维耶山（Jabal&nbsp;Zawiyya）、前黎巴嫩山，最后是在豪兰平原（plaine&nbsp;du&nbsp;Hauran）耸立起来的火山岩质的德鲁兹山（Jabal&nbsp;Druze）。在霍姆斯（Homs）打开的缺口将这个城市和沿海地区连接起来，使内部交通变得更加便利。

	跨过上述的山地地形区，在第三片地形区上，地势变得平坦起来，广袤的草原、荒漠和山岗遗迹被星星点点的绿洲与洼地所点缀。这片广阔的戈壁高原被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的幼发拉底河河谷一分为二，河床的变化有利于其谷地范围的扩大，使得河谷四周可以进行农业耕种。然而，与西部地区大城市周围青葱翠绿的景色不同，这条绿色的河谷似乎是叙利亚东部单调的戈壁荒原景观之中一个突出的例外。一条连接了阿勒颇、哈马、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德拉这五个主要大城市的连接线，将叙利亚的土地一分为二。前四个城市都有一条河流经过，这有利于在城墙内和城市周围花园的种植，以及农作物的种植。这条城市链的形成也为我们标识出了叙利亚年降水量超过250毫米的有限的农业灌溉区。在东部，缺水使任何农作物的耕种都无法保持稳定。

	［8］
	亦称塞文雨，是指主要影响法国南部和其他地中海地区的特定类型的降雨。这种气候现象经常导致严重的洪水灾害。——译者注


	虽然地形地势没有变化，但该地区的生态却发生了重大改变，在18和19世纪，地中海结束了小冰川期。这段始于14世纪的气温下降时期，再加上春季骤降的塞文雷暴
	 [image: 亦称塞文雨，是指主要影响法国南部和其他地中海地区的特定类型的降雨。这种气候现象经常导致严重的洪水灾害。——译者注]，导致平原地区的农作物歉收。这种气候现象，以及16世纪世界商贸路线方向的改变（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东西方贸易路线由陆地转向海洋），解释了这一时期生产量下降的原因。法鲁克·塔巴克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经济、生态和农业发展的节奏是一致的。地中海地区某些作物（比如糖料作物）生产的收缩，为其他作物留下了发展空间，而烟草种植的到来将这个地区的经济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不确定的且通常是多雨的春季，畜牧业开始发展，葡萄和橄榄生产也开始在高海拔地区出现，这些产业都在这个地区找到了适合它们充分发展的气候条件，这里也具备开发它们的社会基础。在17和18世纪，平原地带被人们所抛弃，取而代之受益的是山地地区。乡村地区的空间相应地缩小了，但这一地区的总体图景仍然难以描绘。18世纪末，一种印象主导着我们对叙利亚农耕情况的认识；农业耕种出现在主要中心城市外围，但它们的规模和持久性仍然是不确定的。逐渐变短的严冬季节，尤其是舒适的春季时长的增加，带来了更好的农业收成。然而，一直到19世纪中期，气候条件才逐渐稳定下来。

	［9］

	平原上某些农作物生产活动的停止扰乱了水利管理。结果，地表水受到昆虫和细菌滋生的影响，湖泊等静态水变得不再卫生。这就解释了当时前往东方的旅行者为什么会对这里有一片荒凉的印象。比如，距离阿勒颇几千米的平原地区就被人们看作是一片恶心的令人避之不及的地方。不过有的时候，村庄周围农耕的恢复也会改变这种情况。因此，这个地方的生态状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除了水资源缺乏和降雨量的变化，这里的农作物还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即便不是每年，成群的蝗虫也还是会定期威胁这里的大片庄稼。当然，有些地区的生产还是比较稳定的，如大马士革南部的豪兰平原地区。但总的来说，农业歉收的风险一直都存在。

	［10］［11］

	19世纪上半叶的特点是人类分布和自然景观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降雨量与人类居所的稳定安全密切相关。例如，如果没有一股力量击退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加利利（Galiléenne）地区的棉花种植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新产品的开发改变了人们规划和利用生存空间的方式，吸引了新的人口，引起了居住在附近的城市当局的更多关注。不同的发展动因彼此互相推进，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屠夫”艾哈迈德·查萨尔帕夏（Ahmad&nbsp;Pasha&nbsp;al-Jazzâr，查萨尔，意为屠夫）的领导下，阿卡市的人口不断增长，他也通过垄断棉花市场获得了财富。这种控制态势的形成使他能够维持一支军队来保护这片农业区。如此，农民可以定期重新进行耕种，进而又通过排水缓解了平原地区的不卫生状况。这种生态变化稳定了定居人口，从而提高了地区生产能力。因此，自小冰川期结束以来，各种各样的发展动因相互交织，新的定居生活形式与叙利亚地区最初的政治团体一并发展了起来。

	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定居形式是人类慢慢适应自然环境的产物，在年降水量少于250毫米的草原地区和农业灌溉地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界限。草原地区仍然是游牧群体和大部落的活动空间，在叙利亚地区占据了空间上的主导地位。农业灌溉地区则是城市的所在地，城市四周分布着一圈农耕土地。然而，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当局击退贝都因人侵犯的能力。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索和研究这三个世界，以了解19世纪叙利亚地区人类社区可能的发展轨迹。


阿拉伯人的世界



	［12］

	传统乡村地区的范围逐渐缩小，原本固定下来的农耕田地因气候和政治因素影响而缩小的同时，一个庞大的部落世界正逐渐延伸到叙利亚地区各省的大部分土地上，同时代的人把占据这个部落世界的人类群体称为“阿拉伯人”。这些居民大多是游牧民，并不属于城市世界。这个部落世界不是静止不动的定居性质，而是处于不断迁移变动之中。这些部落群体的影响力在于他们能够将自己强加于其他各种政治形式之上，如国家、城邦等。因此，在占叙利亚地区三分之二的草原地区，这种社群组织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部落是一个将个体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政治实体，它定义了每个个体在其中的权利和义务，并允许个人控制一片特定的土地，这片土地通常是牧场及其周边地区（迪亚拉）。部落在许多方面都足以成为国家的竞争对手，诸如通过从统治的民众那里榨取财富来维持运作，以及对暴力工具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部落是城市文明世界的对立面。然而，我们却从城市文明世界获得了关于这些部落演进、组织和实力这些零零散散的信息。

	这些部落的内部组织都有着相同的特点。部落酋长控制着一群武装起来的人，表面上，他们是相互平等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赠予”的基础上：酋长在部落集体的房屋中招待部落的每一位客人，以部落集体之名行使“赠予”，仲裁部落内部的纠纷，行使物资使用权，分配在劫掠中征收来的贡品。作为回报，他也受益于部落成员的物质“赠予”。他手下的人参加战斗，也饲养牲畜。他们的经济活动决定了他们在部落社会等级中的地位，而这种社会声望建立在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所蓄养的牲畜之上。进行转地饲养的畜牧经济活动的同时，这些社会群体也按时进行农耕活动。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与沙漠的生态平衡以及部落世界内部的政治关系密切相关。酋长和各个家族之间的结合基于对共同家族谱系的承认，并通过一系列联盟关系进一步强化。因此，庞大的部落联盟将许多部落聚集在一起，部落内部本身也经历着家族关系的不断分化和组合。

	这些阿拉伯人游牧部落每年都进行周期性的迁移，把饲养的牲畜带到草原上的临时牧场。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阿拉伯人对地区空间的政治理解，他们往往将自己的生活空间被看作是多个放牧点和转移路线的集合体，而非被边界所隔开的地区空间。这个社会群体当然还有其他特征，其组织形式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通过诗歌以及口头辩论，部落传统得以代代传递，这种形式也一直是人与人之间维持团结的主要工具。最后，部落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地方性的暴力冲突的普遍存在，一个部落会攻击那些无力保护其族群的邻近部落。但这些暴力冲突一直都非常有限，并且显得有些程式化。正是以上因素，使得这些游牧部落被外国领事和城市中的编年史作者看成是一群群生活在落后和蒙昧之中的人，从而长期受到贬损。

	［13］

	不过，使用武力也是部落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对其他部落使用突袭形式的暴力攻击是为了进行复仇，主要是为了劫掠敌方的牲畜，并对潜在的不服从者进行控制。如果说这些例行的劫掠活动减少了部落内部的损失，那么这种部落之间的“捕猎”活动则并不利于农民开展经济活动，抢劫牲畜、袭击村庄和掠夺农民的收成会迫使农民离开。因此，叙利亚地区的农业定居世界和游牧世界之间的区域划分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在这里，可以根据活动和居住形式对部落人口的类型进行划分。定居人口和游牧人口之间，以畜牧业为发展导向和以农耕业为发展导向的部落之间，生活在沙漠中心的人群和生活在灌溉区或靠近城市的人群之间，正在产生一种鲜明的分化。处在社会等级顶端的是赶骆驼人组成的部落团体，他们移动了数百千米，征服了大片土地，并与他们时而管辖统治的牧羊部落并立。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在哈马和霍姆斯之间的平原地区，主要是豪兰平原地区，一些小规模的游牧部落仍然存在。不过，在19世纪初，部落内部的变动将他们推向了定居的空间。

	［14］［15］［16］

	叙利亚的现实表明，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地质板块式”的社会组织构成方式是如何使大型部落群体活跃起来的，这与当时所传达的部落世界在“任何时间”都永恒存在的形象是相反的。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点，这些因素包括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为了把握和理解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拓宽我们的视野，把关注的范围拓展到托罗斯山脉和阿拉伯半岛北部之间的整个地区，这个空间因缓慢而微妙的人口迁移而充满生气和活力。18世纪中叶，沙玛尔（Shammar），一个来自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大型部落联盟，进入幼发拉底河南部边界的伊拉克—叙利亚地区，赶走了当地已经在此的阿纳扎（Anazah）、罗拉（Rawla）等原有部落。很难确定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部落改变了他们原有的轮牧路线转而向北迁移，因为关于这部分的史料记载着实有限。可以预测的有气候干旱、牧群数量的增加、地区内部冲突和人口增长这些原因，所有这些都在破坏着阿拉伯半岛内部自然环境和现存人类社会之间本就脆弱的平衡状态。任何试图对水井和轮牧道路进行控制而引发的人口迁移活动，都会立即引发其他社群相应的行动。

	［17］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瓦哈比派创始人。——译者注

	沙特王朝建立者，沙特王国开国国王。——译者注


	其他方面的变化也加速了这些变动。在阿拉伯地区的中心地带德拉亚（Deraiya）绿洲上，教法官伊本·瓦哈比（IbnWahhâb）
	 [image: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瓦哈比派创始人。——译者注]和伊本·沙特（Ibn&nbsp;Saoud）
	 [image: 沙特王朝建立者，沙特王国开国国王。——译者注]酋长的会面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瓦哈比建议净化伊斯兰教后来的教旨，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纯洁性，他谴责苏菲派兄弟会，并要求回到历史上最初的四大哈里发时代。他在伊本·沙特那里找到了愿意为他的宗教思想而战斗的人。伴随着这个联盟的构建，伊斯兰教瓦哈比派诞生了。我们暂且不展开讨论这一事件的深层含义及其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中的重要影响，而是先将目光聚焦于非常值得关注的两个地方。这是一场奥斯曼帝国内部反对苏丹哈里发的斗争，于帝国的边缘地带发起；瓦哈比创造了一种宗教上的和政治上的想象，从而为部落的斗争行动披上了新的光环。很快，伊本·沙特率领的人就会发动袭击，煽动其他酋长相信和效忠他，并团结阿拉伯半岛绿洲上的居民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由于认同瓦哈比派的人越来越多以及沙特家族展开的武力征服活动，沙特家族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

	［18］［19］

	1744年第一沙特王国的建立加速了阿拉伯半岛上部落群体的迁移。正如该王国的敌人和外部的编年史家所描述的那样，瓦哈比派部落发起的进攻，以及新追随者的加入，正在打破叙利亚地区的平衡状态。1803—1807年，瓦哈比派推进到了豪兰平原的边界地带。由此，他们的势力向北延伸至整个肥沃的新月沃地。面对这种冲击，一些变化正在发生。首先，在巴尔米拉（Palmyréeene）和贾兹拉（Jazîra）建立了新的持久的部落联盟。在这些部落中，阿纳扎主要控制着叙利亚北部地区，而沙玛尔部落的控制区域则从今伊拉克边界地区延伸到祖尔（Zôr）地区，即今代尔祖尔市周围。更笼统地说，瓦哈比派的进入和部落世界的社会经济变化导致贝都因人部落经历了反复的重组，并促使他们与定居世界更加频繁地接触。在这种构造形式下，地区内每一个新来者都需要赶走另一个已经存在于此的群体。随着沙玛尔部落的到来，阿纳扎部落迁移到了更接近阿勒颇的地区，而德瓦拉（Dwala）部落则更接近城市地区。

	通过接触、交换和谈判，以获得部落缺少的商品并出售剩余的商品，游牧世界和定居世界之间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一种双重的极性驱使叙利亚地区的各支力量活跃起来。一方面，规模较大的部落联盟在地区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利用沙漠的自然环境、不便的通讯条件和对水资源地的控制为人们提供栖身地；另一方面，城市可以在其周围投射出削弱部落的力量。在这两极力量的中间，一些部落参与保卫部落联盟，另一些则参与保卫城市，这使这个世界充满流动性和活力的同时，也保持着向彼此开放的状态。


“拼凑”起来的城市世界



	［20］

	城市人口数量只占叙利亚地区人口总数的一小部分。虽然城市在这片广大的需要控制和统治的土地中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孤立存在的点，但城市仍然是地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所在。苏丹通过派遣总督和卡迪（Cadi）*来统治这些城市。商人们活跃在长长的贸易路线上，为城市市场供应货物。这解释了为什么必须重视城市中的各个社会团体。然而，城市并不一定是团结统一的。每个区域都有一个想要统治该城市的领袖，他通过在内部召集军队来保证对财富的占有。1780—1830年期间叙利亚地区历史存在的悖论是，城市内部的缓慢发展以及城市内部的动荡不安与东方学家们眼中一片衰落的形象相去甚远。要理解东方学家所说的“一片衰落”之景象，就必须通过研究去再现当时叙利亚各城市的面貌。这些特点的形成取决于城市各社会团体的构成，区分精英阶层和其他阶层的因素，城市居民之间团结和分离的线索，以及城市环境中权力、财富和统治权力的来源所在。

	［21］［22］［23］

	在叙利亚地区两个规模较大的城市中，阿勒颇有12万居民，大马士革有9万居民。接下来是哈马、霍姆斯、拉塔基亚和德拉这几个聚集了数千人口的城市。这些主要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浮动很大，城市居民的身份构成也都比较相似。高耸的城墙围绕着被权力机构、宗教活动和商贸活动场所包围着的城市中心。然而，18世纪的叙利亚地区出现了新型的社区，改变了早期那种围绕人类定居点向四周辐射的无线电波式的城市布局方式。大马士革东南部的郊区米丹（Midan）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代表：一幅新的城市地图正在形成，北部是分布在卡新山的萨拉赫亚村，它的陵墓和礼拜场所吸引人们聚集于此，南部则是米丹。

	与其他地区的人口构成相比，城市的人口构成更能反映奥斯曼帝国盛行的旧制度组织，即一个以地位差异而非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没有贫富差距，恰恰相反，在这样的社会中，贫富分化可能更为明显。城市中每个人的身份，以及属于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由几个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共同决定。

	［24］

	宗教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它确定了个人在法律和社会威信方面的责任。任何教派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有一个由伊斯兰教法规定的位置，这些规定由奥斯曼帝国的法官予以划分和执行。此外，奥斯曼帝国中的非穆斯林人口，即齐米（Dhimmi）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的税收组织密切相关：承认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助于建立起一个由收税官组成的团体，从而保证部分居民缴纳他们的税款。因此，城市应该被理解为各种社会群体聚集的空间，在这里，社群通过贡献而团结在一起，并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彼此区分。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其他教派信众则没有以上的法律地位，因为政府只承认伊斯兰教逊尼派。

	［25］

	在每个宗教社区内部，内婚制盛行，社区内居民区的集中分布成为人们的安全保障。因此，在叙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社区和犹太社区与穆斯林社区一起蓬勃发展，这里也并不排斥混合社区的存在。正如历史学家亚伯拉罕·马库斯（Abraham&nbsp;Marcus）在阿勒颇的案例中所指出的，虽然各社区人们之间的友谊和互相通婚是罕见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城市内部建立公共事务机构、比邻而居等。虽然教派主义确实存在，但它并没有完全安排人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26］［27］

	社区内部人们的权力地位与他们各自的社会职能和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城市内的经济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会，即塔瓦夫（tawâ’if）组织起来的，这些行会按照其所从事的行业进行等级划分。某些活动，如制革业或者屠宰业，被认为对城市社会有害，所以被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内。除了这种生产者内部存在的店主支配学徒并控制其活动的等级制度之外，市场环境还受商业活动范围的影响。一些商业家族在非常长的距离内进行快速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将印度、中东和欧洲这些地方联结在一个商业网络中。在另一端，其他人则负责销售当地商品和经营零售摊位。小商贩与周围的生产者进行商业交易，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与农村的商贸联系。除了这两个主要的经济部门，还有一群难以追溯其社会来源的无名者构成的城市小人物，比如搬运工。上述这些商业贸易和生产活动使城市成为财富的来源，奥斯曼帝国政府捐税的征收也依赖于这些商业资源。

	卡迪（法官）和瓦利（总督）抑或其他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是城市公共生活的组织者，因为他们保证了人们对帝国法律的遵守；同时，他们也通过税收和社会捐赠的形式，独揽了一部分公共财富。积聚、炫耀和分配公共财富等途径都有助于他们树立起享有声望的社会地位。公职人员带着他们的财产从一个城市去到另一个城市。法官和总督都不会在同一个地方任职很长时间，这是为了避免他们与当地社会团体结成政治联盟，帮助维持帝国正常统治秩序才是他们的主要责任。

	［28］

	法官主要负责仲裁城市内部纠纷，不偏袒拥有何种社会地位的人他试图调和各方，并根据大量的法典文本来确认纠纷的责任方。总督的职责包括通过部署警察和执行集体刑法来维持社会秩序，从而加强对每个社区的社会控制。他通过检查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和保障食品顺利进入城市来确保城市的日常供应。他小心翼翼地安抚调解各方关系，有时也会诉诸军事远征行动。在金字塔式的管理系统下，主要大城市设有一位总督，其他城市则设有总督的代表，即穆塔萨利姆（mutasallim）。除了这两项主要的政治和司法职能外，还有几个政治团体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政治团体一部分承袭自奥斯曼帝国早期，另一部分则源于他们新接管的社会事务。

	职权成为这些团体彼此区分的因素。帝国首先建立在“阿斯卡尔”（askar）*和“拉亚”（re’ayya）*的基础上。从前者中，诞生了帝国禁卫军，这些士兵在战争中因参与战斗而获得财税优惠作为报酬，对武器装备的掌握使他们成为可能对帝国权力构成挑战的人。禁卫军一直是唯一拥有永久武器装备的战斗人员，这也使他们的组织成为城市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但18世纪和19世纪频繁发生的每一次武装冲突，都使禁卫军远离了城市。例如，在大马士革的禁卫军军队中，士兵们分成了两个小派别：来自大马士革的士兵和来自外地的新近加入者。与此同时，同欧洲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有自己的特定权利一样，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性质，也赋予了那些伊斯兰教学者乌理玛们特殊的地位。他们在教授《古兰经》的库塔布（kuttâb）*学校网络中进行伊斯兰宗教教育，组织礼拜活动，并通过讨论法基赫（Fiqh）*来解释和定义伊斯兰教法学。以上这些社会政治职权上的划分，逐渐演变为专属于个人或者个人所属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其他方面的社会划分，则显示出这个旧有社会制度的现实特征。

	阿什拉夫也是如此，这个词汇指代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他们的身份首先由他们的同龄人判断和确定，那些拥有这种血统的人将会享有特殊的社会优待。其中，纳吉布·阿什拉夫（阿什拉夫团体的代表）负责维护阿什拉夫阶层的集体利益。很快，社会特权的赋予使阿什拉夫团体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特别是在阿勒颇，他们成为该城市的一个重要派系。他们通过诉诸暴力来挑战总督的命令，或与他人结盟，并试图通过武力夺取更为有利的地位。

	［29］

	城市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结构，即通过获得荣誉头衔来实现社会分化和资源竞争。一整套用于获取和重新分配这些社会地位的策略，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收入，为城市内部布置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棋盘。苏丹可以颁布政令，让特别指定的政府雇员征收特别税。总的来说，城市居民按地区政府的安排，偿清强加给他们的税费，即使这意味着富人要为穷人支付费用。许多社会和经济关系围绕着市场交换而相互交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政治关系，这些政治关系建立在不对等的、象征性的统治基础上，定义了社会准则和良好行为的标准。如上所述，城市被这些相互交流的社会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所缠绕。在此我们需要重申的是，要彻底地详细地叙述城市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绝非易事。

	［30］
	叙利亚、埃及等国货币单位。——译者注


	每个城市社区都有代表该城市的社会精英所拥有的财富的外在特征。著名的建筑，如浴室、陵墓或清真寺，使得居民的社区变得个性化。整体来看，这些社区都由封闭的小巷组成，每个单元又是由围绕庭院建造的无浮雕的房屋组成。更宽敞的住宅可能有几个庭院，庭院内有平均两层高的生活公寓。房子的内部空间保留了开放接待空间“萨拉姆利克”（salamlik）和女性空间“哈拉姆利克”（haramlik），这是社会和经济繁荣的标志。以阿勒颇的房地产销售为例，该城房屋平均价格达到了几百皮阿斯特
	 [image: 叙利亚、埃及等国货币单位。——译者注]（当时平均工资为13皮阿斯特）。

	［31］

	大家族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面对不稳定的生活，以送嫁妆为前提的婚姻似乎是家庭得以永续的保证。因此，打破婚姻关系，就意味着需要丈夫和妻子采取一定的手段，在穆斯林家庭中，可以通过休妻来实现。保护家庭的愿望源于必须保证孩子们有一个家。每个妇女平均大约有多达4到5个死胎和夭折的孩子。尽管奥斯曼帝国旧政权的城市中有如此高的人口出生率，但人口更新几乎没有得到保证。除此之外，还有一波又一波的疫病。法国驻拉塔基亚领事曾在1822年对此表示担忧。霍乱这种疾病的病菌，会在城内停留几个星期，可能导致数十人死亡。这类事件提醒人们，在公共卫生服务相对缺乏、医疗组织薄弱的情况下，群体生活中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从城市家庭的规模来看，家庭仍然是城市中的个体获得各种支持的地方。家庭将每个个体与他生活的社区联系在一起，更广泛地说，也与他的宗教信仰或职业联系在一起。家庭是构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础。

	“家庭”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拥有的财富。一般情况下，都是妻子住到丈夫的家，而且通常是和公婆住在一起。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夫妻和孩子可以住到位于同一社区的另一个住所里。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一个大家庭通常共同住在同一街区的同一所房子里。“家庭”这一词语既指已建成的多庭院式的住宅，也指融入一个大家族的家庭成员。这些大家族的成员是距离城市财富最近，并从城市财富中获益的一群人。这些财富资源可以以家庭瓦克夫（waqf）*的形式永续下去，这种形式既可以创造收入，也能作为大家族分享自己财富的证明。为了确保自己的家族对城市权力职位的掌控，各大家族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

	［32］［33］

	与其他地区空间相比，城市更容易统治。因为它被城墙包围而形成一个整体。城市内部每个片区都可以通过设置各种紧闭的门而与邻近地区隔开。米沙伊尔·迪马什基（Mîchâ’îlalDimashqî）就提到了人们向城堡的转移，在他的叙述中，虽然城堡沿着城墙分布，却变成了城市之外的空间。1780—1820年的多次城市起义中，每个教派的武装力量都试图控制这个或那个片区，而由不同教派信徒组成的团体又都聚集在有权势的个人周围，赫伯特·博德曼（Herbert&nbsp;Bodman）对1784年发生在阿勒颇的反对该城市瓦利的城市起义——这次起义也导致这位瓦利被奥斯曼帝国宫廷召回——案例的分析恰印证了这种情况。此次起义标志着与禁卫军结盟的人民的胜利。禁卫军占领城市后，勒索商人，聚敛财富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新任命的总督通过惩罚主要的叛乱分子来挑战禁卫军的权力，但他又被宫廷召回了。直到1810年代，阿勒颇才恢复正常的城市秩序，这标志着城市叛乱的结束。这些运动表明，城市这个政治空间，仍然是那些想要统治的人需要征服的地区。同时也说明了，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不少城市政治中心仍然是部落世界的中心。


中间地带：乡村世界



	［34］

	乡村位于城市和草原世界之间的缝隙，它的存在取决于城市保护其周围田地的能力。在阿勒颇或大马士革附近，周边地区变得不再安全。1812年，在阿勒颇的法国领事明确指出，新上任的总督只确保了阿勒颇城市周边步行四到五个小时内的辖区安全。

	乡村处在当地不断变化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政治条件的交汇之处，其稳定性或多变特征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本身。查阅编年史作者的记叙和外国领事的报告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两幅完全相反的画面。在一些人看来，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周围蓬勃发展的花园，显示出叙利亚地区农业为满足城市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发展活力。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农民在税收和部落袭扰的重压下抛弃村庄，又突出反映了影响农村的多重危机。因此，有时候很难准确了解城市周围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在更遥远的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乡村世界似乎就是城市世界的投影，因为保证乡村地区安全的力量居住在城市里，城市里产生了农民必需的农业收益。因此，乡村田地的生机活力、持久性和丰富性取决于城市与周边村庄的关系。

	［35］［36］

	现在，那些村庄都已经消失了，只有村庄的墙壁证明了它们过去间歇性的存在。诺曼·刘易斯绘制的地图显示了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村庄的分布线是如何在大城市周围移动的。他同时还指出，对于19世纪初的叙利亚地区定居世界的研究和认识，必须参考该地区的游牧世界。“阿拉伯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叙利亚地区。由于干旱、气候变化和部落争斗，一些人类群体可能会来到靠近城墙的城市边缘位置。以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主要城市为例，它们的土地几乎每年都会受到侵袭。于是，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阻止这些攻击和调动部队就变得至关重要，因为侵袭活动可能会破坏城市的食物供应。因此，与游牧世界并存的城市世界，其利益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延伸开来。例如，豪兰平原地区就完全是大马士革城市空间的一部分，是大马士革名副其实的粮仓。

	有两个变量似乎改变了乡村的情况：人口的定居状态以及土地所有权。在居住在城墙之内的城市居民，和专注于游牧生活的骆驼、羊群部落之间的空间，所有的情况都汇集在了一起。因此，必须依据人们的定居时长来考虑人口迁移的程度。在豪兰平原地区，人口密度的增加相对来说更为持久一些。土地这个基本单位可能比村庄这个单位更为重要，因为人们是随着农作物的季节生长而迁移的。房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那种一般意义的定居观念中时间和空间的完全统一，它们只是为开发某一片特定的田地而存在于特定的时间段内，当时的人们可以借此区分那些声称自己是游牧民族的人和那些更喜欢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37］

	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与土地的关系（即土地所有权），这取决于两个参数：土地的空间使用方式和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这两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演变的结果。气候问题导致畜牧业比农业更受人们青睐，人们在农业种植中选择燕麦等次级谷物，而不是小麦，因为农民们担心春季多雨会使得他们失去收成。不过，与此同时，随着北欧谷物的流入和对牲畜运输需求量的增加，商业贸易路线的重组也强化了这种特征。在乡村地区，这导致田地被分割成小块，以及家畜饲料种植面积的扩大。考虑到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更为明智，因为在更小的地块上种植可以避免全部或大部分的歉收损失，也更方便带着他们瘦骨嶙峋的牲畜离开。因此，有必要设想以植物轮作为特征的农业种植区域的存在，在这个区域内，作物种植的拼凑密切依赖群体的自给自足状态，以及如何更直接地满足城市的需求。此外，只要生产、生活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单一作物种植的影响范围就会扩大，阿卡和大马士革之间的棉花种植业，以及阿拉维山麓地区的烟草种植尤其如此。

	［38］

	乡村一直同城市世界处于一种财政隶属关系之中，城市开始逐渐欢迎那些纳税的乡村农场主。三种主要的财产类型并存，也显示出加诸农民身上的税收负担。从帝国传统来看，农业生产的果实产生于帝国苏丹的土地上，苏丹通过授予土地受益权来奖励战争中建立战功的士兵。这一做法产生了蒂马尔制（timar，即以军事战功换取土地使用权的一种封建采邑制），这一制度在17和18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到19世纪末才消失。依据不同的情况及农业特色，奥斯曼帝国苏丹支配的国有土地，即埃米利（‘amîrî）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土地。那些城镇附近蓬勃发展的种植树木和豆类的花园，其使用权被部分授予给了农民。在东部大片归属尚不明确的地区，则没有明显的使用权授予界限。这种生产和所有权关系的转变反映在税收中，就是对这些土地受益者相应地位的承认。大部分税收每年都被承包给帝国的地方代理人，后者则倾向于把税收压力施加给农民，无论当年的收成如何，无论当时的环境如何，他们要的只是获得他们需要向帝国政府缴纳的税款，而这些税款中的一部分被他们侵吞了。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帝国当局设立了马里卡内（malikane），即终身包税区。在这种做法的实践过程中，所有者们发现自己享有土地的终身受益权，这也默许了他们对农产品征税的权利。这种新被赋予的地位再次引发了土地竞争，并使各个城市的家族结成联盟。例如，大马士革的阿兹姆（‘Azm）家族与生活在哈马的家族逐渐靠近。每个马里卡内的所有者都拥有稳定的资源。这种土地所有权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此，与拥有马里卡内的商人关系密切的总督，就可能有兴趣保障商人所拥有的土地的地区安全。除此之外，那些伊斯兰教众捐赠的瓦克夫公共财产，或永久管业的财产，也被允许保留土地的所有权和收入，并把收入分配给虔诚的伊斯兰教基金会。拥有这些财产的分配权，也就拥有了社会威望。就这一点而言，土地所有权分配的类型，将会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39］

	19世纪初，与乡村世界平行的另一个非常特殊的世界正在形成：山区。这些山区在叙利亚地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在北部，阿拉维山脉的居民们面临着人口过剩的情况，这也导致对平原和城市的人口入侵。山地地区发起的有组织的突袭活动，突出反映了山区人口对资源的需求。高地世界和低地世界之间的交流仍然相对贫乏，二者的相互了解亦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教派的差异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这就是为什么卡尔达哈（Qardaha）周围的山谷地带通常只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的惩罚性远征活动的记录中。在整个18世纪，土壤的相对质量和气候条件有利于山麓地带而不是平原的发展，这可能就是山区地带人口增长的原因。然而，关于这个山区地带社会情况的资料信息一直非常缺乏。在南部，越过前黎巴嫩山脉之后，是分布在拉贾（Laja）附近的山地地区，它们的分布情况类似于阿拉维山脉地区，但对商业贸易更为开放。这些玄武岩高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适宜居住，只有少数人类临时定居点，19世纪初，舒夫（Shouf）山区的人口激增使得德鲁兹人转而移居至那片地区。

	［40］

	就这样，这三个彼此密切联系的世界构成了整个叙利亚地区。城市世界和乡村世界彼此供养、相互维持，乡村世界似乎是城市世界安全保障能力的投影。乡村世界是城市中一些人的食物供应地，也是城市中另一些人的财政收入来源，作为耕地和有人居住的地区，二者作为地区空间的主导力量，彼此的空间关系差异很大。在这两个世界的一旁，游牧部落集团似乎独自孤悬于地区权力中心所在的岛状地带之外。城市世界和游牧世界并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冲突的基础上，但它们仍是相互依存的，特别是游牧生活模式中所必需的一部分产品就来自于城市地区。部落世界的人们也会去到城市里或者城市附近的市场。有时，更会有冒险精神的部落世界商人直接搬到居民区。部落的人们还会购买城市的纺织品、武器和皮革。与此相反，定居世界的人们则不得不考虑如何在部落世界存在的情况下贸然进行长途旅行。他们会绘制道路出行地图，在地图上为自己划出一片安全区域，并确定道路是否有利于安全出行，最后，制作出行的辅助工具。这是一个属于走进沙漠的商队的时代，他们用富于想象力的线条勾勒出一个空间，并用他们常年行走的步伐增强了城市世界的生命力。

	至此，两种相互竞争的权力形态形成了：在城市以及它们所辐射到的周边地区，国家作为公共当局，通过一个或多个执政者垄断暴力机构；在沙漠大草原上，部落代替国家，收取以库瓦*为名的保护费来保护在部落内定居的人的安全。这两种权力形态的竞争，最终勾勒出了这一时期叙利亚地区的政治版图。


奥斯曼帝国各省



	自1660年以来，大马士革、阿勒颇、的黎波里和赛达的几个维拉亚变动的边界线共同组成了叙利亚这片土地。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当地各地方首府（阿卡、大马士革等）的权力机构与社会团体，都在这里进行统治和管理。为了理解权力的相互作用，我们会在地方战略和帝国战略之间不断来回切换。在开始叙述关于帝国当局及其与叙利亚地区之间关系的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奥斯曼帝国的组织形式及其运作的恒定因素。

	奥斯曼帝国由苏丹统治，他在中央设置了政府顾问和大维齐尔*（大臣）来管理帝国各项事务。苏丹依靠谢赫伊斯兰（伊斯兰教教长）来管理帝国宗教事务，拥有哈里发头衔的人被承认为阿巴斯王朝的继承人。这些帝国的一般特征自伊斯兰征服以来几乎没有改变。然而，和任何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的政权体系主要是建立在一个遥远的帝国中心和地方各主要省会城市之间的多重联系之上的。阿勒颇市在叙利亚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负责收税的达夫塔尔德（defterdar）*位于这里，从而使阿勒颇成为叙利亚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从1708年开始，大马士革的总督被赋予了组织前往麦加朝圣的特殊职能。他必须每年为前往麦加的朝圣者提供一次安全和交通保障。这项特殊任务使得大马士革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大马士革的商人们在朝圣者那里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年度市场商机。除了承担的这些具体任务之外，大马士革的总督与叙利亚地区其他省份的总督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41］

	在各城市内部和各城市之间，城市显贵政要之间存在着诸多的权力平衡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有限，从而使得城市内的大家族能重新获得相同的地位，并形成地方“王朝”。这些大家族权力的维系主要依靠它们掌控城市内部权力规则及其周边环境的能力。例如，大马士革南部郊区的米丹尼斯人——以他们在郊区的居住地命名——可能是出于与大马士革城北部的阿迦（aghas）*关系不和的原因，他们主动接近后者的敌人，转而支持阿卡市和赛达市的总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力量强大的地方总督、阿迦、商人等，都为自己配备了武装力量，通常会有几百到几千人来为他们攻城略地。但是，分布在城市或农村的要塞堡垒可能会危及他们数月努力征战的成果：帝国军队在要塞中避难，并在进攻者返回后继续阻止各地方势力对该地区的控制。

	建立地方权力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政治地位、社会资源和武装力量。其中，第一个因素是由苏丹授予或给予承认的。为了确保成功获取相应地位，通常意味着需要向首都的中间人支付报酬，这种地位的获得反过来又可以赋予地方统治者对当地资源的支配权。比如，行省总督可以从他统辖的省征收的税款中获利，这使他得以指挥军队力量，当然，这也意味着总督需要有必要的手段来向士兵们支付酬劳。因此，在有限的人员中进行重要地方职位的竞争开始了，这是增加自身社会资本和武装力量的跳板，反过来又能增加控制税收和驱逐竞争对手的筹码。这种权力观念首先反映出的是奥斯曼帝国接收捐税的人与缴纳捐税的人之间的社会和空间的结构性差异。

	［42］［43］

	18世纪，一些地区的大家族获得了比帝国中央政府权力更大的自治权。阿兹姆家族首先成功地将自己重新送上了大马士革总督的位置。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独立于苏丹，每年，在任的总督都会兴奋地等待着来自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敕令，而这份敕令将会延长他的总督任期。因此，在大马士革及其所辖的省区，地方权力表现得相对稳定。那么大马士革总督的权力管辖范围有多大呢？自然是到豪兰平原地区，到大马士革东部的巴尔米拉去冒险似乎还不太可能。因为此时的盖尔耶泰因（Qaryatayn）村是叙利亚南部地区到达北部城市霍姆斯之前最后一个中途休息地。阿兹姆家族和哈马的阿迦们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对哈马当地凯拉尼（Kaylanî）家族的支持，使得大马士革和哈马这两个城市成为属于同一股地方权力的势力范围。这一点对于向叙利亚北部运输货物和控制肥沃地区至关重要。在西部，贝卡平原一直是一个令人觊觎的地方。虽然它依靠大马士革的权威而存在，但舒夫山区酋长们的定期袭扰使得这种权威控制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大马士革总督面临着三条战线，南面是沿海各城市，西面是德鲁兹人，东面是贝都因人。

	在北部，阿勒颇市俯瞰着托罗斯山脉的南坡。作为奥斯曼帝国帕夏里克的首府，阿勒颇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然而，阿勒颇当局并没有对这一片地理区域进行统一管理。根据那个时代的现实需求，当局的注意力集中在三个方向，而这三个方向将阿勒颇一分为三。在城市的东部地区，大草原是贝都因人的庇护地，主要是阿纳扎部落，他们穿行在北部城市和河流之间；在西部，分布着石灰岩山麓和阿拉维山，用当时领事人员的话来说，阿拉维派*在这里聚集，这里的部落结构和远离中心地区的位置使得该地区难以进入，再往西，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和安塔基亚（Antioche）一起组成了通往阿勒颇地区的门户；在北部，奇里乞亚平原及其城镇安泰普（Aintab）、基里斯（Killis）或乌尔法（Urfa）属于同一行政单位，依据总督的不同，这片地区也分属于不同行政当局管辖。虽然拉塔基亚仍在阿勒颇的控制之下，但的黎波里的地位有所不同。有时，阿拉维山地地区的骚乱会切断阿勒颇与海岸地区的所有联系，从而将拉塔基亚与阿勒颇分隔开来。

	［44］

	因此，18世纪末的叙利亚，其社会政治格局的特点是政治角色的多样性，政治角色之间互相影响。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nbsp;Elias）对这种政治格局提出的“国际象棋”的形象比喻，使我们得以认清这里的权力和行政系统。每一次迁移都重新配置了每个人的权力。所有的复杂性都源于同时并列出现的几个政治特征，这些政治特征不一定会成为各方政治角色之间永久的分界线，却会被一次次地用来动员他们各自的支持者，激发更为激烈的政治博弈。对那些在从托罗斯山脉到阿拉伯沙漠的主要省份树立权威的政治参与者们来说，拥有多重社会身份，从而组建起自己的财力储备和军事集团，是确保权力地位的唯一条件。再一次的，一场循环式的政治游戏在叙利亚地方势力内部运转，权力可以带来金钱，权力可以强化军队，权力也强化了他们的权力地位。但这几十年的独特之处在于叙利亚地方势力的相对自治，并没有人想要挑战奥斯曼帝国中央的权力。争夺阿勒颇或大马士革的总督位置，仅仅意味着增加社会资源和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绝不是针对奥斯曼帝国中央发起任何具有特别意味的政治行动。

	［45］［46］［47］

	两个系列的因素改变了叙利亚的地区格局。首先，是中东地区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有助于欧洲重新部署其在地中海地区的存在。那时，即便是柏柏尔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也没有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叙利亚地区的沿海运输和远洋运输活动，主要仍是由欧洲船商承担的。此外，“希腊人”或“阿尔巴尼亚人”的船队在拉塔基亚海岸的徘徊，也让当地的领事们感到担忧，因为他们属于非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在港口城市，欧洲市场的需求和供应正在重塑当地经济。这一现实情况使阿卡市在18世纪下半叶成为叙利亚地区的棉花之都，连接了加利利地区（巴勒斯坦的地区名）的生产者和欧洲的买家。然而，这种一体化仍然是边缘性的，换句话说，它虽促进了地方财富的创造，却不会扰乱地区内原本的生产系统。此外，奥斯曼帝国受到双面夹击的军事入侵迫使帝国中央不得不寻找资源和人力来投入战斗。与俄国的战争是灾难性的，不仅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俄国舰队的武力威胁，战争的持续（1768—1774）还给帝国偏远地区的省份带来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并影响了各省份之间的内部关系。25年后，拿破仑·波拿巴对埃及的入侵更加剧了这种内部混乱，迫使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各国的同盟关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协调国际事务的一部分。

	［48］


世纪之交的乱局



	从1780年开始，叙利亚地区那种分散的政治组织形式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地区中心城市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城市内部依据不同属性划分出不同的派系，如社会政治职能（禁卫军），宗教信仰（基督徒，穆斯林）或象征性的社会身份关系（阿什拉夫），各派系分别由自己小集团内部或外部的首领指挥，为了获得城市统治地位而相互冲突。这一时期的整个悖论与三个集中现象有关，正是这些现象导致了此时叙利亚地区的混乱局面。首先，各派系的领导人，无论他们是否担任奥斯曼帝国职务，都不会挑战和破坏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因此，这种对抗和冲突往往只是城市内部的。其次，地区和联盟的联系会将局部冲突，甚至是社区冲突，扩展到整个地区，就像大马士革叛乱的影响也波及了哈马或整个豪兰平原地区。最后，并不存在任何稳定的地区局势，因为奥斯曼帝国苏丹派来的军队没有能够在地方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各地内部政治竞争的参与者也无法彻底消灭他们的对手。因此，我们还须透过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这两个主要城市，来观察长达半个世纪的危机期间复杂的事态发展。
	18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所属之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一度统治巴勒斯坦大部、黎巴嫩南部及叙利亚西部海岸，对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统治形成挑战。1775年，扎希尔的军队不敌南下镇压的土耳其军队，他本人也阵亡。他被视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先驱，被巴勒斯坦人尊为民族英雄。——译者注

	历史上一个模糊的中东地理名称，广义指的是地中海东岸、托鲁斯山脉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西亚地区，不包括托鲁斯山脉、阿拉伯半岛和安那托利亚，不过有时也包括奇里乞亚在内。——译者注


	一系列的骚乱始于18世纪70年代，这些骚乱破坏了当地的权力平衡，加速了新兴领导人之间的竞争。新崛起的地方领袖试图统治城市，他们的斗争也将叙利亚各省联系在一起。这些动荡局势归结起来有三个原因。1768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开战，这迫使奥斯曼帝国将各地禁卫军动员起来开往前线参战。他们的离开使得叙利亚地区城市内部的权力失衡，尤其是在禁卫军派系一直是主要势力的阿勒颇市。与此同时，埃及的阿里贝伊*（谢赫·巴拉德，相当于军队指挥官），发起了一项旨在征服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伟大军事计划，并派出了他的下属率领其主力军队。他的副手穆罕默德·阿布·达哈卜（Muhammad&nbsp;Abûal-Dhahab）于1771年6月8日攻占大马士革，然后迅速向埃及撤退。这次入侵迫使驻扎在阿勒颇的禁卫军开进大马士革，从而改变了大马士革的地方局势。最后，一个地方首领占据了提比利亚（Tibériade）海岸地区的包税农场，逐渐组建起了一支军队，并将其作为权力统治的工具——扎希尔·欧麦尔（Zâhir&nbsp;al-‘Umar）
	 [image: 18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所属之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一度统治巴勒斯坦大部、黎巴嫩南部及叙利亚西部海岸，对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统治形成挑战。1775年，扎希尔的军队不敌南下镇压的土耳其军队，他本人也阵亡。他被视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先驱，被巴勒斯坦人尊为民族英雄。——译者注]成为约旦沙漠边缘贾巴尔·阿明（Jabal&nbsp;al-Amin）的地方统治者。他的崛起，是通过积累财富并供养起一支战争经验丰富的军队实现的，这为其他人指明了实现社会地位晋升的途径。阿里贝伊的朋友“屠夫”艾哈迈德帕夏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也开启了同样的崛起之路，然而扎希尔·奥马尔死后，他的继任者们却湮没了他的奋斗成果。这一时期埃及地区发起的入侵和这些个人的勃勃野心，扰乱了黎凡特
	 [image: 历史上一个模糊的中东地理名称，广义指的是地中海东岸、托鲁斯山脉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西亚地区，不包括托鲁斯山脉、阿拉伯半岛和安那托利亚，不过有时也包括奇里乞亚在内。——译者注]南部地区原本的平静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来自波斯尼亚的马穆鲁克*“屠夫”艾哈迈德帕夏开始崛起并为人们熟知。在为他的埃及马穆鲁克主人服役后，查萨尔于1768年起从编年史的记载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后作为黎巴嫩山区一位埃米尔*的手下再次出现在编年史中。1772年，他首次获得了奥斯曼帝国授予的职位，即赛达市的总督，他在黎巴嫩山区建立起了联盟，并参与了帝国埃米尔之间的政治博弈。不久，他把阿卡建设成为一座军事要塞城市兼他个人的政治活动基地。这一转变使阿卡这个港口城市成为来自豪兰平原地区的粮食的贸易出口地，对阿卡的控制也为“屠夫”艾哈迈德帕夏提供了重要的财力。然后，他开始组建和装备自己的军队，并用新获得的财富来影响帝国中央在行政任命方面的决定，以最终实现他成为大马士革总督的政治目标。

	［49］
	阿勒颇著名大家族之一的首领。——译者注


	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帝国禁卫军开往前线参加对抗俄国和阻止埃及入侵的战役，这有利于隶属于阿什拉夫集团的当地军队的崛起。但是，这也为贝都因人和库尔德人入侵北部平原地区的村庄与城镇创造了有利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阿什拉夫夺取了城市权力，并确保纳吉布·阿什拉夫代表的阿什拉夫阶层在城市中占据优势地位。为了缓和阿勒颇当地各武装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帝国中央派遣易卜拉欣·扎达帕夏（Ibrahim&nbsp;Zâdah&nbsp;Pasha）前往阿勒颇，确保取消激起民众愤怒的额外捐税。包括纳吉布·阿什拉夫在内的一些商人，比如沙拉比艾芬迪*（ChalabîEfendi）
	 [image: 阿勒颇著名大家族之一的首领。——译者注]，纷纷从城市逃往农村。1775年8月，沙赫塔贾赫里·阿里帕夏（Shahtâljahli‘Alî&nbsp;Pasha）被任命为总督，他负责平定叛乱，并恢复统治秩序。他下令处决了一些人，并对叛乱者处以10万皮阿斯特的罚款。此外，为了平息阿勒颇周边地区的战乱，他还率领当地禁卫军对周围各部落发起了惩罚性的军事远征行动。这是一场灾难，因为远征的失败激起了禁卫军的愤怒。在另一次试图恢复对吉斯尔舒古尔（Jisr&nbsp;al-Choghour）控制的远征行动期间，禁卫军得到了法官和穆夫提*的支持，他们呼吁阿勒颇市居民拿起武器反对总督，这迫使总督于1775年12月28日离开了阿勒颇。禁卫军不仅领导了此次起义，并且似乎得到了当地阿什拉夫阶层的支持。这种情况使得阿勒颇在几年时间里都没有在任的帝国总督。此外，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来往中断，阿勒颇城物资匮乏，帕夏里克内部各种劫掠活动频发。城市的这种混乱局面，导致阿勒颇全省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18世纪80年代，先后就任的总督都试图通过暴力来恢复社会政治秩序。然而，总督更迭频繁（几乎每年一换）以及该地区的纷乱形势却激起了地区内激烈的政治内斗。总督的统治力量集中在安泰普，即如今的加济安泰普（Gaziantep），以及乌尔法地区，这让阿勒颇地区各派系以自治的方式组织了起来。在1785年，哈吉·穆斯塔法帕夏（al-HajjMustafâPasha）被承认为瓦利，但并未亲自前往阿勒颇就任。在他未能在阿勒颇实际任职期间，阿勒颇市居民任命了一位穆塔萨利姆。两人被任命为城市事务的决策者：刚刚从流亡中回来的沙拉比艾芬迪代表阿什拉夫阶层，基恩·艾哈迈德·胡姆沙阿迦（Ginj&nbsp;Ahmad&nbsp;Agha&nbsp;Hummusa）则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成为禁卫军的代表。当哈吉·穆斯塔法帕夏进入城市时，他无法让一群发动起义的禁卫军投降，其他城市居民也加入到了禁卫军的行列共同反对他。第二年，穆斯塔法帕夏去世，接替他的是阿卜杜拉·伊本·穆斯塔法·贾布里（‘Abdallah&nbsp;ibn&nbsp;Mustafâ&nbsp;al-Jabrî），他来自一个社会地位正在节节上升的家族。

	在这种情况下，1786年，瘟疫开始在阿勒颇这座城市蔓延。这是尤其致命的，可以预见的是，粮食短缺的状况将会在第二年出现，这引起了人们对阿勒颇居民生存状况的担忧。在十年的时间里，阿勒颇事实上一直都处于自治状态，这给了地方集团派系的代表们挑战帝国中央代表的机会。奥斯曼帝国中央代表虽试图在这里恢复帝国的统治秩序，试图为奥斯曼帝国的边境战争向阿勒颇居民征收战争资源，但一切皆是徒劳。1788年，禁卫军再次被帝国征召前往边境，参加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和俄国的保卫战。阿勒颇人发动了起义，帝国总督被包围在自己的府邸中，并最终逃离了阿勒颇市。在这次城市起义中，地方城市的力量战胜了帝国首都的力量。

	［50］

	1783年，大马士革的穆罕默德·阿兹姆帕夏（Muhammad&nbsp;Pasha&nbsp;al-‘Azm）在担任了该省总督10年后去世，他所出身的阿兹姆家族在18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一直控制着大马士革总督这一职位。阿兹姆家族从三个方面加强了自身实力：延长总督的任职，将社会资源投入到建立宗教秩序、商业建筑和维护治安上，并利用其社会威望来控制当地的粮食贸易。阿兹姆家族通过建立联盟、发展友好关系和联姻的形式，给予大马士革北部的家族一些特权，这些家族也充当阿兹姆家族的势力，将阿兹姆家族的影响力拓展至霍姆斯和哈马——这两个叙利亚地区名副其实的粮仓接驳站。与此相反的是，豪兰平原地区被忽视了，相应地，大马士革南部米丹地区的社会精英们也被边缘化了。穆罕默德·阿兹姆帕夏的去世改变了这一切，从他去世后直到1786年，大马士革省的总督经历了一段迅速更替的时期。

	［51］

	这种权力真空的状态在城市内部引发了许多冲突。商人们抱怨，由于城市南部贸易路线遭到破坏，货物供应变得困难。个别商人和他们的政治保护人利用资源短缺的形势囤积居奇，激起了民众的愤怒，而其他城市精英则利用这些不满来煽动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北部的阿迦集团和南部的阿加集团是相互对立的。例如，南部的阿迦们可能会像禁卫军或阿勒颇的阿什拉夫那样，通过调动军队来控制这座城市，住在南部米丹郊区的他们，更为关心豪兰地区的粮食经营状况，但由于大马士革南部很难确保完全免受贝都因人定期性的侵袭活动，所以很难让这些粮食顺利输送到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屠夫”艾哈迈德帕夏通过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多番斡旋得到了大马士革总督的位置。为了彰显他的新地位，他大张旗鼓地进入了大马士革这座城市。

	［52］

	这种权力的转移导致地区内急剧的政治格局重组。面对当地其他新兴家族，即凯拉尼家族和马勒瓦利（Malwalî）家族的竞争，阿兹姆家族的势力撤退到了哈马。但是，阿兹姆家族仍可以凭借在省内部署的军事要塞，比如塔尔比塞，维持势力。与此同时，他们从省会大马士革转移到海岸地区的赛达和阿卡，也加速了的黎波里省的衰落，这个帕夏里克越来越多地被阿勒颇的瓦利们所控制，瓦利们偶尔也会进行一些安抚性质的行动。其他港口，主要是拉塔基亚，填补了叙利亚北方地区的贸易空缺。这一变化将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分隔开来。在叙利亚地区北部，阿勒颇作为中心，控制着从阿勒颇一直到乌尔法、安泰普和拉塔基亚这一片地区。在南部，大马士革被纳入了阿卡的势力范围。至于西部的黎巴嫩山区，则被各省埃米尔之间的冲突所影响。

	“屠夫”艾哈迈德的获得的成功是相对短暂的。在获得总督职位一年半后，他不仅没有获得连任，还面临着阿卡的马穆鲁克骑兵发起的挑战。大马士革的穆夫提穆罕默德·哈利勒·穆拉迪艾芬迪（Muhammad&nbsp;Khalîl&nbsp;Efendial-Murâdî）向帝国苏丹的宫廷汇报了那里的商人们对艾哈迈德试图垄断粮食贸易的不满。在艾哈迈德之后的两任总督中，第一位无法结束城市中的暴力冲突，第二位则离开大马士革前往贝伊们纷争不断的埃及地区作战。1788年，易卜拉欣·达拉提帕夏（Ibrahim&nbsp;Pasha&nbsp;al-Dalâtî）试图恢复城市秩序。然而，他刚从麦加朝圣归来，就遭遇了大马士革禁卫军的反叛，米丹地区的阿迦们也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他躲到大马士革的乡村，在那里集结了包括穆夫提穆罕默德·哈利勒·穆拉迪艾芬迪在内的社会显贵们。他带着集结的军队前往哈马，在来自阿勒颇的军队的帮助下，他不得不在哈马附近与那里的马瓦里*对峙。然而后者已经叛离他，因为他们不满哈萨那（Hasana，即阿纳扎部落联盟）侵占他们的牧场以及大马士革总督发起的军事动员。贝都因人对阿拉维山脉边缘地区的入侵遭到了军事镇压，这导致数百名贝都因人死去，并彻底摧毁了叙利亚中部地区。易卜拉欣·达拉提帕夏得以短暂地重新控制大马士革，并镇压了叛乱的禁卫军。

	1790年，“屠夫”艾哈迈德帕夏被任命为大马士革总督。事实上，正是在同一日，“屠夫”在君士坦丁堡的主要政治对手去世了，而当时在任的大马士革总督又去了埃及——他的欲望在那里都得到了满足。在5年的时间里，艾哈迈德帕夏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了大马士革这座城市。他立即处决了一些不服从他的集团领袖，打击了中部地区阿兹姆家族的支持者和米丹地区的一些领导人。他加强了对大马士革地区的控制，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垄断粮食贸易的体系——所有粮食均从大马士革南部集中到阿卡，再从阿卡的港口出口。财富、军队和过度的暴力为他赢得了“屠夫”的称号。在城市内部，“屠夫”主要与来自南部的家族关系紧密，这损害了来自北部和城市中心的阿迦们的利益，因为他没有给予这部分支持者们更多的特权。与其说“屠夫”的权力看起来是冷酷残忍的，不如说它仍然是脆弱的。他的军队在纳布卢斯（Nablous）附近遭遇的重大失败，致使他失去了大马士革总督的位置，并使得阿兹姆家族的亲属在三年的时间里重返大马士革并掌权。

	［53］
	奥斯曼帝国政治家，19世纪初担任阿勒颇、大马士革和的黎波里的总督。——译者注


	1791年，阿勒颇人再次成功地赶走了总督，并围攻了刚从战争中归来或逃回来的禁卫军。在最近的叛乱中，涌现出了一些人物，比如易卜拉欣·卡塔尔·加西阿迦（Ibrahim&nbsp;Agha&nbsp;Qattar&nbsp;Aghasi）
	 [image: 奥斯曼帝国政治家，19世纪初担任阿勒颇、大马士革和的黎波里的总督。——译者注]。然而，丧失权力的总督集结了用来征服北方城市（主要是安泰普）的武装力量，可能会在阿勒颇附近率领一支6000人的军队返回城市。面对这些士兵对城市附近地区的蹂躏破坏，包括易卜拉欣阿迦在内的上层人士被迫逃离阿勒颇。然而，很可能是在易卜拉欣阿迦亲属的政治操作下，这位总督很快被帝国宫廷召回。易卜拉欣阿迦的另一场政治斗争涉及大马士革。作为一个集团派系的首领，他设法对大马士革施加其影响力。通过攫取包税农场和发挥其作为穆罕斯利奇（muhassilliq）——这是一个相当于城市税务官的职位——的职能，他在大马士革声名鹊起。他利用当地拥护者和帝国中央提供的资源，挫败了所有企图粉碎其权力的行动。纵使一些城市起义是由于他对某些贸易的垄断引发的物资短缺引发的，他的利益还是得以免遭损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易卜拉欣阿迦是此时唯一的地方领袖。他也必须不断权衡考虑禁卫军的意图，因为这些禁卫军也企图控制有利可图的城市商品货物供应路线。

	这种双方间的地区内部斗争，以与地方派系关系密切的社会人物为基础，并通过建立贸易垄断来确保获取最大的财富为目标。这些新的地区领导人正试图稳定他们对地区的控制。然而，无论是在大马士革，还是在阿勒颇，都无法真正确保统治的持续。在1795年至1798年间，大马士革总督的位置从“屠夫”艾哈迈德帕夏转到阿卜杜拉·阿兹姆帕夏手里。1798年，阿卜杜拉·阿兹姆帕夏朝圣归来后，又不得不放弃对这座城市的领导权，因为他的朝圣车队被伊本·沙特的瓦哈比派信徒阻拦在城外，他们禁止任何武装人员进入城市。于是，阿卜杜拉·阿兹姆帕夏和他的军队前往哈马避难。至于阿勒颇，禁卫军和阿什拉夫派系之间正在进行零星的内战。城市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在同欧洲贸易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当地领导人必须垄断那些地区内有利可图的资源。最后，作为禁卫军或阿什拉夫团体的领袖的社会身份，加强了这些支持者团体的稳定性，也保证了他们社会权力的持久性。

	1798年，为争夺运往城市的粮食贸易的垄断地位，阿勒颇的阿什拉夫和禁卫军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易卜拉欣阿迦随后被任命为总督，但他并没有能在省内树立地位的实力。于是，他与阿勒颇的禁卫军联合起来，并在一场战斗中击败了阿什拉夫的武装力量。继这场失败之后，1798年2月，他们在乌特鲁什清真寺（lamosquée&nbsp;Utrush）屠杀了更多其他阿什拉夫，这引发了双方之间公开的战争。阿什拉夫在城墙内避难，禁卫军则占领中心城堡作为据点。双方都向城外的盟友求助，阿什拉夫集团求助于阿拉伯人，禁卫军则向库尔德人求助，阿拉伯人提供的援助似乎并没有改变对禁卫军一方更为有利的局面。面对这样长期混乱的局面，帝国宫廷任命了一位非阿勒颇本地的新瓦利，即谢里夫穆罕默德帕夏（Shârif&nbsp;Muhammad&nbsp;Pasha），这是1795年以来的首次。随着1798年禁卫军的离开，骚乱最终停止了，他们中的7000人由大维齐尔率领，另外6000人则由阿什拉夫集团的领袖穆罕默德·库德西艾芬迪（Muhammad&nbsp;Qudsî&nbsp;Efendi）率领。

	禁卫军离开阿勒颇，是因为此时的奥斯曼帝国需要对抗来自法国的入侵。1798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在埃及登陆，并在几个月内占领了埃及。大马士革成为奥斯曼帝国军队重要的集结地，驻扎在阿勒颇的军队也前往大马士革准备与法军作战。这些来自阿勒颇的士兵对大马士革城中的有产者们甚为嫉妒。从城外进入的军队与其他宗教组织的关系变得紧张：城内的基督徒被这些士兵认定为占据社会财富的人。“屠夫”穆罕默德建立的秩序的暂停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纠纷。在城市内部，阿迦之间再次开始争斗，而士兵们则想要勒索那些寻求庇护的基督徒。

	在大马士革省内，发起了几次直接前往霍姆斯和哈马的军事远征行动，以在两地重建统治秩序。最后，在武装部队出发对抗法国人之前，这些城市被重新夺回，地区内部的动荡也平息了。这些部队调动，为大马士革总督重建其对霍姆斯和哈马等周边城市的权威提供了良机。

	入侵埃及后，法国军队随后沿着巴勒斯坦海岸重新集结，准备围攻阿卡城。在埃及战役的最后阶段，法军的军事远征以在城墙前的军事失利而告终，这为阿卡城的守卫者“屠夫”艾哈迈德帕夏赢得了巨大的威望。在获胜后不久，尽管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不佳，但“屠夫”还是恢复了他在叙利亚广大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影响力。1799年至1804年间，他再次将大马士革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任命了一位穆塔萨利姆。乘此机会，艾哈迈德帕夏通过利用内部敌对关系，调解了黎巴嫩山区地带的冲突。由此，在叙利亚南部地区，局势恢复了表面上的平稳，这有利于从豪兰平原地区供应小麦，贝都因人看起来也暂时地被击退了。然而，在哈马，艾哈迈德帕夏的军队与他的对手阿卜杜拉·阿兹姆仍在街头对峙，双方就这样耗尽了各自的力量。在北部，易卜拉欣阿迦在1802年从埃及军队返回［阿勒颇］时成为总督，并任命他的儿子为穆罕斯利奇，负责当地的财政，他驱逐了城内的禁卫军首领，并向奥斯曼宫廷报称禁卫军为叛军。一种政治平衡局面形成了。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周围也形成了类似的平衡状态。一些部落首领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结成了联盟。大的部落联盟对人们进行了等级划分，通过这样的形式来统治草原地区，这使地区内原有的迁移和冲突态势稳定了下来。

	［54］

	1804年“屠夫”艾哈迈德的去世，重新开启了权力斗争。艾哈迈德的副手，作为穆塔萨利姆的阿迪尔（‘Adil）当时正在麦加朝圣，在大马士革，军事指挥官们在听到“屠夫”艾哈迈德去世的消息后被迫逃离。潜在的怨恨情绪被唤醒了，之前的政治对手立即试图让艾哈迈德的统治势力陷入困境。在阿勒颇，易卜拉欣阿迦任命自己为大马士革总督。他在实际上控制着阿勒颇，并打算在大马士革建立自己的权力。在任命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帕夏（Muhammad&nbsp;Pasha）为阿勒颇的凯玛卡姆（qa’imaqam）*、他的次子穆斯塔法（Mustafâ）为穆罕斯利奇之后，他率领3000名禁卫军前往大马士革，并暂时成为阿勒颇、大马士革和赛达的总督。他一到大马士革，就把随行的禁卫军首领关进了监狱，最后又释放了他。然而，在阿勒颇，阿什拉夫、禁卫军与基督徒结盟，拿起武器反对易卜拉欣的儿子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被迫逃到基利斯（Killis）避难。

	［55］

	为了恢复自己的地位，穆罕默德在库尔德人中集结军队，决意发起对阿勒颇的反攻。阿勒颇的阿迦集团将重返阿勒颇，领导反对穆罕默德的战斗，穆罕默德则在库尔德人那里集聚起了一支三四千人的部队。战斗双方最终通过谈判实现了和平。但接下来，饥荒又在等着他们。穆罕默德巧妙地利用了城内阿什拉夫和禁卫军之间的分歧，在阿勒颇制造了多次冲突。阿什拉夫集团控制着城堡，禁卫军则控制着外城。新任命的瓦利，易卜拉欣的儿子穆罕默德帕夏，也派遣军队对抗禁卫军。禁卫军与阿什拉夫和总督的部队在街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下，穆罕默德帕夏却于1805年6月9日突然被调至的黎波里，因为易卜拉欣阿迦的家族在帝国宫廷中失去了他们的保护人——他被监禁了。最终，禁卫军在与总督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并在此后8年的时间里完全控制了阿勒颇这座城市，这是一个主要以阿勒颇省东部边界的冲突为标志的内部稳定时期。

	在大马士革，易卜拉欣阿迦派出了一支由苏莱曼·阿迪尔（Sulaymân‘Adil）率领的远征军，重新控制了此前反对他的阿卡市。苏莱曼·阿迪尔占领了这座城市，并在阿卡掠取了不少财富。在大马士革，阿兹姆家族的支持者在1805年至1807年间支持本家族的一名成员成为大马士革总督，此后又支持阿兹姆家族的近亲昆吉·优素福帕夏（Kunj&nbsp;Yusuf&nbsp;Pasha）成为总督。然而，优素福帕夏并不能确保前往麦加朝圣之路的安全。在伊本·沙特的领导下，瓦哈比派的军队控制了圣地，并禁止其他人进入其中。他们通过军事推进将势力扩展到了豪兰平原地区，直接威胁到了大马士革的安全。一些村庄遭到袭击，昆吉·优素福帕夏先是逃往哈马，然后逃往拉塔基亚，最后逃到埃及，在那里，穆罕默德·阿里总督收留了他。他被免职，苏莱曼·阿迪尔帕夏接替昆吉·优素福成为大马士革总督。苏莱曼帕夏未必想要争夺大马士革的领导权，然而，他与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家族法赫里（Fahrî）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法赫里家族的活动主要涉及向商界提供贷款。另一个同苏莱曼帕夏合作的是来自霍姆斯的巴克里（Bakrî）家族，这个家族是哈马的阿兹姆家族的盟友。通过各种财政捐助，法赫里家族从苏莱曼帕夏那里获得了职位，这也使得苏莱曼帕夏的统治范围延伸到了拉塔基亚和的黎波里。在他的统治下，以及他与大马士革周围各地方领导人进行的妥协与和解，一个庞大的南部省份组建了起来。苏莱曼·阿迪尔帕夏尽力避免将军力投入至那些他认为无关紧要的叛乱中，比如纳布卢斯附近的突厥人（Turqan）叛乱。他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812年，最后被西拉达尔·苏莱曼帕夏（Silahdar&nbsp;Sulaymân&nbsp;Pasha）取代。

	对于西拉达尔的任命与北部地区拉吉布帕夏（Râghib&nbsp;Pasha）就任总督是同时发生的。拉吉布帕夏的到来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中央和叙利亚地区关系的一些新变化。众所周知，拉吉布帕夏与新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oudⅡ）关系密切，而马哈茂德二世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这项自1808年以来的改革旨在建立一个代替禁卫军的军事方案。1808年失败的禁卫军叛乱，导致了第一次针对禁卫军的屠杀事件。拉吉布帕夏前往阿勒颇，他将继续完成苏丹的这一项改革任务，即削弱地方禁卫军的权力。然而，他未能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只是继续进行政治安抚工作，通过武力在基利斯、阿扎兹（Azaz）和吉斯尔乔古尔部署了代表，因为他必须击败在该地区横行的库尔德人非正规武装。尽管如此，他也并没有成功实现奥斯曼帝国宫廷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局面。这位帕夏的继任者是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一个著名土库曼家族的贾拉尔·丁帕夏（Jalâlal-Dîn&nbsp;Pasha），这位新总督对禁卫军官员采取了其他手段。他邀请他们会面，然后对他们进行了屠杀，之后用军队继续摧毁这些派系领导人的政治基业。他成功实现了阿勒颇和哈马之间的交通道路安全，从而成功地在叙利亚北部恢复了新秩序。贾拉尔的总督任期于1816年结束，并在两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事实上，贾拉尔来自叙利亚地区以外的一个大家族，这体现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意愿，即在帝国内部轮换政治精英，以防止他们在当地扎下根基，并设法持续削弱地方唯一被武装起来的禁卫军的权力。

	［56］
	又称希贾兹，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一片区域，境内有麦加、麦地那、吉达、塔布克、延布、塔伊夫等城市。在沙特阿拉伯，这里亦被称作“西部省份”。它西临红海，北至约旦边境，东抵内志，南至亚西尔地区。——译者注


	大马士革省的政治形势变迁也有与上所述的相似之处。西拉达尔·苏莱曼帕夏并不是来自大马士革当地的大家族势力，作为大马士革的总督，他面临着就任后就开始的禁卫军叛乱，但他并没有真正与苏莱曼·阿迪尔帕夏竞争——后者通过其错综交织的盟友关系依然在大马士革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奥斯曼帝国重新恢复对汉志地区
	 [image: 又称希贾兹，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一片区域，境内有麦加、麦地那、吉达、塔布克、延布、塔伊夫等城市。在沙特阿拉伯，这里亦被称作“西部省份”。它西临红海，北至约旦边境，东抵内志，南至亚西尔地区。——译者注]的控制缓解了这种情况，因为这样就没有必要再担心朝圣之路会被切断，也有助于城市中各商业部门恢复繁荣。1815年，穆夫提阿里·穆拉迪艾芬迪去世，他的穆夫提位置由他的儿子接任。这件事标志着大马士革当地一个新派系的崛起：在这座与阿兹姆家族联系紧密的城市中，穆拉迪家族也成为一股调节城市局势的独立势力。然而，大马士革的地区局势仍然不稳定，哈马附近的一名阿纳扎部落军事首领的入侵就是明证。对城市的重新掌控，其实是通过消灭那些驻扎在农村要塞的地方派系首领们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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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勒颇省边境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总督派遣军队前往那里平息乱局。当瘟疫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先后再次蔓延，以及农村的动荡不安导致出现物价上涨和粮食短缺问题之时，穆塔萨利姆却下令为萨朱尔河周围的水利工程筹集资金。1819年10月23日至24日夜间，阿勒颇爆发了起义。起义群众成立了一个市议会，每个社区派出一名代表，穆罕默德·库贾阿迦（Muhammad&nbsp;Agha&nbsp;Qujah）被推举为城市领袖。总督库什德帕夏（Kûrshid&nbsp;Pasha）拒绝了城市显贵们的请愿，并派出了军队。但城市居民也得到了阿勒颇周边地区的增援。最后，总督们联合起来派出了一支共9000人的部队，成功征服了这座城市。参与起义的主要角色，即阿什拉夫集团的领导人被处决，禁卫军的领导人也被流放。在这次起义中，共计有147名阿勒颇人死去，奥斯曼帝国当局还对这座城市处以50万皮阿斯特的罚款。当秩序正在恢复之时，一场强烈的地震摧毁了这座城市。这场地震造成了近3万居民死亡，以及大量的物质损失。19世纪20年代中期，城市各主要派系在与奥斯曼帝国中央秩序的新一轮争斗中精疲力竭。因此，当1825年新总督穆罕默德·瓦希德帕夏（Muhammad&nbsp;Wahid&nbsp;Pasha）带着3000人进入这座城市时，他得以下令解除最后一批禁卫军的武装。次年，禁卫军因为发起了针对君士坦丁堡集团的起义，尤其是在希腊事件发生后，因为攻击阿勒颇的基督徒而威胁到处于平静中的城市安全，遭到了屠杀。

	在大马士革，在不违反现有政治秩序的情况下，省总督的继任恢复了。1825年，干旱使当年本已不多的收成更加微薄。次年，瘟疫的肆虐也造成了破坏。在这些年里，对叙利亚南部省的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阿兹姆家族，他们的最后一位帕夏在的黎波里去世，这个家族也从此时开始失去了其重要的社会政治地位。的黎波里省从大马士革独立出来重建，叙利亚内陆和海岸地区再次被隔绝。通过效仿阿勒颇的例子，即驱逐各派系领导人以重新掌权，使得大马士革的局势趋向平静，也使得税收需求相对减少。然而，在黎巴嫩山区和沿海地区，那些独立集团领导人的政治斗争仍在继续着。苏莱曼·阿迪尔帕夏的儿子阿卜杜拉作为法赫里家族的保护人，通过实行商业垄断建立起了一片属于他自己的自治领地，并试图将其征税范围扩大到巴勒斯坦地区（例如纳布卢斯），这给他招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他的掌权致使那些失去权力的领导人前往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下的埃及寻求庇护。由此，穆罕默德·阿里介入了叙利亚海岸地区的事务。他尝试打开进入叙利亚地区各港口更为便利的通道，这遭到了当地一些总督的反对，于是，他接纳叙利亚地区总督们的政治对手，并在叙利亚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制造分裂活动。1831年，在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与禁卫军关系密切的政治派系发起了新一轮反叛。总督被杀，驻军被驱逐，政府大楼被烧毁。在城市斗争中，大马士革再次崛起，叛乱被残酷镇压。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马士革居民越来越多的禁令。

	［58］

	这段1780—1830年的政治编年史，阐明了推动这一时期的两个彼此相关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叙利亚地区内的家族联盟、权力关系和商业贸易活动，创造出一个超越严格的行政边界的国家实体。在东部地区，沙漠地带仍然是贝都因人的家园，他们可以支持城市发起的反抗活动。再往西，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周围形成了两大政治集团，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分化，在北方是由于受到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特别是帝国边境战争需要人力这个因素，在南方则是由于与沿海地区为进行粮食贸易而产生的商业联系。不可否认，正如托马斯·菲利普（Thomas&nbsp;Philipp）所指出的，这种准国家的形式是在共同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叙利亚沿海地区，最终以阿卡为中心，通过自治的形式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另一个历史进程，是地方和省级之间持续的相互影响。城市各派相互冲突，不断组建和推翻权力机构，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派系的领袖会展现出自己不同于其他派系的特征。然而，无休止的暴力冲突、为重建正常秩序而付出的努力，以及经济甚至卫生方面的混乱状况最终使人们筋疲力尽。19世纪20年代，叙利亚地区出现了一种相对平静的局面，厌倦了混乱的人们任由他们的领袖被流放而不再做出反抗当局的举动。在这些斗争中，有两个因素非常突出。城市里的每个个体都学会了认同与融入其所在的地方社区之中。就像政治职位一样，宗教信仰有时就可能成为其区分标准之一。这种逆转有利于新兴家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或是接管了宗教职位，或是依靠自己的商业财富成为城市中各方之间新的调解人。商业垄断制度创造的新财富展示了权力可以带来什么，但同时也说明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会如何耗尽城市本身。

	在18、19世纪之交，叙利亚地区各地有几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部落世界在叙利亚广大地区占据优势地位，这与当地的村民们离开他们的居住地，从而致使农耕区域收缩，以及道路上的相对不安全的形势有关。这片土地上也分布着一些城市和从事农业耕作的城镇，它们的存在主要取决于其集中财富和权力的能力。由此，这两个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关系。在18世纪的城市内部，奥斯曼帝国中央当局逐渐赋予城市精英阶层或多或少的自治权。以正式承认苏丹的权威和缴纳税赋为代价，各省的总督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长达几十年。由此，围绕着政治职能的分配、财富和对军队力量的掌控，各个家族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不稳定的制度。一旦其中一个城市派系显示出某些弱点，就会出现派系斗争，于是，城市内部和省内部在动荡与和平两种局势间反复交替。

	然而，这一地区体系正逐步地陷入危机。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问题。奥斯曼帝国边境面临的外来威胁增加了帝国在军事和财政方面的需求，从而加重了叙利亚各省的压力。这些都加速了军事的改革，导致了城市内部权力结构的失衡，城市内原本的派系关系很快就被破坏了。最后，19世纪初来自瓦哈比派和法国方面的压力，加速了叙利亚地区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然而，我们必须牢记这个世纪之交的一个主要特征，即许多社会身份和政治职位在城市中彼此共存，并构成了城市中的各方派系，这些派系并不会导致内部分裂，也不会形成某些特定的城市集团，而是更多地引发对城市地位和城市资源控制权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城市各家族而展开的联合或敌对的政治博弈，主要取决于各家族往来、贸易和控制某些地区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发现，此时期的叙利亚就像是由一块块的土地拼凑而成的，在这些土地上，人们以自己的忠诚团结在一起。在北部，阿勒颇省从地中海海岸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从托罗斯山山麓延伸到加尔布平原。在南部，大马士革与奥伦特（Orante）、巴尔米拉和豪兰平原地区等城市相连，它在贝卡平原地区的影响力减弱了。在东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部落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形成了不同的世界。然而，围绕着权力而展开的争斗，以及与遥远的君士坦丁堡及开罗这两个政治中心的关系，也预示着叙利亚地区社会结构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二章




在开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



	1831年底，埃及总督之子易卜拉欣帕夏率领的军队开进到阿卡附近，这一行动预示着他将在未来几个月占领叙利亚。这些战事开启了叙利亚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突然间，叙利亚地区各省成为奥斯曼中央帝国和埃及这个外围国家之间冲突斗争的焦点。这一历史时期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军事冲突本身或者来自开罗的军队在叙利亚的存在，而在于易卜拉欣帕夏对叙利亚的有效占领，以及伴随这一次军事行动而来的各种影响。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不可挽回地发生了。

	［1］［2］［3］［4］

	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段时期的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被阐述，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这一时期被研究者们视作一个重要的时代。不过这些研究所形成的认识却因其所聚焦的关注点而存在一些问题。对一些人来说，叙利亚在埃及统治下的这一时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前奏，这一时期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研究所关注的一部分。以乔治·安东尼斯（George&nbsp;Antonius）为例，他认为，易卜拉欣对叙利亚的占领，标志着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î）通过他的埃及化改革，第一次试图将阿拉伯各地统一在阿拉伯人自己的管理和指挥之下。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尼罗河沿岸地区现代化改革方案的自然延伸。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欧洲列强的入侵都成为该地区衰落和失败的主要因素。这种解读强调了地缘政治对当地人口的影响。与这种解读相反，我们也需要考虑叙利亚地区与埃及、欧洲这些新介入者接触的过程中，所催生的当地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动力，以及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易卜拉欣帕夏的政治计划颠覆了在过去几十年里缓慢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并在叙利亚当地引入了之前不存在的人物，如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都能看到的英国和法国领事。

	［5］［6］

	另一些人则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1860年染红了黎巴嫩山、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各地的大屠杀上。这些事件引起了当时的人们以及研究人士的关注。这些对基督徒人口的屠杀显示了叙利亚地区现代性的发展，表明了奥斯曼帝国内部改革努力的失败，也表明了叙利亚地方代表与外国势力之间相互渗透的日益增加。它们象征着一个东方问题——叙利亚地区外部和内部伙伴之间不平等的对话——是如何在19世纪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形成的。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屠杀给叙利亚当地和奥斯曼帝国的政要们带来了伤害，并结束了这段充满了变革倡议的激奋时代。

	［7］

	在1831年易卜拉欣帕夏率军进入叙利亚地区和1867年大屠杀后的行政改革两个事件之间，发生了一些影响到我们之前提及的各社会团体之间关系的事件。在不关注现代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叙利亚地区以外的一些政治势力如何倾向于为其领袖创造权力，这些政治领袖发起的改革又是如何产生出一种于各方势力来说完全不对等的政治关系，从而造成这些团体之间的紧张和妥协。虽然这些地区的社会政治机制一开始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它们产生的影响很快就不断倍增。因而，我们有可能围绕着几个核心问题，通过利用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大量档案文献，去叙述这一段历史。

	［8］［9］

	随着领事馆的增加、欧洲舆论对东方问题新的关注，更广泛地说，随着19世纪东方学的学术和艺术研究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支持研究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丰富了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除当时的编年史记载外，还有埃及方面的文献。通过解读这些文献，我们会更容易理解这一时期叙利亚地区的一些社会变化。然而，关于19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的大量文献还是影响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解读。如果我们保留并注意到这些历史记述的倾向性，就有可能清楚了解奥斯曼帝国中央或者省级的改革，是如何将叙利亚地区置于1831—1867年间开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政治对话中的。


埃及入侵之后的改革



	1800—1820年，叙利亚外部开始了两项最初的政治尝试，其后果迅速影响了整个叙利亚社会——穆罕默德·阿里领导下的埃及和马哈茂德二世领导下的奥斯曼帝国在此期间先后进行了改革，其改革方式和改革目标都非常相似。这两次改革决定了叙利亚地区自1830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对这段历史进行简单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

	［10］

	拿破仑·波拿巴的远征使得埃及内部经历了深刻重组。这次军事远征结束得迅速而残酷，1801年8月，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Jean-Baptiste&nbsp;Kléber）将军被暗杀，他的继任者雅克·德·梅努（Jacques&nbsp;de&nbsp;Menou）也只“收获”了战败。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获胜的奥斯曼帝国，此刻必须占领收复的领土。他们的盟友英国希望在埃及继续保持其影响力，但英国对埃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统治计划。随着这片领土被重新夺回，权力斗争再次开始了。根据传统，奥斯曼帝国宫廷任命了一位新的埃及总督，艾哈迈德·胡尔希德帕夏（Ahmad&nbsp;Kurshid&nbsp;Pasha）。然而，新总督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他没有掌握军事力量。相反，来自卡瓦拉（Kavala）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nbsp;A&nbsp;lî’Pasha）却拥有效忠并愿意服从他的人。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设法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树立起自己的权威，然后逐渐在整个埃及确立了统治地位，他也一直渴望自己在埃及新获得的权力能得到奥斯曼帝国中央的承认。1805年，只有马穆鲁克们仍在参与埃及地区的政治角逐。马穆鲁克是聚集在地区大家族周围，拥有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奴隶。但是，埃及的这位新总督成功地使用诡计消灭了他们：1811年3月1日，他召集了开罗城主要的马穆鲁克代表，然后在代表进入出口走廊时，关闭了前方和后方的大门，对他们进行了屠杀。阿里的手下也立即煽动开罗当地的人们加入他们，一起抢夺马穆鲁克们的财产和豪宅，从而消灭了马穆鲁克集团权力的经济基础。1810年前后，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已然成为奥斯曼帝国埃及地区的新兴政治强人。

	［11］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塞利姆三世苏丹“欧化”改革的核心方针，其核心目标是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一支欧式新军。——译者注


	与此同时，在君士坦丁堡，一场争夺政治影响力的斗争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在1794年至1808年间的演变历程。苏丹塞利姆三世开始了对帝国军事力量的改革，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力量方面主要依靠非正规和正规部队，其主要部队一直是禁卫军。新秩序军（Nizam&nbsp;i-cedid）
	 [image: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塞利姆三世苏丹“欧化”改革的核心方针，其核心目标是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一支欧式新军。——译者注]的创建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原有格局，也动摇了帝国禁卫军的特权地位。此外，托特男爵（le&nbsp;Baron&nbsp;de&nbsp;Tott）等外国专家的到来改变了帝国伊斯兰学者乌理玛们的地位。很快，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阶层分裂为两股势力：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和往常一样，每个人面对改革而做出的选择，都同他们自身的政治立场、价值观、个人利益和社会地位交织在一起。禁卫军和乌理玛们站在反对新制度的阵营中，并在1808年发动了叛乱。同年，马哈茂德二世取代塞利姆三世成为奥斯曼帝国苏丹。

	在埃及，新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围绕军事装备和组织训练两方面，建立起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在“叛教者”，即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军官的帮助下，阿里的新式军队快速创建了起来。从19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这支新式的埃及军队已能在埃及南部、苏丹和阿拉伯半岛进行军事行动。这支新式军队一开始遵循的招募方案并不确定，它既招募奴隶，也招募自由人，但它很快通过征募把正式征集来的士兵编入其中，且配备有训练有素的军官和最新式的军事装备，其兵力很快就超过了数万人。

	［12］

	要维持这样的军事力量，就意味着需要找到用于维持军需和支付士兵酬金的财富。此外，随着军队水平的提升，税务征收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很快，身在开罗的帕夏就强迫农民劳动，勒令他们缴纳其劳动和生产定额，并建立了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垄断。对粮食和棉花的控制为军队的正常维持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强制劳役为国家提供了劳动力，排水和水利灌溉从而得以实现重大改进，劳役也被用于修建道路，从而促进了交通条件的改善。这种“专断”的政治操作促使埃及实现了真正转型，并为埃及首次带来了工业领域方面的飞跃发展。但是，这些成就的获得是以通过政府暴力强制人民劳动的形式为基础才实现的，人们虽因免遭贝都因人的侵袭而受益，但却沦为政府治下的强制劳动力。此外，军事改革中授予的一些特权也阻碍了国家的工业发展。不过，埃及的改革还是成为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标志性事件，并使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政治人物之一。

	［13］

	埃及的改革激励了马哈茂德二世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派，他们都希望帝国恢复往日的军事雄风，以保证其大国地位。关于改革，也出现了一些意见和看法，有些涉及军队的组织形式，另一些则涉及帝国的税收制度和各省总督的地方自治权。这些新的政策旨在应对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即帝国因对俄战争的多次失败而陷入的困境。对此，若干改革方案被提出：按照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新秩序路线来进行军队的重组，改革行政区划，建立帝国中央内阁，与地方各省建立新的关系。然而，在19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苏丹仍继续依靠地方总督来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他要求总督们在适当的时候解决各种问题引起的冲突与纠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平衡状态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鉴于苏丹可以呼吁他的地方总督们弥补改革的不足之处，因此，马哈茂德二世军事改革仅获得部分成功并不会有什么重大问题。

	考虑到这一点，马哈茂德二世要求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帮助奥斯曼帝国重新建立对阿拉伯半岛的控制。穆罕默德·阿里于是派他的儿子艾哈迈德·图松（Ahmad&nbsp;Tûssûn）率领一支军队前往阿拉伯半岛，并在1813年占领了汉志地区的圣城。这次收复行动恢复了苏丹的荣耀，朝圣活动也恢复了。然而，即便穆罕默德·阿里在半岛边缘地带维持驻军，也并没有结束瓦哈比派在该地区的历史。沙特王国依然存在，部落零星的侵袭活动也依然存在。因此，穆罕默德·阿里又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任务，他于是命令他的另一个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率领军队继续进行军事行动。这位新兴的军事首领成功展示出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的面貌。1818年，易卜拉欣率军成功占领了沙特第一王国首都，抓获了反抗他的军队领袖——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沙特（‘Abdul&nbsp;Aziz&nbsp;Ibn&nbsp;Muhammad&nbsp;Ibn&nbsp;Saoud）。阿卜杜勒随后在君士坦丁堡被处决，这至少在表面上终结了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建立的这个乌托邦王国。

	［14］

	自1810年以来的十年中，发生了两个颠覆性的变化。第一个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重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成了最强大的统治者，拥有一支强大且饱受战争锤炼的军队。与此相反的是，马哈茂德二世在帝国各大城市面临着禁卫军势力的竞争，无法像有先进大炮的欧洲国家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军事力量。第二个变化与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有关。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融入了欧洲维也纳体系之中。在这个欧洲体系内部，国家间确立了彼此间的外交准则，以维护君主国和帝国之间重现的和平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东方问题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并有可能使几个欧洲国家重新陷入相互争斗之中，从而威胁到欧洲大陆的和平。

	［15］［16］

	这两种转变在希腊危机的前奏中产生了共鸣。这场危机的起因包括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半岛各省社会精英的斗争、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传播发展和希腊地区群体身份认同的重组。1821年，希腊地区人民动员起来谴责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总的来说，此次反抗与其他抗议活动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宗教因素，即“作为东正教徒”这个口号逐渐被抗议活动的参与者表达成国家形式的“作为希腊人”口号时，这场抗议活动就呈现出了另一个维度。这场斗争被重新解读为希腊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运动，并在欧洲舆论中得到了十分有利的反响。正如拜伦勋爵所描述的那样，拿起武器的年轻人们在为了理想而战斗。希腊的独立运动也影响了欧洲列强的外交努力，引发了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中两个相互冲突的原则。一方面，为了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以及支持保守势力，欧洲国家必须与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军队作战；另一方面，为了保存基督教民族和响应希腊人的人道主义呼吁，他们又倾向于支持希腊独立运动军队。因此，希腊问题完全成为由欧洲列强来讨论的欧洲问题。

	［17］

	对于这种纠纷，苏丹采用了奥斯曼帝国惯用的手段做出回应：派遣军队、镇压人民和起义军领袖、安抚当地贵族阶层。在希腊，他采用了和应对沙特叛乱一样的办法。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也派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前往希腊对希腊人的独立运动进行镇压。这位埃及总督随后又以文明的保护者自居，同法国人就希腊问题展开讨论。穆罕默德·阿里对希腊起义的军事干预行动，将自己营造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形象：作为时代进步的捍卫者，却发现自己同与东方有关的野蛮形象联系在一起；他的现代化军队在希腊同那里的叛军作战，而这支他眼里的叛军却在西方世界有着正面的形象。如此，不论是苏丹还是阿里，都面临着两股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形势：希腊当地起义者的反抗和外国势力对他们的敌对态度。

	随着希腊危机的持续，马哈茂德二世也在持续推进他的军事改革。1826年，禁卫军发动了反对帝国苏丹的起义，但他们没能推翻苏丹的统治，随之而来的是一波对禁卫军的清算，这使得禁卫军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在奥斯曼帝国各省彻底消失。由此，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政治局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与此同时，法国、英国和俄国开始动用军事力量支持希腊“叛乱”分子。他们的海军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击沉了埃及的船舰，埃及开始从希腊撤军。根据1830年伦敦会议的决议，希腊王国获得独立。尽管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欧洲体系已经恢复均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对欧洲各国在自己领土内行动的控制，更普遍地说，欧洲国家的领事在奥斯曼帝国各省的行动越来越自由。在不久的将来，埃及总督将会为他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军队向帝国要求补偿，并向苏丹要求获得新的权力。

	［18］

	从这个角度来看，叙利亚地区的内部争端也影响到了埃及的行动。阿卡总督阿卜杜勒帕夏（‘Abdallah&nbsp;Pasha）在与苏丹发生冲突时逃到了埃及，在其他时候，他又冒着触犯穆罕默德·阿里利益的风险，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沿海城市。他的这种态度产生了悬而未决的地区纠纷。叙利亚地区的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仍在发生持续不断的零星骚乱，这也凸显出奥斯曼帝国苏丹对这些省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直接控制，而苏丹又需要依靠地方大家族的献纳金来填补帝国的财政亏空。此外，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帕夏利克大部分地区也还有待平定。埃及军队在希腊遭遇的失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随后要求帝国苏丹补偿他在希腊战争中的损失。与此同时，农民们从上埃及地区逃到阿卡，阿卡总督阿卜杜勒则拒绝把他们归还给埃及，这也被认为是埃及介入叙利亚地区的理由，由此，穆罕默德·阿里命令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率军占领阿卡城。


征服叙利亚



	［19］［20］
	今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旧称，“摩里亚”这一称呼主要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使用。——译者注


	1831年，事态开始加速发展。虽然埃及军队从摩里亚（Morée）
	 [image: 今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旧称，“摩里亚”这一称呼主要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使用。——译者注]地区撤出，但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尽管阿卜杜勒帕夏的政治立场与苏丹新任命的埃及总督完全相反，但他还是被再次任命为大马士革的瓦利，这引发了埃及阿里政权和奥斯曼帝国中央更深的敌对。而这最后一个理由足以让易卜拉欣帕夏听从他父亲的命令，集结起军队，向叙利亚地区进发。

	［21］

	1831年11月2日，埃及总督之子易卜拉欣帕夏带着16艘船、40门大炮和3万名士兵从埃及出发向阿卡进发。他在阿卡城周围占领了一个军事据点作为阵地。与几十年前的拿破仑·波拿巴采取的军事策略不同，易卜拉欣帕夏从陆地和海上包围了这座城市。然而，尽管部署了部队，对阿卡城的围攻时间却不断拉长。奥斯曼帝国从加利利地区派遣援军增援，军队沿着1789年时拿破仑的路线开进，迫使埃及军队的首领转而控制叙利亚南部地区，易卜拉欣的一部分军队开始向豪兰平原地区进发。为了尽量缩短围城战的时间，易卜拉欣帕夏向大马士革城的精英阶层们解释了他率军来此的原因以及他接下来的政治计划，并同他们展开新的对话。大马士革的精英们对这位军事领袖表现出亲近之意。1830年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大起义，以及随后帝国对大马士革制裁的糟糕回忆，只会促使大马士革的各部族团体加入埃及反抗帝国的行动。就此而言，叙利亚当地最初对此次埃及发起的新军事远征的积极反应，与此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叙利亚地方层面关于忠诚于哪一方而产生的分歧，使得大马士革城内的精英阶层出现了分裂。他们中出现了三种选择：中立立场，相当于在埃及当局和奥斯曼帝国代表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亲近奥斯曼帝国代表一方；抑或亲近奥斯曼帝国的对手埃及。叙利亚地区内部再次开始了组建政治联盟的进程：为了增强在当地的实力，斗争各方都在寻求外部势力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

	［22］

	这种平衡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易卜拉欣的军队继续向大马士革开进，这座城市向胜利者敞开了大门，一些亲奥斯曼帝国的阿迦从大马士革城离开，一些社会精英选择站在中立立场试图调解冲突双方，但他们未能说服易卜拉欣帕夏将他的军队转移至巴勒贝克（Baalbek）。这位埃及总督的儿子继续率军向北行进，他于7月抵达霍姆斯，开始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捍卫者们身后拼凑起来的联盟作战。记载中罗列出的军队人数并不一致，只能部分说明战斗双方的力量对比。易卜拉欣帕夏率领3万人抵达霍姆斯，这支军队不仅配备了强大的火炮，还在15年的军事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至少对他们的首领来说是这样）。帝国的几个团体联合在一起反对他：的黎波里总督奥斯曼帕夏（Osman&nbsp;Pasha）领导的从贝卡平原地区返回的帕夏集团，刚被易卜拉欣帕夏打败的大马士革总督阿里帕夏（‘AlîPasha）和侯赛因帕夏（Hüseyin&nbsp;Pasha）领导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以及几支聚集了3万至3.5万士兵的非正规军。他们聚集在霍姆斯城前同易卜拉欣的军队战斗，但最后被击败了。易卜拉欣帕夏成功进入了霍姆斯城。此外，他还可以通过同当地势力结成联盟和派遣军队，来完成对黎巴嫩边境地区的征服。如此，通往阿勒颇城的道路被打开了。

	［23］［24］［25］［26］

	易卜拉欣帕夏在寻找什么？他完全听从他父亲的命令，只在军事调动和战术采用上才有自己做主的余地。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又想要什么？这个问题在阿拉伯历史研究中引起了许多争论，主要取决于相关研究的出发点和角度。按照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的观点，穆罕默德·阿里对叙利亚的征服被解读为叙利亚地区在一位信奉阿拉伯传统的政治领袖的领导和保护下，迈向现代化的一步。其他人则对这一看法提出了异议，强调穆罕默德·阿里的征服行动，是他在埃及建立起的政治框架向新征服地区的延伸。为了理解这次征服，相关学者进行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分析。虽然这一研究角度有助于更好地再现19世纪埃及的内部动态，但它并没有特别揭示出征服是如何发生和进行的，也没有揭示出发起征服行动背后的政治动因。与此相反，埃及历史学家哈立德·法赫米（Khaled&nbsp;Fahmy）的人物传记研究结果表明，对叙利亚的这次征服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埃及当局渐进式的战术策略影响下的结果。他认为，穆罕默德·阿里并不是在挑战奥斯曼帝国的既有统治秩序，相反，穆罕默德·阿里一直在试图获得奥斯曼帝国对他新征服的属地的官方层面的承认。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继续同叙利亚各省总督进行战争。

	奥斯曼帝国拒绝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对霍姆斯的征服，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沿海地区多年来的和平局面，并向这里派出军队，这支军队必须打败那些被君士坦丁堡的乌理玛们称为“异教徒”的人。战斗一直持续到1832年。然而，埃及人的军事力量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让奥斯曼帝国军队遭到重大失败。

	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政治规则：任何行动都必须得到苏丹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看，易卜拉欣帕夏对叙利亚地区事务的介入与前几十年（1780—1830）里其他各位总督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这次征服行动也有一些独特之处：第一，埃及派出的这支军队有3万多人；第二，关系到力量的平衡。这是第一次，一个奥斯曼帝国省份的总督派出一名代表来对抗帝国苏丹的代表，从而在事实上把自己置于同帝国中央一样的可以调节地区关系的平等地位。埃及总督与欧洲列强建立的正式关系更加强了他的自治权，以至于在不止一部历史著作记载中，他就相当于是苏丹。但是，穆罕默德·阿里仍然在为他的政治成就寻找一个从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并命令他的儿子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今土耳其科尼亚省的首府，是土耳其宗教最为保守的大都会之一。——译者注


	1832年7月底，易卜拉欣帕夏率领军队出现在阿勒颇城门前。叙利亚的土地随后落入穆罕默德·阿里政权的控制之下，不过当地的政治秩序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真正的影响。自1832年起，来自埃及的军事领袖每完成一次征服，都会进入他们征服的城市（阿卡、大马士革、霍姆斯等），并可能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他将接受当地的效忠，并承认当下既有的在任官员。他的到来并不会打乱当地既有的行政管理秩序。在这场不断变化的战争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易卜拉欣占领阿勒颇并不意味着地区内和平的实现。很快，侯赛因帕夏就被帝国苏丹委派前来镇压来自埃及的叛军。易卜拉欣帕夏的军队越过北部的托罗斯山脉，在科尼亚（Konya）
	 [image: 今土耳其科尼亚省的首府，是土耳其宗教最为保守的大都会之一。——译者注]附近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交战。在这一次战役中，连奥斯曼帝国的首都都似乎受到了威胁。对于此次军事行动，有几种相互交织的历史推理和解读。穆罕默德·阿里希望迫使苏丹承认他对地中海东岸各省的控制，从而将这片土地与他在阿拉伯、非洲和埃及已经拥有的其他领土连成一片。否则，他的军队可能会推动帝国首都的一批精英策划一场宫廷政变，拥立一个更接近他们政治野心的新苏丹。

	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苏丹与外国列强（主要是俄国）接触并达成了一项条约，允许俄国以“保卫帝国”的名义进行军事干涉。面对这种威胁，英国方面希望阻止俄国在奥斯曼帝国的任何政治及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英国还必须阻止埃及军队颠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进攻。为此，英国领事在君士坦丁堡展开了政治斡旋。在君士坦丁堡，帝国精英们对当前局面的走向也仍然存在着分歧。在内部和外部势力因素的相互交错下，一项新的政治协议达成了。欧洲列强和奥斯曼帝国中央当局之间进行了激烈谈判，随后，穆罕默德·阿里被承认为叙利亚地区各省的统治者，从而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和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平衡。同时，奥斯曼帝国也以接受叙利亚地区贡赋的形式保留了对该地区名义上的主权。


埃及统治时期的叙利亚



	［27］［28］［29］

	埃及发起军事征服的那一年，叙利亚地区所有的行政组织都仍然是临时性的。易卜拉欣帕夏虽任命阿卜杜勒帕夏作为他的代表，但没有明确他的职权及管辖范围。战争的结束反而使叙利亚地区每个人的职能都得以被重新安排。易卜拉欣帕夏将这些新省份纳入他父亲的庞大帝国中，并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力架构。这种权力架构旨在有效提高税收收入，以增强帝国的财力，因为没有财政支持，军队将不得不被解散，乃至不得不依靠城市精英阶层。与帝国中央的对抗停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冲突的结束，此时的冲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部分军队仍处于动员状态之中，以防备苏丹策划军事进攻或支持地方叛乱的任何企图，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就部署有8000—15000名士兵。最重要的是，许多地区尚未平定，特别是如黎巴嫩山区这样的山地地区。易卜拉欣帕夏也需要经常针对这些尚未征服的山区发起军事远征行动。成为阿勒颇的主人后，易卜拉欣帕夏首次派遣军队前往阿拉维山，镇压那里拒绝服从他的所有异教反叛分子。几年后的第二次远征也依然使用了同样的暴力手段：烧毁房屋、掠夺资源，夺取或破坏庄稼。这些军事远征带来的更多的是物质方面的损失，而未达到控制新征服省份并对其行使权力的目的。

	［30］［31］

	军事部署的第三个方面，则让人想起穆罕默德·阿里实施的政治规划。为了扩大农业耕种面积和改善交通条件，埃及当局必须确保道路安全，击退贝都因人的侵袭。埃及入侵时，贝都因人部落族群的生存空间仍然波动较大，他们的活动范围随着城市权力的衰弱和干旱的来临而逐渐扩大。易卜拉欣帕夏在阿勒颇、霍姆斯—哈马和大马士革这三个主要中心地区发动了真正的军事远征，迫使贝都因人同他进行谈判，更普遍地说，这些军事征伐活动阻止了贝都因人部落的劫掠行为。这项举措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派遣军队进行远征，而在于为此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军事努力和建立起来的防御工事网络，这让阿勒颇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逐渐变得安全，地区内的村庄也都得以重建。同样，从哈马到萨拉米亚（Salam&nbsp;ieh）附近的干旱地区的村庄也重新有人居住和开发，该地区介于定居世界和游牧世界之间的巴蒂亚（草原）边界，已到了沙漠的边缘地带。如此，先是通过军事手段，然后是行政手段，叙利亚各省呈现出进一步向东部的玛穆拉（ma’mura）*地区扩展的趋势，最终，幼发拉底河也成为整个叙利亚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局面的维持依然需要依靠统治当局在该地区持续的军事努力，也需要叙利亚地区人民愿意接受当局的课税和军事征募。

	［32］［33］

	事实上，叙利亚地区的这些改革并不稳固，改革建立在已获取的权力工具——武装力量，以及为维持武装力量所需的物质资源——的基础上，这就需要使地方经济秩序恢复正常运作。尽管“屠夫”艾哈迈德之前已在如何掌握这些资源和力量上有所试验，但如今这个系统似乎从未达到如此的内部一致，这也部分说明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成功。叙利亚地区经济秩序的恢复取决于一种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即对人头税的征收。每个城市都成了征税点，这也是叙利亚第一次尝试进行人口普查。这种不加区分的强行征税引起了穆斯林精英阶层的强烈反应，他们担心此前受到奥斯曼帝国法律保障的特权会因此受到损害。奥斯曼帝国苏丹呼吁乌理玛们谴责埃及当局是整个伊斯兰教的敌人，这更加剧了他们的担忧。第一次教派冲突出现在大马士革或阿勒颇，但并没有越线。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出现了。商人和地主重新开始将他们的个人资金运送到那些管理较为松懈的城市中，试图将税收负担转移到农村，甚至反对支付赋税。尽管如此，新创立的制度还是保证了足够的资金用来支付军事开支。

	1832—1835年，叙利亚地区各社会群体对新创立的制度都怀有一种矛盾的情感。人们对此的态度有两个互相矛盾的特点。城市居民普遍赞赏叙利亚地区此时的和平局面，以及不再屈服于奥斯曼帝国专制统治的现实。必须指出的是，在恢复和平局面的同时，豪兰和阿勒颇周边大片地区的农业耕种也在恢复，之后的农业收获会为农民带来新的富裕生活，较低的农产品价格对商人和城市的普通阶层都有益处。另一方面，征兵和定期征税带来的相关债务问题，也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怨恨情绪。有人试图与当局谈判协商，也有人拒绝接受这种新秩序。大马士革的阿迦、商人和宗教界的乌理玛们报告说，这座城市已经被奥斯曼帝国当局免除了赋税，他们无法理解当前正在发生变化的新秩序。埃及当局基于维持军事力量的需要，并结合以往的经历，主要通过武力政策构建起满足其统治需求的社会政治秩序，而现在，他们把这种新秩序强加给叙利亚当地，且不允许任何的妥协与折中，这导致叙利亚地区民众对埃及当局的支持产生了裂痕。不过，对此最激烈的反对不一定来自城市里的有产阶层，因为这可能导致他们的资产被当局查封，也可能威胁到他们的个人安全。因此，城市精英虽向当权者表达了他们的感受，但没有公开反对埃及当局的新政策。与此相反的是，乡村地区出现了许多抗议活动。

	［34］

	这种抵触情绪在国家权力机构强加一种新的统治秩序，即公共权力试图垄断暴力机构和税收资源，以建立一个同质的规范化空间时是非常常见的。在叙利亚，这一新统治秩序是由埃及当局实施的，他们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正统性，这种正统地位并非基于奥斯曼帝国所实行的那种以司法为基准的管辖方式（这种司法管辖意味着通过帝国中央强大的权威将职位重新分配给每个人），而是基于效率的理念，意味着国家集体对社会内部人际关系的侵犯，无论这种侵犯是通过革新每个社会个体的社会资源分配、个人属性，还是通过监视社会群体之间的日常关系。每个人都试图获得新的权利分配，或将埃及当局建立的新秩序对自身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从这方面来看，埃及当局的进入，标志着叙利亚各地社会秩序的重大变化。

	［35］

	权力的重组对叙利亚地区的社区关系影响尤大。易卜拉欣帕夏很快宣布，埃及统治下的叙利亚地区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将承担同样的社会义务。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在努力进行国家合理化改革的过程中，不同社区之间的差异成了一个问题，也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社会分化和税务上的不平等。其次，这一政策也响应了穆罕默德·阿里向西方社会发出的信号——他要成为非穆斯林信徒们的保护者，这是他对自己所承诺的支持文明、反对野蛮的保证。在19世纪30年代的西方话语体系中，保障非穆斯林的合法正当权利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是否“文明”和进步的标准。于是，构建起来的新秩序无论是从习惯上还是行为上，都改变了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

	［36］［37］［38］［39］

	与此同时，同外国势力的合作关系也使得埃及当局将叙利亚各城市向外国社会团体开放，首先就是对外国领事的开放。大马士革尤其如此。随之而来的就是英国和法国领事馆的建立。新的政治角色进入叙利亚地区，叙利亚地方社会组织和埃及当局之间形成了新的对话形式。外国领事们立即与城市精英们展开商讨，一些人要求获得外国领事的庇护，而外国领事也以保卫东方世界基督教徒权益为借口，给予他们领事保护。这种外国领事给予的领事特权免除了当地受保护人的军事和税收方面的社会义务，领事保护的请求也可以被理解为寻求保护人，就像其他社会群体在18世纪时所做的那样。与此类似，一些城市的阿什拉夫联合起来支持他们的代表纳吉布·阿什拉夫，以便在权力和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中赢得更有利的地位。同样的，宗教少数群体也在外国领事那里找到了他们的保护人，这些保护人不仅能够加强他们在叙利亚当地的社会地位，甚至还能给予他们外国国籍。这种与外国势力的合作关系带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外国保护者和当地部分被保护者之间形成的共同利益，损害了埃及当局的利益，但当局只能接受这种情况。一方面，埃及当局所持的国际立场迫使他们不得不容忍欧洲势力的存在，而欧洲势力通过给予当地人一些特定的权利，阻碍了埃及当局整合与统一叙利亚地区所有人口的举措。外国领事的存在也提高了叙利亚地区非穆斯林人口的地位，一系列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歧视性政策的终结，以及对他们平等权利的承认使他们获益良多。另一方面，外国领事的存在方便了外国势力在叙利亚地区地方一级进行更多的干预，从而为各社区提供了开展“大型政治博弈”的空间。从国家立法的统一化和财政、军事手段集中化的意义上来说，地区国家化的进程与内部各民族更大程度上的一体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在易卜拉欣帕夏执政的第一年，外国势力的这种影响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而埃及当局往往成为整合叙利亚地区人民的重要媒介，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

	［40］［41］

	在完成对叙利亚的征服之后，埃及在原有颇具代表性的行政管理模式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省级和市级管理机构，即城镇和地区级的马吉利斯（议会）。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能从大马士革保存下来的讨论记录中去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马吉利斯成员的任命采用自行任命的形式，而非选举，因此它绝不会成为任何形式的民主机构。另一方面，它的广泛代表性特征也得到了证实，因为埃及当局在建立这些马吉利斯时，在其中安排了可信赖的和多元的地区对话伙伴。马吉利斯的13名成员被赋予一系列的职责，涉及城市规划、技术服务、税收的征募和税额的确定等。他们的讨论记录显示，在满足埃及当局要求的同时赋予议会成员们新的特权这一局面，是经过艰难谈判才得以达成的。这些被埃及当局认可的机构（即议会）有助于叙利亚地区城市精英代表权力的制度化，而这一过程则涉及埃及当局在叙利亚地区对权力的重新分配，某种程度上，受到委任的人可以利用施加压力的手段（税收、制订规划等）来加强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上一章所述历史时期不同的是，在社会斗争的背景下，此时叙利亚各社会团体是聚集在某些政治人物身后的，这也是埃及统治时期第一次正式地将统治权力下放给叙利亚地区的社会精英群体。此外，社会精英集团本身的人员变动并不大。穆拉迪家族（al-Murâdî）先后有两名著名成员，侯赛因·穆拉迪（Husayn&nbsp;al-Murâdî）和阿里·穆拉迪（‘A&nbsp;li&nbsp;al-Murâdî），在这个团体中加齐家族（les&nbsp;al-Ghazzî）也有几名著名成员在其中。因此，各级议会实际上发挥着双重作用：它们既是调节地区冲突的场所，也是地方管理的行政机构。城市精英阶层通过政治实践的行为来显示埃及的统治力量，而这些实践行为又证实了埃及当局在叙利亚的存在。

	［42］

	埃及当局引入的改革措施在叙利亚创造了新的政治角色。虽然政治博弈的参与者与背景几乎没有改变，但一些背景要素已经出现或已消失不见。最重要的是，这些政治角色的社会作用划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埃及当局的改革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权力和财富工具。随着税收的增加，地方议会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是负责确定税收的基数和明确税收收入最直接用途的人。成为地区议会中的成员，即在市政当局任职，抑或间接地让一名家庭成员参与世袭权力的分配，成为参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议会授予的某项特殊津贴可以使城市的部分特定群体受益，又可反过来向当地居民显示其个人权力的增加，比如让城市中部分群体执行粮食收购政策，或针对乡村部分群体收取特定税费。土地的开发和随之而来的对安全保障的需求可能是叙利亚地区议会成员与埃及统治当局之间讨论和谈判的结果，这其中主要涉及总督阿卜杜勒帕夏或是易卜拉欣帕夏在城市中建设府邸和安保问题。此外，如果说军事和财政税收上的政策变化使埃及军队得以成功征服贝都因人部落或击退他们对城市周围地区的攻击，那么新的埃及当局同样参与了城市另一社会功能的重新部署，即城市的商业和行政管理。最后，应当指出，新成立的各级议会的立场也代表了当地大家族的立场，使得当地大家族可以通过一项法令来给自己以社会定位，加强或统一他们的某种身份特征。由此，侯赛因·穆拉迪成为穆斯林乌理玛们的代表，法赫里（Fahrî）则成为犹太社区的代表，他们也在新的制度和政治空间中彰显出他们自身的社会身份。

	［43］［44］

	埃及在叙利亚进行的这种改革活动在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引起了人们的强烈抵制。几个远离城市中心的边远地区，民众的反抗情绪逐渐被点燃。在黎巴嫩山区，1832年易卜拉欣帕夏占领大马士革时的盟友巴希尔（Bashîr）酋长转而反对埃及当局，这既是由于精英内部的斗争，也与埃及当局拒绝给予巴希尔这位盟友更多自治权以提升其地位有关。埃及当局对这片山区发起了各种攻击，但都未能将这里的反对浪潮平定下来。几个月后，新的财政和军事政策又引发了豪兰平原地区居民的强烈反对。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社会现象呢？埃及此时国家化改革过程中的粗暴行为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税收和征兵首次成为常态，这给仍然脆弱的地区经济带来了人力和资源上的严重消耗。此外，当局的议会等代表性机构，所代表的主要是城市而不是边远地区的利益，因此，叙利亚地区的内部关系未能达成任何和解。最后，在埃及统治时期，随着德鲁兹人在古火山地区的定居，叙利亚南部的人口密度重新增加了。最后一个过程突出显示了使这个地区充满活力的人员和物资流动。这些因素解释了豪兰平原地区和邻近的山地地区为何会爆发一场反对埃及当局统治的大规模叛乱。

	［45］［46］

	起义爆发的导火索是埃及当局强行征募了当地158名男子。很快，阿特拉斯家族的首领就动员当地男性人口迅速加入战斗，埃及军队和德鲁兹武装部队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这场起义凸显了精英阶层的作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战斗，比如几年前就离开了舒夫山地，前往豪兰地区并在火山坡上定居的阿特拉斯家族，他们在新的定居点聚集起一批民众，并巩固了其权力地位。这次起义与1832年间叙利亚的历史进程其实是相悖的，因为当时地区内大多数地方领导人都普遍支持埃及当局的统治。由于德鲁兹人的战斗能力和山区陡峭的地形，总督派出的军队遭遇了多次失败。于是，易卜拉欣帕夏从阿勒颇的住所出发，亲自前往大马士革指挥此次军事行动。他通过各种途径向德鲁兹人展开进攻，比如动员北部山区的贝都因人夺取德鲁兹人的物资，派遣军事特遣纵队进行报复行动，并着手从敌方阵营中寻找愿意进行和解谈判的政治伙伴。不过，发起叛乱的德鲁兹人还是设法获得了大马士革居民的支持，甚至在大马士革的绿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当黎巴嫩山区的德鲁兹人战败后，谈判开始了。但是豪兰地区的德鲁兹人拒绝接受埃及当局在谈判中提出的条款。为了迫使德鲁兹人接受，易卜拉欣帕夏占领了德鲁兹人的主要水源地——萨瓦拉·卡比拉（Sawara&nbsp;al-Kabira）。1838年6月，德鲁兹人成功地赶走了埃及当局的军队，但在英国驻贝鲁特领事看来，这场胜利并不能掩盖德鲁兹叛军的疲态。当埃及当局提出了新的特赦政策后，大多数叛军首领都接受了，少数人则逃到了埃及控制范围之外的火山坡上继续他们的反抗“事业”。于是，叙利亚地区在1838—1839年的冬季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

	［47］

	这次叛乱显示出成立8年的埃及阿里政权的一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它复刻了奥斯曼帝国那种以城市为基础的统治结构，同时又通过与精英展开对话合作的新形式，对这种统治结构进行适当改造。埃及当局进行的三项改革，打乱了叙利亚地区原有的统治规则：首先是士兵征募上的改革，只聚集公共当局的力量，不再集中地方社会团体的力量（如阿什拉夫、禁卫军等）；其次是人头税改革；最后是废止将非穆斯林的宗教少数群体纳入社会公共空间的做法。这些改革造成的裂痕致使精英阶层发生了分裂。一开始，叙利亚地区的和平局面和随之而来的繁荣成为对易卜拉欣帕夏的统治事业的一种支持。但随后，越来越多的无声抗议出现在城市之中，例如，商人的逃税行为，抑或是偏远农村地区发起的叛乱行动。尽管当局为抑制这些反叛行为投入了大量警力，但易卜拉欣帕夏也只能通过定期的镇压行动来维系他对叙利亚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奥斯曼帝国与埃及重启的对抗行动加速了埃及当局在叙利亚地区改革试验的结束。

	［48］［49］

	从1838年开始，穆罕默德·阿里开创的局面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一方面来自英国，另一方面来自叙利亚当地的精英阶层。英国更换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和叙利亚地区的领事，其中，坎宁（Canning）前往君士坦丁堡任职，摩尔（Moore）前往贝鲁特任职。坎宁与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商定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奥斯曼帝国市场从此向英国开放；摩尔则联络了黎巴嫩山区的代表们，支持他们反对埃及当局、实行自治的愿望。奥斯曼帝国和英国之间的这次会面，主要是由于英国人在印度修建了公路。公路的修建保证了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故而英国希望保护其公路通道，这也就意味着英国必须让俄国和其他欧洲列强远离这里，尤其是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已从亚历山大一世那里继承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但英国的这些做法使得黎巴嫩山区动荡局面持续下去，也促使奥斯曼帝国苏丹再次向控制叙利亚地区的埃及当局发动战争。尽管有15万人的军事力量，但是帝国军队还是于1839年6月24日在尼济布（Nizib）战役中再次被埃及击败，随后苏丹被暗杀，他的儿子阿卜杜勒-迈吉德（‘Abdulmajid）继位，成为新的帝国苏丹。

	［50］
	居尔哈内实际上为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公园的名字，意为“玫瑰园”，因1839年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法令在此地颁布，故此改革法令又被称为居尔哈内法令，又称《御园敕令》。国内学界译为《御园敕令》，本书之后将统一使用《御园敕令》译法。——译者注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成为奥斯曼帝国新的领袖后，颁布了居尔哈内
	 [image: 居尔哈内实际上为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公园的名字，意为“玫瑰园”，因1839年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法令在此地颁布，故此改革法令又被称为居尔哈内法令，又称《御园敕令》。国内学界译为《御园敕令》，本书之后将统一使用《御园敕令》译法。——译者注]敕令来改革帝国的行政管理制度。此处不赘述学界关于这部法令的阐释，只在此指出，许多历史学家都强调这部法令的革新性，并将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的真正起源追溯至这部法令的颁布，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这部法令中的一些重要内容。新的法令条例旨在规范奥斯曼帝国官员的行为：他们的人身受到法律保护，不因履行作为公职人员的职责而被判处死刑；他们的个人财产也受到司法保护，在丧失权力的情况下保证其财产不被损毁，从而可以为其后代留下遗产。这一法令朝着树立国家作为服务角色这个方向前进，正式确立了奥斯曼帝国的公务员制度。作为废除大量征税的包税制农场的交换条件，帝国公务员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和保护。法律还承认政治平等，这相当于允许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人口获得公职职位，但这一点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一个新的奥斯曼帝国组织形式形成了，与此同时，欧洲列强们正在商讨如何安排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未来。

	在奥地利、英国和俄国的先后提议下，《伦敦条约》签署，从而确立了干预叙利亚—埃及问题的依据。穆罕默德·阿里收到了第一次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纳贡——包括自1832年以来拖欠的款项也必须付清——以此来换取帝国承认他对阿拉伯和叙利亚地区各省的控制。在法国的支持下，穆罕默德·阿里拒绝屈服。作为回应，英国和奥地利的海军轰炸了贝鲁特，并向亚历山大港进发。与此同时，易卜拉欣帕夏也面临着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地再次爆发的起义浪潮。俄、英、奥三国发起的第二次最后通牒迫使穆罕默德·阿里接受新的条件。他的帝国被缩小并被局限于埃及地区，但他获得了财政自主权和自行任命继任者的权力。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欧洲大国的干预吗？欧洲大国在埃及统治的最后时刻确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自1835年以来，叙利亚当地对埃及当局支持的迅速减少却也使得任何政府都无法再保持稳定，且这种不稳定更是消耗了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因此，如果我们不对埃及军队管理层在当地引发的反感予以关注，就无法理解埃及军队为何会突然撤出叙利亚。一个例子就足以概括这一点：当埃及军队出发返回埃及时，他们没有从霍姆斯城的居民那里得到任何食物补给，霍姆斯的居民以此表明他们对埃及军队的厌恶。对此，易卜拉欣帕夏炸毁了霍姆斯的城堡作为报复。埃及统治的终结开启了叙利亚地区土地改革的新时期。


一系列变革



	［51］

	奥斯曼帝国如何将叙利亚地区各省重新纳入帝国体系之中？帝国会在那里建立起何种形式的管理制度？又会把埃及离开后留下的“遗产”放在什么位置？易卜拉欣帕夏离开后的几年里，叙利亚出现了新的混乱局面，这让人想起拿破仑·波拿巴远征埃及后，埃及当时面临的政治局面。不久，伊扎特帕夏（Izzat&nbsp;Pasha）被任命为大马士革总督兼塞拉斯克*（总司令），后来总督一职又由萨利姆帕夏（Salîm&nbsp;Pasha）继任。然而，埃及人离开后进行直接管辖的权力机构的缺乏，以及埃及统治时期政治改革成果（议会组织、公务员地位等）的持续存在，使得叙利亚很快形成了新的地区权力关系。城市精英为反抗埃及统治组成的临时联盟逐渐瓦解，这在地区内各宗教间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快，争夺市政和省内资源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地区内的部族集团也再次出现。埃及统治时期，易卜拉欣帕夏终于完成了马哈茂德二世苏丹对抗禁卫军的事业，禁卫军在19世纪30年代上半叶彻底消失，但在埃及离开后，一些政治人物又重新出现。由此，可以说，此时的叙利亚各省又进入了无序重组的状态。

	埃及撤离后最直接的影响还涉及人口和当地的土地管理。随着埃及的撤离，叙利亚各省治安力量的部署和农村的发展停滞了。由此引发了三个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问题：首先，新成立的奥斯曼帝国当局无法建立起常备的正规军，以击退部落的袭击活动；其次，在地区各部落看来，埃及统治的那些年，他们必须向城市地区缴纳赋税，这两个因素解释了为何部落会在埃及撤离后向地区内城市发起新的暴力袭击；最后，面对人身安全的威胁或前所未有的赋税压力，农村地区的人口迁移到其他地区，这再次使原有的定居地区和农耕地区变得混乱不堪。不过，埃及统治结束后的情况与之前情况也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被殖民的农业土地都被人们遗弃了。总之，此时的叙利亚境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片混乱。

	[image: ]

	［52］［53］［54］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叙利亚地区的人们一直在从阿勒颇到德拉的农耕地带，以及阿勒颇周围沿幼发拉底河河谷一线的地区定居。如果说贝都因人部落仍然是豪兰平原的主体，那么德鲁兹人则继续向山麓地带推进，并在那里开展定期的农业种植活动，平原地区的农田最终成为大马士革乃至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粮仓。综合考虑历史上“冰川期”的结束以及黎巴嫩山区人口转型这两个历史进程，就不难理解这一人口定居现象。春季和秋季气候的持续变暖有利于农业耕种获得更好的收成，这意味着只要地区安全有所保障，人口就可以定居并安全地生存下来。因此，农业定居人口更容易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形成规模。尽管诺曼·刘易斯的研究显示出，从1840年开始，阿勒颇周围的村庄分布密度是如何显著增加的，但他的这种研究结果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叙利亚中部地区的村庄并没有经历这种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叙利亚中部的霍姆斯和哈马两座城市周围仍然生活着大大小小的传统部落。这种农耕和人口定居的恢复也是由于山地地区居民的到来，而这些居民对城市和农村地区来说，往往是过剩的。最典型的案例便是这些居民对火山高原地区的再次征服，并在几年内将其变成德鲁兹人的领地，山地高原地区的熔岩石川成为保护新的定居点免受贝都因人袭扰的天然屏障。

	［55］［56］［57］
	霍姆斯南部的一个村庄，位于叙利亚中部地区。——译者注


	另一个突破性的发展集中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埃及统治时期，叙利亚第一次尝试与英国建立海上联系，这将打通其前往印度的道路。1835年，切斯尼（Chesney）船长获得了从阿勒颇附近沿河前往巴格达的航行许可，但这一航线所需的高额花费及耗时使得其他公司都放弃了。然而，阿勒颇东部边界的和平稳定和定居人口的重新安置又为进入马斯卡纳（Maskana）
	 [image: 霍姆斯南部的一个村庄，位于叙利亚中部地区。——译者注]附近的河岸地带提供了第一条稳定的交流通道。与此同时，在山谷中生活的人们被迫遵从阿纳扎部落和其他人口较少的部落组织，并服从于部落的各种从属关系，占当地人口主体的贝加拉（Beggara）部落就是如此。颇为常见的是，为了获得部落的保护，人们需要向部落缴纳贡赋。因此，在人口流动较少的幼发拉底河沿岸部落周围，出现了准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例如居住在祖尔岛（l’île&nbsp;de&nbsp;Zor）附近的群体。奥斯曼帝国总督瓦西夫帕夏（Vasif&nbsp;Pasha）发起了军事远征行动，继续为夺回这片土地而努力，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人类定居点才成为永久居住地。1855年，代尔祖尔建起了一座军事堡垒，又在拉卡（Raqqa）建起了另一座，这是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两个重要标志。

	［58］

	在这个地区内的一切都在经历重组的时期，动荡和新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并存的，这主要是由于权力的高度个人化，同时也取决于占据总督和塞拉斯克职位的人的个人特质，特别是他们的任期长短，这使得叙利亚地区往往会出现或长或短的持续性的政治行动抑或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分布于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40年到1843年，以地区的权力真空状态为主要特征。第二个时期始于1844年纳米克帕夏（Namik&nbsp;Pasha）被任命为阿拉伯斯坦军队的塞拉斯克和叙利亚总督。总督着手进行了叙利亚地区的第一次行政权力重组。最初，他实施新的行政规范，如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两个省划为埃亚拉，但他面临着来自权力业已得到确认和扩大的市政议会的挑战。总督和市政议会之间，帝国苏丹的代表和地方权贵之间，围绕着各自的特权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平衡。为了控制这片重新占领的地区，奥斯曼帝国中央授予市政议会较之总督更多的职权，但总督可能更渴望获得一定的自治，而这总是让人担心会发生新的分裂。不过，直到1849年，正是由于纳米克帕夏的持续在任，乡村地区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才得以实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秩序也才得以恢复。这些新的省份内部出现了新的权力分配。以前作为维拉亚的行政区划被废除，新的地区行政地图被重新绘制。贝鲁特的出现挑战了西部的黎波里的地位，东部的代尔祖尔成为新的地区首府，以上这些行政区划的变化都在新绘制的地图中得到确认。然而，在实际的行政实践过程中，许多财政或军事措施仍然需要与当地的精英进行讨论。最后就是第三个时期，1853年，瓦西夫帕夏兼任省总督和地区军事指挥官，他为确保对这些省份的控制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

	［59］

	于是，在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下，一个新的叙利亚正在形成。1839年《御园敕令》和1856年《帝国敕令》的颁布与实行，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官僚系统得以形成，同时也开启了一个重新定义各方政治角色的新时期。事实证明，城市这片阵地显然更方便其内部各方势力的彼此对抗和重塑。让我们以阿勒颇为例，来了解当地的旧势力、城市精英和新的政府当局是如何在改革中相互定位自己及彼此间关系的。禁卫军群体在改革中消失了，但城市里仍然存在阿什拉夫、贝都因部落和奥斯曼帝国当局的代表。1850年的阿勒颇暴动标志着阿勒颇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60］

	1850年10月17日的晚上，在庆祝宰牲节（也称古尔邦节）活动期间，人群聚集在了一起，因为有传言说，当局即将出台一项给予宗教少数群体更多特权的新法令。这个消息足以让穆斯林聚集在一起。他们向总督的府邸行进，但总督宁愿紧锁大门，也不愿接受他们的请求。随后，人群见到了曾是禁卫军派系领导人的阿卜杜勒·班比西（‘Abdallah&nbsp;Banbîsî）。他拒绝参与这场行动，但是，一些人仍然认为他在行动中扮演了隐秘的角色。抗议者随后前往犹太教徒和萨利巴（Saliba）教徒的社区外。他们对目标社区的选择当然与基督徒的聚居地有关，也与这里积聚的财富有关。在那里，抗议者们进行了一系列包括抢劫教堂在内的劫掠行动。为了应对危机，一些居民在商队旅馆和他们的穆斯林邻居那里避难。第二天，城市里同样的劫掠行动又开始了。阿勒颇附近的阿纳扎人集中起来对阿勒颇进行突袭，迫使总督和他手下的凯玛卡姆们努力阻止暴动者们与贝都因人进行任何联合行动。针对当前形势，当局分两个阶段采取行动。他们先是向叛乱者们表示，当局将接受一系列的要求，如不征兵、禁止在城市里敲响警钟，同时，当局决定使用英国最近提供的大炮轰炸班柯（Banqusa）、卡尔利克（Qarliq）和巴布·奈拉布（Bab&nbsp;al-Nayrab）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是暴乱行动的中心。城市很快就在这些应对举措下恢复了平静。

	城市和平局面恢复后，总督立即成立了一个财产赔偿委员会，并对潜在的暴动责任人进行调查。1850年12月，针对个人在暴动中的财产损失的归还和赔偿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且很快就完成了。对于责任者的审判改变了城市精英的构成：阿什拉夫集团的主要成员被驱逐出城市，永远地失去了他们发挥其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与此相反，总督成了外国领事和当地精英代表眼中有能力控制局势的人。此次暴乱导致了多方面的结果：死亡人数很高，大约有100人，甚至可能达到了200人，不过这个伤亡数字仍然是暴乱的正常比例；群众运动凸显出国家和非穆斯林宗教团体的重要性，以及在经济困难的环境下，围绕某一谣言而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情绪会如何激起群体行动；最后，当时的叙利亚社会显示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平衡——叙利亚各社会群体的代表（阿什拉夫、禁卫军和部落）已无法再危及拥有镇压手段的奥斯曼帝国的秩序。

	［61］

	于是，19世纪50年代，叙利亚被奥斯曼帝国重新强制接管。瓦西夫帕夏的军事行动既显示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力是如何在叙利亚地区重新确立的，也显示出其在当地的统治陷入了困境。以阿勒颇为例，军事力量的集中，确保了总督对这座城市的控制，使其避免受到全面攻击。1850—1860年，阿勒颇没有发生城市起义的记载。这一不寻常的事实强调了这一和平局面的第一重意味：奥斯曼帝国当局在努力维持城市秩序正常化。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另一个关注点在于那些反抗奥斯曼帝国国家秩序的各地方民族及宗教团体。针对这一系列社会团体展开的军事行动，特别是针对阿拉维山的阿拉维派，再者就是对豪兰地区山地中的德鲁兹派*的军事行动，其暴力程度甚为罕见。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行动与其说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司法惩罚，倒不如说是一种酷刑，即以少部分人犯下罪行的名义，对另一部分人展开极其残酷的暴力攻击。除使民众感到恐惧的军事行动外，当局还通过各种机制将民众纳入社会组织系统之中，而不是对他们进行公正的审判。这些行动的结果很快就会到来，例如，随着阿拉维派不再对平原地区进行侵袭活动，奥斯曼帝国发起的军事行动未能成功粉碎那里的本土武装力量，德鲁兹人、阿拉维派和大型的游牧部落仍然掌控着他们活动的地区，并使得奥斯曼帝国军队蒙受了严重损失。

	［62］

	从以上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特征。奥斯曼帝国的镇压行动包括派遣军队、掠夺村庄、烧毁庄稼，但这些镇压行动并不足以结束地区冲突。镇压之后的谈判活动，实质上是在为奥斯曼帝国寻找合适的地方代理人，也就是一个在承担奥斯曼帝国职务的同时，也能听取地方意见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858年，通过选择凯里贝伊（KhayrîBey）成为阿拉维山的凯玛卡姆，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帝国中央在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后，也增选了一名来自阿拉维地区的官员加入行政部门。

	这一新秩序的建立反映了此时叙利亚地区基于代表制和职位制度化（获得职务身份、参与委员会协商等）的全新权力运作方式，是如何与世纪之交新形成的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差异化成为权力的来源，因为它确保了奥斯曼帝国在城市中拥有支持者，以及这些支持者能够在帝国当局拥有一个职位。成为穆夫提意味着担任宗教职务的同时，也获得了代表穆斯林群体发声的权利。然而，穆斯林群体的声音被传达出来的同时，非穆斯林群体在城市中的地位也变得更为瞩目。由于《御园敕令》的内容并未针对这些非穆斯林群体，法令也不再禁止非穆斯林群体获得公职，这就给予了他们不再遭受歧视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非穆斯林群体在城市空间中的存在变得更加明显。除此之外，外国领事和非穆斯林代表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奥斯曼帝国的行政改革使得叙利亚内部迄今为止极为微妙的宗教身份差异变得固化。

	［63］［64］

	与此同时，由于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城市精英内部也围绕进入城市议会而展开了争斗。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叙利亚地区的经济，以便详细指出叙利亚地区经济所承载的要素。查尔斯·伊萨维（Charles&nbsp;Issawi）和罗杰·欧文（RogerOwen）的研究均清楚地表明，中东地区的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但是渐渐地，欧洲和奥斯曼帝国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开始变得不再平等，欧洲各国出口制成品（主要是纺织品）销往这里，并在这里购买棉花、丝绸和谷物等农产品回去加工。这种新的不对等的贸易关系，恰如多米尼克·舍瓦利耶（Dominique&nbsp;Chevallier）在研究黎巴嫩山区时所强调的那样，工业革命意味着当地生产、所有权和权力关系的改变。欧洲丝绸出口量的增加促进了黎巴嫩山区蚕养殖场的发展，这种养殖适应了新的气候条件，也促使人们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方面展开了竞争，并转移了其他传统作物的劳动力和发展空间。这使得那些在收成不足时进行借贷，在丰收时进行收购，从而控制了农场经营的代理人们变得富有。这种变化影响了社会上获取财产的途径，因为土地通过产量的增长而成为积聚社会财富的重要因素。最后，人口的分化又为这些权力关系增添了社会身份特征。

	［65］［66］

	叙利亚地区的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过程在不同的区域内有很大的差异。在内陆城市，商业活动不断增加。不过，这种变化在内陆地区并不都是一致的，在巴格达建立之前，大马士革抓住埃及统治结束这个时机，恢复了传统的朝觐贸易。而阿勒颇则在奥斯曼帝国的内部贸易中重新占据了重要位置，不再仅仅是两个独立的海关系统之间的边境城市。拉塔基亚等其他城市的贸易方向转向了贝鲁特，贝鲁特成为地区内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城市经济活动也发生了一些分化：随着旅行商队每年一度的到来，朝觐贸易在大马士革重新繁荣起来，但那些专门从事海湾和沙漠地区商品贸易的人，却在19世纪50年代末面临着来自沙漠地区常年的袭扰。1857年，绕道拉卡的一个巴格达商队就在大马士革城前被洗劫一空。然而，受影响的生产商并不相同，这取决于贸易活动的性质。这突出表明了叙利亚市场的多重差异是如何根据经济活动类型划分的。同样，叙利亚地区的全体手工业者们也面临着来自欧洲的更为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纺织业领域，曼彻斯特的印度女工生产的纺织品正在侵入这里的市场。不过，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人们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其他比如镶嵌工艺等传统手工业仍在继续发展，甚至得到了复兴。最后，为贝都因人部落生产的产品仍然是叙利亚当地手工场和手工业者的工作。在霍姆斯市的时钟广场，贝都因人和当地商人相遇并交换当地的棉纺织产品。

	因此，与其谈论此时期叙利亚地区的衰落，不如考虑叙利亚地区19世纪50年代前后出现的一系列伴随着差异化而来的社会趋同现象。我们所说的内部差异，实际上是指某些社会领域、地区部门或某些社会群体不再是主导经济动态的一部分，而变得边缘化。另一方面，这里所说的“趋同”指的是本地或外国生产消费者之间，在生产方式、贸易路线和生产及消费需求方面的趋同化。这种两极分化的产生，部分是由于销售和生产企业能够以全新的方式创造财富，以及这些企业与欧洲列强各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加入它们的进出口贸易，还是接受他们的领事保护——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能帮助他们创造财富。例如，受到法国领事青睐的马龙派*商人就在黎巴嫩山区获得了新的地区优势。而在此之前，在这里负责征税事宜的是德鲁兹人的酋长们，为此，他们还可以使用和部署武装部队。如果说在1840年，德鲁兹人与欧洲列强结成了强大的联盟来对抗埃及军队，对抗一个想要将他们的军事和税收权力据为己有的外来政治角色，那么现在，这种临时性的联合在奥斯曼帝国苏丹政权恢复后终结了。此外，1840—1860年，叙利亚地区内部来自非穆斯林群体商人的社会地位变得更加显赫，这主要得益于外国的领事保护，以及横跨地中海的贸易活动，这些商人充分利用这些经济机会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反过来，他们在叙利亚当地社会却将其他群体边缘化了。

	［67］

	以上这些趋同和差异化现象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生产和贸易活动转向有利可图的领域。虽然像哈马和霍姆斯这样的城市是贝都因人居住的巴蒂亚（草原）地区人口的再分配中心，但这也并未能阻止当地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的消失。草原边缘地区人口的重新聚居和增长，促进了对这些来自城镇中心的产品需求的增长。19世纪60年代，以羊毛纺织生产为基础的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活动在城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较为本地化的行业面临着来自欧洲纺织品的激烈竞争，另一些行业却在棉花种植或为叙利亚人生产和制造日常工具中得到了蓬勃发展。正如罗杰·欧文（Roger&nbsp;Owen）在引用多米尼克·谢瓦利耶的结论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经济统计数据非常不完整，有时甚至会显示出叙利亚地区经济的衰落趋势。但通过对这些数据的进一步解读，却可以从中发现叙利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韧性。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种经济部门的全面重组，虽增加了生产社会财富的总量，但其分配却是不均衡的。这一发展确保了叙利亚在国际贸易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为争夺国际贸易利益而展开的争斗。

	［68］［69］

	有一个领域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能反映出叙利亚此时社会竞争、经济变化和行政变革三者之间的相互碰撞：所有权。拥有产品是获取财富的来源，因此必须保证对土地的控制，甚至完全占有土地。这使得奥斯曼帝国中央和各地区之间形成了新的关系模式。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来看，土地所有权被区分为帝国苏丹根据哈里发法典实行的权力占有和帝国各地拥有土地使用权这两种，但这种传统正逐渐受到这一时期进行的税收改革的挑战。为了结束对传统地租的征收，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改善帝国的税收来源，改革者实行了将土地所有权移交给土地的开发和经营者的政策，理论上应该是移交给农民。而实现这一改革目标的最佳途径，似乎是对那些或多或少确定不属于瓦克夫（伊斯兰教会财产）或穆沙（musha，集体使用的土地）的土地进行登记造册。于是，在进行了多次试验之后，新的土地法令于1858年颁布。1858年土地法通过将土地分配给已经在国家机构中进行登记的土地所有者来践行这种改革原则。从现在开始，那些享有土地收益权的人们有可能以自己的名义在国家机构中对他们已经经营了几代人的国有土地进行登记；与此同时，允许国有土地（“阿米里亚”，‘amîriyya）出售，意味着富有的权贵阶层可以借此获得大片的土地。这再次标志着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大，渗透到了它之前不曾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中去。这种立法上的标签，以及土地所有权的制度化，反过来又引发了精英们在争夺土地所有权上展开新的争斗，以及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秩序的集体认可。

	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各商业家族以及地区各部落首领之间在地方上的勾结，助长了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不断侵吞。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在政府机构中进行土地所有权登记，这与1858年土地法案的预期效果是相悖的。农民作为土地真正的开发者，非但没有得到法令的保护而掌握土地的所有权，反而发现他们只是生活在城市或部落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而且开发者和所有者之间的苏尔（sulh，土地使用协议）通常也只是口头上的。与其他国家的土地国有化措施一样，进行土地登记这个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各组成部分和国家当局之间的关系。部落和农民担心他们进行土地登记后，会将自己置于又一个新的国家监督和征税系统之中。关于“埃及统治时期”的记忆仍然存在，在那个时期，征兵、征税与人口统计齐头并进。因此，大多数人拒绝接受这种来自国家的所有权认可。相反的是，那些拥有各种宗教、商业或军事利益的地方显贵家族，却可以利用这一新的政策工具，长期占据正在形成中的社会财富。因此可以说，叙利亚地区这一围绕经济增长、行政权力改革和地区社会团体重组的过程，是埃及统治时代的结束和奥斯曼帝国19世纪初期以来的现代化改革共同推动下产生的结果。

	［70］［71］

	在19世纪5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克里米亚战争进一步改变了叙利亚地区的社会平衡，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随着1853年战争的爆发，奥斯曼帝国对士兵的征用夺去了叙利亚地方当局大量的军队。仅以大马士革为例，城中1.5万名守军中有7000人向帝国的北部边境进发。这一时代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叙利亚地区的和平局面只是相对局限在19世纪50年代末之前。由于缺乏武装力量，地方总督们的统治受到了阻碍，直到1858年，他们才重新向贝都因人部落发起军事行动并建立军事要塞。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支持战争的财政税收需求给叙利亚农村地区带来了压力。最后，在《巴黎条约》结束战争冲突之后，帝国又颁布了《帝国敕令》。这一敕令明确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关系，并消除了所有宗教歧视性的标识。它使得非穆斯林群体出现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也加强了领事保护的动力。领事们以领事裁判权中保护非穆斯林群体的名义，声称有权查看奥斯曼帝国政府机构中登记的每个人的个人状况。大多数基督徒在司法上享有治外法权，由领事法庭或混合法庭管辖，1856年出台的新改革法令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虽然它消除了领事保护权的缘由——非穆斯林群体以往的法律劣势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宗教信仰的差异成了社会划分的标志。在从地方和全球经济趋同融合中受益的群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宗教少数群体，是改革所创建新制度的受益者。

	［72］


1860年事件及其结果



	从1856年开始，在整个黎凡特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小规模冲突。在纳布卢斯，在一位传教士牧师的鼓动下，钟声在那一年敲响，冲突立即爆发，奥斯曼帝国当局花了几天时间才恢复了社会秩序。在黎巴嫩山区，围绕着土地产权和资源争夺而展开的教派冲突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德鲁兹人谴责马龙派的傲慢行径，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并对他们的同胞发起攻击。从1858年开始，农村里的争斗、民众的不安情绪和派系争斗变得越来越普遍，并逐渐蔓延到了贝卡谷地。很快，两个强大的城镇成了基督徒们的避难所：一个是位于山谷底部的一个山脊上，可以俯瞰贝卡平原的扎赫勒（Zahlé）；以及位于贝鲁特的高地上，集聚了大量商人和手工业生产者的代尔卡马尔（Deir&nbsp;al-Qamar）。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经过几天的围攻，扎赫勒城首先被德鲁兹人攻占。然而，可能是因为自身重要的地理位置，这座城市得以保全。杀戮随着扎赫勒城的陷落而来，城内的基督徒们纷纷涌向附近的宗教机构和大马士革。他们的到来，意味着大马士革人流传的伊斯兰教胜利的消息成真了。之后代尔卡马尔也沦陷了，大规模的屠杀又一次发生。代尔卡马尔陷落这一事件对于我们理解叙利亚的事态发展并不那么重要。然而，屠杀事件引起的对基督徒遭遇的同情情绪，激起了西方世界的舆论，西方各国都要求本国政府当局对叙利亚地区的危机做出人道主义回应。在前黎巴嫩山区地带，屠杀仍在继续进行。哈萨比耶（Hassabiyye）和拉沙耶（Rashayieh）这两个村庄不断遭受攻击，直到1860年7月初被武力占领。同样的事态在不断重演：城市沦陷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洗劫、掠夺和杀戮，幸存者逃到大马士革避难，居住在宗教机构和多马之门（Bâb&nbsp;Tûma）的基督徒社区中。

	在这种危机的背景下，克里斯蒂安·英格劳（Christian&nbsp;Ingrao）所描述的那种由欢乐和恐惧、焦虑和对末世论的希望组成的突如其来的社会危局正在发展，并通过暴力再现了那个在改革过程中内部各方之间不断互相伤害的叙利亚。让我们通过叙述这个时期的历史来理解它。编年史家米沙卡（Mishâqa）是来自大马士革的基督徒，也是此次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贴近真实情况的历史记述。他的记述强调了引发暴力事件的导火索事件是如何的微小——几个穆斯林儿童在他们的社区街道上嘲笑基督徒，甚至在动物的脖子上悬挂模仿当地宗教少数派习俗的标语，玩得不亦乐乎。在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派遣正规和非正规部队，部署到叙利亚各主要城市，以防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阿勒颇的情况尤其严重，那里的动荡局面让人担心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事件。此外，其他各省总督也都部署了武装人员以维持秩序，却无法确保人们的完全服从。

	当这些犯了错的孩子们被带到大马士革的总督面前时，总督要求他们向城里的基督徒们道歉。关于这位以反对改革而闻名的总督在此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已有不少记载。他在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出罕见的坚定态度，这从他对犯错的孩子们的处理中就可以表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总督在此次事件中负有责任，他只是让他的中间人采取行动，而中间人知道总督反对不利于改善奥斯曼帝国非穆斯林地位的改革措施。当孩子们穿过城市的商业区，被安全送回住所时，一个商人认出了其中一个孩子是他的亲戚，他立即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反抗对穆斯林和大马士革居民的压迫。很快就有一群人聚集在了一起。此次社会动员行动体现了当地人对他们的社区和家庭身份认同的觉醒，这个社区的居民发现，他们正受到经济危机和社会秩序变动两方面的共同伤害，他们发现，在变革后的社会秩序中，之前的那些少数群体居然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在到达基督徒社区之前，加入反抗行列的人数就大大增加。

	当这些人进入基督教社区后，暴力冲突开始升级，而省长艾哈迈德帕夏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军队则处于非常被动的位置。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基督徒社区的街道、小巷中。被围困的居民的家门被冲破，一群人用棍棒攻击男性居民，并以各种方式攻击女性。他们所使用的是以剑和刀为主的轻型武器，不过编年史家们的记载说，暴乱的人群也使用了火枪等火器。房屋主人一旦被抓，大多数会被杀死或失去反抗能力，他们的房子会被洗劫一空并付之一炬。许多基督徒社区的商店也经历了类似的洗劫和焚毁。这种局面仍在持续，暴乱之火蔓延到每家每户，每一条街道，贯穿了整个基督徒社区。对基督徒社区的血洗持续了整整七天，大火席卷了这座城市，甚至连俄国和法国驻当地的领事都先后受到了反抗群众的攻击，俄国的领事甚至被谋杀了。

	［73］

	是谁引发了这些暴动？又是谁成功平息了暴动？对此，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解释。一些人强调，是非穆斯林的宗教少数派和外国领事之间的危险关系导致这一切的发生。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这是世纪之交以来欧洲发生的第四次冲突，俄国领事鼓动当地的东正教教徒拒绝向奥斯曼帝国当局支付免除兵役须缴付的税额。此外，马龙派教徒和贝鲁特的法国领事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敌人（基督徒、马龙派教徒）是外部敌人（法国人、俄国人）的代理人”的印象在人们的脑中蔓延开来。其他编年史作者则更倾向于认为，冲突事件是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的社会环境和叙利亚地区各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影响。从这个范畴看来，前面所述的制度趋同化使叙利亚地区的非穆斯林群体获得了更多社会特权。那么这些暴力事件是否可以被我们视为一种民众情绪，就像法国在旧制度下所爆发的起义一样？仅仅依靠这种解释，并不能充分理解暴力事件为何会在特定地点发生，以及为何事件的参与者是这些群体。最后，通过对暴力冲突中施暴者们的宗教信仰和族群出身的分析，可以从中看到德鲁兹人和城郊地区那些游牧民族在此次暴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位于大马士革南部，人口主要是基督徒和德鲁兹教徒。——译者注


	以上所有解读方式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这一现象。让我们着重分析一下暴动者们共有的一些特征。一部分乌理玛支持这种暴力反抗行动，谴责基督徒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占据优势的社会地位；另一些乌理玛则谴责这种暴乱，主张保护基督徒，并在倭马亚清真寺进行讨论，以阻止暴乱继续发酵。同样，在军队中，一些军官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士兵沉浸在暴力屠杀之中而坐视不理；在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和1848年阿尔及利亚恢复平静之后，跟随着阿卜杜·卡德尔·贾扎里（Abd&nbsp;al-Kader&nbsp;al-Jazâ’îrî）来到大马士革寻求政治庇护的移民们，却通过安置受骚乱影响的基督徒和利用武力来阻止暴力冲突和屠杀。大屠杀发生的可能性凸显了骚乱的受害者缺乏应有的安全保护这一现实。从总督到非正规士兵，这些本应维持当地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暴乱中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消极的。作为正常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整场骚乱中，他们既没有发出明确的命令来制止这些骚乱行动，也没有做出任何阻止骚乱的决定。虽然说城市附近和各郊区的贝都因部落领袖参与了这些针对基督徒的暴力烧杀，但他们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去攻击位于贾拉马纳村庄
	 [image: 位于大马士革南部，人口主要是基督徒和德鲁兹教徒。——译者注]的其他敌人，清算与德鲁兹人的纠纷，而德鲁兹人同样也会去攻击基督徒。最后，即便骚乱的起点是在露天市场，也并不能证明对城市商人阶层行为的解读是合理的。在市中心，有一些商人在煽动人群；在米丹地区和穆萨拉门（Musalla）附近，市场的商人们挡住了一波又一波刽子手的去路。

	那么如何才能赋予这一段历史以意义呢？1860年这起针对基督徒的暴力骚乱事件给叙利亚历史带去了何种影响？在叙利亚历史上处于何种地位？首先，它们反映了叙利亚历史的转折。就此事件的形式和动因来看，它让人回想起了先前城市发动的反抗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起义的那个时期——帝国中央势力与叙利亚当地的部分精英阶层进行争斗或是相互勾结。其次，城市社区所发挥的作用，也表明了叙利亚社区内部的团结一致和城市内部分裂这两种状态的长期并存。最后，商人阶层、武装力量或宗教人士在这场骚乱中所持的立场，也表明地方各派领袖的倾向并无太大变化。但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也出现了。发生在黎巴嫩地区的骚乱，其暴力程度表明当地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不可调和，暴力如同瘟疫一样泛滥。此外，在国家控制了一切的情况下，仍有部分暴力冲突发生，则是由于上层精英未能成功协调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后又将这种分歧引发的争斗转移到了社会公共空间之中，却没有预料到可能会引发局面失控。阿卜杜勒·卡德尔与德鲁兹人的领袖进行和平商讨后返回，总督艾哈迈德帕夏在第一次冲突爆发时左右摇摆，以及乌理玛们围绕着支持或反对暴力行为而展开的争论，都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大屠杀成为解决紧张局势的一种手段，是相关各方态度犹豫不决的结果。冲突各方更倾向于通过鼓动社会团体来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即使这意味着社会局势会滑向危机的深渊。

	［74］［75］

	除了精英阶层自身的缺陷为社会冲突打开了决定性的缺口之外，这些骚乱事件也反映了国家控制和社会宗教化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叙利亚地区并行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反映在新的政府机构的建立过程中。通过制定新的社会规则，奥斯曼帝国废除了非穆斯林群体独有的标志，使得非穆斯林少数群体代表获得进入政府机构的机会，从而彰显了他们在社会公共空间中的新的地位。最终，这一变化过程导致暴力机关越来越集中于国家当局手中，剥夺了城市本身武装力量的基础。这种关系还表现在叙利亚社会宗教化的过程中，它表明人们的社会身份特征是如何根据一个变量，比如成为基督徒、逊尼派等，来使得各个社会团体彼此区分和相互团结的，而这二者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成为德鲁兹人、基督徒、穆斯林抑或逊尼派教徒，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还可以为社会个体提供其在荣誉、地位、财富和生存空间竞争中同他人区别开来、保持自我的特性。奥斯曼坦齐马特改革之中颁布的《帝国敕令》宣布的权利平等意味着所有人都必然要团结起来。如果基督徒们依据他们的宗教信仰在社会中展现自己的身份，那么穆斯林们也会强调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最终，一种宗教化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而国家管理方式的混乱更是加速和加剧了彼此间的相互对抗。根据历史学家莱拉·法瓦兹（Leila&nbsp;Fawaz）的估算，在发生骚乱的几天内，死亡人数在500—8000人。根据骚乱的方式、骚乱的破坏程度和人们对骚乱事件的回忆，估计每10000人中有6000—8000人死去。这些骚乱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明显的。骚乱和屠杀使得基督徒迁移到叙利亚的沿海地区城市，甚至迁往更遥远的埃及和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地区。

	［76］

	黎巴嫩和叙利亚先后发生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了奥斯曼帝国首都。苏丹立即授予他的代表福阿德帕夏（Fûad&nbsp;Pasha）重要权力，让他负责稳定局势。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针对骚乱事件展开商讨，向奥斯曼帝国发动了反对其野蛮和残暴行径的公共舆论攻势，这些现实情况迫使奥斯曼帝国同欧洲各国展开外交会晤，并下达了恢复社会秩序和弥补损失的命令。之前针对外国领事馆的冲击事件，使欧洲各国强烈要求惩罚骚乱中的罪犯。拿破仑三世将自己视作叙利亚基督徒们的英雄，并派遣了一支由夏尔勒·玛丽·拿破仑·德·博福特·德·豪特波尔（Charles&nbsp;Marie&nbsp;Napoléon&nbsp;de&nbsp;Beaufort&nbsp;d’Hautpoul）将军指挥的军队前往叙利亚。但是，豪特波尔将军的职权受到了其他欧洲大国的限制，因为这些国家不愿让法国借此机会在奥斯曼帝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欧洲大国进行的第一次人道主义干预。尽管干预执行得非常迅速，但法国军队是在福阿德帕夏展开平定骚乱行动之后才到达的。福阿德帕夏巧妙而有力地平定了骚乱和屠杀，他处决了一批有罪的人，其中包括那些即使并未完全参与屠杀，但至少也没有阻止屠杀的人，同时设立赔偿委员会以补偿受害者们的损失。他也同样迅速地恢复了基督徒社区和奥斯曼帝国当局之间的联系，这可以从基督徒们向苏丹呈交的请愿书中表现出的对苏丹的尊重中得到证明。虽然请愿书中谴责了救援行动缓慢，但仍表达了基督徒社区对奥斯曼中央政府的尊重，因为中央政府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保证。因此，法国士兵们在当地的行军没有引发重大的混乱局面，他们对局面的控制也没有为他们赢得任何荣耀。1861年，暴力骚乱的迹象渐渐消失。

	屠杀的结束是分几个阶段完成的。对骚乱和屠杀的紧急情况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奥斯曼帝国部署的武装部队以及从欧洲来的军队。接下来为第二阶段，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地区的行政管理做了一系列调整，产生了新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办法。黎巴嫩山区出现了穆塔萨利法特*，即自治省，这种行政区划的设置强化了黎巴嫩地区相对于整个叙利亚地区的自主权。许多学者的研究关注的都是欧洲的影响与黎巴嫩地区马龙派获得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就整个奥斯曼帝国范围来看，这反映了帝国各省和地方政府关系的重组，巩固了坦齐马特改革所确立的一系列新原则。帝国所有领土被划分为维拉亚，作为省级行政区划的维拉亚之下又从大到小，细分为利瓦（liwa）*或桑贾克（sandjak）*和纳希亚（nahia）*。这种行政区划上的转变表明，奥斯曼帝国希望用国家公共机构的统一设置覆盖和管理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领土。在这些行政机构中，代议原则成为协调和解决各种争端的重要手段。这种转变也显示出社会精英内部的变化。大屠杀和骚乱之后的处决行动，最终摧毁了叙利亚当地的一些大家族，各个精英群体相互融合，并越来越倾向于形成一个同质化的社会精英团体，其财富主要基于对土地的占有，其社会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掌握的宗教、行政和军事职能，其社会作用是通过调解中央帝国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来加强其自身地位。

	埃及军队进入叙利亚地区，打破了当地部落酋长、主要社群代表和城市、贝都因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虽然这种外来的干预介入形式没有什么创新，但它的到来伴随着立法意义上的重大变化，给叙利亚带来了新的社会运动。统治当局对叙利亚地区的控制力度不断增加，国家力量的影响延伸到了东部地区，震动了幼发拉底河沿岸各地。一个全新的，同时又受到许多经济现象的冲击的社会形态形成了，而这种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开罗当局和君士坦丁堡方面近代化改革的结果。围绕这些因改革而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城市内部出现了紧张局势，紧张的社会情绪被激烈的暴动和屠杀所取代，社会暴动染上了宗教色彩。两个紧密联系的进程——奥斯曼帝国国家控制的加强，以及叙利亚地方势力和奥斯曼帝国中央的争斗——促使叙利亚地方集团形成。这两种进程在1860年达到了顶峰，南部的首都大马士革随之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和屠杀，这些屠杀的记忆为当地作为少数派的基督徒的记忆奠定了基础。以上这些事件和大屠杀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叙利亚各省在奥斯曼帝国中央直接统治下的时期。








第三章




哈米德时代的叙利亚各省



	一直持续到1860年大屠杀的一系列社会冲突加速了叙利亚各省的重组。伴随着各社会派系的消失和各大家族通过联姻而实现融合，地方各势力之间的争斗结束了。经过埃及当局和君士坦丁堡30年来的改革，叙利亚地区的社会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在叙利亚地区延续了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和政治架构已然形成。这是一个属于上层显贵的时代。

	［1］

	有两部史学著作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第一次历史解读做出了重要贡献，阿尔伯特·胡拉尼（A&nbsp;lbert&nbsp;Hourani）和菲利普·库里（Philip&nbsp;Khoury）在他们的研究中突出了社会显贵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地位。我们并不反对这种观点，只是想强调19世纪初以来出现的社会组成部分与这些新晋的社会显贵之间的延续性和断裂性。此外，为了完成这幅历史画卷，我们会将其他地区恢复到它们原来的位置，其中主要涉及贾兹拉、代尔祖尔和巴尔米拉。如此，在本章的叙述中，叙利亚地区将不再单独以城市为中心点而展开呈现，它将以另一种面貌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至幼发拉底河地区。

	［2］［3］

	1867年，新的政治局面终结了奥斯曼帝国重组叙利亚地区的努力。叙利亚各省正在兴起，它们的社会运作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调展开。历史学家尤金·罗根（Eugene&nbsp;Rogan）所称的“权术”的发展，使得奥斯曼帝国中央对其外围地区的控制力前所未有地加强，并实现了中央集权统治的目标。这一过程通常被视为帝国首都对其周边地区单方面的影响，而这种中央集权的形成，是以叙利亚地区内民众和上层精英之间围绕新的交流渠道而展开的新对话为基础的。

	［4］［5］

	本章内容是对奥斯曼帝国最后几十年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的一部分。与其一味地认为这是一个衰落、腐朽或专制主义盛行的时期，不如思考和审视一下这种新对话的具体方式，并着重探究其对叙利亚各省所产生的影响。许多研究已经对这个或那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我们有必要将这些研究加以综合概括，以便将关注的视角从城市转移到其他空间，从而也去关注那些在之前的研究中被忽视的地方。比如东部地区，随着传统部落孤立状态的结束，这片地区已经经历了许多变化，它必须在同样经历了变化的帝国中重新定义自己的位置。新出现的很多新制度开始打破这里的传统制度、再生产方式和抵抗国家当局控制的能力。

	［6］

	这一历史时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件。1864年，新的行政区划方案对叙利亚各省进行了划分，并于1867年最终实施，各省的行政机构成为省内行使和分享权力的场所，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代议制原则成立的。随着1876年宪法的颁布，叙利亚各省之间进行了新的职权上的分配，实现了社会文化上的统一。但宪法条文过于简短，以致被搁置一边。1878年，对俄战争的失败，反而给帝国苏丹带来了机会，他通过重新参照以前的哈里发制度来发明新的统治话术，以巩固他的统治。1896年，豪兰平原地区和德鲁兹地区人民爆发了起义。1908年，首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恢复了被忽视了30年的1876年宪法，结束了哈米德时代。我们正是需要在这几十年的历史中重新审视叙利亚各省历史进程发展的多重动力。

	［7］［8］

	对这一时期进行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发生了变化，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编年史记载少之又少。相反，通过代际效应，这一时期留下来的一批自传作品，即穆哈基拉特（mudhakkirât），提供了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更为个人化的视角。虽然外国领事的电报仍有留存，但其内容和信息量有时会随着新的职位变动而变得贫乏，总的来说，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材料远远优于其他各省。最后，在这一历史阶段结束时奥斯曼帝国和叙利亚各省出现的政治文件和报刊，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史料依据。


帝国的中央集权



	［9］

	在新的行政区划重新划分叙利亚地区后，一系列新兴的行政中心也随之出现。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仍然是叙利亚地区两个主要的中心。这两个埃亚拉（省）的轮廓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它们的辐射区域从拉塔基亚海岸地带一直延伸到奇里乞亚和贾兹拉地区。行政区划的第二个影响区域涉及加利利地区、贝卡谷地，一直延伸到东部的巴尔米拉，以及北部的霍姆斯和哈马。然而，东部和南部有两个地区却脱离了这种影响，黎巴嫩山区的穆塔萨利法特和耶路撒冷的桑贾克这两个半自治地区的诞生，以不同的方式使得聚合在一起的叙利亚地区产生分化。黎巴嫩山区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发展，这里的居民和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地与贝鲁特联系在一起，而同叙利亚的核心地带分离。从叙利亚大马士革迁移到阿勒颇地区的基督徒人口，为这座城市创造了新的活力，使这里成为欧洲和阿拉伯地区商业利益交换与汇合的平台。这座城市同时也作为知识分子的中心而崛起，1866年叙利亚新教学院的成立，以及1873年圣约瑟夫大学的成立，都增加了这座城市的吸引力。再往南，在“圣城称号的发明和提出”之后，耶路撒冷为欧洲前来的新移民提供了庇护，而这些新移民也正是被“圣城”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吸引而来的，这个独立桑贾克的形成，将叙利亚的沿海地区同中心地带分隔开来。

	［10］［11］

	再往东，一个新世界似乎正在形成。1852年，代尔祖尔成为一个新的埃亚拉。与此同时，一座同名的代尔祖尔城横跨幼发拉底河建了起来——最初，只不过是因为位于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岛屿看起来似乎比较适合建一个居民的轮渡点。正如约翰·汉诺耶（Jean&nbsp;Hannoyer）指出的，关于代尔祖尔城位置的选择和城市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人们的说法各不相同，只要将所有说法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就可以发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奥斯曼帝国驻军的存在和帝国当局的关注使代尔祖尔城成为控制整个东部地区的一个核心点，补充了奥斯曼帝国在幼发拉底河地带的军事防御部署，拉卡也作为一座军事要塞被重建。驻军防御这个共同的过程促成了这两座城市形成。驻军兵士的到来有利于周围各部落的相对和平以及对农民与农业种植的保护。定居居民和游牧人口之间出现了间隔，定居人口不再像之前那样依赖于大型骆驼部落的保护。此外，帝国行政官员的设置以及奥斯曼帝国军事人员的调动，也证明了奥斯曼帝国中央权力在该地区的重新部署。

	［12］

	帝国的一系列军事要塞的建立，划定了新的边界，并且一直延伸至叙利亚南部的沙漠地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这一时期非常普遍。几年之后，帝国重新确立了其在阿拉伯-波斯湾地区的主权——米德哈特帕夏（Midhat&nbsp;Pasha）前往哈萨绿洲地区，重申那里的主权属于奥斯曼，而非那些远在伊拉克地区的游牧部落。总体来看，这种控制的实现，包括派遣军事力量，建立军事要塞，并在当地组织起监管机制。这种游牧民族定居化和定居地区居民“游牧化”的现象，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出现。美国边界的西进、俄国领土的扩张、澳大利亚新出现的移民定居点、南非的大规模移民等，以上所有这些案例都提示我们，无论是通过殖民活动、帝国扩张还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式，叙利亚新出现的这些情况只是国家化过程的普遍现象。不同之处在于，受国家化趋势影响的当地人口并没有因此被屠杀而大量减少，而是与新的外来者并存。

	国家化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在叙利亚当地的社会变革中，其带来的首要变革，是我们更为熟知的对人口迁移区域的限制。对于大型游牧部落来说，奥斯曼帝国建立的那些军事检查站是他们的游牧区域中属于他国的一片飞地，而且，驻扎在那里的帝国当局也剥夺了部落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使得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治下的人民征收库瓦保护税。最后，一些社会团体都在试图让他们的成员定居下来。对于那些牧羊部落来说，奥斯曼帝国驻军士兵的存在，既是他们安全生存的保证，也使他们生产的农产品有了销路。于是，在城市附近的定居区域形成了一个因果循环圈，由此产生了新的乡镇组织，拉卡和迈亚丁（Mayadin）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人口定居点。幼发拉底河的流经使得这里的农业灌溉更加便利。幼发拉底河沿线被一片农业地带所包围，划出了中世纪历史学家所说的“上贾兹拉”（Jazira&nbsp;haute）和“下贾兹拉”（Jazira&nbsp;Basse）两个地区之间的象征性边界。

	中央集权化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定居世界的“游牧化”。在这种更为普遍的模式下，我们必须了解被经济利益和拓展新土地所吸引而产生的人口流动。士兵和商人，在他们的家人跟随之前，开始来回迁移，他们先是在东部地区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又返回原住地。一旦在拉卡或代尔祖尔等城市定居下来，商人们就会组织起各种商品物资的储备和运输，甚至来回往返于他们的出发地和定居地。由此，以定居为基础的颇具流动性的“游牧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对城市或部落社会的边缘地带而言，这两个过程都是叙利亚地区国家化的直接产物。

	部落世界人类社区的崛起和迅速发展，打破了这片曾被人们认为是遥远又充满敌意的地区同其他地区的隔阂。部落社区同新兴社区的建设齐头并进，这也使得代尔祖尔市内出现了一个露天市场，其覆盖范围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南岸。这些城市的发展也推动了文雅、礼貌的城市文明的形成。那些搬迁到城市中的家庭觉得自己是文明世界的成员，而不再是传统野蛮部落的一员。不过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与贝都因人结盟，甚至联姻。然而，这两个世界之间象征性的边界从未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叙利亚东部和南部边界的形成具有了双重性质，从文明精神的发展来说，这一边界是“文明”发展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也是通过建立地区军事检查站从而实现地区国家化的一部分，军事行动之后即开始了地区各中心新一轮的经济一体化。但在地区内部，当地居民和新来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无形的鸿沟。

	［13］

	新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使以上变化过程稳定下来，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改变了商业贸易和人员流动的路线——途经红海的海上航线比穿越叙利亚—伊拉克沙漠的沙漠商队路线更具吸引力。这种贸易路线的变化，使得人们相对忽视了商业运输用的牲畜养殖，从而对地区内部落群体原有的威慑力产生了影响，因为商队所饲养的牲畜数量从几千头下降到了几百头。

	在中东文学作品中经常被提及的新开凿的苏伊士运河，被史学家们称为“交通革命”的缩影。但是，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说，运河的开通也使得该地区内部的交通网络变得更为密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地区人口数量、生产地和商贸交换地如何以及为何得到更为持久的发展。新的交通道路的开辟，连接起了内陆和海岸地区，叙利亚地区的主要交通网络正在形成：从德拉到阿勒颇的中轴道路，从大马士革到贝鲁特的道路，从霍姆斯到海岸地区的道路，以及以阿勒颇为中心连接了拉塔基亚、马拉什（Marash）、安塔布（Aintab）和更远的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的星状网道路。

	［14］［15］［16］

	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方式的变革来自另外两种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创新：蒸汽船和铁路。叙利亚的水上交通运输并不像埃及或伊拉克那样便利，只有在海岸地区才能使用蒸汽船这种交通工具。蒸汽船的使用带来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地中海沿岸各地区之间可以实现彼此之间的直接航运往来，这意味着不再需要之前那种港口间小范围的沿岸航行，更为重要的是，货运容量也显著地增加了。其次，更快捷的交通使港口城市成为地区商业中心，这也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复兴。例如，贝鲁特在几年内就成了一个主要的地区经济中心。相反，另一些城市也受到了消极影响，比如夹在贝鲁特和拉塔基亚之间的的黎波里就失去了其重要地位。最后，地区内形成了一种特许权制度。蒸汽动力带来的不仅仅是交通的便利，还对地区格局产生了极化的影响。铁路交通在叙利亚各省的发展情况略有些不同，在稍晚些的19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了缓慢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铁路交通带来的影响是所不同的。铁路的发展以资本调动为前提，然而资本并不由奥斯曼帝国掌握，因而就必须求助于那些特许经营公司。但是，围绕投资和专业问题而展开的竞争很快就导致叙利亚地区的铁路建设权被分割，其中一些路线由法国公司承担建造，另一些则由德国公司负责建造。法国公司承担的主要项目是哈马—大马士革的铁路，这段铁路的分支可能会延伸到海岸地带。1895年，大马士革与里亚格（Rayak）和贝鲁特相连，往南可以到达德拉；往北的线路建于1902年，连接起了里亚格、霍姆斯和哈马三地。哈马—阿勒颇的铁路始建于1906年，于1911年完工，连接了霍姆斯和的黎波里。最后，再往北，是20世纪头十年的一项重大工程，即修建一条从君士坦丁堡通往巴格达的铁路，但随之而来的技术和财政困难使这项工程进展艰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条铁路才刚修到了叙利亚东北部边境的艾因角（Rasal-Ayn）。

	［17］

	因此，与欧洲相比，火车这种交通工具进入叙利亚地区的时间相对较晚，而且正如琳达·席尔彻（Linda&nbsp;Schilcher）指出的，我们很难估量其中的某些影响。相比美国，叙利亚地区内部与市场发展相关的经济流通的重新铺展更难被文字资料记录下来。虽然豪兰平原这个产粮区主要受益于通往沿海地区的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但它也同样受益于该地区相对平静的社会发展环境（与经常遭受贝都因人袭击相比），而非新形成的本地市场。另一方面，铁路进入叙利亚地区并成了其社会构成的一部分。在18、19世纪之交，大马士革或阿勒颇新修建的火车站不仅使城市旧城区开放，更使旧城区周围形成了新的城市社区。因此，城市内部以及各城市之间流通性的增强，是此时期交通运输条件改善的结果。然而，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叙利亚的西部边缘地带，并未深入内陆地带。当苏丹敦促修建一条通往汉志地区的铁路时，铁路甚至成了一种实现政治统治目的的工具：技术服务于政治。

	［18］

	随着许多电报局的设立，叙利亚地区的通信业也经历了深刻的复兴过程。19世纪90年代，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电报局的电报发送数量达到了4000—5000封。这些电报局的广泛设立与帝国统治秩序在叙利亚的恢复密切相关，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着外约旦地区形成了一条边界。因此，在整个叙利亚设立这些电报局，意味着可以实现统一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同时也使得叙利亚各地方和帝国中央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更为便利。尤金·罗根提醒道，通过电报发送请愿书的目的是通知帝国中央和地方总督，后者通过电报审核机关可以立即获取最新消息，从而做出快速反应，同样的情况也在1896年的阿勒颇事件中上演。这些新的基础设施支撑着与奥斯曼帝国紧密相连的叙利亚各省的发展。通信技术的发展也凸显出文字媒体的新作用。文字媒体信息的产出和传播，要求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掌握语言文字的人，这同时也反映出叙利亚一个持续时间更久的社会演变过程。

	奥斯曼帝国的最后30年最终迎来了一场文化革命：现代印刷技术进入叙利亚地区，并促进了当地出版业的发展。继“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之后，叙利亚地区出现了第一批传播文字作品的组织。然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形成了真正的有规模的出版与发行。印刷技术的传播为新的文字作品的产生，以及数量仍然有限的第一批报纸媒体的发行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这些报纸均采用法律文本的标准，使用规范的语言。新的技术标准的采用，以及新的政治制度的支持，使得书面语言的使用比例大大增加。为同众多欧美传教士的知识传播竞争，同时也为满足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新期望，奥斯曼帝国当局开设了与那些教授阿拉伯语和基本宗教知识的古兰经学校（库塔布）竞争的公立学校。这些学校里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城市主要大家族的年轻人，以及那些拥有天赋和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些公立学校里主要学习语言、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课程。这些社会文化团体成为在一个全面重组的显贵社会中，向帝国中央晋升的重要中转站。


显贵社会



	［19］［20］

	叙利亚地区各省现代技术的发展变化，进一步推动和加剧了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革，从而形成了比其他任何时代都要鲜明的显贵社会。显贵这一称呼指的是那些“主要居住在城市的大家族，他们从城市中获得权力，并通过在城市的地位统治周围的乡村地区”。正是这种中间人的性质，赋予了这些新兴显贵重要的政治角色和地位。这一特点在几乎所有帝国中都很常见。那么，这个概念为什么会渗透到这种特殊社会政治秩序中呢？它又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有何不同？

	［21］

	菲利普·库里指出，所有的这些城市显贵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是市议会的成员。尽管我们可以根据亲属关系将他们分为两类，但是他们的社会活动和来源是相似的。他指出，阿杰拉尼（al-‘Ajlanî）家族的成员曾是乌理玛，他们通过宗教活动获得了财富，直到下一代继承他们的职位前，并不会转向其他领域。相比之下，库瓦特利（Quwwatlî）家族在过去十年才为人所知，他们在粮食贸易中积累的财富帮助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城市显贵。宗教和世俗势力之间的矛盾分歧很快就得到了平衡。优素福（Yusûf）家族同沙姆丁（Shamdins）家族的联姻，标志着沙姆地区各主要家族之间的互相融合。从阿勒颇经过霍姆斯和哈马，到大马士革，形成了各主要显贵人物之间的关系网，出现了大约20个显贵姓氏：在阿勒颇，有贾布里（Jabrî）、哈纳努（Hananu）、库德西（Qudsî）、里法伊（Rifa’î）、基赫亚（Kikhyâ）、凯亚利（Kayyâlî）；在大马士革，有阿兹姆、阿比德（‘Abid）、优素福、马尔丹（Mardam）、阿杰拉尼、巴克里、库瓦特利；在霍姆斯，有阿塔西（Atâssî）、德鲁比（Drubî）；在哈马，有阿兹姆、巴拉齐（Barazî）、凯拉尼。

	军人出身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卡比·库里（kapi&nbsp;kulli），即当地禁卫军的后代，还是阿迦们的后代，此时都与他们之前的主要职能相距甚远，而随着征兵制度的创立，这一职能甚至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此外，福阿德帕夏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镇压行动，对这股传统军事力量的影响尤甚。受奥斯曼帝国流放和处决刑罚影响的另一个群体，是乌理玛和阿什拉夫。随着其他文化的影响和世俗教育重要性的增加，这两个团体的影响力也在减弱。虽然在宗教领域中，人们仍在为成为纳吉布或穆夫提相互竞争，但即便获得了这些职位，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能如此轻易地获得财富和社会司法地位。另一方面，通过他们，显贵家族反而更容易确保在城市议会中获得席位，因为这些人在家族内部和商业纠纷中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由此，这些家族成员之间的差异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新兴的商人和土地所有者也加入到这些变化了的社会构成中。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这些新兴势力的迅速崛起，既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受到奥斯曼帝国土地法变化的影响。即便各家族的起源不同，他们也往往会组成同一个社会群体。

	［22］［23］

	三个社会进程促使精英阶层发生变化并使他们发挥新的作用。首先是经济的加速变革，其次是奥斯曼帝国行政权力的相对稳定，最后是精英阶层的内部争斗。当然，这三个因素催生出叙利亚地区的社会构成。同时，我们所提出的单独叙述，不应该把等级制度作为其中的影响因素，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帝国主义当然是以政治统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也表现为在经济上的资源占有和社会中的特权现象。叙利亚和欧洲的经济也日益走向一体化。黎巴嫩地区的丝绸业和埃及的棉花业尤其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和关注。不过，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保留了一些本地的特征。在一些农村地区，农业出口往往占据当地的主导地位，例如在阿拉维山山坡上的烟草种植业就成为当地人的主要产业。同样，丝绸业在哈马地区也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由于丝绸的市场主要在欧洲，当地商人因而获得了特权地位。丝绸商们住在城市里，并且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与此同时，欧洲工业产品取代了当地手工业产品，破坏了叙利亚当地的某些行业。这种不良影响，尤其体现在阿勒颇的纺织业。从叙利亚地方层面来看，这种宏观经济动态的影响体现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上，这个阶层充当了从欧洲前来的工商业者的中间人。1860年针对基督徒的骚乱和屠杀事件迫使叙利亚两个主要城市的基督教少数派居民离开叙利亚，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穆斯林家族的地位。因此，这些经济领域的变革大大加剧了社会领域中各阶层的分离和整合这两种并存趋势，并给了政治领域的新秀崛起的机会。

	［24］［25］

	以下经济数据部分显示出当时叙利亚地区经济的各种情况。农业方面的经济评估数据是相当零碎的，但它们仍可以显示出一些经济变化。据估计，87%的可耕地用于种植粮食——1909年的三个省份共计拥有62万公顷耕地。生产这些农产品的主要目的是供养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举例来说，大马士革的人口从1887年的12万增加到10年后的13.5万），以及更遥远的欧洲地区人口。除此之外，其他农作物种植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比如棉花的种植蔓延到了哈马以东的地区，从山麓地带一直延伸到泰勒凯莱赫（Tell&nbsp;Kalakh），当然还有烟草种植和桑蚕养殖业。但人们依然需要注意留心一些规律性的自然现象，比如当地无法阻止的干旱或一些偶发性的自然灾害。这种经济上的发展有利于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在霍姆斯和哈马周围，形成了各种教派混居的地带，在这里，信仰逊尼派、基督教、阿拉维派和伊斯玛仪派（ismaélienne）*的农民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和宗教上的不平等叠加在了一起。村庄地区的教派成分重组主要是农村人口外流的结果，来自同一地区的农民倾向于依据他们的职业来重新组合聚居。其他地区，主要是在南部地区，山区居民的“下山”行动引发了第一次人口冲突。豪兰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之间的冲突凸显了逐渐出现的人口过剩现象，对土地的需求加剧了当地社会精英阶层之间的争斗。这一时期的城市对其居民来说，不再是环境条件很差的等待死亡的场所，因此城市的人口有所增长，但另一方面，新迁移到城市的人口数量却减少了。

	在主要城市中心地区，工业部门经历了广泛的结构调整，商业活动也经历了大幅增长。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传统露天市场的变化就显示出这种蓬勃发展的经济现象。双层结构建筑成为商业空间建筑的标准样式，再者就是布局规划上，新建了围绕着商业交换中心修建的延伸至城外的主干道。这种变动凸显了城市组织构造在经济层面上的变化。从事远洋贸易抑或对来自欧洲的商品的重新分配，促进了地区内新经济财富资源的形成。与此同时，叙利亚第一代工业体系在城市制造业活动的开展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起来，这一工业体系主要包括阿勒颇的丝绸业和烟草业，以及哈马的纺织业。城市同时成为叙利亚地方、省级和奥斯曼帝国全国性的主要市场，并成为叙利亚参与刚刚兴起的工业革命的主要空间。

	［26］

	经济关系的重塑是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而展开的。1858年新颁布的《土地法》开启了大规模的土地转让。尽管传统的集体耕种习惯仍然存在，但是乡村地区的集体土地被乡村社区内部按照私有化的方式划分。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大面积的土地都是地籍划分的对象，即在没有明确划分土地界限的情况下将土地分块和编号。然而，在城市中，负责管理土地的政府官员和法院司法人员与有资本且可再投资的精英阶层串通一气，于是，新土地法反而方便了那些能够获得大片土地使用权的城市大家族进一步聚敛土地财富。这就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社会现象：拥有财富有利于前往政府当局进行土地产权登记，这扩大了他们拥有的土地面积，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其拥有的财富量。于是，在20年的时间里，拥有大量地产的大庄园出现在小型地产的周围，而且这种大庄园通常分布在城市附近。即便这种土地占有形式越来越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土地的平均分配或集中占有，也不意味着土地价值会被共同开发，因为国家统治秩序叠加在其他社会组织之上。故此，整个村庄也被划分为附带编号的小块土地，成为可交换的商品。随着借贷关系成为常态，土地与地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刻板和僵化。

	这种经济关系上的转变为城市精英阶层的重组提供了经济基础。以政治联姻为主要方式，显贵家族掌控了权力。这里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在18世纪，显贵们控制着捐税的分配，并根据家族主人的意愿集中力量维持秩序，但他们的这种权力基础随着奥斯曼帝国国家统治秩序的重新强化而瓦解。帝国解除了叙利亚人的武装，尽管是相对的，却在实际上剥夺了地方领导人的打击力量。社会上传统的仆役关系和世袭继承关系也减弱了。家族主人之下有为其服务的人，但这些服务的人与这个家族本身并没有依附关系，而是相互分离的。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奥斯曼帝国向各省重新部署统治力量的结果。这反过来又创造出一个新的征税系统。在市和省议会中拥有席位的成员可以影响帝国财政税收政策，制定税收优惠、选择某些税收的基数和管理公共秩序是属于他们的特权。此外，能够在总督在场的情况下在议会召开的集会上发言，给了这个或那个家族改善社区生活的资本，这成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也是逐步建立市政管理制度的基础。于是，一些显贵家族通过在帝国行政管理当局中充当稳定政局的中间角色，在地方政治博弈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27］［28］

	上述这些政治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赢得市镇选举，进入各级权力机构，成为各大显贵家族之间竞争的主要目标。这一点从市镇当局名单的轮替中就可以得到证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获得当局权力职位的人，就一定是在经济资本、社会或文化方面处于最高地位的显贵家族成员。首先，这一职位代表着一系列社会特权及权力，而这种特权和权力需要在一个家族集团成员内部进行再分配。同样重要的是，获得职位的人还需拥有商业交换场所，即成为这个或那个市场的主人，抑或获得宗教职位，以证明其所属家族的道德品质，并为自己获得良好的社会名誉。除以上这些条件之外，也要求获得职位的人具备各种出色的才干。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中的选举与保罗·维恩（Paul&nbsp;Veyne）在罗马帝国研究中所观察到的选举机制是一致的，就像它与世俗主义相一致一样：这些都是成功获选所必须具备的资本和属性，目的是保持其显贵地位，但仅仅拥有这些特质仍是不够的。由此，各显贵家族又作为控制了财富流通的帝国权力调节者和参与者，连接起了叙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中央。

	［29］

	这种国家化进程的基础是对逐渐归属于城市的那些土地进行的分配及再调整。与已知西方世界的经历不同，叙利亚地区的国家化进程并没有构建起一套连贯性或系统性的财政税务系统。相反，税款的征收仅局限于流通中的商品和土地。而且，由于奥斯曼帝国实行了自由贸易协定，税率也很低。但是，税收的征收和按产品单位确定的征收数额，取决于城市议会内部的谈判，即帝国代理人和地方有产者之间的谈判，而这两方往往来自同一家族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税收压迫就可能会继续存在于中小地主身上，他们必须缴纳税费，而那些大地主则可以找到各种方法来逃避这种税收压迫。从这方面来看，这样的税务系统显示出国家权力主要建立在垄断合法暴力机关的基础之上，而无需为达到此垄断目的提供财政资源。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家去领土化，因为它无法干涉社会财富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对土地进行划界，也没有必要统计土地占有数据。1894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说明了这一点——仅在可以进行人口普查的地区进行居民人数统计，而不是依据土地占有。这就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悖论。


哈米德时代概述



	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奥斯曼帝国政治改革，于1864年的省级行政改革（1867年在叙利亚地区实行）中首次得到践行。在改革中形成的叙利亚省份内的政治晋升体系，促使政治精英们在不同的政治职位之间交替。议会和总督成为各省的主要权力机构，这二者之间的政治特权划分又对省总督更为有利。然而，由于新的通信技术手段的发展，又形成了新的政治交流和对话方式。使得人民和政府权力的代表们（议员）发挥了主要的核心作用。
	19世纪60年代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文学家希纳西团结了伊斯坦布尔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创办报刊，鼓吹土耳其民族文学。这个组织于1865年6月正式成立了秘密团体“新奥斯曼人协会”，参加者有记者、作家、教师、政府官员和军官。协会主席是克里木战争时土军总司令奥梅尔帕夏。他们支持米德哈特帕夏成为帝国大维齐尔，米德哈特于1876年颁布了奥斯曼帝国第一部宪法。后该协会随着米德哈特帕夏被流放而被迫解散。——译者注


	在这种背景下，1871年成为叙利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奥斯曼帝国中央事务对叙利亚各省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年，改革派维齐尔阿里帕夏（‘AliPasha）去世，俄国通过修订《巴黎和约》重新获得了通往海峡的通道，这两个事件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内外重新回归到权力纷争的状态之中。1871—1876年，相继出现了8个维齐尔和3个苏丹。1876年，受到新奥斯曼人（Jeunes-Ottomanes）
	 [image: 19世纪60年代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文学家希纳西团结了伊斯坦布尔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创办报刊，鼓吹土耳其民族文学。这个组织于1865年6月正式成立了秘密团体“新奥斯曼人协会”，参加者有记者、作家、教师、政府官员和军官。协会主席是克里木战争时土军总司令奥梅尔帕夏。他们支持米德哈特帕夏成为帝国大维齐尔，米德哈特于1876年颁布了奥斯曼帝国第一部宪法。后该协会随着米德哈特帕夏被流放而被迫解散。——译者注]协会支持的改革派阵营的代表人物米德哈特帕夏再次成了大维齐尔，他也是各省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在改革派的支持下，米德哈特帕夏成功起草并颁布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部宪法，在这部宪法下，议会将帝国的政治成员聚集在了一起。这个前所未有的权力架构必须应对当时奥斯曼帝国所面临的最新挑战。

	［30］

	1875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一场叛乱打破了自1856年《巴黎和约》签订以来建立起的国际平衡局势。在这场叛乱中，一部分农民反对地主，宗教因素与社会因素交织，国际联盟的政治博弈中产生的地方问题，引发了一场新的东方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东方危机可看作是当地的基督教农民反对压迫他们的穆斯林地主，呼吁塞尔维亚以及俄国的公众舆论动员起来保卫基督徒的权益。各欧洲大国向奥斯曼帝国发出了进行改革的要求，并宣布即将召开大使会议。为了阻止奥斯曼帝国主权进一步遭到欧洲大国的蚕食与侵犯，帝国改革派起草了一部宪法，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奥斯曼帝国先后废黜了两任苏丹。最终在1876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登上王位，并全面参与宪法的起草，以维护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31］［32］

	此时的帝国中央议会在某种程度上复刻了地方议会制度的框架。1876年宪法秉持这样一种理念：被选中的国家代表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必须结束地方冲突，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有政治参与权，以为强大国家做出贡献。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保证帝国的主权不再遭受他国蚕食，这些奥斯曼帝国的代表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代表帝国所有人来对抗西方大国的任何侵略行径。在外国大使国际会晤上宣布宪法的颁布，强调了该部宪法的务实性。不过以上这些考虑并不能掩盖宪法文本本身内含的改革意图：它是自1839年以来开始的奥斯曼帝国改革进程的高潮。因此，正如卡迈勒·卡尔帕特（Kamal&nbsp;Karpat）所指出的，以上社会发展的结果显示出了改革派阵营的形成。1876年12月23日，炮声在卡西姆帕拉（Kasmipara）的海军司令部响起，奥斯曼帝国代表们聚集在那里，宣布成立一个立宪政权，以保证奥斯曼帝国新的政治秩序。

	［33］

	宪法颁布后，各省内部于次年1月进行了地方议会选举。宪法规定议会分为两级，其中省级议会负责遴选省级议会代表。由此，代表人员的构成是高度城市化的，选举实际上就是纳税的选举人之间进行的政治斗争。叙利亚各省共选出了7名代表。1877年初，这些省级代表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抵达奥斯曼帝国首都，而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和米德哈德帕夏之间的政治冲突使得苏丹流放了这位大维齐尔。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奥斯曼帝国议会制度的终结，相反，代表们试图在政治方面提出两方面建议：一方面是一般性的问题，主要涉及即将到来的与俄国的战争；另一方面则与叙利亚各省要求在特定地方组建省级机关有关。

	［34］

	1877年4月24日，俄土战争爆发。沙皇的军队在埃尔祖鲁姆（Erzéroum）和巴尔干半岛的普列夫纳（Plevna）突破了奥斯曼军队的防线，这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在这种情况下，议员们批评苏丹对战争冲突的应对。这就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未告知的情况下解散议会的原因。宪法仍然有效，但它的正常施行被搁置。议员们被要求回到各省，来自叙利亚地区的议会代表们很快就回到了叙利亚。

	宪法的颁布和1878年俄土战争对叙利亚各省产生了多重影响且这些影响相互交织。上层精英第一次意识到，帝国的政令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都委派了一名代表前往帝国首都议事。不可否认，这其中产生了一种奥斯曼主义，一种共同的文化。此外，未经协调就进入首都也影响了地方权力关系。总督不再是唯一可以与议会直接开展政治对话的人。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议会这种权力形式得到了巩固，新的显贵统治集团重要的政治作用也得到了承认。最后，议会的迅速消失带来了政治愿景——恢复宪法可能才是解决帝国所面临问题的办法。这一面向奥斯曼帝国和叙利亚未来发展方向的启示最初并未被注意到，因为此时人们正在经受其他形势的影响。

	［35］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土战争的重演使得奥斯曼帝国对人力和财政资源的需求增加。随着征兵制度在各省的发展，战争动员变得更加有效。尽管如此，征兵行动仍被执行得非常严厉，并被视为是一种惩罚。此外，征兵行动又剥夺了叙利亚在农业收获季节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步步紧逼的战争给本已遭受赤字负担的财政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这一点当地的人民已经有所感受了。即便在没有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每一次的战争插曲都会导致仍处于紧张状态的商贸机制中断或发生故障，更导致大城市的食品价格再次上涨，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不过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影响迅速消失了。

	［36］［37］

	相比之下，战争的结果对奥斯曼帝国控制叙利亚地区领土产生了更为持久的影响。战争导致叙利亚各省（以及现今的约旦）成为高加索地区难民的收容地，难民总数大约有7万。苏丹采取了一种颇为强制但又比较温和的方式，他下令将这些难民迁移到帝国的边境地带，特别是从幼发拉底河向北延伸到安曼的巴蒂亚地区。由此产生的人口增加对叙利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幼发拉底河附近，在马斯卡纳（Maskana）的北部和豪兰平原地区，一个定居点出现了。这一政策体现的是帝国加强对叙利亚地区控制和稳定其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但是，在非常局部的地方，这些新的外来人口定居在了一个几近人口过剩的地区，从而引发了本地居民对闯入的外来者的不满，以及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争夺自然资源的斗争和冲突。

	［38］［39］

	战争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内阁的重组。米德哈特帕夏离开了首都，他被解除了大维齐尔的职务，并被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派往叙利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担任大马士革省总督。在叙利亚，米德哈特帕夏展示了他作为政治组织者和改革者的才能，他开始了一项城市翻新计划，还开放了中央露天市场的街道。这些突破性的举措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还担负起了保护前往麦加的朝圣路线和城市物资供应安全的责任。他专横的行事风格也让我们看到，改革派并不一定会为显贵人士协调利益，这也使得显贵们开始谴责奥斯曼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干涉。

	［40］

	战争结束后，叙利亚各省对最近的改革事件和俄土战争带来的后果感到震惊。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了一件令奥斯曼帝国宫廷和苏丹都担心的事情——大马士革标语牌事件（L’affaire&nbsp;des&nbsp;placards）。1880年，大马士革街头张贴起了海报，呼吁人们为建立阿拉伯国家权力而奋斗。这一举动引起了奥斯曼帝国中央当局的担忧，他们迅速将这些海报撤走。当局的这种担忧情绪可以用几个交织在一起的因素来解释，它源于对阿拉伯主义的恐惧，而阿拉伯主义是黎凡特地区人民特有的一种民族情绪。

	［41］
	黎巴嫩历史学家，阿拉伯启蒙思想家，被认为是第一个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译者注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居住在贝鲁特的一群知识分子就在研究阿拉伯语，他们想通过使阿拉伯语现代化来恢复其崇高地位，也就是说，使阿拉伯语符合当下时代的风气。更通俗地说，他们希望恢复阿拉伯文化的重要性。出生于1819年的布特罗斯·布斯塔尼（Boutros&nbsp;Boustani）
	 [image: 黎巴嫩历史学家，阿拉伯启蒙思想家，被认为是第一个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译者注]，是希望推动阿拉伯文化走向复兴（nahda）的新兴学者之一，他的《布斯塔尼词典》（Le&nbsp;Dictionnaire&nbsp;Boustani）在这一文化复兴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研究有助于重新定义当地的身份属性：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阿拉伯语言社区是推动奥斯曼帝国内部这些特殊群体走向团结的催化剂。他们也为阿拉伯主义奠定了第一个里程碑。

	［42］

	这种新学说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大量讨论，这是由于其潜在的政治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阿拉伯主义者成了将同一个国家的那些自称为阿拉伯主义者的人汇聚在一起的一条纲领性路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何为阿拉伯主义，新的阿拉伯国家应该以何种形式组建，采取何种国家政策，等等。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这些问题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对阿拉伯国家来源的历史解读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混乱。需要指出的是，阿拉伯主义最初的定位主要在文化上而非政治上。

	但在1880年的时代背景下，标语牌事件引起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担忧，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和猜忌。作为大马士革总督和被帝国罢免的大维齐尔，米德哈特帕夏会见了英国领事，密谋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从那时起，我们所看到的关于那时的信息变得更加政治化：尽管1869年颁布的新国籍法旨在加强各臣民之间的政治联系，但那些呼吁复兴阿拉伯主义的人就是在挑战奥斯曼帝国现有的统治秩序。这批人将成为向帝国苏丹要求独立的先锋。这种历史解读倾向于在同一层面上压制阿拉伯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诉求。

	标语牌事件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某些意味。在政治方面，关于彰显阿拉伯主义特色的社会诉求暂时停止了。政府当局对文化界与政界的镇压和打击，转移了社会上对阿拉伯主义的讨论，因为大多数人民和精英仍然效忠于奥斯曼帝国——这个被他们视为代表了伊斯兰世界未来的帝国。阿拉伯主义也促使叙利亚精英阶层搁置争斗，转而团结起来去捍卫他们自身的地位。

	［43］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是深刻的知识分子阶层复兴的一部分，它影响了生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的一代人。这种文化上的复兴既涉及通过语言捕捉现代性，也涉及对社区社会文化的组织建构。如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瓦基比（‘Abd&nbsp;al-Rahmân&nbsp;Kawâkibî）一样的思想家们，开始揭露和谴责专制主义是对社会思想和人民的一种败坏和伤害，这是阿拉伯人对权力当局的抗议，他们谴责当局独裁专制的性质。然而，这种文化复兴实际上还是局限在一定的小圈子内。

	［44］

	标语牌事件带来的威胁与哈米德苏丹专制主义统治的强化是同时发生的。19世纪80年代初，苏丹在统治方式上做出了一些改变。他把大部分权力集中在王宫里的苏丹秘书手中，对于帝国政府和维齐尔，则拒绝承认他们的所有权力，并依靠警察和告密网络保护自身免受任何威胁。这种强硬的维安措施在首都和整个帝国都能感受到。对文人的打击导致许多黎凡特地区的知识分子前往埃及。复兴阿拉伯文化运动的中心地也随之发生了转移，这一新思潮也在与新受众的接触中经历了一些调整。

	［45］［46］［47］

	在这个系统中，苏丹还新增了一种意识形态，以加强帝国臣民之间松弛的关系：奥斯曼哈里发。虽然奥斯曼家族在1516年继承了“哈里发”的称号，成为哈里发头衔的持有者，但这一宗教遗产直到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才真正被重视，并被视为苏丹政权统治的基石。作为穆斯林的捍卫者，作为哈里发的苏丹可以在国际关系博弈中与欧洲各大国保持平等地位，甚至以信士的长官的身份迫使教徒们发动圣战。如此一来，每一任“奥斯曼哈里发”都在一个得到“有序指导”的帝国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针对叙利亚地区的新政策也随之产生，而这是帝国宗教复兴机制的核心。

	［48］

	虽然镇压行动打击了叙利亚的文人圈子，但帝国政府的政策倾向于恢复总督和社会精英阶层之间的对话。帝国中央政府将总督的政治职位维持了几年之久，作为政治上的创新之举，这保证了行政政策的连续性。于是，行政官员的任期延长了，同一名行政官员可以往来于叙利亚各方势力中心之间以平衡各方关系。如此一来，他们对叙利亚这片土地也更为熟悉。与此同时，1880年后，叙利亚各省总督和议会、省和分区之间的权力关系分布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虽然上述这些机构无法影响或改变帝国的政策，但它们构成了叙利亚日常政治事务协商的平台。一方面，行政人员的构成实现了标准化，另一方面，负责与政府展开政治对话的家族不断增加。对叙利亚地区的政治控制位于这二者的交错点之上，而这种控制存在于各地方和各省，乃至整个奥斯曼帝国的范围内。

	因此，这种统治形式与此前的统治形式实际上没有什么联系。虽然政治领域中的社会捐赠和还赠现象并没有消失，但精英显贵阶层不再需要凭借向帝国中央输送资本来确保他们的政治职位。在奥斯曼帝国的省级体系中，叙利亚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成为省总督仍然是获取社会财富的一种方式。此外，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显贵家族在帝国首都都拥有职务，他们以奥斯曼帝国行政官员或苏丹客卿的身份来到首都居住和就职，以确保叙利亚当地对奥斯曼帝国的服从。在这两种情况下，开展政治对话的意味发生了反转。互相达成政治默契的不再是叙利亚各省的奥斯曼帝国代表，而是在帝国中央的叙利亚各地方显贵代表。

	［49］

	给叙利亚的这些政治优待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朝圣路线中的特殊地位有关，虽然朝圣路线在1880—1900年间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叙利亚仍然是每年前往麦加的沙漠旅行商队的必经目标地之一，它也受益于新近建成的铁路。帝国苏丹建设大马士革—麦加铁路的原因，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其“哈里发”的头衔。以上这些情况悄然改变了首都和叙利亚南方地区各家族商业利益上的关系。大马士革和汉志的商业家族之间逐渐建立起了灵活的联系，繁忙的交通也使这片地区充满活力。在这种情况下，铁路成为新的交通中转地的主要框架。朝觐交通工具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象征体面和荣誉的交通工具就被遗忘了。每年，开启朝圣队伍的马赫马尔（mahmal，即传统的“骆驼轿”）依然被人们携带的礼物簇拥着往麦加行进。

	［50］

	在开展铁路这一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奥斯曼帝国还在寻找新的外国合作伙伴。苏丹无法仅靠自己或通过政府来筹集必要的资金和招募相关建设人员，他必须从外部寻求援助。铁路特许经营权归属问题涉及各方权力之间的争斗。从1890年起，苏丹开始向德国靠拢，这主要是由于德国对东方没有领土野心。此外，德国同奥斯曼帝国并未签订领事裁判方面的相关不平等协定。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请求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向他提供军事顾问。当威廉二世登上德意志皇位时，这些外交举措被赋予新的意味。

	德意志帝国皇帝和奥斯曼帝国苏丹有着共同的利益。首先，同奥斯曼这个东方大国的合作将展示出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它可以在其他欧洲大国享有特权的土地上同它们展开竞争，新的市场正在向德国资本开放。对于苏丹，或者更广泛地说，对于奥斯曼帝国的许多精英阶层人士来说，德国在取得1866年萨多瓦战役和1870年色当战役的胜利后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完全可以支持其正在实施的国家现代化计划，而不会像英国那样要求回报。两位皇帝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地方驻足停留，象征性地留下了共同签名。至此，奥斯曼帝国重新回到对苏丹光芒的关注上。

	然而，领土和土地国有化的措施并非没有遭到地方的强烈抵制，19世纪90年代，由于各方宗教团体的互相接触，这种抵制变得更加强烈。从这个角度来看，德鲁兹人和奥斯曼帝国军队间的冲突凸显了“冲突”这种新的政治对话形式是如何在外围地区建立起来的。这次冲突的爆发是由于某个传闻，而德鲁兹精英集团的内部斗争和平原上无休止的争吵更加剧了这些危机。

	［51］

	奥斯曼帝国对此次起义做出了双重反应，其中就包括派遣庞大的军队进行军事镇压。吉约瓦先生（M.Guillois）在给法国外交部长的信函中提到，奥斯曼帝国派遣了一支由几千名士兵组成的特遣队。帝国中央所采取的军事镇压行动，使得叙利亚地区调动了相当大的反抗力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帝国宫廷想要尝试以炮舰政策来平定叙利亚地区的叛乱，那么它的这些努力终将无法实现。叛乱局面仍在持续，这阻碍了正常社会秩序的恢复。然后，两项联合举措开启了叙利亚地区的社会秩序和一体化进程。首先，帝国军队依靠军事检查站、军事要塞和驻军组建起了军事网络，以对叙利亚地区进行控制，这些军事据点将叙利亚地区划分成了网格。与此同时，冲突双方将谈判的重点放在行政精英的重组上，他们需让位于叛乱军队的军事领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德鲁兹部落首领伊斯梅尔·阿特拉斯（Isma’il&nbsp;Atrash）的任命将有利于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52］

	这次叛乱标志着德鲁兹中心地区与其周边地区关系的永久性改变。关于这次叛乱的记忆在德鲁兹部落内部几代人之间延续，就像德鲁兹派长老们在他们的土地上维持其相对自治地位的壮举一样。这场冲突标志着黎巴嫩地区和叙利亚地区德鲁兹教派之间分裂局面的形成，在阿特拉斯家族的领导下，叙利亚的德鲁兹派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权。最后，这些冲突表明，任何的地方对抗和冲突，都只能通过承认地方政治人物拥有的特权，并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来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周边地区与国家中央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除其他原因外，也可用社会政治控制方式的同质化进行解释。没有人能够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内真正对抗帝国中央，因为帝国中央部署的军事力量具备了对抗任何分裂势力的能力。没有一个团体可以像19世纪初的地方领袖那样，利用所具备的独特社会身份来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命令。另一方面，帝国当局在叙利亚当地默许和非正式地承认了每个社会个体的差异，以便从边界模糊的社会群体中招揽那些愿意服从帝国统治的人，加强他们的身份认同，比如巴蒂亚或阿拉维山区的贝都因部落领袖。

	1890年后，大规模的地方暴力反抗行动渐趋平息。游牧世界和山区地带的社会团体平静了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的暴力行动就不复存在。虽然整个叙利亚地区都还无法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但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已经出现。

	［53］
	现代黎凡特地区现代科学和宗教复兴的先驱之一，也是伊斯兰历14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穆斯林学者之一。——译者注


	1896年，贾马尔·丁·卡西米（Jamalal-Dîn&nbsp;al-Qasîmî）
	 [image: 现代黎凡特地区现代科学和宗教复兴的先驱之一，也是伊斯兰历14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穆斯林学者之一。——译者注]在大马士革的家中召集了亲属，讨论他提出的关于阐释伊斯兰教教义的观点。指控和谴责立即如雨而下。这些谴责主要涉及伊斯兰教教长和他的团体的教义主张是否与统治当局的法律对教义的解释相矛盾，以及他们是否因此犯下了不信教的原罪。这场争论让我们隐约地发现，围绕宗教教义展开的争论是何等激烈。它表明了伊斯兰教改良派的出现，而这种改良主义主要是围绕对古兰经文本的重新释读和对文本内容的政治接受形成的。

	［54］
	埃及伊斯兰学者、记者、教师、编辑、作家、法官和大穆夫提。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拉伯伊斯兰教改革主义的核心人物。——译者注

	伊斯兰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泛伊斯兰运动的开创者，也是伊斯兰现代政治改革的创始人，在伊斯兰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译者注


	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Abduh）
	 [image: 埃及伊斯兰学者、记者、教师、编辑、作家、法官和大穆夫提。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拉伯伊斯兰教改革主义的核心人物。——译者注]和贾迈勒丁·阿富汗尼（Jamal&nbsp;al-Dîn&nbsp;A&nbsp;fghani）
	 [image: 伊斯兰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泛伊斯兰运动的开创者，也是伊斯兰现代政治改革的创始人，在伊斯兰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译者注]在19世纪末提出了新的伊斯兰教教义：伊斯兰教是对抗某种特定政治统治秩序的斗争武器。这两位思想家都认为，奥斯曼帝国的道德败坏和政治腐败均源于专制主义，而回归《古兰经》将有利于伊斯兰国家实行全面的改革。要做到这一点，重新恢复舒拉（shûrâ）*这个概念至关重要。由此，就有可能走向伊斯兰教的另一种愿景——将之作为实现地区政治团结的催化剂。阿富汗尼还在其中增加了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e）的主张，即所有穆斯林在同一宗教领袖的领导下聚集在一起。

	这种论说最初并没有脱离哈里发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改革主张的支持者和奥斯曼帝国当局之间的分歧，导致帝国将改革派驱逐出了领土。以穆罕默德·阿卜杜为例，在他于1905年去世后，他的学生重新审视和解读他的思想，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总的来说，这种把伊斯兰教政治化的做法导致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选择的政治统治基础受到质疑和挑战。

	［55］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对改革（在新教意义上的改革）的呼吁推动了一些新情况的出现，例如，它使一些叙利亚神职人员更接近瓦哈比教派。然而，这种改革主张与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穆智台希德（mujtahid）*神职人员（尤其是萨拉菲主义者）的地位密切依赖于他们的社交圈、教育经历和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参与了一场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思想复兴，使19世纪末的叙利亚各省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20世纪初的叙利亚



	［56］

	文森特·勒米尔（Vincent&nbsp;Lemire）对耶路撒冷的研究为我们对中东地区的历史解读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它显示了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城市是如何构建起一个思想和表征的框架，如何整合起不同的人口，试图创造一个地区的共同未来。这些社区在世纪前后的命运并没有机械性地联系在一起。相反，从很多方面来说，在世纪之交，东方的阿拉伯世界都处于十字路口之上。为了理解这一特征，我们就有必要对20世纪的叙利亚进行简要的图像式的观摩。

	［57］［58］

	20世纪的城市世界经历了蓬勃发展和复兴。仅以叙利亚地区的首府作为一个案例。大马士革南部新整修了一个横跨巴拉达河的新广场和一个火车站，象征性地把露天市场和前往汉志地区商队的出发点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大都市里，旧城墙的外围建起了新的建筑，城市的商业区则围绕两条轴线进行了建筑布局上的重新规划。这种城市发展的变化也反映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上。城市中出现了新的社交场所，比如咖啡馆，它接纳了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在此交流讨论接触到的新思想。随着欧式服装的首次普及，人们的服饰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传统的头巾和菲斯帽。更多的女性也终于可以出现在社会公共空间之中。

	［59］

	城市首先是一个提供各种发明、思考和创新的地方。城市中之所以出现了新的思想和激烈的社会讨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是印刷机的普及，这促进了思想的传播，提高了人们的识字率。新学校的建立，比如大马士革的马克塔布·安巴尔（Maktab‘Anbar）学校，显示出印刷的书面文字作品是符合此时的社会需求的。因此，可以说技术革新是开展社会讨论的基础。其次，城市提供了特定的开展思想和社会讨论的场所。正如法赫里·巴鲁迪（Fakhrî&nbsp;al-Bârûdî）所指出的，咖啡馆、学校，以及之后的街道，都是不受控制的社会公共场所。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在这里，人们可以充分地讨论语言、道德和政治改革的问题。最后，新型的交通和通信手段，使得城市处于思想和人员流动的十字路口。报刊对以前不为人知的事件和情况进行报道，时事成为人们定期讨论的主题，有时是对殖民或奥斯曼帝国未来的焦虑，也有对实现地区复兴的期望。

	由此，城市同阿达卜（adab）*这种以礼节和文化涵养为特征的生活艺术，以及由更多的年轻人带来的关于社会革新的愿景结合在一起。更为稳定的农业收成，稳定了城市的粮食供应，提高了生活水平和人们的预期寿命。虽然偶尔会发生重大流行病，但随着前来求学的新移民的到来，城市人口增长了，且在年龄分布上更加年轻化。库里（Khûrî）家族经过两代人的努力，从霍姆斯的山口地带搬到了城市之中，法里斯·库里（Fâris&nbsp;al-Khûrî）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前可以接受学校教育，法赫里·巴鲁迪住在大马士革的卡纳瓦特（Qanawat）社区，继续在马克塔布·安巴尔学校学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赫里·巴鲁迪于1906年组织了示威游行。这些变化，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社会变化，展示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之后被称为艾芬迪的阶层，是如何在这个新的阿拉伯城市形成的。城市正在成为一个旨在改革社会、描绘地区共同未来的大熔炉。在一段时间内，紧张的教派关系通过每个社区精英的互相融合而得到了缓和。

	城市发展带来的这种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主要的地区中心城市，城市化发展还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奥斯曼帝国国家管理的模式。代尔祖尔第一个有篷的露天市场的建成，正显示了这种城市化发展的进程。更普遍地说，国家对领土控制的进一步巩固，也反映在国家控制范围的扩大上，而各城市通过新的通信手段彼此连接，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网络。例如，在阿勒颇省内，定居人口的增加和贸易的加速发展是在巴格达建成之后发生的，而巴格达铁路的最后一部分于1914年到达叙利亚的艾因角。铁路从海岸地区出发，沿着铁路线开进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在铁路线的周边地区，新出现的村庄可以进一步开发其周围的土地。受殖民政策的影响而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切尔克斯人（Tcherkesses，高加索白种人）完成了对这个地区的开发。

	［60］

	不可否认的是，其他形式的政治控制正逐渐被这种新影响削弱。即便部落仍然能够被有效地动员，就像位于阿勒颇省东北部遥远的托罗斯山麓的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Ayn&nbsp;al-‘Arab）周围的情况一样，部落活动也将不再会真正阻碍到地区内货物和人员的流动。此外，部落最喜欢的从巴尔米拉到幼发拉底河的干旱草原地带，如果存在太多危险，也可以被简单地避开。

	城市世界首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针对社会问题进行激烈讨论的公共空间，这些讨论提出了若干基本问题。比如，当地居民的共同身份是什么？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当局应该如何管理人民？这些问题成为新兴的报刊媒体和文人圈子讨论的主要话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人们给出了一些答案，且这些答案并未在各社会派系之间出现重大分歧。对一些人来说，比如舒克里·阿萨利（Shukrîal-Asalî）或鲁特菲·哈法尔（Lutfîal-Haffâr），阿拉伯主义可以帮助叙利亚人在奥斯曼帝国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对其他人来说，比如流亡者拉希德·里达（Rashid&nbsp;Rida）或阿尔卡西米（al-Qasimi），革新和改革后的伊斯兰教才是叙利亚人民创造地区共同未来的基础。

	伟大的思想家们提出了新的针对当前社会政治的批判，这引起了人们对统治当局权威的重新思考。在这些批判社会现状的作品中，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瓦基比（A&nbsp;lépin’Abd&nbsp;al-Rahmân&nbsp;al-Kawâkibî），通过揭露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上台以来奥斯帝国道德领域的败坏，展示出伊斯兰教是如何反对专制主义的。关于何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虽然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他认为这种斗争必须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复兴。当时的思想家们通过这种方式为伊斯兰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可能的未来，虽然这个世界仍旧面临着许多威胁。

	［61］

	人们关于社会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叙利亚周围地区新的政治形势变化有关。随着欧美各殖民帝国的领土扩张，许多原本属于穆斯林的土地逐渐被外国殖民势力所统治。人们开始对那些拥有特许经营权的外国公司的特殊社会地位进行争论。尽管自《柏林协定》签订以来，外国势力的政治干涉明显地减少了，但是外国领事在社会日常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大大增加。最后，此时期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桑贾克建立定居点的现象，引发了许多问题和担忧，这是犹太人的第二次阿利亚（aliya）运动（1904—1914年间东方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的行动）。从广义上讲，欧洲殖民地的发展使叙利亚当地的记者、行政官员和学生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

	1860年大马士革大屠杀事件之后，奥斯曼帝国于1864年在叙利亚各省，即从托罗斯山脉南部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重新建立起了统治。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随着对叙利亚地区领土控制力的加强和新的通信方式的发展，奥斯曼帝国的国界重新确立。与此同时，得益于农业种植的进一步繁荣，大规模的人口定居点逐渐稳定。人口过剩的情况逐渐形成，推动了定居世界人口容纳力极限的到来。这种人口分布情况的变化，伴随着以新苏丹哈米德二世的名字命名的帝国统治方式的形成，这种统治方式，将暴力镇压一切形式的批评和反抗，和政治审查的常态化设置结合起来，进而将新产生的社会精英纳入政治对话和决策机制之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因为它有利于家族，而非世家大族势力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精英阶层的代表们无法再以同样的方式去彰显他们特殊的荣誉称号。而在此之前，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大家族的构成往往以突出其自身的社会身份差异性为前提，阿迦、基督徒、乌理玛这些社会身份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的钥匙。随着帝国中央政治代表的到来，以及各家族之间联姻和相互融合的政治博弈，加之经济、税收和土地资源商业流通的变化，新出现的显贵人物开始以国家政权内部来往交流的中间人的形象出现。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成为暴力统治的唯一载体，1860年事件后的政治清算以及对周边地区的军事远征都表明，自此以后，对奥斯曼帝国中央发起的任何形式的武装反抗都注定会失败。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倾向正在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叙利亚的国家化进程。这一动态变化建立在三个相互推动的社会政治变化之上：国家管理方式的发展、某种渴望革新的都市化带来的影响，以及显贵大家族的形成。但是，正如1890年德鲁兹事件所凸显的那样，国家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型社会关系，也使得这些地方群体加强了与其他社区的联系，且这些社区本身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对共同生活空间的管理和对地区共同未来的讨论开始于暴力和选举两种倾向之间。然而，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叙利亚各省这一深刻变化的社会框架受到了当前紧张局势的影响。








第四章




革命与战争之间



	［1］

	虽然奥斯曼帝国中央和各省在19世纪经历了共同的发展与变革过程，也受到了同样的时代影响，但从1908年开始，地方各省的力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当希腊萨洛尼卡（Salonique）的奥斯曼驻军要求帝国苏丹恢复“1876年宪法”时，一场革命开始了，并很快席卷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外围地区发生的这一事件，开启了叙利亚一个持续了十多年的新纪元（1908—1920），其间穿插着两个伟大的时刻。1908—1914年，新的政治秩序的出现在许多方面都是上个世纪缓慢变革进程的高潮。在青年土耳其党人（Jeunes-Turcs）的政权下，一个因改革而陷入混乱的国家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国家问题的持久有效的方案，以应对威胁到她的挑战。然而，在“东方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统治当局却将奥斯曼帝国推向了战争，人民陷入内部冲突，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帝国领土的轮廓。

	［2］
	即侯赛因·伊本·阿里，侯赛因是哈希姆家族（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名称）第38代族长，也是麦加的大谢里夫。谢里夫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血统称谓，意为“贵族”“高贵”。——译者注


	尽管这一历史时期相当重要，但在莱拉·达赫利（Leyla&nbsp;Dakhli）对之进行进一步修订和重述之前，人们一直以偏见的眼光看待这一时期。在此之前，根据1918—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人们对这一时期提出了三种解读。第一种解读通过两种角度再现了谢里夫侯赛因
	 [image: 即侯赛因·伊本·阿里，侯赛因是哈希姆家族（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名称）第38代族长，也是麦加的大谢里夫。谢里夫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血统称谓，意为“贵族”“高贵”。——译者注]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的神话：其中一个角度突出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形象，他被视为带领阿拉伯世界走向希望的先驱，带领着当地人民和精英阶层发起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斗争；另一个角度则有意把谢里夫领导的起义推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高潮的位置上。第二种解读主要是关于此时期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事件，它将达达尼尔战役解读为新生的土耳其民族崛起并成为胜利者的战斗，这也是唯一承载了意义的解读。第三种解读主要聚焦于黎巴嫩发生的饥荒事件，黎巴嫩人也在和平谈判中利用了这一事件。这三种叙述和解读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忽略了此时期叙利亚地区境内的事态发展。

	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重新解读主要是针对1918—1920年的这段历史：迅速消失的奥斯曼帝国，给人们留下充满创伤记忆的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绞刑，黎巴嫩平原上不断发生的冲突，聚集在叙利亚地区城市中的大量难民，建立阿拉伯王国尝试的成功和失败，这些都促使叙利亚人民根据眼前的剧变带给他们的感受去重新定义他们的过去。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遵循一战后叙利亚呈现的多重的且支离破碎的社会进程去分析这段历史。

	这种多重且多样的社会震荡，使得人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记述更为关注其中的重大事件，去回溯那些个人的社会行动轨迹是如何改变历史进程，抑或推动历史朝着一个更为恒定持久的方向行进。这一历史时期内发生剧变的年份非常之多：1908年，一场革命突然爆发；1912年，利比亚战争的影响波及黎巴嫩海岸地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冲突，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绞刑架更是为之提供了充满腐烂尸体的奇观；1918年，在协约国胜利的形势下，叙利亚暂时成立了一个阿拉伯王国；1920年，法国通过“委任统治”的方式占领了叙利亚地区。这长达十年的动荡局面，虽然通常发生在叙利亚地区之外，却导致叙利亚的命运一再被重新规划和安排，一个处于“委任统治”下的国家形成了，它迫使其人民对自己的身份属性进行重新定义。以上这一切都始于人们恢复宪法时代社会秩序的愿望。


1908年的那一刻



	［3］［4］

	为了庆祝大马士革成为新首都而点亮的灯火，阿勒颇街头的秘密讨论所传达的人们的担忧，以及发生在拉塔基亚的游行示威，这些都是外国领事馆的记载向我们传递的第一印象。在报刊文章和当时人们的自传体作品中，7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得到了证实。1908年7月23日至24日，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驻马其顿第三军的压力下恢复了1876年宪法。军方的军事行动的遏止，以及1876年宪法基本文本的恢复，都是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ité&nbsp;Union&nbsp;et&nbsp;Progrès）的一群军官充满荣誉的坚定行动所促成的。帝国走到了一个分岔口，就像所有新生的事物一样，1908年事件带来的回响唤起了人们的希望，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5］［6］

	为了理解情况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将此事件置于当地的背景中。从一开始，农村和城市就没有发起同样的社会运动。关于农村地区的信息很少，因而所有的猜测都是可能的。我们还必须就对“运动”一词本身的含义理解达成一致。法赫里·巴鲁迪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是如何告知大马士革附近的杜马镇关于宪法恢复的消息的。然而，这一消息却几乎无法传到更偏远的村庄。同样，幼发拉底河沿岸一线的人类定居点最初也未受到影响。各地内部斗争盛行。总的来讲，此次运动最初仅局限在城市里。

	在叙利亚各城市，1876年宪法恢复的消息受到人们的欢迎和支持。宪法的恢复预示着之前的城市议会制度的回归，这一政治模式在年轻的激进分子中得到广泛支持，也得到显贵阶层的认可。

	［7］

	1876年宪法的短暂实践的尝试（一代人之前），给人们留下了议会这一机构是行使权力和进行公共决策场所的印象。对于显贵和新出现的大家族来说，宪法是社会现代性和国家权力分配的显著标志。然而，人们对此还有其他的感受和认识。诸如新成立的政权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这是否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地方更大程度上的渗透？自由能否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稳定长久？

	［8］

	这些疑问远非民间的传闻轶事，而是切实地在民众中引发了分歧。随着公众讨论的迅速展开，人们对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统治提出了疑虑。发行的报刊种数迅速从7种增加到了29种，这凸显了阿拉伯公共生活领域的活力。当然，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叙利亚地区，也出现在整个奥斯曼帝国。思想的交流使各社会团体分裂为新社会秩序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阿勒颇的基督徒、大马士革的乌理玛、学校里的年轻人、流亡的知识分子迅速进入互相对抗的状态之中。这些分裂不一定同教派差异交织在一起，但它突出了居住地、行政职位、宗教或种族属性等社会身份属性差异。人民对社会的希望和对宪法表示支持的态度，以及发生在奥斯曼帝国首都的革命，重新开启了叙利亚当地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论战。

	［9］

	帝国首都7月的政变使得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统治权力被暂时中止。在大马士革，被流放和软禁的福阿德帕夏被告知即将获释。他宣称自己将前往首都。作为瓦利的舒克里帕夏则退出了所有政治争斗，他更愿意静待新政府接下来的政治打算。很快，青年土耳其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安抚叙利亚当地的权力代表。

	［10］

	与此同时，行政和政治限制的解除在夏季时分的叙利亚掀起了一股自由之风。这首先反映在议会召开会议次数和政治讨论的增加上。人们激烈地讨论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到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1876年宪法的恢复为开创一个新时代带来了希望——尽管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坏消息给这个新时代蒙上了一层阴暗的迷雾。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e-Herzégovine）的吞并标志着穆斯林的帝国在这片土地上的又一次撤退……作为回应，奥斯曼一方开始了抵制活动，奥匈帝国驻大马士革领事遭到袭扰，阿勒颇爆发了针对吞并事件的抗议活动。每个城市都开放了新的社会公共空间，对于叙利亚国家建设的社会讨论不断增加。

	［11］

	叙利亚各城市发起的政治活动大同小异。一些咖啡馆成为举办青年聚会的场所，清真寺和一些私人住宅成了人们进行激烈讨论的场地，当地沙龙成为社会知名人士展示自身社会地位的地方。即便身处同一家族，也并不一定就会持完全相同的观点：他们中可能有穆斯林改革派的支持者，也可能有更为激进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支持者，对叙利亚未来的愿景可能导致他们产生冲突。这些城市知识分子迸发出的激奋之情，使从阿勒颇到大马士革的一系列城市充满了社会活力。然而，对于代尔祖尔的城市居民来说，这次动荡的影响似乎是相对遥远的：他们首先希望确保城市权力机构的稳定——这是城市核心力量维持其生存的唯一保证，同时希望维持地方驻军，以对抗来自周围部落的威胁。

	随着整个夏天政治辩论的升温，在新一届议会即将召开之前，从大马士革出发前往麦地那的铁路终于成功开通。这一交通技术上的极大革新，连接起了叙利亚南部到汉志地区这一片人口和经济资源盆地，从交通层面上统一了既有的传统商业和家族联姻网络。这段历史展现了苏丹的政治雄心，他希望这一挑战了他本人统治权威的伟大工程能在革命后重现。

	［12］

	1908年发生的事件称得上是一场革命吗？当时的记者对此最常见的表述是“l’inqilâb”，意思是“推翻”，指的是政治制度的改变。1908年的夏天结束时，苏丹的统治权力实际上已然动摇，新的权力机构很快在一系列的政治博弈之后诞生。新当局决定根据1876年颁布的选举法进行政治选举。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也符合奥斯曼帝国的现实情况。然而，在1908年，由于夏季激烈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哈米德时代带来的变化，这一选举法的颁布产生了新的社会推动力。

	［13］

	一个新出现的世界推动了1908年夏季的政治辩论，这个新世界是20世纪初阿拉伯东部地区被称为城市时代或“黎凡特”时代的新世界。激进分子法里斯·库里（Fâris&nbsp;al-Khûrî）、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Muhammad&nbsp;Kurd‘Alî）、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Abd&nbsp;al-Rahman&nbsp;Shahbandar），甚至更为年轻的法赫里·巴鲁迪都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声名鹊起的。这些出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也就是19世纪90年代的一批年轻人，比他们的先辈一代接受了更为先进的学校和大学教育。他们学习法律、文学、自然科学等科目，通过诗歌创作积极参与阿拉伯语的复兴运动，诗歌内容往往回应了当下时事。此外，人们预期寿命的显著增加，以及人口结构的转型，都有利于充满更多热情的一代人的到来。这一代人创造和分享的社会准则使得革命的开展获得了新的力量，如咖啡馆和新闻印刷媒体。

	1908年革命的悖论在许多革命事件中共存。在原有的政治秩序崩溃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剧变，如逃亡政治犯的归来，新的思想团体的形成，新成立的当局试图创建一系列新的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在进行制度创建时遵循了两种高度矛盾的政治建设议程，一种是在某些社会政治主题上表达政治意见、呼吁和进行政治定位，另一种是党派登记、选举和政治选择的制度化。变化不定的政治建设方式使得这些人最终不得不选择这条或那条政治道路，而不能完全控制政治选举的利害关系，甚至连恢复宪法的支持者们也对此措手不及。然而，正如当时的政治人物在他们的回忆录叙述中提出的那样，他们改写了那个时刻，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使得自己的政治行动更为顺利。因此，在革命事件发生后，他们都成了阿拉伯主义事业的捍卫者，而不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支持者。

	［14］

	选举根据1876年颁布的选举法进行，一个由选民群体组成的机构负责任命议会议员。因此，如果候选人是自由的，如果选举竞争存在，那么选举的筛选过程就存在，这使得那些代表叙利亚大家族的候选人当选，而这些人往往得到行政当局（比如瓦利）或社区领袖（即族长）的支持。最终，沙菲克·穆亚德（Shafîk&nbsp;Mu’ayyad）、阿卜杜勒·拉赫曼·优素福（‘Abd&nbsp;al-Rahman&nbsp;Yûsuf）、穆罕默德·阿杰拉尼（Muhammad&nbsp;al-‘Ajlanî）和拉什迪（Rushdî）贝伊在大马士革市成功当选。第一位是奥斯曼帝国债务委员会的成员，第二位来自商队，为负责朝觐活动的埃米尔。在霍姆斯，阿富汗尼的门徒阿卜杜勒·哈米德·宰赫拉威（‘Abd&nbsp;al-Hamîd&nbsp;Zahrâwî）获得选举胜利。一些评论员谈到，这是反动派，也就是乌理玛的胜利。与此相反，我们必须看到，这些选举结果应该被视为城市显贵阶层的政治成功，自20世纪初以来，他们通过财富积累、施展其社会影响和参与行政事务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力。议会议员的职位并不足够吸引人，以至于穆罕默德·阿杰拉尼宁愿在12月初辞去在议会的职务，转而专注于叙利亚当地的事务。从这点来看，1908年举行的选举标志着第一次革命动荡局势的结束，确认了过去的社会政治发展成果，并将它们锚定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中。


议会时代的叙利亚各省：1909—1914



	［15］

	代表们在选举之后不久就离开叙利亚出发前往首都。与1876年不同的是，他们迅速进入了首都并参与政治讨论。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参加议会会议时遇到了语言沟通障碍，因为会议使用的语言是土耳其语。这迫使叙利亚地方代表不得不迅速学习土耳其语，以便能够在议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议会的开幕，两个政治舞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一个在君士坦丁堡，另一个在叙利亚各省。

	［16］

	在经过革命的突然袭击和机构的创建过程之后，叙利亚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建立的统治秩序的政治对手们反应过来了。那些拒绝当前社会全部或部分变化的人们，马上开始利用获得的新闻出版和结社自由方面的权利，向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发起了挑战。在1909年的头几个月里，几家宗教社团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展开了政治斗争，如在大马士革的兄弟会协会（la&nbsp;jama’a&nbsp;al-ikha’）或在拉塔基亚、阿勒颇的贾马阿尔·伊尔蒂贾亚（al-jama’a&nbsp;al-irtîjâ’îyya）。这些社团都有一个共同点：强烈依恋他们想要保卫的哈里发。因此，他们的政治话语往往带有伊斯兰主义的色彩，即在政治上捍卫伊斯兰教。与此相反，尽管失去了在新统治秩序中未占一席之地的人们的支持，但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得到了叙利亚各省的支持。于是，新成立的政权在这方面作了初步调整。

	1909年3月，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支持者在叙利亚公共广场发起了抗议活动。清真寺充当了这一新呼声的发声场所。社会公共空间的两极分化并不令人意外。在最初的激烈辩论后，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遇到了一系列挫折。但是，这一事件的余波却令人感到惊讶。3月31日，帝国首都发生了试图恢复苏丹全部权力的武装起义，但起义在土耳其新政权及其军事盟友的镇压下失败了。此次起义进一步削弱了苏丹的权威，并导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被废黜并离开了帝国首都。在各省，对苏丹支持者的镇压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分裂。

	［17］［18］［19］

	在地方各省，苏丹的政治支持者们改变了立场，不再对苏丹表示明确的支持。然而，这种政治立场的改变也掩盖不住这样一个事实，即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是无法达成和解的。例如，苏丹的支持者们组成了穆罕默德联盟协会（ittihâd&nbsp;muhammad），该协会将回归伊斯兰教教义与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两种政治主张结合在一起。社会政治生活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并继续得到蓬勃发展的印刷媒体行业的大力宣传，特别是流亡埃及的叙利亚人创办的报纸进入了穆卡达斯（al-Muqtadas）等叙利亚的主要城市。同样，对于一些妇女来说，俱乐部和咖啡馆里也充斥着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和立场声明。这种辩论和斗争的社会氛围仍然存在，但是主要局限于城市。国家统治当局的撤退、缄默和等待创造了机会效应，而贝都因人和其他对城市国家怀有敌意的人则从这种环境之中受益。于是，阿勒颇和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e）之间的邮递车被洗劫一空。随着社会上的不断争论，“忠诚”和“权力”这些概念被重新定义，一种混乱的社会局面出现了。这种混乱局面，特别是为维持武装部队而需要不停征用社会物资的需求情况，导致了物价上涨。于是，人们向议会提出的首批申诉之一，就涉及取消军事征用这一问题。

	［20］［21］
	即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译者注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于1909年新成立的土耳其中央当局，梦想着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它试图通过1908年政变
	 [image: 即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译者注]，去加强和巩固拥有完整主权且没有任何争议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基础。这个伟大蓝图的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加强税务征收以避免债务违约的发生；在城市中部署和成立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治团体；通过精简政府官员，对行政事务进行改革，以及提高土耳其语在行政机构之中的使用比例。最后一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在几年内打破了以大家族成员在不同省份之间的流动为基础的行政培养模式。与原来的模式相反，一部分人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扎下根基，并试图参与中央议会机构；其他人则被限制在自己出生的省份之内。这三重变化引发了人们的紧张和愤怒情绪，引起了新的社会运动。随着中央当局试图通过禁止某些新闻出版物，并迫使出版协会通过一项关于其地位的新规来重新控制新闻界，形势变得更为严峻。

	［22］

	1909年，示威和罢工充斥着大城市的日常生活。这些运动表明了人们的不满，但并没有演变成更为暴力的抗议行动。尽管如此，传统的露天市场被关闭，城市的食品供应仍然不确定。这与贝都因人在农村再次引发冲突的事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北部，贝都因人给庄稼和村庄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他们不再危及人类定居点。在豪兰地区，农民反抗政府当局征税，遭到了严厉镇压，30多人遭到屠杀。关于后一事件，新闻媒体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论，例如，对穆罕默德·库尔德·阿里来说，起义是为了反抗封建地主们（iqta’iyin）的奴役。再往南，德鲁兹人发动的起义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特征。

	［23］

	诚然，1896年的第一次起义迫使奥斯曼帝国当局部署军队并占领了火山地区，但到1909年底，这种军事部署和占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占领的动机并没有变化：德鲁兹人要求获得征兵豁免权和对征税税额进行限制，但新的统治当局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名义，拒绝继续延长他们的豁免权及相关特权，省总督法鲁克还派出了军队。德鲁兹人发起的突然袭击标志着一场围绕家族荣誉的旗帜（le&nbsp;bayrân）的起义的开始。阿特拉斯家族在祖坎·阿特拉斯（Zuqan&nbsp;Atrash）领导下组织了类似游击战的行动。出于认知和情感上的归属，许多家族的领袖在其家族内部成员的推动下加入了这场反抗行动，妇女和儿童都受到了保护。

	为了应对这次起义，总督法鲁克派出了大量军队（3.5万人），并通过使用重型火炮、扫荡和占领德鲁兹人的土地等手段，开始了平定叛乱的行动。经过奥斯曼人的平叛努力，起义被暂时压制，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策略去重建地区内的和谐关系。1911年春，德鲁兹人的主要领袖被邀请到大马士革，为实现双持久的停火进行谈判。但他们刚到就被关进了监狱，祖坎·阿特拉斯被处死。德鲁兹人的这次起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德鲁兹人第一次受益于城市的媒体宣传，尤其是在大马士革，住在那里的思想家通过媒体谴责当局过度使用暴力。此外，起义还唤醒了人们对反抗斗争的记忆，揭示了叙利亚人民与奥斯曼当局对抗历史的脉络，从而使得人们重新团结起来。这也显示出阿特拉斯家族在叙利亚的压倒性优势地位。最后，此次起义展示了中央统治当局和边缘地带人民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失控而外溢。因此，德鲁兹人的此次起义可以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24］［25］［26］

	从1910年夏天开始，行政改革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化。土耳其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行政语言。这一决定符合国家标准化的理想，却激发了部分精英对土耳其当局的不满和指责。说阿拉伯语的人发现自己在帝国行政部门中被降级了。这些行政部门的成员原本在叙利亚以外的地方获得职位的机会就较少，此时在叙利亚当地又面临着更精通土耳其语的人的有力竞争。阿拉伯语的使用被局限于宗教和文化语言中。这种政治变动直接影响到了叙利亚地区党派格局的重组。1911年1月，在一份谴责统治当局逮捕一名议员的请愿书发布之后，一个短暂的人民党（hizb&nbsp;al-sha‘ab）成立了。在这份请愿书中，有两名签署者来自叙利亚地方省。在社会媒体和宗教布道中，人们抱怨奥斯曼当局那种以道德为名义的任命方式，比如对阿勒颇苏丹学校校长的任命。在叙利亚各省的各个地方，以报刊、电报和请愿书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运动仍在继续。最后，在1911年底，自由联盟党（le&nbsp;partihürriyetve&nbsp;itilâf）诞生了。创始人之一的沙菲克·穆阿娅德（Shafiq&nbsp;al-Mu’ayyad）来自叙利亚的一个大家族，因而得到了很多人的好感和支持。

	［27］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由联盟党得到的这些支持？这体现了许多作家所期待的那种阿拉伯民族主义吗？该党的成立是基于对侵犯其他民族合法权利的大土耳其主义的否定和谴责吗？关于这些问题，有几个重要因素值得我们进行回顾。首先，这个政党是奥斯曼帝国改革事业的延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希望自己免受专制国家的影响。其次，对大土耳其主义的政治批评也与土耳其语的使用有关。但是，这一改革迫使政治对话的双方将各自的主张限定在一个语言范畴内。于是，语言社区和民族社区之间的关系开始了微妙的转变。最后，以上事件发生在国家社会政治分化不断演变、社会媒体活跃和政治选举制度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两党制的政治雏形正在形成。事实上，这其中牵涉更多的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个人立场之争，以及精英集团内部的斗争问题。参与这些斗争的各方之间，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政治关系——通过在中央议会投票或以某种方式发言来表达不同政治主张，于他们同属于一个党派这个事实并无妨碍。那些谴责耶路撒冷桑贾克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开辟定居点的人们，那些批评林奇（Lynch）在幼发拉底河岸地区领土问题上让步的人们，或者那些为利比亚战争担忧的人们，都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而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在酝酿之中。

	［28］
	当时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属地，位于利比亚，奥斯曼在此地的土耳其军队十分有限，很大程度上需依赖周边阿拉伯地区的军官。——译者注


	战争的卷土重来引起了人们的讨论、恐惧和新的社会发展走向。自1911年9月以来，意大利一直对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要求控制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ine）和班加西（Benghazi）两个地区。
	 [image: 当时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属地，位于利比亚，奥斯曼在此地的土耳其军队十分有限，很大程度上需依赖周边阿拉伯地区的军官。——译者注]这使得阿拉伯地区的军官，特别是伊拉克方面派出的部队参战，变得尤为重要。此外，贝鲁特遭到意大利海军的轰炸，也引起了叙利亚人的愤怒和恐惧。在法国，雷蒙德·普恩加莱（Raymond&nbsp;Poincare）已经在国民议会中宣布，法国要保卫其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并在必要时控制叙利亚地区。欧洲大国的这些重重野心浮出水面，引发了一场新的“东方危机”，预示着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将被进一步瓜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尽管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奥斯曼帝国还是很快在利比亚战争中被击败，并做出了妥协让步。恢复苏丹王权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29］

	对于此次战争，各方做出的反应各不相同。精英阶层表现出他们对穆斯林政权的依恋；德鲁兹地区各部落直到1913年才公开表示他们准备拿起武器对抗西方。其他各方团体的领袖们也发挥了带头作用。与此相反，阿拉伯或基督教支持者们却同情和支持欧洲大国的计划。叙利亚地区内部社会身份认同的裂痕因此而变得更加明显。

	［30］

	在利比亚战争（1911）和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之间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议会举行了第二次选举。面对自由联盟党越来越受欢迎的局面，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成员敦促政府解散了议会，这更加速了选举的进程。以上情况并没有阻止选民之间，尤其是城市内部选民的社会讨论、作品出版和政治辩论。借助最新的印刷技术，选民们推动了各种社会思想在叙利亚地区的传播。正如哈桑·卡亚利（Hasan&nbsp;Kayali）指出的，围绕此次选举活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文化”形成了。然而，选举的结果却令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政治对手们感到失望。重新设计的行政区划，使乡村地区的社会精英比城市地区的社会精英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和代表席位。这意味着自由联盟党的支持者们没能控制叙利亚各省。然而，此时也出现了新的转折。激烈的政治讨论和辩论使得新的政治思想扎根于叙利亚当地，并推动了行政机构的变革，凸显了叙利亚各省共同的文化特征。就这方面来看，第二次选举开启了叙利亚这个外围地区与奥斯曼帝国中心之间关系的新时代。
	即突袭高门，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发动，由思维尔帕夏和塔垃特帕夏领导。高门是指奥斯曼帝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地方。——译者注


	尽管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赢得了选举，议会的筹备和召开却再次被搁置。1913年1月23日，一场政变
	 [image: 即突袭高门，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发动，由思维尔帕夏和塔垃特帕夏领导。高门是指奥斯曼帝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地方。——译者注]阻止了议会的审议进程。政变后，行政机构并没有在中央一级进行改革，而是由执政权力机构中的三巨头——恩维尔（Enver）帕夏、贾马尔（Jamal）帕夏和塔拉特（Talat）帕夏共同控制。这种权力的搁置，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各方关系正经历全面重组的时期。两类政治角色改变了这种局面：统治集团的内部精英和他们的外部代理人。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试图努力捍卫他们通过外国使节、司法机构或宗教机构取得的社会政治地位。我们也必须指出的是，1913年4月，阿拉伯语被重新确立为司法审判必须使用的语言，阿拉伯语的地位在省级而非帝国中央一级得到改善和提高。而精英阶层的代理人们和奥斯曼帝国以外的社会政治组织，也呼吁恢复阿拉伯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

	［31］
	 指1911年发生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是德法两国为争夺摩洛哥所引起的战争危机。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发生于1905年。——译者注


	1913年6月18日至24日，阿拉伯大会（le&nbsp;Congrès&nbsp;général&nbsp;arabe）在巴黎举行。各方代表在会议总结中陈述了他们对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依恋。在后来的历史解读中，此次大会被看作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根据文森特·克洛雷克（Vincent&nbsp;Cloarec）和莱拉·达赫利（Leyla&nbsp;Dakhli）通过研究当时人的自传得出的结论，这次大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进程的其中一部分。一方面，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开罗，许多地方都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斗争外部的文化和政治舞台。在这些地方，出版物、定期的国际会议和其他相关的类似活动，都让我们看到了阿拉伯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的身影。另一方面，1910—1913年，阿拉伯人（他们被理解为是说同一种语言的社会群体）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在那些被赶出行政机构的各省精英阶层中愈演愈烈。除了这两股力量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当地和外国政治参与者的干涉与参与，这促使当地的政治人物求助于外国势力的介入，以便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由此可见，阿拉伯代表是在利用巴黎这个国际平台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他们愿意同奥斯曼帝国政府展开谈判和协商。这就更容易了，法国当局虽然同意阿拉伯主义者们举行示威活动，却无意接管叙利亚，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危及摩洛哥危机
	 [image:  指1911年发生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是德法两国为争夺摩洛哥所引起的战争危机。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发生于1905年。——译者注]后欧洲各大国签订的协议。尽管如此，此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还是成为叙利亚地区人们身份认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同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之间的其他政治协商一样，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政府让位于帝国议会，同时对那些毫不犹豫地向外国势力寻求政治支持的各省级代表表现出了不信任。协商结果解决了各省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危机随着面包价格的上涨而不断加剧。例如，在大马士革，面包的价格在春季上涨了三分之一。这种经济危机局面，是由奥斯曼帝国当局撤出警察部队造成的贸易混乱和农业歉收造成的，商人们通过囤积居奇，抬高了食品价格。为了应对这些经济领域的混乱局面，以及边境地区战争引发的后果，奥斯曼中央当局允许阿拉伯人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因此，在1914年初，叙利亚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

	［32］

	那一年，叙利亚各省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面貌。虽然当局仍在继续实现地区和平的事业，在北部对抗库尔德人，在南部对抗德鲁兹人，但南北部的领土早已被现代运输和通信线路连接在了一起。即使是像代尔祖尔这样的城市，也因奥斯曼帝国首都的动荡局面而发生了行政和政治变革。这些都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叙利亚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但通过近一个世纪的地区内的持续互动，叙利亚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人类定居实体的国家形态，这一观念也在叙利亚当地的文人圈子里越来越流行。城市世界统治着草原地区，草原地区的土地灌溉充足，可以从事持久的农耕活动；城市地区与贝都因人部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部落集团内部充斥着人力和物质财富的流动转换，人类定居点或活动范围的变化削弱了部落本身的凝聚力。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世界中，“阿拉伯人共同体”的集体想象被重新激发。不过，关于叙利亚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存在着争议：随着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政府的出现，奥斯曼帝国的领导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中央政府将殖民主义话语带到了帝国外围的阿拉伯世界。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在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因此，叙利亚各省远非一个破碎零散的世界，而是一个在讨论中逐渐合而为一的地区。然而，在1914年夏天，奥斯曼帝国的领导人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对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冲突采取明确立场。于是，一个新的转变也随之而来。


战争时期的叙利亚



	［33］

	在一个“梦幻般”的夏天，欧洲各大国陷入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机械化战争。自1914年9月以来，欧洲大陆东部和西部数十万人的死亡说明了社会面临战争这个新的现实，大规模的伤亡和全方位的战争动员，都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到了秋天，协约国（法国、英国和俄国）和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开始疯狂地寻找新的战争同盟，以期削弱敌对方的战争实力。此外，各殖民帝国也整合起了各自的战争机器。从这个角度来看，奥斯曼帝国既是当前战争的战场，也是世界大战的直接参与者。

	［34］

	参战各方反复的谈判和交易表明，奥斯曼帝国最初并没有明确承诺会参与战争。一方面，协约国集团希望奥斯曼帝国站在他们一边，为沙俄提供战争所需的武器和食品供应，特别是让法国和英国免于与奥斯曼帝国苏丹哈里发作战。于是，同奥斯曼帝国订立的债务条约成了一种施压手段，迫使这个大国加入协约国集团一方。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德国皇帝的那次联合访问，同盟国集团也已同奥斯曼帝国建立起了比较牢固的联系，两国的官员亦早有合作关系。面对这种情况，土耳其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政府和部分奥斯曼帝国民众担心，帝国可能会因为加入协约国集团而发生分裂。由此，是否妥协投降的问题出现了。奥斯曼帝国当局则想通过加入战争来废除之前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但遭到了法国和英国的拒绝。最终，协约国军队对奥斯曼军舰的突袭引发了战争，11月2日，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同盟国集团。

	［35］

	在叙利亚各省，出现了很多政治集会。当时出现在社会媒体和游行示威活动中的政治口号说明，这些政治集会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支持。面对来自外国势力的威胁，面对国家被分裂和被占领的危险，至少在我们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那些叙利亚人，宣布他们已准备进行战斗。这之中，几种情感相互交织：以叙利亚这片土地的名义，保卫民族和国家；出于对伊斯兰教的忠诚，而渴望维护一个自己属于其中的帝国；对属于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辽阔土地被欧洲强权统治的恐惧。以上这些因素都解释了为何奥斯曼帝国支持加入战争。然而，帝国在人员输送方面存在着不少技术问题，最后，通过在如奇里乞亚等地宣布紧急状态，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

	［36］［37］［38］

	1914年11月5日，为组织整个叙利亚地区参与到战争之中，第四军将军扎基（Zaqî）帕夏召集黎巴嫩、阿勒颇和其他叙利亚各省的总督齐聚一堂。阿勒颇成为征募士兵的集结中心。此时期即为赛弗伯利克（seferbelik）*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行动随之而来。这一动员行动的顺利进行，还要得益于自本世纪初以来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不断强化的行政改革。据估计，叙利亚各省向奥斯曼帝国中央提供的士兵人数在5万—6万人之间。即便是在较为边缘地带的代尔祖尔，被征募的部队也在向城市集结，然后前往阿勒颇市加入帝国的正式军队。这些征募士兵的程序同其他面临战争威胁的国家没有什么不同：面对一场大规模和迅即发生的战争，必须召集尽可能多的士兵来帮助国家承受战争带来的冲击。

	［39］

	这一战争动员过程还伴随着奥斯曼帝国各种政治控制措施的强化。敌对国的外国领事基本上都匆忙撤离了奥斯曼帝国。他们留下了不少档案材料，法国领事馆的保险箱里就发现了一些建立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者和法国领事之间的往来信件。同样，欧洲各大国的侨民也被要求离开奥斯曼帝国。然而，他们无法乘坐将他们带到接收国的交通工具，就像其他数以千计的个体一样，侨民们不过是与战争有关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是欧洲大国想要重点保护，并试图在叙利亚当地也得到庇护的人。很快，这些人在外交信件中开始被称为“难民”，并在这个与武装冲突有关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人们所知。

	［40］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指挥结构发生了变化。塔拉特帕夏、恩维尔帕夏和贾马尔帕夏三大政治巨头根据地理因素划分了不同战线。正如历史学家尤金·罗根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奥斯曼帝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其历史之中，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在欧洲、非洲、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几个方向同时遭到来自敌对国家的攻击。尽管奥斯曼帝国军队得到了德国的支持——冯·谢伦多夫（von&nbsp;Schellendorf）将军和恩维尔帕夏一起指挥作战，但帝国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军事威胁。1914年12月5日，贾马尔帕夏奉命在阿勒颇担任前线指挥，他前往叙利亚的西部省份进行巡回检阅，从阿勒颇巡到大马士革，又从大马士革巡到贝鲁特。贾马尔帕夏的军事任命标志着叙利亚各省进入了战争状态。

	［41］

	关于贾马尔帕夏，史书记载中着墨颇多。他在战争中的一系列成就，使他成了“黑色传奇”。但他的个人经历与在1908年起义中掌权的那一代军官并无不同。他于1873年出生在莱斯博斯岛（Lesbos），收入微薄的家人将他送到了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学校就读。1890年，他考入君士坦丁堡的库勒利高等军事学院（Kuleli&nbsp;High&nbsp;Military&nbsp;College），从此开启了个人的军事生涯。1896年，贾马尔在萨洛尼卡接到了他的军事任命。在萨洛尼卡，他接受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政治思想，并在这里围绕军事这个核心问题对军队进行改革。1907年，贾马尔成为第三军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继续在这个秘密组织中积极活动。他一直专注于军事事务方面的工作，因此，从革命一开始，他就在这个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13年，他参与了君士坦丁堡的政变，最终成为统治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三巨头之一。

	究竟是什么引导着贾马尔帕夏参与到这些政治行动之中？许多学术辩论把他描绘成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排斥其他所有种族。另一些人的记载中则把他描绘成了温和派，因为他接受过帝国军事学校的专门训练，认同进步主义的政治理念，即国家必须通过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革新文化规范，去引导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因此，他支持地方发展，也支持国家行政规范的标准化。与此相反的是，他反对奥斯曼帝国中那些支持地方主义的声音，认为这是对国家统一的严重威胁。

	［42］［43］

	因此，当贾马尔帕夏在1914年到达叙利亚时，他希望在叙利亚开展同样的军事动员和公民社会的革新。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立即开始为苏伊士运河战役做战争准备，以保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战壕和防御堡垒遍布海岸线地带，以阻止协约国军队的任何登陆行动。在地中海东部，法国舰队负责在海岸地带进行军事监视，他们在艾尔瓦德岛（l’île&nbsp;d’Arwad）登陆，并封锁了海岸地带所有的贸易活动，这开启了叙利亚沿海地带的海上封锁时期。1915年2月，停泊在的黎波里附近的俄国军舰轰炸了海岸地区，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炮台，这让帝国开始注意来自海岸地区持续存在的危险。很快，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南方地区。在德国盟友的建议和要求下，贾马尔帕夏负责率军征服苏伊士运河。

	1914年底，贾马尔帕夏的军队开始集合，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混乱。军队出于战争需要而对食品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征调，加剧了在战前就已经面临供应压力的市场紧张状况。如果没有事前的整体规划和定量的数字规定，这种军事征调行为只会导致市场供求的失衡。随着食品供应量的减少，城市商人开始在粮食生产和粮食价格上进行投机活动，这加速了食品价格的上涨和时而发生的食品短缺。但在1915年的时候，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因为就像其他处于战争状态中的社会一样，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了迅速取得战争胜利。此外，叙利亚还远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以至于面包的价格都因城市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44］
	位于埃及东部西奈半岛地中海畔。——译者注


	2月初，贾马尔帕夏率领的军队开始向苏伊士运河区开进。一战中新的地区战争出现了。阿勒颇作为士兵集结和军事指挥人员居住的地方，仍然发挥着其重要作用，其铁路交通的质量、城市的规模和所具备的区位战略利益使它成为此次战争的主要作战指挥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马士革的地位反而是次要的，主要发挥了铁路运输中转站的作用。在地面行动还未恢复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军队在艰难地穿越西奈半岛后到达了苏伊士运河，但他们在那里被埃及-英国联军击败，并败退至阿里什（Al-Arish）
	 [image: 位于埃及东部西奈半岛地中海畔。——译者注]。同盟国和奥斯曼帝国封锁运河的希望破灭了。与此同时，这一消息也令奥斯曼帝国感到担忧，因为敌人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行动将危及帝国首都。尽管沙俄军队的位置十分靠前，但只有美索不达米亚前线和安纳托利亚东部战线的战局比较稳定。这次失败暴露了奥斯曼帝国因为战争影响而出现的内部失衡，贾马尔帕夏的社会政治改革也受到了此次军事失利的影响。

	［45］

	从奥斯曼帝国内部来看，这场军事溃败引发了人们对统治当局的指责：是德国军官为了他们在欧洲的利益而迫使奥斯曼帝国采取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吗？是那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为了得到更大程度的民族自治权而背叛了奥斯曼帝国吗？1914年期间外国领事馆同他们埃及的政治伙伴定期通信的内容，加深了人们对以上问题的猜疑。信件强调的是希望摆脱奥斯曼帝国的压迫，而这一政治上的呼吁，更多是人民在战争期间对奥斯曼帝国的严密控制、为应付战争进行军事强征而造成的食品短缺，以及帝国强征人民入伍参战所做出的反应。因此，对于1910—1912年出现的那些支持阿拉伯主义思想的秘密组织的某些成员来说，向西方寻求支持和援助，似乎是摆脱奥斯曼帝国暴政的唯一途径。

	［46］

	面对批评和政治纠纷，贾马尔帕夏决定依靠强大的警察力量，采取暴力行动进行镇压。1914年，他先是实行政治逮捕，紧接着就是驱逐出境。很快，媒体中出现了关于审讯中使用酷刑的报道，这说明当时的政治审讯是何等残酷。在被拘留监禁的人中，大多数似乎并没有参与任何针对奥斯曼帝国的阴谋行动。报社编辑、省议会精英成员和自由联盟党的支持者们，记录下了阿拉伯人是如何参与到这个始于1908年革命的政治博弈中的。为了控制精英阶层，惩罚那些分离主义的政治企图，他们被帝国当局关进监狱。这些人中，包括舒克里·库瓦特利在内的少数人，都直接参与了旨在建立阿拉伯民族国家的秘密社团组织。1915年，奥斯曼帝国中央当局和地方权贵的政治关系迎来了转折点。一个接一个的死刑判决和三次大规模的绞刑执行行动使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笼罩在悲哀的气氛之中。堆积起来的土耳其士兵的尸体，逐渐成为那些因为参与“一战”而带给叙利亚人苦难的象征，以及事件发生时帝国精英对叙利亚军官背叛的象征。

	［47］

	1915—1916年帝国当局进行的三次政治处决成为一个转折的时刻，因为这使当地的精英阶层大为震惊。自1908年革命以来，为了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重建地方同帝国的关系，精英阶层与中央当局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对话机制。但随着奥斯曼帝国官员子女的代际更替，分歧出现了，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秘密社团的建立上，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突然间，受到战争打击的不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所有支持奥斯曼帝国大厦的家族。政治隔阂不断扩大。由此，保卫阿拉伯国家不受奥斯曼土耳其占领的政治呼吁得到了更多人的响应。如果被认定为是占领者的土耳其人违反了帝国公约，那么阿拉伯人民及其推举出来的那些参与到阿拉伯政治复兴的积极分子代表们，就必须获得充分的和完全的独立，之前的那些语言（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社区，也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演变成民族主义群体。虽然以上这一呼吁与普通大众无关，但在1916年又发生了一些事件。

	［48］［49］

	社会生活条件的恶化加剧了人们对贾马尔帕夏的严重不满。关于贾马尔帕夏，出现了两个相互冲突的对立形象：一边是“饥荒制造者”，另一边是新时代的“创造者”。关于第一个形象的形成原因，存在着比较充分的历史记载，特别是发生在黎巴嫩的饥荒。一场可怕的饥荒导致许多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的死亡，我们很难给出确切的死亡人数，但很可能是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次饥荒打击了社会关系中最为亲密的家族关系。正如伊丽莎白·汤普森（Elizabeth&nbsp;Thompson）所指出的，此次大饥荒破坏了当地社会的家庭结构：家族中的族长，无论是因战争而离家还是死于饥荒，都消失了。其造成的结果是社会的相对女性化，最重要的是，事实上的个体化。此次饥荒毫无疑问是战争暴力的体现，而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种因素造成的：由协约国集团组织、法国给予保障的海上封锁；产品和贸易循环因军事征用和人力调动而中断；叙利亚各省之间食品交易市场的缺乏。在对饥荒带来的影响进行衡量时，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谨慎，因为其影响是因地区而异的。其中，包括黎巴嫩地区在内的叙利亚南部地区受到的影响似乎是最大的，这是因为黎巴嫩地处战争前线空间内致使其海陆空交通中断而导致的结果。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之间的内陆地区，也有许多人因战乱和饥荒死亡，但那里受到的影响不那么明显，因为人们隐藏起了他们储藏的物资以避免被军队强行征用。最后，虽然幼发拉底河周围脆弱的自然和社会平衡得以维持，但这并没有阻止相对较高的人口死亡率，除大规模的绞刑造成的死亡之外，对民用和军事供应物资管理不善的问题都使得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

	［50］［51］

	与此同时，贾马尔帕夏正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改造和发展这个国家。他对当地城市的未来发展进行建设，奖励那些为支持同盟国集团战争做出贡献的叙利亚城市，并在城市中实施他提倡的先进技术。甚至连驻扎当地的德国行政官员也对他推动的这些城市发展项目表示认可和敬意。贾马尔帕夏在1915年和1916年所做的努力，也集中在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上。叙利亚境内小块网格状分布的土地、连通境内各地区的现实需求，以及对更大的农业产能的追求，都有助于在当地启动重大的发展项目。贾马尔帕夏还计划通过开设法学院来将叙利亚各地各民族重新统一在同一政治框架内。尽管叙利亚北部在1915年出现了新的人口群体，可以适当弥补人力的缺乏，但是，由于执行措施、人力和时间方面的缺乏，以上这些愿景的全面实现仍遭遇阻碍。

	［52］［53］
	1915年，继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大驱逐后，奥斯曼政府下令将全部亚美尼亚族裔“押运”至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地带，还在沿途修建了25个集中营来转移这些亚美尼亚人。——译者注


	从1915年4月开始，叙利亚各省成为被暴力驱逐出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和沿海城镇的亚美尼亚人的新家园。
	 [image: 1915年，继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大驱逐后，奥斯曼政府下令将全部亚美尼亚族裔“押运”至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地带，还在沿途修建了25个集中营来转移这些亚美尼亚人。——译者注]这一新的历史进程，是叙利亚地区发生针对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事件的重要原因。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此事件与发生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事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是多重展开的。一项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统一计划正在执行，目的就是摧毁并消灭他们。暗杀、集中营、沿路屠杀和强迫他们向幼发拉底河南部地区迁移都是有组织的种族灭绝策略。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回顾这场20世纪第一次种族灭绝事件的成因和形式等问题，而是要揭示奥斯曼帝国的人口管理所带来的三个后果。叙利亚成为亚美尼亚人向幼发拉底河周围干旱沙漠地区行进的途经之地，在被迫迁移和行进过程中，他们往往受到当地士兵的骚扰，被他们抢劫、贪婪地掠夺，甚至被他们屠杀。总的来说，抵达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在当时的边界范围内）似乎没有遭受到大规模的屠杀，但一场被遗忘的屠杀行动值得我们在此处提及。在种族灭绝事件爆发后的几个月里，在叙利亚北部的艾因角一条通往巴格达的铁路边，近1.4万亚美尼亚人在这里被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军队杀害。他们的头颅被埋藏在地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一可怕的屠杀事件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这些在向沙漠地区行进路上死去的可怜囚犯们，都湮没在了此地的风景和人们的记忆中。

	亚美尼亚人的迁移主要有两个大致的方向。第一个是向幼发拉底河，代尔祖尔市是他们漫长旅程的最终目的地。经历了屠杀的幸存者们住在临时营地里，得到了当地人的一些支持和帮助，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孩子被拐卖到大部落的家族中沦为奴隶和家仆。亚美尼亚人也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种新的人种面貌。再往西，巴格达火车站成为亚美尼亚人通往叙利亚大城市的第一个中转站。阿勒颇、哈马，以及较少人选择的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是他们迁移的最终目的地。这是对亚美尼亚流动人口的另一种管理方式。贾马尔帕夏所采用的政策与他的同时代三巨头同僚有所不同，他希望将这些新的外来劳动力用于正在实行的叙利亚地区建设发展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在北部地区的铁路修建上，在哈马周围的农业平原和城市里，这些新的外来者会被邀请加入这些公共工程和生产建设中。在这个过程中，贾马尔帕夏并没有把亚美尼亚人变成奴隶或强迫他们参与劳动，以消灭这些幸存者。他所采取的措施，更多是现代化了的威权政策的产物——这些新的外来者可以支持他领导的社会改革事业。无论如何，亚美尼亚人到达叙利亚，说明奥斯曼帝国政治系统产生了内部分裂：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商定的统一计划在帝国中心以外的其他地区不再有效。这一点表明，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与其他种族灭绝主义者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尽管如此，在叙利亚当地，人类分布的平衡状态还是被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叙利亚。


1916年的转折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地区局势迎来了转折。在战争开始时开启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和这一年形成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之间存在着一段时间的潜伏期。在达达尼尔战役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战役取得胜利，以及在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撤退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前线局势陷入了僵局。为了重启新一轮的战争，帝国进行了外交努力与地方动员。1915年，英国在开罗的阿拉伯办事处负责人亨利·麦克马洪（Henry&nbsp;MacMahon）和［汉志统治者］麦加的谢里夫伊本·阿里·侯赛因开启了谈判，侯赛因是伊斯兰“圣地”麦加的守护者，而他的儿子费里萨（Faysal）曾是奥斯曼帝国议会的成员之一，对土耳其青年党政府持批评态度。侯赛因对英国的外交姿态也并非无动于衷，但英国对中东地区的态度仍是模糊的。对于英国来说，阿拉伯人在奥斯曼帝国后方的起义将重新开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方面的战争前线，也可以帮助协约国对在达达尼尔战役中的军事失利进行报复。然而，英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命运上所持的立场并不一致。在印度的德里，负责伊拉克前线的英属印度政府拒绝同意海湾地区实现任何形式的独立，他们认为，这将危及他们在19世纪辛苦建立起来的地区平衡。然而，随着欧洲方面的战争前线被冻结在战壕之中，协约国集团迫切渴望在中东地区寻找任何形式的新盟友。

	1916年，所有政治、国际形势都呈加速发展之势。当一名阿拉伯官员提出，要组建一个支持阿拉伯民族事业的广泛的社会组织，而一些政治犯表示他们已准备好加入侯赛因的旗下，以对抗土耳其人的统治之时，英国人被这次行动的可能性说服了。然而，在出现大量伤亡的这一年里，英国也意识到其他协约国伙伴在叙利亚地区的既有权益不应受到损害。先是法国和英国，然后是俄国和意大利，都开始重新思考所参与的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种再思考也涉及中东地区。法国外交部长保罗·康邦（Paul&nbsp;Cambon）和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nbsp;Grey）之间通过往来信件进行暗中谈判协商，而他们各自的上级部长代表马克·赛克斯（Mark&nbsp;Sykes）和乔治·皮科（Georges&nbsp;Picot）则通过暗中操作，划定了英法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国际空间。二者达成的政治协议以赛克斯-皮科（Sykes-Picot）之名载入史册，这个协定实际上是由康邦和格雷共同签署的。在这个协定中，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和奇里乞亚地区，其势力范围包括托罗斯山脉的海岸地带。作为交易，英国希望保留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商品销售市场。至于阿拉伯世界其他广阔的地区，则仍然处在英法两国势力范围之间的沙漠部落的统治之下。

	与此同时，英国驻开罗代表麦克马洪承诺，英国政府将帮助麦加的侯赛因对抗奥斯曼帝国，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但他并没有对这个独立阿拉伯王国的疆界做出明确的说明，为此，英国将会在物质和经济方面向侯赛因提供援助。这位宗教领袖完全有能力发动这场政治争斗，并由此将从地中海沿岸托罗斯山脉到波斯湾的土地纳入他所构想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之中。这是背信弃义吗？是背叛吗？前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麦克马洪与侯赛因的协定，更多的是一种战争策略，旨在缓和1916年协约国集团内部各国之间业已紧张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在中东地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并通过伊斯兰宗教旗帜为战争的继续进行提供新的正统性。
	即阿拉伯起义，侯赛因意图建立一个领土范围北达阿勒颇，南达也门亚丁的独立王国。此次起义牵制了大量本用于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奥斯曼军队，使中东战局朝着有利于英军的方向发展。——译者注


	1916年3月，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前往大马士革。他在叙利亚著名的贵族巴克里家族的家中与阿拉伯秘密组织的武装分子进行了交流。阿拉伯武装分子们对发动起义表示赞同，前提是确保谢里夫王国的独立和阿拉伯东部地区的统一。但是，贾马尔帕夏在大马士革的势力让费萨尔感到不安，他不得不尽快离开大马士革。奥斯曼帝国警察侦察到了阿拉伯主义者们在这里活动的分支机构，接着，这些人都遭到逮捕、拷打，有些人甚至被处决。由此看来，阿拉伯主义者们面临的是真实存在的政治威胁，而奥斯曼帝国当局的镇压行动也破坏了他们组建起来的秘密组织。但是，谢里夫侯赛因和大马士革的当地权贵之间还是建立起了政治联系，这坚定了侯赛因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决心。1916年6月5日，在遥远的汉志地区的麦加，侯赛因发起了一场反抗那些蔑视伊斯兰教的人——那个毁灭了伊斯兰帝国的土耳其青年党政府——的行动。
	 [image: 即阿拉伯起义，侯赛因意图建立一个领土范围北达阿勒颇，南达也门亚丁的独立王国。此次起义牵制了大量本用于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奥斯曼军队，使中东战局朝着有利于英军的方向发展。——译者注]他希望阿拉伯地区各部落团结一致，进行反抗斗争。与侯赛因的继任者所拥护的神秘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反，此次起义所动员的力量并非国家意识的觉醒，而是以伊斯兰教名义进行的反抗斗争。

	［54］

	就目前而言，起义为贾马尔帕夏的镇压行动提供了新的理由，而叙利亚本身并没有受到此次起义带来的影响。总督有权软禁所有涉嫌在一战中支持协约国集团的人，他还曾与英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谈判，看看英国能提供什么。然而，他的这些政治尝试在1916年迅速结束了，因为达达尼尔战役的胜利和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完成给了奥斯曼帝国领导人以信心，甚至给了他们获得战争最终胜利的希望。

	［55］

	当俄国陷入革命之时，奥斯曼帝国就不能趁机恢复吗？恩维尔帕夏在高加索地区组建的势力给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再次带来了希望。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正在埃及重新集结达达尼尔战役后的残余部队，并准备通过西奈半岛向奥斯曼帝国发起反攻。目前，贾马尔帕夏已在叙利亚主要城市基本上稳住了政治局面，并设法成功遏制住了内部的反对势力。此时的叙利亚境内，饥荒肆虐，但是并未影响战争的继续进行。当然，在巴勒斯坦的帝国驻军还必须防止来自埃及的任何形式的渗透和侵袭。阿拉伯人的起义暂时阻碍了叙利亚地区内的交通，堵塞了开往麦加方向的火车道路。1917年7月，费萨尔的军队出其不意地占领了亚喀巴（Aqaba）。然而，这一地区内新的事态进展却受到当前国际形势的影响。1917年10月，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导人继续其国际战争提供了新的理由。1917年12月，列宁领导的革命政府公布了前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这为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宣传提供了新的舆论武器。贾马尔帕夏据此在《伊斯兰报》（al-Islam）和《沙克报》（al-Sharq）的专栏中明确指出并强调侯赛因对奥斯曼帝国的背叛，以及他的英国盟友对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欺骗与愚弄。他同时还呼吁费萨尔停止其叛乱行动，继续为奥斯曼帝国效力，以维护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如果贾马尔不能让这些拒不服从奥斯曼帝国命令的人回到传统的联盟阵营之中，他就会设法阻碍这些力量的重新集结。英国的贝尔福（Balfour）勋爵在致罗斯柴尔德（LionelWalter&nbsp;Rothschild）勋爵的声明函中承诺，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这加剧了哈希姆家族内部的分裂。

	［56］［57］
	1918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离开阿拉伯土地后，阿里在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的领导下组建了叙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个内阁。后来，在担任约旦首相的两个时期（1922年和1924—1926年），他又建立了约旦的行政和财政体系，并在担任约旦首相期间支持1925年叙利亚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的起义。——译者注


	在军事方面，事态的进展却恰好相反。德国总司令冯·桑德斯（von&nbsp;Sanders）希望继续巴勒斯坦方向的战线战争。在加沙进行第三次战役之后，这座城市终于被攻陷，英国及其协约国盟友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就此打通。1917年圣诞节期间，耶路撒冷被协约国军队攻陷。很快，在海岸地区和外约旦沙漠之间进行激烈战斗后，协约国军队和辅助的阿拉伯起义军向豪兰平原地区集结。在海法（Haiffa）和萨玛赫（Samakh）遭遇军事失利后，冯·桑德斯改变了他的军事作战计划：他集结了2.5万人的军队，向大马士革，特别是阿勒颇挺进。不过，这给阿拉伯起义军的费萨尔部队和埃及方面艾伦比（Allenby）将军所率领的军队迅速会师，并打开进入叙利亚地区入口创造了机会。德拉和库奈特拉（Quneitra）被他们同时攻陷。10月1日，大马士革也被攻陷。昔日的阿拉伯-协约国盟友之间，现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竞争：谁应该首先进入大马士革？阿拉伯军队、澳大利亚军队、英国和法国的军队都想在这座城市占据一席之地。事实上，各方在不同方向上的军事推进，并没有使得事态向同一方向发展：澳大利亚军队继续追击撤退的土耳其军队，放弃了本可以率先进入的城市，费萨尔领导的军队则占领了地区首府大马士革。在大马士革沦陷前的几个小时，权力的更迭早已以平民，而非军事的方式完成了。在宣布即将撤军后，阿里·里达·里卡比（‘AlîRidâal-Rikâbî）
	 [image: 1918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离开阿拉伯土地后，阿里在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的领导下组建了叙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个内阁。后来，在担任约旦首相的两个时期（1922年和1924—1926年），他又建立了约旦的行政和财政体系，并在担任约旦首相期间支持1925年叙利亚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的起义。——译者注]来到前总督的宫殿，正式宣布了哈希姆王国对这里拥有主权，从而开启了叙利亚新的历史进程。

	艾伦比将军在大马士革集结部队，那里将被用作了军队的医疗中心。随着奥斯曼前统治当局的撤离和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不断涌入，大马士革的混乱局面几乎没有任何向好的可能。很快，在进行了艰难的战斗之后，巴拉达山谷（la&nbsp;Vallée&nbsp;de&nbsp;la&nbsp;Barada）变得安全，然后是贝卡谷地。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时，霍姆斯也陷落了。哈马在土耳其军队撤退后也投降了。然而，英国军队不得不面对贝都因人的侵袭，这减缓了英军向叙利亚北方推进的速度。每当有新的军事胜利消息传来时，游行活动就会向新升起的麦加谢里夫旗帜致敬。他们是在向一个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表达他们的敬意吗？或者，更直白地说，这些游行是对一种新建立的政治秩序的认可？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新秩序预示着叙利亚人民可能会迎来某种新的可能，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预示着阿拉伯世界的希望。对所有叙利亚人来说，这预示着战争冲突及其所带来的压力的结束吗？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战争戏剧性地结束，迫使阿勒颇广场的军事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击退了麦加谢里夫军队的两次进攻后离开了阿勒颇。叙利亚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武装冲突的时代也已经过去。然而，战争的阴影，包括外交和政治谈判，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创伤，将会在接下来的两年继续存在。


“一战”后的叙利亚



	1918年10月1日，费萨尔和聚集在他周围的被称为“谢里夫派”的阿拉伯军官们，匆忙抵达大马士革，以在那里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新的统治秩序必须实现“一战”前宪法制定者所描绘的政治蓝图，即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阿拉伯主权独立国家，从而将一个正在重新构建起来的阿拉伯民族团结在一起。费萨尔希望组建新政府的政治愿望，反映了他对阿拉伯地区内部权力关系的清晰认识。在战争结束之时，新政府必须在和平中实现他们在战时做出的政治承诺。

	［58］

	费萨尔埃米尔正梦想着建立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王国。他时年33岁，穿着汉志地区的传统服饰和外袍，他将童年时代习得的贝都因部落传统，和从奥斯曼帝国学到的政治才能结合在一起。他的父亲曾希望他在汉志地区的部落中长大，从而学会耐力和荣誉的重要性。这些经历后来也帮助他在战争中学会如何有效统率和管理军队。不过，他不久后就从汉志的沙漠中抽身，前往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与他的父亲团聚。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出于对谢里夫侯赛因的怀疑，要求把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留在身边。对费萨尔来说，在苏丹身边的这次停留，帮助他初步习得了如何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和帝国权贵社会内部进行社交的能力。他学会了在之后的政治商谈中如何代表他的父亲进行政治谈判，也亲眼见证了1908年革命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动荡。议会、宪法和政党斗争充斥了他的日常。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费萨尔的主要任务变为在两年时间里向帝国苏丹和土耳其青年党政府表现他父亲的忠诚。1916年，他待在大马士革，在那里，巴克利家族向他介绍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1918年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起义中，费萨尔成为率领阿拉伯军队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领袖人物。但在那时，要实现心目中伟大的政治计划，费萨尔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59］［60］

	1918年的秋天，遍及叙利亚土地的英国人发现，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在维持叙利亚社会统治秩序方面向他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同其他经历战争之后的土地一样，流浪团伙的骚扰、生产的无组织和难民的充斥，构成了城市和农村地区日常生活的全部光景，由此引发的社会暴力问题在叙利亚各地愈发猖獗。因此，彼时叙利亚的当务之急是为城市稳定地供应食物，并确保城市道路和街道的安全。各城市内外随即建立起了新的警察部队。在叙利亚东部地区，部落重新控制了幼发拉底河沿岸大片地区，从此地向伊拉克境内的走私活动为部落提供了新的致富机会。此外，新的民政管理体系也正在迅速地重组。

	［61］［62］

	社会行政服务的恢复与新的社会政治团体的组建同步进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法塔特（al-Fatat）*接纳了这些新来者，以期形成一个规模更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在几个月内，该组织就发展和吸收了几千名新成员。1919年2月初，组织的领导人决定改变组织形式，将该组织重组为阿拉伯独立党（Hizb&nbsp;al-istiqâl&nbsp;al-‘arabî）。这一变化反映了阿拉伯地区“一战”前政党生活的重新恢复。阿拉伯俱乐部（Al-Nâdîal-‘arabî）以及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也相继组建起来，并积极参与到新的社会政治运动之中。

	此时，这片迎来新生的土地的未来仍然是不确定的。此时的叙利亚境内，有支持阿拉伯民族起义部队的法国军队，这也是外国军事势力存在于叙利亚的最初雏形；英国方面的军队也并没有马上撤出叙利亚。一切问题都必须在1919年1月13日于凡尔赛举行的巴黎和会上做出最终决定，协约国各国代表团正在那里聚集。叙利亚的费萨尔埃米尔也抵达欧洲。很快，阿拉伯人开始大失所望，因为英国和法国都不支持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要求。欧洲方面第一次反复进行的国际谈判，破坏了费萨尔一直致力其中的政治事业。费萨尔必须与那些掌握了足以用来控制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工具（军队、金钱等）的欧洲大国展开政治谈判，以确保阿拉伯王国的未来；同时还需与叙利亚人进行协商，而他还远未真正获得叙利亚人对他的忠诚。巴黎和会中关于叙利亚地区的谈判结果是，战胜国集团将派出一个由查尔斯·克兰（Charles&nbsp;Crane）和亨利·金（Henry&nbsp;King）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叙利亚各省人民的政治愿望。

	1919年上半年，叙利亚地区的政治舞台经历了重组，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叙利亚地区甚至内部各地的分化，主要是围绕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产生的。比如，阿勒颇人密切关注法国在奇里乞亚地区遭遇的困境，而大马士革的居民却对这些并不关心，代尔祖尔的人们看到的则是帝国军队在动乱中向伊拉克方向的转移。由此，每个省都形成了独特的框架和政治背景，而这种政治框架背景通常由一个大城市主导，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地区不会受到这一政治化进程的影响。相反，自1918年以来，奥斯曼士兵在那些无人居住的农村地区的广泛分布，推动了叙利亚各地和民族口号的表达，并促使人们对当前外国占领的利害关系形成认识。由此，农民也同样进入了城市主导的地区政治建设的空间。

	［63］［64］

	为了充分了解当时叙利亚地区政治人物的政治立场，我们必须追溯和了解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况。我们不妨注意其中一些突出的特点。在阿勒颇，即使像贾布里这样与费萨尔政府有着某种联系的家庭，也仍对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e）怀有眷恋。在大马士革，贝都因部落领袖的到来引起了一些城市精英的不满，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城市被这些来自沙漠的人统治。另一些人，如巴克利家族，则更支持谢里夫派，倾向于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政治主张，而阿拉伯王国也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紧急情况。正如当时《首都报》（al-’Asîma）上发表的政治观点所展示的那样，社会上的政治辩论非常激烈。这些都是叙利亚地区常见的政治动态，且往往根据地方和人们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65］

	1919年5月，费萨尔回国后不久，金-克兰委员会的到来就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谢里夫派在领袖的授意下，希望选举出一个代议制的议会，这将是现代国家主权的保证，同时应该在推动宪法的施行。然而，在一个被分割成三个军事占领区的国家里，谢里夫派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在继续遵循奥斯曼帝国前法律的前提下进行两级政治选举的做法，并没有让他们的政治建设变得容易。结果，从托罗斯山区到巴勒斯坦地区，共选举出了85名议会代表。其中，69名议会代表出席了6月3日举行的就职典礼。又一项新的议会建设的政治试验开始了，它担负起了实现上个世纪以来所有政治理想的希望：宪法和议会制度的设计者们能够解决所有的种族与宗教分歧和冲突，并确保新建立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拥有同其他国家一样的平等国际地位。

	［66］［67］［68］

	从1919年夏天开始，叙利亚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费萨尔的宫廷和叙利亚议会。其中，拉希德·里达（Rachid&nbsp;Rida）担任议会主席，他是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abduh）的学生，也是《马纳尔报》（al-Manâr）的编辑，在政治上捍卫伊斯兰教。拉希德之后，担任议会主席的是哈希姆·阿塔西（Hâshim&nbsp;al-Atâssî），他来自霍姆斯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大家族。金-克兰委员会受到当地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他们谴责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分裂叙利亚的企图，并表示支持在叙利亚建立一个立宪王国。最坏的情况是在美国的监督下进行委任统治。与此同时，叙利亚议会开始为新建立的国家开展制定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工作。

	1919年9月，叙利亚开始在地方建立和完善行政机构。在各个大城市中的不同地区，人民委员会（lajna&nbsp;sha‘biyya）纷纷成立，负责城市的日常管理和社会服务。很快，委员会的成员不得不与那些卡巴达亚特（qabadayât）保持来往，而卡巴达亚特是由城市中那些负责保证街道安全和交通的地方势力的走卒们组成的。这些同地方势力的来往显示出这些新的行政机构的局限性——其成员并未真正在城市和地方掌握实权。这种情况的存在，导致城市各大家族和意识形态派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建立全国性政治联盟的尝试并不会妨碍这些委员们在地区内积极推进活动。

	1919年秋，费萨尔再次前往欧洲，目的是同法国就新成立的叙利亚的国家地位问题进行协商。费萨尔本以为，有了金-克兰委员会的最终结论，加之能够借已成立的国家议会来凸显阿拉伯国家现代性的特征，他肯定能够在此次协商中获得理想的成果。然而，在巴黎，他却并没有受到预期中的热情接待。他与法国总理克莱蒙梭（Clemenceau）会面，并达成了一致：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法国庇护下的阿拉伯王国——不包括叙利亚海岸地区。这位激进的领导人没有忘记法国在叙利亚可以发挥的作用，尽管他并不支持法国继续进行殖民扩张。这一外交决定可以使法国在不移动其布置在莱茵河沿岸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在叙利亚地区获得威望。至于阿拉伯人的国王，他必须获得叙利亚议会对这项新提议的同意。费萨尔回国后，叙利亚的现实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古罗（Gouraud）将军率军在贝鲁特登陆，英国宣布军队换防，法国的远征军则打算占领贝鲁特这座军事要塞。

	［69］［70］

	当下，法国占领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奇里乞亚和叙利亚北部地区。在阿拉维山脉、阿勒颇周边的石灰岩高原和土耳其边境地区，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奥斯曼帝国军官和当地居民同法军开展了游击战。阿拉维派的部落酋长谢赫阿里（’Alî），领导阿拉维派信徒拿起武器反抗法国入侵者，保卫阿拉维山区，给法国军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这些新发生的战争冲突导致又一批当地人口流离失所，其中主要是那些在种族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亚美尼亚难民，他们暂时返回如今的土耳其南部地区的城镇和村庄，又被凯末尔主义者（Kémaliste）领导的部队驱逐。以上这种局面给法国军队占领叙利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71］

	在大马士革，叙利亚议会以国家主权的名义拒绝了费萨尔和克莱蒙梭达成的妥协方案。议会随即颁布了一部宪法，宪法中特别承认了民众的普选权，以及有少数族裔代表参与其中的一院制议会制度，并宣布费萨尔为国家元首。在宣布宪法的同时，议会还宣布了阿拉伯王国［即阿拉伯叙利亚王国］的独立。这种宣布独立的方式紧跟1776年美国独立的经验，阿拉伯人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对“一战”后形成的地缘政治秩序形成挑战。然而，阿拉伯人曾经得到的支持在此时却消失了。英国人对代尔祖尔发生的反抗行动极为愤怒，不仅在几个月前逮捕了起义军的参谋长，还停止向叙利亚提供物质和外交上的支持。1920年3月，在没有强大外国盟友支持的情况下，叙利亚作为一个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崛起，成为一个独立的宪政国家。

	尽管叙利亚国家议会宣布了独立，法国当局却要求对叙利亚进行更为直接的控制，尤其是在克莱蒙梭卸任法国总理之后，费萨尔国王则充当法国统治的中间人，但叙利亚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忠诚于叙利亚国家的势力仍旧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之中。大多数叙利亚人关心的仍然是一个大家都知晓的属于自己的小片地区、村庄和土地，居民只希望它独立于外国势力。对于一些精英来说，比如那些居住在阿勒颇城中的基督徒们，法国势力的存在似乎为他们的地位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另一些精英则认为，叙利亚必须拒绝和驱逐一切殖民势力。

	［72］

	有两个因素使叙利亚议会代表们的政治立场更加激进。在城市街头，代表们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成功地鼓舞了遭受着多重折磨的人们。在议会内部，将政治对手称为法国的支持者成为成功剥夺对手议会代表资格的一种政治手段。议会内外都是支持代表们同法国进行军事斗争的呼声，但是阿拉伯王国政府和国王本人却都还在迟疑。春季，法国将军亨利·古罗成功夺回了法军在贝卡谷地的阵地。1920年夏天，他命令军队进入叙利亚领土。在激烈的论战之中，几乎每个人都在呼吁同法国进行战斗，但只有战争部长优素福·阿兹马（Yûsuf&nbsp;al-‘Azmah）在努力召集军队开往前线对抗法军。与此同时，费萨尔国王妥协并接受了古罗将军的要求，但这个消息却没有传到古罗将军那里。结果，叙利亚阿拉伯王国军队在麦塞隆（Mayssaloun）山谷中被法军击溃，优素福·阿兹马在战斗中牺牲，法国军队进入大马士革城。虽然人们热情地欢迎和支持叙利亚阿拉伯王国，但这个王国却因外国干涉而消失了。麦塞隆战役结束了1908年革命以来叙利亚的动乱局面。

	1908年，对改革宪政的希望促使奥斯曼帝国的军官们发动了起义。他们加速了奥斯曼帝国数百年统治的终结，并使得叙利亚各省人口迅速政治化。新的思想、新的社会媒体和新的社会问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对话空间，并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动荡。但1908年的希望破灭了，奥斯曼帝国未能避免参与到世界大战之中。为了恢复昔日的荣光，帝国当局加入了世界大战。在动荡、饥荒和无休止的军事征用与最后的社会改革努力并存的混乱局面之中，战争给叙利亚各省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建宪政国家的政治理想，促使部分城市精英转而支持在哈希姆家族统治下的阿拉伯王国，以确立叙利亚人的阿拉伯民族身份。但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与新建立的地方政治秩序仍是相矛盾的。所以，尽管叙利亚颁布了宪法，实行了普选制，也进行了反复的国际谈判，但叙利亚人之后还是被迫在法国的委任统治下生活了25年。








第五章




委任统治时期



	［1］

	在1920年4月的圣雷莫会议（La&nbsp;conférence&nbsp;de&nbsp;San&nbsp;Remo）上，国际联盟承认了法国和英国对已解体的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各省的委任统治地位。随着法军麦塞隆战役的胜利，作为委任统治国，法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进入叙利亚地区，这也暂时决定了叙利亚的未来发展方向，叙利亚成为法兰西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叙利亚问题还是困扰着殖民者们，他们想把对叙利亚的控制范围扩展到新开拓出来的地中海海岸地带，但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明确的政治方案。相反，他们必须通过军事占领、控制、管理，并对这些地区进行明确的界限划定来实行统治。

	［2］［3］［4］

	对委任统治时期的叙利亚的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一直被忽视，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多重原因。在殖民时代后期，委任统治的独特之处常常被史学家们仅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析所掩盖。史学家们仅对他们获得的来自英国方面的历史文献，以及对驻扎在伊拉克的英国行政官员发行的刊物进行研究和解读，也使得人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和认识形成了偏见。直到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的研究和认识主要都是在英国的研究成果及经验基础上进行的。除了一些诋毁这种政治模式的历史文献记载，或者一些法国官员为赋予他们在叙利亚的切身经历一些特定价值而写出的回忆录外，这一段历史时期仍然不为人们所熟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人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接触和获得的法国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不断增多，人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兴趣也重新燃起。

	［5］［6］［7］

	菲利普·库里（Philip&nbsp;Khoury）在其关于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和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联系起来，对叙利亚地区显贵家族及其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的情况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其他人，如雅克·维勒弗斯（Jacques&nbsp;Weuleverse），则对此时期叙利亚的宗教团体或行业群体的社会动态更感兴趣。然而，直到大型历史研究项目启动后，这一历史时期的全部研究成果才浮现出来。在2002年和2015年的两次重大史学国际会议上，“委任统治时期研究”取得了两个里程碑式的进展。

	［8］

	想要把握这个历史阶段的起源，并恢复其在叙利亚历史上的应有地位，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南特地区披露的大量关于委任统治时期的原始文献档案浩如烟海；委任统治时期许多人所撰写的回忆录的不同版本也不断增加。因此，我们关于此段历史的研究目的并非是要详尽地描述法国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的特点，而是试图通过研究，梳理出这段特殊时期叙利亚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

	在几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地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版图。这片领土的产生，一方面是通过地区主导力量所进行的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的社会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是通过当地人彼此对抗和相互妥协的政治斗争。围绕着这些政治对话，叙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实体诞生了，而那些倾向于捍卫叙利亚领土主权的人们则划定了新的领土疆界。


被“创造”出来的领土



	［9］［10］

	麦塞隆战役的失败加速了阿拉伯叙利亚王国的覆灭。然而，对于新的统治当局来说，一切都还有待建设。对于法国军方来说，他们在叙利亚的当务之急，就是在罗伯特·德·凯克斯（Robert&nbsp;de&nbsp;Caix）等政治人物的支持下，划定并明确法国的统治范围。为此，就必须把这片广袤的地区分割成小块，并纳入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统治之下。这种划分是若干政治进程的共同结果，有些是自然形成的，有些是法国政府在叙利亚地区做出的政治划分的结果，从中可以发现，法国当局是如何在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控制叙利亚的。他们打算“保护少数族群”，并以这个名义保留了大黎巴嫩地区，在这个大黎巴嫩的划分方案中，贝卡平原被纳入其中，这将为法国提供战争期间必需的粮食供应。他们同样将这一划分原则扩展到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生活的地区，这两派各自组成了与其教派同名的行政区。围绕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主要的内陆地区，形成了一连串各自独立的省份，这两个地区则成为独立邦，这与前奥斯曼帝国的省区划分大致重叠。然而，对大马士革来说，新划分的边界限制了其向南发展的可能；对阿勒颇来说，失去奇里乞亚，使它失去了纵深腹地。最终，这两个地区都被困在大陆之内，失去了出海口。不过，这张蓝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在叙利亚得以实行。

	［11］［12］［13］

	在北方地区，费萨尔的落败并没有让当地人看到地区暴力和对抗结束的希望。相反，随着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土耳其确立领导地位，军事冲突在国际边界尚未确定之时又开始了。法国军队在1920—1921年迅速撤出奇里乞亚地区，试图遏制来自土耳其武装力量的袭击。1921年的《安卡拉协定》（Accods&nbsp;d’AnKara）划定了将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界划分开来，巴格达铁路线正好划定了这条正在形成的新的国际边界。然而，所有的地区问题并未就此全部得到解决。聚集在安泰普（即如今的加齐安泰普）的武装力量，每年夏天都还在继续向叙利亚发起袭击行动，且一直持续到1924年。同样，还需要进行调整，以便将基利斯及其下辖的村庄置于土耳其的主权管辖之下。再往东，法国和土耳其就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贾兹拉地区的分界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28年，北部地区的边界划定了。

	［14］［15］

	这种政治版图的突变在叙利亚内部引发了新的变动。首先，它迫使地区内的居民选择认同叙利亚或土耳其国籍身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进行户籍登记，因为叙利亚国籍与土耳其国籍二者互不相容。不过这一选择过程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土地转让，因为地方大家族也被分割成了两部分，这使他们有可能在叙、土两方的领土上同时保留其土地所有权。此外，地区部落的迁徙活动也仍在持续。但是，当局成立了专门的部门监督机构以进行追踪，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措施来限制部落成员可能的暴力犯罪。新的地区突变也影响了货物的流通。流通货币改变了，土耳其货币里拉在叙利亚不再流通使用，新的关税和贸易流通限制措施废止了旧有的商贸活动方式。对于阿勒颇来说，由于失去了奇里乞亚这片临近的腹地，商贸流通停止了。虽然安塔基亚（Antakya）仍然是与贝鲁特竞争的港口出口，但不再具备商品的过境功能。再往东，摩苏尔（Mossoul）成了另一个帝国的领地。但叙利亚北部同土耳其边境的划定，也不仅仅意味着对叙利亚现有地区局势的解构。

	［16］

	随着叙、土边境检查站的建立，铁路沿线出现了一连串的城镇。贾拉布鲁斯（Jarablus）、泰勒艾卜耶德（Tell&nbsp;Abyad）、阿拉伯布纳尔（Arab&nbsp;Pounar，即现在的Ayn&nbsp;al-’Arab/Kobane）、卡米什利（Kamishli）等小城镇打破了这片在此之前主要以部落的流动性为主要特征的空间。这些中心城镇很快就发展成为具备现代特征的城市，比如建造起来的宫殿、方格状的城镇布局、带庭院的住宅民居等。这个孕育城市的温床的出现，使得叙土两国的边界逐渐稳定了下来，一些在叙土两国边界上蓬勃发展的中心城镇，成为逃离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最终的避难所。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即将落入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另外一部分则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找到了栖身之所。

	［17］［18］

	在更远的东部和南部地区，边界的划分则取决于法国与英国的谈判情况。以伊拉克为例，曾一度被陶菲克·苏瓦迪（Tawfîq&nbsp;al-Suwaydî）领导的军队占领的代尔祖尔市，被划入法国委任统治下的领土。英法两国外交官随后沿着摩苏尔省的省界线划分了边界。至于摩苏尔省，由于发现了油田，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英国军队占领，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法国总理克莱蒙梭同意将其割让给英国，以换取正在筹备的石油公司的股份。在这里，负责监督贝都因人的部落监督机构，成了管理这片广阔领土的当局。就像法兰西帝国在其统治的其他地区的做法一样，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控制和管理地区内的人口流动。

	［19］

	地区政治版图的改变直接影响了经济活动，在叙利亚，带来的是传统的部落“羊群的死亡”。在干旱和气候危机的地理背景下，沙漠旅行商队商贸活动的终结，叙利亚和伊拉克城市之间自由往来贸易活动的中断，以及新兴的、更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的开展，都见证了传统游牧部落游牧式经济活动的瓦解和衰落。小型骆驼养殖场取代了大型骆驼养殖场。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制度正被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世界对游牧的贾兹拉地区的进一步控制。因此，即使叙利亚国土边界的划分不像北方地区那样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统治秩序也得到了强化。

	［20］
	这种按照民族、教派分布特征建立的“德鲁兹国”等行政区域单元并非国际法意义上的现代民族组成的主权国家，而是在大叙利亚地区框架下建立的次级自治行政单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相对独立的自治实体。具体可参见杨玉龙：《从边缘到中心：叙利亚阿拉维派的历史嬗变与现实挑战》，《中东研究》2021年第1期。——译者注


	关于外约旦的边界，英国当局规定了一条路线，这条通过大英帝国统治地区的线路，使外约旦这个叙利亚的南部邻国成为连接印度和欧洲的空中走廊。其中，争议更大的地区划分，主要涉及当时新成立的德鲁兹国
	 [image: 这种按照民族、教派分布特征建立的“德鲁兹国”等行政区域单元并非国际法意义上的现代民族组成的主权国家，而是在大叙利亚地区框架下建立的次级自治行政单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相对独立的自治实体。具体可参见杨玉龙：《从边缘到中心：叙利亚阿拉维派的历史嬗变与现实挑战》，《中东研究》2021年第1期。——译者注]，那些拒绝法国托管“监护”的民族独立主义支持者们逃往这里，使德鲁兹国成为一个当局控制薄弱的边境地带。至于豪兰地区和戈兰高地地区，则在英国和法国谈判结束时就被分割了。在圣雷莫会议之后，英法双方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就两地的边界问题达成最终协议。1923年的公约确定了叙利亚南部边界，扎尔卡市虽被排除在外，但南部的边界线一直延伸到提比利亚湖沿岸。最后，在更西边，大黎巴嫩地区的范围延伸到前黎巴嫩山脉的山脊地带，并与大马士革接壤。不过其与大马士革地区的明确边界仍有待确定，因为两个委任统治当局并不急于确定这两个行政单位之间的明确边界。至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叙利亚地区形成了新的地区行政分界线，人为地分割了这个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整体的地区。

	［21］

	这种地区内部边界的划分，使叙利亚各地方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重塑了社会等级关系，推动了社会阶层流通和重组。这种融合在叙利亚地区内部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大马士革宣称自己为叙利亚的首都，就像费萨尔统治时期一样，而阿勒颇、哈马和霍姆斯这些城市则被边缘化了。贝鲁特成为主要的政治中心。直到1925年1月叙利亚各地重新统一时，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才提出将霍姆斯作为叙利亚首都。但这一提议被拒绝了。与此同时，这种地理行政上的新划分，给阿勒颇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地位降级，因为这使得阿勒颇与其传统的腹地奇里乞亚相互隔绝。由此我们发现，叙利亚的城市中心框架，是围绕地区内各城市之间的竞争构建起来的，而这种城市之间的竞争，也部分地被反对外国统治势力的斗争所掩盖。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迫使叙利亚各社会团体明确表达他们对新统治当局的忠诚，这意味着这些社会团体必须承认其在政治上的从属地位，相当于完全确定谁才是叙利亚地区的合法政治代表，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身份的认同，即对之前提到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建立基于教派模式的委任统治权，赋予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地方自治权，在叙利亚地区开启了对叙利亚人来说广泛多样的选择：我们是叙利亚人吗？还是都归属于“大叙利亚”这一基于“沙姆地区”居民的概念？是德鲁兹人？是基督徒？是法国统治的支持者？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其中的每个称呼都反映出委任统治时期叙利亚各个地理社会空间内特有的文化和政治属性。这种身份认同问题在新成立的自治邦更为尖锐：宣称自己是德鲁兹人就等于暗地里支持法国的统治，而选择认同自己为叙利亚人则可以在当地构建起一种更为融洽的政治对话氛围。这些身份认同上的分化，分裂了叙利亚精英阶层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并构成了接下来的政治斗争的背景。

	［22］［23］

	假如说麦塞隆战役的失败让叙利亚人梦想着能在叙利亚迅速实现和平，那么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就必须充分认识到他们当下所面临的困难。在北部，阿里·萨利赫（‘AliSâlih）领导的叛乱导致阿拉维派控制的部分地区拒绝法国统治当局在该地实行自治。虽然萨利赫领导的反抗行动最终在1921年失败，但是这次反抗斗争揭示了叙利亚的少数族裔是如何反对法国统治当局统治的。与此同时，来自土耳其边境地区的入侵活动一直持续到1924年。这些武装力量停驻在马拉特努曼（Maarat&nbsp;al-Nouman）郊区的夏季营地，直到法国和土耳其当局双方达成最终协议，这种频繁的武装袭扰才停止。地区冲突的结束显示了国家当局新的影响力。如果土耳其方面拒绝为这些武装力量头目提供便利，这些武装就会陷入困境，尤其是负责边境管理工作的法国情报机构已经严密掌控了这些武装在边境地区的行动。在起义行动的每一个阶段，前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军官们都和叙利亚农村人口实现了相互融合，这促使农村地区进一步政治化。

	［24］［25］［26］
	法国委任统治期间著名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也是与法国妥协的反对派权威人物。他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投入可以追溯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及其“土耳其化”政策的时代。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阿拉伯大起义，并在费萨尔的领导下短暂主持了叙利亚外交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他反对民族联盟政府的许多政治主张，于1940年6月在大马士革被暗杀。——译者注


	1922年，大马士革统治当局几乎没有就叙利亚北部地区的问题找到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克兰宣布将于1922年4月5日抵达叙利亚的消息，使叙利亚几位本土政治活动家进行了会面，正如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Abd&nbsp;al-Rahman&nbsp;Shahbandar）
	 [image: 法国委任统治期间著名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也是与法国妥协的反对派权威人物。他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投入可以追溯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及其“土耳其化”政策的时代。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阿拉伯大起义，并在费萨尔的领导下短暂主持了叙利亚外交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他反对民族联盟政府的许多政治主张，于1940年6月在大马士革被暗杀。——译者注]博士所证实的，活跃于费萨尔时代的政治家们为此制定了新的政治行动战略。4月8日，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倭马亚清真寺爆发了抗议游行活动。他们聚集了8000人，以保证这些政治领袖能聚集起大量的抗议力量。随着法国当局一系列的逮捕行动，这场政治游行很快被终结，许多政治人物不得不流亡国外。运动中的叙利亚民族主义领袖们，利用新的国家间的政治逻辑，在外约旦或者开罗找到了政治庇护。对法国人来说，安曼或开罗成为叙利亚民族主义反对派们的藏身之所，而外约旦和埃及是由英国控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地区成为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叙所有统治问题的发源地。

	在远离英国影响的叙利亚乡村地区，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也面临着一些困难。1920年，豪兰平原地区发生了农民暴动，虽然这种对统治当局的不满情绪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如价格上涨和粮食供应困难等问题，但同时也兼有政治方面的动因。阿卜杜勒·拉赫曼·优素福（‘Abd&nbsp;al-Rahman&nbsp;al-Yûsuf）和阿拉·丁·杜鲁比（‘Alâal-Dîn&nbsp;Durûbî）这两名倾向于安抚和平息叙利亚国家动荡局势的代表人物，先后遭到谋杀，这表明，已有叙利亚人开始向那些接受法国当局权威的人发起战斗。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法国殖民当局军队试图通过对农村进行分区包围占领来恢复乡村统治秩序。乡村地区的不满情绪也因世界大战前乡村地区的政治化进程而进一步加深。革命和世界军事冲突使叙利亚得以保持和延续了一种政治精神，并推动这些政治精神相互碰撞。尽管叙利亚经历了这些急剧的变化，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强制性直接殖民统治的模式并没有受到质疑和挑战。

	［27］［28］

	20世纪20年代初，叙利亚各大城市强烈要求委任统治当局不要再依赖外来资金补贴。由此，1923年间法国向叙利亚的拨款预算大幅减少，甚至减少了52%。这些资金首先主要是用于维持军队，以及偿还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下的债务。为了保证拥有独立主权，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继承者们——主要是伊拉克和叙利亚，通过他们的法国和英国代表，同意继续承担前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债务份额。偿还债务的主要问题在于确定还款所使用的货币，因为叙利亚当局试图使用法郎还款，而不是黄金。债务的偿还在1932年最终停止，这给新的国家当局造成了沉重的资源负担。不过，当局成立之初所做的财政预算凸显了法国殖民政策的自相矛盾之处：法国希望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全面且直接控制叙利亚领土的统治系统，但并不愿意为此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同时，就像在非洲地区那样，法国主要通过安排少量的政府官员，以及加重赋税，来减少法国在年俸津贴上的支出，从而形成专业的网格化统治管理模式。

	［29］［30］

	新生国家的政府机关应该是何种面貌？在没有协调一致的计划的情况下，叙利亚的各个专门技术部门被并置在了一起，其中，一些负责满足公共卫生需求，另一些负责军事事务（如军事情报机构），剩下的负责地籍管理，每个机构都承袭了之前遗留下来的做法，例如奥斯曼帝国时期在公共卫生事务、朝圣路线沿线的流行病学控制上主要依赖欧洲医生的做法。政府的职权范围非常广，且对目标没有明确的界定。因此，叙利亚第一届委任统治政府就像一个由军队、传教士和医生组成的政治集合体。这其中，政府中的行政人员姗姗来迟，这个在人力和物质上都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大城市拒绝接受政府官员的离开。除此之外，为了维持社会统治秩序，法国还调来了殖民地的部队，这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他们并不欢迎那些黑人士兵，也不欢迎那些对叙利亚当地习俗和礼仪一无所知的白人军事长官。

	除了上述这一系列公共机构的设置外，一个初级行政系统在叙利亚形成了。法国高级专员负责行政管理和决策，叙利亚境内每个地区都由委派的高级专员负责管理；在各地方，高级专员与当地的代表委员会进行讨论，委员会的职责是向高级专员传达当地上层权贵的意见，但没有决策权。然而，这种政治平衡关系仍然是脆弱的和高度个人化的，各地发生的主要变化主要取决于高级专员的个人意愿。在此背景下，加之1923年法国方面拨款预算的急剧减少，最终导致古罗将军辞职。尽管这种权力真空期只持续了非常短暂的时间，却反映出法国创建的这种强制性的托管行政体制的不确定性。古罗将军曾极力倡导对叙利亚进行殖民统治，但由于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他最终放弃了在叙利亚的职位。于是，在他之后的继任者必须就此提出一套新的统治方案。

	［31］

	1924年，阿勒颇邦和大马士革邦的合并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大马士革街头的政治热情却并未因此而被激发。在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所在的两个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1923年，卡比耶特（Cabillet）上尉被任命为德鲁兹地区的临时总督，这使得当地权贵哈马德（Hamad）无法占据这一职务。这位法国军人继承了类似阿拉伯行政机构的传统，希望在平均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对当地社会进行改革。他通过谴责来打击当地领导人，呼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那些被认为是堕落了的精英阶层的控制，在德鲁兹地区开展他的改革事业。然而，在德鲁兹人看来，这不过是法国在试图控制德鲁兹人的土地，甚至是殖民，因而，卡比耶特的改革反而招致许多批评。此外，占统治地位的阿特拉斯家族看到他们一直以来的领袖萨利姆下台，更认为这次权力的剥夺是法国殖民者对他们家族原有权力的直接攻击。

	［32］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进行的政治区划中，将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人聚集区划为“杰贝尔德鲁兹国”（Jabel al-Druze）。——译者注


	卡比耶特上尉在其上级领导层的支持下继续开展改革行动，促使德鲁兹地区的阿特拉斯家族与德鲁兹议会（由法国人创建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内部各家族代表逐渐靠近。1925年上半年，德鲁兹地区的政治纠纷不断增加。德鲁兹议会的一个代表团前往会见法国高级专员萨拉伊（Sarrail），要求根据1921年签署的条约的条款，任命一位德鲁兹人为德鲁兹地区的总督。但是，萨拉伊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氛围下，议会于1925年7月3日召开了另一次会议。在激烈的会议讨论中，出席会议的法国军官莫雷尔（Maurel）中尉遭到了侯赛因·穆尔希德（Hussayn&nbsp;Murshid）的殴打。会议结束后，法国殖民当局要求将穆尔希德移交给他们处置，殖民当局驻大马士革代表还邀请3名德鲁兹代表前往大马士革参与和平讨论，以缓和当下的紧张局势。然而7月12日至13日夜间，这3名德鲁兹代表遭到了逮捕，同时，法国的装甲车开往杰贝尔（Jebel）地区
	 [image: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进行的政治区划中，将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人聚集区划为“杰贝尔德鲁兹国”（Jabel al-Druze）。——译者注]。随后，更多的德鲁兹人遭到了逮捕。

	7月19日，苏尔坦·阿特拉斯（Sultân&nbsp;Atrash）向周围村庄的代表告知了德鲁兹代表在大马士革遭到法国当局监禁的情况，这使他征募到了几百名骑兵。当他和组建起来的骑兵队伍到达塞勒海德（Salkhad）时，这座杰贝尔地区的第二大城市已经被法国殖民军队洗劫一空。作为对德鲁兹人行动的回应，一支由诺曼德（Normand）指挥的法国军事分遣队向德鲁兹地区出发了。7月21日，这支分遣队遭到手持拜兰（bayrân）传统旗帜的的德鲁兹人的袭击。一场混合了战争传统、民族情感和现代军事特色的地区运动形成了。诺曼德率领的分遣队遭遇失败后，苏尔坦·阿特拉什领导和动员德鲁兹山区人民组成革命委员会，他不想承担领导起义的政治责任，正如他在运动中所宣布的那样，他的目标是将叙利亚从法国的委任统治下解放出来。

	［33］
	1921—1926年，西班牙与摩洛哥里夫地区柏柏尔部落的武装冲突，法国于1925年加入西班牙一方。——译者注


	德鲁兹人的起义最初是地方性的，尽管苏尔坦·阿特拉斯和巴克利等地方权贵家族之间的接触为叙利亚获得外部支持提供了可能。法国使用的那种通过建立固定的统治据点来控制整个殖民地的殖民统治策略，遭遇了反复的挫败，加之起义的战斗人员在外国占领下取得的军事胜利，鼓舞了叙利亚人民发起了一系列新的军事行动。1925年夏末德鲁兹山区发动的起义，让法国人回想起了他们在摩洛哥里夫（Rif）地区目睹并经历过的骚乱局面。
	 [image: 1921—1926年，西班牙与摩洛哥里夫地区柏柏尔部落的武装冲突，法国于1925年加入西班牙一方。——译者注]其他地方发起的反抗行动也扩大了叙利亚人反抗法国统治当局的行动规模。前奥斯曼帝国军官法齐·卡乌吉（Fawzîal-Qawuqjî）召集起了临时武装部队，并向叙利亚中部城市哈马发起进攻。在巴拉兹家族一位著名政治人物的居中调解下，法齐被迫暂时撤离哈马市区，但仍继续在哈马市的郊区坚持斗争。当年秋末，通过相互串联和发起抗议行动，大马士革周围农耕区的农民也开始了他们的反抗行动。大马士革东部分布有树篱和低矮灌木丛的古塔（Ghouta）地区尤其适合进行游击作战，大马士革也成为叙利亚民族起义的战场。面对叙利亚人的起义，法国当局立即做出反应：当起义者们进入城区时，法国殖民军炮击了大马士革市中心，摧毁了市中心四分之一的区域。1925年底，法国殖民军队占领了大马士革市中心，但占领之后他们却很难脱身，并且只能尽量避免在夜间的行动。

	起义向叙利亚全国的迅速扩展，促使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平台，来讨论叙利亚国家独立的问题。与此同时，法国统治当局正在重整他们的战斗系统，试图以规模更大、更具机动性的武装部署来阻止起义部队进入城市。以在殖民主义领域的自由主义立场而闻名的新任高级专员亨利·德·茹韦内尔（Henry&nbsp;de&nbsp;Jouvenel）在叙利亚的就任，开启了殖民当局同叙利亚人的谈判，使得法国统治当局得以从起义者阵营中选择可以与之进行政治对话的对象。结果，起义领袖分成了两派：一派由阿特拉斯领导，要求的是立即实现叙利亚国家独立；另一派则着手讨论在叙利亚实行政治改革。1926年底，经过激烈的战争，以及迫于粮食短缺的困境，起义军队逐渐向法国殖民当局投降。一切似乎都表明，紧张的局势正在趋于平静。然而，法国当局不得不接受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他们永远不可能按照他们最初设想的那样来统治叙利亚这片土地。随着南部起义的爆发，德鲁兹这片土地成为叙利亚这个正在形成的新国家的一部分，这也决定了它将与叙利亚其他领土面对共同的命运。


新生国家的宪法



	1927年1月29日，法国高级专员亨利·庞索（HenriPonsot）在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为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与叙利亚人之间的关系勾勒了新的愿景。法国第一次认识到，想要在叙利亚实行19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惯行的那种统治方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中所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成本远远超过了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自身所具备的实力。因此，法国必须下定决心在叙利亚当地寻找政治合作伙伴。他们开始采用自1920年以来英国在伊拉克实行的那种殖民统治模式：在一场大规模起义之后，英国使费萨尔成为伊拉克的立宪君主，并将这个新政权置于大英帝国的联盟条约框架之中。

	法国这种统治策略的转变为叙利亚民族起义的城市领导人带来了新的希望。阿拉伯民族主义起义的领袖们不再指望通过武力斗争来解决当前问题。但是，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展开任何和平谈判，又都有可能使他们在那些从叙利亚去往埃及、瑞士或外约旦地区的流亡者面前失去威信。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谈判达成的结果必须能够迅速得到一项国际条约或协定的认可，以免叙利亚再次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样遭到背叛和出卖。

	［34］
	叙利亚民族主义政治家，三次出任叙利亚总统。早期为奥斯曼帝国治下叙利亚政府官员，1919年当选国会议员。20世纪20年代领导反对法国占领和托管的民族主义运动，曾任国民议会议长。1936年代表叙利亚同法国当局签订了承认叙利亚独立的《法叙条约》，回国后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叙利亚民主主义政治家，法国委任统治初期因参加反法行动失败而逃离叙利亚，后因法国当局特赦返回叙利亚，组建叙利亚人民党，继续通过和平途径争取实现叙利亚独立。1936年与政治伙伴共同促成了《法叙条约》的签订，并一直坚持叙利亚民族解放斗争。——译者注

	1928年在叙利亚成立的一个政党，在法国统治叙利亚期间为争取叙利亚独立而成立，后分裂为两个政党。——译者注


	1927年底，哈希姆·阿塔西（Hâshim&nbsp;al-Atâssî）
	 [image: 叙利亚民族主义政治家，三次出任叙利亚总统。早期为奥斯曼帝国治下叙利亚政府官员，1919年当选国会议员。20世纪20年代领导反对法国占领和托管的民族主义运动，曾任国民议会议长。1936年代表叙利亚同法国当局签订了承认叙利亚独立的《法叙条约》，回国后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译者注]、贾米勒·马尔丹贝伊（JamîlMardam&nbsp;Bey）
	 [image: 叙利亚民主主义政治家，法国委任统治初期因参加反法行动失败而逃离叙利亚，后因法国当局特赦返回叙利亚，组建叙利亚人民党，继续通过和平途径争取实现叙利亚独立。1936年与政治伙伴共同促成了《法叙条约》的签订，并一直坚持叙利亚民族解放斗争。——译者注]等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叙利亚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联盟（kutla&nbsp;al-wataniyya）
	 [image: 1928年在叙利亚成立的一个政党，在法国统治叙利亚期间为争取叙利亚独立而成立，后分裂为两个政党。——译者注]。这个新成立的政治联盟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主张通过与法国谈判来争取叙利亚的独立。成立之初，民族联盟就对法国高级专员庞索在演讲中提到的进行政治选举以组成制宪议会的内容很感兴趣。这些争取叙利亚独立的政治代表们，确信他们将在接下来一场尚未规划好的政治选举中获胜。法国统治当局还有另一个摆脱当前危机的方法——效仿英国在伊拉克的统治策略。

	［35］
	伊拉克英国托管时期和王国时期的政治家。——译者注


	从1928年开始，伊拉克人民的斗争策略越来越为叙利亚人民所接受和效仿。为了应对英国在伊拉克业已拥有的特殊地位（例如拥有军事基地、任命政府顾问的权力等），努里·赛义德（Nûrîal-Sayyid）
	 [image: 伊拉克英国托管时期和王国时期的政治家。——译者注]的政府设法同英国达成了一项条约，使得伊拉克能够走向独立——自1920年以来被驱逐出叙利亚的费萨尔国王，再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导人，而这个国家即将加入国际联盟。这一事态的进展促使叙利亚的领导人试图为叙利亚寻求同样平等的国际地位，这重新引发了关于费萨尔在叙利亚角色的争议。费萨尔在叙利亚仍然拥有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将他视为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者，在他的支持者中，沙赫班达尔（Shahbandar）尤为活跃。出乎意料的是，成立叙利亚和伊拉克联盟的主张在叙利亚却并未得到人们全体一致的支持。在民族联盟内部，一些人对这种主张怀有敌意，这些人住在大马士革，大多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关系密切。这种地缘政治的分化，最终分裂了叙利亚内部各政治阶层。

	［36］

	费萨尔组建叙利亚—伊拉克联盟的政治设想很快就被抛弃了，这项政治设想甚至都未得到欧洲大国的支持。对于法国统治当局来说，费萨尔仍然被视为可能危及法国在叙利亚现有统治的政治对手。同样的，英国人也不希望费萨尔留在叙利亚，因为费萨尔组建叙利亚—伊拉克联盟这一行动将导致伊拉克与叙利亚联合起来，从而增强伊拉克这个新生国家的实力，二者的合并将使法国的教育体系在阿拉伯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而危及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很快，在伊拉克独立后不久，费萨尔国王就放弃了这一政治计划，特别是他日益恶化的个人健康状况，迫使他不得不前往欧洲进行治疗。费萨尔国王最终于1933年9月8日去世，他被叙利亚政界称为叙利亚的政治伟人。

	［37］

	1928年，叙利亚根据奥斯曼帝国法律举行了两级选举。虽然塔伊丁（Taj&nbsp;al-Dîn）领导的叙利亚保守派在大马士革仅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但在叙利亚各省级城市却获得了更多的选票。于是，叙利亚保守派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多数的主导地位。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却团结在了哈希姆·阿塔西身后。

	哈希姆·阿塔西这位民族主义领袖，留着修剪整齐的白色山羊胡，经常戴着一顶土耳其帽来遮住稀疏的头顶，自1920年担任叙利亚议会主席以来，他就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于1875年出生于霍姆斯，父亲为霍姆斯市的穆夫提，阿塔西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随后前往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继续学习。后来，他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任职，于1894年成为贝鲁特的卡伊玛噶（qa’imaqan）*。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加入费萨尔国王的队伍，并负责主持召开国民大会。

	［38］

	通过雄辩和党派凝聚力，民族联盟的民族主义者在新选出的众议院的政治辩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直接反对法国提交给叙利亚国民议会的宪法草案。对民族联盟来说，这份宪法草案的主要条款没有任何问题，在叙利亚的公众看来，也同样不构成任何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输出的那种通过宪法创建合理的代议制政府的现代国家政治模式，受到了叙利亚人的普遍欢迎。这一时期，叙利亚大多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都是法学家，他们研究了法国的法律在社会各个领域（邮政、工程等）的最新实施状况。就结果来看，他们并不反对这种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共和国的总统将被赋予广泛的权力，但其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将和选举出总统的议院达成政治平衡，因此单一制议会比两院制议会的力量更为强大。根据宪法草案，单一制的议会将根据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法律选举产生，即由叙利亚的选民直接选举出议会代表组成国民议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政府给叙利亚选民们带来了施展其政治影响力的机会。

	另一方面，这份宪法草案中的两条内容却引起了叙利亚人的强烈反对和批评。其中一个条款涉及黎巴嫩地区及其独立的问题，这是叙利亚政界人士普遍反对的，因为就像德鲁兹和阿拉维两个地区一样，黎巴嫩一直都是叙利亚的一部分。第二个条款，即宪法草案中的第116条，也受到了叙利亚人十分强烈的谴责，因为它要求承认法国的委任统治，并将法国的这种委任统治作为叙利亚永久的政治存在。

	［39］
	叙利亚民族主义政治家，叙利亚民族联盟的创始人之一，曾于1936年《法叙条约》签订后，在1936—1939年任叙利亚国家总理。——译者注


	于是，叙利亚民族主义精英们开始了一场双重斗争：赢得足够的叙利亚民众的支持，以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反对这部承认法国委任统治权存在的宪法。虽然宪法文本并没有得到国民议会的批准，但法国高级专员通过强行颁布，从而绕过国民议会而通过了这一宪法。新的议会选举是在暴力的氛围中举行的，街头斗殴造成许多人死亡。最终，由马尔丹（Mardam）
	 [image: 叙利亚民族主义政治家，叙利亚民族联盟的创始人之一，曾于1936年《法叙条约》签订后，在1936—1939年任叙利亚国家总理。——译者注]贝伊领导的民族联盟温和派赢得了选举，但新当选的议会成员的议员资格没有得到法国高级专员的认可。由此，叙利亚的政治斗争陷入了僵局，这也显示出民族联盟提出的通过政治协商谈判解决叙利亚独立问题这一方案的局限性。

	［40］［41］

	20世纪20年代末，叙利亚在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一系列行动下经历了重大转变。公路和铁路网不断发展和完善，稳定地连接起了阿勒颇和德拉之间所有的城市；第一条汽车公路的开通，打通了通向叙利亚沙漠地区的入口，使得通往代尔祖尔市的交通更加便利。殖民国家的成型与殖民势力对叙利亚领土的一步步占有和控制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消除地区间交通阻隔的举措并没有彻底消除叙利亚各地区的独特性，例如，在地区家庭内部，族内婚的形式仍然盛行。另一方面，这些新变化将地域空间和人类社区进一步聚集在一起，使之不能再忽视彼此的存在。但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高度等级化的。游牧人口和定居人口之间仍然相互对立，但游牧部落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衰落了。由于贝都因人对游牧世界的控制，游牧部落对定居世界展开突袭和劫掠的生活方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牵制。朝觐商队活动终结带来的经济后果，在摧毁游牧部落生活的基础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不过，他们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已被人类学家所记录。最后，以部落领袖的名义登记集体土地的做法，使游牧部落的性质更接近城市土地所有者。在沙漠中，新的房屋住宅在游牧部落的土地上出现。法国考古学家在巴尔米拉或马里发现的历史遗址，其实都是那一时期人们积极投资的对象。

	就其本身而言，城市成了一个处于全面转型中的世界熔炉。最为壮观的就是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变化。第一批现代自来水和供电网络系统出现在老城区外正在建设中的街区。它们首先出现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样的大城市，其次是拉塔基亚港口周边和代尔祖尔等城市。城市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蚕食着作为第一外围空间，也即周边乡村的河流、花园和绿洲这些绿色地带。这种现象反映了那些积累了社会财富，并希望过上与欧洲人相似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名流们的现实需求。富人们也倾向于在新建成的社区定居，那里新建成的主干道让社区的交通变得更为便利。在大马士革，阿卜杜勒·鲁马内街（Abou&nbsp;Roumaneh）逐渐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聚居的吉斯尔·阿卜耶德区的房屋与马尔贾（Marjeh）周围的片区连接了起来。

	［42］

	新的道路规划方案的实施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保证了新城内外的交通。为了保护古塔地区免受叙利亚起义军的袭击，大马士革的郊区修建了宽阔的林荫大道。有轨电车公司的运营，补充了城市中仍较为缺乏的汽车交通，使得城市交通更加便捷。但这些交通公司的运营也依赖于现代化的城市公共管理，这使其他经济行业的重组得以继续。此时期叙利亚的大型公共市场，通常由法国资本经营的特许公司控制和管理。就像外国品牌在当地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一样，这些特许经营公司也是叙利亚当地人揭露和谴责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叙利亚本土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投入资本，以满足人民的期望，而那些在叙利亚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其他外国公司，也同法国公司展开了竞争。

	［43］［44］［45］

	最具本土性的叙利亚公司是由鲁特菲·哈法尔（LutfîHaffar）和法里斯·库利（Fâris&nbsp;al-Khûrî）领导的一大群叙利亚实业家所创办的。他们调动了必需的资金，从大马士革城外的菲杰（Fijeh）水源地修建了一条引水管道，以为大马士革城内提供饮用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其他叙利亚民族企业家也基本上通过这种途径创办实业。例如，哈利德·阿兹姆（Khalid&nbsp;al-’Azm）或穆罕默德·阿明·赛义德（Muhammad&nbsp;Amîn&nbsp;Sayyîd）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创办民族企业的生涯。更普遍地说，许多叙利亚企业家正在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法》来建立叙利亚本国的工业基础。

	［46］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面临的财政和政治方面的困境，促使其改变了关税政策。1928年，法国当局提高了进口关税。当时，当局正在设法获得新的收入，以维系委任统治当局的财政预算，这迫使他们创建“共同利益”（intérêts&nbsp;communs）机构，以管理所有属于委任统治当局的相关土地资产，而这些事实上是不能共享的。“共同利益”将叙利亚和黎巴嫩置于同一财政体系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一政策确保了法国在不断扩大的工业资产阶层中获得支持。此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纺织行业经历了第一次繁荣，阿勒颇成为叙利亚重要的纺织业中心。

	此时期的叙利亚城市经历了蓬勃的发展，城市文化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比如现代广播代替了人流众多的咖啡馆里的说书人，不过土耳其毯帽仍流行于城市之中，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空间也仍然保留在老城区里，并继续成为城市大家族的权力基础。他们的首领被称为扎伊姆（za’im），指的是那些在自己所在城区拥有支持者，并以不同的方式向其支持者支付报酬的家族领袖，扎伊姆往往依靠自己所在社区内部的追随者来维持社区的秩序。例如，这些卡巴达亚特可以鼓动社区居民投票反对一些资源和自由权上的分配，以便可以或多或少合法地从事商业活动。人们组建了家庭，以试图掩盖家庭成员是新近进入城市的事实，他们的血统使他们能够定居在城市并在其中拥有一席之地。这些空间纵横交错地分布着众多的人际关系纽带，确保了政治、经济精英与工人阶层之间的社会联系。城市精英阶层往往保留着宽敞的，新建成的或者已经建成的，可供众多人口居住的大住宅。如此，城市居民们往往因为其所在社区而实现了身份认同上的统一，这增加了他们所在社区本身的教派或部落元素。

	［47］［48］

	这种依附与统治的政治关系在叙利亚城市和乡村世界比比皆是。自1858年《土地法》（le&nbsp;codefoncier）颁布以来，城市和乡村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被强化了。城市居民占领了土地，从而缩减了穆沙阿（musha’a）或称社区共有土地的面积。城市周边的土地通常由几个大家族控制和管理，而非属于同一个土地所有者。比如蒂埃里·布瓦西埃（Thierry&nbsp;Boissière）就将霍姆斯的土地所有者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与此同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往往也意味着人们可以将土地出租，这通常可以使土地所有者获得高达50%的土地产出。除了土地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之外，还有债务关系上的不平衡。这种借贷关系虽然可以帮助农民度过暂时的生活窘迫，并以现金支付他们所欠的债务，然而，这些借贷的平均利率约为12%，于是，以土地依附为基础的债务关系的反复循环开始了，因为法律禁止人们在负债的情况下离开其所经营的土地。

	这是否意味着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统一运动？这一时期的叙利亚，贫困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吗？这之中内含的矛盾，在于各种不同情况的并存和其中相互矛盾的社会变革。农场的规模的不同，将叙利亚的小农与拥有中等面积（通常为几公顷）土地的农民区分开来。一些家庭可能过着体面的生活，村里的小贵族就是这种生活水平差异的证明。同时，人们在预期寿命、家庭人口规模和健康状况方面也存在着差异。统治当局开展的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开办药房和确保道路安全方面的工作，促使人口死亡率逐渐下降。虽然不同宗教社区的人口增长趋势不同，但总的来说，伴随着人口总量的急剧增长，人口结构也开始转型。20世纪30年代初，叙利亚诞生了全新的一代，而一场无声的土地竞争也随之展开。

	［49］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了叙利亚本就脆弱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从1931年开始显现，首先是货币贬值、商业贸易和农业生产的放缓。然而，在以物易物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中，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不过，这种经济形态也并没有阻止失业人数的爆发性增长（失业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5%—20%），1932年的农业歉收使经济情况变得更糟。城市中失业的工匠和乡村里的农民都对现有统治秩序非常不满。

	［50］

	这些经济社会方面的变动，使得社会和职业关系更加紧张，而这些都发生在法国当局强行在叙利亚实行宪法之时。1932年的选举凸显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影响力，任何普通的政治行动都需要叙利亚地方精英和委任统治当局之间加强合作，精英阶层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他们的支持者和政治心腹进行政治调动。而这些分歧足以重新引发叙利亚社会的抗议活动。1932年，民族联盟在霍姆斯召开了一次要求实现叙利亚独立的大会。作为回应，法国高级专员马尔特尔（Martel）暂停了这些政治团体的正常活动。法国当局对公共政治空间的关停，特别是法国当局试图在叙利亚实施地方分权，从而实现对叙利亚土地分而治之的做法，只会加剧当前已然十分紧张的政治局势。


承诺、群众运动及政治舞台的诞生



	1936年1月20日，大马士革露天市场没有开放。一场前所未有的罢工运动开始并逐渐蔓延到叙利亚所有主要城市的公共广场。大马士革卡瓦纳特（al-Qanawat）地区的民族联盟办公室被强行关闭，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抗议浪潮。从形式、地点和领导人这些方面的特点来看，1936年的罢工展现出叙利亚的政治舞台在近十年中经历了如何深刻的变化。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叙利亚民族主义领导人依靠社会中的工商业阶层，展开了标准的社会斗争运动：开展罢工、示威活动等。大马士革这座城市已然成为政治抗议者的聚集地。像“德鲁兹起义”那样自乡村发起反抗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要求实现叙利亚主权完全独立的呼声，其实也包含了当时叙利亚群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

	［51］

	抗议活动确立了城市斗争的基本形式。抗议的人群利用传统的城市社会组织交替聚集，有时候聚集在城市的主要清真寺中，有时候分散在城市的小街小巷之中。游行队伍中大部分为男性，也有部分女性，他们举着写有政治标语的横幅，高喊着民族主义口号，占领了街道。正式的政治集会游行开始之前，通常会在支持抗议运动的个人的私人住所举行会议。社会人际关系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传单和报刊的使用使得政治游行的部署与开展更加缜密完善。最后，1936年初，这些民间的政治抗议活动，使大马士革这座城市成为反抗和夺取法国当局权力的运动中心。

	委任统治当局对当前的罢工形势采取了回避态度，寄希望于罢工运动会自行消散。然而，法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影响到了叙利亚的局势。1936年春天，法国“人民阵线”（Frontpopulaire）赢得了议会选举，一个由法国左翼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新政府上台。带薪假期、每周工作40小时，这都是新政府的《马蒂尼翁协议》（Accords&nbsp;deMatignon）中的规定。这份协议在殖民方面提出了更新、更自由化的方案，它要求驻叙利亚政治代表与当地人民重新展开政治协商。此后，叙利亚举行了新一轮的政治选举，民族联盟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一次，叙利亚议会完全成为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舞台。
	叙利亚王国时期曾担任政府官员，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民族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资助了1925—1927年的叙利亚大起义，1943年当选为叙利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译者注


	但是，这场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两种趋势。对于贾米勒·马尔丹贝伊及其背后的一些支持者来说，与法国签订条约是迅速实现叙利亚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而其他人，则认为根据大马士革选民代表舒克里·库瓦特利（Shukrîal-Quwwatlî）
	 [image: 叙利亚王国时期曾担任政府官员，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民族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资助了1925—1927年的叙利亚大起义，1943年当选为叙利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译者注]的说法，必须通过要求独立来反对激进路线。经法国高级专员任命，贾米勒·马尔丹贝伊作为叙利亚政府首脑，率领代表团前往巴黎，以确定下一步同法国签订的《法叙条约》的主要内容。双方的政治谈判进展得很快，1937年底，条约的具体内容基本成形。不过，条约内容也必须得到法叙两国议会的批准。对于叙利亚的各方政治人物来说，这样的政治程序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52］

	叙利亚代表团从土耳其乘坐火车返回叙利亚时，基本上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新建立的叙利亚政府利用这一大好机会制定新的国家政策，以应对即将独立的叙利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面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家粮食办公室的工作目标是保证粮食生产和贸易的正常进行。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国家权力将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移交至叙利亚当局。然而，这种政治设想几乎看不到任何实现的迹象，尤其是叙利亚人很快意识到，法国方面一直在推迟批准该协议。

	《法叙条约》的签订引发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争议，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叙利亚当下的政治格局。随着叙利亚得到独立和加入国际联盟的政治承诺，一些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消失了：两片独立领土（阿拉维自治区和杰贝尔德鲁兹国）重新加入叙利亚，国家权力将移交至大马士革，由一个代表叙利亚人民的政治团队先接管。针对这些政治方面的变化，出现了两种反对意见，我们有必要对之加以分析，以便对此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第一种反对意见主要反对《法叙条约》赋予那些叙利亚边缘地区（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阿拉维地区、德鲁兹地区和贾兹拉地区的领土）自治权，另一种反对意见主要来自那些在叙利亚政府没有代表的派别。在这两种情况下，针对该条约的社会抗议的产生，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法叙条约》的签订导致阿拉维地区和德鲁兹地区出现了相似的情况。由于该条约将几个原本互相独立的地区政治实体合并，从而导致地区内上层精英出现分裂。对一些精英来说，叙利亚的独立是首要问题，而对另一些精英来说，寻求地方自治或者法国的托管似乎是对远在城市中的地方权贵阶层的保护，而这些权贵对地方的影响是令人担忧的。从地方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政治倾向的力量是不同的。对德鲁兹人来说，地区内的内部对抗比阿拉维地区要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925年德鲁兹地区起义被镇压后，该地区精英阶层内部相对混乱，以及流亡的起义者们在当地留下的亲叙利亚传统。同时，像阿特拉斯家族这样的德鲁兹地方部族虽一贯支持叙利亚国家独立，但其具体的支持方式并未明确。在阿拉维地区，许多派系以部落为标准，分裂并形成了各自实行自治的方案。基尔迪亚（Kildiyya）派的代表只需要表现出其支持大马士革的政治倾向，卡尔比亚（Kalbiyya）派就会站出来反对。在支持地方自治的阵线中，有一个人脱颖而出：苏莱曼·穆尔希德（Sulaymân&nbsp;Murshid）。

	苏莱曼·穆尔希德出生于阿拉维山脉地区的苏莱曼·尤努斯（Sulaymân&nbsp;Yunus）家族，因为患有癫痫病，他很快就在当地受到特别的追捧，并因此受到当地权贵的羞辱。他的追随者被他的神秘所吸引，却引起了当地权贵和法国当局的忌惮，导致他最终前往拉卡。重新回到阿拉维地区后，他通过联姻与阿拉维地区上层精英们结盟，当地支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苏莱曼在阿拉维地区的成功，帮助他赢得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支持，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他在1936年通过竞选成为叙利亚议会成员。苏莱曼这位神秘主义政客的发迹轨迹，凸显了法国在塑造叙利亚国家的最终谈判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样支离破碎的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最终选择支持一种地方主义或地方自治主义的话语，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主张旨在捍卫前任统治者（例如保护宗教少数群体、保护现代文明、延续法国留下的成就等）。最终，叙利亚地方自治派和法国当局行政力量互相接近，从而在叙利亚引发了新的社会分裂。

	［53］
	 即近代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译者注


	在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和贾兹拉地区，这种社会演变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叙利亚国内外的政治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战”后心照不宣的政治产物。我们找到的关于亚历山大勒塔的大量历史文献记载，揭示了导致其从叙利亚分离的波折的谈判过程。“一战”后，大量的突厥语少数民族力量的存在，以及法国人对凯末尔军队态度的暧昧不明，都促使法国在叙利亚沿海地区建立了一个桑贾克自治省，这个自治省又以安塔基亚（Antakya）和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为中心城市。但是，1936年《法叙条约》的缔结引起了土耳其人的担忧。根据国际联盟一贯的政治逻辑，阿塔图尔克（Atatürk）
	 [image:  即近代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译者注]政府担心阿拉伯叙利亚政府可能会压迫这一地区讲土耳其语的人。因此，他们要求得到国际联盟的政治保证，因为就在同一时期，德国政府对苏台德的非德语居民采取了类似的压迫行动。于是，法国做出让步，宣布桑贾克地区将举行选举。

	［54］
	叙利亚哲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出生于叙利亚北部拉塔基亚的一个阿拉维派穆斯林家庭，1927年赴巴黎索邦大学求学，1930返回叙利亚，并于1930—1934年间创立了国家行动联盟，发动泛阿拉伯主义运动，1939年在大马士革创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在该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在亚历山大勒塔当地，教派、语言和部落成为主要的政治分界线。这里的阿拉维派信徒支持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完全并入叙利亚。例如，扎基·阿苏兹（Zakîal-Arsuzî）
	 [image: 叙利亚哲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出生于叙利亚北部拉塔基亚的一个阿拉维派穆斯林家庭，1927年赴巴黎索邦大学求学，1930返回叙利亚，并于1930—1934年间创立了国家行动联盟，发动泛阿拉伯主义运动，1939年在大马士革创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在该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领导的国家行动联盟（La&nbsp;Ligue&nbsp;de&nbsp;la&nbsp;fraternité）就在这里开展了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在当地同法国当局对抗，致使当局最终关闭了他们的办事处，迫使他们流亡外地。相反的是，说土库曼语和突厥语的少数民族都支持土耳其的政治宣传。至此，在1936年《法叙条约》尚未得到承认之际，各地方势力的反对和派系冲突使得叙利亚面临着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最终，三个方面的“行动”致使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被移交给了土耳其。颇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回到了他在1918年率领奥斯曼军队时最后一次参加战斗的原点。起初，法国人承认桑贾克地区的相对自治权，并反对一些地方领导人的阿拉伯主义立场。随后，法国当局与土耳其达成了一项条约。最后，当地上层内部举行了选举，通过全民公投，确认了桑贾克地区想要重新加入土耳其的意愿。

	［55］［56］
	米歇尔·阿弗拉克，叙利亚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的理论对叙利亚复兴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政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部分叙利亚复兴社会主义者视为复兴社会主义学说的首要创始人。他的主要著作有《为了复兴》《唯一的归宿之战》《反对扭曲阿拉伯革命运动的斗争》等。萨拉丁·比塔尔，叙利亚政治家，与扎基·阿苏兹和米歇尔·阿弗拉克在20世纪40年代共同创立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前往巴黎留学的学生，他同米歇尔·阿弗拉克共同创立了一种结合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比塔尔后来在叙利亚几个早期复兴社会党政府中担任总理职务，后因该党变得激进而疏远。1966年，他逃离叙利亚，此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欧洲，并一直活跃在政治领域之中，直到1980年被暗杀。——译者注


	地缘战略、地方立场、少数民族的选择、对新独立政权的担忧，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叙利亚的分裂。1939年2月，叙利亚失去了一块领土。这种领土分离成为叙利亚人集体记忆中一个深深的伤口。它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地划分，并展示了政府之间的协议，是如何带给叙利亚新的不幸的。这一点从涌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难民潮中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正是在大马士革，扎基·阿苏兹遇到了两位因为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统治而失去了工作的年轻教师：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nbsp;Aflaq）和萨拉丁·比塔尔（Salâh&nbsp;al-Dîn&nbsp;Bîtâr），扎基和这两人一起成立了一个文学俱乐部，呼吁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
	 [image: 米歇尔·阿弗拉克，叙利亚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的理论对叙利亚复兴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政治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部分叙利亚复兴社会主义者视为复兴社会主义学说的首要创始人。他的主要著作有《为了复兴》《唯一的归宿之战》《反对扭曲阿拉伯革命运动的斗争》等。萨拉丁·比塔尔，叙利亚政治家，与扎基·阿苏兹和米歇尔·阿弗拉克在20世纪40年代共同创立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前往巴黎留学的学生，他同米歇尔·阿弗拉克共同创立了一种结合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比塔尔后来在叙利亚几个早期复兴社会党政府中担任总理职务，后因该党变得激进而疏远。1966年，他逃离叙利亚，此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欧洲，并一直活跃在政治领域之中，直到1980年被暗杀。——译者注]这种领土割让引发的人口流动，也影响到了桑贾克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他们担心》会再次面临屠杀事件。

	［57］［58］

	就贾兹拉地区而言，人口的多样性、居住区的复合性和鲜明的地方分化都阻碍了这片地区实现自治。法国情报官员鼓动贾兹拉地区的部落首领及其阿拉伯和库尔德支持者要求更大的自治权，但他们的这种自治必然会受到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影响。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地区城市规模的蓬勃发展，交通和地区经济网络的扩展带来的更大程度的地区一体化，以及阿勒颇或代尔祖尔的城市精英的统治，都与地方自治主义的政治话语相悖。最后，当地的库尔德人并没有围绕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基础团结起来，这也使他们无法成为一个政治性的民族。最终，走向战争的结果，导致贾兹拉地区的自治问题迎来了与亚历山大勒塔完全相反的结局。就贾兹拉来说，没有任何进行中立谈判的必要，因为，大马士革对贾兹拉的控制反而阻止了任何有利于轴心国的倾向。

	［59］［60］

	如果不考虑叙利亚政治舞台上激烈的政治活动，就无法理解这一时期叙利亚周边地区的人口流动与迁移。针对《法叙条约》，叙利亚内部形成了两种反对意见。拒绝批准该条约、亚历山大勒塔的分离、1936年开始的巴勒斯坦起义，以及1937—1939年的内战，都是叙利亚部分民众谴责温和派谈判代表的原因。从那时起，舒克里·库瓦特利领导的民族联盟激进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尤其依靠像阿兹敏（‘Azmih）兄弟这样流放归来的早期民族主义者的支持。通过他们，库瓦特利掌控了民族联盟的财政大权。然而，并不是所有回归的流亡者都加入了民族联盟。年轻的政治新人和退伍军人在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身上找到了立即实现叙利亚国家独立的旗手的特征，他们认为，沙赫班达尔是瓦塔尼因（wataniyyin）*运动真正的替代品，但沙赫班达尔于1940年在大马士革意外身亡，终结了他的政治支持者们的希望。这两种政治倾向表明，1939年初的叙利亚，要求立即实现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61］［62］

	与此同时，新的意识形态潮流在叙利亚出现了。这些新的意识形态，是叙利亚人民的共同愿景、归国学生所熟悉的欧洲思想和叙利亚地区政治立场三者相互交织的产物。其中有些意识形态与叙利亚大城市的政党所持政治主张大同小异。共产主义尤其如此，这种思想主张主要被宗教或少数民族，还有那些流亡在叙利亚和那些新兴的亚美尼亚社区里的人们采纳，得到一些追随者的支持。然而，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担心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叙利亚的发展会使这种主义的追随者们成为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因此，他们试图遏制其在叙利亚的发展。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共产党是在20世纪30年代仿照法国共产党成立的。1936年，叙利亚共产党与莫斯科结盟，他们支持与法国签订的《法叙条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叙利亚共产党在叙利亚人中失去了信誉。

	［63］［64］
	黎巴嫩政治家、哲学家及作家，1932年11月创立了叙利亚社会民族党，不久即因法国当局的压迫两度流亡南美洲，先后流亡于巴西、阿根廷等国，回国后，因发动起义反对黎巴嫩当局，被黎巴嫩政府处决。——译者注


	除共产主义之外，大多数叙利亚政治团体的成立都是为了捍卫叙利亚民族的某种理念。这其中有三种相互对立的倾向。第一种是从拉丁美洲归来的流亡者安东·萨阿德（Antûn&nbsp;Saadeh）
	 [image: 黎巴嫩政治家、哲学家及作家，1932年11月创立了叙利亚社会民族党，不久即因法国当局的压迫两度流亡南美洲，先后流亡于巴西、阿根廷等国，回国后，因发动起义反对黎巴嫩当局，被黎巴嫩政府处决。——译者注]的主张，即保卫“沙姆地区”这片有别于阿拉伯世界的文明土地，在黎凡特式的相互融合中跨越种族和信仰差异。萨阿德希望有一个独裁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以帮助叙利亚赶上其他国家，缩小差距。他创立的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采用了法西斯政党的运作模式。除了这个党派组织，穆斯林神学家组成的乌理玛委员会也因反对现代立法而闻名。乌理玛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旨在将伊斯兰教教义带入政治领域。他们的组织得到从开罗学习回来的人的支持，这些人在开罗吸收了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Hassan&nbsp;al-Banna）的思想。在穆兄会叙利亚分支还未设立的情况下，将伊斯兰教作为社会和政治改革出发点的伟大理想激发了乌理玛的热情。他们将改革事业与保卫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乌玛（oumma）*以及对抗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最后一种政治倾向是阿拉伯主义，该主张主要体现在文学领域中，比如前述阿弗拉克和比塔尔，以及流行于咖啡馆中的阿拉伯主义思想。

	［65］［66］

	因此，在“二战”前夕，叙利亚的政治舞台异常活跃。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青年组织和准军事组织，并采用雄浑和充满力量的政治话语。现在到了按照欧洲提出的标准，来保卫这个被殖民主义蹂躏已久的国家的时候了。人们穿着各种颜色的党派制服在街上游行示威，这表明墨索里尼的思想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叙利亚的知识界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相互融合是解决民族斗争问题的真正途径。同样，对领袖的崇拜也得到了同情。另一方面，意大利法西斯在别国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人们对其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对利比亚的最新殖民活动的侵略迹象，都使得人们对这个潜在帝国主义大国产生了猜疑。换个角度来看，即便叙利亚同德国的外交关系继承自奥斯曼帝国时代，且仍是德皇威廉时代的前外交官维持的那种良好状态，也没有证据表明纳粹主义得到了叙利亚当地人民的支持。关于叙利亚支持纳粹主义，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遍的误解。尽管巴勒斯坦地区进行了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但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在叙利亚的土地上取得重大进展。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于黎巴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军事人物。他曾在巴勒斯坦短暂服役。——译者注


	巴勒斯坦起义显示了部分叙利亚人起义斗争的缺陷，也给了其他人在起义战斗中展示自身的机会。领导1925年阿拉伯起义游击队的哈迈特军事领袖法乌斯·库瓦齐（Fawzîal-Quwaqjî）
	 [image: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于黎巴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军事人物。他曾在巴勒斯坦短暂服役。——译者注]，就领导了反对英国占领者和摧毁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点的游击战，但他不得不在1939年逃出巴勒斯坦。英国无情的镇压永久地粉碎了巴勒斯坦的精英阶层。另外，在叙利亚，巴勒斯坦起义的爆发成为大力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大好时机。这一支持网络将使那些渴望实现自身理想和找到解决国家问题最新方案的年轻人政治化，而他们是叙利亚新一轮政治运动的生力军，正在等待着法国委任统治结束后，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不过，在此之前，他们首先经历了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冲突



	［67］
	根据法西斯政权的决定，1934年，意大利巴里广播电台开始为阿拉伯语国家的听众播放宣传和反宣传节目，并伴有音乐和政治评论。这些广播从上午10点30分到凌晨3点定期播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能收听到，范围涵盖了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国家和地区。几个月后，该台也开始用希腊语播出。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无线电战争，轴心国和盟军的无线电台之间互相进行无线电信号干扰，这场战争贯穿了整个“二战”。——译者注


	通过最初的无线电战争，人们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的消息。巴里电台（Radio&nbsp;Barri）和柏林电台（Radio&nbsp;Berlin）向阿拉伯人民广播
	 [image: 根据法西斯政权的决定，1934年，意大利巴里广播电台开始为阿拉伯语国家的听众播放宣传和反宣传节目，并伴有音乐和政治评论。这些广播从上午10点30分到凌晨3点定期播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能收听到，范围涵盖了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国家和地区。几个月后，该台也开始用希腊语播出。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无线电战争，轴心国和盟军的无线电台之间互相进行无线电信号干扰，这场战争贯穿了整个“二战”。——译者注]，鼓励他们摆脱殖民枷锁。然而，1939年的叙利亚人，主要是通过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问题来看待国际谈判的。为了使土耳其保持中立，法国放弃了叙利亚这片领土，并把它割让给了土耳其。更重要的是，战争的谣言与不批准《法叙条约》所引发的制度层面的障碍交织在一起，使得新宪法的施行被搁置。1939年5月，法国政府通过其新代表加布里埃尔·普奥（Gabriel&nbsp;Puaux）决定选择新的政治对话伙伴，于是，新的委任统治政府以执政委员会的新头衔而组建了起来。

	这一转变反映了法国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战争冲突中利用叙利亚。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表现出的好战倾向，德国在欧洲土地上的步步推进，苏联方面模糊不清的态度，使叙利亚这片土地成为法国一个极佳的后方基地。因此，法国当局必须确保它的安定和叙利亚人民的服从。按照惯常的殖民统治模式，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遭到了法国当局的逮捕，并被转移到与土耳其相邻的边境城市卡米什利（Kamishli）的监狱中。除了这一强有力的重新强化控制的举措外，法国当局还制定了在巴尔干地区发动军事行动的计划。即便是1939年9月2日德国闪击波兰这一突发事件，也没有使法国放弃这些准备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几个月里，战争进行得十分有趣，军队随时准备行动，却没有直接面对敌人。随着1940年5月法国前线的崩溃，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在6月的投降，给丹茨（Dentz）将军和他的下属带来了强烈的精神震动。这些远离家乡的职业军人，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戴高乐主义“自由法国”的呼声已经到达了黎凡特海岸地区。然而，在达喀尔战役期间，戴高乐试图从维希法国手中夺取法属西非的行动被维希法军的大炮击退，同时，英国在梅尔斯·凯比尔港（Mersel-Kebir）摧毁了法国舰队，也阻止了法国舰队继续向维希法国集结。由此，一番犹豫过后，叙利亚的法国军官没有选择加入“自由法国”。

	［68］

	维希法国希望加强在叙利亚的统治，并为此攻击那些被指控谋杀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针对法国当局和民族联盟的攻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展开了激烈辩驳，他们指责民族联盟放弃了叙利亚的国家主权。阿卜杜勒的骤然死亡，使得主要与他联系在一起的支持者们四散而去；与此同时，贾米勒·马尔丹贝伊或舒克里·库瓦特利也因受到指控而被迫离开叙利亚，前往伊拉克寻求政治庇护。1940年初，尽管哈希姆君主制政权经历了军事动荡，但是巴格达仍然是阿拉伯主义流亡者们的避难地。在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暂时沉寂了，运动的人数和规模也有所缩减。

	这种情势在1941年上半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过动因在叙利亚外部。1941年4月，在进行了几次尝试之后，四名自称为“金色广场”（le&nbsp;carréd’or）的军队上校、阿拉伯民族主义捍卫者，在巴格达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他们迫使伊拉克摄政王和亲英的大臣们离开伊拉克，主张重新考虑与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关系，并十分乐意迎接著名的巴勒斯坦流亡者，即耶路撒冷的穆夫提来到巴格达。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失败后，这位穆夫提曾来到伊拉克首都避难，在向欧洲秩序发起挑战的过程中，他与伊拉克的新领导人进行沟通并达成了一致。然而，战争爆发时，保持谨慎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在对德国宣战的命令下，伊拉克新政府的领导人盖拉尼（Kaylanî）宣称自己只是上校，并拒绝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在1941年春天高涨的反法西斯浪潮下，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开始直面各条战线上的问题，他担心大英帝国的后方会出现任何哪怕是最为细微的变动。因此，他于1941年5月下令入侵伊拉克。

	在巴黎，德国外交大使奥托·阿贝茨（Otto&nbsp;Obtez）向达尔朗（Darlan）领导的法国维希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德法协议：如果维希政府同意德国军队使用叙利亚的机场来支持伊拉克叛军的行动，柏林就会同意维希政府的某些要求。两国签订的《巴黎议定书》对这些外交决定做了备案。这之后，纳粹德国军队立即向阿勒颇派遣了少量携带军备武器的部队。对纳粹德国来说，在1941年春天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不能再推迟了。面对德意志第三帝国行动的混乱局面，德国针对伊拉克采取了一些举措，但都未能成功赶走伊拉克当地的英国势力。伊拉克的局势吸引了许多叙利亚战士前往那里，如贾拉勒·塞义德（Jalal&nbsp;Sayyîd）或阿克拉姆·胡拉尼（Akram&nbsp;al-Hawrânî）。面对维希法国的这一转变，英国首相丘吉尔计划从法西斯集团手中夺回对叙利亚的控制权，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也希望参与此次行动。

	［69］

	1941年6月，一场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了。维希法国阵营希望正视当前战争局势，避免叙利亚参与到任何战争冲突中，这使得此次战争有可能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得到解决。在盟军阵营正式进攻开始之前，卡特鲁（Catroux）将军受戴高乐所托，根据1936年签订的《法叙条约》宣布叙利亚独立，同时宣布该条约将在战斗结束时生效。由于叙利亚媒体界的严格审查，这一声明没有在叙利亚得到多少回应。6月25日，三支纵队沿着黎巴嫩海岸向德拉和戈兰高地挺进，他们很快到达大马士革，但在占领贝鲁特时遇到挫折，因为那里的抵抗非常激烈。6月底，另外两支纵队向巴尔米拉和阿勒颇开进。1941年7月初，军事行动停止，英国和法国维希政府在阿卡开始了谈判，而戴高乐主义者只是部分参与了谈判。

	戴高乐派的“自由法国”最终控制了叙利亚，叙利亚实际上已经远离“二战”战区。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实施、德国在利比亚沙漠地区的停滞不前，以及土耳其的中立，都意味着叙利亚不可能再次成为“二战”的战场，但叙利亚加入盟国阵营还是引起了地区内的变化。“自由法国”方面必须如期履行未来实现叙利亚独立的承诺，此外，叙利亚成为英国建立的战争部署地，即“中东供应中心”（Middle&nbsp;East&nbsp;Supply&nbsp;Centre，MESC）的一部分。

	［70］

	缓慢的权力交接过程再次开启。1943年，宪法恢复，7月，叙利亚举行了议会选举。民族联盟似乎成了选举中最受人民欢迎的政党。反对党，即阿卜杜勒·拉赫曼·沙赫班达尔领导的政党，在其领导人于1940年被暗杀后销声匿迹。在叙利亚民族联盟党内部，舒克里·库瓦特利控制了该党的财政，从而形成了新的党内力量平衡。他可以更轻易地控制民族联盟内部的候选人，并设法使他自己在首都的候选人名单上居于前列。此外，民族联盟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也有利于库瓦特利宣传自身作为国家“元老”（原文为拉丁语表述：primus&nbsp;inter&nbsp;pares）的地位。在根据宪法规定召开的国民议会任命总统的会议上，舒克里获得了多数选票，正式当选为叙利亚总统。

	［71］

	随着叙利亚正常政治生活的恢复，就像1918年的情况一样，党派组织激增，法国当局将这些党派分为极端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和温和派，前两种一般是反对与法国有任何联系的派别，而另一种则指那些宣称伊斯兰教教义是对抗殖民者的武器的派别。这些党派组织大都聚集了数百名支持者，更多是俱乐部式的，而非有组织的政党形式。他们的出现，显示出叙利亚人是如何通过恢复宪法自由来复兴公民运动的。

	［72］

	多年的战争对叙利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建立的中东供应中心必须协调运输和生产之间的关系，以防止进一步的粮食短缺和潜在的社会骚乱。这个机构很好地履行了职能，成功取代了战前行政机构的位置，但它无法在叙利亚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这导致叙利亚出现了地区间的物价差异和偶发的物资短缺现象。于是，此时叙利亚的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种双重现象：一方面，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此数据为事后重新计算）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工业和农业生产也在加速发展，这一增长是盟军士兵对地区生产需求旺盛的结果，然而，资本却不能投入生产之中；另一方面，高通胀和市场失衡给城市工人和农民造成了损失。1944年战争结束时，人们组织了反对高物价的示威活动。不过，战争还是给叙利亚留下了第一次有组织地发展经济的经验和投入生产活动的资本。

	［73］

	叙利亚的政治情形随着战争的进展而发生变化。直到1944年，“自由法国”一直在就叙利亚主权的移交同叙利亚新政府进行谈判，但却将谈判同叙利亚首都地区的解放强行联系在一起，他们也拒绝将特别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叙利亚政府，这给双方的谈判制造了障碍。与此同时，叙利亚作为一个国家，成了国际社会中的新成员，一个由法里斯·库利率领的外交代表团前往旧金山（San&nbsp;Francisco）参加国际会议，另一个由马尔丹贝伊率领的代表团则前往开罗，同埃及协商建立阿拉伯联盟（la&nbsp;Ligue&nbsp;Arabe）的事宜。由此，一个悖论形成了：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独立主权的叙利亚，因国际联盟的授权而从属于法国，但是国际联盟此时已经不复存在。直到1944年，叙利亚才因为美国和苏联政府的承认，获得了真正的独立。

	［74］

	在这种局势背景下，1945年春天，法国开始在叙利亚进行驻军换防。人们立即按照“一战”时的惯常模式解读这一消息——如果法国往叙利亚派遣新士兵，那就说明法国想继续维持其在叙利亚的殖民统治。因此，只有发动起义才能阻止法国在叙利亚重建其殖民统治。很快，叙利亚军队及其军官发动了起义，紧随其后的是大马士革和哈马的人民。这两场运动的结合，加上在叙利亚不同地区发生（远至代尔祖尔）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使得叙利亚的局势一度失控。法国高级专员对此实行一贯的镇压手段——下令开火镇压这些起义和罢工游行示威运动。在1945年5月28日至29日的两天时间里，大马士革再次遭到轰炸，叙利亚国民议会会址被大火烧毁，国家政要们躲进了外交办公室。美国大使打开了家门，他的政府则加入了英国政府的阵营，共同批评法国对叙利亚的暴力行径，认为这样有可能会把阿拉伯世界推向盟军的对立面。

	1945年5月30日，英国政府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法国士兵再不返回军营，英国军队将不得不向其开火。由于无力改变这种局面，法国政府屈服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种部队的控制权被移交给了叙利亚当局。在美国、英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各方的共同保护下，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舒克里·库瓦特利批准并宣布了法国军队撤出叙利亚的时间安排。1946年4月17日，自1920年抵达叙利亚的法国军队的最后一名士兵撤离了叙利亚领土。

	在叙利亚历史上，最令人感到意外的阶段是1920—1946年。在此期间，叙利亚立宪运动在费萨尔的领导下组建了政府，但法国根据“一战”结束时签订的国际协议内容，占领了叙利亚这片在其殖民计划之外的土地。法国占领叙利亚后——至少是在表面上占领，就开始在叙利亚致力于行政、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使之成为法兰西殖民帝国新的一部分。然而，反复爆发的争斗和起义，很快证明了“一战”后的殖民秩序不过是殖民统治者们强烈的自负。他们必须找到其他控制和管理殖民地的方式。叙利亚以法国政治制度为蓝本而制定的叙利亚宪法，建立起了一种新型代议制国家制度。这种新制度，除了得到“一战”前公民运动支持者的拥簇以外，叙利亚的显贵大家族也在其中再次投入了政治资本，并通过议会加强了他们在各地方的政治网络和权力。这些显贵家族通过利用国家建立后产生的现代政治工具，以及参与民族斗争，确保了再次实现对国家的控制。这场争取国家独立的战斗，也将他们与以前被城市世界边缘化的其他组成部分联系在一起，比如德鲁兹人，他们的领袖苏尔坦·阿特拉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叙利亚抗法斗争的一个鲜活例子。组建、重构，以及最终出现的新叙利亚，这一系列过程使得一个国家在其被重新分割的领土上宣布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叙利亚的精英们此时也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赋予过去的斗争以追求独立的意义。








第六章




独立后的叙利亚（1946—1963）



	［1］

	1946年4月17日，舒克里·库瓦特利在叙利亚总统府的阳台上就座。在这个盛大庄严的日子里，在最后一名法国士兵离开叙利亚土地之际，他作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发表了全国讲话。54岁的他见证了这场叙利亚人民反对外国占领的长期斗争的胜利。他充满自豪地陈述了独立斗争的结果和叙利亚作为国家面临的挑战：在结束法国的殖民统治之后，我们必须建设这个国家，以确保国家的全面发展。他的演讲内容概括了关于叙利亚国家独立的承诺：国家主权必须为导致人民和国家在殖民统治下衰落的困境找到出路。此外，通过纠正过去存在的问题，建立起完全多元化的代议制，叙利亚的所有组成部分就能共同组建成为一个强国。这是叙利亚历史上的转折时期，因为这个新生国家正在经历去殖民化的历史进程。

	舒克里总统的这次演讲极具表现力：总统希望通过在演讲中叫出祖国名称的方式，来宣布叙利亚这个新国家的诞生；通过回顾叙利亚的过去和未来，他对叙利亚的历史进行了重构，从而使自己和叙利亚统治精英的政治地位合法化。更普遍地说，对国家独立的讨论意味着对国家主要历史的重新建构。这种重构下的历史观认为，叙利亚人民恢复其主权，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人民的主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在过去的历史中遭到了长久的侵犯和践踏。这种对国家历史的重构，将这段历史时期纳入同一历史解读机制中，而在这一历史解读机制中，叙利亚在重获主权自由之前受到了外来殖民势力的奴役。这种历史观点在去殖民化时期相对来说是比较普遍的，不过这也使得国家的精英阶层无法对他们将要治理的国家的本质进行过多讨论。

	［2］

	叙利亚的独立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它还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叙利亚的法律体系正在迅速发生变化。1946—1963年的历史，是一段叙利亚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外交领域探索和确立国家主权的历史。经历了同法国殖民统治的长期斗争之后，叙利亚的一切都百废待兴。

	这项建设国家的任务并没有什么既定计划。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受到法国殖民势力的掣肘，新生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可以让自己的政策施行下去。另外，大家族和显贵们能否在国家中成为重要的政治角色，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外国势力和叙利亚地方势力两方力量之间进行政治平衡与调解的能力。因此，叙利亚的地方势力在这种博弈中受到了挑战和质疑。此外，如果叙利亚的政治人物继承了前代的那部宪法，就将不得不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动荡，而这些动荡是由卫生健康事业的改善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叙利亚的政治人物致力于向人民兑现实现国家独立的承诺，却不一定有办法了解国家当前的现实情况。

	［3］

	这一历史时期在叙利亚和外国史学界的研究中长期受到贬损。鉴于独立后发生的历史事件、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出现、独裁统治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这一时期被人们一再解读和重构。从那个时候起，根据人们对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解读，这段历史成了叙利亚殖民时代的“替代品”，人们普遍认为，此时期的统治者只不过是外国势力温顺的奴仆；抑或被解读成是腐败统治。围绕这一时期的两大重要历史事件——法国的委任统治和复兴党政权的影响，使得这段历史被人们遗忘了将近40年。

	［4］

	进入21世纪后，一切都改变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那代人，大家族的继承人，甚至是阿拉伯复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消逝了。随之而来的是多部自传体作品的问世，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向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氛围，以及这个时代在复兴党独裁统治以外开辟的多种国家发展道路。无论是阿克拉姆·胡拉尼（Akram&nbsp;al-Hawrânî），还是阿德南·萨阿德·阿尔丁（’Adnân&nbsp;Sa’ad&nbsp;al-Dîn），他们笔下数千页的文字照亮了叙利亚历史的新纪元。此外，他们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地的社会需求。在被遗忘的时代之后，2000年之际，20岁的年轻一代渴望了解他们童年时经历的那段被人们遗忘的沉默时期。就连政府官员也无法容忍这种重新解读，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书商此前被禁止公开发行的作品又被允许重新公开发售。

	［5］

	这种反对历史重新解构的态度反过来又产生了其他对该段历史的陈见。忽然间，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成了叙利亚历史上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公民和民主自由制度，赋予了国家公民所有相关的政治权利。

	我们需要在这两种极端的历史认知之间，重构叙利亚实现独立的综合动力。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获得各种成就的时代，这一时期，叙利亚正在转变为一个地区参与者、社会革命的推动者和冲突问题的解决者。


一个新生的国家？



	［6］

	1946年，叙利亚有300万人口，有两个中心城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中心城市各有50万人口。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其农产品都先流向城市，再销往周边辐射地区。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国内的工商业家族在“二战”期间积累的财富，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资本，从而产生了采用现代化学技术的机械化种植业。广布在贾兹拉地区的棉花种植园，开启了叙利亚的“白色黄金”种植业。此外，由于土地迅速集中在大地主手中，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铺就的国家道路网也经历了新的调整。

	［7］［8］

	除了充满发展活力，但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经济平衡的农业部门之外，城市同农村地区之间仍然通过高利贷式的土地租赁维持着一贯的主导和被支配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同时也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促使人口快速增长，进而产生了土地竞争。早在1948年，叙利亚议会就有关于农村人口外流和城市新定居者定居问题的讨论记录。与此同时，传统的部落关系较之以前变得松弛了，由此产生的对土地和由土地产生的利润的渴望，加剧了弥漫在叙利亚农村地区紧张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是由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引发的。
	叙利亚国家领导人，两次担任叙利亚国家总理与叙利亚国家外交和侨民部部长，20世纪40年代担任叙利亚国民议会主席。——译者注


	20世纪40年代，国家独立并没有给叙利亚各城市带来什么重大变化。然而，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政治制度的创建，强化了城市在国家中的优势地位。叙利亚实行的是议会制，并分别在1943年和1947年进行了两次议会选举。两级选举的实行对来自城市的精英阶层代表更为有利。据此，城市大家族能够派一名家族代表为了家族利益而参加议会。独立后的第一届叙利亚政府的构成情况，反映了大马士革-阿勒颇对国家的双头垄断：共和国总统是来自大马士革的舒克里·库瓦特利，叙利亚国民议会主席是来自阿勒颇的萨阿达拉·贾比里（Sa‘ad&nbsp;Allah&nbsp;Jabrî）
	 [image: 叙利亚国家领导人，两次担任叙利亚国家总理与叙利亚国家外交和侨民部部长，20世纪40年代担任叙利亚国民议会主席。——译者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政治局势，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在叙利亚的形成。

	［9］［10］
	叙利亚重要国家领导人，叙利亚著名政治家，曾五次出任叙利亚国家总理，并于1941年4月4日至1941年9月16日间代理叙利亚国家总统一职。——译者注


	独立后，叙利亚的国家权力金字塔发生了变化。国家议会由那些拥有支持者的议会代表们控制，在民族联盟的组织框架内，人际关系将各扎伊姆们相互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库瓦特利总统俨然成了国家“元老”，他凭借对民族联盟资金流动的控制，建立了个人的政治基础，为自己赢得了国家总统的位置。他像哈立德·阿兹姆（Khâlid&nbsp;al-’Azm）
	 [image: 叙利亚重要国家领导人，叙利亚著名政治家，曾五次出任叙利亚国家总理，并于1941年4月4日至1941年9月16日间代理叙利亚国家总统一职。——译者注]那样，他要求议会代表们忠于他。作为回报，他利用国家的拨款和其他方面的资源来帮助代表们实现在自己选区内的项目。由此，叙利亚形成了这种“以物易物”式的制度：议员们接受其政党在外交政策、投资等方面的统一立场，反对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国家政治就此失去了约束力，而是对领袖和代表双方都有利。通过这种馈赠和回赠的形式，叙利亚的议会制度在全国得以贯彻实行。

	［11］

	国家独立赋予了一些机构以新的重要意义。议会代表们负责为国家创建新的立法框架。1946年，《劳工法》在工会的积极推动下进行了修正，一项关于军队组织的法案也先后经历了提出、讨论和放弃的过程，议会中关于海关、税率和税收的辩论更是进行得异常激烈，关于拉塔基亚海港扩建的初步研究业已开始。这几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新的国家当局是如何利用手中的特权来对这个新国家进行改造的，也即如何赋予她完整的主权。在进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有三个领域相互冲突：货币、国家在国际组织中保持独立，以及国家权力平衡。

	［12］

	第一个问题涉及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二者的货币共同利率决定的，正是这些共同利率使独立后的叙利亚选择继续留在法郎区，而法国在实施其货币政策时却不会征求叙利亚方面的意见。脱离法郎区货币同盟，不仅意味着实现国家独立，也意味着同黎巴嫩这片被认为是最后一块法国殖民者分割去的叙利亚领土的分离。1946—1950年，叙利亚向黎巴嫩运送小麦和石油、关税收入的分配、货币问题，成为黎巴嫩和叙利亚关系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叙利亚和黎巴嫩渐行渐远，互相指责对方的不近人情。最后，在1948年初，叙利亚单方面退出了法郎区，发行了自己的货币。1950年，又宣布废除叙-黎双方的货币共同利率。

	［13］

	叙利亚的双重身份，即作为一个阿拉伯省份和一个独立国家，造成了其在外交关系上长期处于紧绷状态。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阶层一致支持叙利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因为这是国家独立和国际平等地位的保证。例如，叙利亚正在努力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加入条件。另一方面，其他国家议题却引发了国内各界更多的争论。

	叙利亚政治界因其参与的国际阿拉伯主义运动而四分五裂。1946—1947年，三种政治倾向相互对抗，形成了“二战”后的五大外交潮流。对一些人来说，叙利亚与外约旦地区（“大叙利亚”地区）或伊拉克（“新月沃土”地区）的合并将是阿拉伯世界统一的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前一种方案的支持者与外约旦地区关系密切，而后一种方案的支持者则与伊拉克领导人关系密切。对另一些人来说，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只能通过所有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实体的联合来实现，而阿拉伯联盟则为这种联合提供了框架。在这种框架内，每个国家实体的独立都将成为阿拉伯联盟的基础，这种形式可以对抗前述两种政治倾向的发生。最后，还有一部分叙利亚人支持另外两种创建阿拉伯联盟的方式，一种是围绕穆斯林大会，即乌玛的联合；另一种是围绕沙姆地区，即阿拉伯西奈半岛的托罗斯山区联盟，但其中并不包括贝都因人和那些被同化了的穆斯林群体。

	这些不同的政治倾向在各社会政治团体中造成了诸多分歧。人们很快就发现，来自霍姆斯和阿勒颇的民族联盟的大多数成员，如哈希姆·阿塔西，都表示支持“伊拉克方案”。与此相反的是，苏尔坦·阿特拉斯并没有拒绝“大叙利亚方案”，这令来自大马士革的共和国总统舒克里·库瓦特利感到不安。在阿拉伯主义运动中，各方意见与倾向的对立，往往与地区关系、个人的过往经历或者经济方面的政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不过，来自阿勒颇的议会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比来自大马士革的代表们更加强烈。

	［14］［15］［16］

	在1947年的议会选举前，上述的所有政治分歧似乎都被暂时搁置了，议会选举必须为叙利亚人发声。其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平衡。首先需要确定的是首都大马士革的中心地位。外围地区可以向中央派出代表，但他们自身不能获得任何自治权。大马士革当局就是以这种分裂国家的名义，逮捕并处决了以捍卫阿拉维山脉地区自治权而闻名的阿拉维派宗教人物苏莱曼·穆尔希德。随后，内政部长的兄弟、民族联盟主席阿迪尔·阿兹米（‘Adil&nbsp;al-‘Azmih）被派往阿拉维地区担任拥有广泛权力的省长，从而终结了该地区的自治。上述阿拉伯地区的变化在德鲁兹山区引发了更为复杂的动荡，使得围绕其领导人舒克里·库瓦特利的民族联盟内部关系更加紧张。苏尔坦·阿特拉斯质疑舒克里的统治地位，并要求在自己的领地上获得更多的地方自治权。鉴于德鲁兹地区在1925年起义中的作用，中央政府显然无法指责他们为新殖民主义或在搞国家分裂。然而，阿拉维和德鲁兹这两个地区对自治的要求，也使得其他候选人站出来，要求削弱库瓦特利的代表性。

	［17］

	叙利亚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此次选举将对议会进行新一轮的革新和重组。选举出的议会将负责为叙利亚选举出新总统，因为宪法只规定了这一项授权。很快，舒克里·库瓦特利公开宣布他希望再次担任总统。与黎巴嫩一样，此次选举的重点是进行宪法改革。

	［18］［19］

	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也是第一次没有外国士兵在场的选举活动，这也意味着，新的政治团体会组建起政党来参加竞选。1947年4月，叙利亚文化界的一群年轻知识分子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复兴党（PartiBaath）。萨拉赫丁·比塔尔（Salâh&nbsp;al-Dîn&nbsp;Bîtâr），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nbsp;Aflaq），以及萨米·容迪（Sâmîal-Jundî）和贾拉勒·塞义德（Jalâlal-Sayyid）在大马士革会面，成立了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组织，并将其扩展到整个阿拉伯世界。该组织以从原殖民地分离而独立出来的阿拉伯国家为单位，各阿拉伯国家派出代表，在召开国民大会（watâni）期间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该组织的基本准则是“团结”“自由”和“社会主义”。这三个口号反映了一个更为整体性的革命目标：道德革命，即以阿拉伯主义的名义发起革命（inqilâb），以重建土耳其和欧洲占领之前，父辈时期的那个伟大的阿拉伯国家。

	［20］［21］

	与此同时，其他政党也出现在叙利亚的政治舞台上。民族联盟分裂为两个派系（国民党和人民党），造成双方分裂的分歧主要有四点：一是来源地的不同（来自大马士革或者阿勒颇的支持者）；二是支持还是反对现任总统库瓦特利；三是主张严格遵守当前共和国宪法还是对宪法进行修正；四是外交上对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开放，还是对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开放。国民党（hizb&nbsp;watanî）继承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的遗产，而人民党（hizb&nbsp;al-sha’ab）结合此时叙利亚人民新的愿景和战后的自由主义激情，凝聚起了像马鲁夫·达瓦利比（Ma‘rûfal-Dawâlîbî）这样的叙利亚青年一代。马鲁夫于20世纪30年代末进入叙利亚政坛，在前往巴黎继续学业之前，他曾与法国在阿勒颇的统治当局进行过斗争。因而，他成为叙利亚学生界的代表。叙利亚独立后，他回到叙利亚，与年轻的逊尼派神职人员建立了联系。这标志着叙利亚政界的更新换代。

	［22］［23］

	除了上述这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以外，此时的叙利亚还有其他人数更少的少数派政治团体。在叙利亚的穆斯林圈子里，之前去往开罗的叙利亚学生回来了。在他们看来，阿拉伯世界的乌玛必须团结起来，回归伊斯兰教的原始戒律，重建伊斯兰国家。1947年，他们宣誓效忠哈桑·班纳（Hassanal-Banna），创立了穆兄会的叙利亚分支机构。但是，他们并没有以这一身份参加国家议会选举。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成为议员，并在议会中提出了保守倾向的社会主张。同时，其他议会代表则呼吁在叙利亚建立独裁政治，比如费萨尔·阿萨里（Faysal&nbsp;Asalî）领导的叙利亚合作党（Parti&nbsp;Coopératif&nbsp;Syrien）就用法西斯的徽章作为本党的标志。叙利亚社会民族党最终通过选举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只有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因为刚刚成立，而被禁止参加正式选举。

	［24］［25］［26］

	于是，1947年的议会选举在叙利亚的大城市中变得高度政治化了。然而，新的候选人并不熟悉选举规则。因此，叙利亚国民党在叙利亚宪兵队、地方权贵和政府代表的政治操作下，在几乎没有任何选举舞弊的情况下，轻松赢得了选举。正如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叙述1848年法国历史时所指出的那样，赋予民众投票权并不意味着对行动和言论自由的解放。在新的国家政党队伍中，充满了对社会道德腐败的失望和谴责。在不考虑政治舞弊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这一选举结果确是经历了投票流程的产物：在农村和城市各个社区，地区领导人和地主们想方设法维持他们对当地的控制。就如《日子报》（Al-Ayyâm）中所提及的，在必要的情况下，武装人员可以围住投票站，以确保投票“顺利”进行。

	［27］［28］

	因此，总的来说，除了一些零星发生的暴力冲突外，此次议会选举结果反映的是总统舒克里·库瓦特利的个人政治资本清单。这其中，德鲁兹山区尤为突出。在中央政府的压力和发生动乱的风险下，投票流程被推迟了。很快，德鲁兹地区发生了暴动，此次暴动同半个世纪前的德鲁兹农民起义在形式上没有什么区别。这一次，大马士革中央同样派出了军队进行镇压，而总统则在该地区对准军事部队进行训练。此次暴动中，随着苏尔坦·阿特拉斯流亡海外，德鲁兹地区的局势首次稍稍得到了平息。新选举的议会因此次动乱而受到了损害，总统的支持者和阿特拉斯的反对者很快在议会中占据了席位，但大马士革中央政府这种直接干预地方的做法，也使得所谓“德鲁兹问题”悬而未决。德鲁兹人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曾在1925年的起义中团结一致，这两片土地也在1937年合并，但德鲁兹地区的起义活动重新点燃了地方分裂的火焰。

	［29］
	布鲁丹会议于1937年和1946年各举行过一次。1937年9月，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在叙利亚的布鲁丹举行会议，强烈反对犹太人建国。1946年的布鲁丹会实则是这一年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在开罗举行），讨论的是英美调查委员会迁移10万犹太人至巴勒斯坦的计划。——译者注


	1947年底，新选出的叙利亚国民议会召开并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库瓦特利总统成功获得连任。总体而言，这两件事情的完成使得共和国政局更为稳定，独立英雄们也兑现了他们当初对抗法国的承诺。但是，库瓦特利刚刚再次当选，就把议程集中在了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巴勒斯坦内战。自1946年布鲁丹会议
	 [image: 布鲁丹会议于1937年和1946年各举行过一次。1937年9月，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在叙利亚的布鲁丹举行会议，强烈反对犹太人建国。1946年的布鲁丹会实则是这一年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在开罗举行），讨论的是英美调查委员会迁移10万犹太人至巴勒斯坦的计划。——译者注]以来，阿拉伯国家就明确表示，他们拒绝接受在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并将对此发起军事干预。但对叙利亚来说，来自其南部地区的冲突可能会导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正式占领大马士革以进行保护，这实际上是在实现他的“大叙利亚计划”。因此，舒克里·库瓦特利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是在叙利亚一步步走向一场非常古怪的战争情况下开启的。
	一位有土耳其血统的叙利亚库尔德人，1930年被任命为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叙利亚军队军官。1949年12月2日发动军事政变后，兼任叙利亚总统和政府总理，左右叙利亚政局直至1954年被推翻，1964年9月27日在巴西被暗杀。——译者注

	叙利亚政治家，在叙利亚广泛的民粹主义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拉伯社会党及之后的阿拉伯复兴党的重要成员，曾在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内部担任多个要职。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期担任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后因为不满纳赛尔对叙利亚复兴党的镇压，转而支持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运动。复兴党分裂后，1962年离开复兴党，与其支持者重新建立阿拉伯社会党。1963年复兴党政变后，他离开叙利亚，到黎巴嫩生活，政治影响力也随之下降。此后在黎巴嫩生活，直到1966年去世。——译者注


	1948年的第一个季度，经过了两次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问题成为叙利亚面临的现实。由犹太人依舒夫（yishuv）*组成的哈加纳（haganah）*军在加利利、雅法和特拉维夫周围地区发动的军事进攻，使得大量难民大规模地撤离。战争时期常见的大批逃离暴力冲突的难民们纷纷来到叙利亚南部，在斯贝内赫（Sbeneih）和内拉布（Neyrab）的废墟附近安顿下来，并于不久后来到首都大马士革南部的郊区地带。当下的局势，反映出叙利亚政治话语中的痛苦和困境，更引起了群众的愤怒。叙利亚各城市举行第一次抗议活动，这加重了执政者们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在法乌斯·库瓦齐领导下的志愿军的加入，加强了阿拉伯世界前线的力量。由年轻军官组成的非正式的阿拉伯解放军（jaysh&nbsp;al-inqaz），如阿迪布·希沙克里（Adîb&nbsp;al-Shîshaklî）
	 [image: 一位有土耳其血统的叙利亚库尔德人，1930年被任命为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叙利亚军队军官。1949年12月2日发动军事政变后，兼任叙利亚总统和政府总理，左右叙利亚政局直至1954年被推翻，1964年9月27日在巴西被暗杀。——译者注]，以及像如阿克拉姆·胡拉尼（Akram&nbsp;al-Hawrânî）
	 [image: 叙利亚政治家，在叙利亚广泛的民粹主义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拉伯社会党及之后的阿拉伯复兴党的重要成员，曾在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内部担任多个要职。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期担任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后因为不满纳赛尔对叙利亚复兴党的镇压，转而支持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运动。复兴党分裂后，1962年离开复兴党，与其支持者重新建立阿拉伯社会党。1963年复兴党政变后，他离开叙利亚，到黎巴嫩生活，政治影响力也随之下降。此后在黎巴嫩生活，直到1966年去世。——译者注]，纷纷离开议会奔赴前线。这批年轻军官们因信仰投入战斗，但却没有因此而得到叙利亚政府的物质支持。

	［30］［31］

	1948年5月15日，当大卫·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国时，叙利亚周边地区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阿拉伯武装部队立即进入巴勒斯坦，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派出了大约6000名士兵的特遣部队，但这些部队的重型装备都很差。很快，这场阿以冲突就演变为一场时而休战、时而交战的地区冲突，在休战阶段，冲突各方都在寻求新的武装力量，并努力提高其外交地位。不可否认的是，叙利亚士兵成功坚守住了他们的阵地，但在加利利地区却难以继续向前推进。阿拉伯各国之间缺乏统一作战协调、主要军事力量被牵制在豪兰平原地区、武器购买方面的财政贪污以及军队的政治指挥方面的困难，都是造成阿拉伯联军军事进展缓慢的原因。在大马士革，军事行动开始的3周后，叙利亚战争部长沙拉巴蒂（Sharâbatî）辞职，国民议会主席贾米尔·马尔丹贝伊接替他的职位，继续负责此次军事行动。在城市内部，社区议会被组织起来，以统筹安排军事行动和后方工作。

	［32］［33］
	叙利亚军官和库尔德政治家，曾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一名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法国军队的一名军官。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任叙利亚国家总参谋长，奉命率领叙利亚军队与以色列军队交战。1948年阿以战争中，阿拉伯联盟军队的失败震撼了叙利亚，削弱了人们对该国混乱的议会民主的信心，这使他在1949年成功夺取了政权。然而，他作为国家元首的统治是短暂的，在几个月后就被处决。——译者注


	然而，以上的一切都无济于事。1948年10月，军事行动恢复后，阿拉伯的主力部队进入了以色列国防军（Tsahal）营地。到当年11月底，叙利亚政府以及埃及、约旦和黎巴嫩政府都表示希望停战。这个消息于12月2日抵达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立即爆发了大规模的街头集会。在选举中失利的政党活动家们进行会面和讨论，并领导了一场基本上是自发的政治运动。不久，大马士革当局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无法控制当前局势。12月3日晚上，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Husnîal-Za'îm）
	 [image: 叙利亚军官和库尔德政治家，曾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一名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法国军队的一名军官。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任叙利亚国家总参谋长，奉命率领叙利亚军队与以色列军队交战。1948年阿以战争中，阿拉伯联盟军队的失败震撼了叙利亚，削弱了人们对该国混乱的议会民主的信心，这使他在1949年成功夺取了政权。然而，他作为国家元首的统治是短暂的，在几个月后就被处决。——译者注]担负起了恢复国家秩序的责任，在两天内完成了这一任务。自1947年以来担任叙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并于1948年5月开始担任战争部长的贾米尔·马尔丹贝伊，不得不在此次政治运动中引咎辞职，这也是他本人政治生涯的结束。在经历了几天的内阁危机后，哈立德·阿兹姆受邀组建新政府。他在1949年1月宣布开始在叙利亚实行改革，以使国家实现现代化，叙利亚国家议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确定谁应对此次阿以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负责。议员阿萨利立即指责胡斯尼·扎伊姆为恢复统治秩序的所作所为。然而，这种试图恢复政权的尝试是徒劳的。


战败后的叙利亚



	［34］［35］

	1949年3月31日，大马士革在遍布大街的坦克中迎来了她的清晨。到了晚上，胡斯尼·扎伊姆调动军队占领了首都的主要建筑。他的军队立即逮捕了共和国总统和议会主席。接着，政变者发布了第一份公报，公报指出了过去一段时期国家经历的失败、政府对国家和军队的背叛，以及此次军队采取行动是出于对建立国家新秩序的渴望。政变基本上是成功的，因为库瓦特利政府让人们累积了太多不满的情绪。不过，胡斯尼·扎伊姆并没有立即宣布他的政治意图——建立一个考迪罗式的军事政权，成为一名独裁总统。在此之前，他曾寻求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与伊拉克有过接触，然后又在4月底通过阿拉伯联盟秘书与埃及接触。他还得到了美国和法国的支持。

	［36］

	之后，胡斯尼提出了一项规模庞大的政治改革方案，呼吁叙利亚国家的发展，这意味着首先需要解决叙利亚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从伊拉克到叙利亚的石油输送管道问题。他恢复了与以色列的谈判，在罗得岛达成了与以色列的停战协定，并在靠近提比里亚湖的前线地带建立了一个非军事区——这里是诸多紧张局势的发源地。他希望利用这些外交成就来为自己获得资金和物质支持。
	叙利亚政治家和军官，此时为胡斯尼·扎伊姆的同事，于1949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胡斯尼·扎伊姆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军政府统治，后于1950年10月31日在贝鲁特被他之前推翻的胡斯尼政府总理穆赫辛·巴拉齐的堂兄谋杀。——译者注


	但胡斯尼·扎伊姆几乎没有时间完成他的这些政治计划。6月，他通过公民投票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的新总统。他的当选受到共和国其他政治团体的蔑视，在共和国老一辈政治家和军官团体中，对他的不满情绪成倍地增加。这时发生的一个事件加速了他的倒台。在胡斯尼·扎伊姆的邀请下，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领袖、颇具威信的领导人安东·萨阿德来到大马士革寻得政治庇护。由于黎巴嫩政府方面的不满和愤怒，安东很快被秘密地移交给黎巴嫩，并很快在边境被捕并被处决。安东·萨阿德的死在叙利亚军队中引起了骚动，因为军队中有一部分人支持他的政治思想。各方不满情绪的汇合加速了胡斯尼·扎伊姆政治生涯的终结。8月14日晚，他和总理一起被捕，两人都被处死。新领导人萨米·辛纳维（Sâmîal-Hinnâwî）
	 [image: 叙利亚政治家和军官，此时为胡斯尼·扎伊姆的同事，于1949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胡斯尼·扎伊姆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军政府统治，后于1950年10月31日在贝鲁特被他之前推翻的胡斯尼政府总理穆赫辛·巴拉齐的堂兄谋杀。——译者注]表示，他将把国家权力交还给人民。

	胡斯尼·扎伊姆的倒台为叙利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人们呼吁召开新的制宪会议。过渡政府中的所有政治派别（包括米歇尔·阿弗拉克）都认为法国人留下的基本法存在缺陷。叙利亚政治舞台上为期两年的动荡时期开始了。一方面，各政治派别满怀热情地加入政治讨论，参加政治选举。其中，那些指责政府当局拒绝流亡的前总统库瓦特利归国的叙利亚国民党的老党员们，却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在1949年12月选举产生的议会中，人民党占相对多数，当然，新议会也包括许多其他政治团体，其中就有一名复兴党代表，以及三名穆兄会代表组成的伊斯兰社会党。

	［37］

	新选出的议会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讨论：“共和国”的含义是什么？人民的基本权利都有什么？国家当局可以享有什么样的特权？针对这些问题，一部以“自由”而闻名的宪法诞生了，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的分立，由一院制的议会、有任期限制的民选总统组成，人民享有普选权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权利，如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另一方面，议会对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比如，伊斯兰教在国家中处于何种位置？总统是否必须为穆斯林？最后，伊斯兰教被确认为国教，但没有说明这一地位的价值所在。

	虽然关于宪法问题的讨论很重要，但议员们也就其他社会问题进行了讨论。诸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国家现代化，比如拉塔基亚的港口建设、阿勒颇的引水系统工程、土地改革和同贫穷农民共享国有土地，以及特许经营企业的国有化改革，这些举措都是议会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事实上，叙利亚的国家立法机构，以及此时叙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面貌，都是在议会讨论中形成的。

	［38］［39］

	然而，此时的叙利亚依然无法迎来一个平静的时代。与之相反的是，军队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分歧使得军方再次采取行动。在军队内部，一系列的谋杀削弱了军官们的力量。在宣布与伊拉克结盟后，新上任的叙利亚参谋长阿迪布·希沙克里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当前政府集体辞职。此外，独立后的叙利亚，政府的执政非常不稳定。从1949年8月到1951年12月，叙利亚前后经历了八届政府的更迭。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局势对叙利亚未来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反映出围绕着巴以冲突中对于叙利亚失败的独特解读，关乎叙利亚错综复杂的内部和外部政策问题：叙利亚在巴以冲突中的失败，在内部是由于国家实力和军备方面的不足，在外部则是由于获得的国际支持的不足。

	［40］［41］［42］

	对武器装备方面的研究与国家实力的提高是齐头并进的。国家需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出努力，以壮大实力，使得国家能够利用其资源来面对任何逆境。但是，在缺乏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就需要寻求外国合作伙伴的支持。自1948年战争以来，西方大国一直对叙利亚实行武器禁运，并在1950年重申了这一政策。作为回应，叙利亚外交部长马鲁夫·达瓦利比表示，叙利亚已经准备好寻求东方大国的支持，而不是成为西方国家的走狗。这一立场得到了穆兄会等政治团体的支持。以色列对提比里亚湖边界的侵袭活动仍在继续，该水域地带仍处于共同主权的状态之中。在此背景之下，在东方，朝鲜战争爆发了。对此，叙利亚人感到震惊和恐惧，他们担心为阻止苏联终将爆发战争，而叙利亚将成为战场，但这个国家却没有任何武器装备。在美苏冲突的国际大环境之下，叙利亚需要采用一种战略——秉持必要的中立立场。

	［43］

	除了与冷战局势相关的冲突之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斗争也仍在继续。参谋长阿迪布·希沙克里在没有得到议会授权的情况下，于1950年2月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笔60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这一举措打击那些支持与伊拉克和解的人的力量。同时，它还展示了一个政府官员是如何在议会及时采取行动，以纠正某些方面的变动的同时，又在官方框架之外发挥强有力的政治影响的。这也允许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日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由那些被剥夺工会代表资格的公务员们发起的罢工运动。同时，政府还必须对那些震动了叙利亚农村地区的无声反抗做出回应。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以来，乡村世界的发展变化充满了各种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机械化种植的推广和农业资本的投入，使一些地区，如贾兹拉地区，成了土地开发的先锋地带。建设与完善灌溉设施，扩大小块土地的面积，以使其更为有利可图，都是土地开发过程的一部分。叙利亚的土地开发过程，与我们在南美洲的大庄园看到的情况大不相同：农业资本主义和生产主义的出现，为阿勒颇到霍姆斯的工业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土地经济价值的增长，促使大地主在负债的个体农民破产时更为积极地购买他们转让出去的土地权利，从而扩大土地占有面积。因此，农业工人的贫困化与乡村世界的日益富裕联系在一起。此外，“二战”后卫生条件的改善，加上各地区内医生和诊所的出现，促使人口数量显著增加。人们对土地的渴望随之也不断增长。所有这些情况，都成为乡村地区发生暴力事件的重要条件。

	［44］［45］

	大地主周围都是真正的私人警卫，以确保他们的土地权利得到尊重。另一方面，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和教师根据议会制定的激励政策进入乡村地区，在国家现代化的名义下，推动学校、医院和灌溉系统的发展。自由职业者往往来自进步主义的政党或那些容易接受进步主义思想的政党团体，主要为复兴党党员、共产主义者、“胡拉尼分子”。其中，“胡拉尼分子”以哈马的政治领袖阿克拉姆·胡拉尼的名字命名，阿克拉姆的个人政治生涯也建立在保护农民利益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上。以上这些自由职业者都支持和保护农村青年一代的利益。他们鼓励乡村地区小贵族的儿子移居到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这些移居到城市的青年人，又为乡村中组织分散的抗议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框架。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乡村地区的各种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且形式多样：从拒绝纳税或缴纳租金到攻击收税者，从夜间逃往城市到占领社会公共设施。这种情况反映出国家存在的一种潜在的暴力，且这种暴力倾向与乡村地区农民运动所取的进展并行不悖。农民运动在1951年达到了高潮，在阿勒颇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大会。在议会议员胡拉尼的推动和倡议下，人们乘坐卡车聚集在一起。这一系列新现象突出地反映出此时的叙利亚乡村地区正在经历的多重变化，以及由于乡村地区庞大的人口规模而给叙利亚带来的社会甚至政治上的紧迫性。

	［46］

	在这种背景下，在议会试图通过任命马鲁夫·达瓦利比为议会主席以向叙利亚军方发起挑战的时候，军方的阿迪布·希沙克里策划发动了新的军事政变。12月2日上午，叙利亚军方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政府各部门。议会主席被逮捕，共和国总统哈希姆·阿塔西被软禁在家。这一次，阿迪布·希沙克里这位新兴政治强人并没有继续组建议会制政府，而是组建了一个由他的亲信法乌齐·塞卢（FawzîSalu）领导的政府委员会。法乌齐·塞卢接任了政府总理一职，总统职位则空缺，共和国宪法也被暂停施行。

	最初，希沙克里得到了包括阿克拉姆·胡拉尼和米歇尔·阿弗拉克在内的政界人士的支持。然而，他们在关于国家的政治设想上很快发生了分歧。1952年4月4日，叙利亚所有政党都被命令自行解散。复兴党、穆兄会、叙利亚共产党以及传统的人民党和国民党都消失了。很快，那些拒绝停止政治活动的武装分子遭到了军方的追捕，但这并不能阻止胡拉尼分子、复兴党和共产党党员们聚集在叙利亚农村地区，在农民的支持下继续进行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他们的领导人则被迫流亡。尤其是米歇尔·阿弗拉克、萨拉丁·比塔尔和阿克拉姆·胡拉尼，这些人先是去到贝鲁特，然后又跑到了罗马。共同的逃亡经历，拉近了复兴党和胡拉尼分子之间的距离。至此，叙利亚被一个人统治着：那就是阿迪布·希沙克里。

	［47］

	42岁，中等身材，这个剃了胡子、留着短发的男人，从十几岁起就一直穿着制服。他来自哈马，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他凭借职业精神和参加阿以战争的经历，在军队中得到晋升。1948年，他成为阿拉伯解放军的支柱之一，在参加1945年的起义后，他重申了关于实现泛阿拉伯主义的承诺。在军队中，他接受了安东·萨阿德的大叙利亚思想。因此，他的思想更倾向于保卫叙利亚国家自身，而不是其他阿拉伯主义者的那种政治设想。在没有明确政治计划的情况下，叙利亚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他逐渐获得了叙利亚军队的领导权——胡斯尼·扎伊姆和萨米·辛纳维的派系先后在1949年3月和8月的政变中被推翻，在这两次政变中，希沙克里均积极参与其中。1951年12月，随着叙利亚第四次军事政变的结束，在政变中崭露头角的希沙克里为叙利亚带来了新的前景。

	［48］
	加卜平原是叙利亚西北部的一片平原谷地，大部分位于苏恰拉比耶区境内。奥龙特斯河由南至北流经加卜平原，之后在玛哈德附近注入大海。此谷地曾被奥龙特斯河的河水浸没而形成一片沼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20世纪50年代，叙利亚政府启动了“加卜计划”，他们将谷地中的河水排出，使该地成为可居住及可进行农耕的地区。——译者注


	起初，希沙克里没有将他的政权制度化，而是通过在军队中的地位保持在国家中的影响力。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的国家发展项目，如加卜平原地区排水系统的建设
	 [image: 加卜平原是叙利亚西北部的一片平原谷地，大部分位于苏恰拉比耶区境内。奥龙特斯河由南至北流经加卜平原，之后在玛哈德附近注入大海。此谷地曾被奥龙特斯河的河水浸没而形成一片沼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20世纪50年代，叙利亚政府启动了“加卜计划”，他们将谷地中的河水排出，使该地成为可居住及可进行农耕的地区。——译者注]、为扩建拉塔基亚港提供资金，以及在幼发拉底河周围开发农业灌溉系统。当时的叙利亚盛行这样一种思想——科学技术可以帮助解决政治问题，而国家实现现代化，即购买新技术设备和建设国家工业基础，可以弥补和解决国家当下面临的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叙利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发展计划。面对资金缺乏和一系列困难，希沙克里邀请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一个代表团来对叙利亚经济的弱点进行评估，并为叙利亚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提供信贷支持。

	［49］［50］

	经过一年的政治实践，希沙克里的执政团队开始采取措施以稳定政权。为此，政府修订了新宪法，加强了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全民公决的结果通过后，希沙克里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的当选使得各派政客聚集在霍姆斯发表声明，呼吁恢复宪法自由（即霍姆斯公约）。紧接着，希沙克里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阿拉伯解放运动（hakara&nbsp;al-tahrîr&nbsp;al-’arabî）。该组织旨在聚集新统治秩序支持者，以见证新一代政治人物登上国家政治舞台。例如，马蒙·库兹巴利（Ma‘zum&nbsp;al-Kuzbarî）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叙利亚政坛的。最后，叙利亚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中优先考虑出身中小城市中显贵家族的代表的名额。显然，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议会代表开始了一种新的互动。新成立的阿拉伯解放运动在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也有一些人来自其他政党，如叙利亚社会民族党。至1953年底，阿迪布·希沙克里似乎已经完成了通过合法选举途径建立独裁总统制政权的过渡。

	大马士革大学修改其入学条件的做法，打破了当前的局势。这所大学是叙利亚当时唯一一所拥有数千名学生的大学。大马士革市中心很快爆发了抗议活动。1954年初，这场运动被警方镇压。与此同时，德鲁兹地区的问题也变得更加尖锐。阿迪布·希沙克里多次对叙利亚南部地区展开报复性的军事行动。在严格执行法律之后，除在萨哈（Sakha）和苏维达（Suwayda）之间修建柏油公路这个项目外，他放弃了大部分的国家建设项目。希沙克里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而给予工业领域的特权和国家的高关税政策，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影响了边境地区居民的收入。因此，1953年夏天，德鲁兹山区发生了骚乱，总统派出军队进行镇压，并下令逮捕所有带头闹事的头目。这是复兴党激进分子曼苏尔·阿特拉什（Mansur&nbsp;Atrash）第一次入狱，他是苏尔坦·阿特拉斯的儿子。1954年1月，曼苏尔在分发传单时再次被捕，这是他此时期内第二次被捕入狱。

	［51］［52］

	曼苏尔·阿特拉斯被捕的消息在德鲁兹山区激起了一场起义。起义者喊出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口号，突出强调德鲁兹山区的精英代表将如何处理当下面临的社会问题。大马士革当局对此次起义采取了暴力的镇压手段。彼时，叙利亚军队在镇压起义时的常规部署往往伴随着空中军事轰炸，这引起了叙利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的强烈愤慨。叙利亚的老一辈政治家法赫里·巴鲁迪就曾亲自给总统写信表示反对。1954年2月初，德鲁兹地区的局势似乎又恢复了平静。2月23日，阿勒颇的驻军发动起义。霍姆斯和代尔祖尔的驻军紧随其后。哈马、拉塔基亚和大马士革仍忠于政府当局。在两天的时间里，阿迪布·希沙克里犹豫不决。1954年2月25日，希沙克里做出了决定，他拒绝承担引起国家内战的政治责任，并试图利用武力重新征服这个国家，但最终，他辞去了职务并流亡海外。


一切再次变得皆有可能



	阿迪布·希沙克里的匆匆下台开启了叙利亚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大多数政治参与者都主张恢复并全面实施1950年宪法，这就是霍姆斯公约的意义所在。但是该公约所声明的内容、推翻独裁政权的动员，与叙利亚国内长达两年时间没有任何政治对话与讨论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十分剧烈的反差。各政治团体的主要领导人，无论是阿拉伯复兴党的米歇尔·阿弗拉克、萨拉丁·比塔尔、阿克拉姆·胡拉尼以及他的儿子，还是人民党的哈希姆·阿塔西或他的儿子阿德南（Adnân）以及马鲁夫·达瓦利比，抑或是穆兄会叙利亚分支的穆罕默德·西拜（Muhammad&nbsp;al-Siba‘î），都必须首先重建他们在希沙克里独裁统治时期被解散的政党组织，同时参与即将到来的政治选举。

	［53］

	1954年4月至9月，在希沙克里倒台后第一个政府成立和进行政治选举之前，叙利亚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这一时期，报刊再次出现，这标志着媒体行业最新技术的发展。第一批彩色杂志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发售。市中心主干道上的咖啡馆里充斥着人们关于叙利亚未来的讨论。清真寺仍然是国家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最后，由于新近的教育改革，学生队伍不断扩大，大马士革大学也政治化了。由于必须首先清除希沙克里独裁时期留下的臭名昭著的印记，因此，那些已经商定的国际协议被系统性地中止了（特别是1953年签订的与黎巴嫩关系正常化的协议），1949年的议会成员也被召集起来举行国家会议。议会不得不面对各部门针对通货膨胀和工资停滞的各种动议与谴责。每个人都在期待着举行议会选举，并将之作为解决当前国家所有政治问题的办法。

	［54］

	1954年9月24日和10月6日，先后举行了两轮议会选举。经过激烈的谈判协商，无论是关于政治流亡者返回叙利亚的可能（特别是前总统舒克里·库瓦特利），还是关于保证中立立场（如在选举中采用投票箱和秘密写票室，以及在选举前实行省长轮换制），叙利亚国内所有政治派别均宣布会参与选举活动。但是，只有进步主义政党才有能力提出一个严密的选举程序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候选人名单，这里提到的进步主义政党主要是指新成立的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党，而复兴党只能在一半的选区中提名候选人。其他政治团体则正在努力进行改革。穆兄会正面临着一场重大危机——其埃及分支正受到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严厉打击。人民党正在努力整合新的政治人物，国民党仍然受到库瓦特利留下的政治遗产的不良影响。然而，并没有哪个政党宣布将抵制此次选举。

	在此次选举之前，很少有暴力冲突发生，但是，在两轮选举之间的暴力威胁增加了。第二轮选举结果令人们感到非常惊讶。总的来说，议会被分成了四个规模相当的团体：复兴党、国民党、人民党和无党派人士。此外，还有一些席位属于叙利亚社会民族党、穆兄会或其附属机构，共产党秘书长当选为议员，这一结果让西方各国的大使们颇为惊愕。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最后82岁的法里斯·库利成为政府首脑。只要各党派对此认可……或者至少他们这么认为，这个在历史上获得普遍共识的政治人物就是政府中立立场的保证。那么至少，第一次选举之后的叙利亚可以开始实施其政府的第一批内政措施了。

	［55］
	即雅克·普雷维尔（Jacques Prévert），法国诗人与剧作家。——译者注


	1955—1957年的立法工作尤为重要，因为有关社会日常生活的主要法典都进行了修正和改革。比如，根据《劳动关系法》，农民在负债时将不再会被没收住所；还有《国家发展法》，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支持，推进加卜地区的排水工程，推动巴蒂亚（贝都因草原）地区的植树造林工程，为定居人口提供法律援助；通过法律为租赁金额设限；建造新社区，设立农业银行和农业学院……通过阅读当时议会的立法讨论记录，这份普雷维尔
	 [image: 即雅克·普雷维尔（Jacques Prévert），法国诗人与剧作家。——译者注]长篇诗一样的立法清单，还可以被扩展得更长。由此可见，叙利亚的社会面貌此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也反映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变化。

	国家正在迅速经历变化。叙利亚的总人口从1953年的360万增加到1957年的420万。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表现为贸易额增加和农业、工业生产的增长。这是一个库姆斯亚（Khumsiya）主导叙利亚国家工商业领域的时代，库姆斯亚是经营和控制大部分叙利亚国家经济活动的五大公司的名称。因此，此时的叙利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舞台。

	［56］［57］［58］

	社会主义成为此时叙利亚国内诸多政治潮流的主旋律。在复兴党内部，1954年的议会选举结果确认了社会主义与胡拉尼主义两派的合并，该组织自此更名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hizb&nbsp;al-baath&nbsp;al-arabîal-ishtirâkî）。&nbsp;复兴社会党对自身的政治立场进行了重新定义，明确表示支持农民的利益，反对大地主的封建负担。复兴社会党内部也就土地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该党的另一个变化是，党员数量超过了2000人。埃及国家元首纳赛尔，一直以来都被该党批判为独裁者，被质疑为是希沙克里的翻版。但是，自1955年以来，纳赛尔的政治中立立场开始受到该党的赞赏。除此之外，一些政党内部也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在没有完整计划的情况下，人民党投票赞成对叙利亚国内特许公司进行国有化改革。来自穆兄会叙利亚分支的一位思想家甚至在几年后出版了《伊斯兰社会主义》（Socialisme&nbsp;Islamique）一书。叙利亚此时在社会和经济思想上的变化，使得其国内政局日益向左倾斜。这种左倾的趋势也体现在当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品都描绘了社会的苦难。

	［59］［60］［61］
	1953年起，美国分别同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国先后缔结双边军事协定,并策划土耳其和伊拉克签订《巴格达条约》，1955年，该条约签订，全称《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分别于同年4月5日、9月23日和11月3日加入该条约，共同构成巴格达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建立后，中东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北方得到美国财政和军事支持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国家。另一方是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译者注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简称。——译者注

	阿德南·马尔基上校来自大马士革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逊尼派穆斯林家庭，在希沙克里倒台后，获得了广泛的名誉，在军队中拥有大批追随者，支持与埃及进行政治与军事上的统一。1955年4月22日，马尔基在大马士革体育场参与叙利亚军队与埃及军队比赛时被枪杀，袭击者随后自杀。因袭击者是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党员，借此机会，叙利亚复兴党和共产党展开了一场对叙利亚社会民族党的大清洗。——译者注


	除了各党派及社会思想上的变动，叙利亚国内的局势也变得日益紧张。1955—1958年，每年都有一场外部和内部政治因素相互交织而引发的重大危机。1955年，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Mendérès）和伊拉克内阁首相努里·赛义德（Nûrîal-Sayyid）签订并宣布了一项军事同盟协议，即《巴格达条约》（Pacte&nbsp;de&nbsp;Bagdad）
	 [image: 1953年起，美国分别同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国先后缔结双边军事协定,并策划土耳其和伊拉克签订《巴格达条约》，1955年，该条约签订，全称《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分别于同年4月5日、9月23日和11月3日加入该条约，共同构成巴格达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建立后，中东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北方得到美国财政和军事支持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国家。另一方是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译者注]，这打破了叙利亚国内的政治共识。尽管复兴党
	 [image: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简称。——译者注]软弱无力，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在国家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利用这个政治平台，他们力促叙利亚政府采取反伊拉克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上的倾向，还有一个民族情感上的因素：土耳其仍然占领着亚历山大勒塔地区，而这片土地是叙利亚官方宣布拥有主权的国土。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带发生了第一轮小规模的武装冲突。这年春天，叙利亚外交部长哈立德·阿兹姆受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邀请，前往印尼万隆。在那里，他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庆祝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出现，并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行径。他于1955年4月25日回国。同一天，马尔基（Malqî）上校
	 [image: 阿德南·马尔基上校来自大马士革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逊尼派穆斯林家庭，在希沙克里倒台后，获得了广泛的名誉，在军队中拥有大批追随者，支持与埃及进行政治与军事上的统一。1955年4月22日，马尔基在大马士革体育场参与叙利亚军队与埃及军队比赛时被枪杀，袭击者随后自杀。因袭击者是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党员，借此机会，叙利亚复兴党和共产党展开了一场对叙利亚社会民族党的大清洗。——译者注]在大马士革体育场被刺杀。马尔基上校是阿拉伯复兴党在军队中崛起的军事代表，他是被叙利亚社会民族党的一名支持者杀害的，此事件也暴露出两党在军队中的争斗。最后，夏天的时候，在埃及流亡7年的前总统舒克里·库瓦特利回到叙利亚。在全国团结的政治口号下，他成功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并与议会选举中的获胜者哈立德·阿兹姆展开竞争。鉴于反对伊拉克的政治倡议，以及个人情感，库瓦特利总统立即开始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进行政治磋商，并于1955年10月签署了一项三方军事防御协议。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历史学家马尔科姆·克尔（Malcolm&nbsp;Kerr）就在他的著作中提及了这两个冷战期间成立的对立的阿拉伯阵营。

	［62］［63］［64］

	1956年似乎预示着立法机构的内部成就，对阿拉伯事务分析人士来说，这也预示着阿拉伯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战争展示了该国是如何在支持非殖民化斗争的情况下避免国际冲突的。自1953年以来，叙利亚与以色列的边界地区再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而，这三重政治动因的结合却引发了一场新的重大危机。对马奇上校暗杀者的审判导致人们谴责和批判政客，参与意识形态斗争被定为犯罪。万隆会议后翌日，在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运达后，1956年10月，库瓦特利总统前往苏联，叙利亚政府随后还派遣了一个议会代表团前往苏联。再加上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在叙利亚议会中获得席位，有人开始担心叙利亚会倒向共产主义阵营。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英国协商，准备采取秘密行动来“纠正”叙利亚的这一外交走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与在贝鲁特（希沙克里倒台后逃往黎巴嫩）的阿迪布·希沙克里以及叙利亚社会民族党的支持者们取得联系，计划在叙利亚发动政变。政变计划于10月25—30日这一周进行……自1956年夏天起，“阿拉伯之声”（La&nbsp;Voix&nbsp;des&nbsp;Arabes）广播的声音开始响彻叙利亚的街头，7月26日，在一阵欢呼声中，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nbsp;Abd&nbsp;al-Nasser）突然宣布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苏伊士运河危机开始了。

	［65］
	埃及东北部地中海沿岸靠近苏伊士运河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叙利亚以一种近乎“精神分裂”的方式经历了这场危机。聚集在咖啡馆和抗议活动中的人群赞扬埃及国家元首的壮举，认为这是对西方大国的真正挑战。阿拉伯各国政府对埃及的这一行动大加赞赏，但仅在外交上表示支持，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和纳赛尔一样，阿拉伯各国政府都相信，此次危机会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10月底，阿克拉姆·胡拉尼率领的叙利亚议会代表团前往开罗，表示叙利亚将同埃及团结一致。舒克里·库瓦特利总统首次正式访问苏联。叙利亚的报刊媒体对过去一周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基本上保持缄默。然而，到了1956年10月29日，所有事态都开始急剧变化。早上，贝鲁特的阴谋者们打开秘密电台，开始为发动政变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就在此时，以色列刚刚开始了入侵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这使得贝鲁特的阴谋者们停止了所有的行动，因为他们害怕被指控同以色列勾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法国和英国向埃及与以色列发出了停止军事冲突的最后通牒。接着，两国向塞得港（Port-Saïd）
	 [image: 埃及东北部地中海沿岸靠近苏伊士运河的港口城市。——译者注]空投了部队。

	［66］
	苏共领导人，彼时在苏联政治局中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及电力部长。——译者注

	叙利亚情报部门在当时被称为第二局。——译者注


	英法联军袭击塞得港的消息，使只满足于发表支持声明的叙利亚政府目瞪口呆。与政府相反，街头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阿勒颇的抗议群众扬言要烧毁法国领事馆。叙利亚与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就此破裂。第二天，叙利亚议会主席胡拉尼告知埃及，他准备向埃及派遣军队以表支持，胡拉尼致力于为战争做出贡献。但是，纳赛尔巧妙地谢绝了这个提议。莫斯科方面，苏联就此事件发表了极其严厉的声明。马林科夫（Malenkov）
	 [image: 苏共领导人，彼时在苏联政治局中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及电力部长。——译者注]甚至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叙利亚共和国总统高度赞扬了苏联这个新伙伴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决心。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的第四天，叙利亚第二局
	 [image: 叙利亚情报部门在当时被称为第二局。——译者注]局长阿卜杜勒·哈米德·萨拉杰（‘Abd&nbsp;al-Hamîd&nbsp;Sarrâj）策划了一场针对伊拉克输油管道的袭击。这使得欧洲国家失去了他们的第二大石油供应源。最后，在华盛顿，美国政府采用了口头威胁、提高对英镑汇率的金融攻势，以及石油禁运措施来强迫英法联军停火。11月6日，法国和英国做出了让步，宣布停火。几周后，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

	苏伊士运河危机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纳赛尔带领埃及打败了那些进步主义党派口中的“帝国主义敌人”，他的个人名望也随之水涨船高。12月初，萨拉杰揭露了在贝鲁特策划的政变阴谋。很快，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同阴谋分子的勾结和部分议会议员对政变的支持也被揭露。参与谋划政变的议员逃往土耳其，其他人则被逮捕。1957年1月初，约100名密谋政变者被推上法庭接受审判。根据《艾亚姆报》（Al-Ayyâm）和《阿里弗·巴报》（AlifBâ’）的头条新闻报道，超过10人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震惊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与此同时，1月2日，苏伊士运河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任何受到安全威胁的国家如果向美国求助，美国都将随时准备向其提供帮助和支持。

	［67］

	此时，叙利亚的国家立法机构任期即将结束。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动荡的国内外背景下，人们对新一轮的议会选举既担忧又期待。地方选举可以对当前形势进行测试，进而重新部署地方各势力，并凸显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情况。1955年艾哈迈德·尤尼斯（Ahmad&nbsp;Yunis）和哈希姆·阿塔西的儿子阿德南·阿塔西在霍姆斯的政治冲突，就向我们展示了叙利亚的进步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分界线是如何形成的。1957年大马士革的议会选举预示着几个月前就已存在的国家问题。虽然旧城和新的市中心的墙壁上仍保留着1954年的海报，但两位相互竞争的政治对手已宣布了他们各自派别的候选人：1955年4月被暗杀的阿德南·马尔基（‘Adnân&nbsp;al-Malqî）的兄弟里亚德·马尔基和穆兄会的代表马鲁夫·西拜（Ma‘rûf&nbsp;Siba'î）。其中，前者吸引了叙利亚进步青年们的选票，而后者则代表了大马士革资产阶级的利益。巴布图玛（Bab&nbsp;Touma）和卡塞（Qassa）的基督教区以支持穆兄会的代表而闻名，因为在基督徒看来，穆兄会是唯一真正可以保护他们财产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一方。最后，马尔基成功当选。

	［68］

	在其他地方，原定于议会选举前举行的市政选举被推迟了。因为复兴党的议员担心，共产党和哈立德·阿兹姆的支持者将通过市政选举而崛起。哈立德·阿兹姆本人曾前往苏联，他对这个在几十年内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红色亿万富翁”国家大加称颂，他还准备与苏联展开合作，签订贸易协定，以改善叙利亚的总体状况。此外，共产党在军方及总参谋长阿菲夫·比兹里（‘Afîf&nbsp;Birzî）周围也有不少支持者。由此，叙利亚的政治分歧在政界、军方和情报机构（第二情报局）内部都出现了。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夏末，“叙利亚危机”爆发了。

	3名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被指控在阿勒颇从事间谍活动，这本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但叙利亚政府要求美国召回其驻叙外交人员。美国正好以此为借口，试图改变叙利亚政府的左倾走向。美国总统特使于1957年9月初在巴格达条约组织会议期间会见其地区内的政治伙伴。曾听取并参与颠覆叙利亚政府计划的伊拉克领导人听到美方的这一提议后，表示拒绝。他们明确表示拒绝以色列的介入。美国人同样把改变叙利亚的政治计划告知了以色列，要求以色列保持中立。最后，只有同叙利亚关系紧张的南部邻国土耳其接受了美国的这一提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计划，主要是通过在叙利亚国内策动骚乱，让国内的亲美派掌权，向美国寻求支援。然而，土耳其边境的军队调动和美国的表态却产生了与美方预期相反的效果。叙利亚人反而被这种外部威胁动员起来，成立了民兵部队。新成立的民兵部队对叙利亚复兴党和共产党都非常忠诚，这意味着叙利亚的立场将变得更加强硬。苏联很快就确定了对此事件的立场：土耳其对叙利亚的任何入侵行动都将导致苏联加入战争。10月，赫鲁晓夫的特使要求叙利亚的邻国停止一切颠覆叙利亚现政府的活动。10月17日，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在与美国政府讨论后，提出埃及将支持叙利亚政府，从而恢复叙利亚国内的政治平衡，援助叙利亚的埃及军队也在叙利亚拉塔基亚港登陆。

	1957年夏天，这场“疯狂的”地区危机结束了，但它暴露了叙利亚国家制度中存在的脆弱性，尤其是叙利亚国内政治力量极端的两极分化现象。在叙利亚军官团体中，有一群与复兴党思想接近、高度泛阿拉伯主义和中立的人，他们担心叙利亚共产党和阿兹姆的盟友，即总参谋长比兹里领导的派系会阴谋夺取国家权力。于是，他们前往开罗，要求立即与埃及结盟，并再次提出1956年2月曾在议会中提出过的计划。这标志着军方和叙利亚政客在埃及首都来回奔走的开始。对此，纳赛尔犹豫了。因为他担心埃叙两国实现联合是否真的切实可行，他不仅对叙利亚军队（至少是军官阶层）的政治化倾向心怀忧虑，更担忧同叙利亚的联合行动可能引起的各种反应。为此，他针对埃叙联合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废除并解散叙利亚的一切政党，开罗将成为联合国家的首都，新的联合国家将颁布和实施一部新宪法。在大马士革举行了关键性的深夜会议后，叙利亚政府成员表示将遵循军方的指示。12月初，安瓦尔·萨达特（Anouar&nbsp;al-Sadate）来到叙利亚议会并发表讲话。1958年1月，建立联合国家的计划经全民公投获得批准。2月2日，叙利亚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République&nbsp;Arabe&nbsp;Unie）的北部省份。曾在1946年为最后一名法国士兵的离开而欢呼的叙利亚总统库瓦特利，签署了埃叙双方《联合条约》。


联合与分裂



	［69］

	叙利亚和埃及的联合，是震撼地区局势的一系列运动的一部分。在埃及和叙利亚成立联合国家的最初几个月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几乎没有经历任何制度化的过程。国家权力由北部省份（叙利亚）和南部省份（埃及）共同分享。纳赛尔为国家总统——4位副总统共同辅助他，其中包括两名叙利亚副总统，阿克拉姆·胡拉尼和萨布里·阿萨利（Sabrîal-‘Asalî）。1958&nbsp;年&nbsp;4&nbsp;月，纳赛尔在叙利亚各主要城市进行了一次巡回之旅，吸引了大量民众随行，这充分展示了他的个人魅力。甚至连他在黎巴嫩的支持者也来到大马士革为他欢呼喝彩。在这个联合国家中，建立“阿拉伯联盟”的伟大梦想主导了一切，但是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联合国家内部却有不同的想法。埃及方面，主要是纳赛尔，他想要集中精力建设这个新国家；而其他人，如胡拉尼或萨拉杰，则打算扩大联合国家的规模。

	［70］
	在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鼓舞下，黎巴嫩穆斯林要求分享权力，但夏蒙政府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于是反政府的穆斯林与亲政府的基督徒发生了冲突。——译者注

	即费萨尔二世及其家庭成员。政变者们认为，费萨尔家族的统治已经腐化，不能再继续。伊拉克的此次政变使美国担心整个中东会发生连锁反应，伊拉克王国本是美国对抗苏联的可靠盟友，而费萨尔王朝的灭亡损害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译者注


	联合国家建立之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在践行后者的计划，即扩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3月，也门宣布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同年春季，在黎巴嫩，夏蒙（Chamoun）总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image: 在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鼓舞下，黎巴嫩穆斯林要求分享权力，但夏蒙政府接受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于是反政府的穆斯林与亲政府的基督徒发生了冲突。——译者注]爆发了武装冲突。其中，夏蒙总统的反对者与纳赛尔关系密切，并得到了萨拉杰和叙利亚相关机构人力与物质方面的支持。随着双方开始利用各自的支持者加入暴力冲突，黎巴嫩国内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在这种地区背景下，7月14日，巴格达的居民在《马赛曲》的歌声中醒来。从14日清晨开始，以伊拉克的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nbsp;al-Karîm&nbsp;Qâsim）和阿卜杜勒·塞拉姆·阿里夫（‘Abd&nbsp;al-Salâm‘Arif）为首的一群军官占领了巴格达的王宫并杀死了王室成员。
	 [image: 即费萨尔二世及其家庭成员。政变者们认为，费萨尔家族的统治已经腐化，不能再继续。伊拉克的此次政变使美国担心整个中东会发生连锁反应，伊拉克王国本是美国对抗苏联的可靠盟友，而费萨尔王朝的灭亡损害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译者注]面对这些事件，美国与英国军队在贝鲁特和阿曼登陆并投入了空投部队。一场狂热的革命似乎席卷了这个地区。但是，通过纳赛尔的斡旋，黎巴嫩的政治危机找到了解决方案，夏蒙总统离开黎巴嫩，黎巴嫩总参谋长福阿德·谢哈布（Fouad&nbsp;Chehab）接任总统，这让热衷于扩张联合国家领土的叙利亚人颇感沮丧。尤其是，巴格达成了泛阿拉伯运动的首都。在巴格达引起地区轰动的审判中，叙利亚与之前的伊拉克君主制王朝的勾结被揭露，这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副总统萨布里·阿萨利名誉扫地。而发起政变的卡塞姆自立为伊拉克领导人，相比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他更倾向于同纳赛尔展开政治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泛阿拉伯运动经历的第一次挫折。

	［71］［72］

	1958年9月，政变后的伊拉克当局决定进行土地改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北部省份也紧随其后。叙利亚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分配给了农民耕种。农民运动的梦想正在实现。然而，叙利亚进步主义阵营在“阿联”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从1959年1月开始，叙利亚政府当局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们或被流放，或遭到秘密处决，又或被投入监狱。与此同时，为了使叙利亚军队去政治化，大批军官被调往埃及。这些军官到了埃及后发现，自己失去了在叙利亚所拥有的权力。在这些军官中间，萨拉赫·贾迪德（Salâh&nbsp;Jadîd），哈菲兹·阿萨德（Hafiz&nbsp;al-Assad）和乌姆兰（‘Um&nbsp;rân）决定联合起来并彼此协调，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共同采取行动。

	［73］

	阿拉伯联合国家曾经的支持者（复兴党）和埃及当局之间的政治破裂，是在“阿联”南北两省的民族联盟议会选举中完成的。在联合共和国议会的9445个职位中，叙利亚复兴党仅获得250个。与此相反的是，纳赛尔却可以亲自从叙利亚的权贵阶层中自行遴选人员进入议会任职，为自己的政权建立统治基础。为了表达对纳赛尔这种做法的不满，副总统阿克拉姆·胡拉尼辞职并开始谴责纳赛尔——胡拉尼毕生的梦想破灭了。

	在叙利亚，随着一个新词塔姆西尔（tamsir，埃及化）的流行，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在逐渐增加。“阿联”南部省份的官员和军官的到来，似乎夺走了原叙利亚政府官员的职位，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也沦为二级城市。“阿联”提高关税壁垒的做法还导致贸易活动的停止。最后，第一套社会主义措施的实施，使叙利亚一部分地方资产阶级感到不安。为了应对这些困难，叙利亚第二局局长萨拉杰的权力得到扩大，情报人员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叙利亚陷入了警察独裁统治之中。为了为当前的困局找到解决办法，纳赛尔委派阿卜杜勒·哈基姆·阿梅尔（‘Abd&nbsp;al-Hakîm‘Amer）前往管理叙利亚这个北部省份，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1961年初，“阿联”同伊拉克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卡塞姆召集了欧佩克成立大会，开始将开发石油的土地国有化。随着商业和银行国有化措施的实施，叙利亚引入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律。统一埃及、叙利亚两种货币的计划，在经历了提出、推迟的过程后，最终被采纳，这使得这个连续三年遭受旱灾的国家产生强烈的不满。巴蒂亚草原地带农民的生活状况因此而严重恶化，大量人口外流。1961年9月，叙利亚政治纷争和社会不满的加剧，迫使埃及当局开始从叙利亚的萨拉杰手中收回政治权力。

	［74］

	1961年9月28日，阿勒颇的军营发生了起义。发动起义的领袖呼吁对当前的“阿联”进行修正。他们在发布的第8封公报中宣布：叙利亚将脱离“阿联”。大部分叙利亚军营加入了此次分离运动。虽然纳赛尔曾一度考虑进行武装镇压，但在看到分离运动得到的支持后，他放弃了这一计划。纳赛尔委派的阿梅尔离开了叙利亚，叙利亚重新获得独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反对“阿联”的政客们签署了一份声明，呼吁废除“阿联”。曾经的“阿联”合并方案的发起人和追随者阿克拉姆·胡拉尼与萨拉丁·比塔尔，也在宣言上签署了他们的名字。这让他们的一些支持者感到惊讶，这些支持者们可能对“阿联”的某些做法不满，但无法理解为何要退回到之前的状态。如此，叙利亚的一切都要重新来过。

	经过三年半的“阿联”和警察的独裁统治，军方主导的新政府迫切需要恢复政府机构的正常运作。1950年宪法被恢复施行，1961年12月，议会选举匆忙举行，这使得叙利亚国内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几乎没有时间进行重组。此次议会选举投票的结果，显示出人们对“阿联”政治遗产的强烈抵触。土地改革、一些社会主义的举措、军队的力量和伊斯兰教的地位都是引发“阿联”分裂的主要因素。

	［75］［76］

	此时的叙利亚政治领域可以观察到三个重大转变。因之前“阿联”对政党活动的取缔而受到打击的进步政党，试图保卫在这一时期获得的政治成果，但现实是，他们还无法重建他们的选举基础。其中，得到乡村地区农民支持的复兴党尤其如此。不过，其他方面的政治力量已经重新集结，这指的主要是穆兄会，其领导人伊萨姆·阿塔尔（‘Issâm&nbsp;al-‘Attâr）在大马士革的选举中赢得了胜利。穆兄会仍有一些重要派系，如哈马派、阿勒颇派和大马士革派等重要派系。但这些派系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因为大马士革派在内部占据了主导地位，将该党带入议会并在选举中获得了10个席位，从而在议会中获得了好感和支持。最后，更为传统的政治力量，比如人民党和国民党，往往经历了子承父业式的继承过程，库瓦特利的支持者就是如此。由此看来，脱离“阿联”后的叙利亚，选举出的是一个构成极其松散的议会。

	［77］

	1962年初，叙利亚新政府成立，新政府废除了“阿联”时期颁布的社会主义法律。但是，议会讨论的主题仍然主要是寻求“社会正义”（adala&nbsp;ijtimâ‘ya），这反映了“阿联”之后，叙利亚国内价值观和政治术语的变化。土地改革的变化引起了农民群体的关注和担忧，叙利亚农村地区再次出现了紧张局势。那些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在叙利亚乡村童年经历的军官，是对此时乡村土地关系变化最为不满的群体。1962年3月，一场军事政变动摇了叙利亚的政治体制。

	［78］

	1962年3月28日，纳赫拉维（Nahwâlî）中校领导的军官们率军占领了霍姆斯，要求共和国总统纳兹姆·库德西（Nâzim&nbsp;al-Qudsî）下台。一开始，他们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很快就被反政变的军事力量扭转了局面。4月6日晚，反政变力量决定保留库德西总统的职位，罢免总理，任命巴希尔·阿兹玛（Bashîr&nbsp;Azmih）接替总理职位，并流放了叛乱的中校。这一事件凸显了叙利亚的新兴政治力量是如何在国内政局中发挥作用的。

	［79］

	此次军事政变的基础是一个由军官派系、国家情报机构和政客组成的联盟，这个政治联盟的人数在叙利亚“阿联”时期有所增加，互相保密和所谓的政治信任为权力创造了新的基础。国家总参谋长扎尔丁（Zahr&nbsp;al-Dîn）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及这些来自同一地区、同一教派且共同武装的军官们是如何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大马士革对阿勒颇，德鲁兹派对阿拉维派，纳赛尔派对复兴党，这些都是存在于叙利亚军队内部的分界线。此外，联合和政变的失败，也加速了叙利亚军队中军官团体的更新，他们大多都是三十来岁，是叙利亚独立之子，如穆斯塔法·特拉斯（MustafâTlâss）、哈菲兹·阿萨德、易卜拉欣·阿里（Ibrahim‘A&nbsp;lî）等人。

	［80］
	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政治家、作家。他是新生的复兴党最早的理论家之一，在复兴党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该党，他帮助制定了复兴党的党章，还担任复兴党日报《复兴党》的主编。——译者注


	政变后新一代的军官大多来自叙利亚农村地区的小贵族家族，与新的进步团体关系密切。在复兴党内部，1962年的党内代表会议也显示出该党的内部变化。成立之初的领导人们因放弃“阿联”路线而陷入困境，而如来自德拉、拉塔基亚或代尔祖尔等边远地区的地区派系的领导人，则开始向新选举的国家议会发起进攻，以阻止资产阶级重新掌权。他们在斗争中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第三世界的革命话语，呼吁立即实行国家变革。即使是像贾马尔·阿塔西（Jamâl&nbsp;al-Atâssî）
	 [image: 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政治家、作家。他是新生的复兴党最早的理论家之一，在复兴党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该党，他帮助制定了复兴党的党章，还担任复兴党日报《复兴党》的主编。——译者注]这样曾支持1954年叙利亚议会选举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呼吁推翻人民民主制度。

	［81］

	分裂而又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松散的议会，以及努力在国内确立自己政治地位的政客——为解决这些问题，纳兹姆·库德西总统不得不定期深入各政治派系进行斡旋——都反映出叙利亚这个刚从独立中诞生的国家陷入了困境之中。此时叙利亚政局的代际更新，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政治框架。1962年9月另一场失败的政变，凸显了政府在军队中薄弱的政治基础。到1962年底，为了建立起更为牢固的政治统治基础，新一轮的政治谈判又开始了。由于在议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来自穆兄会的一些新代表敦促其领导层向政府要求担任更为重要的部长职位。最后，库德西总统请年事已高且已病重的老将哈立德·阿兹姆出任政府总理。新总理马上试图实行政治改革。他进行的人口普查措施，剥夺了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一些库尔德人的叙利亚国籍。面对威胁，特别是在1963年2月复兴党在巴格达发动的政变之后，政府感到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自保。这种国家紧急状态直到2011年4月才宣布解除。此时的叙利亚政府是一个脆弱的政府，在面临1963年的国家危机之时，甚至需要由一个病重的政府总理来出面应对。

	作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继承者，城市中的主要精英阶层从1946年开始，就试图在叙利亚建立起完整且全面的国家主权。这种政治追求反映在议会和政客们的精神风貌上，具体体现为他们对法制的宣传和推广。其中，只有法制看起来可以解放叙利亚，并为国家提供权力。首都大马士革的中央集权加强了，这损害了地方各省的利益；多数派的当政，使得那些进步党派中的少数派难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因此，定期的选举活动成为叙利亚国内各股政治力量组织政党和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契机。但此时存在的两个障碍削弱了政府本身的力量。从外部环境来看，阿以冲突和冷战使得国内外政治氛围越来越激进。特别是在叙利亚国内，由于政府改革步伐缓慢，新的无地一代的崛起和乡村地区精英加入军队，叙利亚国内的土地问题变得愈发紧迫。军队军官们登上政治舞台，给国内政局带来了更大的震荡，甚至于一支小规模的军队就能动员其领导层，去向政府施加压力。军队武装力量正迅速成为叙利亚整个国家的主导力量。这场从根本上加速改变叙利亚社会的政治运动，与出身叙利亚军事学院和技术院校的新兴社会精英的崛起相结合，成为他们在全国确立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基础。最后，新近获得独立的叙利亚，遵循了此时世界历史的大趋势，他们大力抨击议会制度，转而采用能够提升和保证政府行政效率、国家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总统制。在叙利亚南部各省，主要的政治责任落在了政治家、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士所吹捧的那些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代理人——军官身上，而军队中的军官们必须对此时叙利亚国内的社会政治问题做出革命性的反应。








第七章




复兴党执政时期


	1963年2月8—10日，阿拉伯复兴党伊拉克派别在巴格达发动“二八政变”，也称“斋月革命”，此次政变推翻了总理卡塞姆的政权，建立了复兴党的军事专政。——译者注


	1963年3月8日早上，大马士革的街头被停在各战略要地前的军队装甲车所占领。自恢复国家紧急状态后一个多月以来，叙利亚首都的政治气氛，预示着一场新的政变即将发生，而这是自1946年叙利亚独立以来发生的第十次政变。同其他军事政变的情况一样，大马士革的居民在发动政变的军方发布的第1号公告中醒来，公告严厉谴责政府的腐败、前政府对人民的奴役以及帝国主义对叙利亚的阴谋。不过，此次政变的特别之处在于，混杂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军官们竟呼吁由复兴党的领导人来组建新政府。当复兴党伊拉克派别于1963年2月在巴格达掌权
	 [image: 1963年2月8—10日，阿拉伯复兴党伊拉克派别在巴格达发动“二八政变”，也称“斋月革命”，此次政变推翻了总理卡塞姆的政权，建立了复兴党的军事专政。——译者注]后，叙利亚复兴党人明白，自己的历史性机遇已然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正在到来。

	几周后，叙利亚的国家政权倒退至过去的状态。军队的军官们继续掌握政权，政变的节奏也并没有放缓。就像阿拉伯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并不是改革的时代，而是一个彻底变革的时代。军队的新一代领导人们承诺，面对眼前的紧迫局势，他们将做出决定并取得成果。借用那些歌颂革命（thawra）美德的政客的话来说，是时候进行革命了。

	［1］

	大量的历史文献试图对叙利亚新出现的专制政体进行分类。本章进行的最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是回归到了对1963年后叙利亚新兴执政力量的社会起源的探索上，着重讨论了此时期内这支源自乡村地区的政治力量是如何掌握国家权力的。叙利亚的这种政治变化是否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第三世界普遍建立的军政府相类似？还是说他们发动的是一场社会革命？有两位作者就这些问题对此次政变进行了清晰的分析。汉娜·巴塔图（Hanna&nbsp;Battatu）通过对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的革命进行比较，试图寻找这些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世界报》（Monde）和《东方日报》（L’Orient&nbsp;le&nbsp;Jour）的记者爱德华·萨博（Édouard&nbsp;Saab）则提出了将叙利亚1963年政变视为“一场由怨恨引发的革命”的观点。他认为，进入叙利亚政局的新政治角色，会对既有的有产者进行社会报复。

	［2］

	1963年政变在叙利亚历史上至关重要，因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社会演变进程，在另一种社会运转显现时被打断了。之前的掌权者很快地，有时甚至是暴力地被抛到了一边。他们留下的物质和记忆的遗产，正因法制在叙利亚的确立和对过去历史的改写而受到双重挑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1963—1971年的叙利亚，有多种建立国家权力的政治事业相互交织。这种政治、社会、经济甚至文化上的动荡局面，在当时给人一种轰轰烈烈的感觉，而国家领导层的不断更迭，更是让人们头晕目眩。

	在叙利亚这个国家中，充斥着政治派系间的相互斗争。我们必须看到并清楚了解各政治派系是如何利用国家工具来改变经济和社会秩序，以便将他们自身创建的政治秩序强加给整个国家的。这些都是处于相互斗争之中的社会模式。由此，革命的动力最终被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耗尽了，整个社会疲惫不堪，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的渴望随之产生，而这是一群来自叙利亚人口中的少数群体所提出的社会诉求。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这群人发现，可以将国家作为树立权威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力量，他们及时地抓住了国家权力，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国家。于是，一股以“革命”为名的政治漩涡席卷了整个叙利亚。


巩固政权



	［3］［4］
	1963年3月8日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动的一场军事政变，也称“三·八”革命或叙利亚革命，政变受到了伊拉克斋月革命的启发。——译者注


	1963年3月主导政变
	 [image: 1963年3月8日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动的一场军事政变，也称“三·八”革命或叙利亚革命，政变受到了伊拉克斋月革命的启发。——译者注]的领导层，其构成非常复杂。政变是由一名叫齐亚德·哈里里（Ziyâd&nbsp;Harîrî）的军官发起的，但他本人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作为一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哈里里与复兴党关系密切，与纳赛尔的关系也很密切，属于对叙利亚脱离“阿联”深感失望的一代。因此，在政变后他同意将权力移交给一群寻求与埃及重启谈判的复兴党人。为了了解政变后几个月内的叙利亚局势，我们有必要对此时的局势进行初步观察。叙利亚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招募政策，使得军队中军官的人数相对多了不少，与此同时，由于叙利亚先加入“阿联”而后又脱离“阿联”，军官团体内部也因政治倾向不同出现了严重分化。对许多叙利亚人来说，“阿联”首先代表了难以放弃的国家愿景，也代表着叙利亚即将迎来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并不是基于个人和宪法自由这些精神，而是建立在叙利亚人共享社会财富、树立国家尊严和建设高效政府的理想之上。

	［5］

	对于新上台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当务之急是了解如何利用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力。保密性成为叙利亚国家政治管理的主要特征。叙利亚人把希望寄托于新的权力机构。正如帕特里克·希尔（Patrick&nbsp;Seale）所说的那样，由煽动政变的三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哈菲兹·阿萨德、萨拉赫·贾迪德和穆罕默德·乌姆兰组成了政变三人组，他们利用阿兹姆政府在紧急时刻的一时迟疑，发动政变并导致阿兹姆政府垮台。三人委员会凭借他们在军队中的关系网而得以调遣军队以支持他们的政变行动。

	政变三人组的3名军官都来自叙利亚西北部阿拉维派的哈亚廷（Khayyatin）或卡尔比耶（Kalbiyyin）部落。年纪最长的乌姆兰出生于1922年，其次是出生于1926年的贾迪德，最后是出生于1930年，最年轻的阿萨德。他们都是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长大，并在叙利亚独立初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作为农村孩子获得社会晋升的唯一途径，他们都选择了加入叙利亚军队，然后又都在20世纪50年代加入了复兴党。哈菲兹·阿萨德在高中毕业后成为复兴党学生团体的代表，声名初显。三人都积极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纷争。乌姆兰甚至在推翻阿迪布·希沙克里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一些作用。最后，在叙利亚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期，这几人走到了一起。“阿联”时期，他们发现自己远离国家，也不知道该如何在开罗打发时间。于是，他们开始一起讨论进行斗争，以纠正叙利亚加入“阿联”这条错误道路。叙利亚脱离“阿联”后，他们觉得，是时候碰碰运气了。

	政变后成立的第一个全国革命指挥委员会聚集了20名成员，该委员会向一个由平民组成的政府发出指令。新政府成立了一个权力有限的议会，将决策权保留给当选的几位议会代表，同时也考虑了在1963年因支持不同社会思潮而相互冲突的代表们的意见。议会中的职位由胡拉尼派、纳赛尔派、独立派和复兴党四个政治派系共享。根据议会的讨论结果，并在“指导”议会讨论过程的三人委员会接受决议的掩护下，国家政治决定得以付诸实施。三人委员会习惯于对政府和议会的讨论方向进行指导，但是，“三巨头”的政治力量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在国家制度中的地位，不如说是由于他们能够将自己置于决策群体的边缘，并通过各种方式与叙利亚军队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国家做出最终的决定。对他们来说，在政府中任命一个特定的政府职位，可能比做出某项政治经济决策更为重要。

	不公开透露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对每个军事委员会成员发挥的政治作用保持高度谨慎，灵活地指导议会和政府的讨论，这些都是新的国家权力运行模式的一部分。新的国家决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细节、个人及其行动轨迹，以便有效地向国家施加政治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依赖行政机构、非正式会议，特别是对情报信息的全面控制。那么，政府之上的三人委员会对治理国家有什么整体计划吗？答案是没有必要做什么计划。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找到合适的政治盟友，将那些可能给他们带来损害的人排除在外。对从政40多年的哈菲兹·阿萨德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

	很快，在开始对行政、民事和军事部门进行清洗之后不久，新的统治当局便开始处理当时的重大问题，而这正是政变行动的初衷。然而，在缺乏像“阿联”时期那样的议会和外来参照物的情况下，政治斗争并不能通过政治谈判和协商这些公开形式来解决。由于这些政治斗争涉及不同派系、军事集团以及各派的平民政治领袖，叙利亚的国内政局很快就演变成了二元对立的局面：支持或反对纳赛尔领导下的“阿联”，支持或不支持在叙利亚社会推行法制，等等。这种政治局面的形成是因为每个政治派别联合在一起时，其内部不允许有任何细微分歧的存在。如今的叙利亚，如果没有一股团结的力量在背后支持，这群正在崛起中的军官集团就会面临被解职而失势的风险。

	［6］［7］
	即“北也门内战”，为1962—1970年北也门境内发生的一场战争，战争双方为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流亡王室的亲王室派（获沙特阿拉伯幕后支持）和支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共和派（获“阿联”支持）。——译者注


	在缺乏权力监督机构（当局承诺会在不久的将来进行设置）或临时宪法的情况下，各个政治团体很难评估各自的政治实力。目前，叙利亚当局需要决定前往开罗代表团的成员，因为人员构成问题决定了谈判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该代表团将在开罗与埃及方面就“阿联”问题进行谈判。1963年3月19日，叙利亚代表团开启了同埃及的谈判，纳赛尔在谈判中向叙利亚代表回顾了两国关系的过往历程，包括1957年叙利亚加入“阿联”时做出的政治承诺，以及后来叙利亚脱离“阿联”这一系列的历史。此次谈判以双方达成原则性协议而结束，两国关系也在此次谈判之后和解了。事实上，在此次双边会谈之初，双方就已经在究竟谁该为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负责这个问题而相互指责。埃及动用军队加入刚刚爆发的“也门战争”
	 [image: 即“北也门内战”，为1962—1970年北也门境内发生的一场战争，战争双方为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流亡王室的亲王室派（获沙特阿拉伯幕后支持）和支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共和派（获“阿联”支持）。——译者注]，也表明了开罗方面领导人对阿拉伯地区局势的态度。

	［8］
	叙利亚政治家、将军和复兴党成员，于1963年7月27日至1966年2月23日期间担任叙利亚总统。他任总统期间，在叙利亚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后于1966年2月23日被总参谋长萨拉赫·贾迪德领导的复兴党激进派推翻，被推翻后，先后流亡于黎巴嫩、巴格达等地，后回到叙利亚，于2009年在阿勒颇去世。——译者注


	叙利亚与埃及的政治谈判为叙利亚国内带来了诸多新情况。国内银行和某些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化政令的实行引起了人们对当局的不满。为了加强对国家的控制，权力机构的范畴被限制在革命委员会和政府。为了让人们了解权力当局的政治倾向，当局更愿意采取其他形式的行动。首要的途径就是采取内部的、秘密的、纠正性的军事行动。5月8日，又一场政变推翻了纳赛尔派的军官。这场政变之后，当局对政府职位重新进行分配，加强了对国家权力机构的控制。此后，一个新的政治人物被推上台，他就是阿明·哈菲兹（Amin&nbsp;Hafez）
	 [image: 叙利亚政治家、将军和复兴党成员，于1963年7月27日至1966年2月23日期间担任叙利亚总统。他任总统期间，在叙利亚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后于1966年2月23日被总参谋长萨拉赫·贾迪德领导的复兴党激进派推翻，被推翻后，先后流亡于黎巴嫩、巴格达等地，后回到叙利亚，于2009年在阿勒颇去世。——译者注]，其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参战的经历帮助他在军队中树立了威信。

	叙利亚的国家权力所在也发生了改变。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仍可以影响权力运行，但此时国家权力的运行不再是让这个或那个政府部门发挥领导作用的问题。举例来说，阿明·哈菲兹身兼叙利亚军队第70装甲旅的旅长、霍姆斯或卡塔纳（Qatana）的驻军首长、新的军事情报局局长，如此之多的职位，已经足以让他在军队中建立起个人的影响力，并能够向政府的决策者施加压力。此时，属于军队的时代来临了。在没有任何常规政治调解机构的情况下，国家公共空间仍然是各政治人物利益的争斗场。

	示威和罢工接踵而至。但是，此时叙利亚社会运动组织仍远未统一。1963年5月8日至9日，阿勒颇爆发了支持“阿联”和埃及总统的示威活动。纳赛尔的肖像被举起来在人群中挥动，示威人群聚集在阿勒颇的商业场所。在大马士革，人们关闭了露天市场，以抗议当局实行的社会主义法律。复兴党武装分子被派去强行打开商人们的铺面。渐渐地，那些新上任的，年轻时候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国家领导人们，明白了控制城市街头秩序的重要性。

	政治上的动荡也反映出叙利亚政界重要的代际更迭，以及叙利亚国内政党活动减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在“阿联”解散一切政党的时期，所有的政治力量和机构都受到了影响。国家权力最初被授予齐亚德·哈里里，这是因为秘密委员会的年轻成员们大都在30岁左右，大多是在1955—1960年在军队中晋升的军官。在政治圈子中，无论意识形态为何，政治环境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政治新人的到来，颠覆了叙利亚政界一贯的政治思维框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叙利亚的政治思想演变历程进行简明的梳理，以理解叙利亚政治的划分线及其个人化的特性。

	［9］

	议会的解散和公民投票选举的缺失，使得我们无法对此时叙利亚各股政治力量的构成形成清晰的认识。当下叙利亚国内主要的意识形态潮流中，有一个阵营将自己定性为进步派（taqadumiyyin），还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多样化的阵营，主要是因其与第一个阵营的多种对立而形成。在第一个阵营中，主要有共产党、复兴党、纳赛尔派和胡拉尼派。在第二个阵营中，有两个政治团体与第一个阵营是对立关系，即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和穆兄会。反复发生的军事政变、新一代政治人物的崛起以及不可能召开集体会议进行政治讨论，这些现象带来的影响及后果大致相同。所有这些政治分化及政治现象共同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却并未形成统一的政党组织，因为这些政治运动因单个政治人物的影响而严重两极分化——这些政治人物吸引了一批政治同情者和支持者聚集在他们周围，但那些正式的政治团体却无法形成明确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实践方向。这其中，有两个政治组织值得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及讨论，因为它们在接下来几年的叙利亚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就是复兴党和穆兄会。

	复兴党依据以下几条界线发生了分裂：平民与军队；米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丁·比塔尔周围的元老级党员与20世纪50年代加入的青年党员；来自大城市的复兴党成员与来自德拉、代尔祖尔、拉塔基亚这样大中型城市的成员；来自逊尼派的成员与来自少数教派的成员等。这些都构成了复兴党鲜明的政治特征，且这些特征可以暂时地同此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立场结合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分歧，主要涉及对叙利亚加入“阿联”和1961年脱离“阿联”的不同立场，也涉及叙利亚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政策在叙利亚经济领域中的实施。各党派活动分子的政治倾向因城市居民（主要指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居民）之间明显的社会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城市居民往往能够在欧洲或黎巴嫩接受教育，但有些人却是家族中第一个接受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

	［10］

	由此可见，复兴党远非一个统一的政党集团。1963年夏季的复兴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显示出其内部存在的分歧。当新一代党员们对党内职位提出要求，并要求对复兴党实行改革的时候，复兴党的主席团刚刚将之前的领导人米歇尔·阿弗拉克推上了党首的位置。除了这种年龄上的差异之外，复兴党内部还存在着地域、宗教和民族的差异。其中，来自代尔祖尔、拉塔基亚和德拉的势力在复兴党内掌握了权力，他们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如叙利亚西北山区的阿拉维派或巴蒂亚地区的伊斯玛仪派。这也显示出来自边远地区的派系力量对叙利亚此时正在形成的政治中心的冲击。他们虽渴望重建一个伟大的阿拉伯国家，但也倾向于改变中小城镇地区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总的来说，无论是来自代尔祖尔的贾拉勒·塞义德（Jalâl&nbsp;al-Sayyid），还是来自拉塔基亚的瓦希卜·加尼姆（Wâhib&nbsp;al-Ghânim），他们都是复兴党先驱们政治理想的继承人。

	在第六次复兴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复兴党党内没有达成什么实际的政治共识，只是在总的政治方案上取得了一致：必须采取行动支持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反对以色列，重新分配土地和国家财富，粉碎前统治者的反攻。这在那些希望将整个经济国有化的人和提倡对土地资源进行有序分配的人之间，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此外，政治立场越来越个人化，不同派系之间往往会跟从这个或那个政治人物，暂时性地联合起来支持某个政治方案。军方可以在平民中找到盟友，一再重申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并反过来中止与埃及的谈判。复兴党内的各派系在敌友关系的基础上，根据“二进制”选择的原则进行分化和重组。每一次政变后，复兴党党内都会经历一次重组，其中一些人消失了，而另一些人则占据了更多重要的位置。

	［11］［12］

	穆兄会内部也如复兴党一样，存在着同样的多样性。1963年政变前夕，穆兄会在国民议会和政府职位上都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一大好局面还曾促使他们要求得到议会主席的职位。但1963年3月的政变阻止了他们的这一政治计划。虽然穆兄会具备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叙利亚拥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平台或者一个充分重建起来的政治组织。在前领袖穆罕默德·西拜离开后，穆兄会的领导层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缺，使得以伊萨姆·阿特尔（Issâm&nbsp;al-Attâr）为代表的新一代穆兄会成员接任该组织的领袖。对阿克拉姆·胡拉尼来说，阿特尔是个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对阿德南·萨阿德·阿尔丁来说，阿特尔属于温和派，因为阿特尔并没有来利用权力来调整穆兄会的政治方针。议会制在叙利亚的终结，使穆兄会分裂成了几个地方派别，政治上更为保守的穆兄会哈马分支更是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分支冲突不断。由此，穆兄会各种不同的政治特征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特征首先要看当地的穆斯林群体对本地的宗教少数群体和经济政策的态度是什么。在哈马地区，与穆兄会关系密切的商人的财产被暴力没收，这使得他们的立场更加强硬。其次，宗教信仰在穆兄会的派系划分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宗教教育方面尤其如此，穆兄会中担任教师的年轻成员，往往怀有更为明显且强烈的宗教倾向。

	总的来说，三个因素决定了穆兄会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在叙利亚的活动：内部组织的严重分裂，造成了穆兄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穆兄会在宗教和经济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保守，他们普遍反对进步主义政治团体的主张；最后，穆兄会采用了革命的政治话语，利用组织本身的政治目的来为其采取的政治手段正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复兴党和穆兄会这两大政治力量更像是围绕着一个领袖人物的地方派别，而在这两大政治力量之间，还活跃着无数或大或小的政治集团。其中，纳赛尔派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被组织起来。胡拉尼分子们虽未创建政党，但他们认同之前共同的领袖胡拉尼的政治主张。叙利亚民族社会党的支持者仍然积极活跃于叙利亚的某些地区。总的来说，议会制的暂停为各政治派别创造了一个相同的现实环境：政治在各派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该地的政治联盟和利益关系。这是由一个或多个大城市主导的国家或国家领土结构的重生。虽然叙利亚是由共同的社会动力驱动的，但这些动力似乎只有在各地区的小范围内才会发挥影响。

	［13］

	经历了1963年一系列政变和反政变事件一年后，以阿明·哈菲兹将军为代表的新领导层开始在叙利亚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扩大土地改革法的实行范围和对库姆斯亚等经济部门进行国有化改革。这些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革措施，以及在各城市部署的安全部队，引发了新的纠纷和冲突。此时的冲突与20世纪40年代的那种街头冲突并无二致，但新的情报组织穆哈巴拉特（mukhâbarât）开始对城市的冲突进行监视。叙利亚复兴党和空军内部都设置了情报机构，每个权力机构内部也都有负责监视和监督民众相互竞争的军事情报组织存在。

	［14］

	在这种背景下，在沿海小城巴尼亚斯（Banias），来自农村地区的新移民的到来引发了城市原有居民的敌意，因为巴尼亚斯位于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之间，其发展水平与这两个受益于新建港口基础设施的大都市不同。城市原有居民对来自农村的新移民的不满，逊尼派对阿拉维派的指责，对城市内缺乏工作机会的谴责，以及中产阶级和大众对新统治秩序的质疑，都加剧了不满的情绪。12月中旬，来自逊尼派和来自阿拉维派的学生之间爆发了冲突。当局迅速进行了镇压，并且在镇压过程中也毫不掩饰他们自身的宗派立场。此外，这种新的人口管理方式，也使叙利亚的少数群体注意到国内占多数的人口与当局继续争执的危险，上述这些事件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还引发了国内其他的抗议活动。

	在霍姆斯，城市里的商人发起罢工，反对复兴党全国代表大会在1964年2月闭幕时颁布的新法律。对此，当局立即决定通过强制性方案解决问题，并通过无线电台宣布了这一消息。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不允许出现任何“反抗”政府当局的行动。这里是叙利亚第三大城市和最大的工业基地，对于当局来说，这里绝不能成为当前社会和政治运动的舞台。这些事件引起了众多传闻。关于阿勒颇和哈马新领导人的谣言四起。各家族之间的内部联系，依然存在于上述这些地方之间。在这种紧张的社会氛围中，诸多事由都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麻烦。4月28日，当轮到大马士革关闭露天市场并罢市的时候，当局派出了国民警卫队，强令商人们开店营业，其中10人被判处死刑。复兴党正在进行的革命，绝不容许存在任何障碍……

	［15］

	1964年4月5日，哈马成为越来越多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中心。几个星期以来，被每周五谴责新当局的布道所吸引的保守派学校的青年学生们，发起了示威活动。他们在街上遭遇了负责驱散他们的警察。从农村地区招募了大量新成员的警察队伍，其使用暴力手段镇压示威活动的倾向逐渐增强。其他政治团体在街头的示威行动中逐渐团结一致。胡拉尼主义者、纳赛尔社会主义者和穆兄会肩并肩站在一起，要求恢复宪法自由。哈马市社会政治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激进的政治传统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在此地汇聚，可以清楚地显示这一特征。

	［16］

	很快，哈马的苏丹清真寺成为大规模静坐活动的场所，清真寺还向那些在公共场所对抗当局统治的和平抗议者们分发食物、提供住宿。1964年4月14日，叙利亚中央当局选择对抗议活动进行武力镇压。当时的领导人，包括领导法院和部分镇压行动的穆斯塔法·特拉斯（MustafâTlâss）、三巨头（尽管乌姆兰后来退出了最终的镇压决定）和哈马省的省长阿卜杜勒·哈利姆·卡达姆（‘Abd&nbsp;al-Halîm&nbsp;Khaddâm），都同意动用一切力量来粉碎这场政治运动。在向哈马部署了国民警卫队之后，坦克开到了清真寺附近。当静坐群众拒绝离开时，大炮的轰鸣声响彻整个清真寺，清真寺的圆顶倒塌在栖身其下的群众身上。在一片废墟中，刚从开罗归来的穆兄会活动人士马尔万·哈迪德（Marwan&nbsp;Hadîd）承诺，在不诉诸于武力的情况下，他将不再同一个不信教的政府当局对抗，这也是他对复兴党的看法。最终，武力镇压驱散了哈马苏丹清真寺的所有抗议者。

	“哈马暴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叙利亚历史发展道路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这是城市运动第一次被镇压，而各政治派别选择了常规的城市抗议的斗争形式来提出宪政要求。罢工、公众集会和请愿曾经推翻了法国委任统治政府和20世纪50年代的历届政府，为什么现在面对这些政治新人却要改变斗争方式？无论如何，在前所未有的强权面前，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们感到恐惧。坦克上的大炮并不能让国家振奋，而只会让人民躲藏起来。其次，共同的血脉将一个注定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导国家的政治团体连接在一起。从这些事件中得到的最后一个教训是，叙利亚的社会肌体被撕裂了。政治运动的动员是按照城市和地区进行，并通过社区运动传播开来的。如今，这些运动再也不能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因为整个框架已被封闭在复兴党政权严密的控制之下。

	［17］［18］

	新的国家政权结构确保了复兴党代表可以实现对国家的全面监视和控制。地方议会成为复兴党渗透进地方、部落、家庭和社区的重要途径，它们是向政府当局反映叙利亚乡村地区不满情绪的场所。财产划分不明确、土地所有权未明确、家庭纠纷、新的经济活动等，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进行审查、清查和处理的主题。例如，在1964年发生在叙利亚北部小镇杰拉布鲁斯（Jarablus）的最后一次学生示威游行活动中，复兴党迫使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加入复兴党的学生组织来解决冲突和问题，并由当地议会来处理学生们最后的不满情绪。渐渐地，复兴党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行政意义上的形象：它主要负责让人们提出不满，并为个人提供必要的补偿，以使他们加入复兴党的运动之中。尽管复兴党用社会主义和阿拉伯主义等口号来装饰自己，以创造一种集体意义上的归属感，但这场社会运动的性质远非是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当局也会在这种地方管理上自我限制。例如，他们并不会侵犯部落酋长的权力，而是更倾向于煽动各部落内部的分裂。由此，复兴党和叙利亚中央政府进入了叙利亚国家社会结构的核心位置。

	［19］

	在这个由1963年军事政变开创的变革时代，新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寻找新的国际合作伙伴。萨拉丁·比塔尔在国际舞台上的亲疏关系就是例证。1963年，比塔尔出席了1963年与纳赛尔举行的谈判会议，纳赛尔为了嘲笑他，让比塔尔回顾了自己在1957年叙利亚和埃及建立“阿联”时曾发挥的作用，这让比塔尔认识到，自己必须放弃与埃及建立泛阿拉伯联盟这个政治梦想。1963年底，当伊拉克的复兴党政府被其国内的军事联盟推翻时，比塔尔的第三届政府也随之倒台。此时，复兴党执政下的叙利亚发现，自己在中东地区已完全陷入孤立。不过，叙利亚与苏联的伙伴关系仍然存续着，这使它能够获得来自苏联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因此，比塔尔的最后一届政府可以为幼发拉底河大坝项目谈判取得进展而感到高兴。然而，这也并不能保证叙利亚可以在与以色列在双方之间的非军事区再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有可靠的武器装备来源。

	1966年，1963年政变后新成立的叙利亚政府当局面临着双重层次的紧张局势。第一重是国家内部斗争，这种内部斗争主要是在不同地区之间，军队和平民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这使得叙利亚的革命支持者控制了各地方当局，并使得国家权力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第二重则是各阿拉伯兄弟国之间的无线电广播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这两重斗争的结合，使得叙利亚的内部斗争变得更加激进。

	1965年，在叙利亚中央政府方面，一切都似乎非常不稳定。哈马的暴动被镇压后，中央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之一，穆罕默德·乌姆兰，向政客们公开了1963年政变后国家“三巨头”的存在，这引发了一场新的政治危机。整个1965年，与复兴党前领导人关系密切的军方势力，以及主张恢复叙利亚宪政秩序的支持者们，都在试图将他们的权力置于复兴党和政府当局的权威之上。与此同时，针对纳赛尔派和胡拉尼派展开的政治清洗，使得萨拉赫·贾迪德和哈菲兹·阿萨德有机会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政府中的关键位置。于是，1965年，哈菲兹·阿萨德的弟弟成为复兴党禁卫军司令。对于当前国家权力，存在着两种解读：对于复兴党当局的反对者们来说，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阿萨德和贾迪德，是为了让军队势力再次服从于国家行政机构；对于阿萨德和贾迪德来说，军队和情报机构确保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到1966年初，这种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1966年2月，第五届比塔尔政府开始尽其所能地迫使军队重新服从于国家。


叙利亚现代社会的萌发



	1963—1966年，叙利亚局势发生了多次动荡，令人眼花缭乱。当时的外交官们写的每一份时事通讯，都让人感受到这其中不断的变化。同样，当时主要政治人物们的自传中未曾提及这几年中的诸多时刻，以试图证明这期间的许多事情是正确合理的。这种激愤的动荡状况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变化的结果，如果要理解此时正在形成中的叙利亚，就有必要了解这些变化。20世纪60年代，围绕着对公共领域的不同定义，两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和两种极其暴力的社会实践相遇了。

	回顾自坦齐马特改革以来的一个世纪可以发现，一种城市秩序已经在叙利亚蔓延开来，并且这种秩序的规范、象征和实践形式在不断强化。这种秩序带着一种文明的理想，试图跨越文化，减少宗教教派的影响，主张各方围绕各种思想重新进行对话。这一建立在对法制崇拜基础上的城市制度规范，以一种相对一致的方式，标准化并协调了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情况，从而使其能够表现出最佳的可能性。这种城市秩序的确立，还伴随着新的知识和权力机构的出现，无论是学校、军队、咖啡馆还是集会活动，都发挥着促使社会各方彼此发现和进行对话的作用，也为政府当局提供了实施统治的权力工具。这是一个属于文明的领域，它将罕达拉（hadâra）、阿达卜这些概念扩展运用到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之中，它还指一种跨越了自由、新兴资本主义和公共权力干预的经济交换与生产方式的兴起及发展。

	因此，这种新秩序具有了实现社会变革的能力，而且其带来的影响是国家制度的设计者和思想家们并未发现的。在短期内，新秩序促进了国家的人口增长。自1946年独立以来，叙利亚在1965年迎来了近200万的新生人口，占叙利亚原有人口数量的一半。他们是国家可以动员的年轻一代，只是根据各自的原籍地、社会阶层和家庭而被划分开来了。毫无疑问，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具体情况要复杂得多。新秩序的另一个影响，则与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有关，城市要么是农村人口为逃离贫困而来到不断扩大的城市郊区的汇集地，要么是作为中小学、大学和军事学院的教育培训场所。然而，诸多证据显示，虽然知识的传播对社会上所有人都有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差异就随之消除了。婚姻，对他人的看法、判断和态度，都强化了这一文明秩序的另一侧面。

	在理想的社会形态下，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实际上，此时社会文明与对他人的看法和极其粗暴的社会经济统治密切相关。在商业发展的名义下，农村地区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竞争场所，但在知识和文化先天优越的名义下，农民和他们的孩子被认为天生就是低人一等的。那些不属于城市大家族的人，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等少数教派的许多成员，也因此而不能与那些来自城市大家族的成员们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城市大家族大力称赞国家发展、法律以及农村和部落世界的和平带来的良好效果，但随着国家秩序的发展，这些大家族也表现出了一种无声的、无形的暴力。

	［20］

	另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一种社会形态的产物。它关乎社会正义、集体的自由解放和恢复并重建所有人的尊严。关于这个主题，爱德华·萨博在其著述中谈到了“怨恨”。但这种情感并不足以解释这种社会形态为何成功，也不足以解释它在既定的文明框架内的地位，因为“怨恨”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结果。社会正义意味着通过对社会上的富人及其经济基础的切实打击，来改变经济上的不平等。自由解放则需要那些农村地区的孩子进入城市之中。对于那些出身地位不高的孩子来说，城市中医学院、法学院或军事学院的大门是为他们敞开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政变、领导人为保护自己而组建的定期轮换的人员和私人警卫，以及通过瓦斯塔（wasta，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裙带关系”）晋升的希望，则使他们有机会在军队、情报、警察和行政部门担任低级职位。

	［21］

	第二种理想社会形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从城市扩展到了农村。土地改革也遵循同样的理念。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在田地中劳作的人们提供生计。针对土地资源，国家既要进行土地分割、灌溉、机械化建设和建立合作社，也要为农民提供生产工具以实现土地的价值，并防止因生产效率的下降而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土地改革的这些影响是缓慢的。渐渐地，之前传统大地产的存在基础瓦解了，形成了一个由城市、中小城镇和农村组成的新社会。这种进步口号得到了特别的回应。在西部哈马省的塞莱米耶（Salamiyeh）地区，共产党的队伍壮大了起来。同样，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交界的边境地区，纳赛尔派的势力也很强大。借用当时埃及的口号——“农民和他的孩子们，抬起了头颅”……这至少是象征性的。

	［22］

	然而，在真正的社会实践中，社会不平等现象依然很严重。贾兹拉乡村地区的部落酋长们毫不犹豫地让他们的亲戚回来分割最好的土地。土地国有化的法律并没有禁止地方家族选择他们原来拥有的土地。因此，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行政区内，那些河流周围水源最丰富的土地资源，仍然属于地方大家族。另一方面，大城市附近的花园则很容易被那里的中农们收回。土地改革在各地区的结果各不相同，我们不应该仅仅从土地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待与评价此时期颁布的这些土地改革法。

	在土地改革中，还新设立了其他国家公共系统及设施：乡村小学、医疗诊所、部分地区的引水设施，如果可能，还配备了电动水泵，这为乡村这个与城市相比落后许多的地区提供了相对的便利。因此，同前者文明的理想社会形态相比，在第二种理想社会形态下，政策的实施主要遵循的是解决国家迫切需求和当务之急的原则。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强制手段被再次恢复使用，即由国家公职人员使用垄断性的暴力手段。但是，这种国家运作方式，并不能阻止政治腐败的并行发展。一些人之前累积的社会财富和另一些人在国家机构中推行暴力统治的手段，这二者相互交叉，又产生了其他形式的政治交易。

	［23］

	国家的地理环境就这样被改变了。1965年左右，当塔布卡（Tabqa）大坝开始施工时，一个巨大的湖泊出现在叙利亚拉卡城的西部地区。来自苏联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催生了一场新的工业化运动，重要工业设施的建立，完善了叙利亚原有的大型基础设施。位于输油管道末端的霍姆斯炼油厂、拉塔基亚的港口以及从1962年开始建设的塔尔图斯港口，还有塔布卡的电力综合体的周围地区，都成为叙利亚新的定居人口分布地区。

	城市地产本身也是投资的对象。随着农村移民的到来，城市定居点的规模不断扩大。新拓展的城市空间是按照相对统一的施工标准建造的。带有圆形阳台的四至五层楼房成为新建民居的统一规格，人们可以轻松地从主要交通要道到达这里，这也使得城市的交通更加顺畅。同时，人们的着装也开始遵循新的标准。军人穿卡其裤，白领穿欧式西装，蓄胡子成为新风尚，城市中心的妇女穿裙子，这些都显示了社会生活风尚的转变。城市的这些新发展及所诞生的新生活方式，支撑了城市生活公约的重新制定。城市的商业贸易空间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也成为中产阶级激烈批判的对象。

	如此，第一种理想社会形态让位于第二种理想社会形态。这种变化是通过暴力实现的，它直接体现在使用军队对城镇居民的抗议运动进行武力镇压。这种理想社会形态把那些想要解决私人或过往仇怨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它同时还利用法律工具，实行国有化措施。文明社会的成员、专家出身的高级官员以及军人们，都怀有这种社会理想，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清除之前那个腐败的旧秩序。叙利亚建立的这种革命统治，是以实现更高目标的名义，来使其统治手段合理化，因而每种统治手段都披着“主义”的外衣。由此，泛阿拉伯主义或社会主义成为团结人民的引擎，它向人们承诺实现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种社会形态的替代绝不是机械性的。为了使改革取得预期的成果，必须不断地探索、尝试、纠正和调整。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比塔尔和萨米·容迪两个政府之间会出现诸多的政策逆转，其中前者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后者则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同样，在政变期间，军方也试图加强自身的政治地位，但由于他们不能直接占据所有职位，所以又不得不迅速退出。因此，革命时代是建立在形势的反复和不确定基础上的，这些不确定性不断地提醒我们，叙利亚此时的革命其实并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只有诸多成功、转折、失败和淘汰，在此过程中，才缔造出了国家统治机构和强权的代理人。

	造成叙利亚国家分散性特征的最后一个因素，在于人们原始身份的政治化上。这种政治化，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中兄弟优先于表兄，表兄优先于邻居，邻居优先于外国人，这些毕竟都是很寻常的事情。而对同一种族、同一地区或宗教信仰相同的人的偏爱，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依据身份这个变量进行社会管理的问题。同族通婚这种婚姻形式普遍存在，其主要的共同单位就是村庄或社区，再附加上宗教信仰和民族这两个因素。20世纪60年代，权力斗争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深刻撼动了过去50年里相互有过接触的各个地区。人口增长和农村人口外流带来的人口交融与重组，将原本不可能相互认识和交流的社区聚集在一起。这个过程中主要的创新之处，就是在政治生活中更加系统地使用社会身份属性这个变量。

	所有这些都给叙利亚这十年的历史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氛围。在一个充满无限希望的时代，年轻人的着装和发型风格焕然一新，许多新一代年轻人在街头、咖啡馆和政治集会上喊出了他们的社会理想。现代性同样也出现在与城市世界接触的乡村地区。此外，用来推翻旧秩序的工具，也就是产生这些希望和做法的旧秩序，都是以肢体暴力为基础的，肢体暴力也成为国家政治调节的普遍方式。暴力产生了非正式的财富交换，一些人的社会财富被拿走，转而给了另外一些人，而这些社会财富的转移并没有统一的规则。这一社会背景构成了1963年和1967年权力斗争的基础，也成为1966—1970年革命热潮形成的动因。

	但是，绝不能把这些革命想象成那种传统意义上普遍的、统一的社会运动，因为现实恰恰相反。对于一个拥有少数派宗教信仰，来自农村家庭的儿子来说，接受教育为他提供了成为工程师、医生或军人的新的可能性。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始终无法与那些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儿子们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因为后者的父母已让他们的孩子早早融入了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文明社会中。同时，这两者和那些来自保守家庭的后代之间的差异更大，对保守家庭的后代来说，戴头巾是保存和维护传统道德的必要条件，对他们来说，就像严格遵守男女两性之间的区别一样，传统的习俗和习惯也必须受到尊重。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政治代表们，对叙利亚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记忆，这可能导致他们在争取和维护权力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却未必拥有一致的斗争目标。社会阶层、少数族群的意识、文化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投射，构成了这种新的理想载体内部的诸多分歧，而这种社会理想希望的，是恢复这个农民占人口主体的国家的尊严。


政变与反政变



	［24］
	1966年2月23日政变，时任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变成功后，阿弗拉克、比塔尔等复兴党老党员被开除出复兴党，支持阿弗莱克和复兴党元老派的伊拉克复兴党自此与叙利亚复兴党分道扬镳，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党逐渐形成两大派系。而新生代复兴党人（新复兴党人）重组国家政权。将国家权利完全置于复兴党控制的国家革命会议之下。——译者注


	1966年2月23日上午，首都大马士革响起了爆炸声和枪声。
	 [image: 1966年2月23日政变，时任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变成功后，阿弗拉克、比塔尔等复兴党老党员被开除出复兴党，支持阿弗莱克和复兴党元老派的伊拉克复兴党自此与叙利亚复兴党分道扬镳，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党逐渐形成两大派系。而新生代复兴党人（新复兴党人）重组国家政权。将国家权利完全置于复兴党控制的国家革命会议之下。——译者注]几个小时后，阿明·哈菲兹将军的住宅燃起了大火，一群军官袭击了这所房子。霍姆斯和拉塔基亚随后也发生了此类事件，但阿勒颇的情势并不明朗，因为那里的驻军及领导人表现得犹豫不决。与之前其他企图推翻政权的政变事件不同，这是一次流血事件。哈菲兹将军的孩子们于当天晚上被送进了医院。不少平民被逮捕，前总统很快受到审判。

	这样的事件是闻所未闻的。根据当时的说法，这是一次“左派”反对右翼浪潮、军队势力反对平民、地区议会反对国家中央议会的运动。这一新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当局决定将政府中的军官和士兵送回军营，以阻止军队在国有化改革时期从社会财富分配中获益。但这种说法本身却忘记了，当前的复兴党政府最初就是上一次军事政变的结果。

	自那时起，革命运动又开始了。叙利亚人开始向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大肆进攻，并准备向他们展开自1948年以来一直期待的大规模报复，以及再次寻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革命者们迅速前往开罗或巴格达展开国际联络工作，却都未能成功，阿拉伯兄弟国家之间的隔阂进一步扩大。相反，纳赛尔派和叙利亚复兴党之间的无线电台宣传战很快又爆发了，形式也更为激烈，双方都激烈谴责对方的不作为和叛国行为。

	［25］

	就目前的情势而言，新成立的当局并没有寻求得到承认，这一简单的事实表明，它就是1963年政变的延续。新当局的组织责任落到了一个由平民马胡斯（Makhûs）医生领导的政府，几周后，努尔丁·阿塔西（Nûr&nbsp;al-Dîn&nbsp;al-Atâssî）组建了新政府。自此，过渡时期开始了。在此期间，出现了两种权力，第一种由政府机构掌握，另一种则由军队掌握；同时出现了两大政治人物——萨拉赫·贾迪德和哈菲兹·阿萨德。在他们周围，一批国家情报机构在偏执的政治氛围中建立起来。二人很快进行了政治分工：哈菲兹·阿萨德接管了国防部，并领导国防部直到1970年；萨拉赫·贾迪德则接管了复兴党。他们将分别代表和体现此后叙利亚国家发展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涉及叙利亚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以及军队成为国家政治领域仲裁者和经济领域监督者的能力；第二条道路涉及复兴党政要（通常是平民）在叙利亚国家中的地位，这些政要主张在叙利亚实行类似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发展模式。

	［26］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复兴党的政要们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把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和随之而来的暴力推到了顶峰。国有化法律的实施不断被强化，国营企业以外的对外贸易、大宗贸易、银行活动等均被禁止，国营农场的数量大幅增加。同时，围绕着民兵组织重新设计了国家防御工具。根据一种极度阳刚的尚武精神，国家必须武装起来，增强实力，整齐划一，才能对抗来自以色列的敌人。革命准则的形成也伴随着象征性措施的实施，比如减少政府公务人员的薪资。阿萨德和贾迪德两位领导人的生活方式都很朴素低调。此外，情报眼线、警察和其他监察人员人数的增加，给叙利亚营造出了沉重的气氛。这种一片狂热的情势正在与地区内的国际局势相互关联，并发展出新的形势。

	［27］

	第一个让叙利亚感到不安的是盟国苏联。新政府与这个东方大国关系密切，并提议通过各种途径让叙利亚共产党参与新政府的决策。事实上，叙利亚共产党并没有在政府中得到什么实际职位。尽管如此，他们仍可以在叙利亚国内自由举行集会。随着新政府社会主义措施的不断强化，所有的一切都让人们认为，新政府将使叙利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或附属国。在这种背景下，1966年4月，苏联指出，苏联的军事力量目前过于集中，在其盟友遭受侵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分散力量以提供保护。

	［28］
	以色列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一眼而有“独眼达扬”之称。1967年至1974年间，任以色列国防部长。——译者注


	与以色列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1949年罗得岛停战协议内容的模糊性。协议中划定的非军事区是叙以双方都觊觎的目标。根据摩西·达扬（Moshe&nbsp;Dayan）
	 [image: 以色列政治家和军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一眼而有“独眼达扬”之称。1967年至1974年间，任以色列国防部长。——译者注]的描述，通过拖拉机进行的侵袭活动，为以色列边境向前推进提供了机会，叙利亚通过炮火射击对该行动进行了回击，以色列的推进也为叙利亚发起更为持久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此外，自1965年以来，叙利亚一直在进行约旦河的改道引水工程。这些正在进行的土方工程，也因为叙以此时的边境冲突而不得不停工。由此，叙以双方边境地区的军事挑衅、反击、回击事件不断上演，并在1966年10月达到顶点——两国发生了空战，叙利亚损失了一架飞机。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叙利亚的阿拉伯兄弟国也面临着压力，它们被要求更明确地承诺支持叙利亚的利益。

	在政府当局领导层内部，哈图姆（Hathum）上校是围绕两位非正式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与萨拉赫·贾迪德）形成的第一军事圈子的成员，他对自1966年2月政变以来取得的成果感到失望。不过，他还是领导了袭击阿明·哈菲兹住宅的行动，并为胜利做出了贡献。作为一名德鲁兹派教徒，他试图改变当局内部的权力平衡关系。1966年9月，在进行了几次无声的抱怨之后，他邀请萨拉赫·贾迪德来到苏维达。贾迪德和他的一些部下到了那里之后，却发现自己被囚禁了。哈图姆上校试图发动政变。哈菲兹·阿萨德立即在大马士革宣布，他绝不会屈服于哈图姆的要求，并威胁要轰炸德鲁兹地区。军队内部的暴力交锋和力量关系，使哈菲兹·阿萨德在冲突中占据了上风，他可以动员比叛乱分子更多的军事力量。哈图姆上校最终逃往约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鲁兹派的军官们被政府当局搁置在了一边。德鲁兹问题，即地方及其内部精英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此时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色彩。

	1967年初，中东地区非军事化联合委员会举行了八年来的首次会议，以色列和叙利亚代表团之间的谈判很快陷入僵局。以色列方面拒绝从非军事区撤回和放弃任何主权。于是，地区冲突事件又再次上演。以色列领导人希望找到对叙利亚实施制裁的理由，以稳定局势，至少在公开演讲中，他们面对沉浸在一片战争狂热中的叙利亚，表现得尤其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军队在戈兰高地附近的再次集结，引起了人们对战火重燃的担忧。叙利亚当局对阿拉伯兄弟国家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公开谴责纳赛尔的消极。纳赛尔被迫对局势做出回应。一系列对形势的误判开始了。对叙利亚来说，让埃及卷入地区危机是为了确保叙利亚免遭军事冲突的影响；对埃及来说，当前的威胁将开启新的谈判，或者至少可以推迟冲突的发生；对以色列来说，这些威胁重新点燃了他们将遭遇毁灭的想象，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对苏联来说，向盟友发出警告，有助于增强盟友对在东方的伙伴关系的信心，而不是把他们推入战争。对于此时政治视野正聚焦在越南战争上的美国来说，如果中东地区没有点燃战火，这里就不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纳赛尔下令联合国武装调停部队撤出，封锁了蒂朗海峡（le&nbsp;détroit&nbsp;de&nbsp;Tiran），而不担心任何方面的反应。在以色列，前任领导人本-古里安卸任之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民族团结政府。当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踌躇之际，以色列政府选择发起攻击。

	6月5日上午，以色列空军对埃及方面的军事设施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在获得制空权后，以色列军队进入西奈半岛，击退了埃及军队。尽管如此，埃及方面仍然继续宣称他们取得了胜利。为了不让自己的兄弟国家孤军奋战，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也加入了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利用这一机会征服了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6月9日晚上，叙利亚和以色列军队开始交战，叙利亚空军被摧毁殆尽。这时，摩西·达扬截获了一份苏联发出的电报，电报宣布苏联不会干涉双方的军事冲突。于是，以色列开始了夺取戈兰高地的极其冒险的军事行动。大马士革的人们大受震动。尽管前线战斗人员仍在反击以色列的进攻，但由于担心以色列绕道至贝卡谷地发起攻击，叙利亚决定命令军队从戈兰高地撤退。更糟糕的是，在一片混乱中，叙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宣布，高地上的大城市库奈特拉已经沦陷，这使得叙利亚军队的撤退陷入一片混乱。而事实上，库奈特拉这座城市仍然在叙利亚的控制之下。

	［29］

	叙利亚这一撤军的命令引起了人们大量的议论。许多人，主要是穆兄会的支持者们，将这一决定解读为政府当局打算将戈兰高地交给以色列，并进而认为政府当局与敌人相互勾结。另一些人则指责政府这样做是想保护大马士革，以防止人们发动起义。还有一些支持政府当局的人则谈到了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的背信弃义，并将其解读为新的帝国主义行径。这些解释说明了当时叙利亚全国对该事件的重视程度，最后一种说法则使我们得以看清叙利亚政权此时的内部运作。

	此时叙利亚国家统治的个人化倾向，向保卫边境和拯救叙利亚革命的方向前进的意愿，反复的政治清洗造成的政局混乱，以及军事指挥链的日益非正式化，都可以解释叙利亚此时为何会发布与现实情况完全相反的命令。6月10日，也就是叙利亚军队遭受失败的当晚，政府不容许出现任何针对政府领导人的批评，这凸显了哈菲兹·阿萨德和萨拉赫·贾迪德是如何设法与一群能够参与他们未来统治的军事指挥官建立政治联系的。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威胁说，如果大马士革受到战争影响，苏联将进行武装干预，彼时战争就会结束。

	这场冲突对整个阿拉伯世界造成了创伤。单凭革命意志并不足以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对于战争的失利，国家迫切需要做出新的解释。1948年因缺乏武器装备而失利，1967年则是因为意外而遭遇军事失利。叙利亚人必须为国家，特别是为战败的军队做好复仇的准备。对此，军官团体内部出现了分化。他们中的一些人致力于发展军事技术和扩充军备，他们找到了哈菲兹·阿萨德这个强有力的盟友，反对那些主张通过运用社会意识形态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战斗的人。

	［30］

	在接下来两年半的时间里，这两种国家发展方向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两位国家领导人身上：贾迪德和阿萨德。前者更关注复兴党本身，至少在地区（即叙利亚）层面是如此，而不是之前的领导人（主要是米歇尔·阿弗拉克）倡导的那种国家主导的领导模式。贾迪德与他的支持者们一起，试图重组并更新叙利亚国内的复兴党组织结构。他提出了更大程度的经济社会化措施，还提出了一项重新改造军队组织的计划。最后，他坚定地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地区性的国际问题，而不仅仅是叙利亚的问题，必须把黎巴嫩和约旦作为进行战斗的支点。因此，叙利亚复兴党必须向外输出本党的革命理念。

	相比之下，哈菲兹·阿萨德则处于军事、政治之间的分界线位置上，军队是掌握权力的机构。阿萨德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构建（或重组）了一个支持网络，该支持网络采取类似于之前权贵的那种扎阿玛（za‘ama）*的组织形式。阿萨德成为军队中唯一的领导人，控制了军队中关键职位的调动和安排，并能确保主要旅和防卫部队的安全。他主要依靠他的亲信进行管理，即那些和他一同晋升的人，比如穆斯塔法·特拉斯；又或是来自于复兴党的同一个部门，如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达姆；与他有斗争往来的，如库利；或有家族联系的，如马克鲁夫和里法特·阿萨德。潜在的政治对手都被送到外国大使馆或更偏远的地方去就职。1969年，与萨拉赫·贾迪德关系密切，并在国家情报组织穆哈巴拉特中举足轻重的军队情报部门领导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容迪（‘Abd&nbsp;al-Karîm&nbsp;al-Jundî）自杀，而与阿萨德关系密切的人，则扩大了自己在国家权力中的影响力。

	1968—1970年，萨拉赫·贾迪德集团的统治逻辑走到了尽头。从经济角度来看，政府各部门的不规范行为和国家的孤立状态，给政府带来了财政危机，例如石油红利的损失；资本外流和经济活动放缓，削弱了城市的贸易组织结构。从社会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为了寻求不确定的未来而进入城市，这与城市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或城市经济环境的改善并无关联，但农村问题被转移到了城市之中。在外交方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崛起，也增加了叙利亚与邻国的争斗。

	［31］
	1967年约旦失去对西岸的控制权后，被称为“敢死队”的巴勒斯坦武装将其基地迁往约旦，并加强了对以色列和以色列占领的领土的攻击。约旦国王侯赛因对巴勒斯坦流亡者表示赞许和支持，约旦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也对巴勒斯坦敢死队加以支持。此后，巴解组织在约旦的力量不断壮大。但到1970年初，巴解组织内部的一些团体开始公开要求推翻哈希姆君主制，并试图刺杀国王。——译者注


	7月17日，伊拉克复兴党发动政变，重新掌握了伊拉克的国家权力。哈菲兹·阿萨德提议恢复与伊拉克复兴党这个兄弟党派的联系。但他的提议被政府拒绝，他本人也被淘汰出局，并辞去了地方指挥官的职务。不过政府没有解散，阿萨德也保留了国防部长的职位。他利用这个机会加速了军队内部职位的更迭，将伊扎特·贾迪德（‘Izzat&nbsp;Jadîd）调离了第70旅的指挥部。1969年2月25日，以色列空军轰炸了首都大马士革的郊区。为了应对当前局面，哈菲兹·阿萨德掌控了报社总部等重要战略位置，以确保政府当局对信息发布的控制。在阿拉维山区，他成功孤立了贾迪德的支持者。从那时开始，首都和山地这两个地区，在叙利亚的权力逻辑中联系在了一起。然而，阿萨德并没有组织和发动一场全面的政变。第二年，即1970年9月19日，针对向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发起暗杀的企图
	 [image: 1967年约旦失去对西岸的控制权后，被称为“敢死队”的巴勒斯坦武装将其基地迁往约旦，并加强了对以色列和以色列占领的领土的攻击。约旦国王侯赛因对巴勒斯坦流亡者表示赞许和支持，约旦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也对巴勒斯坦敢死队加以支持。此后，巴解组织在约旦的力量不断壮大。但到1970年初，巴解组织内部的一些团体开始公开要求推翻哈希姆君主制，并试图刺杀国王。——译者注]，约旦国王对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营地发动了进攻。萨拉赫·贾迪德和他的支持者们呼吁叙利亚通过武装干涉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随后，一队装甲部队从叙利亚出发开往约旦，但哈菲兹·阿萨德拒绝为这支装甲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与此同时，以色列空军也与侯赛因国王相互勾结，威胁也要进行干预。于是，叙利亚派出的军队决定撤退。埃及总统纳赛尔紧急召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nbsp;Arafat）和侯赛因国王进行调解，他在调解完成之后几个小时就去世了。1970年11月12日，贾迪德在叙利亚召集了复兴党的地方机构，推翻了阿萨德及其忠诚的支持者穆斯塔法·特拉斯的领导。次日，阿萨德率军包围了复兴党的办公大楼，忠于他的军队占领了复兴党的办公室，并逮捕了包括萨拉赫·贾迪德在内的复兴党主要领导人，此后，贾迪德被终身监禁在梅塞（Mezze）监狱。接着，阿萨德宣布他已经“纠正”了复兴党的运行轨迹，而不是发动了政变。一个新的国家领导层正在叙利亚组建起来。

	20世纪60年代，革命风暴在全球兴起，这场革命风暴以不同的方式盘旋在不同的国家。就叙利亚而言，这场革命风暴导致军队进入叙利亚政界，并以国家永久紧急状态的名义消灭了原有的政治体制。围绕着国家尊严、社会平等和公正等政治口号，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在叙利亚形成了。其直接后果就是持续的暴力冲突和血腥的权力斗争。叙利亚社会也在几年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土地改革、农村人口外流、经济国有化，所有这些都赋予叙利亚国家一个新的形象。充满热情并高度政治化的叙利亚青年们、被政变打破的政党结构，以及各方在公共空间的冲突斗争，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另外一面。叙利亚在1967年地区战争中的失败是一个转折点。它不仅证明了一直以来革命口号的空洞，更强化了要求统一民族成分、以同仇敌忾的名义来缓和阿拉伯诸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恢复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相互信任的国家政策。此次战败也充分反映出叙利亚社会在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暴力冲突之后疲惫尽显的实际情况。不过，战争为哈菲兹·阿萨德的上台铺平了道路，他最终成为斗争中唯一的赢家。








第八章




阿萨德时代（一）



	［1］

	1970年11月，哈菲兹·阿萨德将军终于可以享受他所发起的“纠正运动”的成功。他不再需要为此发布什么1号公告或胜利公告。经过长达七年的派系、领导人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争斗，他成功地战胜了各式各样的对手而生存下来。正如著名传记作家帕特里克·希尔（Patrick&nbsp;Seale）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前几年沉重的政治斗争和冲突带来的经验，哈菲兹·阿萨德不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继续生存下去。在这一时期，他制定了一条“阿萨德式”的政治行为准则：任何斗争的最终目标都不是改变什么，而是让一切保持现状。这种着重于当下即合理的社会政治情势最终在叙利亚被确定下来。

	［2］

	这段历史时期受到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更多的关注，他们主要关注两个领域：阿萨德政权的性质及其在这一时期的叙利亚外交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前一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揭示了阿萨德执政团队逐渐宗教化的趋势，主要围绕哈菲兹·阿萨德这个新兴政权展开，以及这位新统治者的农村血统导致其制定公共政策的特殊方式。这种解读导致一些人将穆兄会的反对行动视为一种双重斗争——不同于之前传统的世俗与宗教间的多态冲突，也不同于城市商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冲突等。第二个领域的研究旨在了解叙利亚是如何通过不断反思、组建联盟而成为中东地区体系的一个重要支点的。

	［3］

	其中有一部社会学家米歇尔·修拉（Michel&nbsp;Seurat）撰写的著作，因其对阿萨德政权和处于变化中的叙利亚的全面关注而脱颖而出。该书在对德勒兹（Deleuze）的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组成的学说进行的综合分析思考中，提出了一些最有希望理解和把握阿萨德政权现实情况的线索与途径。在米歇尔写下这一系列文章的30年后，我们或许可以更充分地看到并理解这种所谓的“野蛮状态”，用伊本·赫勒敦（Ibn&nbsp;Khaldoun）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外围地带最终征服了政治中心。而这种征服，主要依靠阿萨德政治团队的精神将人们凝聚在一起，进而又呼吁围绕该政治团队凝聚成一个国家。

	［4］

	阐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我们面对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如何历史性地阐明阿萨德政权的统治系统在叙利亚的形成和演变。叙利亚历史上的阿萨德时代远不是国家秩序恢复和稳定的时代，政权、社会及其相互作用在这一时期正在经历着重大变化。请记住，叙利亚在1970年有630万居民，到1985年有1020万居民，这就足以理解阿萨德政府统治时期的社会剧变。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去感知和体会这一时期叙利亚的多重性，即各省之间的交流互动。哈菲兹·阿萨德的崛起，伴随着叙利亚现代政治生活的变革，加深了叙利亚这个多元社会中既有的按照权力利益为导向进行管理的裂痕。叙利亚人从社会历史分析人士的观察视野中消失了。

	然而，就社会文化变革和政治动荡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内容非常丰富。某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理解：1973年10月的战争、1979年阿勒颇军事学校学生被暗杀、哈马事件、1984—1985年的兄弟斗争，这些都是阿萨德政权进行重构的过程中里程碑式事件。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叙利亚的历史发展轨迹之中，以了解叙利亚在这漫长的20世纪70年代经历的千锤百炼。


巩固政权



	哈菲兹·阿萨德将军留着他引以为傲的小胡子，头发梳成普通的波浪形，他的这些外貌特征成为政府的新形象，而这个政府能否长久持续下去，当时没有人知道。单从外貌上看，哈菲兹·阿萨德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在经历了军事飞行员的培训学习后，他于1956年起担任叙利亚空军飞行员，并于1958—1963年参与数次政变，在复兴党组织中成了一个隐秘的幕后领导人，40岁时他庆祝了自己在叙利亚的崛起。1950年，他与阿妮莎·马赫卢夫（Anissa&nbsp;Makhlûf）结婚，二人育有5个子女。40年前（1830），他出生在卡尔达哈一个坐落于阿拉维山脉的小村庄。阿萨德经历的许多战斗教会了他谨慎和忍耐，现在，他可以利用这些品性来建设属于他的政权。

	自1949年以来，叙利亚不断增加的政变表明，通过武力获得的权力是多么脆弱。哈菲兹·阿萨德上台后，立即采取措施压制他的政治对手，以及那些可能会推翻政府当局的机构（穆哈巴拉特）和组织。为此，他选择采用一种合议的策略，这种策略虽然事先未经充分考虑，但在接下来的25年里却成为一种常态。这也是对叙利亚长久以来权力变动不断适应的结果。如此，阿萨德的身边环绕着他的亲信，这些人大多在之前的战斗中成名，且对阿萨德十分忠诚。阿萨德提拔他们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并确信他们不会背叛自己。从官邸的理发师到空军情报负责人员，皆是如此。

	［5］［6］

	阿萨德政府的权力系统是以环环相扣的权力圈子为基础形成的。在顶部，哈菲兹·阿萨德的身边聚集了他所信任的人，如担任外交部长多年的阿卜杜勒·哈利姆·卡达姆，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负责空军情报部门的穆罕默德·库利（Muhammad&nbsp;Khûlî），以及负责军事情报部门的希克马特·希哈比（Hikmat&nbsp;al-Shihâbî）和阿里·杜巴（‘AlîDûbâ）。他们每个人又都与其他的权力层相联系，形成了同样多且复杂的权力圈子。

	这个中央权力圈子通过毛细血管式的权力网络覆盖了整个叙利亚。他们的周围都是可以信任的人，这些人本身就能吸引来更多的支持者……这些关系可以通过某些政治头衔和职衔（陆军将军、旅长）正式确立，也可以是非正式形式的。比如，将军办公室的负责人可能在阿萨德政权的系统中更为重要，因为他可以直接接触到国家元首或政权的主要人物。于是，每个政治人物都能在多个领域发挥其能力。在所有的这些关系中，人际关系最为重要，而后者的选择最终则取决于邻近原则（如所在团体、所在村庄等）。

	［7］

	阿萨德政权的这个严密的统治系统建立在所有领导人极其细致的日常管理基础上。哈菲兹·阿萨德经常告诉他身边的人，自己能记住每个人的过往经历，知道所有行动的具体情况，并根据他收到的报告内容来决定对之进行严厉惩罚或者宽大处理，这意味着他要花不少的时间在个别事件的细节上。正是由于阿萨德的这种谨慎态度，这个统治系统才不会出现失误。此外，选择有才干并且忠诚于他的人，遵循每个人的行事节奏，了解每个下属的具体情况和背景，仍然是阿萨德创立的政府的一贯做法。然而，阿萨德政府仍然需要对政府运行的程序、方式和后续行动保密，以防止遭到潜在政治对手的反击。

	［8］

	1970年，阿萨德政府创建的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欢迎。在前一个统治集团犯下罪行之后，在前任政府各部门人员做出令人发指的行为之后，新的阿萨德政府表现出的谦逊态度，实用主义的作风，以及它一上台就宣布的开放政策，让人们觉得叙利亚有希望迎接一个全面和解的新时代。在执政两年后，阿萨德政权显示出走向自由化的迹象。全国进步阵线（Front&nbsp;National&nbsp;Progressiste）召开的会议上允许复兴党之前的政敌发声，叙利亚共产党、纳赛尔派和叙利亚人民党都再次得到了发声的机会。

	上述阿萨德政府的权力安排，突出了政府的另一面。除中央的保密性和非正式性外，中央政府还在让人们默默接受国家权力分配的基础上，不断努力地将自身整合为一个整体。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权力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保住自己的职位。此外，与持异见的人进行政治对话的做法还有一个优点——它分裂了那些赞成和反对加入全国进步阵线的党派。除整合政府外，阿萨德政府的权力安排也扩大了全国进步阵线潜在人员的来源。全国进步阵线未必有明确的特权，但它成了政权的人才库，政府可以从中挑选官员来为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中央各部门等机构服务。这种来源有限的、非正式的、保密性强的人员组成的行政管理团队和机构，又为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稳定性。

	［9］

	在农村以及中小城镇，主要有三位政治人物代表阿萨德政府进行地方管理。各地方情报机构穆哈巴拉特的负责人仍然是将政府决策推行于地方的保证。他们的权力主要取决于其所在省份的战略地位、情报线人的分布密度以及其所在省同首都之间的联系。穆哈巴拉特根据政府的授权对土地纠纷、婚姻和离婚案件进行仲裁，干涉家庭事务。此外，我们应该考虑到各地的省长和地方政党的领导人，二者都可以作为联系起地方和中央的潜在中间人。正是阿萨德政权实行的权力委托下放原则，使他们成为地方上的实权人物。作为回报，他们帮助复兴党的领导人将其政党建设成为一个拥有数万名党员的群众性政党，自己则作为地方管理的负责人，成为中央政府规划和决定的直接执行人。

	［10］

	在掌握政权最初的几年里，阿萨德通过走访全国各地来听取人民对国家的不满。他在叙利亚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全国巡访，在那些偏远地区停下来倾听人民的心声，展示他自己。在巡访的场合中，他向德鲁兹派领袖苏尔坦·阿特拉斯致以崇高的敬意，弥合了后来更名为杰贝尔阿拉伯（Jebelal-'arab）的叙利亚南部山区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长期裂痕。由此，德鲁兹地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荣誉和尊重，并保留了某些职位，代价是放弃那些关键的政治职位。这一方案确保了德鲁兹派这一少数群体重新长久地融入叙利亚国家组织之中。更广泛地说，这次的全国性巡访活动，为阿萨德将军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权基础。

	［11］［12］

	新领导层掌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放国家的经济活动。他们结束了对进出口许可的严格控制，降低银行的国有化程度，放开了零售贸易，限制之前那种苛刻的土地改革标准，所有这些措施，都给人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已经过时的印象。这些措施的实行，是新政权在向叙利亚商界做出承诺，因为商界的人们已经被上届政府的行为激怒了。相比之下，在边境或拉塔基亚省等战略性地区，政府官员，甚至是总统办公室，依然控制着土地的授予、分配和再分配的权力。然而，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没有质疑各种产品所获得的补贴，这也导致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一开始就染上了指导经济的色彩。

	这些措施的实行，为新总统和为他欢呼的群众提供了举国同庆的机会。开到阿勒颇的汽车，大马士革居民肩上高高竖起的总统像，为欢迎总统到来而聚集的人群，都是愉快欢庆的标志。

	［13］

	哈菲兹·阿萨德致力于在叙利亚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1973年初，宪法文本在正式颁布之前进行了讨论。但是，文本的宣布在叙利亚国内引发了围绕国教问题的动荡，并在哈马市引发了骚乱。抗议者认为宪法的第一个表述版本才是正确的，因为其中提到了国家总统是穆斯林，而伊斯兰教法法基赫是宪法立法的来源。另一方面，在全国进步阵线内部，复兴党保留了领导者的角色，其他党派的行动自由则受到了限制。这一宪法文本的颁布结束了临时政府时代，并使国家权力制度化，尽管其运作仍然是非正式的。宪法的颁布还伴随着地方议会（majâlismahlîya）的设立，未来将由地方议会来负责与行政当局协调政策。然而，对于在“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担任国防部长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来说，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洗清叙利亚在那次战争中的耻辱，从而使他的政府完全合法化。

	［14］

	在阿萨德掌权几个月后，叙利亚就开始一步步迈向“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这一战争也因其爆发时间而被称为“赎罪日战争”。阿萨德联络了埃及新的国家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Anouar&nbsp;al-Sadate），萨达特也希望为苏伊士运河上爆发的消耗战找到解决办法。此外，萨达特还希望改变埃及当前的国际同盟关系，在他看来，这是对抗以色列并取得政治成功的唯一保证。通过驱逐苏联顾问，同时与叙利亚和美国取得联络，埃及的这位总统希望对叙美两国进行安抚，并尝试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以战争胜利者的身份为他的人民在国际上发声，从而结束与以色列的斗争。与此同时，叙利亚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准备。

	［15］

	对阿萨德来说，叙利亚在1967年战争中的失败有一个新的解释：一切都是阴谋诡计的结果。因此，叙利亚必须武装自己，装备军队，训练兵士，让他们做好应对战争冲击的准备。以下这些数字凸显了叙利亚军备的增长。叙利亚在1967年的兵力为4.5万人，到1973年则超过了20万人。配备的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是为了保护叙利亚士兵在戈兰高地的顺利推进，空军的伞兵也完善了他们的战术，以便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内能迅速占领战略要地，如位于以色列军队侦察范围内的黑门山（Jabalal-Shaykh）。叙利亚的空军、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是其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这种军事力量上变化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军队政治立场的中立化。自1963年以来，叙利亚军队已经历了多次变化和重组，最终，哈菲兹·阿萨德获得了军队中大部分指挥官的忠诚。他赦免了军队中那些穆罕默德·乌姆兰或贾迪德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对他全身心的忠诚和奉献。萨拉赫·贾迪德被长期监禁在梅塞监狱，乌姆兰也在从贝鲁特返回叙利亚后发生了意外，这些事件都让那些潜在的反对者打消了继续制造事端的念头。此外，军队中兵员人数的增加也无意间使得军队无法轻易地再发动起义和政变行动。一场4万人发动的政变，意味着需要几百名军官的共同谋划；在40万的总人口中，必须有几千人在不引起情报机构注意的情况下彼此串通一气。

	1973年10月6日，一场水陆两栖的军事行动将埃及军队带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他们越过并攻占了以色列在那里布下的“巴列夫防线”。在这场军事行动中，待在军事指挥所的阿萨德将军派出了他的伞兵突击队，他命令军队全面开往前线。在戈兰高地，1400辆坦克配合部队一同作战，他们必须突破以色列的防线，才能到达提比里亚湖。面对来自加利利平原的以色列军队的威胁，叙利亚军队的动员迅速而全面。几个小时后，叙利亚军队的预备役人员就到达了前线。这场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从10月8日开始，叙利亚军队开始遭到以色列的反攻。到了10月10日，除黑门山上的军事据点以外，以色列军队夺回了他们最初失去的所有领土。叙利亚迅速请求埃及军队继续向西奈半岛前线施压，但以色列军队已经越过叙利亚和埃及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的分界线（即“紫线”），开进到了距离大马士革仅40千米的地方。

	面对叙利亚军队的撤退，埃及军队被迫继续向前推进。在此期间，在美国的持续援助下，以色列成功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在南部前线，阿里埃勒·沙龙（Ariel&nbsp;Sharon）率领以军成功地在苏伊士运河的另外一个侧面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并从后方袭击埃及第三军，致使埃及的两支主力军队面临被包围的威胁。就像在以往几次阿以冲突危机中一样，当苏联宣布其军队开始局部动员时，各个大国陆续敲响了结束冲突的警钟。在战争的最后几小时内，叙利亚军队失去了黑门山的阵地。最后，叙利亚没有占领任何之前的失地，大批难民却涌入郊区乌塔大马士革和贾拉马纳（Jaramana）周边地区的村庄。虽然哈菲兹·阿萨德向敌人发起了挑战，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军事上的胜利。不过这一军事行动的尝试足以赋予他的政府一定程度的合法性。


人口爆炸和城市化



	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伴随着叙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的强劲增长，在十年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这种情况反映了叙利亚国家经济领域中生产和贸易结构的区域的与总体上的变化。三种社会经济现象相互补充：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公债经济。这些现象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此时的叙利亚进入了人口转型的第二阶段，具体表现为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出生率的稳定。从具体数量上来看，1970年，叙利亚的人口为400万，到70年代末，增加到了600万。国家必须为新增人口提供住房和食物，并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这为企业创造了一个强大的需求。

	［16］

	与此同时，城市化的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霍姆斯的人口从1971年的21.5万增加到了1981年的34.6万，大马士革人口从90万增加到了120万。随着城市新移民的涌入，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城市郊区的民居建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者的经济条件，穿过旧城区的道路将城市分割成不同的区域，郊区工业区的建立，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基础设施正在成为一些城市的显著特征，例如拉塔基亚港的建成关闭了以往从市中心通往大海的通道，霍姆斯新建的炼油厂结束了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从这方面看，叙利亚亲历了这场革命式的城市发展，南部各地区的城市规模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

	［17］

	然而，促进城市这种大发展的农村移民的流动，也遵循着一种特定的逻辑，这种逻辑具体体现在城市中新出现的那些社区。就像所有人口迁移的普遍现象一样，新移民组成的社区往往会寻求社区关系的重新组合，这使得城市组织结构愈发宗派化，或者像在拉卡和代尔祖尔那样，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出现了与传统的历史中心相对立的部落化趋向。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也加强了城市的这种发展趋势，比如在霍姆斯和拉塔基亚两座城市中，在国家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出现了少数教派居民集中居住的现象，这种集中化虽割裂了城市本身，但可以防止少数派与多数派民众力量上的不平衡。1975年更名为拉塔基亚大学的提什林大学（l'UniversitéTishrîn），其校园容量的扩大就体现了这种社会现象。

	［18］［19］

	叙利亚此时期的城市化，也表现为中小城市经历的快速发展。中小城市通过将贸易活动（市场）和教育培训活动（小学和中学，甚至职业培训）集中在其周围，扩大并充实了城市的组织结构，充分连接起了叙利亚中央当局与周边的农村地区。鉴于此，哈菲兹·阿萨德政府继续从教育和征兵两方面着手，推行促进城市发展和相关服务职能的政策。这些城市成为复兴党现代化改革的实验场，电力、自来水和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进步的一面。此时期成立的一系列学校就是为了帮助推动这种发展，也特别注重对教师的培训，虽然培训出的宗教教师也可能导致学校出现比如萨菲泰（Safîta）或塞莱米耶地区在社区管理上的宗教化倾向。如此，一种互惠关系形成了：现代技术的改进使得以上政府设立的这些新项目获得了人们的赞成和支持。从长远来看，城市规模的这种扩张，是城市地区对巴蒂亚地区的再征服和19世纪以来一直在进行的人口定居化过程的最终篇章。

	［20］

	从农村地区过剩人口的离开，到政府实施相关社会经济政策，叙利亚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正经历着经济上的相对繁荣，而这主要是由土地改革带来的影响。1973年7月塔布卡大坝工程的落成，标志着叙利亚国家和乡村的地理环境是可以被改变的。大片新的土地被开发成了农田，豪兰平原地区的霍姆斯和地中海沿岸的哈马两个地区，农业产量也依然维持着较高的水平。中等规模的农场与国营农场并存，国营农场的规模也通过从之前的权贵手中夺取的大片土地而进一步扩大。然而，部分农村地区正处于危机之中：城市绿洲花园、大马士革附近的乌塔、霍姆斯和哈马附近的奥龙特斯花园都面临着巨大的农业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乡村地区的复兴。在这其中，农业工程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区内部的多样性仍然得以维持，但大农场和小农场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尽管农业灌溉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农业发展仍然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

	重工业领域的首次飞速发展，使叙利亚的一些城市变得更为重要。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成为重要的港口，受到政府当局的严格管理。通过发放许可证的形式，政府可以对过境运输的商品货物征税。霍姆斯被建设成了国家主要的二级生产中心。总的来说，此时的工业生产活动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复苏。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和对这些资金选择性的使用，推动了此时叙利亚经济的蓬勃发展。

	［21］［22］

	新政权的主要财富来自政府发行的公债。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看来，这一时期的公债经济，指的是相对于居民数量而言，生产更多的财富，使当局有办法自给自足并对资源进行分配。在中东地区，对碳氢化合物需求的增加和各国石油开采政策的协调，推高了石油价格，而中东各国抵制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的呼声又加剧了油价的上涨。1970—1974年，油价从每桶1.2美元骤然上升到了每桶14美元。各石油生产国的收入有了惊人的增长。在1967年的喀土穆大会上，阿拉伯各石油生产国决定向阿以冲突的前线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提供资金上的支持。矛盾的是，这种援助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开始，也就是上一次阿以冲突之后。

	［23］

	这一时期，叙利亚每年可以从各阿拉伯国家获得18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这份“甘露”通过各种途径滋养了阿萨德政权。首先，叙利亚组建起了一支近45万人的军队。随着兵员数量的增加，从兵营建造到食物供应，各种各样的经济需求在叙利亚出现了，这又创造了许多新的市场。其次，政府为开展特定的工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政治逻辑很快就凌驾于经济逻辑之上，因为提供市场准入和特别商业补贴成为将商人纳入政权网络的一种新途径。最后，这些援助资金也被用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国家机构的具体运作，这使得这些财富在整个社会之中得到广泛运用。

	［24］

	在不断增加的财富资源、大幅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自由化措施的推动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叙利亚出现了。他们通过与阿萨德政府的关系，从不断发展的市场中获利。政府情报机构、军队和商界的代表人物们走得更近了，甚至通过联姻将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其他社会群体——主要是传统的城市精英阶层，或者那些收入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自由职业人士，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总之，这一时期社会财富的增长引发了诸多社会阶层的分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叙利亚所经历的繁荣，得益于各方资源的涌入，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和国家体制改革的困难，加之情报机构穆哈巴拉特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情绪。这些不满主要源自经济因素。那些社会地位下降的阶层，如哈马或阿勒颇的商人群体，还有那些失去职位的知识分子等，成为坚定的政府反对派先锋。另一个原因则与感觉有关。阿萨德政府的权力，是围绕着武装集团建立起来的。因此，政府和反政府双方的互相指责变得更加激烈。

	从宏观角度上看，我们还必须对这段历史进行更为详细的解读，这意味着我们要考虑到叙利亚各社会群体发生演变的地方性条件。在阿勒颇、哈马或大马士革，资产阶级与之前已全然不同，而民族关系、对话空间和制度框架正日益受到控制。在掌控国家权力的同时，阿萨德政权部署了一系列社会组织，以联合社会中的活跃力量。农民工会、学生联合会、医生和工程师协会等社团组织逐渐被纳入政权网络。随着政治生活的衰落，其他形式的组织出现了，这一点阐明了20世纪70年代叙利亚政治的特点所在。


国内外的政治斗争



	［25］

	与叙利亚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叙利亚国内外局势动态的相互交织正在进一步强化，这也许应该被视为阿萨德政权体系运作的标志。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叙利亚国内和国外政治角色之间进行的多层次对话。前者自然包括政府代表，主要是叙利亚共和国的总统，也包括那些能够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其他政治势力的成员，例如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nbsp;Hussein）政权在巴格达接收并为之提供政治庇护的阿德南·萨阿德·阿尔丁。与之相反，后者指的是地区和国际社会中的大国，主要是美国和苏联，它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步调一致的。
	1971年4月17日，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拟订组成阿拉伯共和联邦的方案，这一联邦被三国认为是“阿拉伯统一的核心”。10月，联邦领导人在开罗开会，埃及领导人萨达特被选为联邦总统，开罗为联邦首都，该联邦后因埃、利关系恶化而失败。——译者注


	1970年，叙利亚的这位新总统通过正式访问阿拉伯各国的首都（包括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获得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承认。为了在对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一事上获得国际支持，他经常对埃及这个伙伴国家进行访问。哈菲兹·阿萨德和阿卜杜勒·哈利姆·卡达姆向伊拉克代表传达了同样的意愿，试图在两国之间推动建立一种新形式的联盟。当时，叙利亚总统的外交目标是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阿拉伯国家集团，以防止其他阿拉伯国家给自己的政府带来威胁。于是，一个统一的共和国象征性地诞生了。
	 [image: 1971年4月17日，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拟订组成阿拉伯共和联邦的方案，这一联邦被三国认为是“阿拉伯统一的核心”。10月，联邦领导人在开罗开会，埃及领导人萨达特被选为联邦总统，开罗为联邦首都，该联邦后因埃、利关系恶化而失败。——译者注]最后，黎巴嫩成为阿萨德政权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在相对稳定的谢哈布（Chehab）时代结束时，越来越多的黎巴嫩政客希望在大马士革找到可以进行合作对话的政治伙伴，以加强他们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于是，此时的叙利亚卷入了别国事务。

	［26］

	在国际上，叙利亚的外交政策在与苏联紧密联系和与美国实现和解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一切都取决于叙利亚的国家利益与两个大国当下的政治目标是否一致。苏联方面对叙利亚推翻萨拉赫·贾迪德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哈菲兹·阿萨德对苏联进行了外交访问，同苏联就武器和技术方面的援助进行磋商，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叙利亚共和国总统首次进行的外交访问之一。叙利亚与苏联的这种关系，建立在该大国向叙利亚做出的帮助叙利亚与以色列作战的政治承诺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1970—1973年对叙利亚来说是一个繁荣时期。但是“赎罪日战争”结束之后，叙利亚面临的国际局势前景发生了变化。在官方层面，面对埃及、美国和以色列的突然和解，叙利亚仍然把苏联作为地区合作伙伴，所有关于冲突解决的方案都必须有苏联的参与，但是，叙利亚的合作大门也同样向美国敞开，美国方面对叙利亚也是如此。

	［27］

	通过采取行动和主动倡议，叙利亚开始与美国恢复自1967年以来就已断绝的外交关系。戈兰高地成为叙以两国的缓冲地，库奈特拉在遭到毁城之后，被归还给了叙利亚，这座已经被以色列摧毁的城市，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成为叙利亚与以色列对抗斗争的永久纪念地。美国总统尼克松继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对叙利亚的访问活动，展示了叙利亚及其政权新的国际地位。但是，与尼克松总统的期望相反，两国之间的外交进展未能得到推进，只收获了失望。不过，哈菲兹·阿萨德仍然可以与美国大使接触，因为他希望寻求恢复对他有利的谈判。这也成了阿萨德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常态。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场跷跷板式的地区平衡局势出现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区冲突各方商定的和平解决方案决定的。埃及退出阿以冲突的现实，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革命抗议活动的觉醒，以及不可能实现的“美利坚治世式”的和平，都使得叙利亚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国际政策。1974年也是叙利亚国内政治局势的一个转折点。随着1973年宪法的颁布，叙利亚国内爆发了一次抗议运动。抗议者们的行动使得政府进行了一些局部改革，这些形式多样的抗议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一直要求恢复宪法自由，它们让人想起了人民运动的重要性。运动中的各派都展示出了自己新的政治立场。例如，在哈马，抗议活动由穆兄会主导，而不再是以前那种所有政治派别共同反对复兴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这也意味着，叙利亚在野的政治派别之间出现了分裂。

	［28］

	复兴党十年的统治使得叙利亚的政治领域经历了深刻变革。一个政党在整个国家占主导地位，其组织成员不断增多，在国家中占据了决定性的位置，再加上地方行政机构（地方议会）的改革，复兴党当然要负责执行中央政府下达的政令，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尽其所能地管控地方各派的冲突、竞争和个人发展轨迹，任何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大多需要建立在对复兴党党政机关的原则性依附之上。

	然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其中一些对阿萨德政权持不信任的态度。但这些团体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因为部分成员接受加入全国进步阵线。对一些人来说，这些团体不过是那些试图寻求新的政治晋升途径的政客们的集合。其中，有些人有参与政治运动的经历，有些人是新近成为政治活动分子的，还有些人与流亡国外的政客们有联络，比如流亡巴黎的萨拉丁·比塔尔。其他人则试图通过在叙利亚当地组建政治团体的方式来对抗阿萨德政权。总的来说，这一系列的小政治团体通过出版物、秘密会议、在各专门机构中占据位置、短暂的请愿或示威活动，发起对政府的抗议，而这种抗议活动似乎每天都在增加。

	［29］

	尽管穆兄会的内部分歧日益加深，但此时它在叙利亚获得的支持却不断上升。穆兄会新一代成员在其组织内部的迭代更新以及新领导层的崛起，给其内部的派系构成带来了新变化——各派系的分布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以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三个城市为各派系的中心，并分别以一个人为该派系的领袖。其中，大马士革派在穆兄会中的重要性随着伊萨姆·阿塔尔（‘Issâm&nbsp;al-‘Attâr）的流亡而下降，而阿勒颇派和哈马派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们也提出了更符合时代背景的政治口号。

	叙利亚穆兄会所获得的同情和支持主要源自三个因素。第一，由里法特·阿萨德（Rifa‘at&nbsp;al-Assad）领导的叙利亚防卫旅越来越专横的行动，在人民中引发了一种很容易被人加以利用的怨恨情绪。第二，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和阿萨德政府领导层带来的后果，某些政府职位被优先且非正式地授予阿拉维派或德鲁兹派，这让其他人意识到，正是他们的逊尼派身份导致出现这种情况，而这正是穆兄会所要捍卫并为之斗争的，一个教派式的组织结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所有人都要根据自己的教派身份来定义自己的政治属性。第三，叙利亚社会重新热衷于伊斯兰教，并将其作为对帝国主义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的历届政府的反抗工具。在1967年战败之后，对穆兄会来说，他们可以轻易地批评政府当局的“叛国”行径，并强调伊斯兰教才是应对各种挑战唯一的和真正的答案。

	要理解此时穆兄会的政治活力及其活动向武装斗争形式的转变，我们就必须牢记1960—1970年间叙利亚政界变化无常的特点，以及部分叙利亚穆兄会成员一直以来声称所拥有的公民运动的力量。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反对当权者的斗争意味着要找到所有人共同的答案，以便重建议会。除了穆兄会组织的这种运动，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也出现了。
	全称为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通称“闪电”，1968年10月创建。——译者注


	20世纪70年代仍然是一个武装斗争看起来似乎完全正当合理的时期，这些武装斗争的目的是实现民族解放，进行世界革命。从拉丁美洲到亚洲，一些社会团体反对将暴力作为向国家进行抗议的唯一手段，但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往往伴随着战争的展开。在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垄断了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其变体的“武装保卫巴勒斯坦”即是如此。为避免冲突，叙利亚政权资助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即闪电（Sa'iqa）
	 [image: 全称为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通称“闪电”，1968年10月创建。——译者注]。另一方面，那些声称是政治伊斯兰的激进分子，却向叙利亚引入新的暴力冲突，比如叙利亚穆兄会组织的战斗先锋队（Talia&nbsp;al-muqatila）。

	［30］

	战斗先锋队组织采用了当时的革命字眼。通过采用赛义德·库特布（Sayyid&nbsp;Qutb）提出的严格解读，以及20世纪60及70年代各革命组织普遍的行动模式，它有可能使得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变成蔑视宗教的代表而信誉扫地。战斗先锋队丰富的武器和大片的军事训练场地，使它成为一支有能力发动政变的武装力量。1964年，该组织的创始人马尔万·哈迪德（Marwân&nbsp;Hadîd）从哈马的苏丹清真寺的废墟中走出，走上了暴力反抗政府当局的道路。随后，该组织招募了几百名新成员，开始在市中心以外的叙利亚偏远地区进行军事训练活动。使用枪械火力（主要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不需要太多的技术诀窍。这支武装力量于20世纪70年代初半期开始其武装准备。

	［31］［32］
	黎巴嫩政治家，创立了进步社会党。在1977年被暗杀之前，一直是巴解组织的主要盟友。——译者注


	1976年，在黎巴嫩某些派系的邀请下，叙利亚军队进驻贝卡谷地，并全面参与了黎巴嫩几个月前爆发的内战。很明显，叙利亚政府的立场，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即维持黎巴嫩各派系之间对叙利亚有利的力量平衡。但联盟关系的反转——从保卫与巴解组织（OLP）和卡迈勒·琼布拉特（Kamâl&nbsp;Jumblâtt）
	 [image: 黎巴嫩政治家，创立了进步社会党。在1977年被暗杀之前，一直是巴解组织的主要盟友。——译者注]的民族运动关系密切的巴勒斯坦部队，走向同黎巴嫩基督教部队结盟——这使大部分叙利亚人感到非常震惊。对叙利亚国内的进步派来说，这是对阿拉伯民族解放事业的背叛；对伊斯兰主义者来说，这是少数民族相互勾结反对逊尼派的证据。泰尔扎塔尔（Tall&nbsp;Za'atar）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地遭到屠杀，成为黎巴嫩局势的一个转折点。

	［33］

	叙利亚军队进入黎巴嫩产生了两个后果，而我们必须清楚区分两个后果。对阿萨德来说，这场战争很快成为一个机遇。首先，我们绝不应该低估黎巴嫩问题在中东地区局势中的杠杆作用，通过介入黎巴嫩这种方式，叙利亚向各国重申了其国家力量以及在地区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袭击、释放人质，以及对城市事务的武装干预等，都是叙利亚在地区局势中为自己树立威信的手段。黎巴嫩问题在外交上，甚至在军事上，都起到了加强和巩固阿萨德政权的作用。其次，对于黎巴嫩问题的处理，迅速成为阿萨德政权与其他各派政治力量进行对话往来的一种新途径。如果他们接受叙利亚的地区优势地位，就可以获得权力。这对那些黎巴嫩商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发现叙利亚穆哈巴拉特的代表对他们开展公司业务很大的助益。最后，军队在黎巴嫩部署的各级别军事人员，与叙利亚武装部队在黎巴嫩进行的多种行动密切相关。通过在黎巴嫩的行动，驻扎在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非常方便地获取了补给。在尊重内部等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对军事驻扎人员进行轮换，军队中的每个派系就都能够得到好处。

	［34］［35］

	在叙利亚国内，军队干涉黎巴嫩内战的行动引起人们强烈的批评，并引发了抗议活动。战斗先锋队认为，这是叙利亚政府对阿拉伯民族事业的背叛。他们展开了对与阿萨德政府关系密切的人物的暗杀行动，例如哈马情报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加拉（Muhammad&nbsp;Gharra）。叙利亚此时正与伊拉克围绕着黎巴嫩问题展开新一轮的对抗，因而叙利亚当局指责伊拉克是这些暗杀行动的幕后黑手。而叙利亚行政部门内部还没有人能理解这场斗争。面对越来越多的暴力案件，叙利亚政府当局下令禁止人们使用摩托车，因为这是暗杀人员迅速逃离现场的一种手段。甚至连苏联方面的专家也受到了当时局势的影响，他们对这些抗议活动产生了同样的恐惧。

	除战斗先锋队外，其他的抗议运动也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叙利亚。在外流亡的阿弗拉克和比塔尔等前领袖强烈谴责政府当局在大马士革的“恶行”，但他们的谴责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一个赞扬伊拉克复兴党，另一个则呼吁“恢复民主”。在国内，一些政治团体试图进行重组，但是这些政治组织很难在叙利亚的公共空间进行大规模行动。

	［36］

	在阴郁的政治气氛下，阿萨德举行了选举，这是他恢复其政权合法性的第一次尝试。阿萨德再次当选国家总统，新的国家议会诞生了。

	对于阿萨德政府来说，所有的敌人都来自国家外部。在伊拉克、黎巴嫩和埃及出现反对派，以及激烈的地区国际紧张局势的背景下，阿萨德政府的管控达到了新的高度。由此，在叙利亚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之中，在包容性的政治对话（相对于社会运动主角们的沉默）和政府严格的管控之间，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此时期的运动仍旧主要是城市发起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试图推翻一个在反对派看来在叙利亚历史上非常不正常的政权——因为自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以来，有组织的社会动员行动曾成功地击败了历史上历任的非法统治者。然而到了1979年，一切都变了。

	这些运动是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响应吗？是不断增加的来自伊拉克或是埃及方面支持的结果吗？1979年，战斗先锋队的激进分子参与了一系列的城市游击战。阿勒颇成为穆哈巴拉特的部队和战斗先锋队武装分子之间进行小规模巷战的战场。战斗先锋队选择加入这些斗争之中，似乎是一些像阿德南·乌克拉（‘Adnân‘Uqla）这样的地方领导人的意愿。然而，此次行动仍然局限在一个小范围之内——被集中在了一个城市之中，并与国家整体联系。政治运动仍然在继续，阿萨德政权对国家的控制也在持续。

	［37］

	1979年夏天，一项新的计划似乎短暂地改变了这种情况。伊拉克总统哈桑·巴克尔（Hassan&nbsp;al-Bakr）和哈菲兹·阿萨德进行了多次谈判，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重新恢复了正常关系，并开放了两国间的输油管道。另外，两国又于1979年上半年拟订了一项军事和政治联合领导的计划。这些都促成了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两个复兴党执政的国家的合并。然而，仅仅40天后，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nbsp;Hussein）掌权并废除了两国的联合关系，并重新点燃了两个兄弟政党的斗争之火。1979年夏天，叙利亚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推动了另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

	［38］


从阿勒颇到大马士革



	［39］

	1979年6月16日，获得晋升的一批青年军官在阿勒颇炮兵军事学院举行会议。这个在叙利亚排名第二的军事院校汇集了大批军事精英，其中也包括那些有希望在阿萨德政权中拥有光明未来的国家领导人的子弟。军事学院中的教派构成情况，可以反映叙利亚精英阶层的变化——80多名学生来自叙利亚阿拉维派。会议当天，优素福（Yussif）上校让其他信仰不同的学员离开了庆祝大厅。紧接着，几名蒙面男子冲进大厅并向人群开火，有82人死去。消息迅速传到国家指挥中心，这对于阿萨德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对于阿萨德政权的政要们来说，这一事件重新唤起了他们对过往遭受的屈辱的记忆，并说明了阿勒颇这个以逊尼派教徒为主的城市社会中，一直以来的对新政府的傲慢和蔑视，这些教徒只懂得运用武力和暴行。这一事件成为叙利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事件。

	阿萨德政府很快就发现了围绕在其政府周围的阴谋，这使得政府改变了对策。面对这种现实，阿萨德政府转而运用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武力镇压。从1979年夏天开始，政府的姿态发生了变化。在城市中，出入清真寺变得不再安全，政府开始进行有系统的逮捕。这些逮捕行动的对象也涉及其政府政要的子弟，而政府在此次行动中显得决断。针对上述发生在阿勒颇的屠杀事件，政府还做出一种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在政府的对话者中广为流传——这些屠杀者是伊斯兰主义者，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西方国家在德黑兰带着惊讶和恐惧发现了这一点，总之他们是一群无法适应现代化的人。从阿萨德政府支持者中流行的革命话语来看，任何反对派都是叛国者。

	另一方面，一小部分人通过行动赋予当前的武装运动以意义。战斗先锋队呼吁人们用武力推翻现政权。武器、军事训练场地以及来自外部的援助，都支持这一组织实现它的目标。无论是与哈桑·贝克尔（Hassan&nbsp;al-Bakr）分道扬镳以及和叙利亚脱离同盟关系的萨达姆·侯赛因，还是在黎巴嫩或约旦，抑或是埃及的安瓦尔·萨达特，许多人此时都成了叙利亚的对手，且利用重返叙利亚的所谓恐怖主义这一利器，来对抗叙利亚政府。这就清楚解释了为什么对之前的阿勒颇恐怖袭击原因会出现混乱的解释：昨天认为伊拉克指使发动的恐怖袭击，现在却认为是穆兄会所为。但事实上，发动阿勒颇袭击事件的是独立于穆兄会的其他伊斯兰政治派别，只不过他们的袭击行动得到了穆兄会领袖的默许。

	很快，那些反抗阿萨德政府的人受到了一定的支持，这扰乱了政府机构。志愿者的大量聚集，意味着不可能对每个人都进行检查，从而导致更多的秘密反政府分支小组的出现。战斗先锋队受到的支持，迫使穆兄会的其他派系也不得不对这一行动加以支持。1979年夏天，战斗先锋队向政府“宣战”（Jihad）。

	面对愈演愈烈的抗议活动，政府当局选择了强有力的应对方式，而这将被后世铭记。刑罚和死亡是政府对同一个社会群体进行管控的一部分，政府当局必须实施这些措施，来使人们对此时的社会抗议运动保持缄默。

	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并没有成功遏制国内日益增加的抗议行动。1980年，除了偶发的武装冲突之外（叙利亚国内不存在特别意义上的游击战区或叛乱区），还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民间抗议运动。例如，代尔祖尔的学生示威运动，阿勒颇的“周五总动员”以及阿勒颇穆兄会与政府支持者之间的巷战。这些都使得伤亡和暴力冲突不断增加；拉塔基亚的群众集会使人们担忧邻近的山区会发生暴力冲突；代尔祖尔市中心升起了伊拉克国旗等。这些现象都表明此时叙利亚的抗议运动正在逐步武装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阿萨德政府就会像纳粹主义那样，每个人都必须全身心地为保卫政府而加入其中。在充满政治阴谋和泛阿拉伯主义斗争的时代，人们只需要接受政府在民间的代理人就足够了。例如，在叙利亚商界之中，只要不批评或谴责政府的政策，关于经济政策上的讨论协商就仍然是畅通的。不过，这种管理方式也改变了阿萨德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这一因素对于理解阿萨德政府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就有可能把当前全国性的斗争减轻为地方级的。这也在叙利亚国家组织上留下了裂痕，但斗争冲突却没有结束。在吉斯尔舒古尔（Jisr&nbsp;al-Choghour），约100人在企图发动军事叛乱后死去。在阿勒颇省，两个城市之间爆发了冲突。在地中海沿岸，针对逊尼派的暴力行动旨在安抚山区的居民，希望将他们与阿萨德政府的未来统治联系起来。然而，伊斯兰武装派想向政府发起挑衅的企图并没有就此停止。1980年6月26日，哈菲兹·阿萨德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但袭击并没有成功。为了政府的存续，阿萨德政府将一部分人纳入契约中，让他们参与、了解并接受自己所处的这种状态。警察机构往往通过精细的和个性化的管理，利用人们的社会和宗教分歧来行动。

	正是在这种局势背景下，哈菲兹·阿萨德参加了苏尔坦·阿特拉斯的葬礼，重申了默许其他团体组织的协议，条件是他们承认他为国家的合法领导人。帮助政府压制反对派的力量的构成，见证了不同种族、部落和教派之间的巧妙融合。阿勒颇的一些部落向阿萨德政府表示忠诚，代尔祖尔的其他部落则利用政府的强制机构来改善自己的境遇，库尔德人在哈马地区比其他部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阿萨德政权的精细化管理，是建立在与身份不同的各派别首领展开合作的基础之上的，首领们可以凭借这一身份标准（例如库尔德人、德鲁兹人等），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动员其社区的一部分人，而政府则以能帮助其存续的所有地方各派系为基础，联合各股力量对社会运动做出应对。

	［40］

	经过6年的武装斗争，穆斯林兄弟会各派系之间仍未就关于未来的战略目标明确达成一致。1982年1月初，新一波的逮捕行动开始波及军官队伍。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一场政变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调查委员会试图揭示逮捕事件之后在穆兄会内部发生的事情——1982年2月2日晚，在哈马这个曾经分别于1964年和1973年爆发过两次叛乱的城市，几百名全副武装的战斗先锋队士兵发动了一场政变。几名阿萨德政府士兵和穆哈巴拉特的人员在政变中死亡。清晨，叛乱者发出武装起义的命令。清真寺的穆安津（muezzin）*们呼吁信徒们拿起武器，而不是进行祈祷。叛乱领袖们相信其他游击队员也会效仿。复兴党在当地的政府机构遭到破坏，一些政府官员被杀害。武装分子象征性地占领了这座城市几个小时。

	首都对哈马叛乱的反应十分迅速。在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的领导下，叙利亚军队第47师1.2万人包围了哈马。防卫旅的士兵也投入此次战争之中。阿萨德政府军就此次战斗行动制订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军队通过坦克射击和重型火炮打开了起义军占领的社区。

	起初，此次逮捕行动的目的是逮捕那些已确认身份的穆兄会武装分子。一队队的人马向分拣区、棉纺厂和体育场进发。这个阶段伴随着大量的暴力行为，一切都是为了惩罚哈马这个发动叛乱的城市。虽然军事冲突仅持续到2月6日，但对城市的接管工作持续了整个2月。在2月的最后几天，叙利亚政府军驻扎在城市周围。一切都沉浸在无声的沉默之中，但一切都被展示出来了。

	当时的人们对此次事件的损失做了初步的估计，这些估计数据几乎没有再被修正过：约1万至4万人死亡，城市的三分之一被完全摧毁，另外三分之一遭到严重破坏。在一些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的说法，如运动的原因，使用的武器类型……除了这些说法之外，此次带来的影响更是“立竿见影”。突然之间，所有反对的迹象都消失了，而政府的逮捕浪潮却仍在继续。同时，对这一事件的牢固记忆在叙利亚形成了，前几年那种充满激奋的社会氛围消失了。在叙利亚截至目前的历史叙述中，这场风暴的发生，源于复兴党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不和，且通常被描述为进步统治者与社会反动派之间的对抗。30年后，这个故事才得以继续发展。

	此时，阿萨德政府宣称他们战胜了反动派。在第七届国民议会上，里法特·阿萨德宣布，即便伤亡惨重，革命也必须取得胜利。对此，学者米歇尔·修拉（Michel&nbsp;Seurat）评价说：“哈马，25万居民，2.5万人死亡，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数据计算。”在整个国家层面，像阿勒颇这样的反叛城市，在此后叙利亚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被降级，这使得其社会发展的相关活动放缓，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哈马市很快被重建，在被保全下来的哈马水车和哈马古城遗迹的阴影下，再没有人会谈论过去那段伤痛的记忆。

	［41］

	1983年，叙利亚国内的乱局刚刚结束，哈菲兹·阿萨德就开始集中精力处理黎巴嫩事务。1982年夏天，以色列军队曾向贝鲁特挺进，尽管美国做出了保证，但以军还是在贝卡谷地摧毁了叙利亚军队的军事设备，连叙利亚空军也被摧毁。黎巴嫩总统、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三方正在就一项和平计划展开谈判，美国人甚至已经在贝鲁特登陆。为了挫败此次行动，叙利亚军队向美军和法军部队发起了两次异常激烈的袭击（美、法各阵亡251人、58人）只有意大利部队幸免于难，因为穆斯塔法特拉斯说，洛洛·法拉利（Lolo&nbsp;Ferrari）不能受到伤害。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军事装备也在苏联的帮助下得到彻底更新，苏联为叙利亚军队提供了更好的武器配备，确保了该地区战略上的平衡。哈菲兹·阿萨德成功地在黎巴嫩的政治斗争中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42］［43］

	到1983年底，阿萨德政府看起来似乎在长期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趋于稳定。突然间，在进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哈菲兹·阿萨德感到不适而后病倒。医生对他进行了身体检查，发现他有严重的心脏问题，他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他不在的时候该怎么办？如果国家领导人不在了，政府该如何运转？这就提出了新的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各种秘密和非正式的暗中联络行动开始了。在任命3位国家副总统时，各方得出了第一个谈判结果。不过，法国领事代表指出，对3位副总统各自拥有的职权和级别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政府中有权势的政治人物都想获得国家的领导权，他们或相互斗争或相互合作。里法特·阿萨德也想趁此机会来确立自己接班人的地位。他领导着叙利亚防卫旅，有近3万人的力量，他还担任着叙利亚大学毕业生协会（Association&nbsp;des&nbsp;diplômés&nbsp;de&nbsp;Syrie）主席，在叙利亚国内拥有强大的政治光环。他开始着手为他的手下争取更多的政府职位，这激起了其他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反对。
	叙利亚职业军官，曾在1974—1998年担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军事总参谋长，作为逊尼派，他被认为是当时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统治核心圈的几个非阿拉维派成员之一。——译者注


	1984年1月，在总统缺席的情况下，政府宣布了将获得晋升的120人的政府职位。里法特·阿萨德对于他的亲信仅获得其中一小部分职位而感到愤怒。与阿卜杜勒·哈利姆·卡达姆关系密切的希克马特·谢哈比（Hikmatal-Shihâbî）
	 [image: 叙利亚职业军官，曾在1974—1998年担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军事总参谋长，作为逊尼派，他被认为是当时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统治核心圈的几个非阿拉维派成员之一。——译者注]想要阻止总统的这位兄弟凌驾于其他安全部门领导人之上。政府分化成了里法特·阿萨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个阵营，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哈菲兹·阿萨德通过穆罕默德·库利向政府高层人员传达了他的命令，他表示，政府高层的内斗可能会在国内引发一场极其残酷的内战。面对生病的国家总统，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委员会暂时确保了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行，他们强烈反对里法特·阿萨德权势的扩张。里法特·阿萨德试图通过武力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于1984年4月将军队开进大马士革。关键时刻，总统亲自会见了他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兄弟，这场行动最终停止了。

	当阿萨德宣布自己身体康复时，议会迫使总统在国家主要机构（及其领导人）的忠诚和他的兄弟之间做出选择。“兄弟之争”在大马士革终于结束，暴力冲突也随之结束。里法特·阿萨德被派往驻外使馆，并被剥夺了在政府中的要职，他很快就被迫离开了叙利亚。这最后一局，也标志着阿萨德政府统治的第一阶段的结束。

	当哈菲兹·阿萨德成功就任叙利亚国家总统时，没有人想过他建立的政府会长久持续下去。然而过了15年，他的政府却显现出长久存在的希望。在此期间，叙利亚系统地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管理制度。各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机构成立，激烈的政治斗争摧毁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一系列或多或少同复兴党有联系的议会、委员会机构建立，通过对政府中各政治角色的社会政治经历的分析，来决定对其进行奖励或惩罚，成为国家领导人及全体领导层普遍的国家治理方式。

	随之而来的，是叙利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社会转型，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在城市和农村结构中固定下来，通过发行国家公债得到的收入使城市和农村充满活力。此外，阿萨德政府在国际关系上采取了进攻性的地区政策，这也导致叙利亚面临来自多方的外部干预。尽管政府试图在国内各方之间实现政治和解，或者整合部分政治势力，大部分人仍然呼吁一个开放的宪改政府。此外，从泛阿拉伯主义者到伊斯兰主义者，其他派系的政治力量都在呼吁发起革命，这使得暴力手段在叙利亚的政治斗争中变得司空见惯。








第九章




阿萨德时代（二）



	1985年2月11日，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在公民投票中成功获得第三次连任，全民投票结果显示：99.97%的选票支持他。在执政15年后，阿萨德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现有国家体制的可持续性。“哈马事件”和穆兄会在首都的斗争暴露了阿萨德政权的弱点，这使得政府本身做出了重要转变，这些转变也是确保其政权生存的第一批战略调整。

	［1］［2］

	除一些历史学家将阿萨德的总统任期分为几个不同时期以外，大多数分析人士都提出将阿萨德政府时代视为一个前后完整的历史阶段。不过，阿萨德政府的统治理念在此期间确实经历了深刻变化。一些政治学家尝试去厘清每个细节，比如丽莎·维登（Lisa&nbsp;Weeden）。通过总结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对哈菲兹·阿萨德政府时代这个“一成不变”的历史时期进行重新思考，并将其视为叙利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此期间，阿萨德政权通过遵循所谓“即时的合理性”，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重组，从而使其能够生存得更久。

	［3］

	两个外部变化也影响了叙利亚此时的局势。两伊战争促使沙特阿拉伯在1986年改变了其石油政策。沙特降低原油价格的决定，加上叙利亚国内的其他经济问题，导致叙利亚出现收益下降和重大的经济危机。1991年，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迫使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撤军。这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中东地区局势的开端，而苏联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已然消失。在这些地缘政治因素的背后，叙利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

	［4］

	政治学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了中东地区的悖论。随着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独裁政治的终结，中东地区的总统任期却在延续。对于这种现象，一些人谈到了该地区的特殊情况，另一些人则谈到了那些巩固政权的机制。以叙利亚为例，国家的领导层并没有经历变动，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叙利亚与哈菲兹·阿萨德刚执掌政权时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5］

	因此，我们必须从新近解密的馆藏档案、新闻报刊和自传作品中寻找线索，尝试去勾勒出叙利亚是如何在此期间经历一段历史发展停滞期的。从1985年到2000年，叙利亚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国家陷入了困境。


“就像是”



	［6］

	美国政治学家丽莎·维登用“就像是”这个词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阿萨德政府的悖论。那个时候的叙利亚，总统的肖像无处不在，赞颂哈菲兹·阿萨德的歌曲到处传唱，没有人敢去破坏这位总统的形象。穿着卡其色制服的叙利亚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要在学校里唱赞美总统的颂歌。总统的雕像遍布叙利亚全国。公共场所的巨幅壁画，则是为了纪念这位永远致力于国家进步的伟人。这种接近大众民主美学的做法，赋予了阿萨德政府新的力量。与此同时，嘲笑国家政要的有趣轶闻也在叙利亚到处流传，人们依然强烈谴责腐败行为……

	阿萨德政府的行为遵循着一种新的行动原则：“就像是”事情原本的样子。叙利亚人必须采取行动来对抗以色列和美国，“就像是”他们的领导人长久以来一直致力于与这两个敌人进行无情斗争那样，他们的实际立场其实并不重要；叙利亚人把自己定义为阿拉伯民族的成员，“就像是”他们内部以及他们与其他阿拉伯各国之间并不存在宗教或种族上的差异一样；叙利亚人相信他们永远的总统，“就像是”他们相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永远都是正确的一样。事实上，叙利亚社会各组成部分和阿萨德政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对话机制。

	［7］

	实际上，这种对总统的崇拜从1985年就已经开始出现。第一波政府支持者的游行活动发生在阿萨德的总统任期延长之际。游行的人们喊出了叙利亚人对总统的依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阿萨德的雕像在市中心成倍地增加。叙利亚人对此的资金投入强化了这种崇拜的机制：当地精英阶层通过向社区提供总统的“化身”来证明他们对总统的依恋。

	［8］［9］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动荡中，复兴党未能成功平息叙利亚民众的不满情绪。这改变了复兴党在国家权力关系中的位置。从制度层面上看，复兴党仍然是国家的执政党，负责为国家提名总统候选人，但在1985年，一些迹象表明，复兴党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减弱。它的老对手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再次获得了政治发言权，社会民族党的党派领袖甚至赞扬阿萨德在1985年的成功连任。由此，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党派的好感对象发生了改变。

	这都要归功于马赫卢夫家族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当哈菲兹·阿萨德与阿妮萨·马赫卢夫结婚时，马赫卢夫家族支持的是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尽管社会民族党曾在1955年被取缔，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复兴党的上台，但马赫卢夫家族的姻亲仍然与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提供资金支持。因此，社会民族党在黎巴嫩内战中显得异常活跃。更普遍地说，叙利亚社会民族党为叙利亚提供了一个新意识形态。它的目标是在社会管理方面实行专制，由一位熟悉国家事务的领导人来领导国家的命运。它推行“大叙利亚”的概念，即坚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重新联合，建立起新的利益共同体。只要能确保社会的繁荣，它就不反对国家实行的自由经济政策。

	［10］

	由此，尽管其他党派的政治网络正在形成并不断活跃起来，复兴党却表现得“就像是”它在统治叙利亚这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各地区从这种变化中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叙利亚社会民族党活跃在卡拉蒙（Qalamun）和阿拉维山脉地区。在他们的支持者中，来自卡拉蒙山脉地区的基督徒占据的比例很高；而在阿拉维山脉地区，宗教少数群体，如阿拉维派和伊斯玛仪派则占据了很高的比例，他们共同组成了社会民族党进行动员的政治基础。最重要的是，各地区的本土精英，如马赫卢夫家族的参与，也证实了这种社会变动的普遍程度。但是在德拉或代尔祖尔等其他地区，复兴党的历史根基阻止了这种势力的植入。

	复兴党成员在阿萨德政府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也显著下降。他们在各地区与国家各级情报机构的成员，即穆哈巴拉特们，保持着一定的权力平等关系。国家情报机构的高效运作，使得叙利亚国家领导层越来越依赖他们。于是，一种新的政治组织方式也在逐渐发展。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拥有执行法律和维护秩序的相关权力，他们仅受到来自其他政府机构的限制。当时流行的一个笑话说，当一个人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时，会被第二个部门命令“过来喝咖啡”，也就是开始接受审讯。这种统治，最重要的就是了解每个人的一切。现在，只有他们共同承认的国家领袖，才能限制各部门之间的激烈竞争。

	［11］

	这种形式的国家管理以社会的一种具体运作方式为基础的，它直接呼应了哈菲兹·阿萨德政府的管理模式。它的运作以一些具体因素为依据。政府行政机构的运作以个人为基准，尽可能减少那些难以控制的个人联系，并通过多种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在从拥有汽车到婚姻证明等各个领域中颁发授权，从而使得这种管理甚至可以深入私密的家庭关系之中。政府依靠一个庞大的国家代理人网络（每1000名居民即有265人）来实现这种社会渗透，并在其中发挥仲裁作用。因此，对于那些使用权已私有化并已经完成继承关系转让的集体土地，政府成了这些土地转让合同的唯一持有人，也只有政府才知道各部分土地之间的界线。

	［12］

	在“泛阿拉伯主义”的斗争中，叙利亚表现得“就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其内部实际上正在分裂成若干个人类社会子空间，这种分裂与整合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个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第二个是职业方面的社会联系，这种职业联系往往围绕着一个中心城市；第三个是人们共同的社会身份认同；最后一个是地区间交通运输的减少。以上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阿勒颇与哈马、地中海沿岸地带和阿拉维山区的差异。此外，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的各部落也依据不同习俗分为拉卡和代尔祖尔两个地区。再往南，卡拉蒙、大马士革及其周边乡村、豪兰平原地区和德鲁兹山区形成了另一批人类社会子空间。这些地区是叙利亚现代化、中等规模城市产生，以及叙利亚现代土地关系变化的直接产物。然而，在将近两个世纪后，它们也揭示了叙利亚地区间划分的某种持久性特征，并同19世纪初形成的第一批人类社会子空间重新联系在了一起。当代叙利亚社会的悖论，即在于这些地区划分的持续存在。

	在一个日益受到管制、社会组织分散的社会中，阿萨德政府的支持者网络在全国蓬勃发展，社会中个人的生存得以确保。那些被阿萨德政府选中或保留下来的精英阶层，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区建立了社会联系。按照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原则，所有人都分享着共同的官方历史和社会身份。在现实中，那些凭借自己的特殊社会身份而上位的人，往往更容易在国家精英集团中找到和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通过行政选举活动，德鲁兹派、基督徒或阿拉维派的政治代表们成了新一代的国家统治者。

	政府对国家社会的有效控制阻止了反对派的所有敌对行动。此外，每次选举投票活动都会有新的独立政治人物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不是来自全国进步阵线或者复兴党，而是来自那些新兴地方势力。政府通过接纳其参加选举，从而将这些地方势力整合进政治网络之中。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势力承认目前既存的统治秩序。20世纪90年代，商人、在60和70年代被驱逐的地方大家族的子弟、传统部落的领袖和宗教人物因而都在人民议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只要他们不反对国家情报机构在当地的活动，就可以参与地方问题的讨论协商，通过获得来自国家权力的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得以加强。

	［13］

	随着腐败活动变得猖獗，定期展开的社会运动开始针对这些问题。1985—1988年，叙利亚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来打击腐败。然而，政府未能真正遏制这一现象。那些积累了足够资本来对某些政府机构进行贿赂的人，反而增加了财富。如此，在商业阶层和某些腐败的政府机构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些腐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私下转移，所有这些都将叙利亚社会包裹在许多非正式的联系之中，然而，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和总统的健康状况不佳，该统治系统的持久性值得怀疑。


叙利亚的内部困境



	当哈菲兹·阿萨德康复后，国家权力的过渡成为他要处理的优先事项之一。流亡的里法特·阿萨德的命运引发了潜在的权力继任者的问题。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使我们能够理解阿萨德第三、第四和第五届总统任期（1985—2000）期间发生的社会政治变化。第一个问题与经济模式的衰落和崩溃有关，第二个问题与权力问题以及谁能接替哈菲兹·阿萨德有关。

	［14］［15］

	1986年，叙利亚因外汇短缺而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次经济危机源自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国有化改革以来，叙利亚的一些私人资本开始在国外进行投资。至1970年，这个国家谨慎的经济自由化措施并未使人们恢复对经济的信心，以至于这些资本带来的收益都被保留在了叙利亚国内而未再向国外投资。其次，叙利亚的经济收益建立在政治管理的基础上的，单一的石油经济制度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来自石油生产国每年18亿美元的援助阻止了叙利亚提出任何关于资本投资的疑问，而仅片面依靠这些外来援助。然而，在1986年，作为打击伊朗的措施之一，各产油国承诺增加石油产量，以破坏伊朗的收入来源。这使得这些产油国对叙利亚的援助减少了约10亿美元。最后，叙利亚在黎巴嫩参与的战争，消耗了其高达54%的国家预算资金。种种问题的汇聚，最终使叙利亚的经济陷入了瘫痪。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阿萨德政府大幅限制国内消费，并向沙特阿拉伯等合作伙伴寻求新的援助。政府实行的严格的社会薪资和进口限制政策，在一年之后产生了效果。以上措施还伴随着对出口经济活动的各种激励措施，目的是赚取更多的外汇。因此，这种经济开放措施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某些行业，尤其是机械化的纺织行业，从这种经济社会环境中获利颇丰。这些活动已经完全融入了国际市场，货币的贬值可以加强它们的外部地位。一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工业领域也因为重要的国内销售市场而获利颇多。与此同时，贸易量的增长是以农业受损为代价的。一个新的富裕阶层正在崛起，他们提供了国内稀缺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政府的这些对策，并没有解决破坏叙利亚经济活动的外汇短缺问题。

	［16］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持续的短缺问题使得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普遍放缓。在缺乏零配件的情况下，交通运输业变得困难。叙利亚航空公司不得不对其航班数量加以限制。小型客车运输业无力再连接起叙利亚所有的城市，这使得叙利亚国家的空间分布变得支离破碎。国内的所有长途旅行路线都变得模糊不清。不少地区都因为缺乏同外界的交通及经济上的往来而陷入孤立。在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带，也面临着燃油短缺的问题。为了获得供应不定的几瓶瓶装燃气，人们需要排起长队耐心等候。

	［17］

	1986年，叙利亚召开了一次关于人口统计的大会，指出了叙利亚自国家独立以来人口急剧增长所带来的风险。大会提出了一项新的家庭生育政策，旨在降低人口出生率，因为1980—1984年，叙利亚的人口出生率一度达到了每个妇女生育超过7个孩子。这次大会标志着叙利亚的国家政策开始发生转变，而非引发了这种转变。对于叙利亚人来说，生活在一半以上人口分布在城市中的叙利亚，进入城市之中，并确保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被破坏了的舒适生活，以及部分男性劳动力的迁移，所有这些都在几年内促使叙利亚人口曲线发生逆转。因此，根据统计，叙利亚人口数量最多的几代人都是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在2000—2010年，这批人口将年满20岁。

	一部分中产阶级被迫移居国外，留在海湾国家、利比亚或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段时间，可以为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叙利亚的公务员制度对公务员缺席现象的容忍，使得他们能够在国外居住几个月甚至几年，这就导致叙利亚本土有技能的人大量外流。这场无声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国家权力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权力本就是为了反对城市阶层而建立起来的，不论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它都赢得了许多方面的胜利，确立了对国家的长期控制，但持续的经济危机及其内部的分裂推动了新的政治联盟的形成，这些联盟成为叙利亚城市阶层复兴的根源所在。

	［18］

	这些新情况使得阿萨德政府的权力派系发生了转变，两个派系组成了新的政治关系网。国家安全部门的成员，以在任的各部门领导者为中心，分成了若干分支，几位政治人物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阿里·海达尔（‘AlîHaydâr）掌握着大批军队，穆罕默德·库利接受了哈菲兹·阿萨德的任命并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希克马特·希哈比在政府集体领导层内部成功阻止了里法特·阿萨德的政变企图；总统与阿卜杜勒·哈利姆·卡达姆关系密切，卡达姆也是总统在叙利亚逊尼派和复兴党内十分重要的政治伙伴。然而，这3位有力的政治人物都无法与阿里·杜巴（AlîDûbâ）匹敌。阿萨德政府中所有政治方案都通过他来执行，由于自1973年以来一直负责领导情报部门和空军，阿里·杜巴在这些部门的存在也不断强化。杜巴的手下还将部门的活动范围从黎巴嫩一直扩大到叙利亚。同时，他的支持者们确保了他在阿拉维派等少数派中的优势地位。他与哈菲兹·阿萨德总统一样，努力为手下获得重要的职位。

	［19］［20］
	来源于埃及萨达特统治时期的一项政策，意思为“开放”。——译者注


	1986—1991年，叙利亚的经济政治格局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由一群商人领导的经济开放（infitah）
	 [image: 来源于埃及萨达特统治时期的一项政策，意思为“开放”。——译者注]在短期内让国家安全部门的代表们看到了共同的利益。经济和安全两个领域的融合，加速了1980年以来执政的卡西姆（Kassem）总理的倒台。他的继任者祖阿比（Zoubî）在叙利亚实行了更大范围的贸易开放政策，并由此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官僚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纠正运动的支持者们一直主张实行温和的社会主义措施，相反，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叙利亚有必要在未明确界定国家政策的情况下释放社会产能，这几乎等同于是要放松国家对经济控制的一种形式。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自由主义者们赢得了国家安全部门和政府的信任。

	［21］［22］

	这一时期，叙利亚成立了投资公司，大量资本被投入在短期内就能够迅速盈利的经济领域中，如旅游业和能源行业。因此，这种模式并不是为了发展国家，而是为了实现经济量的快速增长，使投资者能够迅速致富。这些投资的商人之中，一些是来自叙利亚大家族的子弟，另一些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人，他们为这些投资公司提供了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专业知识，政府行政人员也打破了官僚机构的限制。他们的投资范围一直延伸到了黎巴嫩。商人和政府人员的联合，使得叙利亚的投资公司有可能战胜来自黎巴嫩的竞争对手，尽管后者在贸易领域更有经验。

	［23］

	叙利亚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经济和安全部门的重新配置，主要依赖于此时叙利亚新油田的发现。尽管新发现的油田规模有限，但阿萨德总统还是在1988年的政府演讲中不辞辛苦地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通过签署石油开采合同，叙利亚得到了对其至关重要的外汇。从1994年开始的对这些石油矿藏的持续开采，为叙利亚的经济危机找到了出路。从那时开始，阿萨德政府每年可以获得最低60万桶原油价值的收入。然而，叙利亚的这项收入来源，也受到世界市场的经济动荡，以及可能会发生的国际制裁的影响。例如，1987年，叙利亚政府被指控在伦敦实施了恐怖主义行为，美国和英国对其实施制裁。不过，即便在实施制裁的同时，叙利亚对石油的开采也并未停止。

	［24］

	经济模式改革的多次尝试最终在叙利亚于1991年颁布的第10号法案中得以完成。第10号法案再次允许人们在诸多经济领域进行投资，并可以将投资的收益汇回国内。叙利亚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以一种新的现代城市性为基础，而这种城市性，体现在通过投资那些有发展前景的经济领域来确保经济的增长上，体现在国家贸易和安全领域的联合协作上，体现在农村人口的大批外流和城市郊区的不断扩展上，也体现在以最少的制度化为代价实现对相对自由政治空间的庇护上，例如保留召开乌理玛会议。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改革措施使国民经济得以实现平稳运行，并以对某些产品的严格限制为代价，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民的舒适生活，城市成为一座座“汽车博物馆”。总之，阿萨德政府通过对城市的重新改造，在城市中确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25］

	20世纪90年代，叙利亚呈现出不止一种面貌。在幼发拉底河周围和巴蒂亚的边缘地区，泥土房遍布的村庄仍然存在。由于花费非常昂贵，硬化道路的分布范围仍然很有限。一些男性进入城市寻找工作，这对那些仍以小规模农业生产活动为生的乡村家庭至关重要。电视是一家人晚上的消遣，家庭成员聚集在公共休息室里，铺上床垫过夜。人们的日常食物主要包括面包、茶、一些香料（比如Za'tar“扎塔尔”）、鸡蛋、蔬菜，偶尔还有鸡肉。除了这些生活条件欠佳的地区，其他农村地区的生活则要舒适得多。交通道路网络得到了发展，昔日里那些偏远的地区，如德鲁兹山、阿拉维山和加卜平原地区都得到了开发。这些地区兴建起了许多乡村别墅，象征着来自这些地区的子女们通过移民或获得政府职位所得到的成就。一些产品成为这些土地所有者重要的收入来源。在这些叙利亚乡村之中，集体农场的建筑和设施仍然遭受着时间的侵蚀。它们曾实现了一个时代的梦想，但在这个时代因腐败和缺乏精心维护而日渐损毁。

	叙利亚国家的千种面貌，也反映在其正在经历着复兴的国家组织结构之中。在哈马和霍姆斯之间，塔尔比沙（Talbissah）和拉斯坦（Rastan）这些城镇代表了新兴小城镇发展取得的成就，大量来自这些小城镇的年轻人加入叙利亚军队，这些地区的干果生产也经历了蓬勃发展。哈马市进行了现代化的城市规划，抹去了20世纪80年代留下的暴力冲突痕迹。霍姆斯的重工业发展使这座城市变得富有。由于阿萨德政府推动下的教派关系调整，城市被逊尼派、阿拉维派和基督徒所划分，社区内部的分裂状态被悄无生息地掩盖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两地的民众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国家官员却需要用1500—2000英镑（相当于1990年的150—200法郎）费力过完一个月。在这个不断重组的社会之中，这种收入差距的对比变得更加明显。

	当这些社会变化发生的时候，一代战士，即夺取和征服了国家权力的那些人，渐渐年老了。无论是在叙利亚的政治部门，还是在安全部门，统治集团各家族的下一代开始登上国家权力舞台。例如，马纳夫·塔拉斯（Manaf&nbsp;Tlâss）加入了叙利亚共和国卫队，穆罕默德·希哈比（Muhammad&nbsp;al-Shihâbî）加入了叙利亚情报部队。最为重要的是，一个新名字开始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巴塞勒·阿萨德（Bassel&nbsp;al-Assad）。这位阿萨德总统的长子，生于1962年，时年30岁，在体育方面表现出色，后参加了叙利亚军队。从1988年开始，巴塞勒·阿萨德开始参与国家重要事务的管理。

	［26］

	对于这样的权力格局变化，那些安全部门的阿拉维派精英们最初并不是很支持。他们认为阿萨德总统的儿子是一个没有战斗经验的政治暴发户，其他人则觉得他很傲慢。然而，几年后，他成功地在叙利亚军队中获得一席之地，马纳夫·塔拉斯等其他大家族的儿子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巴塞勒还提出要成为叙利亚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者，为此，他成立了叙利亚计算机协会，该协会为叙利亚的信息技术行业提供了最初的基本设备。在阿萨德政权的权力关系之中，一个新的因素似乎可以保证其政府能够延续更久——在哈菲兹总统之后，巴塞勒将能够确保叙利亚整个国家的继续生存，前提是，叙利亚国家内部和其所在地区的局势不能受到任何干扰。


权力交接



	［27］

	1985年，哈菲兹·阿萨德在政府演讲中阐述了政府主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发展国家经济，继续推进阿拉伯民族的抵抗事业，并在苏联的援助下，维持与以色列的战略平衡。然而，到了1987年，当他同两年前在苏联发起“改革”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晤时，他发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苏联放弃了对中东地区的援助。更广泛地来讲，叙利亚的国家政治领导层正在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麻烦”。此时，阿萨德政府面临的是寻找新的地区合作伙伴，以维持其在该地区施加影响的问题。然而，即使是东欧其他的合作伙伴也不再可能成为叙利亚的政治盟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诸多的国际荣誉，但他于1989年倒台了。首都大马士革一度出现了大批关于“沙姆塞斯库”（shamcescu）的涂鸦。“沙姆”在当地方言中指的是大马士革，人们认为这里将会是下一个爆发人民革命的地方。然而，并没有人在大马士革进行抗议。

	阿萨德政府并非对当前面临的威胁无动于衷，政府很快制定出了一条旨在防止出现社会批判浪潮的新路线。阿萨德总统没有在叙利亚发起改革，而是继续通过打击腐败的社会运动对行政、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更新。除此之外，他发表在《提什林报》（Tishrîn）和复兴党党报上的演讲内容中，还呼吁对当前的国家形势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于是，叙利亚新闻界出现了新的出版物，对这项或那项政府政策进行评价。在不对阿萨德政府进行质疑的前提下，叙利亚公众的意见有所放开。另一种变相的自由化统治措施，就是与其政治对手展开谈判协商，这是一种提前了解赢得对手的支持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的方式。但是，任何形式的谈判协商，其最终目的都是分裂对手的阵营。最后，在1990年的议会选举中，特别是在1994年的议会选举中，议会中新成员所占的比例特别高，在250名议会成员中，约有150名是新成员。这种统治路线，为阿萨德政府的官僚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叙利亚的这种内部变化也伴随着其在外交问题上做出的新抉择。在中东地区，叙利亚施加影响力的能力仍然很强。叙利亚军队虽驻扎在黎巴嫩，但未能成功结束黎巴嫩内战，因为叙利亚也不得不尊重以色列的势力范围，以避免两国之间再发生冲突。然而，黎巴嫩国内每一场地区危机都要借助大马士革方面的力量才能找到解决方案，例如1986年的“难民营战争”。1988年举行的黎巴嫩总统选举可能为各方之间的持久和解铺平了道路。但这位得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候选人并没有得到叙利亚领导人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从1989年开始，大马士革更加明显地向美国开放。大马士革政府保留了一些必要手段，以阻止某些不利于叙利亚自身的解决方案产生。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也是这一外交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Mubarak）对叙利亚展开正式访问——这是自1972年以来埃及国家元首对叙利亚的首次正式访问——表明此时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了平静的状态。至此，阿萨德发现自己已然处于地区权力平衡的中心：他在不与波斯湾国家决裂的情况下与伊朗进行谈判，反对伊拉克，同时又声称自己是复兴党的一分子，以“阿拉伯民族抵抗运动”的名义介入黎巴嫩事务，又将一部分势力范围让给以色列。不过，叙利亚面对的这种外交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
	面对美英政府的要求，萨达姆提出，伊拉克的撤军应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问题一视同仁。——译者注


	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侯赛因命令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在与革命的伊朗进行了八年战争之后，伊拉克巴格达政府宣称自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保卫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丰富的战斗经验使伊拉克政府能够装备起一支具备相当现代化水平的军队，并得到了西方各大国的同情与支持。然而，与伊朗的这场战争也摧毁了伊拉克这个国家，使其负债累累。与伊拉克的预期相反，各债权国要求其偿还债务。为了向伊拉克施加压力，一些国家，比如科威特，增加了石油产量，压低了原油价格，又使伊拉克的收入受到威胁。在这种国内外背景之下，萨达姆·侯赛因夺取了科威特王国。伊拉克以反对前殖民主义留下的边境线为名义，使这一占领行动合法化，又将巴勒斯坦和科威特这两个占领区的问题联系起来
	 [image: 面对美英政府的要求，萨达姆提出，伊拉克的撤军应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问题一视同仁。——译者注]，从而分裂了伊拉克的反对势力。

	［28］

	叙利亚政府当局最初对伊拉克的这一举动感到惊讶，政府命令外交部长法鲁克·沙雷（Farûk&nbsp;al-Shara‘a）返回大马士革。这位新外交官在1990年的危机中真正地崭露头角。沙雷之所以能取代阿卜杜勒·哈利姆·卡达姆的位置，首先是因为卡达姆在黎巴嫩问题上与总统发生了冲突，总统希望其子巴塞勒·阿萨德在这个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其次，卡达姆的儿子参与秘密运输化学材料的行径，给叙利亚带来了外交问题。最后，卡达姆与希克马特·沙哈比的相互勾结。法鲁克·沙雷的出现，标志着一系列政治新人在叙利亚政界出现。在他身边，有布赛娜·沙班（Buthayna&nbsp;Sha‘aban），她在担任政府发言人职务之前，曾经从事翻译工作；瓦利德·穆阿利姆（Walid&nbsp;al-Mu‘allim）被任命为叙利亚驻美国大使，为叙利亚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这些新上任的外交官们，必须在当前紧急的地区局势下找出各方都能接受的伊拉克危机解决方案。

	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引发的地区危机对叙利亚构成了三重威胁。如果说对巴格达政权采取支持立场十分困难，那么以维护阿拉伯国家团结和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名义，对伊拉克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团结阿拉伯国家，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一向是叙利亚外交立场的主旨所在。同样，要求伊拉克停止一切占领他国的行为，也可能会引发其他阿拉伯各国反对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势力存在。最后，与巴勒斯坦的接近，以及亚西尔·阿拉法特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会晤及双方之间的承诺，还有这位伊拉克领导人在叙利亚公众舆论中的声望，都阻止了叙利亚采取任何形式的单边行动。新上任的外交官们和总统就此问题进行了商讨，最终以发表一项“咒语”一样的政府声明结束：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行动，使阿拉伯国家面临着潜在的国际报复，从而危及各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安全。

	［29］

	事实上，当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nbsp;Baker）前往大马士革邀请叙利亚加入地区国际同盟时，叙利亚对当前局势的立场很快就发生了转变。经过同美国长达20年的谈判，哈菲兹·阿萨德已经清楚了解该如何与美国这个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对手周旋。作为同美国的合作（至少是表面上的）——阿萨德政府命令叙利亚部队不得在表面上反对其他阿拉伯兄弟国家——的交换，叙利亚军队可以继续维持在黎巴嫩领土的现状，并摧毁所有反对者（除了以色列控制的南部地区）的势力，这也使叙利亚能够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从表面上来看，伊拉克危机问题的国际化也将苏联卷入其中。但在现实中，阿萨德政府正在改变其结盟的对象。

	［30］［31］［32］

	1991年初，联盟军队取得了对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军事胜利，结束了6个月以来人们对此次地区危机结局充满疑惑的等待。然而，和平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联盟军队的军事干预虽解放了科威特这片土地，却也使得科威特人民的起义被伊拉克政府扼杀，因为它对伊拉克发起了挑战，而国际制裁非但没有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反而使其得到了喘息机会而东山再起。叙利亚在此次冲突中成为“伊拉克问题”的参与者。这次地区冲突也对叙利亚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影响。伊拉克在冲突之后陷入衰败状态，使得霍姆斯、拉卡和代尔祖尔之间产生了新的走私网络，这个走私网络主要用来向伊拉克输送稀缺的食品供应。在广阔肥沃的新月地带，新的地区联系形成了。其次，伊拉克和叙利亚复兴党在大马士革举行了新的会议。双方之间的这种历史性和解，为伊拉克的政要们在叙利亚提供了政治庇护，也为叙利亚提供了在东部地区施展影响的新途径。再次，伊拉克问题的悬而未决也催生了伊拉克局势长期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不稳定的国际格局中，阿萨德政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最后，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开启了新一轮的谈判，而阿萨德政府希望从此次谈判中获益。

	1991—1996年，叙利亚的经济恢复了一定的稳定，叙利亚人民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舒适生活，但阿萨德政府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总统的儿子承担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务：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对哈菲兹·阿萨德来说，叙利亚在1967年的战败和领土丢失，仍然是其政府难以抹去的败笔。1973—1974年，总统可能还会相信，美国开放的外交姿态会使以色列归还之前占领的叙利亚的土地。然而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叙利亚外交部对1992年召开的马德里会议也持谨慎态度。外交部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宣言内容的理解与掌握，使他们能够重新定位叙利亚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叙利亚在和平谈判中获得的进展，取决于其新的不会轻易改变的诉求：阿萨德政府获得了三个重要的让步——归还戈兰高地（恢复到叙利亚和以色列1967年时的边界，包括提比里亚湖的出口），在黎巴嫩继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叙利亚被各国承认为中东地区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33］

	自海湾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在其中已经明显获利。从与欧洲共同体的关系来看，叙利亚参与海湾战争使得欧共体结束了自1987年以来对叙利亚实施的制裁。最重要的是，欧洲市场对叙利亚的重新开放，以及欧洲承诺为这个处于重建中的地区提供发展援助，能够帮助叙利亚稳定本国经济。最后，叙利亚石油的开采和销售成了欧洲公司的责任。每年60万桶的产油量，虽然没有使叙利亚成为一个石油大国，但是为政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汇储备。有了这些资金，叙利亚从1997年开始不再需要制定国家预算。为了继续与欧洲进行合作，阿萨德政府着重强调其打击毒品和恐怖主义犯罪的能力。但对于叙利亚外交官员和总统来说，他们同美国的关系才是真正重要的。

	顺利实现同美国关系的和解，是为了找到与以色列冲突的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实现和平将使得阿萨德政府改变其内部的权力关系。哈菲兹·阿萨德将为他的继任者（可能是巴塞勒·阿萨德）提供控制内部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外，埃及的例子让总统发现，实现和平可以帮助叙利亚恢复自身的战略利益，因为美国和欧盟可以为恢复地区和平提供资金支持。谈判活动受到了密切关注。鉴于上述考量，叙利亚外交官准备在与以色列的问题上做出让步。1994年初，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出席了谈判会议。美国随后提出了一项要求：叙利亚“恐怖主义”头目，即那些因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的行动而被确认为“恐怖主义分子”的人，应被解职，并停止对外部各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的所有援助。于是，叙利亚国家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成为其主要针对目标。

	［34］

	如此，阿萨德政府的权力交接过程最终形成了。国家财政部门和安全部门新一代的领导人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也为他们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支持者网络的重要资源。无论是促成黎巴嫩签订《塔伊夫协议》来结束内战，还是通过与被削弱的伊拉克巴格达政权达成默契，抑或是与以色列改善关系，总之，总统解决了那些可能会威胁到权力过渡的国际问题。此时，一个人成了未来叙利亚的化身：巴塞勒·阿萨德，他的照片和形象在叙利亚全国各地流传。这些宣传品展示的是巴塞勒在俄罗斯文化中心打桌球，在经济部的电脑前埋头工作，亲自指挥军队，或者身穿制服出现在兵营中。

	［35］
	原是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年轻强盗，后演变为代指任何富有的年轻社交名流。——译者注


	然而到了1994年1月21日，这一权力继承进程却戛然而止，巴塞勒·阿萨德，就像阿萨德政权的“金色青年”（jeunesse&nbsp;dorée）
	 [image: 原是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年轻强盗，后演变为代指任何富有的年轻社交名流。——译者注]一样，全速驾驶着失控了的汽车，离开了他的国家。叙利亚人民在广播和电视中唱诵古兰经经文的声音中醒来，全国降半旗，各地竖起了吊唁用的帐篷。巴塞勒·阿萨德去世了。叙利亚为他举行了40天的哀悼仪式。这一刻标志着叙利亚历史又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阿萨德政府让叙利亚举国哀悼，但并未利用这一事件引发民众情绪。强令商店关闭的事实令人们恼火。这显示出这位将自己关在国家权力中心的领导人与一个被视为动荡来源的社会群众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以“就像是”为政治逻辑行事的叙利亚，对巴塞勒这位年轻的烈士进行崇拜是非常必要的。悬挂已故儿子的肖像，举国进行哀悼活动，与在大马士革山冈上落成新总统府的做法，其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显示政府的力量。

	［36］

	巴塞勒去世后，哈菲兹·阿萨德召回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巴沙尔·阿萨德（Bashar&nbsp;al-Assad）。1992年，巴沙尔·阿萨德在伦敦完成了他眼科博士的学习。他在那里遇到了阿斯玛·阿克拉斯（Asma&nbsp;al-Akhras），她来自霍姆斯的一个富裕家庭，当时在伦敦工作。1994年，巴沙尔回到了叙利亚。在陪同他的父亲参加完兄长的葬礼后，巴沙尔·阿萨德被提拔至国家领导层，这在国家安全机构中引起了强烈的批评。但是，这一波批评浪潮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又一种新的国家统治模式形成了：政府情报部门的政要们被搁置在一边，他们的情报信息网络被转而用于其他事务。在短短几个月内，各政治派系都被重新控制了。与此同时，巴沙尔的弟弟马希尔（Maher）也得到了提拔和支持。从1994年5月起，阿萨德的两个儿子之间形成了默契的分工，年长的巴沙尔十分有希望成为下一任总统，而年轻的马希尔则很可能接管叙利亚军队。

	［37］

	此时，65岁的阿萨德总统患上了白血病，并因工作过度而变得虚弱，他开始尝试将政府的主要文件交给巴沙尔来处理。为了稳定国家权力过渡期和提升这位未来领导人的影响力，政府开始着手解决一系列问题。第一项就是让其他国家的政要接受巴沙尔·阿萨德。对于总统来说，处于次要战略地位的欧洲各大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帮到他。在这种背景下，1995年上台的雅克·希拉克（Jacques&nbsp;Chirac）政府给了阿萨德政府一个好机会。叙利亚欠了法国一些债，这个问题受到叙法双方的特别关注。法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叙利亚，提出了一套让叙利亚满意的方案。与此同时，巴沙尔·阿萨德也前往法国进行访问，并得到了法国授予的荣誉勋章。法国的这种认可，赋予了巴沙尔新的国际地位。

	［38］

	在叙利亚国内，巴沙尔·阿萨德恢复了之前他哥哥开始的推动叙利亚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的事业。他继续在军队中晋升，并于1998年成为叙利亚共和国卫队的军官，但他不能参与管理共和国卫队的核心事务。此时叙利亚的官僚机构只负责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在此背景下，一场边境危机差点引发叙利亚与土耳其的战争。1989年，土耳其政府开始进行一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计划——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建造水坝，此举引发了大部分叙利亚人的批评和谴责。得到叙利亚政府当局支持的伊拉克，也严厉谴责土耳其水利公司。对于叙利亚来说，尽管代尔祖尔即将成为叙利亚的“石油之都”，但是水资源问题限制了叙利亚东部地区的发展。

	［39］

	对土耳其发起抗议的另一个动力，来自叙利亚的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叙利亚的阿夫林（Afrine）、科巴尼（又称“艾因·阿拉伯”）和卡米什利等地避难。然而，随着1993年伊拉克北部地区库尔德人势力的增强，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团体也逐渐政治化了。在土耳其，由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极具威望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nbsp;Ocalan）领导的武装斗争重新恢复，此时的奥贾兰正在叙利亚流亡。1998年，随着土耳其国内斗争局势的升级，当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向武装反对库尔德力量的军队提供支持时，叙利亚政府受到来自土耳其方面的压力，要求停止叙利亚对库尔德人的一切援助。巴沙尔·阿萨德似乎要开始与土耳其进行对话，这是两国之间的首次和解。他负责找出折中方案以避免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奥贾兰被要求离开叙利亚领土，一段时间后，他在肯尼亚被捕。就这样，叙土两国之间的合作恢复了。

	到20世纪末，叙利亚看起来似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传统游牧部落的定居化和灌溉农业的发展，人口分布格局已经稳定下来。经社会主义法律改造的土地组成的中型农场，与相邻的国营农场像马赛克一样相互交错分布。新建的道路网使大多数之前难以进入的地区，主要是阿拉维山脉地区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得以与外界相连。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全国大概有800万城市居民和800万农村居民。然而，不同城市之间的生活条件相差甚远。就功能而言，庞大的城市网络，就像是村庄的扩展和延伸。在这些地区，有集市，有学校，有时是中学，文化中心负责播放国家新闻部批准的会议内容，这些都是当局强加给政府公务员的一种国家文化，因为正是他们构成了主要的受众群体。市议会负责执行奖励和制裁措施，充当国家当局权力传送带的作用。霍姆斯、哈马和拉塔基亚属于大型城市，这些城市市中心的老城区代表着他们经历的遥远的过去，而其内部出现的新城区则让人们看到了它们的迅速发展。涌入的人口并没有完全融入这些城市之中，相反，城市宗族和教派势力支配着城市的慈善、互助、就业和婚姻等社会关系。阿勒颇和大马士革最终在叙利亚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仍然是许多人眼中的大都会，而非省级首府，拥有20世纪50年代的老式美国汽车和少量70年代的商店铺面，而非省级首府。以上这些社会变化，反映出在哈菲兹·阿萨德的统治下，叙利亚这个国家的人口是如何从600万增长到1600万的。而此时70多岁的哈菲兹·阿萨德，已经是一位老人了。

	［40］

	1999年，哈菲兹·阿萨德第五次连任叙利亚总统。先是复兴党党内任命总统，然后得到议会的批准，再到全民公决予以最终确认，现在的总统就职程序已经完全程式化了。在这一任期内，哈菲兹全身心地投入到唯一重要的事务之中：与以色列的谈判。自1994年以来，谈判工作已经取得了进展。彼时，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任期已经结束，英国埃胡德·巴拉克（Ehud&nbsp;Barak）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以及英国政府愿意达成和平妥协的意愿，都使这一时刻成为实现和平的有利时机。美国代表在领土问题上对叙利亚做出让步，保证叙利亚可以收回其1967年时的所有领土，于是，哈菲兹·阿萨德飞往日内瓦，他将在那里同美国和以色列代表会面。但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希望就提比里亚湖的归属达成正式协议。在遭到拒绝后，叙利亚代表团回国了。未得归还领土，和平就无法实现……

	这位叙利亚总统最终被病痛所吞噬。2000年6月21日，整个叙利亚在遍布全国的安全部署之中愣住了：他们的总统去世了。

	与阿萨德政府有关的形象展现出两个激烈但截然不同的历史时刻。第一个是指阿萨德政府的上台和对抗议活动的压制；第二个则是20世纪90年代，对国家元首的个人崇拜，国家元首主导的安全部门在国家中占据突出地位，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冲突不断。选举活动、腐败以及反腐败运动，促使那些接受了这种国家体制运作的政治精英的更新和上位。与此同时，叙利亚经济的深刻变革、发展模式及其所处的区域和国际地位，使得叙利亚重新融入国际贸易关系之中，从而获得了对社会经济正常运作至关重要的外汇储备。这种变化改变了叙利亚的社会关系：中产阶级遭遇危机，农村人口继续减少，富裕阶级出现。在哈菲兹·阿萨德第四届任期结束和第五届任期开始之时，他所领导的国家，已与他刚掌权时不再相同。巴沙尔·阿萨德成为新总统，给叙利亚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








第十章




阿萨德时代（三）



	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全国的交通运输暂停，政府官员们被要求回家，电视上唱诵着古兰经经文，因为执掌叙利亚30年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去世了，享年70岁。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这个拥有1600多万居民，一半人口不满15岁，一直生活在哈菲兹·阿萨德总统治下的国家，现在正在经历一些新的变化。

	［1］

	当时的政治分析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是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年轻领导人是如何接掌他们父辈留下来的权力的。那时出现的一个术语描述了这一过程：共和君主制（jum&nbsp;lukiyya），即君主制（mamlaka）和共和制（jumhurriyya）的结合。随着巴沙尔·阿萨德的崛起，叙利亚政府成了首个面临这种情况的阿拉伯国家。当时的巴沙尔只有34岁，这个蓝眼睛的年轻人给了叙利亚国家复兴的希望。

	［2］［3］

	但是，对于叙利亚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两极世界格局的终结打断了既定的世界经济循环，并改变了叙利亚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专断行动下，在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中东地区，叙利亚的发展轨迹在当时似乎有些反常。新总统被鼓励在叙利亚实行开放政策，将其带入该地区正在寻求的现代化。新总统的主要赞助人是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巴沙尔总统自1996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改革事业。

	关于这位非凡的叙利亚总统，一直流传着各种相互矛盾的形象。巴沙尔最初被认为是一个被叙利亚政府守旧派阻挠的现代化主义者。当笔者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叙利亚还未从血流成河的内战中恢复过来，因此，我们需要努力让自己不从事件的后果来解读这段历史，而是重新梳理社会和政府发展所经历的轨迹，以便理解叙利亚最后为何会爆发大动乱。

	我们只能接触到一部分叙利亚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不过，其他来源的资料补充了这方面的不足，有时甚至让我们感到眼花缭乱。智库的记录，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各种分析，记录了时事的书籍、视频材料，最后是网络博客，都使得我们进行研究的信息成倍增加，有时甚至很难确定事实所在。通过追溯阿萨德家族统治下的叙利亚最近一个阶段的历史，我们就有可能看到本书所观察到的缓慢的社会变化，是如何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基础的。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叙利亚暴露了出来，而这场危机，凸显了当代叙利亚社会发展的所有矛盾。


当政的年轻总统



	时年34岁的巴沙尔·阿萨德本人就象征着叙利亚这个国家某些方面的特征。他很年轻，与当时大多数叙利亚人的年龄相差不远。在精英阶层中，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经济精英，普遍都是“儿子”一代接替了其父辈的权力位置，而巴沙尔也是属于“儿子”一代。这些精英的父辈，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并稳固了自己的地位。2000年，他们纷纷自愿或被迫退职。巴沙尔的经历体现出当代国家领导人的变化。巴沙尔·阿萨德没有在自己的国家学习，而是去往英国完成学业，1992—1994年，他一直住在英国。在那里，他遇到了在摩根大通商业银行工作的妻子。他们两人的婚姻体现了叙利亚政治、安全部门精英和经济精英，以及阿拉维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相互结合。虽然巴沙尔妻子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但他的家庭出身还是凸显了这一血统。

	［4］［5］

	巴沙尔得到了父亲政治盟友的支持，主要是穆斯塔法·特拉斯。穆斯塔法对叙利亚复兴党和军队的内部运作非常熟悉。在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后的几天里，他积极活动，以确保仍未明朗的国家权力实现平稳过渡。当时，巴沙尔的叔叔里法特·阿萨德企图重返叙利亚政坛，但很快就被赶了出去。叙利亚人民议会召开修宪会议，降低了就任叙利亚总统的年龄条件。2000年7月10日，复兴党举行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宣布巴沙尔·阿萨德为总统候选人，这之后，巴沙尔通过公民投票成为叙利亚新一任总统。

	在这个看似自然的权力过渡的背后，政府内部的关系却非常紧张。对政府的许多追随者来说，权力的过渡应该伴随着改革。作为前任政府统治核心圈中最后一个活跃的政治人物，阿卜杜勒·哈利姆·卡达姆提出了另一种统治路线。他认为，此时是恢复复兴党执政秩序的好时机，也就是说，政府执政应该更多地依靠复兴党组织，也就是回到已经被奉为“神话”的20世纪70年代。

	［6］

	在新总统就职后的几个月里，叙利亚，主要是在大马士革出现了一些沙龙。知识分子、上层社会各行各业的公民、被驱逐的政治活动家们在沙龙中大谈叙利亚和叙利亚当前政府的未来，并讨论了政府应该如何实行政治改革。一些沙龙还对叙利亚政府情报部门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们是过去几年来所有创伤的根源所在。

	［7］

	这场被称为“大马士革之春”的改革运动收到各方不同的回应。对于那些在10年后（即2012年）回想起这段社会改革插曲的年轻人来说，此次改革无非是一群老人提出的和之前没什么差别的统治方式，根本无法改变什么。对于住在首都之外的叙利亚人来说，这种“改革”只是一种附带现象，随着新总统执掌国家政权，它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大马士革之春”远未表现为对阿萨德政权统治秩序的挑战，它更像是前几年镇压抗议活动的替代品。最后，与当前国际和外交事件密切相关的政治口号对大马士革当地人而言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尽管如此，“大马士革之春”还是让叙利亚的政治活动家们重新对社会集体组织产生了兴趣，并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政治运动经验。

	［8］

	巴沙尔总统任期的头几年充满了象征意义。这位新总统身边都是他上台时所信任的人，比如萨米·基亚米（SâmîKhiyâmî）或伊马德·穆斯塔法（Imad&nbsp;Mustafâ）。这两人都有专业的技术学习背景。作为叙利亚计算机协会的主席，新总统在行政和政府各部门中给30多岁和40多岁的工程师们晋升了职位。他邀请了一些专家担任关键职位，比如尼布拉斯·法迪尔（Nibras&nbsp;Fâdil）。他亲自走上街头，和妻子一起去餐馆就餐，在叙利亚全国巡游。他使国家权力对普通民众开放，甚至触手可及。这些新举措一改十多年来叙利亚总统的传统形象，因此，看起来是容易被人接受的。然而，“大马士革之春”的退场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局限性。相比之下，旨在发展叙利亚迄今尚未发展的领域而进行的对文化和经济项目的激励，更可以调动渴望变革的年轻人的社会能量更为可行。

	与此同时，新总统必须保持对国家情报机构的控制，更广泛地显示他对整个国家权力的掌控，因为此时执政的各派系总是有可能挑战他的政治地位。巴沙尔·阿萨德和他的亲信，包括马希尔·阿萨德和担任大马士革安全局局长的哈菲兹·马赫鲁夫，都再次采用了哈菲兹·阿萨德曾使用的统治方法。大批的政府人员轮换，打破了各政府部门间的权力平衡。巴沙尔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的重要人物进行统治，如曾在罗马尼亚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巴哈贾特·苏莱曼（Bahjat&nbsp;Sulaymân）将军，就提出了一种改革主义的方法，并以笔名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文章。巴沙尔的政府的改组，必要时还强行要求人们退休。尽管如此，各部门的调整，还是确保了新组成的权力指挥系统的顺畅运行。最重要的是，这些变化限制了政治操作的余地。再一次的，总统像职业生涯管理专家一样，培养人们对其的忠诚，保持对国家权力的完全掌控。

	当时的媒体报道称，这是政府守旧派和新当权者之间的斗争。现实情况是，此时的叙利亚政府所实行的，是将其自1994年开始的强制政府元老退场，以及推进改革事业这两项工作相结合的策略。但是，其矛盾之处在于，它将社会中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了一起，从而引起了文化方面的激烈冲突。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了苏联式的教育，而其年轻的副手却来自英美的大学。当后者为部门领导解释新的行政管理方式时，领导却很难理解该项新政策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政府耐心而巧妙的人事调动、解雇、施压和激励的种种举措，搭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框架。叙利亚经济领域的开放，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然而，此时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只是90年代业已启动的政策的延续，而不是在实行一项新的改革方案。

	［9］

	由此可见，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统治具有二元性的特征。其中，正式统治和非正式统治两种方式并存。议会负责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修改法律并进行投票，但实际上，决策过程更为复杂，因为一些部门可以对政府的决策者施加压力。国家实行总统制，并以执政党作为执政基础，与此同时，叙利亚国家元首首先是家族的领袖，管理着家族中每个成员的利益，确保家族的每个人都按照领袖的意愿工作。于是，在国家权力的日常运作中，一些细节上的事务，比如政府人员职位的变动、市场的准入等，往往会比国家的重大政策更为重要。一系列的关系链就这样围绕着总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关系网。如此，阿萨德政府的中央核心就以这种网状方式管理着整个国家及其全部资源。

	另一种二元性也主导着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统治方式的形成：地方和地区决策者强大的自主权与国家总统的核心地位并存。如果省长经过一个村庄并决定为该村庄供水，那么工程就可以马上开工。如果当地情报部门负责人与一家公司的经理发生纠纷，那么公司经理将很难获得公司正常运作的认证。当地社会组织发生冲突时，当地情报局局长会成为冲突的仲裁者，根据需要采取对策。经历了十年来的挑战，复兴党虽然仍然在村庄和社区中发挥作用，但它已经无力再担任领导角色，也无力再进行权力竞争。由此，叙利亚形成了一种两极化的权力格局：在中央，总统和他所信任的下属管理着所有事务；在地方，只要遵守基本的准则，政府机关和地方势力的代表们就会一直拥有广泛的权力。

	政府的统治阻碍了地方冲突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在缺乏准确信息和调查数据的情况下，人们的不满无法在法庭上得到解决。在此我们仅举一个例子，比如政府情报部门准确地知道所有土地关系的变动，但这些信息并没有与冲突各方共享，从而造成了土地和邻里关系上的诸多纠纷。

	［10］

	2000年，当这位年轻的总统掌权时，豪兰平原地区的贝都因人入侵德鲁兹地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对此，德鲁兹地区的人们要求获得政府保护和赔偿。大马士革大学的德鲁兹学生们也开始发起静坐运动。然而，这些活动并不受政府当局的欢迎，德鲁兹代表因无法将他们的诉求与国家问题联系起来而被抛在一边。于是，德鲁兹地区和叙利亚中央当局产生了裂痕。由于大量的德鲁兹人居住在大马士革的郊区，他们的态度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十年之后，这些德鲁兹社区的领袖们将会铭记他们彼此在此时的行动。

	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显示出阿萨德政府数十年统治所产生的效果。叙利亚的领土被旨在加强这种或那种社会身份的政策分割开来。由于缺乏正常的政治解决途径，各方缺乏进行政治谈判和协商的空间，进而产生了一系列无法找到可持续的解决办法的社会分歧。如果说在阿萨德政权的早期阶段，各党政机关和各市议会的存在尚能弥补社会自由终结带来的影响，那么到此时地方社会组织的肌体上早已被划出了微小的伤口，当这些伤口重新显现时，各地便借此利用教派和种族身份作为发起政治动员与防御的武器。


伊拉克和黎巴嫩



	［11］［12］

	此时发生的两个系列事件打乱了国家的发展轨迹，并严重影响了人民对国家形象的描述。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我们将把二者放在一起进行叙述。2003年，美国乔治·W.布什（GeorgeW.Bush）政府打着打击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旗号，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行动。几周后，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台。但是，与人们的预期相反的是，美国并没有制订和执行重建伊拉克的任何计划。“去复兴党化”和非军事化剥夺了伊拉克这个国家的军队和情报机构的所有权力，成千上万的政府公务人员流离失所。在安理会拥有席位的叙利亚，原本支持法国反对入侵行动的倡议，然而战争打响之后，口径一致的叙法双方很快就出现了分歧。法国认为，伊拉克必须恢复和平；而叙利亚则认为，必须阻止美国在伊拉克取得军事胜利。

	［13］
	迈赫迪军名字中的迈赫迪指的是一个早已消失的伊玛目，什叶派认为他会在世界末日之前降临世界。——译者注

	佩什梅格意为面对死亡的人。——译者注


	对叙利亚政府来说，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相似之处，使其不得不担心美国会在所谓“中东民主化”的框架内对叙利亚也进行同样的干涉。不过之后伊拉克武装叛乱带来的困境，使得美国无法再发起任何新的行动。伊拉克沦为一个各种游击战的战场，复兴党、伊斯兰主义者、萨德尔派（穆克塔达·萨德尔率领的什叶派迈赫迪军
	 [image: 迈赫迪军名字中的迈赫迪指的是一个早已消失的伊玛目，什叶派认为他会在世界末日之前降临世界。——译者注]）和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佩什梅格（peshmergas）
	 [image: 佩什梅格意为面对死亡的人。——译者注]在反抗美国军队占领的同时也相互对抗。叙利亚政府利用了这一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复兴党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许多伊拉克政府的政治人物在叙利亚和约旦避难，叙利亚军队也支持他们同美国进行对抗。另一方面，2003—2004年，大马士革政府在伊拉克乱局中的表现出了双重的立场。叙利亚成为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伙伴，并且自2001年以来，一直通过签署协议与法国等国相联系，执行着这一反恐任务。

	［14］

	与此同时，叙利亚也成为反美武装分子——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叙利亚人——的转运地带。一些人因从事武装分子的招募活动而闻名于世，比如阿勒颇的马赫穆德·阿布·卡卡（Mahmûd&nbsp;Abûal-Qa‘qa‘）谢赫。德拉也成为大批武装分子离境前往伊拉克的地方。捍卫伊斯兰教和反对美国敌人的斗争相互交织，成为鼓动那些很可能采取行动的穆斯林青年的重要动机。巴勒斯坦人发动的第二次起义引起的广泛反响更加坚定了他们参加战斗的决心。此外，在对伊拉克实行贸易禁运期间（1991—2000）活跃的走私活动，也随着伊拉克国家生产系统的崩溃而重新活跃起来。自2005年以来，叙利亚政府似乎受到了保护，而未受到来自美国的攻击。每当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nbsp;Powell）向叙利亚发出威胁时，大马士革政府就会通过逮捕“圣战”分子中的重要人物来向其做出保证。但是，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试图在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

	［15］

	伊拉克的战争局势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了强烈影响。原因之一是卫星电视对这场战争的报道。根据人们后来的回忆，美军占领巴格达被认为是世界的崩塌，萨达姆·侯赛因的死使这个暴君的形象失去了神圣的色彩，人们无情地抛弃了他，这也使得伊拉克人非常担忧国家命运。叙利亚人第一次通过政府官方宣传以外的渠道来关注一场战争。受此影响，叙利亚人发起了自发的社会游行运动，比如阿勒颇学生发起的示威游行，只要这些游行运动不偏离阿萨德政府的路线，就是可以容忍的。

	［16］

	为躲避战争外逃别国而引发的难民潮，传递出了伊拉克战争的内在特征。2004—2008年，进入叙利亚的伊拉克难民不断增加。关于难民的具体数量仍存在着争议，实际数量最初被低估了，然而在2008—2009年，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补贴，这些数字又被人为地夸大了。在大马士革的一些地区，如塞伊达·扎伊纳布（Sayyida&nbsp;Zaynab）和贾拉玛纳（Jaramana），或者是阿勒颇，伊拉克难民数量的增加最为明显。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之间的经常接触，使得这场战争给了叙利亚人前所未有的熟悉感。由此，此次战争的事实及其背景更为清晰地呈现在叙利亚人面前，对他们来说，这不再是简单而无任何显著特征的军事行动。大批从巴格达逃到阿勒颇的基督徒难民，激起了人们对伊斯兰军队会对他们进行打击的恐惧，重新唤起了人们对1860年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从别国出口而来的教派化问题在叙利亚出现。

	［17］

	2004年，库尔德人发起反抗活动，这一反抗活动发生于各种内部问题的交叉点之上，阻止了叙利亚国家多元化的表达和伊拉克危机的解决。在叙利亚，有12万库尔德人没有叙利亚国籍，他们的身份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由此而难以获得财产，遭受了各种歧视，这使他们倍感沮丧。像德鲁兹人一样，叙利亚公共政治空间的现状和阿拉伯主义话语占据的霸权地位，使库尔德人所面临的问题无法找到任何解决途径。2004年3月12日，在贾兹拉地区库尔德人占主体的小镇卡米什利，两支球队的球迷在一场足球比赛前互相辱骂，然后陷入群殴。根据目击证人所述，两支球队之中，一支是阿拉伯人球队，另一支是库尔德人球队。叙利亚国家安全部队进行了干预。此事件是库尔德人发起反抗的催化剂。

	随着2003年后伊拉克北部地区建立起“库尔德斯坦自治政府”，叙利亚贾兹拉地区的库尔德人也开始要求完全意义上的政治平等地位，甚至要求实行区域自治。贾兹拉地区的一些大城市爆发了抗议运动。叙利亚政府派出军队进行应对，这一过程中的伤亡数字仍然不确定。马希尔·阿萨德领导了军队。此次库尔德人抗议运动产生了几个主要影响。首先，巴沙尔政府对库尔德人提出的要求做出了策略层面上的回应，这反映在新制订的政府五年计划中，计划要求库尔德人所在省份必须得到发展。其次，当地的库尔德人在此次事件中注意到了他们所遭受的和公众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加强了他们对自己作为叙利亚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最后，这些事件也显示出叙利亚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虽然伊拉克战争并没有摧毁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但它确实改变了叙利亚人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18］

	2004年，在黎巴嫩，叙利亚政府支持埃米尔·拉胡德（Ém&nbsp;ile&nbsp;Lahoud）再次当选黎巴嫩总统，这导致叙利亚与黎巴嫩亿万富豪拉菲克·哈里里（Rafîq&nbsp;al-Harîrî）关系的疏离。拉菲克本人是黎巴嫩议会主席，负责黎巴嫩的战后重建工作。自1986年以来，他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和叙利亚的阿卜杜勒·哈利姆·卡达姆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通过卡达姆资助了叙利亚总统府的建设工程，但他反对巴沙尔·阿萨德进行的政府重组。叙利亚国内的政治斗争仍在继续，哈里里在卡达姆的支持下，试图挑战大马士革政府。他被邀请参加2004年8月26日在叙利亚首都举行的会议，但回来时他却显得有些不安。2005年2月14日，哈里里乘坐的汽车在贝鲁特圣乔治酒店附近发生爆炸。谋杀他的真凶仍未完全弄清，尤其是犯罪现场立即就被清理了。然而哈里里的意外去世，似乎没有让事态向着叙利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贝鲁特市中心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抗议。整个2月，黎巴嫩国内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民众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不过，3月8日发生的一场反抗议活动又对叙利亚人在黎巴嫩的存在表示感谢。3月14日，几十万黎巴嫩人举行游行，要求立即改变黎巴嫩国内现状。与此同时，雅克·希拉克也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攻势，以促使联合国对叙利亚政府进行谴责。法国在2003—2005年对叙利亚态度的逐渐转变是惊人的。法国总统并不想保卫美国式的那种民主化计划，而是想要强行改变局势。

	［19］
	埃米尔·拉胡德是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可靠盟友。——译者注


	法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加上街头游行，使得叙利亚于2005年4月28日宣布从黎巴嫩撤军。许多大马士革的知识分子趁此机会呼吁进行内部改革，实现叙黎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他们的行动同黎巴嫩记者和知识分子萨米尔·卡西尔（Samîr&nbsp;Kassir）的呼吁相互呼应。几个月后，萨米尔·卡西尔在一次袭击中丧生。在叙利亚政府内部，巴沙尔这位年轻的总统因决定从黎巴嫩撤军而受到激烈的指责，称他没有处理好这场危机。事实上，黎巴嫩事件凸显了叙利亚政治制度的某种特征：人际关系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比起让埃米尔·拉胡德在总统选举中落选，与政敌妥协付出的代价更小些。
	 [image: 埃米尔·拉胡德是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可靠盟友。——译者注]而与政敌的斗争，最好是通过武力强行解决，即使这意味着有时必须进行重大的战术撤退，以应对这一武力行动引发的后果。

	伊拉克和黎巴嫩两国引发的地区问题产生了几个后果。2005—2008年，叙利亚政府改变了外交政策，决定向中东地区各国开放，邀请他们向叙利亚进行大规模投资。提供给潜在获得投资者的条件给了他们广泛的权利。伊朗因其什叶派阵地的宗教地位，而首先获得在叙利亚投资的机会。特别是海湾国家，获得了在叙利亚全国进行投资的权利：巴尔米拉的新社区建设计划、大马士革的新建筑。最后，与土耳其的和解，包括对亚历山大勒塔问题的妥协，为叙利亚打开了两个市场，结束了自1998年以来针对土耳其实施的许多举措。叙利亚和土耳其都开始在两国长期无法进入的邻近城镇进行土地丈量。通过与新的区域伙伴合作，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倾向于迅速充实支持它的政治团体，即使这意味着要打破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

	在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nbsp;Sarkozy）的邀请下，叙利亚成功重返国际舞台，圆满完成了叙利亚外交政策的转变。2008年7月14日，叙利亚总统参加了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法国国庆日游行，这使他品尝到了复仇般的满足感。叙利亚这一国际地位的恢复，主要是依靠对邻国伊拉克和黎巴嫩保持政治影响力的能力而实现的。在邻国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混乱和对立的局面下，叙利亚宣称将继续为中东而战。然而，这种做法给国家结构和地方经济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20］


萌芽中的新叙利亚



	［21］

	在巴沙尔·阿萨德担任总统期间，叙利亚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矛盾性，这也是其社会运行矛盾性的根源。一方面，国家在社会实践和活动中具有很强的创造性，构成了一种对过往时代的弥补。另一方面，与日益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相关的社会“枷锁”，正在为这个国家制造明显的裂痕，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计算机覆盖范围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就叙利亚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在空间上的变动而言，这两种社会运动处于一种持久的变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断重组其社会代表，尝试进行社会变革，又让每一个社会个体感到沮丧。

	［22］［23］

	叙利亚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新经济政策，随着“塔什欣”——这种经济政策，呼吁对过去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修正，而非在叙利亚实施经济自由化措施——运动的消失而得以延续。叙利亚的新一代围绕高速增长的行业建立起了垄断或者为自己创造卖方市场。电信、旅游、能源和建筑业成为此时叙利亚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仅少数公司被赋予承担这些行业的全部供应工作，这些公司由一个新兴的商业阶层主导，而这个阶层是由以前的精英阶层或军事领袖的儿子们组成的。在巴沙尔·阿萨德的领导下，这些公司之间保持了和睦的关系。沙姆（Cham）和苏里亚（Surya）两家大型控股公司间的联姻，象征着巴沙尔政府所期望的各精英阶层之间新的融合。财团成为一系列社会投资的合作伙伴，它接近国家权力及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代表，推动了一系列大公司的发展。

	叙利亚财团的崛起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影响到了叙利亚的金融行业。此时的叙利亚取消了对进出口的限制，取消了服务业经营许可的要求，银行业也实现了自由化。在2009年大马士革证券交易所开业之前，黎巴嫩和约旦的证券特许经销商在叙利亚成倍地增加。另外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叙利亚各主要城市中广泛设立的自动取款机，人们在商业银行取款不再需要大排长队了。这一变化的推动者，正致力于让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些大城市来发挥经济主导作用。

	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叙利亚的首府，成了总统执政成就的展示窗。得益于老城区进行的大规模城区改造和新建设的一批建筑，城市的外貌发生了变化，这些新建筑都采用了海湾地区的城市规划标准。大马士革建起了现代高层建筑，首先建起的就是四季酒店。阿勒颇经历的这种转变，吸引了大量的房地产投资，加速了房产价格以及房屋租赁价格的上涨。随之而来的城区居民的中产阶级化，使得普通阶层从市中心地区搬离。大马士革的巴拉姆克（Baramké）、卡塞（Qassa）以及大马士革南部的提杰拉（al-Tijâra）聚集起了大批中产阶级居民。新婚夫妇中的妻子越来越不愿意住在公婆的房子里，他们纷纷搬到大马士革乌塔地区的东部或西部附近的郊区居住。随着城区范围的不断扩张，居民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阿勒颇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尤为明显。

	［24］［25］

	在市中心，人们的消费行为随着社会供应限制的结束而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既涉及社会消费品，比如出现了从前并不存在的特许专营店，也涉及社会文化活动。奢侈的消费方式改变了城市的面貌。酒吧和庆祝活动蓬勃发展，那些在经济开放环境中受益的年轻人纷纷在此聚集。这些年轻人虽然在国家总人口中不占多数，但也不少。此外，一系列受管控较少的社会空间的开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其中相互交流并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2008年，大马士革被评为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之都，这使得其文化场所和文化活动不断增加。从某种程度上看，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让国家中的一部分人参与到与政治无关的一切活动中去。但是，这些社会文化活动的经历，却在叙利亚引发了人们对国家的集体反思。

	最重要的是，对那些来自农村和其他城市的移民来说，大城市也是他们遭受各种社会不公的熔炉。他们从巴蒂亚草原地带的外围，迁移到中小城镇之中，然后再迁移到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大都市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在大城市中，新来者依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在这十年中，乡村世界（包括扩展到中等规模的城镇）和城市世界之间的双重关系再次上演。新到来的年轻人中的极小一部分，通过在城市上大学和就业，成功地在城市扎根，从而感受到他们的出生地和正在形成的新的现代都市之间的鲜明对比，而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更容易接触到现代互联网或城市中心的专营产品。但是，其他人数更多的群体，却挤在破旧的社区之中，他们与城市比邻而居，却无法从现代城市中获得任何益处。因此，尽管叙利亚此时的交通流量很大，但除了那些到达更遥远的西部各地的道路以外，交通仍然以国内有限的几个大都会为中心。

	任何时候都会出现新的不平等的社会规则。在教育领域，私立大学向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们吹嘘，通过他们提供的教育服务，可以获得世界上著名大学传输的知识，而不必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求学。这些私立院校选择性地开放教育合作渠道，以便帮助上层阶级在法国或美国培养他们未来的行政管理人员。财富是叙利亚的年轻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的家庭和长辈可以提供给他们资金，那么这些财富的继承人，就可以进入到对以前的他们来说未知的世界。

	国家行政管理人员逐渐开始轮换。于是，年轻一代的阿拉维派成员在2002年新开办的行政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中占据了多数，该学院实行同法国行政学院（ENA）一样的学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官员子女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促成了该现象的出现。而且，该校优质申请人的社会存量也是足够的。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阿拉维派成员逐渐放弃在叙利亚政府情报部门和军队谋取职位，其他人，如来自代尔祖尔和阿勒颇部落的人，占据了这些位置。

	城市内部的这种两极分化掩盖了乡村地区日益边缘化的问题。乡村地区的矛盾性特征依然非常明显。一方面，普通小型公共汽车的投入使用和交通道路条件的改善，结束了乡村地区的闭塞状态，乡村供电工程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另一方面，乡村地区依然缺乏新的经济活动，粮食作物和中型农场从事的生产活动中，仅有部分产品有利可图。尽管仍有很多叙利亚家庭生活在乡村地区，但对那里的年轻劳动力来说，他们的将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摆在他们眼前的有前景的地方似乎只有两个：叙利亚的大都市或黎巴嫩……

	乡村地区取得的发展进步，并没有为当地带来更多的发展活力。许多地方的旅游业发展情况都显示了这一点。在德拉，一些最适宜耕种的农田被用于建设酒店；在邻近戈兰高地的地区，人们打算发展绿色或冰上旅游项目；在巴尔米拉，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建成了一个新社区，该社区旨在成为海湾地区居民的第二居所。乡村经济项目的开发，主要目标始终是追求高利润，为此，那些接近政权的企业家甚至可以在当地施加政治压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经济收入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及经济开发者的目标对眼前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而不是寻求实现乡村地区经济中长期的增长。

	正如彼得·哈林（Peter&nbsp;Harling）所说，此时的叙利亚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政治话语，领导人开始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对话。巴沙尔和阿斯玛·阿萨德以及其他叙利亚主要领导人并没有像哈菲兹·阿萨德时代那样，大力提倡那种英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泛阿拉伯主义运动，而是主张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开放，也主张打击恐怖主义，维持地区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和平。政府的反以色列的立场仍然没有改变，并且，自1992年以来的政治话语也未发生变化：叙利亚一直致力于寻求和平。这些政治话语促使国家内部采用一些新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26］

	此时的叙利亚，成立了一些新的社会组织，以解决那些因社会投资不均而造成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在阿斯玛·阿萨德的赞助和支持下，叙利亚成立了一个慈善协会联合团体，这代表了受到政府当局支持的公民社会。联合团体中的组织都是独立的社会组织，以实现农村地区的发展为目标，例如叙利亚农村综合发展基金（FIRDOS）。引导人们在应对社会挑战时求助于非政府组织，是此时叙利亚新统治方式的一个典型案例。

	从2005年开始，由于需要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危机后再次寻求经济社会发展，叙利亚制定并走上了一条新的国家经济发展路线。在叙利亚复兴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巴沙尔·阿萨德宣布了叙利亚经济发展的新方向：“社会市场经济”必须能够解决当前存在的矛盾。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巴沙尔政府寻求吸引更多的投资。2006年，外国资本在叙利亚的直接投资超过了50亿美元，2007年后回落至20亿美元，但这其中只有个别针对性的行业才能确保经济增长。电信行业中的“叙利亚电信”和“叙利亚MTN公司”，应该可以确保叙利亚经济能够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有两个增长点。

	第十个五年计划中也包括一系列社会改善措施。教育和卫生仍然是优先支持的领域。关于这些方面的计划，主要是通过提供足够的资源来改善偏远地区与新发展起来的郊区的卫生与教育设施。阿勒颇的乡村地区以及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即代尔祖尔省和拉卡省，也是这些计划的重点支持地区，因为那些地方的困境非常明显。地方性疾病，如利什曼病，公共基础设施薄弱，高文盲率和身体畸形，都是日益累积的造成发展滞后的问题。2004年发生的骚乱，让人们注意到了这种情况的政治风险。

	围绕这些国家计划而展开的其他社会行动，为叙利亚政府新的统治机制做了补充，也显示出叙利亚行政部门和民众之间关系的变化。2007年，阿斯玛·阿萨德成立了一个协会组织，这个机构具有“政府的非政府组织”特征。该组织旨在解决具体社会问题，如青年人的融入、农村活动等。此外，叙利亚政府还首次授权西方非政府组织来处理伊拉克难民的问题。在叙利亚红新月会（Croissant-Rouge）的监督下，一个人道主义市场在叙利亚被组织起来。大多数新来的人道主义者的愿望是逐步接触叙利亚普通民众。新的社会形势表明，巴沙尔政府是如何按照自由主义的新标准，对社会问题的解决采取外包处理的。

	［27］

	与此同时，叙利亚生态和经济方面的迫切现实需要，给该五年计划及巴沙尔政府的雄心壮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从2006年开始，叙利亚接连遭遇旱灾，干旱的气候破坏了从阿勒颇南部到豪兰平原这片横跨全国的肥沃土地，对传统的巴蒂亚草原地区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面对水资源缺乏的问题，叙利亚政府以保护地下水的名义，毫不犹豫地下令停止农业耕种活动。例如，在塞莱米耶的农村地区，人们突然间发现自己无法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年轻人纷纷去到城镇之中谋生。在一个有两三千人的村庄里，这种现象可能影响到90%的男性人口。为了恢复经济活动，政府在乡村成立绿色旅游公司发展旅游业，但仍无法满足当地的就业需求。生态环境状况越来越差，到了2010年，人们甚至寄希望于“祈雨”活动，得到的却是大雪即将覆盖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消息。

	于是，两种经济现象结合在了一起。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以来，叙利亚政府开始运用国家强制手段。豪兰平原地区为开发旅游项目而进行农业土地收购的过程尤其如此。同样，霍姆斯省省长也希望对像哈尔迪亚（Khaldiyya）这样人口聚集的社区进行改造，而当地的代表们直接向总统府投诉此事。与此同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叙利亚新兴的银行业，进而波及整个国家经济。然而，以上这些经济措施本应为年轻的毕业生们提供就业机会，因为随着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待业的毕业生人数在不断增加。

	政府开展的这些经济事业在另一方面给叙利亚制造了经济和社会障碍。2010年的叙利亚议会选举活动投票率非常低，这反映出叙利亚人民与政府的疏离。这次选举和以前的选举活动一样，也有一些政治层面上的变化。议会中无党派议员更新了，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议会中的多数党正从复兴党变为叙利亚社会民族党，但是党派关系并没有改变。

	［28］

	2010年对叙利亚来说就像是一切都暂停了的一年。针对叙利亚面临的困境，许多分析人士都期待叙利亚政府能够采取一些行动以摆脱困境。然而，政府并没有进行新的有效改革。国家情报部门在他们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在大部分叙利亚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的现实情况之下，民众与政府渐行渐远。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不同，此时人民与政府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人们的直接感受。那些热衷于追求新奇事物的年轻人，被限制和束缚在叙利亚国内；那些无法进入有发展前景的经济领域的人们，目睹城市之中其他傲慢无礼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有。以上种种都构成了叙利亚2010年时的社会政治局势。如果叙利亚政府不在2010年采取任何行动，那么它只能在第二年采取行动。而叙利亚近期获得的外交成就，如恢复同以色列的政治对话，与伊拉克政府达成协议，以及可能在叙利亚恢复美国大使馆，也只是带来一些希望而已……


人民想要……



	［29］

	2010年12月，突尼斯爆发革命，这一事件最初在叙利亚的反响非常微弱。覆盖城市的大雪减缓了人们的社会活动，每个人都不得不在家中的油炉旁待更长时间。不过，叙利亚人在电视前目睹了突尼斯总统本·阿里（Ben‘Alî）的离开。几周后，埃及也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社会言论的限制被放开，无论是从深层次上，还是以审慎的方式来看，在开罗和突尼斯的街道上，一种新的阿拉伯意识出现了。叙利亚政府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国内受到影响。巴沙尔总统有关突尼斯和埃及的讲话立场，直到2012年夏天都没有发生改变：穆巴拉克和本·阿里都是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盟友，他们被突尼斯和埃及两国人民的意愿所打倒，而叙利亚政府知道自己应该倾听人民的意愿。另外，演讲中还提到，任何针对政府的破坏行为都是针对叙利亚的政治阴谋。然而，各种孤立的反政府行为却不断增多：一名库尔德军官在叙利亚东北部自焚，大马士革市民发起自发性反政府示威运动等。有人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向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呼吁人们在议会大楼前举行集会。在寒冷多雨的星期六，叙利亚政府情报机构和特工被部署在选定地点的各个角落，一些“看热闹的”人在现场附近来回徘徊……

	［30］

	3月中旬，叙利亚南部和东部地区发生的两起事件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注意。巴尼亚斯（Banias）的抗议者们要求获得更多的社会公平，政府当局随即以该运动是社区性质为由，将这一抗议行动归咎于逊尼派的蓄意煽动。然而，当局却无法阻止德拉市居民发起的抗议运动。在2011年3月18日星期五的几天前，在一些家庭与地区和国家政府当局进行谈判之后，一群年轻人终于被送回到他们的父母身边。事件的缘由是，他们在学校的墙上写了“哎！医生！轮到你了！”这样的言论。3周后，短暂消失的他们回来了，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怒火。周五的祈祷活动结束后，德拉市的居民们走上街头，高呼社会公正，并要求审判那些犯下罪行的人。

	德拉市周围的社区一个个地被动员起来，周围村庄的居民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城市被参加游行的群众所包围。抗议政府的运动扩散开来。大马士革郊区的杜马（Dûmâ），然后是霍姆斯，再到拉塔基亚的沿海地区，都爆发了抗议活动。除了拉卡北部的幼发拉底河流域地区以外，叙利亚大部分地区都爆发了群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大多数抗议者都没有政治经验，不过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寻求自由权利的途径，他们想要像埃及人那样，通过在城市中占据一个关键位置，来迫使政府当局屈服。4月18日夜幕降临时，抗议者们在霍姆斯市的时钟广场（Place&nbsp;de&nbsp;l’Horloge）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政府当局迅速做出回应。到了次日清晨，广场上已恢复如常。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前所未有的局面出现了。被压抑了如此长时间的社会言论终于解放了。无论在哪里，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互相讨论、争论、攻讦、谴责并不断高喊出新的政治口号……整个叙利亚迅速地陷入政治斗争之中。政府当局对此主要做出了三方面的反应。当局批准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宣布结束国家紧急状态，以新的反恐法取代紧急状态法，恢复在1962年人口普查期间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的库尔德人的公民资格，提高各种社会工资标准等。当局承诺在不改变选举投票规则的情况下举行新的政治选举。

	面对政府当局的行动，抗议运动通过发挥社会力量来组织自身。这些力量主要分布在两个层面。在地方层面，抗议者们在社区和村庄寻求庇护，并成立委员会来组织抗议运动。这些民间性质的协调委员会往往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它们通常由5至20名成员组成，设有一个办公室（maktab），负责信息的发布、数据的收集、日常动员、伤员管理和全国抗议行动计划的制订，委员会内部人员间建立了紧密而强大的联系。在国家层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组织，如自由学生组织（al-tulâb&nbsp;al-ahrâr）、地方协调联盟等。这些组织在反政府运动中既十分重要，又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政府当局连续的行动破坏了它们的组织结构，现有的社会公共空间也使得他们难以建立起统一的政治话语，而其组织内部政治活动的私密性，却推动了个人政治野心的膨胀。尽管如此，正是这些组织将反政府人员组织到了一起，并为城市的抗议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

	由于未能成功遏制第一波抗议游行，政府决定从4月开始征召全国男性人口加入军营，从而找到了控制局势的新手段。这种军事动员，在4月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面临两难选择，一些新兵逃到国外，另一些新兵则带着武器逃到农村和叛乱地区的游击队中。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军官也叛离了叙政府军队。8月1日，在一个军事典礼的现场，里亚德·阿萨德上校在电视上出示了他的军人证，号召他的同僚们和他一起对抗现政府，该事件标志着“叙利亚自由军”的诞生。事实上，“叙利亚自由军”是一个将叙利亚全国各地的各种反政府武装团体组织在一起的旗帜性的标签。

	［31］［32］

	2011年斋月期间，推翻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同年秋季，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也出现了。在清真寺出口处的“星期五动员”中，出现了短暂的示威和象征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2011年11月底发生的两起事件，表明新的格局已然形成。先是在代尔祖尔，然后是在一周后的大马士革，一个组织使用撞车攻击的方式强行闯入叙利亚空军总部，目的是释放在游行中被逮捕的人。实际上，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的武装力量是在试图攻击叙利亚政府所在地。叙利亚也很快成立了新的国防部队。许多地区和空间脱离了叙利亚政府的控制，在那些脱离政府控制的地区，人们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一切变得皆有可能。

	2012年初，叙利亚大多数城市都出现了反政府抗议运动。面对这种生存威胁，叙利亚政府命令军队进入城市各居民社区。2012年2月2日，可能是由于巧合，也可能是已向其支持者发出了明确指示，叙利亚政府决定全面压制霍姆斯的叛乱街区。在哈马事件30年后，现在又轮到霍姆斯来经历战争的痛苦了。在试图和解、有限改革和进行镇压之间犹豫了一年之后，叙利亚政府使用了所有可用的手段，整个国家陷入战争之中。

	这场反政府运动蔓延得非常快，它迫使每个人都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政府的武装行动从霍姆斯一直蔓延到叙利亚北部和地中海沿岸地区。从2012年3月开始，叙利亚南部地区受到政府行动的直接影响。这改变了叙利亚国内局势。突然间，整个地区都不再适合人们居住和生活。在农村地区，村庄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叙利亚难民开始了他们的逃难之路。大多数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考虑迁往更遥远的地方之前，会先选择向其邻居寻求庇护，然后到其他城镇和村庄中避难。还有少数人选择出国，前往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更为少数的一些人则前往西方国家。

	从春天开始，政府拼凑起来的军队甚至都找不出制式一致的服装，政府控制着国境内的交通主干线、支持政府的街区、政府权力机关所在地和军营，并以此为界线将国家分割开来加以控制。相比之下，相当一部分叙利亚人口生活在所谓的叙利亚“解放区”（mintaqa&nbsp;al-muharrara）。除大城市和交通枢纽地区外，其他所有地区都无法进行军事戒备和管制。政府似乎陷入节节后退的境地。在叙利亚东部的边境地区，政府人员纷纷离开，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边境通道变得畅通无阻。而在上述“解放区”内部，新成立的委员会改组为拥有更大特权的协调委员会，在紧急需要的情况下热情地组织起了地区内部的市政服务。以上这些情况共同预示着叙利亚即将面对的未来。

	春天快结束的时候，政府开始使用新的武器对付反政府势力，主要是投入使用了武装直升机。在这种情形下，全国都生活在对安全形势的担忧之中。如果政府情报机构不能实现其对“解放区”的控制，政府空军就会通过军事行动向其发起进攻。7月中旬，叙利亚的两个大都市发生了争夺城市控制权的暴力冲突。每个被反抗力量占领的街区都举行了人民发起的庆祝活动。但是到了夏末，武器装备仍然非常简陋的反政府武装却无法取得什么进展。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军开始将其从战机到弹道导弹的全部武装力量都投入国内政治冲突之中。

	随着2012年冬天的到来，当代叙利亚的历史似乎就要结束了。有两个主要现象反映了这种情况。考虑到现存的政治势力，叙利亚现在处于两股政治势力相互冲突对峙的时期，其中一股支持阿萨德政府，另一股则是阿萨德政府的反对派，反对派的共同点是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但他们并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国家政治方案。反对派势力内部看起来也是四分五裂的状态。最重要的是，战争的逻辑对他们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为了武装自身，就一定需要资金和物资装备。反对派和叙利亚政府都开始向其外国伙伴寻求支持。从2013年开始，在叙利亚作战的不再是支持政府的叙利亚军队，而是由其外国盟友提供的新兵。外国的干涉和干预削弱了政府的权力及其控制国内局势的能力。其次，除了一些大城市以外，叙利亚大部分的土地和人口定居点都在战争中消失了，农村、中小城镇和市郊地区也都逐渐十室九空。叙利亚人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国内外流亡之旅。2013年，超过60%的居民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当整个国家被归结于最简单普通的“诉诸武力”的表达之时，当代叙利亚的缓慢建设就已经陷于崩溃之中。
	叙利亚之友是由联合国安理会以外定期召集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国家和机构组成的国际外交团体。——译者注


	从2013年开始，叙利亚内部和外部力量交错盘踞的局势愈演愈烈，各方势力都越来越依赖其外国盟友。一方面，政府设法建立了一个持久的联盟，以使其自身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以遏制叙利亚危机为主要斗争目标的“叙利亚之友”
	 [image: 叙利亚之友是由联合国安理会以外定期召集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国家和机构组成的国际外交团体。——译者注]，其内部存在的利益分歧，也助长了反对派各势力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武器和资金的缺乏，使人们对局势愈加敏感。对抗冲突中出现的极端暴行使得整个国家越来越激进。乱局之下，国家对边境地区管制的缺乏，也给了那些主要来自伊拉克的政治团体进入叙利亚的机会。

	当库尔德武装开始以自己的身份进行战斗，当伊斯兰武装力量开始与“伊斯兰国”勾连时，叙利亚国内二元对立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这两个组织都呼吁在叙利亚发起“另一场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推翻现政府，而且还要建立起“库尔德斯坦国”或者“伊斯兰国”这样新的国家秩序。他们也是叙利亚国家分裂势力的一部分。孤立的社区、被封锁的村庄和被包围的小城镇，共同构成了当今叙利亚的国家面貌。叙利亚形成了这样一个由几千块碎片组成的复杂局势，在每一块碎片中，四股势力都或多或少地试图在其中施展其影响力，大大小小的军事冲突成倍地增加，只为了多占领一个检查站、一个兵营、一条道路，等等。

	叙利亚进入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时期。报告中提到的他们，不再是叙利亚普通居民、政府支持者和入伍志愿者，而是接受国际援助的人、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和难民。就像非洲大湖地区的冲突一样，在灾难频发的情况下，正常的社会秩序被否定和推翻，同时伴随着对民众不断增加的紧急援助。处于武装冲突事件频发漩涡中的叙利亚，使外国舆论倍感疲惫，因为他们的期望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实现。此时的叙利亚土地上，仅凭军事检查站上的旗帜，就可以很快识别出每个检查站处于哪方势力的控制之下。2016—2017年，叙利亚冲突各方的俄罗斯、伊朗、美国和土耳其盟友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只有通过他们各方进行武装占领，才能“缓和冲突”。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冲突之后，叙利亚人仿佛进入了一个黑洞，在这个黑洞中，面对着这场加诸他们身上前所未有的大动乱，他们的存在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巴沙尔·阿萨德的总统任期在很多方面为叙利亚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位叙利亚国家的改革者、现代化推进者，拯救了自己的政府。然而，在开启本世纪的这漫长的十年里，当代叙利亚也被重新塑造了。城市成为在城墙内长大的农村年轻一代的熔炉。在世纪之交长到20多岁的新生代年轻人们，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由创新性和创造力构成的新视野。在政府的推动下，叙利亚在2011年出现了实现新的社会变革的巨大希望。此时人们喊出的政治口号，反映了他们对国家未来设想的变化。叙利亚人希望叙利亚成为一个捍卫国家最高利益、捍卫阿拉伯民族利益和勇于抵抗的国家。但是，由反政府抗议活动引发的武装冲突吞噬了这个国家，破坏了它的社会结构、权力构成、土地，甚至也许还破坏了人们的身份认同。21世纪初的叙利亚，正处于一个变幻莫测的十字路口之上。








结语




十字路口上的叙利亚



	叙利亚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2012年和2018年无疑是叙利亚历史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但绝不是叙利亚历史的完结。然而，在这两个年份之间，我们之前提及的叙利亚国家的变革即将初步完成。

	当代叙利亚国家的建构，首先是人类对经历了不断变动的生存空间重新征服的过程。从现在的黎巴嫩到叙利亚南部，从阿拉伯半岛到幼发拉底河，人类经过了无数前所未有的迁移活动，重新开发和占有了这片土地，并赋予这片土地丰富而复杂的特征。这些迁移活动在整个19世纪充斥于叙利亚的土地，同时伴随着个人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定居化的进程。叙利亚国内各地区也伴随着这些过程成形了。在这些地区之中，城市向其周围辐射，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政治实践途径，甚至形成了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一历史背景构造出叙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次出现时的人文和社会景象。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头几年，围绕着共同身份、“叙利亚人”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内部政治关系、协商模式和国家治理方式这些问题，叙利亚各方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1908年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加速了叙利亚内部政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人们相互融合、被迫流离失所、探索共同身份，以及抵抗新占领者，都促使这个民族走向政治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够实现其宪政梦想。

	然而，随着法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出现，叙利亚成为一个由外国势力主导的国家。叙利亚开始面对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作为昔日的同盟国盟友，现在却发现自己坐在战败国一方的席位上，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试图控制叙利亚的法国人，遭到叙利亚人民无数次的反抗，这表明，对这片土地长久的殖民统治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叙利亚来说，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叙利亚形成了初步的国家行政管理框架。但最为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带来的共同影响，为叙利亚精英阶层提供了统治这个国家的新工具。叙利亚精英阶层自诩为国家和民族领袖，承担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责任，但他们并没有为叙利亚制定出必要的政治纲领。

	实现国家独立后的叙利亚，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其中主要涉及把逐渐开始互动，但仍各自分散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一起。新的国家领导人希望将叙利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让国家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构成了叙利亚历史戏剧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形成了两种关于叙利亚国家未来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在叙利亚实现自由和法治，构建开放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过也将伴随着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无声暴力，以及对不遵守现代城市文明准则的社会群体的歧视。与之相对应的第二种看法，则是那些准备拿起武器，重新分配和恢复每个社会个体地位的人们所秉持的那种社会平等与正义的理想。

	各社会团体之间的暴力交流形式，在独立后的叙利亚发布的命令中可以找到原因，那就是所有叙利亚人都必须马上、不做任何拖延地，在一个期待已久的主权国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此外，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土地危机和地区动荡局势进一步加重了独立后的国家的负担。这些构建国家共同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导致一系列政变、清洗和淘汰反复上演。随之而来的，是叙利亚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话语体系，政府当局与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也形成了新的政治对话模式。

	哈菲兹·阿萨德的上台，给叙利亚人制造了他们一直所追求的国家稳定的幻象，为所有人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繁荣，并使一些人受到排挤。直到此时，叙利亚才重新开始在地区国际局势上发挥作用。事实上，在近40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开启了一场长期的政治斗争。一方面，这个随着局势变化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阿萨德政府很快显示出，只有政府统治的维系才是重要的。为了维持国家生存，政府准备动用国家的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力量。另一方面，许多反政府力量再次要求实现19世纪末形成的建立宪政国家的梦想，赋予每个人拥有应有的权利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希望。这些反政府力量每一次闯入叙利亚的社会公共领域，似乎都会与阿萨德政府爆发冲突。

	从2011年开始，阿萨德政府和反政府的碰撞变得具有爆炸性。这一次，执政的政府进行了严厉的行动，破坏了之前为叙利亚缓慢打下的人力和社会经济基础。到了2012年冬天，大部分叙利亚人都在外出躲避战乱的路上。此外，国家的内战局势，使得各方势力都在为自己寻找战争武器，有的甚至不惜以出让国家主权为代价，民兵组织激增，国家失去了对边界的控制，一些支持不同国家的政治组织出现了，其中一些是库尔德人组织，另一些是“伊斯兰国”组织。

	此时的叙利亚正处于十字路口之上。它的未来，主要围绕着一个对其生存至关重要且尤为复杂的问题而展开，虽然对这个处于一片废墟之中的国家来说，解决当前的内战局势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但一旦内战被平息、伤口被治愈、断裂的社会结构被修复，不幸的叙利亚人民很可能会再次回到之前面临的两难的窘境之中：如何调和社会公正和自由、个人尊严和社会平等这两组社会理想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叙利亚的悲剧在当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它揭示了当代世界的现代国家是如何诞生的，这些现代国家随着具有多重身份的不同人群的相遇而诞生，在这种政治形式中努力创造出一种良好的政府模式。然而，这些国家却也可以凭借其国家领导人拥有的前所未有的控制力，成为破坏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甚至是社会关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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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阿达卜（adab）：既定的伊斯兰礼仪——“有教养、举止优雅、有公德、彬彬有礼、端庄得体、慈悲为怀”。

	阿迦（agha）：奥斯曼帝国民事或军事官员头衔名，我们可以通过其名字来区分他是宫廷官员还是地方城市官员。

	阿拉维派（alaouite）：伊斯兰教内部的一支少数教派。该教派出现于公元9世纪，主要围绕穆罕默德·本·努赛尔·纳米里·阿布德（Muhammad&nbsp;Ibn&nbsp;Nusayral-Namîrial-’Abdi）宣传的教义内容形成，其教义主要为阿里、穆罕默德、萨尔曼三位一体的宗教观念，即“理”“名”“门”的三位一体观念。该教派以秘密教义为基础，在许多方面与伊斯兰教逊尼派均不同。

	阿斯卡尔（askar）：士兵。

	贝伊（bey）：奥斯曼帝国属地以及中亚、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人士的一种头衔，有“总督”“老爷”等意思。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该词先是对贵族或旁系王子的尊称，次于汗或帕夏，后来泛指各省区的执政者，曾广泛使用于伊斯兰国家。

	卡迪（cadi）：奥斯曼帝国中央派往地方负责司法管理的法官。

	达夫塔尔德（defterdar）：财政部门的长官，主要负责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事务，负责核实帝国各地人口信息、税收收入情况，以及这些财政信息的汇总。

	德鲁兹派（deruze）：为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该教派主要体现在其信徒所遵循的神秘宗教仪式上，信奉灵魂转世和迁移等教义。根据其教义规定，信徒一旦加入德鲁兹派，即被免于遵守伊斯兰教法中规定的戒律的义务。

	艾芬迪（efendi）：一个尊称的头衔，相当于汉语中的“先生”或是“师傅”。

	埃米尔（émil）：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

	法塔特（al-Fatat）：或译阿拉伯青年协会，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地下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其目标是获得独立并统一当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各个阿拉伯领土。它在叙利亚等地区找到了追随者。该组织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运动保持着联系。

	法基赫（fiqh）：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伊斯兰教教法学，是对伊斯兰教法内容的延伸和解释。

	大维齐尔（grand&nbsp;vizil）：维齐尔指的是高级的行政顾问及大臣，他们为穆斯林君主如哈里发及苏丹服务，而大维奇尔为苏丹以下最高级的大臣，相当于宰相的职务，拥有绝对的代理权，可以召集所有维奇尔，原则上只有苏丹才能解除大维奇尔的权力。

	哈加纳（haganah）：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时期依舒夫成立的准军事组织，该组织成立于奥斯曼帝国分裂时期，在20世纪初的巴以冲突中逐渐得到发展壮大，后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核心力量。

	伊斯玛仪派（ismaélien）：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伊斯玛仪派不同于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后者相信在最后一个伊玛目消失之前会有第十二个伊玛目继承伊玛目的位置。伊斯玛仪派又被称为七伊玛目派。

	库瓦（khuwwa）：阿拉伯地区各游牧部落以“兄弟会”的名义对其治下的人民征收的税。

	库塔布（Kuttâb）：阿拉伯语音译，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种教育机构，主要教授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相关知识。

	利瓦（Liwa）：奥斯曼帝国的省级之下的一个行政单位。

	马穆鲁克（mamelouk）：公元9世纪至16世纪之间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和阿尤布王朝苏丹的奴隶兵。随着哈里发的式微和阿尤布王朝的解体，他们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13世纪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包括巴赫里王朝与布尔吉王朝，统治埃及近三百年之久。

	玛穆拉（ma’mura）：叙利亚东部适合农业灌溉和开发的地区。

	马龙派（maronite）：黎巴嫩及叙利亚希腊正教中较为接近罗马公教的一支基督教派，因其创立者为圣·马龙（SaintMaron），故称其为马龙派。

	马瓦里（mawalî）：阿拉伯语词汇，最初指获释的异族奴隶，至倭马亚王朝，指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自由奴隶或自由民的称谓。

	穆安津（muezzin）：意译为宣礼员或唤礼员，伊斯兰教负责在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宣礼的专人，不属于神职人员。

	穆塔萨利姆（mutasallim）：奥斯曼帝国时期负责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行政官员，是奥斯曼帝国省总督之下的二级地方行政长官。

	穆塔萨利法特（mutasarrifiyya）：奥斯曼帝国时期二级行政区划。

	纳希亚（nahia）：次于维拉亚、利瓦或桑贾克的地方行政单位。

	乌玛（oumma）：本意为民族，引申为社群。理论上所有跨国界的穆斯林都是拥有共同历史的乌玛成员，而非西方人的民族意义的同一民族。现代泛伊斯兰主义者所说的乌玛，正是指“穆斯林共同体”。

	凯玛卡姆（qa’imaqam）：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官职，相当于苏丹在地方一级的代表。19世纪现代化改革后，成为奥斯曼军队中的军衔，相当于中校。

	拉亚（re’ayya）：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臣民”。

	桑贾克（sandjak）：同利瓦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

	塞拉斯克（serasker）：奥斯曼帝国负责指挥军队的维齐尔的头衔，获得此头衔的维齐尔将承担奥斯曼帝国军队总司令和帝国战争部长的职能。

	赛弗伯利克（seferbelik）：来自土耳其语，字面意思为“动员”，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在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和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战争动员行动。

	舒拉（shûrâ）：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协商”，伊斯兰教法、政治概念，即通过“协商”决定国家大事。原为古代阿拉伯部落会议议事习惯，后为伊斯兰教所沿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勃兴，各国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开始要求国家实践这一政治理论原则。

	瓦克夫（waqf）：阿拉伯语意为“宗教财产”，是伊斯兰教法下不可剥夺的慈善捐赠土地，包括国家和穆斯林捐献给清真寺的土地与其他财产，具有免税性质，始于早期哈里发统治时期，盛行于各伊斯兰国家。

	瓦塔尼因（wataniyyin）：近现代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运动，又名“爱国者运动”，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地区各派之间实现政治和解。

	依舒夫（yishuv）:又译为以述、伊休夫，字面意思为屯垦区、乡镇、居住区，在以色列建国前，“依舒夫”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的名称。这个名词现在使用较少，指的是以色列建国前就世居此地的犹太人。

	扎阿玛（za’ama）：军事权贵集团。








大事年表



	1775年：阿勒颇起义。

	1786年：阿兹姆家族不再永久拥有大马士革总督头衔。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入侵埃及。

	1804年：艾哈迈德·查萨尔帕夏（“屠夫”艾哈迈德）去世。

	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

	1818年：在埃及的干预下，第一沙特王国灭亡。

	1820年：阿勒颇地震，阿勒颇的大部分地区被摧毁。

	1821年：希腊起义爆发。

	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摧毁禁卫军军团。

	1830年：大马士革起义。在欧洲各大国的干预下，希腊成功获得独立。

	1831年：穆罕默德·阿里之子易卜拉欣帕夏入侵并征服了叙利亚各省，他要将叙利亚组建成一个维拉亚。

	1839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御园敕令》，为帝国官员提供了保护。

	1840年：在面对众多的内部叛乱和欧洲的军事干预后，易卜拉欣帕夏被迫从叙利亚各省撤出。

	1850年：阿勒颇暴动。

	1855年：奥斯曼帝国在代尔祖尔和拉卡建立军事堡垒。

	1858年：新的土地法起草。

	1860年：大马士革屠杀事件。

	1864—1867年：奥斯曼帝国进行行政区划重组，对叙利亚各省进行了新的行政区域划分。

	1876年：第一部奥斯曼宪法制定。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成为奥斯曼帝国苏丹。

	1878年：俄土战争和帝国议会解散。

	1880年：大马士革“标语牌事件”，奥斯曼帝国改革者的代表米德哈特帕夏成为大马士革总督。

	1896年：德鲁兹人起义。

	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新的议会选举。大马士革至麦加的铁路修建工程完成。

	1912年：君士坦丁堡举行奥斯曼帝国议会新一轮选举。

	1913年：恩维尔、贾马尔和塔拉特帕夏发动政变。

	1914年：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集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贾马尔帕夏成为叙利亚地区的军事长官。

	1915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在苏伊士运河战败。亚美尼亚人被屠杀和驱逐。

	1916年：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大规模绞刑。在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领导下，阿拉伯起义爆发。康邦和格雷代表英法双方关于中东地区战后重建目标的协定。

	1917年：英国向巴勒斯坦地区进军。《贝尔福宣言》。

	1918年：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率领军队进入大马士革，然后进入阿勒颇。阿拉伯叙利亚王国成立。

	1919年：叙利亚北部地区爆发起义。

	1920年：圣雷莫会议承认法国和英国对中东地区的委任统治。麦塞隆战役战败，阿拉伯叙利亚王国覆灭。

	1925年：德鲁兹起义爆发，并蔓延到法国委任统治下的整个叙利亚。

	1928年：叙利亚建立起宪法指导下的议会制度。

	1932年：第一次立法选举进行，组成国民议会。

	1936年：叙利亚主要城市举行罢工。再次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法国和叙利亚签订《法叙条约》，叙利亚获得独立。但条约并没有得到法国议会的批准。

	1939年：宪法暂停执行。亚历山大勒塔被割让给土耳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1941年：维希法国与自由法国在叙利亚的战争。法国控制了叙利亚，并承诺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宣布叙利亚获得独立。

	1943年：叙利亚宪法恢复实行，重新组织议会选举。

	1945年：叙利亚人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秩序而发动起义。法国人宣布撤离叙利亚。

	1946年：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舒克里·库瓦特利庆祝国家实现独立。苏莱曼·穆尔希德在大马士革被绞死。

	1947年：共和国议会选举。苏尔坦·阿特拉斯领导下的德鲁兹人叛乱。舒克里·库瓦特利再次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这次失败引发了大马士革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1949年：三次政变打乱了叙利亚议会制度的正常运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阿迪布·希沙克里领导的第四次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政府。

	1953年：新宪法颁布，阿迪布·希沙克里成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

	1954年：德鲁兹人叛乱。第五次政变发生，阿迪布·希沙克里流亡国外。叙利亚共和国组织进行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

	1955年：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三国通过签署《巴格达条约》，建立军事联盟。舒克里·库瓦特利再次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

	1956年：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第二次中东战争。

	1957年：涉及美国、叙利亚、土耳其和苏联的“叙利亚危机”。

	1958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巴格达爆发的伊拉克革命推翻了伊拉克哈希姆家族君主制。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登陆，英国将皇家空军部署在安曼。

	1960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议会举行选举，复兴党在选举中失利。

	196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北部省份脱离“阿联”，再次成为叙利亚共和国。

	1963年：齐亚德·哈里里发起政变，将国家权力交给第一届复兴党政府。

	1964年：哈马暴动。

	1966年：1966年政变。萨拉赫·贾迪德和哈菲兹·阿萨德掌权。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被称为“六日战争”。叙利亚失去戈兰高地。在“喀土穆大会”上，阿拉伯石油国家承诺为阿以战争前线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掌权，在叙利亚发起“纠正运动”。

	1973年：哈马爆发抗议政府的运动。第四次中东战争。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4—1976年：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签署脱离战争状态的协议。

	1976年：叙利亚军队进驻陷入内战数月的黎巴嫩。

	1979年：伊拉克和叙利亚试图实现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阿勒颇炮兵军事学院遇袭。

	1982年：哈马暴动。

	1984年：里法特·阿萨德试图夺取国家权力时的“兄弟之战”。

	1985年：哈菲兹·阿萨德第三次连任叙利亚总统。

	1991年：海湾战争。

	1993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成立巴勒斯坦当局，负责管理巴勒斯坦一方的土地。

	1994年：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巴塞尔·阿萨德去世。

	1998年：叙利亚-土耳其危机。

	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成为叙利亚总统。一些社会上的沙龙试图批判叙利亚当局政府。德鲁兹人的抗议活动。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

	2004年：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活动被叙政府当局压制。

	2005年：叙利亚在国际压力下从黎巴嫩撤军。

	2011年：叙利亚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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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书是在多重遭遇和相对独特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其研究和写作在2014—2017年期间进行，当时，叙利亚正经历着一场无法估量的悲剧。这些充斥着极端痛苦和残酷的事件，也揭示了曾一度被历史掩盖的东西，即在叙利亚地区寻求集体共同未来的人类群体的分裂和不确定性，以及一个在最致命武器的冲突中试图重塑自我的民族所具备的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这些时刻也提醒我们，外部势力及其政治角色在一个国家内部占据的分量，以及他们的行动对一个国家的影响……

	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在他心中燃起的激情，使得他不断去质疑和批判自己对过往历史的想法和分析，以尽量不让自己对过往历史怀有偏见，他将以一种特定的动机去重温历史。他必须以自己的视角回顾过去，在作品中复原那些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曾经发挥过作用的社会动力和逻辑，揭示人类历史转折点和那些有意义的历史片段，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疑问和见解，具体说明是什么使得历史发展出现这些可能性，以及其所遵循的发展道路是什么。

	历史研究这份工作并不容易。当悲剧发生，数十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多种附带损害伤害了更多的人，数百万人在逃难的路上……本书还假设，2017年并不是叙利亚历史不可避免的尽头，它是选择和非选择的结果，是巧合和决定的成果，是叙利亚2100万居民和一系列外部角色的情感、行动、希望、恐惧、暴力、担忧、流亡、热情、犹豫等一系列复杂情感影响下的结果。同时，叙利亚的这段历史也不应被解读为当前危机局势的源头。

	关于叙利亚的这场危机，有些人称之为战争，有些人称之为内战，有些人称之为革命，有些人仍称之为“安拉的审判”，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极度痛苦的时刻，因为原有的一切都被残酷而迅速地挑战和推翻。因此，本书所期望的，在于试图复原叙利亚人类社区和国家权力机构这两者的演进轨迹，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交叉，正是这些历史演进的轨迹赋予当代叙利亚特有的身份和诸多复杂性，也使那些有机会、有幸了解和生活在叙利亚的人们对叙利亚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情感。

	当然，如果没有从大马士革到代尔祖尔，从拉塔基亚到德拉，与那些不知名的或知名的叙利亚人不停地进行谈话，我肯定无法对叙利亚过去的历史进行研究，在此，向他们对我的热情接待表示敬意。无论他们现在是生是死，是失踪，或是散落在流亡的路上，是淹死在地中海中，还是栖身在不知何处的难民营中，抑或是仍旧生活在一片废墟的叙利亚城市中，他们的所有遭遇，都已被记载在本书的历史叙述中。

	还有三个人促成了本书的出版。我非常遗憾不能与他们分享本书，聆听他们启发性的见解和意见。克劳德·杜兰（Claude&nbsp;Durand）先生代表的法亚尔出版社（Editions&nbsp;Fayard）信任我，让我在完成博士学业的同时能够展开这项研究工作。弗拉基米尔·格拉斯曼（W&nbsp;ladimir&nbsp;Glassman）先生不仅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叙利亚问题研究专家，我经常一有机会就与他交流叙利亚问题，即使在疾病摧毁他最后的精力时也是如此。彼得·斯鲁格莱特（Peter&nbsp;Sluglett）先生在我前往新加坡中东问题研究所时热情接待了我，多亏了他，我才在那里初步展开了叙利亚历史研究的工作。在此，本人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是在亨利·劳伦斯（Henry&nbsp;Laurens）先生的不懈支持下完成的，他除了在法兰西学院为我提供了一个职位外，还在无数次的讨论过程中不断向我分享他渊博的学识。哈米特·博扎斯兰（Hamit&nbsp;Bozarslan）先生多年来也一直在鼓励和指导我的研究工作。弗朗索瓦·布尔加特（François&nbsp;Burgat）先生为我打开了法国近东地区研究所的大门，然后又给予我参与ERCWafaw项目的机会，这对本书的创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助益。

	另外，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汲取了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分析学者和教授们作品中的学术成果。米里亚姆·阿巴萨，法布里斯·阿巴德、阿里·阿塔西、约瑟夫·巴胡特、卢迪文·班蒂尼、菲利普·布尔莫、米里亚姆·卡图斯、伊萨姆·切哈达、巴巴拉·库图洛、卡迈勒·多莱、哈拉法·塔赫、热拉尔丁·查特拉尔、保尔·法姆·蒂埃里、哈立德·法赫米、让-皮埃尔·菲留、文森特·盖瑟、凡妮莎·格诺、彼得哈林、史蒂文·海德曼、迈克尔·哈德森、哈娜·贾伯、文森特·勒米尔、克里斯蒂安·英格劳、罗曼·克拉科夫斯基、弗雷德·劳森、伊丽莎白·朗格内斯、法鲁克·马丹-贝伊、伊尔凡·马斯里、纳丁·穆奇、丹尼尔·尼普、伊丽莎白·皮卡尔德、玛丽卡·拉哈尔、尤金·罗根、吉哈内·斯菲尔阿马尔·苏美尔、马赫·谢里夫、劳拉·鲁伊斯·埃尔维拉·德·卡拉斯卡尔、曼侬·努尔·坦怒斯、乔迪·特耶尔、伊丽莎白·汤普森、马西米利亚诺·特伦丁、查尔斯·特里普、克里斯托弗·瓦林、莱拉·维尼亚尔、马克斯·韦斯、彼得·韦恩、萨米·祖贝达，感谢他们的作品中关于叙利亚以及当代历史细致敏锐的研究，给了我不少启发。

	如果没有罗宾·博蒙特（Robin&nbsp;Beaumont）、瓦内萨·盖诺（Vanessa&nbsp;Guéno）、阿梅利·德拉斯·赫拉斯（Amélie&nbsp;de&nbsp;las&nbsp;Héras）、克里斯蒂安·英格劳（Christian&nbsp;Ingrao）、鲁道夫·凯勒（Rodolphe&nbsp;Keller）和宝琳·拉贝（Pauline&nbsp;Labey）的努力，如果不是他们仔细地阅读我的初稿，努力纠正研究过程中的不完善之处，并为我指明新的文献资料，本书的创作将会大打折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几句话要送给我的亲友，他们的友谊和感情使我能够完成本书的写作。其中，我忠实的朋友乔治特·埃尔热（Georgette&nbsp;Elgey），她不仅信任我，还在我完成博士学位时推动并督促我开始本书的写作。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他们一直都在我的身边。还有查伊玛·哈萨博（Chaymaa&nbsp;Hassabo），她除了帮助我做了本书的重读、校对工作，还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支持和鼓励我。

	希望本书对叙利亚历史的解读，能对叙利亚将来的国家重建有所助益。




EPUB/images/image_049.jpg
E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Richard ANTOUN, donald Quataert (éd.), Syria: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y,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Jean-luc ARNAUD, Damas : urbanisme et architecture, 1860-1925, Paris, sindbad,
2006.

~. « la population de damas & la fin de la période ottomane, summary »,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n° 101, 2001-1, p. 177-207.

Hannah ARENDT et Martine L. Les Origines du totalitarisme 11, Paris, fid. du seuil,
1997.

Amir* Adil ARSLAN, Mudhakkirdt al-dmir *Adil Arslin (Mémoires de I'émir *adil ar-
slan), Beyrouth, dr al-tagaddumiyya li-I-nashar (Maison progressiste de I'édition), 1984, 4
vol.

Amir*Adil ARSLAN, Dhikraydt al-amir °Adil Arslin“an Husni al-Za'im, rdidu al-ing-
ildbit al-"askariya fi siriya (souvenirs de I'émir “adil arslan & propos de Husni al-Za'im, pi-
onnier des coups d'Ftat en syric), Beyrouth, dar al-kitab al-jadid, 1963.

Dalal ARSUZI-ELAMIR, Arabischer Nationalismus in Syrien : Zaki al-Arsiizi und die
arabisch-nationale Bewegung an der Peripherie Alexandretta / Antakya, 1930-1938, lit,
Miinster, 2003

“Isa ARSUZI-ELAMIR et Munir k, Tarikh Hims min agdam adwariha ild al-an, aw,
nin sanat 2300 QM ild sanat 1940 M(1" histoire de
Homs de ses anciens roles  nos jours, ou histoire de quatre mille ans et quelques de 2300 aC
4 1940) Homs, Matraniyat Hims al-Urdhidhuksiyah, 1977, 2 vol.

Edmund ASFOUR, Syria: Development and Monetary Policy, Harvard, Harvard Mid-

tarikh arba‘at dlaf sanah wa-nayyif,

dle eastern Monography, 1955.

Muhammad Shakir AS*ID, Al-barlaman al-siri fi drikhi(le Parlement
syrien dans son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damas, 2008.

Hafez ASSAD, Khutab wa-kalimdt wa-tasrihdt al-Sayyid al-Ra'is Hifiz al-Asad (dis-
cours, mots et déclarations de Monsieur le président Hafez al-assad), damas, dir al-Ba‘th,
1982.

Mustafi Abd al-Rahmén Mazin *A, ., Al-Fikr al-siydsi fi Siiriyah fi zill al-intidib al-
Faransi, 1920-1946(1"idée politique en syric pendant I” oppres- sion du mandat frangais,
1920-1946) amman, dir Zayd & i lil-Nashr wa-al-tawzi*, 2005.

Muhammad Radwin ATASSL, Al-Mujtama’a al-Siri 1840-2011 (la société syrienne,
1840-2011), Beyrouth, 2013.

—. Hashim al-Atdsi: hayituhu wa-*asruh, 1873-1960 (Hashim al-
époque 1873-1960), damas, Muhammad radwan al-atis

Mansir ATRASH et Rim Mansir ATRASH, AL-Jil al-mudan: sivah dhdtivah, min

awriq Mansiir Sultdn al-Atrash (la génération culpabilisée : 1 autobiographic de Mansir






EPUB/images/image_014.jpg
38. Martha Mundy et Richard Saumarez Smith, Governing Property, Making the Mod-

ern State, op. cit.; Zouhair Ghazzal, The Grammars of Adjudication: The economics of judi-

cial decisions making in fin-de-siécle Ottoman Damascus and Beirut, Damas, Presses de '
Ifpo, 2007.

39. Leon Goldsmith, Cycle of Fear: Syria’s Alawites in War and Peace, Oxford,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Voir les dépéches du consul de France, tome I et 1T, CCC Latta-
quié (La Courneuve).

40. Fath Alldh ibn Antin al-S3” ig et Joseph Chelhod, Le Désert et la gloire: les
Mémoires d "un agent syrien de Napoléon, Paris, Gallimard, 1991.

41. Thomas Philipp, Acre, op. cit.

42. James A. Reilly, 4 Small Town in Syria: Ottoman Hama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
teenth centuries, Oxford, New York, P. Lang, 2002

43. Brigitte Marino, « Le Hawran et la Bekaa, deux régions céréaliéres du Bilad al-
Sham au xviiie siécle », dans Afifi M., Chih R., Marino B., Michel N. et Tamdogan I. (éd.),
Sociétés rurales ottomanes, Le Caite, Institut frangais d archéologic orientale, 2005,
179-196.

44. Norbert Elias, La Société des individus, Paris, Folio, 1991

45. Bruce Masters, The Origins of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
Mercantilism and Islamic reform in Aleppo 1600-175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46. Daniel Panzac, La Marine ottomane : de |"apogée a la chute de |’ Empire, 1572-
1923, Paris, CNRS Editions, 2012.

47. Dépéche du consul de France, 1¢ octobre 1822, tome 111, CCC Lattaqui¢ (La Cour-
neuve).

48, %4 7 S AA T EE LR SCHRYER: Kamil ibn Husayn Ghazzi, Mahmad
Fakhiri, et Shawqi Sha‘ath, Kitdb Nahr al-dhahab fi tdrikh Halab, Alep, Dir al-Qalam al-
“Arabi, 1991 ; Muhammad Jamél Bardt, Al-Takawwun, op. cit.; Ibrahim ibn Hannd ‘Awra,
Térikh wildyat Sulaymdn Basha al-*Adil, 1804-1819, Bayrat, Dar Lahad Khatir, 1989, 478 ,
Al-Sabi
1826, op. cit., Dick Douwes, The Ottomans in Syria, op. cit.; Norman Lewis, Nomads and
Settlers in Syria and Jordan, 1800-1980, op. cit., Abraham Marcus, The Middle East on the
Eve of Modernity, op. cit.; Thomas Philipp, Acre, op. cit.

Tarikh Hama, s.n.; Herbert Luther Bodman, Political Factions in Aleppo, 1760~

49. Herberts Luther Bodman, Political Factions, op. cit

50. Mikhi'il Burayk et Ahmad Ghassin Saband, Tarikh hawddith al-Shim wa-Lubndn,
aw, Tarikh Mikhd'il al-Dimashgi, op. cit., 61

51. Brigitte Marino, Le Faubourg du Middn G Damas a I"épogue ottomane, op. cit

52. Amir Haydar Ahmad al-Shihabi, Asad Rustum, et Fu'ad Afrim Bustani, Lubnin f
“ahd al-umard’ al-Shihdl

ivin: wa-huwa al-juz’ al-thini wa-al-thdlith min Kitab al-Ghurar





EPUB/images/image_022.jpg
of Syria, 1878-1880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78, vol. 9, no 3,
307-323.

39. Leila Hudson, Transforming Damascus: space and modernity in an islamic city,
Londres, 1.B. Tauris, 2008.

40. Till Grallert, « To Whom Belong the Streets? », Bulletin d "études orientales, 1
décembre 2012, no 61, 327-359.

41 Albert Habib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5-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2. Adel Beshara, The Origins of Syrian Nationhood: histories, pioneers and identity,
Londr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Rashid Ismail Khalidi et Lisa Anderson (dir), The Or-
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Isracl Gershoni,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43. Mahmid Muhammad, *Imirat, al-a 'mal al-kamila li*Abd al-Rahmdn al-Kawdkibi,
Beyrouth, 1975

44. Thomas Philipp, The Syrians in Egypt, 1725-1975,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5.

45. Gilles Veinstein, « La question du califat ottoman », dans Pierre Jean Luizard, Le

Choe colonial, op. cit.
46. Frangois Georgeon, Abdiilhamid 11, op. cit.
47. A.C.S. Peacock et Annabel Teh Gallop, From Anatolia to Aceh: Ottomans, Turks,
and Southeast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8. Voir tome XXXV CCC Alep (La Courneuve).

49. Frangois Georgeon, Nicolas Vatin, Gilles Veinstein et Elisabetta Borromeo, Diction-

naire de | 'Empire ottoman, Paris, Fayard, 2015.

50. i WL Chemins de fer, dans Frangois Georgeon, Nicolas Vatin, Gilles Veinstein et
Elisabetta Borromeo, Dictionnaire de |"Empire ottoman, Paris, Fayard, 2015,

51. Dépéches dans les tomes V11 et surtout VIl CCC Damas (La Courneuve).

52. L. Schatkowski Schilcher, « The Hauran Conflicts of the 1860s: a chapter in the ru-
ral history of modem Syri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81, vol. 13,
n0 2, 159-179.

53. David Dean Commins, Islamic Reform: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Ottoman
Syr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4. Albert Habib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op. cit

55. Itzchak Weismann, Taste of Modernity: sufism, saldj

. and arabism in late Otto-

man Damascus, Boston/Leyde/Cologne, Brill, 2001 ; David Dean Commins, Islamic Re-
form, op. cit.

56. Vincent Lemire, Jérusalem 1900 : la Ville sainte a 1" age des possibles, Paris, Ar-





EPUB/images/image_065.jpg
Gérard D. KHOURY, Une tutelle coloniale : le mandat frangais en Syrie et au Liban,
éerits politiques de Robert de Caix, Paris, Belin, 2006.

—, Nadine MEOUCHY, Henry laureNs, et Peter sLuGLett, Etats et sociétés de I'Ori-
ent arabe en quéte d'avenir : 1945-2005. Actes de la Semaine internatio-nale d'études sur le
Moyen-Orient arabe, MMSH, Aix-en-Provence, juin 2003, Paris, Geuthner, 2006.

Philip S.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
1920-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Damascus 1860-1920, lon-
dres New york/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t Joseph KOSTINER,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ley,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Fris KHORI, Awrdg Faris al-Khiri (Papiers Firis al-Khar), damas, talds, 1989.

Eberhard KIENLE, Ba'th v. Ba'th: the conflict between Syria and Irag, 1968-1989, iB
tauris, londres, 1990.

—. « Entre jama’a et classe. le pouvoir politique en syric contemporaine », Revue du
monde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1991, vol. 59, n° 1, p. 211-239.

—(éd.), Contemporary Syria: liberalization between Cold War and Cold Peace, lon-
dres/New york, British academic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entre of Near and Mid-
dle eastern studie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 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distributed
by st. Martin’s Press, 1994.

Paul W.t. KINGSTON, Britain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Abraham KUBILYAN, Thawrat al-Halabiyin ‘ald al-wali Khirshid bash al -
“Uthmani, 1819-1820: yawmiyat Abrahdm Kibilyan(révolution alépine contre Khirshid
Pasha 1’ottoman 1819-1820), alep, Manshirat Mutriniyat al-araman al-Kathalik bi-Hal-
ab, 2008,

Muhammad KURD *ALL Al-Mudhakkirdt (les mémoires), damas, 1948,

Muhammed H. KUTLUOGLU, The Egyptian Question, 1831-1841: the expan-sionist
policy of Mehmed Ali Pasa in Syria and Asia Minor and the reaction of the Sublime Porte,
istanbul, eren, 1998,

Keith KYLE, Suez,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Frangois LANTZ, Chemins de fer et perception de Pespace dans les provinces arabes
de MEmpire ottoman, 18901914, Paris, France, 2005.

Walter LARQUEUR,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
dle East, 1958-1968, londres, routledge, Paul Kegan, 1969.

—.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in Middle East, londres, routledge, 1956.

S.U. LARSEN (dir), The Challenges of Theories on Democracy: elaborations over

new trends in transitology, Boulder/New york,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distributed by





EPUB/images/image_001.png





EPUB/images/image_030.jpg
bain dans la vallée de " Oronte en Syrie, Damas, Institut frangais du Proche-Orient, 2005

49. Frank Peter, Les Entrepreneurs, op. cit,, 146-147.

50. Notes dans 1SL/1/V/956 (Nantes).

51. Nadine Méouchy, « Les mobilisations urbaines et rurales & 1" époque mandataire.
Remarques préliminaires », dans Nadine Méouchy, Peter Sluglett (dir), France, Syrie et
Liban 1918-1946, op. cit.

52. Salma Mardam Bey, La Syri et la France : bilan d’une équivoque, 1939-1945,
Paris, L Harmattan, 1994 ; Philip S.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op. cit.

53. Michel Gilquin, D’ ntioche au Hatay : 1" histoire oublice du Sandjak d” Alexan-
drette. Nationalisme turc contre nationalisme arabe, la France arbitre ?, Paris, L’ Harmat-
tan, 2000 ; Dalal Arsuzi-Elamir, Arabischer Nationalismus in Syrien: Zaki al-Arsiizi und die
arabisch-nationale Bewegung an der Peripherie Alexandretta/Antakya, 19301938, Lit,
Minster, 2003 ; Keith D. Watenpaugh, « “Creating Phantoms” : Zaki al-Arsuzi, the Alex-
andreta Crisi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Arab Nationalism in Syri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aoit 1996, vol. 28, n° 3, 363-389; Lucien Bitterlin, Alexan-
drette, le (Munich) de I"Orient ou Quand la France capitulait, Paris, J. Picollec, 1999,

54. Philip S.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op. cit.; Michel Gilquin, D" An-
tioche au Hatay, op. cit.

55. Dalal Arsu:
lon, The Ba'th and Syria, 1947 to 1982: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party, and state, from the

lamir, Arabischer Nationalismus in Syrien, op. cit.; Robert W. Os-

French mandate to the era of Hafiz al-Asad, Princeton, Kingston Press, 1982. Nabil M. Kay-
lani, « The Rise of the Syrian Ba’th, 1940-1958: Political Success, Party Failure », /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72, vol. 3, n° 1,3-23.

56. Nicola Migliorino, (Re)constructing Armenia in Lebanon and Syria: ethno-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state in the aftermath of a refugee crisi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1.

57. Notes dans 1SL/1/V/1550 (Nantes).

58. Jordi Tejel Gorgas, Le Mouvement kurde de Turquie en exil : continuités et discon-
tinuités du nationalisme kurde sous le mandat frangais en Syrie et au Liban, 1925-1946,
Bern, P. Lang, 2007.

59. KT RS SRR A9 A G BFSE . 33 IL: Ghassan al Khazen, La Grande
Révolte arabe de 1936 en Palestine, Beyrouth, Dar an-Nahar, 2005

60. Khayriyah Qasimiyah, AI-Ra‘il al-*Arabi al-awwal: haydt wa-awriq Nabih wa-
“Adil al-* Azmah, Londres, Riyad al-Rayyis, 1991

61. Tareq Y. Ismael et Jacqueline S. Ismacl,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Syria and
Leban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8,

62. Voir les cartons 1SL/1/V/1056 & 1SL/1/V/1058.

63. Antun Beshara (dir.), Antun Sa'adeh: the man, his thought: An anthology,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2007.






cover.jpeg
§ 5

; ,"’19‘;‘2’1-.‘&'¢t L
Xte gécr.g) i ~'p





EPUB/images/image_081.jpg
Atassi, Jamal al-, 212

Atassi, Nir al-Din al-, 233

Atatiirk, MustafiKémal, 146, 151,
155,173

Atrash, 172, 191

Atrash al-(19¢), 70

Atrash, Isma'il, 114

Atrash, Mansir, 199

Atrash, Sultan, 161, 162, 188, 191,199

Atrash, Zugan, 129, 130

Attar, ‘Issam al-, 222

*Azm, 31, 34,39, 40, 41,42, 46, 101

Azmah, Ysif al-, 152

Azmih, 175, 211

* Azmih, Adil al-, 188

*Azm, * Abdallah Pasha, 43, 44, 60,
64,69

*Azm, Khalid al-, 167, 186,192, 203,
206,212,217

* Azm Muhammad Pasha al-, 39

Baker, James, 283

Bakri, 46, 101, 144, 147, 149, 162

Balfour, 145

Banna, Hassan al-, 176, 190

Barak, Ehud, 289

Barazi, 101, 162

Baradi, Fakhri al-, 117, 118, 123, 125

Beaufortd' Hautpoul, Charles Marie

Napoléon, 91

Ben *Ali, 309

Ben Gourion, David, 192

Birzi, Afif, 206

Bismarck, Otto von, 113

Bitar, Salah al-Din, 176, 226,227,
231,258

Bonaparte, Napoléon, 36, 55, 61, 74

Boustani, Boutros, 110

Caix, Robert de, 154

Cambon, Paul, 143

Canning, 72

Catroux, Georges, 179

Chalabi Efendi, 38, 39

Chesney, capitaine, 76

Chirac, Jacques, 287, 291, 300

Churchill, Winston, 178, 179

Clemenceau, 150, 151, 156

Crane, Charles, 148, 158

Dawilibi, Ma'rif al-, 195

Dayan, Moshe, 235, 236

Dentz, général., 178

DinBitar, Salih al-, 174, 189, 197,
200,210,221, 226,255, 263

Drubi, 101

Diba, *Ali, 243,277

Duribi, *Ala al-Din, 159

Enver Pasha, 132, 136, 145

Fadil, Nibras, 204

Firis al-Khiri, 125

Farigi al-, 129

Faysal, 143, 144, 145, 147, 148, 149,
150,151, 152, 155, 157, 158, 163,
164,182

Fitad Pasha, 91, 124

Gaulle, Charles de, 178, 179

Ghinim, Wahib al-, 221

Gharra, Muhammad, 258

Ghazzi al-, 69

Ginj Ahmad Agha Hummusa, 39

GorbatchevMikhail, 281

Grey, Edward, 143

Guillaume I, 114

Hadid, Marwan, 225

Haffar, Lutfial-, 119





EPUB/images/image_067.jpg
2012.

Stephen Hemsley LONGRIGG, 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 lond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Elisabeth LONGUENESSE, Professions et sociétés au Proche-Orient, déclin des éli-
tes, crise des classes moyenne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7.

William roger LOUIS,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 Arab nation-
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stwar Imperialism, oxford/New york, Clarendon Press/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et Roger OweN (dir), 4 Revolutionary Year: the Middle East in 1958, londres/New
. i.B. tauris Wilson Center Press, 2002.

ik , d.

—(dir), Suez 1956: the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New York, 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trick LOUVIER, « Une opération humanitaire ratée ? I'expédition de syrie de 1860~
1861, vue par les militaires et les marins francais », 4 Scuttled Huma- nitarian Operation?
The Syrian Expedition of 1860-1861, as seen by French soldiers and marines, vol. 122, n° 4,
2008, p. 307-325

Giacomo LUCIANL, The Arab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ierre-Jean LUIZARD, La Question irakienne, Paris, Fayard, 2002.

—(dir), Le Choc colonial et islam : les politiques religieuses des puis- sances coloni-
ales en terre d'islam,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Bruce MADDY-WEITZAM,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Arab System, 1945-1955, Syra-
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Tawfig MADINI, Faysal DARRA.
harakit al-Shuy

, Muhammad Jamal BARUT (dir.), Al-Ahzab wa-al-
a wa-al-Markisiya al-*Arabiya, (Les partis politiques et mouvements
ijiya.

Samir a. MAKDISI, « Syria: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1936-1968 »,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25, n° 2, 1971, p. 157-179.

Ussama MAKDISI, The Culture of Sectarianism. Community, history, and violence in

communistes marxistes arabes), Damas, al-Markaz al-* Arabi lil-Dirdsat al-Ist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Leban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ress, 2000,
Muhammad AL-MAKKI ibn al-Sayyid iBN aL-khANQAhet ‘Umar N;
ikh Hims: yawmi

ib ‘umar,

T
ansi lil-dirdsdt al-‘arabiyah bi-dimashq, 1987.

Philip MANSEL, leppo: The Rise and Fall of Syria’s Great Merchant City, i.B. tauris,
2016.

Moshe MA*OZ(dir.), Studies on Palestine during the Ottoman Period, Jérus
Magnes Press, 1975.

—. Ottoman Reform in Syria and Palestine, 1840-1861: the impact of the tanzimat on

it ('histoire quotidienne de Homs), damas, al-Ma'had al-‘ilmi al-Far-

lem,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res, Clarendon P., 1968.





EPUB/images/image_024.jpg
University Press, 1995.

9. Note du 14 ot 1908, dans carton 18 A 25 (Nantes).

10. Note du consul britannique, 11 octobre 1908, FO 195/2272 (Kew Gardens).

11. Khdlid al-"Azm Mudhakkirdt, op. cit.

12. Elizabeth Thompson, Justice interrupted, op. cit.; Anne-Laure Dupont, « Réforme.
et révolution dans la pensée arabe aprés 1908 », dans Frangois Georgeon (dir.), « L "Ivresse
de la liberté »: la révolution de 1908 dans 1" Empire ottoman, op. cit.

13. Faris Khari, Awrdg Faris al-Kh
onaise.

14. Note du 25 novembre 1908, dans carton 18 A 25 (Nantes).

15. Faris Khiri, Awrdg Faris al-Khiri, op. cit

16. “Ali Sultan, Tarikh Siriva, op. cit, 80.

17. Muhammad Kurd * Ali, Al-Mudhakkirdt, 1948 ; Al-Mugtadas, 1912.

18. Voir notes dans FO 195/2272.

19, “Ismat Burhan al-Din ‘Abd al-Qadir, Dawr al-Niwdb al - ‘Arab fi Majlis al-
Mab*iithdn al-*Uthmani, 1908-1914 M, op. cit.

20.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1, op. cit

21. Patrick Seale, La Lutte pour | indépendance arabe : Riad El-Solh et la naissance

op. cit, 196, poéme sur la guerre russo-jap-

du Moyen-Orient moderne, Paris, Fayard, 2010.
22. “Ali Sultan, Tarikh Siriya, op. cit.
23. Notes et dépéches consulaires, CCC Damas, volume CXIII et CXIV (La Cour-
neuve); Kais Firro, 4 History of the Druzes, op. cit. ; J. Mascle et Jarj Kiisa, Jabal al-Duriiz:
dirdsa tarikhiya, Damas, Dir al-Fargad, 2006 ; Brigit Schaebler « State(s) Power and Druz-

es: Integration and Struggle for Social Control 1838-1949 », dans Thomas Philipp et Birgit
Schébler, The Syrian Land, op. cit.

24. Note du consul, tome CXI, Damas (La Courneuve).

25. Hasan Kayali, Arabs and Young Turks: Ottomanism, Arabism, and Islamis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6. Keith David Watenpaugh, Being Modern in the Middle East, op. cit., dépéches dans
18 A 02 (Nantes).

27. “Ismat Burhan al-Din “Abd al-Q
Mabtithan al-*Uthmani, 1908-1914 M, op. cit.

28. Vincent Cloarec, La France et la question de Syrie: 1914-1918, Paris, CNRS Edi-
tions, 2002, 35.

29. Notes et dépéches, tome CXIIL, CPC Damas (La Courneuve)

Dawr al-Niwdb al - *Arab fi Majlis al-

30. Hasan Kayali, « Elections and the Electoral Proces
1919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95, vol. 27, n° 3, 273
31. Leyla Dakhli, Une génération d’intellectuels arabes : Syrie et Liban, 1908-1940,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76-






EPUB/images/image_073.jpg
184-209.

—. Grandes villes arabes i [époque ottomane, Paris, sindbad, 1985.

— (dir). La Syrie d*aujourd" hui, Pari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 cherche
scientifique, 1980.

RAYNAUD et MARTINET, Les Bédouins de la mouvance de Damas, Beyrouth, im-
primerie du Bureau topographique de I'AF.L., 1922,

Abd al-RAZZAQ MUNIF, Al-Tajribah al-murrah (1" expérience amére), Damas, s.n.,
1967.

James A. REILLY, The Ottoman Cities of Lebanon: historical legacy and iden- tity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res New York, i.B. Tauris, 2016.

—. A Small Town in Syria: Ottoman Hama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Oxford/New York, P. Lang, 2002.

Matthieu REY, « How did the Middle east Meet the West ? the internatio-nal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surveys in the 19505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9, n° 3, 2013, p.
477493

—. « Le moment électoral de 1954 en Irak et en Syrie », Maghreb-Machrek, n° 213, p.
99-116.

—. « Le parlementarisme en Irak et en Syrie entre 1946 et 1963 : un temps de plural-
isme au Moyen-Orient » thése de doctorat, école doctorale de I'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France, 2013.

Ruth RODED, « Urban Elite Families of Syria », dans Gabriel Warburg et Gad GLiB-
ar, Studies in Islamic Society: contributions in memory of Gabriel Baer, Haifa, Haifa Univer-
sity Press, 1984.

Eugene L.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1914-
1920, londres, allen lane, 2015.

—,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0- 1921, Cam-
bridge, New York/Melbourne [et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et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dir.), Qutside in: on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res, New york, i.B. Tauris, 2002.

Cyril ROUSSEL, Les Druzes de Syrie : territoire et mobilité, Beyrouth, Presses de I'if-
po. 2011,

Laura RUIZ DE ELVIRA CARRASCAL, Associations de bienfaisance et ingénie -
ries politiques dans la Syrie de Bachar- al-Assad : émergence dune société civile autonome
et retrait de [ Etat ?, Paris, EHess, 2013.

“Ayid ibn Khazzam RUQI, Hurib Muhammad “Ali fi al-Shim : wa-atharuhd fi shibh
al-Jazirah al-*Arabiyah: 1247-1255 H/1831-1836 M(les guerres de Muhammad "ali au le-
vant et leur influence sur la péninsule arabe 1247-1255/1831-1836), la Mecque, al-Mamlaka

al-is

al - ‘arabiya al-sa‘ddiya, Wizirat al-ta'lim al - ‘Ali Markaz Buhith al-diré:






EPUB/images/image_003.png





EPUB/images/image_016.jpg
Beyrouth, American Press, 1940,

10. 3 543 (9 By 5 AUA R I T 7 42 %% % Khaled Fahmy 4 1 #9 73 7 J7#% . Khaled
Fahmy, Mehmed Ali: from Ottoman Governor to Ruler of Egypt, Londres, Oneworld Pub-
lications, 2012. Sur 1" expédition de Napoléon Bonaparte, Henry Laurens, L *Expédition
d'Egypte, 1798-1801, Paris, Armand Colin, 1995

11, Odile Moreau, Réformes militaires ottomanes. 19°-20° siécles : nouvelles ap-
proches,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2007.

12. Jean Batou, « L’ Egypte de Muhammad-" Ali. Pouvoir politique et développement
Geonomique, 1805-1848 »,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91, vol. 46, 10 2,
401-428.

13. Stanford J. Shaw et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4. Henry Laurens, Les Crises d Orient, op. cit,

15. bid.

16. Hervé Mazurel, Alain Bourcau, Michel Desgranges, et Pierre Vidal-Naquet, Fertig-
es de la guerre - Byron, les philhellénes et le mirage grec, 1 éd.,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3.

17.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1799-1921, tome 1, Paris, Fayard, 1999.

18. Muhammed H. Kutluoglu, The Egyptian Question (1831-1841): the expansionist
policy of Mehmed Ali Pasa in Syria and Asia Minor and the reaction of the Sublime Porte,
Istanbul, Eren, 1998, p. 5 Ibrahim Pacha fi Suriya, op. cit.,48-51.
¢ WL Majhdl, Mudhakkardt tarikhiyyat ‘an hamlat ibrahim bishd “ald siriy,

ulayman Abu Izz al-

Damas, Dar qatiyya ; Hala Sulayman, Athar al-hamla al-misriyya “ald bildd al-shim, Tripo-
1i, All-mu’ ssassa al-haditha li-1-kitab, 2001 .

20. Voir dépéche du consul de France du 31 juillet 1830, Alexandrie, reprise dans CCC
Alep et Muhammed H. Kutluoglu, The Egyprian Questio

21 V& BAF 3 4 (9 SCHRVERHRETR (147 W) Rt — 20 T 0 ) — RPN NG
Latifah Muhammad Sélim, al-Hukm al-Misri fi al-Sham, 1831-1841, op. cit.; Virginia Ak-
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Harlow, Routledge, 2007, 368-370

22. Khilid Bani Hani, Tarikh dimashq wa ulamavuha khilal al-hukm al-misri, Damas,
Safhit li-l-dirasit wa-l-nashar, 2007, p.113 et .

23. Khaled Fahmy, Mehmed Ali, op. cit: Muhammed H. Kutluoglu, The Egyptian

Question, op. cit.

24. George Antonius, op. cit.
25. Fred Haley Laws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Egyptian Expansionism during the Mu-
hammad Ali Period, op. cit
26. Khaled Fahmy, Mehmed 4li, op. cit.
27. Khilid Bani Hani, Tarikh dimashg, 149 et s.





EPUB/images/image_059.jpg
Ohannes GEUKIIAN, Lebanon afier the Syrian Withdrawal: external interven- tion,
power-sharing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Londres, Routledge, 2017.

Zouhair GHAZZAL, L’ Economie politique de Damas durant le xixe siécle : structures
traditionnelles et capitalisme, damas, institut frangais d'études arabes de damas, 1993.

—. The Grammars of Adjudication: the economics of judicial decisions making in fin-
de-siéele Ottoman Damascus and Beirut, damas, Presses de ifpo, 2007,

Kamil ibn Husayn GHAZZI, Kitdb Nahr al-dhahab fi tdrikh Halab (I¢ livre du fleuve
dor dans Phistoire d'alep), alep, dar al-Qalam al-‘arabi, 1991, 3 vol.

Michel GILQUIN, D' Antioche au Hatay : I'histoire oubliéedu Sandjakd Alexan- drette.
Nationalisme turc contre nationalisme arabe, la France arbitre?, Paris/ Montréal, L' Harmat-
tan, 2000.

Rami GINAT, Syria and the Doctrine of Neutralism. From independence to depen-
dence,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5.

Eyal GINIO et Professor elic PODEH (¢d.), The Ottoman Middle East: studies in hon-
or of Amnon Cohen, Bilingual, leyde, Brill, 2013.

Fatma Miige GOCEK,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Galia GOLAN, The Soviet Union and Syria since the Yom Kippur War, Jérusa- lem, He-
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1977

Leon GOLDSMITH, Cycle of Fear: Syria's Alawites in War and Peace, oxford Univer-
sity Press, 2015

John d. GRAINGER, The Batile for Syria, 1918-1920,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13,

Till GRALLERT, « to Whom Belong the streets ? », Bulletin d’études orien-tales, n*
61,2012, p. 327-359.

Max GROSS, Ottoman Rule in the Province of Damascus, 1860-1909, Phd Université
de Georgetown, 1979.

Vanessa GUENO, Homs durant les dernicres décennies ottomanes : les rela- tions
2008,

—. Didier GUIGNARD, (éd.), Les Acteurs des transformations fonciéres autour de la
Méditerranée au XIX siccle, aix-en-Provence, Karthala & MMsH, 2013,

ville-campagne d travers les archives locales, aix-Marscille-

John s. GUEST, The Euphrates Expedition, londres New york, K. Paul inter-national,
1992.

Pierre GUINGAMP, Hafe
mattan, 1996.

1 Assad et le parti Baath en Syrie, Paris/Montréal, L"Har-

Bassam HADDAD, Business Networks in Syr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 ritari-

an resil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Ghasin Muhammad rashid HADAD, Awy

ig Shamiya min tarikh siriya al-mudsir





EPUB/images/image_055.jpg
ment. Présentation », Revie des mondes musulmans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n° 115-116, 31
décembre 2006

Yussef CHOUEIRI (éd.),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05.

Mohammad talha GICEK,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yria: Cemal Pasha’s Gover-
norate During World War I, 1914-1917,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Christopher CLARK (trad. Marie-Anne DE BERU), Les Somnambules. Eté 1914 :
comment [Europe a marché vers la guerre, Paris, Flammarion, 2015.

Dima DE CLERCK, Carla EDDE, Naila KAIDBEY et Souad s,,,, (dir.), 1860, histoires
et mémoires dun conflir, Beyrouth/damas, institut frangais du Proche-orient, 2015.

Vincent CLOAREC, La France et la question de Syrie : 1914-1918, Paris, CNrs édi-
tions, 2002.

David COMMINS (é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yria, toronto/oxford, the scarccrow
Press, 2004,

— Islamic Reform: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Ottoman Syria, New york,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rederick COOPER et Jane BURBANK, Empires. De la Chine ancienne i nos jours,
Paris, Payot, 2011

Miles COPELAND, The Game of Nations: the amorality of power politics, londres,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Georges CORM, L' Europe et I Orient : de la balkanisation a la libanisation. Histoire &
une modernité inaccomplie, alger, Editions Bouchéne, 1990.

—. Géopolitique du conflit libanais : étude historigue et sociologique, Paris, la décou-
verte, 1986.

—, Le Proche-Orient éclaté : de Suez a 1" invasion du Liban, 1956-1982, Paris, la
découverte/Maspero, 1983.

Kazem DAGHESTANI, Enude sociologique sur la famille musulmane contempo-raine
en Syrie, Paris, ernest leroux, 1932

Leyla DAKHLI, Une génération d’ intellectuels arabes : Sy
Paris, Karthala/iisMM, 2009.

Marwa DAOUDY, Le Partage des eaux entre la Syrie, I'Irak et la Turquie : négocia-
tion, sécurité et asyméirie des pouvoirs, Paris, CNrs éditions, 2005.

Jean-Claude DAVID et Dhierry BOISSIERE (dir.), Alep et ses territoires : fa- brique
et politique dune ville, 1868-2011, Beyrouth damas, Presses de I'fpo, 2014.

Uri DAVIS (éd.),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itizen- ship Leg-
islation in Isracl, Jordan, Palestine, Syria and Lebanon, londres, ithaca Press, 1996.

Muhammad  Ma‘raf DAWALIBI, Mudhakkirdt —al-Duktir Ma'rif ~al-Dawalibi
(Mémoires du docteur Ma'rif al-dawlibi), riyad, Maktabat al-*Ubaykan, 2005

ic et Liban, 1908-1940,






EPUB/images/image_020.jpg
2. On entendra par « provinces syriennes », les wiliydt e Syrie, d” Alep et de Deir es-
Zor. De maniére plus générale, le sens de province devient celui d' une unité administra-
tive.

3. K423k H BLAE Michael Mann ({7 « Instant Communication : the impact
of the telegraph in Ottoman Syria », Thomas Philipp et Birgit Schbler, The Syrian Land:
processes of integration and fragmentation: Bildd Al-Shim from the 18th to the 20th Centu-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8.

4. Palmira Johnson Brummett, Mapping the Ottomans: sovereignty, territory, and iden-
tity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Voir entre autres Philip Shukry Khoury, 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 op.
cit.; Thomas Philipp et Birgit Schbler, The Syrian Land, op. cit.; Muhammad Jamal Barat,
al-Takawwun al-tartkhi al-hadith lil-Jazirah al-Sirlyah, op. cit.

6. Matthicu Rey, Le Parlementarisme en Irak et en Syrie entre 1946 et 1963 - un temps
de pluralisme au Moyen-Orient, thése de doctorat, école doctorale de 1"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France, 2013.

7. Kais Ezzerelli, Maher Sharif, Al-sir al-dhatiya ff bildd al-shim, Damas, Dir al-Ma-
da, 2008.

8. Ami Ayalon, The Arabic Print Revolutio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ss readership,
180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9.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1, op. cit.

10. Jean Hannoyer, Campagnes et pouvoir en Syrie: essai d "histoire socio-économique
sur la région de Deir ez-Zor; thise 3¢ cycle,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France, 1982.

11. Jean-Claude David et Thierry Boissiére, Alep et ses territoires, op. cit.

12. Jiirgen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 Leila Fawaz, « The Beirut-Damascus Road: connecting the Syrian Coast to the Inte-
rior in the 19th century » dans Thomas Philipp, The Syrian Lan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
7, op. cit., 39,

14. LAY B2 HURIFE 35 J fR4; James A. Reilly, The Ottoman Cities of Lebanon: his-
torical legacy and identity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res New York, LB. Tauris, 2016,

15. Frangois Lantz, Chemins de fer et perception de I 'espace dans les provinces arabes
de I"Empire ottoman, 1890-1914, Paris, 2005.
artons CPC 865 (Turquie) (La Courneuve).

17. Linda Schilcher, « Railw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rn Syria, 1890-1925 »,

16. Notes dans les

dans Thomas Philipp et Birgit Schiibler, The Syrian Land, op. cit., 99 ets.
18 Z Ui L b B 56 T Y 75 sz i eh, AT UL CCC Alep, tomes XXX-
VIL XXXVIII et XXXIX (La Courneuve) ; Eugene L.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EPUB/images/image_050.jpg
sultin al-atrash & partir de ses papiers), Beyrouth, riyad al-rayyis lil-Kutub wa-al-Nashr,
2008.

Antoine AUDO, Zaki al-Arsouzi, un Arabe face i la modernité, Beyrouth, dar el-Ma-
chreq, 1988,

Matthicu AUZANNEAU, Or noir : la grande histoire du pétrol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6.

Torahim ibn Hanna *AWRA, Tarikh wildyat Sulayman Bashd al-*Adil, 1804- 1819 (I
histoire du gouvernorat de sulaymén Basha al-‘adil), Beyrouth, dar lahad Khatir, 1989.

Ami AYALON, The Arabic Print Revolutio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ss rea- der-
ship, 180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The Press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 sity Press,
1995.

Mare AYMES, Un grand progrés, sur le papier : histoire provinciale des ré- formes ot-
tomanes & Chypre au xixe siécle, louvain, Walpole, Ma, Pecters, 2010.

Nazih N.M. AYUBL, Over-stating the Arab Stat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res/New york, i.B. tauris, 1995.

Mark Muhannad AYYASH et Ratiba HADJ-MOUSSA (dir.). Protests and Genera -
tions: legacies and emergences i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the Medi- terranean,
leyde/Boston, Brill, 2017.

Khilid AL -*AZM, Mudhakkirdt Khdlid al-* Azm (Mémoires de Khilid al - azm),
Beyrouth, daman, dér al-mutahida lilnashar, 2003, 3 vol.

Bashir AL - ‘AZMIH, Jil al-hazima bayn al-wahda wa al-infisil: mudhal
génération de la défaite entre 1" Union et la sécession, Mémoires), londres, riyad-rayyes,
1991

Abdo BAAKLINI, Guilain d,y,,, et robert Syyqpoc. Legislative Politics in the Arab

irdt (Ia

World: the resurgenc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Boulder, londres, lynne rienner publ.,
1999.
Marc BABELLI, La Constitution syrienne de 1953, thése, université de Paris, 1953.
Bertrand BADIE, L’ Etat importé : essai sur 'occidentalisation de I'ordre poli- tique,
Paris, Fayard, 1992.

—. « Panalyse des partis pol

ques en monde musulman. la crise des para- digmes uni-
versels », dans Georges LAVAU et yves MENY (dir), Idéologies, par- tis politiques, et
itiques, 1989.

Gabriel BAER, Fellah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
londres, Frank Cass, 1982,

Joseph BAHOUT, Les Entrepreneurs syriens : économie, affuires et politique,
Beyrouth, CerMoC, 1994

Fabrice BALANCHE, « Clientélis et territo- riale

‘groupes sociaux, Paris, Presse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






EPUB/images/image_012.jpg
tomane », in La Ville arabe, Alep, d 1" époque ottomane: (wie -viiie siccles), Beyrouth,
Presses de 1" Ifpo, 2014 ; Dominique Chevallier, La Société du mont Liban d 1"épogue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Europe, Paris, Geuthner, 1971 ; Norman Lewis, Nomads and Set-
tlers in Syria and Jordan, 180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Constantin Frangois de Chassebaeuf, op. cit., 262

T RN OL, KB L 0 4 PR BRI X ey

8. Faruk Tabak, 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op. cit.

9. Note du consul de France, 3 février 1816 CCC Alep, tome XXVII (La Courneuve).

10. 47 KM YT FAA, T T3

11. Thomas Philipp, Acre: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lestinian city, 1730183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 Henry Laurens, Orientales, Paris, CNRS Editions, 2004, 19-20.

13, & TR AR FEAY EANAFSE, 7 W Edward Robinson A1 E. Smith i fidh, B
Biblical Researches in Palestine, Mount Sinai and Arabia Petraca. A journal of travels in
the year 1838, Londres, John Murray, 1841, 3 vol

14. i 40 Philip Khoury TETR TS AREE . FRA12 70 78 52 HuoH 30 6 4 Al
Philip Khoury et Joseph Kostiner,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5. Naif bin mutlaq al-Sanbidih al-ja’ afari al-shamari, Qabila Shamar fi kitiba al-"ar-
2013; Wasfi Zakariya

ab wa-l-mustashrigin, Beyrouth, Dar al-" arabiyya, li-l-mawisiw 8
“Ashd"ir al-Sham: yabhathu fi jughrdfiyat Badiyat al-Shim wa-térikhihd wa - ‘wmrdnihd

dddt wa-al-shard i * fi al-mujtama * al-badawi wa-ansdb al- ‘ashd "ir
B I wa -awsdfiha wa-akhbarihd fi kull muhdfazah wa-
gada’, Damas, Matba at Dar al-Hilal, 1945

16. Madawi Al Rasheed,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 Richard Bayly Winder, Saudi Arab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res, Macmil-
lan St. Martin’s Press, 1965 ; Madawi Al Rasheed, Politics in an Arabian Oasis: the Rashi-
dis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1.B. Tauris, 1997

18. Mikha'il Burayk et Ahmad Ghassn Saband, Tarikh hawdith al-Sham wa-Lubndn,
aw, Tarikh Mikhd'il al-Dimashi, Beyrouth, Dar Qutaybah, 1981.

19. Wasfi Zakariya, ‘Ashd'ir al-Sham: op. cit. ; Muhammad Jamal Barit, I-Takawwun

wa-al-akhliq wa-al-

al-tarikhi al-hadith lil-Jazira al-st

iva. s "ila wa Ishkdliyya al-tahhawwul min al-badina
wrch and Policy Studies, 2013, 57 s.

4 1" époque ottomane », op. ci., p.

ila al-"umran al-hadari, Doha, Arab Center for R

20. André Raymond, « Les grandes villes arab

184-209 ; André Raymond, Grandes villes arabes d I’ épogque ottomane, Paris, Sindbad,
1985 ; Dominique Chevallier, L’ Espace social de la ville arabe, Paris, G.-P. Maisonneuve

et Larose, 1979. Sur 1" image orientaliste, Jean Sauvaget, Introduction d I histoire de 1 'Ori-





EPUB/images/image_063.jpg
2010.

JAMIYAT AL-IKHWAN AL-MUSLIMIN (La confrérie des Fréres musulmans syric)
(dir), Hamdh, ma'sit al-*asr(Hama : la tragédie de I'époque), s.L. al-tahalluf al-Watani li-
tahrir sdriyah, 1983,

James P. JANKOWSKI, Nasser’s Egypt, 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United Arab Re-
public,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James P. JANKOWSKI et 1. GershoNi,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Michacl JOHNSON, Class and Clients in Beirut: the sunni muslim community and the
Lebanese State, 1840-1985, Chicago, ithaca Press, 1986.

Rafeq Abdul KARIM, « City and Countryside in ottoman syria », dans The Middle
Eastern Culture Centre, Th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ism in Is-
lam, vol. iii, tokyo, rescarch Project « Urbanism in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 and the
Middle castern Culture Center in Japan, 1989.

Kemal H. KARPAT, Studies on Otto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selected articles
and essays, leyde, Boston, Brill, 2002

—(dir),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New york,
Praeger, 1982

—et Robert W. ZENS (dir.), Ottoman Borderlands: issues,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2003.

efr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Resat kasaBa, 4 Moveable Empire: Ottoman nomads, migrants, and refu-ge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Samir KASSIR, La Guerre du Liban : de la dissension nationale au conflit régional
(1975-1982), Paris, Karthala, 1994.

Hasan KAYALI, « elections and the electoral Proces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76-1919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7, n° 3, 1995 p. 265-286.

—, Arabs and Young Turks: Ottomanism, Arabism, and Islamism in the Otto- man Em-
pire, 1908-191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

Nabil M. KAYLANL « the rise of the syrian Ba'th, 1940-1958: Political suc- c
ty Failure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iii, n° 1, 1972, p. 3-23.

Nazir KAYYALL Dirasd fi tarikh siriva al-siydsi al-mu dsir 1920-1950 (Etude sur '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syrie contemporaine, 1920-1950), damas, dar tlas, 1997.

Farhad KAZEML John Waterbury (dir),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91

ss, Par-

Mordechai KEDAR, Asad in Search of Legitimacy: message and rhetoric in the Syrian

Press under Hafiz and Bashdr, Brighton/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5.






EPUB/images/image_069.jpg
es de la guerre - Byron, les philhellénes et le mirage gree, 1% éd.,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3.

Nadine MEOUCHY, « les nationalistes arabes de la premiére génération en syrie
(1918-1928) : une génération méconnue », Bulletin d” études orientales, 1995, vol. 47, p.
109-128

Nadine MEOUCHY, Peter sLuGLett (dir.), France, Syrie et Liban 1918-1946 : les am-
biguités et les dynamiques de la relation mandataire, damas, Presses de lifpo, 2013.

Nadine MEOUCHY, Peter sLuGLett, Gérard d. khourY, et Geoffrey sChad (éd.), The
British and French Mand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eyde Boston, Brill, 2004.

Margaret Lee MERIWETHER, The Kin who Count: family and society in Ottoman
Aleppo, 1770-1840, Austin te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9.

Michalis N. MICHAEL, Anastassios ANASTASSIADIS et Chantal VERDEIL, Reli-
gious Communities and Modern Statehood: the Ottoman and post-Ottoman world at the age
of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Berlin, Klaus schwarz, 2015

Taline ter MINASSIAN, Colporteurs du Komintern. L’ Union soviétique et les mi-
norités au Moyen-Orient, Paris, Presse de Sciences Po, 1997.

Nicola MIGLIORINO, (Rejconstructing Armenia in Lebanon and Syria: ethno-cultur-
al diversity and the State in the afiermath of a refugee crisi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1.

Mikha'il MISHAQAH, Mulham Khalil *aBdi et andrawus Hanna shakhAs- hi
mashhad al-*aiyin bi-hawddith S

, Kitdb
iyd wa-Lubnan (témoignage des notables dans les événe-

ments de syrie et du liban), le Caire 1908.

Natasa MISKOVIC, Harald FISCHER-TINEET Nada Boskovska LeimGru-Ber (dir.),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the Cold War: Delhi, Bandung, Bel- grade, londr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Jean-david MIZRAHI, Genése de I’ Etat mandataire : service des renseigne-ments et
bandes armées en Syrie et au Liban dans les années 1920,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
bonne, 2003,

Odile MOREAU, L'Empire ottoman & Iage des réformes, les hommes et les idées du «
nouvel ordre » militaire 1826-1914,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2007.

Benny MORRIS, 1948: a history of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aven, londres,
2008.

Sami MOUBAYED, Damascus Betwee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lanham, Uni-

yale University Pre

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0.

Walid AL-MU "ALLIM, Siriyd 1918-1958, al-tahdi wa al-muwdjaha (syrie, 1918-
1958, défis et vagues), Damas, Matba'a “akra dimashg, 1985.

Manir Mahris Husayn MUHAMMAD et “abd al-Mun‘im ibrihim al-dus

Al-Dawr al-Misri i al-sird* “ald Sii

qi JumaY'i,

1946-1958, (le role égyptien dans la lute pour la sy-





EPUB/images/image_032.jpg
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 study of Egypt, Syria, and Irag, Londres, Roy-
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7.

7. *Abd Allah Hannd, Al-Fallahin wa-mulldk al-ard fi Siriyat al-qarn al - ishrin
i al-maktih, Beyrouth, Dar al -

dirdsah tajma‘u bayna al-tarikh al-shafaht wa-al-ta
Tal*ah 1i1-Tiba‘ah wa-al-Nashr, 2003.

8. Majlis al-Nuwwab, al-Mudhakkirdt al-niydbiyya, 1948.

9. Joshua Landis,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Zaama: the collapse of Republican
Syria, 1945-1949, PhD Princeton, 1997.

10. Khalid al-* Azm, Mudhakkirati, vol. 1, op. cit.

1. Akram Hirdni, Mudhakkirdt Akram al-Hirdni, op. cit, 504-511; Jarj Jabbir
(1993), Al-fikr al-siydssi al-mu dsir fi siriva, Beyrouth, Rayyes el-Rayes, 94; * Awda Qasi-

yyas, Min tirikh al-haraka al-‘ummdliyya wa al-nigabiyya al-siriyya sanawdt al-harb al-
“dlamiyya al-thaniyya wa biddyya sanawdt al-istigldl 1939-1948, Damas, Dir al - ilm,
2006, 119-152. Voir aussi la couverture de presse par le Alif Ba "

12. Youssef Chaitani, Post-colonial Syria and Lebanon: the decline of Arab national-
ism and the triumph of the state, Londres, 1.B. Tauris, 2007,

13. Télégramme dans le dossier S0969002 (Nations unies, New York).

14. Boite 1, séric 3246A (Maryland) et carton 293, Syrie-Liban 1944-1958 (La Cour-
neuve).

15. Khayriyah Qasimiyah, Al-Ra'Tl al-* Arabi al-awwal, op. cit.

16. Lettre n® 45, papiers ‘ Adel al-* Azmeh, Qism al-Khass (Damas).

17, T A0 B8 0T 2 B 26 9 RS+ Alif Ba, al-Qabis, ou encore al-Baath dans
lequel les éditoriaux s’ opposent de fagon virulente & ce changement. Sur le scrutin, notes
dans le carton 293, Syrie-Liban 1944-1952, Afrique-Levant (La Courneuve), FO37
aussi Khalid *Azm, Mudhakkirdt, op. cit.; Copeland, The Game of Nations: the amorality of
power politics, Londres,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272 p.; *Abd al-Salam *Ujayli, Dhi-
kraydt ayydm al-siydsah, Beyrouth, Riyad al-Rayyis lil-Kutub wa-al-Nashr, 2000

18. Jalal al-Sayyid, Hizb al-Ba ‘ath (Parti de la Renaissance), Beyrouth, Dar nahr lil-
nashar, 1973; Sami al-Jundi al-Ba'ath (La Renaissance), Beyrouth, Dar al-nahir lil-nashar,
1969; Robert W. Oslon, The Ba'th and Syria, 1947 to 1982, op. cit.; Pierre Guingamp, Hafez
el Assad et le parti Baath en Syrie, Paris/Montréal, L’ Harmattan, 1996; Kamel Abu Jaber,

The Arab Ba'th Socialist Party: history,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Syracuse, Syracuse Uni-
versity Press, 1966 ; John F. Devlin, The Ba'th Party: a history from its origins o 1966,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6; *Abd Allah Fikii Khani, Jihdd Shukri
al-Qiwatli fi sabil al-istiglil wa-al-wahdah: wa-ma‘ahi mahadir jalasit al-wahdah ma*a
Misr; Beyrouth, Dir al-Nafd'is, 2003.

19. Michel Aflag, F7 sabil al-Ba'th, Damas, s.n., 1959.

20.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op. cit





EPUB/images/image_026.jpg
uthmani. Ildla naqdiyya *ala-l-tdrikh », dans Mujméma al-mu’ alifin, Mi 'a ‘am “ala l-harb
al-"alamiyya al-ild. Mugdrabat arabiyya, vol. 11, Doha,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
cy Studies, 2016, 440-441

52 BUAE, L HIT AT A AR SCIRYERE, AT UL : Annette Becker, Hamit
Bozarslan, Vincent Duclert, Raymond H Kévorkian, Gaidz Minassian, Claire Mouradian,
Mikaél Nichanian, et Yves Ternon, Le Génocide des Arméniens. Un siécle de recherche
1915-2015, Paris, Armand Colin, 2015 ; Hamit Bozarslan, Vincent Duclert, et Raymond H.
Kévorkian, Comprendre le génocide des Arméniens. 1915 a nos jours, Paris, Tallandier,
2015; Yves Temnon, Les Arméniens, histoire d "un génocide, Paris, Seuil, 1977 .

53. Yves Temon, Les Arméniens, histoire d "un génocide, op. cit. 15 HAbA I 74 |
Ak, ARBATEOTNIE T2

54.Voir les notes 1916 A 014 1916 A 09 (Vincennes).

55, VR A B STIERG I B IR G AP A SRR, T LA PSS AR WA AR T Ve
sions of Islamic Unity: A Comparison of Djemal Pasha’ s al-Sharq and Sharif Husayn's al-
Qibla Periodicals, Der Islam Welt 54, 3-4, 2014.

56. John D. Grainger, The Battle for Syria, 1918-1920,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13.

57. James L. Gelvin,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e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58. Ali A. Allawi, Faisal I of Ira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59. Voir notes contenues dans 1918 A 09 @ 1918 A 12 (Vincennes) ; Malcolm B. Russell,
The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Syria under Faysal, 1918-1920, Minneapolis, Bibliotheca Isl-
amica, 1985,

60. Muhammad Jamal Bart, al-Takawwun al-tdrikhi al-hadith lil-Jazira al-Siriya, op.
cit, 111,

61. Elizabeth Thompson, Justice interrupted, op. cit.; James L. Gelvin, Divided Loyal-
ties, op. cit.

62. James L. Gelvin, Divided Loyalties, op. cit.

63. Eliezer Taube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yria and Irag, Tiford (GB) Portland
(Or), F. Cass, 1995

64 TEAIT e B BT RFFE 13 07 DRAF (9 A G R

65.*Abd al-Rahmin it *Abd al-Rahmin 1967.

66. Elizabeth Thompson, Justice interrupted, op. cit

67. KT L MiE = (i 5y 2 ) 9 %36 LB ABRT 09 {1 PE R, PRI
Mizin Yissif Sabbigh, Al-Mu "atamar al-siri-barlaman al-istigldl (bilad al-Shim) siriya-
Jalestin-al-iirdun-lubndn 7/6/1919-25/7/1920, Damas, Dir al-Sharq, 2011 et Mari Almiz
Sahrastén, Al-mu "tamar al-siri al-"ali 1919-1920, Beyrouth, Dir Amwj, 2000

68. Philip S.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 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






EPUB/images/image_039.jpg
11. Voir al-Baath 1971

12, HCFR 3 PO U 115 ORI AL B M D A9 R RO 173 . 1. Fabrice Bal-
anche, La région alaouite et le pouvoir syrien, Editions Karthala, Paris, 2006

13. Hashim *Uthmin, Tarikh siriva al-hadith ‘adh Hifiz al-Assad, Beyrouth, Riyad
al-Rayyes, 2014, 103.

14.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IV : Le Rameau d olivier et le fusil
du combattant, Paris, Fayard, 2011

15. Notes dans 1776INVA40 (La Courneuve).

16. Mouna Liliane Samman, « Le recensement syrien de 1981 », Population, 1983,
vol. 38, 1, 184-188.

17. Myriam Ababsa, Ragqa, territoires et pratiques sociales d” une ville syrienne,
Presses de 1" fpo, 2010 ; Jean Hannoyer, Campagnes et pouvoir en Syrie, op. cit.

18. Mohamed Al-Dbiyat M., Hama et Homs en Syrie centrale, concurrence urbaine et
développement régional, Damas, Ifpo, 1995

19. Hshim *Uthman, op. cit., 118-120.

20. Anne-Marie Bianquis, La Réforme agraire dans la Ghouta de Damas, Tnstitut frangais
de Damas, Damas, 1989 ; Thierry Boissicre, Le Jardinier et le citadin, op. cit

21. Hazem Beblawi et Giacomo Luciani, The Rentier State, Londres, Routledge, 1987.

22. Matthieu Auzanneau, Or noir. La grande histoire du pétrol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6.

23. Hanna Batatu, «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Roots of Syria” s Ruling, Military
Group and the Causes for Its Dominance », Middle East Journal, 1981, vol. 35, no 3, 331-
344 ; Elizabeth Picard, « Ouverture économique et renforcement militaire en Syrie », Orien-
te moderno, 1979, vol. 59, 7/12, 663-676; Albert Hourani, Philip Khoury, et Mary Christina
Wilso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ia under Asad, New York, 1.B. Tauris,

24. Volker Perth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1997.

25. Adnén Sa’ad al-Din, op. cit.

26. Voir les cartons 18AP47 (Damas) (Nantes) ; voir les trés nombreux dossiers de la
série FCO93 Kew Gardens (Londres) entre autres et 1776INVAG3 (La Courneuve).

27. Entretien Richard Murphy (New York, novembre 2014).

28. Samir *Abduh, Hafiz al-Assad yahkum sirivd, Beyrouth, Bir Sb, 2011, 53-54;

Raymond A. Hinnebusch, Authoritarian Powe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Ba’thist Syria, op.

it
28. Olivier Carré et Michel Seurat, Les Fréres musulmans: Egypte et Syrie(1928- 1982),
Paris, Julliard, 1983 ; Raphaél Lefévre, Ashes of Hama, op. cit.
30. %S RURTE [ X AR 5L LB 193773 : Amman, septembre 2014,
31. Adeed Dawisha, Syria and the Lebanese Crisis, Londres, Macmillan Press Lid,





EPUB/images/image_005.png





EPUB/images/image_075.jpg
—. «The Hauran Conflicts of the 1860s: a Chapter in the rural History of Modern syri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3, 1°2, 1981, p. 159-179.

—. « Dhe Famine of 1915-1918 in Greater syria », dans John sPaGNoLo, Problems of
Modern Middle Ea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g, Gamnet & ithaca Press, 1996.

Christoph SCHUMANN (éd.), Nationalism and Liberal Thought in the Arab East: ide-
ologies and practices, londres, soas/routledge, 2010.

ssays in honour of Albert Hourani, read-

James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
c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lond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La Lutte pour P'indépendance arabe : Riad EI-Solh et la naissance du Moyen-Ori-
ent moderne, Paris, Fayard, 2010.

—. Asad of Syria: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Michel SEURAT, L'Etat de barbarie, Paris, le seuil, 2012.

Bouthaina SHAABAN, “dshrat a*wam ma‘a Hifiz al-Asad, 1990-2000 (dix années
avec Hafez al-assad, 1990-2000), Beyrouth, Markaz dirasat al-Wahdah al-‘arabiyah, 2015.

“Abd al-Rahman SHAHBANDAR, Mudhakkirdt ‘Abd al-Rahmdn al-Shahbandar
(Mémoires de ‘abd al-rahman al-shahbandar), Damas, s.n., 1967.

—. Thawrat Siiriyah al-kubrd (la grande revolution de syrie), Damas, s.n., 1940.

—, Rasdil “Abd al-Rahman al-Shahbandar; 1879-1940: tarikh ummah fi hayat rajul
(les lettres d”abd al-rahman, 1879-1940 : histoire de la nation dans la vie d’un homme),
damas, Wizirat al-thagafah fi al-Jumhiriyah al-*arabiyah al-sriyah, 2002

Zuhayr SHALAQ, Min awrdq al-intidab: tarikh ma ahmalahu al-tarikh (des papiers

du mandat : Phistoire de ce qu'a négligé I'histoire), Beyrouth, lubnan, dr al-Nafi's, 1989,

Aryeh SHALEV, The Israel-Syria Armistice Regime 1949-1955,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Fariq SHAR®, Al-Riwdyah al-mafgidah (le roman perdu), Beyrouth, al-Markaz al-‘ar-
abi lil-abhith wa-dirdsat al-siydsit, 2015.

Mahir, AL-SHARIF, Qays ezzerLi (dir.), Al-Sira al-dhdtiyya fi bildd al-shim (I'autobi-
ographie au levant), Damas, dar al-Mada, 2009.

Akram SHAKRA, Land Reforme in Syria, Phd, Université de I'oklahoma, 1996.

Stanford J. SHAW et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
1976.

Avi SHLAIM, « Husni Za'im and the Plan to resettle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syria »,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5, n 4, 1986, p. 68-80.

William i. SHORROCK, French Imperi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the failure of

.y,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






EPUB/images/image_057.jpg
Alasdair DRYSDALE et Raymond A. HINNEBUSCH, Syria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1.

Alasdair DRYSDALE, « Syrian Armed Forces in National Politics: the Role of the
Geographic and ethnic Periphery », in Roman KOLKOWICZ et Andrzej KOR-BONSKI
(dir), londres, 1982, p. 52-76.

Carlacddé, Beyrouth: naissanced unecapitale, 1918-1924, aix-en-Provence, sindbad/ac-
tes sud, 2009.

Norbert ELIAS, La Société des individus, Paris, Fayard, 1991,

Galal EZZ EL DIN, Le Systéme unicaméral : son application en Egypte, en Syrie et
dans la République arabe unie, Genéve, Droz, 1963

Khaled FAHMY, Mehmed Ali : from Ottoman governor to ruler of Egypt, londres, one-
world Publications, 2012.

—. All the Pasha’s Men: Mehmed Ali, 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r, le
Caire,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0.

Héléne FAISANT DE CHAMPCHESNEL-GRANDEMANGE, La Gendarmerie au
Levant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ille, France, atelier national de reproduction
des thises, 2009,

Bashir FANSA, Al-Nakbat wa al-mughdmarat, tarikh ma dhmaluhu min dsrar al-ing-

ildbit al-askariyya al-siiriyya 1949-1958 (les défaites et les aventures, histoire que je con-
serve des secrets des coups d'Etat en syrie, 1949-1958), damas, dar y'arab, 1966.

Nadhir FANSAH, Ay ivi (les jours de
Husni al-Za'im, 137 jours qui ont ébranlé la syrie), Beyrouth, dar al-Afaq al-Jadidah, 1982.

m Husni al-Za'im: 137 yawman hazzat S

Ceasar E. FARAH,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ism in Ottoman Lebanon, 1830- 1861, ox-
ford, i.B. tauris, 2000.

Ilyas FARAH, Arab Revolutionary Thought in the Face of Current Challenges, s.1., ar-
ab Ba'th socialist Party, 1978.

Muhammad AL-FARHANI, Faris al-Khiri wa dyyim la tansd (Faris al-Khari et les
jours que I'on moublie pas), Beyrouth, Dir al-ghad, 1965.

Muhammad FARZAT, Al-haya al-hizbiya fi sii

Ghzib wa tatawwirahd (la vie partisane en syrie, étude de la fon- dation et des évolutions

i, al-dirdsat al-tirikhiyya li-nushi al-

des partis politiques), damas, dar al rawad, 1955,

Leila Tarazi FAWAZ, An Occasion for War: civil conflict in Lebanon and Da- mascus
in 18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Louise FAWCET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UP oxford,
2016.

Robert Alan FERNEA, Shaykh and Effendi: changing patterns of authority among the
El Shabana of Southern Ira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Aydney FISHER (dir), The Military in the Middle East, Problems in Society and Gov-





EPUB/images/image_019.jpg
York, Berghahn, 2015, 150-152.

61.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199

62. Moshe Ma oz, Ottoman Reform in Syria and Palestine, 1840-1861: the impact of
the Tanzimat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op. cit., 124.

63.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res, 1.B
Tauris, 1993; Charles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1800-1914. A book
of read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64. Dominique Chevallier, La Société du mont Liban i I"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indus-
rielle en Europe, op. cit

65. Tome IV, CCC Damas (La Courneuve).

6. Vanessa Guéno, Homs durant les derniéres décennies ottomanes, op. cit

67.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op. cit.; Dominique Chevalli-
er, La Société du mont Liban i I"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Europe, op. cit

68. Vanessa Guéno : Homs durant les derniéres décennies ottomanes, op. cit.; Martha
Mundy et Richard Saumarez Smith, Governing Property, making the Modern State, op. cit.

69. Peter Sluglett, « Municipalities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 dans Peter Sluglett et
Stephan Weber (dir), Syria and Bilad al-Sham under Ottoman rule: essays in honour of Ab-
dul Karim Rafeq, Leyde, Brill, 2010, 558.

70.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I, op. cit.

71. Voir dépéches tome IV CCC Damas (La Courneuve).

72. A. Daww (dir.), Hawddith 1860 fi Lubndn wa-Dimashq, op. cit.; Mikh: 1
Mishagah, Mulham Khalil * Abdd, et Andrawus Hanna Shakhashirt, Kitab mashhad al-*iyan
bi-hawadith Si
Dima de Clerck, Carla Eddé, Naila Kaidbey, Souad Slim, ez al., 1860, histoires et mémoires

@ wa-Lubnan, op. cit. ; Leila Tarazi Fawaz, An Occasion for War, op. cit. ;

d"un conflit, Beyrouth/Damas, Institut frangais du Proche-Orient, 2015. Ussama Makdisi,
The Culture of Sectarianism. Community, history, and viol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Otto-
man Leban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73. Leila Tarazi Fawaz, An Occasion for War: civil conflict in Lebanon and Damascus
in 18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74. Leila Tarazi Fawaz, An Occasion for War, op. cit

75. Dima de Clerck (dir), 1860, histoires et mémoires, op. cit.

76. Ibid.

BEE

1. Albert Hourani, « Ottoman Reforms and the Politics of Notables », dans Albert Ho-
urani, Philip Shukry Khoury, et Mary Christina Wilso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Philip Shukry Khoury, 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 op. cit.






EPUB/images/image_044.jpg
al-iSldh, Doha, al-Markaz al-* Arabi lil-Abhath wa-Dirdsat al-Siydsat, 2012,

23. Bassam Haddad, Business networks in Syria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
an resil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4. Leila Vignal, « La “nouvelle consommation” et les transformations des paysages
urbains & la lumiére de 1" ouverture économique : 1" exemple de Damas », Revue des mondes
musulmans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31 décembre 2006, n° 115-116.

25. Reprenant les observations sur 1" urbain développées dans Asef Bayat et L. Herrera
(dir), Being Young and Muslim: new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global south and no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6. Andrew Tabler, /n the Lion s De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shington s batle
with Syria, Chicago, Tll., Lawrence Hill Books, 2011; plus généralement, Laura Ruiz de El-
vira Carrascal, Associations de bienfaisance et ingénieries politiques dans la Syrie de
Bachar -al-Assad : émergence d"une société civile autonome et retrait de I” Etar?, Paris,
EHESS, 2013,

27. Observation dans la bidiya (mars 2010 ; avil 2012).

28. U 1 20144 4 A6 4R BB 5 (1 R MR 9 WA L5 - WK (Frederic Hof)
RN

29. « Interview with Bashar al-Assad », Iall Street Journal, 31 janvier 2011.

30. B AR OWGER 2011 4F 3 5 % 2013 4F | T FERURIEERT IO RUIG 2D, AR
20144F4 10 AAELSEL, BREOR-LFEILAYR VTR S5h, I UE AR 1R B
AR SRR B T (T A 85 1 A3 S G2 S B . SRIT ()12 8) f ERC Wafaw 314
PR S5 A5 . TR SRR A%, BT Jonathan Littell, Carnets de
Homs : 16 janvier-2 février 2012, Paris, Gallimard, 2012 ; Sofia Amara, Infilirée dans "
enfer syrien : du printemps de Damas a |’ Etat islamique, Paris, Stock, 2014,

31 i i S ARG 4 A b i O

32. Jonathan Littell, Carnets de Homs, op. cit.






EPUB/images/image_036.jpg
dres,  Riyad-Rayyes, 1991.

79. * Abd al-Karim Zahr al-din, Mudhakarrati ‘an fatra al-infisdl fi siriya md bayn 28
ayliil 1961 wa 8 ddhdr 1963, Beyrouth, Dir al-Ittihad, 1968, 190 et s.

80.Al-Jamahir et brochure privée contenue au Qism al-Khass (Damas).

81. Entretien & Istanbul avec des représentants des Fréres musulmans militant dans les
années 1960 (Istanbul, § mai 2017) et notes de février 1963, boite 4084 (Washington D.C.).

BtE

1. Hanna Batatu, The Egyptian, Syrian, and Iragi Revolution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ir underlying causes and social characte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4 ; Hanna Batatu, Syria 's Peasantry, the Descendants of its Lesser Rural Notables, and
their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Edouard Saab, La Syrie ou la
Révolution dans la rancaeur, Paris, Julliard, 1968.

2. Ulrike Freitag, « In Search of “Historical Correctness” : The Ba’ th Party in Syria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9, vol. 35,0 1, 1-16.

3. Voir les notes dans les cartons 2685 et 4084 (Maryland), cartons 1870 et 1873 (La
Courneuve) ; Munif Razziz, Al-Tajribah al-murrah, Damas, 1967 ; Mustafa Tliss, Mard
Haydti, Damas, Dar al-Tliss, 2007 ; Muhammad Torahim *Ali, Haydii wa-al-i*ddm, op. cit ;
Patrick Seale, Asad of Syria: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
fornia Press, 1989 ; Itamar Rabinovich, Syria under the Ba’th, 1963-66: the army-party
symbiosis, Jérusalem, Israel Universities Press, 1972 ; Raymond Aloysius Hinnebusch, Syr-
ia: revolution from above, Londres, Routledge, 2001 ; Raymond A. Hinnebusch, Authoritari-
an Powe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Ba ’thist Syria: army, party, and peasan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 ; Nikolao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
Londres, 1.B. Tauris, 1996.

ia: politics and so-
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 'th Par

4. Muhammad Ibrahim * Ali, Haydti wa-al-i*ddm, op. cit

5. Patrick Seale, Asad of Syria, op. cit.

6. Voir les notes au jour le jour dans les cartons 4084 et 4085 (Washington D.C.).

7. Entre autres, Muhammad Hasanayn Haykal, The Cairo Documents: the inside story
of Nasser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world leaders, rebels, and statesmen, New York, Double-
day, 1973

8. Notes contenues dans la boite XXX (Maryland). Voir aussi FCO XXX et carton
XXX (La Courneuve).

9. KA BT BUR IBCRE S 00 2 AUA AL 243 AL T RSB
FECSE SRR R PR MO BUR B LS B PEAR SR . A5
3§ ¥ W - John F. Devlin, The Ba'th Party: a history from its origins to 1966,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6 ; Ilyas Farah, Arab Revolutionary Thought in the Face of

Current Challenges, s.1., Arab Ba'th Socialist Party, 1978. Robert W. Oslon, The Ba'th and






EPUB/images/image_061.jpg
¢y, Wilrzburg, ergon Verlag, 2010,

Bernard HEYBERGER, « les chrétiens du Proche-orient au temps de la ré- forme
catholique : syrie, liban, Palestine, xvii-xviii* siécles », Ecole frangaise de rome, diff. de
Boccard, rome Paris, 1994,

Steven HEYDEMANN, Autoritarism in Syria, Institution and Social Conflict, 1946-
1970, londres,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ar,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et Rachel BOUYSSOU, « la question de la démocratie dans les travaux sur le monde
arabe »,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2002, 1° 17, p. 54-62.

—. «dassad & assad. la politique syrienne n'est pas un thétre d’ombres », Critique in-
ternationale, n° 9, 2000, p. 36-43.

Steven HEYDEMANN et reinoud LEENDERS, Middle East Authoritarianisms: gover-
nance, contestation, and regime resilience in Syria and Ir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Raymond a. HINNEBUSCH, « Party activists in syria and egypt: Political Participa-
tion in states »,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Revue in-

ternational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 4,10 1, 1983, p. 84-93.
—. « Syria Under the Ba’th: state Formation in a Fragmented society »,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4,n° 3, 1982, p. 177-199.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in Four Village Cases »,

—, « Local Politics in syri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0, n° 1, 1976, p. 1-24.

—. Peasant and Bureaucracy in Ba'thist Syria, a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Develop-
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Authoritarian Powe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Ba'thist Syria: army, party, and peas-

an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

—. Tina ZINTL, Christa SALAMANDRA et leif STENBERG (dir.), Syria fiom Re-
form to Revolt,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Syria: Revolution from above, londres, routledge, 2001

HIZB AL-BA“TH AL-‘ARABI AL-ISHTIRAKI (Le parti arabe socialiste Ba'ath (syr-
ia) (dir.), Niddl al-Ba‘th (le combat du Baath), damas, s.n., 1963.

—. SORI, Krdyn wa-Siriyah: wa-hiya al-nashrah al-ild min al-nasharat allati yus-

diruhd Hizb al-Sha'b al-Siri (Crane et la syrie : premier des bulletins émis par le Parti du
a'b al-siiri, 1927,

Antoine hokaYem et Marie Claude Bittar (dir), L’ Empire ottoman, les Arabes et les

peuple syrien), le Caire, Hizb al-

grandes puissances, 1914-1920, Beyrouth, Eq
Juliette hoNvauLt, L' Emir *Adil Arslan (1888-1954), de I'ottomanisme d I'arabisme
action politique et représentation de soi, Paris, iNalCo, 2002.
Derek hoPwood, Syria, 1945-1986.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res, Unwin, Hyman, 1988.

ions universitaires du liban, 1981






EPUB/images/image_079.jpg
et ses provinces syriennes, Bilad Ash Sham, de 1804 1864 ANRT, Lille 3, 1987.

Salim YAQUB,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and ~the Mid-
dle Ea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M. Hakan YAVUZ et Feroz AHMAD (dir.), War and Collapse: World War I and the Ot-
toman State,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6.

M. Hakan Yavuz et Peter SLUGLETT (dir), War and Diplomacy: the Russo-Turkish
War of 1877-1878 and the Treaty of Berlin,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1

*Abd al-latif AL-YONIS, Mudhakkirdt duktiir * Abd al-Latif al-Yinis(Mé - moires du
docteur 'abd al-latif al-yanis), Damas, 1992.

Fruma ZACHS, « Transformations of a Memory of Tyranny in syria: From Jamal Pa-
sha to ‘Id al-shuhada’, 1914-2000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8,1 1, 2012, p. 73-88.

*Abd al-Karim ZAHIR-AL-DINE, Mudhakarrati “an fatra al-infisl fi siriya mi bayn
28 aylil 1961 wa 8 ddhir 1963 (Mes Mémoires sur la période de la séces- sion en syrie, en-
tre le 28 septembre 1961 et le 8 mars 1963), Beyrouth, dar al-ittihd, 1968.

Wasfi ZAKARIYA, ‘“Ashd'ir al-Sham (les tribus du levant), Damas, Matba‘at dar al-
Hilal, 1945.

Suhayl ZAKKAR, Bilid al-Shim fi al-garn al-tdsi* ‘ashar: riwdydt t@rikhiyah mu*dsir-
ah li-hawadith *dm 1860 M wa-mugaddimdtuhd fi Siriyah wa-Lubndn, (Le Levant au xix*

siécle: histoires contemporaines sur les événements de 1860 et leur introduction 4 la Syrie et
au Liban), Damas, Dar Hassdn, 1982

Taysir Khalil Muhammad ZAWAHIRAH, Tarikh al-haydh al-ijtimd‘ivah fi liwd® Di-
mashg mi 1840 M-1864 M/1255 H-1282 H (Histire de Ia vie sosiale dans ls province de
damas, 1840-1862), Karak, Jami‘at Mu'tah, ‘imadat al-Bahth al-“il
1995,

Eyal ZISER, A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Londres, C. Hurst, 2001

—. Commanding Syria: Bashar al-Asad and the first years in power, Londres New
York, I.B. Tauris, 2007.

Radwian ZIYADAH, Power and Policy in Syria: intelligence services, foreign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rev. pbk. ed., Londres/ New York, I.B. Tau-
ris, 2013,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Mandates, Routledge, 2015.





EPUB/images/image_028.jpg
munity in French Mandate Syria, Edimbourg,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1. Voir sur les découpages et négociations, CPCOM 50, carton 298 & 305 (La Cour-
neuve) et 1SL/1/V/1550 (Nantes) retragant 1" historique de cette frontiére.

12. Jean-David Mizrahi, Genése de I Etat mandataire : service des renseignements et
bandes armées en Syrie et au Liban dans les années 1920,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
bonne, 2003.

13. Notes dans 1SL/1/V/506 et 1SL/1/V/546 (Nantes).

14. Shadi Jame, Le Régime de la nationalité en droit syrien et en droit francais : étude
de droit comparé entre domination coloniale et droit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in, Nantes,
2010.

15. Entretien auprés d habitants de Jarablus, Gaziantep, avril 2017.

16. Christian Velud, Une expérience d " administration régionale en Syrie durant le

mandat francais : conquéte, colonisation et mise en valeur de la Gazira : 1920-1936, Lyon-
11,1991

17. Voir les notes contenues dans 1SL/1/V/1505 & ISL/1/V/1508.

18. Tawfiq Suwaydi, Mudhakkirdti: nisf garn min tarikh al-*Irdq wa-al-gadiyah al-*Ar-
abiyah, Londres, Dir al-Hikmah, 1999.

19. Jean Hannoyer, Campagnes et pouvoir en Syrie: essai d "histoire socio-économique
sur la région de Deir -ez-Zor; thése 3 cyele,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France, 1982.

20. Sur la délimitation de la frontiére sud, 1SL/1/V/440 (Nantes).

21. Note du 23 février 1924 dans 1SL/1/V/950 (Nantes),

22. Jean-David Mizrahi, Genése de I’Etat mandataire, op. cit.

23. Nadine Méouchy, « From the Great War to the Syrian Armed Resistance Move-
ment (1919-1921): the military and the Mujahidin in action », in H. Liebau, K. Bromber,
K. Lange, D. Hamzah and R. Ahuja, The World in World Wars. Experiences, perceptions
and perspectives from Africa and Asia, Brill, Leyde/Boston, 2010,

24. *Abd al-Rahmén Shahbandar, Thawrat Siriya al-kubrd, Damas, Dir al-Jazira, 1955

25, e FH—LEGAT T # A BS . WT#5d . Nadine Méouchy, « Les nationali-
stes arabes de la premitre génération en Syrie (1918-1928): une génération méconnue »,
Bulletin d "études orientales, 1995, vol. 47, 109-128

26. Ibid.

27. Jean-David Mizrahi, Genése de 1" Etat mandataire, op. cit., 101.

28. 1L L " Asie frangaise, 1920-1932.

29. Pierre Fournié, L’ Administration frangaise au Levant (1918-1930), Ecole des
chartes, Paris, 1986, et Elizabeth Thompson, Colonial Citizens: republican rights, paternal

privilege, and gender in French Syria and Leban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5. Les archives de ces services administratifs font des kilométres de rayonnage





EPUB/images/image_045.jpg
HE

Plusicurs fonds d*archives ont été explorés. aux archives de damas, déposés au Qism
al-Khas (section privée), les papiers « Watha’iq muta- nawi’a (documents divers) » ; «
Naqd dawli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 ; « Qadiyd” al-filastin ('affaire de Palestine) » ; « sa-
fahit ‘arabiyya (Pages arabes) » ; « al-hizb al-watani (Parti national) » ; « hizb al-"ahd (Parti
de la promesse) » ; « hizb al-sha’ab (Parti du peuple) » : « al-hizb al-qawmi al-"arabi (Parti
national arabe) » ; « al-kutla al-wataniyya (Bloc national) » ; « ittifiq bayn misra wa siri-
ya (accord entre I'Egypte et la syrie) » ; « Nazih al-"azm » ; « shafiq rikabi, » ; « sa’id "Uda
»: « sibri Badawi » ; « shi’ir Muhammad Harb » ; « sultan atrash » ; « Hasan Hakim » ;

«ahmad al Habli al-"alan » ; « Fakhri al-Barddi » ; « Nabih al-"azmih » ; «‘adil al-"azmih » ;
«Nabih al-azmih ».

au Qism al-dawla (section d'Etat) ce sont les séries Wizdra al-dakhilyya (ministére de I'
intéricur) ; amn al-"amm, taqarir sharhiyya (sireté générale, rapports mensuels) : amn al-*
amm, malaf mahliya (sreté générale, dossier local) ; tagarir iddriyya (rapports administra-
tifs) ; Jam’iyyat wa Nawddi (associations et clubs) ; ihsi” al-nufiis wa al-jinsiyya (recense-
ment et nationali- t€) ; Qaddya wa hawadith dakhiliyya (affaires et événements intérieurs) ;
Qadiyd’ al-kurd (affaires kurdes) ; Qadiyd't suriya al-kubra (affaire de la Grande syrie) ; Qar-
rardt wa marisim (décisions et décrets) ; idrabit (Gréves) ; Nigabit (syn- dicats) ; Hudad
(Frontiéres) ; Naft (Pétrole) ; Mu’tamar al-muhafizin

nfé- rence des gouvemeurs) ; in-
tikhabat (Elections) ; Wizara al-méliyya (Ministére des Finances) ; Marasim jumhdrriyya
(décrets républicains) ; Wizdra al-zird*a (Ministére de 1’ agriculture) ; Wizdra al-difd”
(Ministére de la défense) ; Wizira al-kharijiyya (Ministére des affaires étrangéres) ; Qaddya

wa bayanit (affaires et bulletins) ; al-majlis al-niybi (Chambre des députés) ; Qawanin (lo-
is) ; Mar- sim al-jumhiriyya (décrets de la république) ; Man’a al-suhuf (interdiction de
journaux) ; al-idhd'a al siriyya (radio syrienne) ; Wizara al-iqtisad (Ministére de I'Econo-

mie).





EPUB/images/image_002.jpg
{

\ 4 = 7 ‘
B /5_: //; \/( \%\\;\ K
e <N

AFIE

o
iy
5

% %

BIETERS 7 H 5
L\SERBH—ORRER)

© | 1ot R TR
m 18— 19t 22 ARNFI T3 X i hy
= AOERKR
] EERRENS X

bo

AEEB
=p EEIZARIEH (1800—1870)
) AOEERREETHE
) i x EEEE
3 ’"‘;\‘TX o P - EEIER (18E R—1ot L )
x\% L ! > FaHMX
] % > 77) 1otttk H b X
. x YIREEHAERER (1878)






EPUB/images/image_051.jpg
en syrie », 4 contrario, n° 2-11, 2009, p. 122-150.

—. « Les municipalités dans la syrie baathiste : déconcentration administra- tive et con-
trdle politique », Revue Tiers Monde, n° 1-193, 2008, p. 169-187.

—. La Région alaouite et le pouvoir syrien, Paris, Ed. Karthala, 2006.

Khalid ahmad Muflih BANT HANI, Tarikh Dimashq wa-‘ulamd'uhd khildla al-hukm
al-Misri 1246-1256 H/1831-1840 M (histoire de damas et de ses ou-lémas pendant e gou-
vernement égyptien 1246-1256 H/1831-1840 M), damas, safahdt lil-dirdsat wa-al-Nashr,
2007.

James A. BAKER iii,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New york, Putnam adult, 1995

Muhsin AL-BARAZI, Mudhakkirdt Muhsin al-Bardzi 1947-1949 (Mémoires de Muh-
sin al-Barizi, 1947-1949), Beyrouth, al-rawad lil-nashar al-tawzi', 1994,

Richard J. BARNET, 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World Pub. Co, 1968.

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James BARR, A Line in the Sand: the Anglo-French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1914-1948,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12

Roby BARRETT,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and the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un-
der Eisenhower and Kennedy, londres/New york, i.B. tauris, 2007.

Yaacov BAR-SIMAN-TOV, Linkage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Syria between domes-
tic and external conflict, 1961-1970,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3

Fakhri BARUDI, Awrdg wa-mudhakkirat Fakhri al-Bar 1887-1966: khamsin
“dman min hayat al-waTan(Papiers et Mémoires de Fakhri al-Baridi 1887-1966, cinquante

ans dans la vie de la nation), damas, Wizirat al-thaqafah i al-Jumhariyah al-‘arabiyah al-
ah, 1999.

Muhammad Jamal BARUT, Al-Takawwun al- i al-hadith lil-Jazirah al-Siriy
asilah wa-ishkdliyat al-tahawwul min al-Badwanah ili al-‘umrin al-hadari (Histoire con-

temporaine de la Jazira syrienne: défi de la transition urbaine pour des communautés no-
mades), Beyrouth, al-Markaz al-‘arabi lil-abhith wa-dirdsat al-siyasat, 2013.

—. Al-*Aqd al-akhir fi tarikh Siiriyah: jadaliya al-jumid wa-al-isldh (la demniére
décennie dans I'histoire syrienne : dilemme entre le gel et la réforme), doha, al-Markaz al-
“arabi lil-abhith wa sit, 2012

it wa al-jamd’ t al-islimiy,

isat

hib wa al-haral

(les partis, les mouve- ments et

damas, Markaz al-"arabi ll-dirdsit al-stratijiya, 2000.

Muhammad Jamil BARUTetshamsal-DINKILANI(div.), ~Sirivahbayna *ahdayn.
qaddyd al-marhalah al-intigdliyah: bayinat wa-wathd'iq, hiwdrdt wa-sijalit, magdldt (la
syrie entre deux époques: les affaires de la période transitoire, déclarations et documents,
il-Nashr, 2003

débats et discussions, articles), amman, dir sindbid





EPUB/images/image_077.jpg
Eliczer TAUBE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yria and Irag, ilford (GB) Port- land
(o), F. Cass, 1995.

Jordi TEJEL GORGAS,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r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Le Mouvement kurde de Turquie en exil : continuités et discontinuités du national-
isme kurde sous le mandat frangais en Syrie et au Liban, 1925-1946, Bruxelles, P. Lang,
2007.

Jean-Pierre THIECK, Passion d Orient, Paris, lid. Karthala, 1992

Albert thomazi, La Guerre navale dans la Méditerranée, Paris, Payot, 1929.

Elizabeth THOMPSON, Justice Interrupted: the struggle for constitutional govern-
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Colonial Citizens: republican rights, paternal privilege, and gender in French Syr-
ia and Leban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Ottoman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Provinces: the Damascus advisory council in
1844-45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5,1 3, 1993, p. 457-475.

Mustafi TLAS et ahmad SAWWAN, Hafiz al-Asad: madrasah qawmivah khd-lidah
(Hafez al-assad : leon de nationalisme étemelle), Beyrouth, al-Dhakirah lil-Nashr wa-al-

Mustafa TLAS, Mi'rdt hayyari(le miroir de sa vie), Damas, Dar al-Tlass, 2007, 15

vol.

Gordon TORREY, Syria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1945-1958,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Ghassan TUENI, Une guerre pour les autres, Paris, J.-C. Lattés, 1985,

M. Naim TURFAN, Rise of the Young Turks: politics, the military and Ottoman col-
lapse, londres/New York, i.B. Tauris, 2000.

“Abd al-Salim “UJAYLI, Dhikraydt ayyim al-sivisah (souvenirs des jours politiques),
Beyrouth, Riyad al-Rayyis lil-Kutub wa-al-Nashr, 2000.

Stéphane VALTER, La Construction nationale syrienne : légitimation de la nature
communautaire du pouvoir par le discours historique, Paris, CNRS Editions, 2002.

Nikolao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th Party, Londres/New York, LB. Tauris, 1996.

Michael VANDUSEN, Intra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in the Syrian Army, Ph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1

—.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syria », Middle East Journal, 26-2, 1972,
p. 123-136.

Christian VELUD, Une expérience d'administration régionale en Syrie durant le man-
dat frangais : conquéte, colonisation et mise en valeur de la Gazira : 1920-1936, Lyon-ii,
1991,






EPUB/images/image_007.png





EPUB/images/image_042.jpg
26. Note dans le carton 1, 1890P, Syrie 1990-1994 (La Courneuve).

27. Efv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op. cit.

28. Bouthaina Shaaban, ‘Ashrat a*wim ma*a Hafiz al-Asad, 1990-2000, op. cit. ; Firiq
Shar, al-Riwdyah al-mafgidah, op. cit

29. James A. Baker 111,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New York, Putnam Adult, 1995

30.E TR - SFARITA A, RURIE R 26 0 2 5 2 — 3l o RS AT 8 3 R
il ) R I AR PRI (LA 35 P SRR e A, A J2 R - ik - 5 23Rl )
IR B 22 160 ) R SR I SLATFTBERL: HL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
estine: 1799-1921, tome I, reproduit en fac-similé, Paris, Fayard, 1999; Pierre-Jean Luizard,
La Question irakienne, Paris, 2002,

31T 201245 6 F 5 TR MUl O R A 7R 1

32. Hishim * Uthman, op. cit.

33. Ephéméride 1992, carton 189 01.

34. IR 1 2009—2013 4EAEFURI ML HEAT 9 1IN 930 75 G2 oR D7 25 Fh R 22 AL
[V]=ETN

. Carton 1, 1890P (La Courneuve).
. Carton 3, OP189.
7. Manon Nour Tanous, Assad, Chirac, et les autres, Paris, Puf, 2017.

8. Picrre-Jean Luizard, La Question irakienne, Paris, Fayard, 2002

9. Marwa Daoudy, Le Partage des eaux entre la Syrie, | 'Irak et la Turquie : négocia-
tion, sécurité et asymétrie des pouvoirs, Paris, CNRS Editions, 2005.

40.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V : La Paix impossible, Paris, Fa-
yard, 2015.

BtE

1. Steven Heydemann et Rachel Bouyssou, « D’ Assad  Assad. La politique syrienne
n’est pas un théatre d” ombres »,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2000, n° 9, 36-43; Frédéric Charil-
Ton, « Maroc, Jordanie, Syrie: Les héritiers », Etudes, 2002, tome 397, n° 12, 587-597; Joshua
Stacher, « Reinterpreting Authoritarian Power: Syria’s hereditary Succession », Middle East
Journal, 2011, vol. 65, n° 2, 197-212.

2. Henry Laurens, L "Orient arabe d " heure américaine, op. cit.

3. Manon Nour Tannous, op. cit.

4. Mustafa Tliss, Mard Haydti, Dir al-Tliss.

5.20124F 12 7 e ELBE IR R HEKOR KSR HEFT 9115 . Souhail Belhadi, La

Syrie de Bashar al-Asad : anatomie d "un régime autoritaire, Paris, Belin, 2013 .

6. Burhan Ghalioun, « Un printemps de Damas », Confluences (Méditerranée), 44,
2002
T ARBN T 201149 I 201245 6 A fE R Thh-30, R BRI AR RS A0





EPUB/images/image_009.png





EPUB/images/image_034.jpg
42. Al-Baath, 7 juillet 1950.

43.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op. cit.

44. Jalal al-Sayyid, Hizb al-Ba ‘ath ", op. cit.; Akram Harani, Mudhakkirdt Akram al-
Hiirdni, op. cit.

45.Tbid. ; Elizabeth Thompson, Justice interrupted, op. cit

46. Voir FO 371/98913, FO 98841; carton 294 (Syrie-Liban 1944-1952) (La Cour-
neuve),

47. Hani Khayyir, Adib al-Shishakli: sahib al-ingilib al-thalith i Siriyd: al-biddyah
wa-al-nihdyah, Damas, Hani al-Khayyir, 1994,

48. Matthieu Rey, « How Did the Middle East Meet the West? The International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Surveys in the 1950s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9, n° 3, 2013,
477-493.

49. M. Babelli, La Constitution syrienne de 1953, Université de Paris.

50. Selon les propos de Ujayli, rapportés par Elizabeth Picard (Paris, octobre 2013).

S1. Voir les pochettes FO 371/111138 & 111144 ; carton 521, Syrie 19531958 (La
Courneuve) ; Mansir Ateash, Al-Jil al-muddn: sirah dhatiyah, min awrdg Mansir Sulgin al-
Arash, Beyrouth, Riyad al-Rayyis lil-Kutub wa-al-Nashr, 2008.

52. Document n° 1, carton 80, papiers Fakhri al-Baradi, Qi

53. Demiérement Kevin W. Marti

n al-Khass (Damas).

Syria's Democratic Years: citizens, experts, and
media in the 1950 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54. Matthieu Rey, « Le moment électoral de 1954 en Irak et en Syrie », MaghrebMa-
chrek, n° 213, 99-116.

55. Majlis al-ni

56. John F. De

57. Voir les numéros al-Baath de mars 1954 puis celui de février 1955

58. Mustafa Siba‘i, Ishtirdl it al-Islim, Damas, Matbu‘a Jami‘at Damashaq, 1959.

59. Notes dans le carton 522, Syrie 19531958 (La Courneuve).

60. Khalid ‘Azm, Mudhakkirdt, op. cit.

61. Malcolm H. Kerr, The Arab Cold War, 1958-1964: a study of ideology in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62. « La semaine de 1" Algérie », 13 avril 1956, carton 522, Syrie 1953-1958 (La Cour-

neuve).

Mudhakkirdt al-niyd
n, The Ba‘th Party, op. cit.

va, 1955, 1956 et 1957.

63. David W. Lesch, « Militaires et politique étrangére en Syrie (1946-1970) », Ving-
tiéme siccle. Revue d " histoire, 20 octobre 2014, n° 124, 73-86; Robert G. Rabil,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 the Middle East, West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a, the

International, 2006; Salim Yaqub,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and the Middle Ea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64. Muhammad Ma'raf, dyydm ‘ishtuhd, 1949-1969, op. cit.





EPUB/images/image_047.jpg
5:0370-0025 ; 5-0370-0027s 0455 0001, s 0991 0008.

R

A la Maktaba al-assad

al-Anwar(1945-1946); al-Ingilib (1949) ; al-Abnd’ al-siiriyya (1952-1953) ; Alif ba",
(1946-1957); al-Insha’ (1948-1958); al-dyydm (1946-1962); al-Abtdl (1956-1958) ; Bayin
siiriya (1954); Baldgh (1954); al-Balad (1945-1948 ; 1950-1951) : al-Ba’ath (1946-1963);
al-Baradd (1945-1963) ; al-Bind*(1952-1953) ; al-Bind® al-Jadid (1954) ; al-Dahd’ (1947~
1948); al-Hawddith(1954-1955) ; al-Haddra(1954-1955) ; al-Jabal(1955-1956) ; al-Jazi
(1947); al-Jarida(1947); al-Jil al-jadid(1951-1952) : al-Kifih(1946-1958) : al-Mandr
(1948); al-Mandr al-jadid(1950-1954) : al-Mukhtar(1954-1958) ; Nidd* al-watan(1955-
1956); al-Niddl(1946-1952); al-Qabas(1946-1958); al-Sana’(1955) ; al-Sha'ab(1949; 1954-
1955); al-Sirakhat(1954-1957); Sawt Siiriya(1954-1955); al-'Umal(1953); al-Zamdm(1952-
1954)

A la Jaafet library (Beyrouth)

Al-Asima(1918-1920) ; Al-Baath(1947-2010); Al-Islim(1915-1917).

A la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l-Mugdatas(1908-1914).

FEEE

Myriam ABABSA, Raqqa, territoires et pratiques sociales d"une ville syrienne, Press-
es de T'ifpo, 2010,

—. «la recomposition des allégeances tribales dans le Moyen-cuphrate sy- rien (1958-
2007) », Etudes rurales, n° 184, 7 avril 2010, p. 65-78.

sayyid ‘ABD AL-‘AL, Al-Ingildbat al-*askariva fi
etat en syrie) le Caire, Maktabat Madbili, 2007.

Umar F. ‘ABD-‘AL,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Berkeley, Mizan Press, 1982.

‘Ismat Burhdn al-Din ‘ABD ALVQADIR, Dawr al-Niwdb al - ‘Arab fi Majlis al-
Mab*ithan al-*Uthmani, 1908-1914 M(le role des députés arabes dans I’assem- blée otto-
1, 2006.
aqi, 2003.

i Hosham d,,., (dir) Tribes and Ethnicity in the Middle East,

G, 1949-1954 M, (les coups d*

mane des représentants), Beyrouth, al-dir al-‘arabiya lil-Maws

Faleh ABDU-JABER, The Shi'ite Movement in Irag, londre:

Faleh ABDU-JABER,
londres, saqi, 2003,
*ABDUH, Hafiz al-Asad yahkumu Siiriyd, 1970-2000 (Hafez al-as
la syrie), Beyrouth, Bisn lil-Nashr w m, 2011

Rifa’at "Ali ABOU-EL-HAJ,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The Ottoman Em-
pire Sixteenth o Eighteenth Centuries, 2nd revised edition,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
sity Press, 2005,

Sami

d gouverne

tawzi* wa-al-






EPUB/images/image_017.jpg
28. Amir Haydar Amad al-Shihibi, Asad Rustum, et Fu’ ad Afrim Bustni, Lubndn fi
“ahd al-umard "al-Shihbiyin, op. cit.; Amal Bashshar, Siriyd wa-Lubnan i ‘asr al-islih al-
“Uthmani: higbat al-tanzimdt min sanat 1840 li-1880, Tripoli, al-Mua ssasah al-Hadithah
lil-Kitab, 2006,

29. Antin Rustum et B. Qar’ ali (dir.), Hurib Ibrdhim Bishd al-Misri.
Anddil, op. cit.

30. Norman Lews, Nomads and Settlers in Syria and Jordan, 1800-1980. op. cit. et
Latifah Muhammad Salim, al-Hukm al-Misri ff al-Sham, 1831-1841, op. cit

30 A S (R T 45 B TR S B R R MR B IR, AT AR B MR
0 SR T AL OB O S, 3 25 B S BAE R K i1 3K FO 195/99 (Kew Gar-

Siriyd wa-al-

i, Tarikh dimashg, 95, voir tome 1 CCC Damas (La Courneuve).

33. Khalid Bani Hani, Tarikh dimashq, 155-159.

34. Findi Abd Fakhr, ntifidat al-Shim “ali mazdlim Muhammad Ali Bashd, 1831-
1840, Damas, Dr al-Yanabi*, 2004. Sur le cercle de justice, Elizabeth Thompson, Justice
interrupted: the struggle f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5.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

36 U, 3R F1R S 2 — 3R ARl £ ot S B T ke

37. Jean Sauvaget, Alep, essai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ne grande ville syrienne, des
origines au milieu du xixe siécle, Paris, P. Geuthner, 1941, 205.

38, CPHURET IR ELE) 19194 A B, TESE, FRATATIZ IS AR A
Benjamin Thomas White, The Emergence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in French Mandate Syria, Edimbourg,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39. Vanessa Guéno, Homs durant les derniéres décennies ottomanes: les relations ville-
campagne d travers les archives locales, Aix-Marseille 1, 2008, chapitre 4.

40. Elizabeth Thompson, « Ottoman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Provinces: The Damascus
Advisory Council in 1844-45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aoit 1993,
vol. 25,0 3, 457-475.

41. Linda Schatkowski-Schilcher, Families in politics: Damascene factions and estate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Stutigart, F. Steiner, 1985, 5455
R AR BT A5 B 1 D2 PR MR DR 2 1k 7 A T8 Sk 17 350 22 v 9 B3
le, op. cit., 53

Zouhair Ghazzal, L ’Economie politique de Damas durant le xixe sic

43. Amir Haydar Ahmad al-Shihabi, Asad Rustum, et Fu’ ad Afrim Bustani, Lubndn /i
“ahd al-umard " al-Shihabivin, op. cit.

44. Findi Aba Fakhr, Intifiddt al-Shim *ali mazdlim Muhammad “Alf Bash, 1831-
1840, op. cit

45. Dépéches dans FO78/272-Kew Garden (Londres) et Kais Firro, 4 History of the






EPUB/images/image_000.png





EPUB/images/image_053.jpg
Arthur BEYLERIAN (dir.), Les Grandes Puissances, I'Empire ottoman et les Arméni-
Panthéon-sor-

ens dans les archives francaises (1914-191),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bonne, 1983.

Anne-Marie BIANQUIS, La Réforme agraire dans la Ghouta de Damas, damas, insti-
tut frangais de damas, 1989,

—et Mohamed AL-DBIYAT, « la population syrienne : un tournant démogra- phique ?
». Méditerranée, vol. 81,10 1, 1995, p. 81-90.

Lucien BITTERLIN, Alexandrette, le « Munich » de I'Orient ou Quand la France ca-
pitulait, Paris, J. Picollec, 1999.

—. Hafez El-Assad : le parcours d'un combattant, Paris, les Editions du Jaguar,
1986.

Hasan Amin AL-BI'AYNI, SulTdn Bshd al-ATrash wa-al-thawrah al-Siiriyah al-ku-
bri (sultan Pasha al-atrash et la grande révolution syrienne), londres, Mu'assasat al-
turith al-druzi, 2008.

Stephen BLACKWELL, British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Jordan,
King Hussein, Nasser and the Middle East Crisis, 1955-1958,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Herbert Luther BODMAN, Political Factions in Aleppo, 1760-1826,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3.

Thierry BOISSIERE, Le jardinier et le citadin : ethnologie d’un espace agricole ur-
bain dans la vallée de I Oronte en Syrie, damas, institut frangais du Proche- orient, 2005

Lenka BOKOVA, La Révolution syrienne contre le mandat frangais (1925- 1927), Par-
is, Karthala, 1988.

André BONN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East, a Outline of Planned
Reconstruction, londres, Kegan, 1946.

Albert de BOUCHEMAN, Matériel de la vie bédouine : recueilli dans le désert de Sy-
rie (tribu des Arabes Sha'a), damas, institut frangais de damas, 1935.

Pierre BOURDIEU, Sur IEtat, cours au Collége de France 1989-1992, Paris, raison d*
agir, le seuil, 2012.

Yann BOUYRAT, Devoir d'intervenir ? : L’intervention « humanitaire » de la France
au Liban, 1860, Paris, Vendémiaire, 2013.

Hamit BOZARSLAN, « Principaux partis, organisations et courants politiques », Hors
collection, 2016, p. 563-568.

—. Histoire de la Turquie, de TEmpire d nos jours, Pari

. tallandier, 2013.

—. « Armée et politique en Turquie (1908-1980), Politics and the Army in Turkey
(1908-1980) », Vingtiéme siécle. Revue dhistoire, n° 124, 2014, p. 87-98.

—. Le Conflit kurde, le brasier oublié du Moyen-Orient, Paris, autrement, 2009.

—, La Question kurde. Etats et minorités au Moyen-Orient,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1997.





EPUB/images/image_066.jp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Henry LAURENS, Les Crises d'Orient, Paris, Fayard, 2017

—.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Fayard, tome i : 1799-1922. L* Invention de la Terre
sainte, 1999 ; tome i : 1922-1947. Une mission sacrée de civilisa-tion, 2002 ; tome iii :
1947-1967. L' Accomplissement des prophéties, 2007 ; tome iV : 1967-1982. Le Rameau de I
olivier et le fusil du combatiant, 2008 : tome V' : 1982-2001. La Paix impossible, 2015.

— L'Empire et ses ennemis. La question impériale dans [histoire, Paris, le seuil, 2009.

—. L°Orient arabe i Iheure américaine : de la guerre du Golfe i la guerre d'Irak, sec-
onde édition, Paris, . Colin, 2005

—. Orientales, Paris, CN:

tions, 2004,

—, L'Expédition & Egypte, 1798-1801, Paris, armand Colin, 1995

—et Matthieu REY, « I'avénement des régimes militaires au Moyen-orient, the Birth of
Military regimes in the Middle cast: reinterpreting the “age of revolutions™ », Vingtiéme
siele. Revue dhistoire, n° 124, 2014, p. 47-55

Fred Haley Laws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Egyptian Expansionism During the Muham-
mad dli Perio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Raphaél LEFEVRE, Ashes of Hama: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Daniel LE GAC, La Syrie du général Assad, Bruxelles, Ed. Complexe, 1991. reinoud
LeeNders et steven heY demaNN, « Popular Mobilization in syria:

Opportunity and threat, and the social Networks of the early risers », Mediter-rancan
Politics, vol. 17, n° 2, 2012, p. 139-159.

Vincent Lemire, Jérusalem 1900 : la ville sainte & I'dge des possibles, Paris, a. Colin,
2013,

Frangois LENORMANT, Histoire des massacres de Syrie en 1860, Paris, 1. Hachette,
1861

David W. LESCH, The New Lion of Damascus: Bashar al-Asad and modern Syria by
David W. Lesc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 Militaires et politique étrangére en syrie (1946-1970),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ilitary in syria (1946-1970): From independence to dictatorship », Vingtiéme siécle. Revue
histoire, n° 124, 2014, p. 73-86.

Bernard LEWIS, Le Langage politique de islam, Paris, NrF, 1989,

Norman LEWIS, Nomads and Settlers in Syria and Jordan, 1800-1980, rééd.,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H. LIEBAU, K. BROMBER, K. LaNGe, d. hamzah and . ahula, The World in  World
Wars. Experiences, perceptions and perspectives from Afvica and Asia, Brill, leyde-Boston,
2010,

Jonathan LITTELL, Carnets de Homs : 16 janvier-2 février 2012, Paris, Galli- mard,






EPUB/images/image_040.jpg
1980; Ghassan Tuéni, Une Guerre pour les autres, Paris, 1.-C. Lattés, 1985 ; Samir Kassir,
La Guerre du Liban. De la dissension nationale au conflit régional (1975-1982), Karthala
Cermoc, Paris Beyrouth, 1994 ; Elizabeth Picard, Liban, Ltat de discorde : des fondations
aux guerres fratricides, Paris, Flammarion, 1988.

32. Umar F.* Abd-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op. cit; notes dans 1776IN-
VA39 et 1776INVA40 (La Courneuve).

33. Elizabeth Picard, Liban-Syrie, intimes étrangers. Un siécle d " interactions socio-
politiques, Arles, Actes Sud, 2016.

34, B SHR F X H SL Lrkk 26 B 50 A TTER P4 ¥ (Istanbul, avril 2017).

35. Voir notes et éphémérides dans les cartons 1776INVA3S et 1776INVA40 (La Cour-
neuve),

36. Voir notes, entre autres, du 12 avril 1978, 1776INVA39 (La Courneuve).

37. Mustafa Tldss, Mard Hayati, volume 4, Eberhard Kienle, Ba 'th v. Ba th: the con-
lict between Syria and Irag, 1968-1989, Londres, 1.B. Tauris, 1990.

38 AT A BURRAUE LA L . BERMFERIREMTA, K AR L
Ko B SESCHR F S T Les cartons 1776INVA3S, 1776INVA36, 1776INVA39
et 1776INVA40 (La Courncuve); Hishim ‘Uthman, op. cit.; Mustafa Tlass, Mard wa
Hayyati, volume 4; Al-Baath entre 1979-1982; Tishrin 1979-1982; Jam” iyat al-Ikhwan al-
Muslimin (dir.), Hamd, masdt al-“asr; s.1., al-Tahalluf al-Watani li-Tahrir Striyah, 1983;
Majzarat Haméh: al-qissah al-hagigiy im wa-al-
suwar li-akbar majzarah fi al-*asr al-hadith, Le Caire Dar al-I'tisim, 1984; Ashes of Hama,

h bi-al-asmd wa-al-wagdi* wa-al-ar

op. cit.
39. Voir les longues explications de Mustafi Tliss autour des causes et des responsabil-
ités : Mustafa Tlass, Mard Haydti, volume 4.
40. * Abd allah Hana, Towards, op. cit.

41. Henry Laurens,
42. Voir cartons 1 et 3, 0052 SUP (La Courneuve), Mustafa Tlss, s, vol. 4, 345 et s,
43. Note du 19 novembre 1987, dans le carton 0052 SUP 03

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IV, op. cit

BhE
1. H
2. 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politics, rhetoric, and symbols in contem-

“Uthman, op. cit.

porary Syr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3. Henry Laurens, L *Orient arabe | heure américaine : de la guerre du Golfe i la
guerre d Irak, Paris, A. Colin, 2005.
4.S.U. Larsen (dir), The Challenges of Theories on Democracy: elaborations over
new trends in transitology, Boulder,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2000 ; G.A. 0"
Donnell, P.C. Schmitter, et L. Whitehead (di),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





EPUB/images/image_070.jpg
tie, 1946-1958) le Caire, al-Majlis al-a‘l4 lil-thaqafah, 2017.

Malik MUFTL, Sovereign creations, pan-arabism and political order in Syria and Ira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rtha MUNDY et richard saumarez SMITH, Governing Property, Making the Mod-
ern State: law administration and production in Ottoman Syria, Londres, i.B. Tauris, 2007.

Rabah NAFFAKH, « Les Beggara du Zor : changements techno - économiques et so-
ciaux », thése 3¢ cycle, Paris, faculté des lettres, 1964,

Rabi* NAKHLAH, Tarikh Wildyat Halab, 1859-1902(Histoire du gouvernorat dalep),
Beyrouth, Maktabah al-sharqiyah, 2017,

Qisim Muhammad Ahmad NawAsirah, Al-Mawqifal-BariTiniwa-al-Faransi min al-
hukm al-Misri li-bildd al-Shim, 1247-1257 1/1831-1841 M (la situa- tion britannique et
frangaise entre le gouvernement égyptien et le levant 1247-1257/1831-1841), damas, al-
Mahad al-Faransi lil-sharq al-adnd, 2008.

Daniel NEEP, Occupying Syria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 insurgency, space and
State 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Francis r. NICOSIA, Nazi Germany and the Arab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2014.

G.A. O'DONNELL, P.C. SCHMITTER, et |. whitehead (di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
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 versity Press, 1986.

Robert W. OSLON, The Ba'th and Syria, 1947 to 1982: the evolution of ideo- logy, par-
1y, and State, from the French mandate to the era of Hafiz al-Asad, Princeton, Kingston
Press, 1982.

Taku OSOEGAWA, Syria and Leban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res, i.B. Tauris, 2013.

Jirgen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res New
York, i.B. tauris, 1993.

— et Paul BURTON, New Perspectives on Property and Land in the Middle East, Bos-
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Claude PALAZZOLL, La Syrie : le réve et la rupture, Paris, le sycomore, 1977.

Daniel PANZAC, La Marine ottomane : de I"apogée i la chute de I"Empire, 1572-
1923, Paris, CNRS Editions, 2012

—, Les Echanges maritimes dans I Empire ottoman au xviiie siécle, s.1., 1985.
Klat PAUL, Musha Holdings and Land Fragmentation in Syria, Beyrouth, MeeP, 1957.
A.C.S. PEACOCK et Annabel Teh GALLOP, From Anatolia to Aceh: Ottomans,





EPUB/images/image_083.jpg
Moubarak, Hosni, 282, 309

Muallim, Walid al-, 283

Muhammad Abi al-Dhahab, 37

Muhammad Agha Qujah, 48

Muhammad al-" Ajlani, 126

Muhammad * Ali, 46, 49, 53, 55, 56,
57,58,59, 60, 62, 63, 64, 67,72,
73,100

Muhammad, filsdTorahim Agha, 45

Muhammad Khalil Efendi al-Muradi,
41

Muridi, * Ali al-, 69

Muradi, Husayn al-, 69

Murshid, Hussayn, 161

Murshid, Sulayman, 172, 188

Mustafa, filsdTorahim Agha, 45

Mastafa, Imad, 294

Namik Pasha, 77

Nasser, Gamal Abd al-, 201, 202, 204,
205,207, 208, 209,210, 216, 218,
219,226, 236,239

Ocalan, Abdullah, 288

Osman Pasha, 61

Picot, Georges, 143, 145

Poincaré, Raymond, 131

Ponsot, Henri, 163

Puaux, Gabriel, 177

Qisim, * Abd al-Karim, 208, 209

Qasimi, Jamal al-Din al-, 115, 119

Qudsi, 101

Qudsi Efendi Muhammad, 43

Qudsi, Nizim al-, 211, 212

Qutb, Sayyid, 256

Quwagji, Fawzi al-, 191

Quwwatli, Shukri al-, 171, 175, 178,
180, 182, 186, 188, 189, 190, 191,
193,201,203, 204

Righib Pasha, 46

Rida, Rashid. 119, 150

Rifa’i, 101

Rikabi, * AliRid al-, 146

Rothschild, lord Lionel Walter, 145

Rushdi Bey, 126

Sa'ad al-Din, Adnin, 184

Saadeh, Antin, 175

Salih, *Ali, 158

Salim Pasha, 74

Salu, Fawzi, 197

Sanders, général von, 145

Sarrij, * Abd al-Hamid, 205, 208, 209,
210

Sayyid, Jalal al-, 179, 189, 221

Sayyid, Nari al-, 164

Schellendorf, général von, 136

Selim 111, 56

Sha*aban, Buthayna, 283

Shafiq al-Mu'ayyad, 126, 131

Shahbandar, Abd al-Rahman, 125,
158,164, 175, 178, 180

Shahtaljahli * Al Pasha, 38

Shara’a, Fardk al-, 283

Sharabati, 192

Sharif Muhammad Pasha, 43

Shihabi, Hikmat al-, 243, 277

Shishakli, Adib al- 191, 195, 197,
198,199, 200, 204,217

Shuksi Pasha, 124

ShukriQuwwatli al-, 139, 183

Siba’i, Muhammad al-, 200, 222

SilahdarSulaymén Pasha, 46, 47

Sulaymén, Bahjat, 294

Sulaymin Pasha * Adil, 45, 46

Suwaydi, Tawfig al-, 156

Sykes, Mark, 143

Taj al-Din, 164

‘Talat Pasha, 132






EPUB/images/image_074.jpg
Makka al-Mukkaramah, 1994,

Malcolm B. RUSSELL, The First Modern Arab State: Syria under Faysal, 1918-1920,
Minneapolis, Bibliotheca Islamica, 1985.

Asad RUSTUM et subhi Nayif ABU SHAQRA, Al-Malfizit al-Malakivah al-
Misriyah (les manuscrits royaux égyptiens), Beyrouth, American Press, 1940.

Asad RUSTUM et Billus QAR’ALI (dir.), Hurib Ibrdhim Bashd al-Misri fi Siiriyd wa-
al-Anadil(les guerres dibrahim Pasha Pegyptien en syrie et anatolie), le Caire, al-Mat-
ba‘ah al-siriyah, 1927.

Adnin SA’AD AL-DIN, Al-Ikwan al-muslimin i siriya. Mudhakkirdt wa dhikraydt
(les Fréres musulmans en Syrie. Mémoires et souvenirs) (5 vol.), le Caire, Maktabat
Madbili, 2006.

fidouard saaB, La Syrie ou la Révolution dans la rancaeur, Paris, Le Seuil, 1968

Ahmad Ghassin SABANU (dir), Mudhakkirdt tdrikhiya “an hamlat Ibrihim Bishd
“ald Siriyd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sur la campagne d” ibrahim Pasha sur la syrie),
Damas, Dar Qutaybah, 1980.

Fath Allah ibn Antin al-SAIG et Joseph CheLhod, Le Désert et la gloire - les
Mémoires d'un agent syrien de Napoléon, Paris, Gallimard, 1991,

Ghassan SALAME (dir.), Démocraties sans démocrates : politiques d’ ouver- ture

dans le monde arabe et islamique, Paris, Fayard, 1994,

Najib e. SALIBA, « the achievements of Midhat Pasha as Governor of the Province of
syria, 1878-1880 », 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9, n° 3, 1978, p.
307323

Latifah Muhammad SALIM, Al-Hukm al-Misri fi al-
ment égyptien au levant, 1831-1841), le Caire, dar al-Kitab al-Jami‘i, 1983.

im, 1831-1841, (I gou- veme-

Mouna Liliane SAMMAN, « le recensement syrien de 1981 », Population, vol. 38, n°
1,1983, p. 184-188

Muti* SAMMAN, Watan wa-*askar: qabla an tudfana al-hagiqa fi al-turdb: mudhak-
kirdt 28 Aylil 1961-8 Adhdr 1963 (1a nation et les militaires : avant que la vérité ne soit en-
terrée dans la poussiére, mémoire du 28 septembre 1961~ 8 mars 1963), Beyrouth, Baysn
(ashr, 1995,

Adham SAOULL, The Arab State: dilemmas of late formation, londres/ New york, rout-
ledge, 2012.

Jean SAUVAGET, Alep, essai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ne grande ville syrienne, des
origines au miliew du xix* siccle, Paris, P. Geuthner, 1941.

Jall AL-SAYYID, Hizh al-Ba’ath (Parti de la renaissance), Beyrouth, dar nahar lil-
nashar, 1973,

Linda SCHATKOWSKI-SCHILCHER, Fanmilies in politics: Damascene factions and
estate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Stuttgart, F. Steiner, 1985.






EPUB/images/image_023.jpg
mand Colin, 2013.

57. Jean-Luc Amaud, Damas, urbanisme et architecture 1860-1925, Paris, Acte Sud-
Sindbad, 2006.

58. Fakhri Baridi, Awrdg wa-mudhakkirdt Fakhri al-Biridi, 1887-1966 : khamsin
“dman min haydt al-watan, Dimashq, Wizirat al-Thagafah fi al-Jumhdriyah al-* Arabiyah al-
Siriyah, 1999, Khalid ‘Azm, Mudhakkirdt, Beyrouth, Dir lil nashr, 2003, tome I, 15.

59. Eugene Rogan,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n Ottoman Education: Maktad An-
bar Revisited)  dans Thomas Philipp et Christoph Schumann, From the Syrian land 1o the
States of Syria and Lebanon, Wi Ergon Verlag in K 2004,

60. C politiques et cartons ., Turquie; CCC
Alep, tome XXXVIIL

61.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1, op. cit

BHE

LR TRIARE S RG22 8 5 A A, W Frangois Georgeon,
L Ivresse de la liberté.  La révolution de 1908 dans I Empire ottoman, Louvain, Peteers,
2012,

2. Leyla Dakhli, Une génération d’ intellectuels arabes : Syrie et Liban, 1908-1940,
Paris, Karthala [ISMM, 2009.

3. 6T 1908 4EAE AN I . AT LB S Sk 18 A 25 (Nantes), FO 195/2272
., Awrdq wa-mudhakkirdt Fakhri al-Baridi, 1887-1966, op.
cit., 75-77 ; Féris al-Khuri, Awrag Faris al-Khiri, Damas, Talas, 1989, 2 vol. ; Keith David
Watenpaugh, Being Modern in the Middle East: revolution,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the Arab middle cla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i Sultan, Tarikh
i

iyah, Damas, Dér Talds, 1987 ; et Nashwan al-Attdssi, op. cit., 100 et's.,

A CARARR B GBS AT, A%, TSI FAIC: Serif
Mardin, The Genesis of Young Ottoman Thought: a study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ish
political idea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 Sikrii Hanioglu, Prep-
aration for a Revolution: the Young Turks, 1902-190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M. Naim Turfan, Rise of the Young Turks: politics, the military and Ottoman col-
lapse, Londres New York, 1B. Tauris, 2000

5. Fakhri Baridi, Awrdg wa-mudhakkirdt Fakhri al-Baridi, 1887-1966, op. cit.

6. fE X BT LR M X 00 1 A A S b, b 58 T M A T BLH B 1 ZE E -
Muhammad Jamdl Brit, al-Takawwun al-tdrikhi al-hadith lil-Jazirah al-Siriyah, op. cit.

7. ‘Ismat Burhan al-Din ‘ Abd al-Qadir, Dawr al-Niwdb al-*Arab fi Majlis al-Mab ithin
al-“Uthmdni, 1908-1914 M, Beyrouth, al-Dir al-* Arabiyah lil-Mawsii*at, 2006.
Tatawwur al-Sihdfah al-Siriyah fi mi‘at “dm (1865-1965), Beyrouth, Dir
walon, The Press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EPUB/images/image_015.jpg
al-hisn fi akhbdr abnd’ al-zamdn, Beyrouth, al-Jami‘ah al-Lubniniyah, 1969.
53. Herbert Luther Bodman, Political Factions in Aleppo, 1760-1826, op. cit., 38-40.
54. Torahim ibn Hannd *Awrd, Tarikh wildyit Sulayman Bashd al-*Adil, 1804-1819, op.

55. Abraham Marcus, The Middle East on the Eve of Modernity, op. cit. 93.

56. Dick Douwes, The Ottomans in Syria, op. cit., 103.

57.CE. infia 58-60.

58. Thomas Philipp, The Syrian Lan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the common and
the specific i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uttgart, F. Steiner, 1992.

S

1. Demiérement, Nashuwan al-Attissi, Tattawur al-Mujtama’ al-siri 1831-2011,
Beyrouth, Atlas, 2015.

2.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
Londres, Pickle Partners Publishing, 2015

3. Georges Corm, Le Proche-Orient éclaté : de Suez i I'invasion du Liban, 19561982,
Paris, La Découverte/Maspero, 1983, 16.

4. Sur I intervention, Fred Haley Laws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Egyptian Expansion-
ism during the Muhammad Ali Perio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Findi
Abi Fakhr, Intifaddt al-Shim “ald mazilin Muhammad “Ali Bashd, 1831-1840, Damas, Dar
al-Yanabi, 2004 ; Latifah Muhammad Salim, Al-Hukm al-Misri fi al-Sham, 1831-1841, Le
Caire, Dir al-Kitdb al-Jami‘i, 1983; Antun Rustum et B. Qar’ ali (dir), Hurib Ibrahim
Bashd al-Misri fi Siriyd wa-al-Anadil, Le Caire, al-Matba‘ah al-Siriyah, 1927.

5. Yann Bouyrat, Devoir d "intervenir ? L intervention « humanitaire » de la France
au Liban, 1860, Paris, Vendémiaire, 2013 ; Daww A. (dir.), Hawddith 1860 fi Lubnin wa-
Dimashg: Lajnat Bayrit al -Dawliyah: al-mahddir al-kimilah, 1860-1862, Beyrouth,
Mukhtardt, 1996, 2 vol. ; Leila Tarazi Fawaz, An Occasion for War: civil conflict in Leba-
non and Damascus in 18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Phi
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 the politics of Damascus 1860-1920, Londres,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Khoury,

6. Henry Laurens, Les Crises d 'Orient, Paris, Fayard, 2017.

7. UG R A RO WL A O MGE — LRl T, PR Tas-
sos Anastassiatis, Nathalie Clayer, « Beyond the Incomplete or Failed Modernization Para-
digm », dans Tassos Anastassiatis, Nathalie Clayer (éd.), Society. Politics and State-forma-
tion in South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Athénes, Historical Archives, 2011,

8. Henry Laurens, Orientales, Paris, CNRS Editions, 2004,
9. Asad Rustum et Subhi Nayif Aba Shaqra, Al-Malfiizdt al-Malakiyah al-Misriyah,






EPUB/images/image_058.jpg
ernment, Colo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3

—. Social Forces in the Middle East, ithaca/New york,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

—. 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Reform, Revolt and Change, Washington, Middle
cast institute, 1953.

Jean-Pierre FILIU, Le Miroir de Damas, notre histo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6,

—. Le Nouveau Moyen-Orient : les peuples d 'heure de la révolution sy- rienne, Paris,
Fayard, 2013.

Kais FIRRO, 4 History of the Druzes, Leyde/New york, e.J. Brill, 1992.

Edward Peter FITZGERALD, « France’s Middle Eastern ambitions, the Sykes-Picot
Negotiations, and the oil Fields of Mosul, 1915-1918 »,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6, no 4, 1994, p. 697-725.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 mard,
1993.

Picrre FOURNIE, L' Administration francaise au Levant (1918-1930), Paris, Ecole des
chartes, 1986.

Roman-oliver FOY, Habitants et territoires dans un grand périmétre irri- gué en
Syrie. De la création a la liquidation dune ferme d Etat (Etablissement Al-Assad-Projet de I'
Euphrate-1971-2010).

Ulrike FREITAG, « in search of “Historical Correctness™: the Ba'th Party in syria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5,n° 1,1999, p. 1-16.

Ulrike FREITAG et Nelida FUCCARO (¢éd.), Urban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Changing Cityscap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mpire 1o Nation State, New york, Berghahn,
2015.

Rony GABBAY, Communism and Agrarian Reform in Iraq, londres, Croom Helm,
1978

James 1. GELVIN,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Irene |. GENDZIER, Notes from the Minefield: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and the Middle East, 1945-195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Jean-Philippe GENET, L’ Etat moderne : genése. Bilans et perspectives, Paris, Ed. du
s, 1990.

Frangois GEORGEON (dir.), « L' Ivresse de la liberté » : la révolution de 1908 dans I
Empire ottoman, leuven, Peeters, 2012.

— Abdiithamid 11 : le sultan calife (1876-1909), Paris, Fayard, 2003.

—. Nicolas VATIN, Gilles VEINSTEIN et elisabetta B,
. Fayard, 2015.

Israel GERSHONL,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New York, Co-
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Dictionnaire de I'Empire

ottoman, Paris,






EPUB/images/image_010.png





EPUB/images/image_082.jpg
Hananu, 101

Hariri, Rafiq al-, 300

Hariri, Ziyid, 216

Hathum, 235

Hawrdni, Akram al-, 179, 184, 191,
196, 197, 205, 208, 209, 210

Haydar, * Ali, 277

Henry King, 148

Henry MacMahon, 143

Hinnawi, Sami al-, 194, 198

Hiiseyin Pasha, 61, 63

Husscin, chérif de La Mecque, 121,
122,143, 144, 145

Husscin, roi de Jordanie, 236, 239

Husscin, Saddam, 253, 260, 261, 282,
283,284,297, 298

Tbn Saoud,” Abdul Aziz Ibn Muhammad,
21,58

Ibn Wahhab, 21

Ibrahim Agha QattarAghasi, 42, 43,
44,45

Tbrahim Pasha, 8, 13, 53, 54, 58, 59,
60,61, 62, 63, 64, 65, 67,69, 70,
71,72,73, 74

Ibrahim Pasha al-Daliti, 41

Ibrahim Zadah Pasha, 38

Izzat Pasha, 74

*lzzit, Salih, 238

Jabri, 101,149

Jabri, * Abdallah ibn Mustafa al-, 39

Jabri, Sa*ad Allah, 186

237,238, 239,247,253

Jalil al-Din Pasha, 47

Jamal Pasha, 132, 136, 138, 139, 140,
141,142, 144, 145

Jundi, * Abd al-Karim al-, 238

Jundi, Sami al-, 189

Kassir, Samir, 301

Kawakibi, * Abd al-Rahman, 111

Kaylani, 34, 40, 101

Kaylani, Rashid, 178

Kayyili, 101

Khaddam, Abd al-Halim, 224, 243,
253,266, 277, 283, 293, 300

Khayri Bey, 80

Khiyami, Simi, 204

Khrouchtchev, Nikita, 207

Khili, Muhammad, 238, 243

Khri, 117

Khri, Faris al-, 118, 167, 181

Kikhyd, 101

Kléber, Jean-Baptiste, 55

Kunj Yusuf Pasha, 46

Kurd * Ali Muhammad, 125

Kurshid Pasha, Ahmad, 55

Kuzbari, Ma'zim al-, 199

Lahoud, Emile, 300, 301

Mahmoud I, 46, 55, 56, 57, 58, 59,
72,74

Makhldf, 238

Makhlaf, Anissa, 243, 271

Makhlaf, Hafiz, 294

Makhlaf, Rami, 295, 307

Makhis, 233

Malenkov, 205

Malgi, 203

Malwali, 40

Mardam, 101

Mardam Bey, Jamil, 163, 166, 171,
178, 181,192

Mendérés, Adnan, 203

Menou de Noussay, Jacques de, 55

Midhat Pasha, 96, 107, 108, 110, 111

Mishiqa, 86

Moore, 72






EPUB/images/image_021.jpg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0-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Albert Hourani, {Ottoman Reforms and the Politics of Notables) , dans Albert
Hourani, Philip Shukry Khoury et Mary Christina Wilso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op.
cit, 87.

20. Frederick Cooper et Jane Burbank, Enpires. De la Chine ancienne d nos jours, Par-
is, Payot, 2011,

21. Philip Khoury, 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 op. cit

22. Hannah Arendt et Martine Leiris, Les Origines du totalitarisme, II: L' Impérial-
isme, Paris, Seuil, 1997

23. Dominique Chevallier, La Société du mont Liban i I"épogue de la révolution indus-
trielle en Europe, op. cit.; Charles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op. cit.

24. Charles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op. cit, 271

25. Jean-Lue Amaud, « La population de Damas & la fin de la période ottomane, Sum-
mary »,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gue, no 101-1, 2001, 177-207.

26. Peter Sluglett, « Municipalities », art. cit.; Vanessa Guéno, Homs durant les der-
nicres décennies ottomanes, op. cit; Klat Paul, « Musha Holdings and Land Fragmentation
in Syria », Beyrouth, MEEP, 1957; Roger Owen, Paul Burton, New Perspectives on Proper-
1y and Land in the Middle East, C:

27. Philip Shukry Khoury, 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 op. it

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8. Paul Veyne, Le Pain et le cirque, Paris, Seuil, 1995.

29. Jean-Philippe Genet, L’ Etat moderne: Genése. Bilans et perspectives, Paris, Edi-
tions du CNRS, 1990.

30. Frangois Georgeon, Abdiilhamid II: le sultan calife (1876-1909), Paris, Fayard,
2003,

31. Robert Devereux, The First Ottoman Constitutional Period: a study of the Midhat
Constitution and Parlia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3.

32. Frangois Georgeon, Abdiilhamid II, op. cit.

33. Christoph Herzog, Malek Sharif (dir.), The First Ottoman Experiment in Democra-
¢, Wiirzburg, Ergon Verlag, 2010,

34. M.H. Yavuz et Sluglett P. (dir), War and Diplomacy: the Russo-Turkish War of
1877-1878 and the Treaty of Berlin,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1

35. Dépéches CCC Damas, tome V et VI, CCC Alep, tome XXXV (La Courneuve) ;
ibid

36. i carte 2

37. Resat Kasaba, A Moveable Empire: Ottoman nomads, migrants, and refigees, Seat-
. 2009
38. Najib E. Saliba, « The Achievements of Midhat Pasha as Governor of the Province

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






EPUB/images/image_064.jpg
Ellie KEDOURIE, Arabic Political Memoirs and Other Studies, londres, Frank Cass,
1974

—,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lcolm H. KERR, The Arab Cold War, 1958-1964 ; a study of ideology in politics,
Lond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Bichara KHADER, « Propriété agricole et réforme agraire en syrie », Civilisa- tions,
1975, vol. 25, 1/2, p. 62-83.

Ghassin KHALIDI, AL-Hizb al-gawmi wa-gadivat al-Maliki: hagigah am itti-him (le
Parti national et I"affaire Malki : vérité et accusation), Beyrouth, dar wa-Makiabat al-turith
al-Adabi, 1999.

Rashid KhaLidi, Sowing Crisis: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Boston, Beacon Press, 1887.

—et Lisa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
sity Press, 1991,

Rashid KHALIDI, British Policy towards Syria & Palestine 1906-1914, a Study of the
Antecedents of the Hussein-the McMahon Correspondence, the Sykes-Picot Agreement,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londres, oxford, ithaca Press, 1980.

Tarif KHALIDI (éd.), Land Tenur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yrouth,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Press, 1984.

“Abd Allah FIKRIKHANI,
sanawdt fi al-Amdnah al - *Ammah li-Ri'dsat al-Jumhii

rivah bayna al-dimugraTiyah wa-al-hukm al-fardi: *ashr
yah, 1948-1958(syrie entre la
démocratic ct le gouvernement individuel : dix années dans la sireté générale de la répub-
lique, 1948-1958), Beyrouth, dar al-Nafé'is, 2004.

—. Jihdd Shukri al-Qiwali ff sabil al-istiqldl wa-al-wahdah: wa-ma*ahd ma- hadir ja-

lasdt al-wahdah ma‘a Misr (le combat shukri al-Quwwatli pour I"indé- pendance et de I’
unité et le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1"unité égyptienne), Beyrouth, dar al-Nafa'is,
2003.

Hani KHAYYIR, Akram al-Hirani bayna al-tanagquldt al-s

h wa-al-ingildbat
al-*askariyah (akram al-Hawrni entre implications politiques et coups militaires), damas,
tawzi* Maktabat al-sharg al-Jadid, 1996.

—, Adib al-Shishakli: sdhib al-ingildb al-thalith fi Siriya: al-bidayah wa-al-nihdyah
(adib al-shishakli : le responsable du troisiéme coup dEtat en syrie du début 4 la fin),
damas, Hani al-Khayyir, 1994,

Yisir khazA'iLah, Tdrikh al-azmah al-siydsivah fi Lubnan, 1957-1958: dird- sah mu-
hakkamah(1” histoire de la crise politique au liban 1957-1958 : études), amman, dir al-
Khalij, 2007.

Ghassan EL-KHAZEN, La Grande Révolte arabe de 1936 en Palestine, Bey-routh, dar
an-Nahar, 2005.






EPUB/images/image_072.jpg
Alice POULLEAU, A Damas sous les bombes : journal d*une Francaise pen- dant la
révolte syrienne (1924-1926), Paris 'Harmattan, 2012.

Michael PROVENCE, The Great Syrian Revolt and the Rise of Arab Nationalism, Aus-
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Khayriyah QASIMIYAH, Al-Ra‘il al-*Arabi al-awwal: hayt wa-awrdg Nabih wa -
“Adil al-*Azmah (la premiére génération arabe : vies ct papiers de Nabih ct de adil al-
azmeh), Londres, riyad al-rayyis, 1991.

“Awda QASIYYAS, Min tarikh al-haraka al-*ummliyya wa al-nigabiyya al-siriyya
sanawdt al-harb al-*dlamiyya al-thiniyya wa bidayya sanawdt al-istiglal 1939-1948 (de
T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et syndical syrien, les années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
le et le début des années de 'indépendance, 1939-1948), damas, dar al-"ilm, 2006.

Ayad AL-QAZZAZ, « army officers and land reforms in egypt, iraq and syria », Socio-
logical Bulletin, 1971, vol. 20, n° 2, p. 159-177.

Donald QUATAERT, Ottoman Manufacturing in the Ag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Shukri QUWATLI, Shukri al-Qiwatli yukhdtibu ummatah (shuksi al-Quwwatli parle &
la nation), damas, s.n., 1970.

Edmond RABBATH et al-amir Sakib ARSLAN,
mandat, Paris, M. Riviére, 1928

Robert G. RABIL, Syr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 the Middle East,
Westport, Con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Itamar RABINOVICH, §
Jérusalem, Israel Universities Press, 1972

Loulouwa AL-RACHID et Fdouard METENIER, « A propos de la violence "ira- ki-
enne". Quelques éléments de réflexion sur un lieu commun, abstract », 4 contrario, 13 octo-
bre 2008, vol. 5, n° 1, p. 114-133

* Abd al-Karim RAFIQ, The Province of Damascus, 1723-1783, Beyrouth, Khayats,

L Evolution politique de la Syrie sous

via under the Ba’th, 1963-66 : the army-party symbio- sis,

Pedro RAMET, The Soviet-Syrian Relationship since 1955: a troubled alliance, Boul-
der, Westview Press, 1990.

Madawi AL RASHEED, 4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olitics in an Arabian Ousis: the Rashidis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i.B. Tauris,
1997.

Andrew RATHMELL, Secre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vert siruggle for Syria,
1949-1961, Londres,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1995.

André RAYMOND, « les grandes villes arabes

arabe, Alep, i I'époque ottomane: (vvi*-xviii* siccles), Beyrouth, Pre:

4 1" époque ottomane », in La Ville
de L'ifpo, 2014, p.






EPUB/images/image_068.jpg
—. 1. GiNat et onn wiNCKLer (dir.), Modern Syria: from Ottoman rule 10 pivotal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9.

— et A. YaNiv (dir.), Syria under Assad: domestic constraints and regional risk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Muhammad MA'RUF, Ayydm “ishtuhd, 1949-1969 : al-ingildbit al-‘askariyah wa-
asrdruhd fi Sirivah (les jours que j’ai vécus, 1949-1969 : les coups d"Etat mi- litaires et
leurs éres en syric), Beyrouth, riyad al-rayyis lil-Kutub wa-al-Nashr, 2003.

Majzarat Hamdh: al-qissah al-hagigivah bi-al-asmd wa-al-waqd* wa-al-argam wa-
al-suwar li-akbar majzarah fi al-*asr al-hadith, le Caire, dar al-i*tisam, 1984,

Abraham MARCUS, The Middle East on the Eve of Modernity: Aleppo in the eigh-
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Salma MARDAM BEY, La Syrie et la France : bilan d'une équivoque, 1939-1945, Par-
is. PHarmattan, 1994,

Serif MARDIN, The Genesis of Young Ottoman Thought: a study in the moder- niza-
tion of Turkish political idea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rigitte MARINO, Le Faubourg du Middn a Damas a 'époque ottomane : es- pace ur-
bain, société et habitat (1742-1830), damas, institut frangais de damas, 1997

1. MASCLE et Jirj kisd, Jabal al-Duriiz: dirdsah tarikhivah (la Montagne druze :
études historiques), damas, dér al-Fargad, 2006.

Bruce MASTERS, The Origins of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mercantilism and the islamic economy in Aleppo, 1600-175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
sity Press, 1988.

—. « Power and society in aleppo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 Reve du monde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vol. 62,n° 1,1991, p. 151-158.

—, « the 1850 Events in Aleppo: An Aftershock of Syria’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Capi-
talist World System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2, n° 1, 1990, p.
3-20.

—. The Arab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516-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vin W. MARTIN, Syria’s Democratic Years: citiz
1950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Fu'ad MATAR, Siriyah al-maghliib *ald amrihd: ird'ah fi ahlim al-ab « Hafiz al-Siri
- al-Lubnini - al-*Iriqi - al-Amirkisifiydti » wa-kawabis al-ibn « Bashs- har al-Lubndni -
al-Riisi - al-Sini - al-FilasTin
Hafiz le Syrien, libana

ns, experts, and media in the

ni » (La Syrie impuissante, lecture dans les réves du pére

., lirakien, I'Américano- sovi

que et les cauchemars du fils Bashar,
le Libanais, le russe, le Chinois, le Palestino-Iranien), Beyrouth, al-dir al - ‘arabiyah lil -
“Ulim Nashirin, 2013.

Hervé MAZUREL, alain Boureau, Michel desGraNGes et Pierre vidaL-NaQuet, Vertig-





EPUB/images/image_004.png





EPUB/images/image_025.jpg
Paris, Karthala/IISMM, 2009 ; Vincent Cloarec, La France et la question de Syrie, op. cit.
32. Jean Hannoyer, Campagnes et pouvoir en Syrie, op. cit.; Muhammad Jaml Birat,

al-Takawwun al-tarikhi al-hadith lil-Jazirah al-Siriyah, op. cit.

33. Christopher Clark (trad. Marie-Anne de Béru), Les Somnambules : été 1914 - com-
ment 1" Europe a marché vers la guerre, Paris, Flammarion, 2015.

34. Vincent Cloarec et Henry Laurens, La France et la question de Syrie, op. cit. ; sur
1" empire dans la guerre, Eugene L.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20, Londres, Allen Lane, 2015

35. Notes de juillet & septembre dans 18 PO/A carton 53 (Nantes).

36. Najwa Al-Qattan, « Safarbarlik: Ottoman Syria and the Great War », dans Thomas
Philipp et Christoph Schumann, From the Syrian Land to the States of Syria and Lebanon,
op. cit

37. Eugene L.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op. cit

38. Jean Hannoyer, Campagnes et pouvoir en Syrie, op. cit

39. Voir les notes dans FO 383/91 (Kew Gardens).

40. Eugene L.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op. cit.

A1 AT RSSCHR A A B O T R Rl ARG PEANC AR M. Talha Cigek,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yria: Cemal Pasha’s Governorate During World War 1, 1914-1917,

Londres, Routledge, 2014. La légende noire se retrouve chez *Ali Sultdn, Tdrikh Siiriva, op.
cit.;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op. cit

42. Note du 5 janvier 1915 dans 1915 A 01 (Vincennes) pour les fortifications et
tranchées. Pour les préparatifs contre Suez, les notes sont dispersées dans 1915 A 01 &
1915 A 02 (Vincennes).

43. Note du 8 février 1915, 1915 A 02 (Vincennes).

44. Albert Thomazi, La Guerre navale dans la Méditerranée, Paris, Payot, 1929.

45. Eliezer Taube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yria and Irag, 1lford (GB) Portland
(Or.), F. Cass, 1995.

46. Faris al-Khuri revient en détail analysant les trois vagues d” arrestations et de
condamnations : Faris Khiri, Awrdg Faris al-Khiiri, op. cit.

47. Patrick Seale, La Lutte pour | indépendance arabe, op. cit.; Eliezer Taube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yria and Irag, op. cit

48. M. Talha Cigek,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yria, op. cit

49. Elizabeth Thompson, Colonial Citizens: republican rights, paternal privilege, and
gender in French Syria and Leban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50. Johann Strauss, « The Disintegr:
Viewed by German Observers », dans Thomas Philipp et Birgit Schibler, The Syrian Land,
op. cit

n of Ottoman Rule in the Syrian Provinces as

51. Hasan Kayyli, « Suriya fi harb al-" alamiyya al-ila wa al-tahilaf al-alméni al-





EPUB/images/image_033.jpg
21. Muhammad Ma‘rif Daw: it al-Duktiir Ma‘rif al-D Riyad,
Maktabat al-‘Ubaykin, 2005 ; Fred Lawson, « Liberal Champion of Pan-Arabism, Syria’s
Second Hizb al-Sha’ b », dans Christoph Schumann, Nationalism and Liberal Thought in
the Arab East, Ideology and Practice, Londres, Routledge, 2010.

22. Adnan Sa *ad al-Din, Ikhwan, op. cit., vol. 1.

23. Voir les numéros d’ al-Bardda pour les mois de février et mars 1947,

24 *Abd al-Salam ‘Ujayli, Dhikraydt ayyam al-sivisah, op. cit.; « Situation électorale »,
30 juin 1947, Alep, carton 293, Syrie-Liban 1944-1952(La Courneuve); * Abd al-Latif al-
Yinis (1992), 220.

25. Numéros de septembre 1947 dans al-Baath.

26. Al-Ayydm, 10 juillet 1947.

27. « Elections législatives », 20 juillet 1947, Damas, Syrie-Liban 1944-1952(La Cour-
neuve); Minutes, British Embassy, 26 juin 1947 FO 371/62125; « Monthly Review, June
1947 », Damas, boite 17, série 3248A (Maryland).

28. Papiers * Adil al-" Azmih (Damas) et boite 16, séries 3248A (Maryland).

29. Benny Mortis, 1948: a history of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aven, Yale Uni-
versity Press, 2008 ;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111, Paris, Fayard, 2007.

30. Benny Morris, 1948: a history of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op. cit.;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111, op. cit

31. Document n° 31, papiers « ministére de la Défense », gism al-*dm (Damas).

32. Voir documents dans les papiers de Adil al-Azmih, gism al-khdss (Damas) et « sit-
uation intérieure », 4 décembre 1948, Syrie-Liban 1944-1958 (La Courncuve).

33. Khlid *Azm, Mudhakkirdt, op. cit

34. Voir les notes dans le carton 293, Syrie-Liban 1944-1952 (La Courneuve) ; FO 371
98; boite 20 séric 3248A (Washington D.C.) ; Muhammad Ma‘rif, Ayydm ‘ishtuhd, 1949-
1969: al-ingildbdt al-*askariyah wa-asrdruhd fi Siriva, Beyrouth, Riyad al-Rayyis lil-Ku-
tub wa-al-Nashr, 2003 ; Nadhir Fansah, Ayydm Husni al-Za‘im: 137 yawman hazzat Siriyd,
Al-Tabah 1., Bayrat, Dar al-Afaq al-Jadidah, 1982.

35. Sayyid “Abd al-*Al, Al-Ingilabat al-‘askariyah i
Maktabat Madbali, 2007.

36. Avi Shlaim, « Husni Za'im and the Plan to Resettle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Syria »,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86, vol. 15, n 4, 68-80.

37. Mudhakkirat Majlis al-Ta’ sisi (Damas), 1950.

38. Sayyid *Abd al-*Al, Al-Ingilabdt al-*askariyah, op. cit

39. « Taqrir », 7 septembre 1950, Bagdad, 311/ 2652 (Bagdad).

40. Majlis al-Ta” sisi, Mudhakkirdt nivibiyya, 1950; « Déclaration de M. Doualibi »,
13 avril 1950, Liban-Syrie, 19441952 (La Courneuve).
jans S 0168001 (Nat

riyd, 1949-1954 M, Le Caire,

41. Télégrammes

s unies, New York).





EPUB/images/image_038.jpg
and organiz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Mustafa Tlass, Mard wa hayydti, vol-
ume 111

25. Voir notes contenues dans les boites 2511 et 2687 (Washington D.C.) et cartons
1873 et 1873 (Syrie 1966-1970) (La Courneuve).

26. Voir les numéros de la revue militaire Al-Jundi ou Jaysh al-Sha "ab (Congress Li-
brary).

27. Voir les notes 1880P47 (Damas) (Nantes).

28.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III, Fayard, 2007.

29.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I, Fayard, 2007 ; Patrick Seale,
Asad of Syria, op. cit.; Hanna Batatu, Syria 's Peasantry, the Decendants of s Lesser Rural
Notables, and their Politics, op. cit; Umar F. Abd-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op.
cit

30. Voir les numéros de Jaysh al-Shaab pour les années 1967-1968.

31 Notes contenues dans le carton 1873, Syrie 1966-1971 (La Courneuve) ; Patrick
Seale, Asad of Syria, op. cit., 102 ets.

BN\

1. Patrick Seale, Asad of Syria, op. cit, 102 et

2. Raymond A. Hinnebusch, Authoritarian Powe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Ba "thist Syr-
ia, op. cit.; Raymond Aloysius Hinnebusch, Syria, op. eit.; Hanna Batatu, Syria 's Peasant-
1y, the Descendants of its Lesser Rural Notables, and their Politics, op. cit; Efraim Karsh,
Soviet Policy Towards Syria since 197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 Galia Golan,
The Soviet Union and Syria since the Yom Kippur War, Jérusalem, Hebrew University of Je-
rusalem,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 Centre, 1977 ; Alasdair Drysdale et Raymond
A. Hinnebusch, 5
Relations Press, 1991

3AERBOR - BEHT 1985 45 11 22 HBEBRUIF KL . by R BRI AE L Erat
de barbarie—45t1, WW.: L Etat de barbarie, Paris, Le Seuil, 1989

A MU T R L

5. Hanna Batatu, Syria 's Peasantry, the Descendants of its Lesser Rural Notables, and

ia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their Politics, op. cit.

6. Daniel Le Gac, La Syrie du général Assad, Bruxelles, Editions Complexe, 1991.

7. Lucien Bitterlin, Hafez El-Assad : le parcours d "un combattan, Paris, Editions du
Jaguar, 1986 ; Patrick Seale, Asad of Syria, op. cit.

8. Voir les cartons 13, 14 et 15, 1880P (Damas) (Nantes).

9. Voir, entre autres, Raymond A. Hinnebusch, Authoritarian power and state forma-
tion in Ba "thist Syria, op. cit

10. Notes sur le parti Baath, non datées, carton 15, 188PO (Nantes).





EPUB/images/image_076.jpg
policy in Syria and Lebanon, 1900-191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6.

Fawzi SHUAIBL, Shahid min al-mukhdbarat al-siriyya, 1955-1968 (Un témoin d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syriens, 1955-1968), Beyrouth, riad al-rayyes, 2008,

Mustafa SIBA'L, Ishiirkivat al-Islim(le socialisme islamique), damas, Matbu‘ah
Jami‘at damashag, 1959.

Daniel SILVERFARB, The Twilight of British Ascendancy in the Middle East: a Case
Study of Irag, 1941-19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eter SLUGLETT et Stefan WEBER (dir.), Syria and Bilad al-Sham under Ottoman
Rule: essays in honour of Abdul Karim Rafeq, leyde, Brill, 2010.

Robert SPRINGBORG, « Baathism in practice: agriculture,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ul-
ture in syria and iraq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7, 2006, p. 191-209.

Joshua STACHER, « reinterpreting authoritarian Power: syria’s hereditary succession
»,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3, n° 2, 2011, p. 197-212

Nakeema Damali STEFFLBAUER, An Analysis of Syro-Lebanese Informal Trade:
1943-1993, Phd, Harvard, 1999

*Ali SULTAN, Tarikh Siriyah (Phistoire de la syrie), Damas, dar talds, 1987.

Hald SULAYMAN, Athar al-hamlah al-Misriyah ‘ald bildd al-Shim, 1831-1340
Wildyat Tardbulus namidhajan (influences de la campagne égyptienne sur le pays du le-

vant, 1831-1840, le gouvernorat de tripoli), Tripoli, al-Muassasah al-Hadithah 1il-Kitab,
2001

Yasin SUWAYD (dir.), Faransd wa-al-Mawdrinah wa-Lubnan: tagdrir wa-murdsalat
1860-1861, (Corps expé
syrie : rapports et correspondance, 1860-1861), Beyrouth, Sharikat al-Matbiat lil-Tawzi*
wa-al-Nashr, 1992

al-hamlah al-‘askariyah al-Faransivah ‘ald Si

onnaire de

John Robert SWANSON, Soviet and Local Communist Perception of Syrian and Leba-
nese politics 1944-1964,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9

Tawfiq AL-SUWAY DI, Mudhakkirdti: nisf qarn min tarikh al-*Iraq wa-al-qadivah al-
“Arabiyah, Al- (Mes Mémoires : la moitié du siécle de I"his- toire d'irak et des affaires ar-
abes), Londres, Dar al-Hikmah, 1999.

République Syrienne (dir.), Population Census in Syrian Arab Republic, 1970, Damas,
5, 1970.

Syrian Arab republic,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

République Syrienne (dir.), Jaysh al-sha'h, damas, Maktaba al )
Faruk TABAK, 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 A geohistorical ap-
proach, Baltimore, JHUP, 2010,

Andrew TABLER, In the Lion’s Den: an eyewiness account of Washingion’s batile

with Syria, Chicago, ill., lawrence Hill Books, 2011.
Vahé TACHJIAN, La France en Cilicie et en Haute-Mésopotamie. Aux confins de la
Turquie, de la Syrie et de [lrak, Paris, Karthala, 2004.





EPUB/images/image_080.jpg
Abdal-Kader, 88, 89

* Abdallah, 191

Abdallah, fils de Sulaymén Adil Pasha,
48

Abdallah Pasha, 60, 64, 69

* Abd al-Rahman al-Yssuf, 126

Abduh, Muhammad, 115, 116, 150

Abdilhamid 11, 107,108, 116, 119,
128, 147

Abdulmajid, 72

Abetz, Otto, 179

* Abid, 101

Afghani, Jamdl al-Din, 115

Aflag, Michel, 174, 176, 189, 194,
197,200, 221,237, 258

Ahmad Pasha al-Jazzar, 17, 37, 38,
40,41,43,44,45,65

* Ajlani, Muhammad al-, 101

Akhras, Asma al-, 287

Al Hajj Mustafa Pasha, 39

* Al Bey, 37

*Ali, Torahim, 211

* Al Pasha, 60, 61, 107

Allenby, 146

* Amer, * Abd al-Hakim, 209

AminSayyid, Muhammad, 167

Arafat, Yasser, 239, 283

*Arif, * Abd al-Salam, 208

Arsuzi, Zaki al-, 173, 174

Asali, Faysal, 190

* Asali, Sabri al-, 192,208

Asali, Shukri al-, 119

Assad, Asma al-, 305, 306

Assad, Bashar al-, 287, 288,291,292,
295, 296, 300, 301, 302, 306, 313,
315,347

Assad, Bassel al-, 280, 283, 285, 286,
287

Assad, Hafez al-, 211,217,218, 227,
233,234,235, 237, 238, 239, 240,
241,242, 243, 244, 246, 247, 248,
249,253, 257, 260, 262, 263, 265,
266,267, 269,270, 271, 272, 274,
275,277,280, 281, 284, 287, 289,
290,291,293, 305

Assad, Jamil al-, 295

Assad, Rifa'at al-, 238, 255, 264, 265,
266

Atassi, 101

Atassi, Adnan al-, 200, 205, 253

150,163, 188,

, Hashim al
197,200, 205





EPUB/images/image_056.jpg
Adeed DAWISHA, Arab Nationalism in Twenticth Century: from triumph to despair;
Princeton/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yria and the Lebanese Crisis, londres, Macmillan Press Itd, 1980.

—et William ZARTMAN (dir.), Beyond Coercition: the durability of the Arab state,
londres, New york, Croom Helm, 1988,

Antwan DAWW (dir), Hawddith 1860 fi Lubnin wa-Dimashg: Lajnat Bayrit al-
Dawliyah: al-mahddir al-kimilah, 1560-1862 (les événements de 1860 au liban et & damas,
le conseil international de Beyrouth, les séances complétes, 1860-1862), Beyrouth,
Mukhtart, 1996.

Mohamed AL-DBIYAT, Homs et Hama en Syrie centrale, concurrence urbaine et déve-
loppement régional, damas, iFead, 1995.

Randi Carolyn DEGUILHEM-SCHOEM, History of wagqf and case studies from Da-
mascus in late Ottoman and French mandatory times, New york, 1986.

Robert DEVEREUX, The first Ottoman Constitutional Period: a study of the Midhat
Constitution and Parlia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3

Héléne DESMET-GREGOIRE (dir.), Contributions au théme du ou des cafés dans les
sociétés du Proche-Orient, aix-en-Provence, ireMaM, 1992

John F. DEVLIN, The Ba‘th Party: A history from its origins to 1966,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6.

Toby DODGE, Iraq. From War to a New Authoritarianism, Londres, Rout-ledge,
2013

Caroline DONATI, L"Exception syrienne : entre modernisation et résistanc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9,

Mohamed Kamel DORAI, « le réle de la Syrie dans I"accueil des réfugiés irakiens
depuis 2003
des pays méditerranéens /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Geography, n° 113, 31 décembre 2009,
p. 139-146.

Dick DOUWES, The Ottomans in Syria: a history of justice and oppression, londres,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0.

Philippe DROZ-VINCENT, « ¢ et des
yrien et jordanien », Proche-Orient, 2014, p. 297-305.

 espace de transit, espace d"installation », Méditerrande. Revue géographique

« Les mutations des sociétés et leurs co
2014, p. 75-109.

—. « Quel avenir pour |"autoritarisme dans le monde arabe ? abstract », Re-vue

équences politiques », Proche-Orient,

frang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 54, no 6, 2004, p. 945-979.
—. Moyen-Orient : pouvoirs autoritaires, sociétés bloguées, Paris, PUF, 2004,
Baudouin DUPRET et alii, La Syrie au présent : reflets d’une société, Arles, Sindbad
Actes Sud, 2007.





EPUB/images/image_013.jpg
ent musulman. Corrections et supplément (juillet 1946) : éléments de bibliographie, Paris,
Librairie d’ Amériue et d’ Orient Adrien-Maisonneuve, 1946.

21. André Raymond, Grandes villes arabes i 1"époque ottomane, op. cit., 61.

22. André Raymond, « Les grandes villes arabes & I’ époque ottomane ». op. cit; Domi-
nique Chevallier, L *Espace social..., op. cit

23. Brigitte Marino, Le Faubourg du Midan d Damas i I"époque ottomane, op. cit

24. Bemard Heyberger, Les Chrétiens du Proche-Orient au temps de la Réforme
catholique (Syrie, Liban, Palestine, xviie -xviiie siccle), Rome, Ecole frangaise de Rome, de
Boceard, 1994 ; Dominique logna-Prat et Gilles Veinstein, Histoires des hommes de Dieu
dans I islam et le christianisme, Paris, Flammarion, 2003.

25. Abraham Marcus, The Middle East in the Eve of Modernity: Aleppo in the Eigh-
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26. Zouhair Ghazzal, L "Economie politique de Damas durant le xixe siécle : structures
traditionnelles et capitalisme, Damas, Tnstitut frangais de Damas, 1993 ; Jean-Paul Pascual,
« Boutiques, ateliers ct corps de métiers 4 Damas d” aprés un dénombrement effectué en
1827-1828 », in Brigitte Marino (dir.), Erudes sur les villes du Proche-Orient xvie - xixe
siécle. Hommage a André Raymond, Beyrouth, Presses de 1'1po, 2013, 177-199.

27. André Raymond, Grandes villes arabes d | 'époque ottomane, op. cit., 96-98,

28. Charles L. Wilkins, Forging Urban Solidarities: Ottoman Aleppo, 1640-1700, Ley-
de Boston, Brill, 2010; *Abd al-Karim Rafiq, The Province of Damascus, 1723-1783,
Beyrouth, Khayats, 1966.

29. Charles L. Wilkins, Forging Urban Solidarities, op. cit.

30. Ibid.

31. Lettre du consul de France, 6 novembre 1822, tome IlI, CCC Lattaquié (1817
1822).

32. Mikhd'il Burayk et Ahmad Ghassin Saband, Tarikh hawddith al-Sham wa-Lubndn,

aw, Tarikh Mikhd'il al-Dimashgi, op. cit.

33. Herbert Luther Bodman, Poliical Factions in leppo, 1760-1826, op. cit

34. Dépéche du consul de France, 6 septembre 1812, tome XXV, CCC Alep (La Cour-
neuve).

35. Norman Lewis, op. cit.

36. Voir les volumes XXIII & XXIX, CCC Alep (La Courneuve) ; Mikhi'il Burayk et
Ahmad Ghassin Saband, Tarikh hawddith al-Sham wa-Lubnan, aw, Tarikh Mikhd'il al-Di-
‘mashgi, op. cit.

37. Martha Mundy et Richard Saumarez Smith, Governing Property, Making the Mod-
ern State: law administration and production in Ottoman Syria, Londres, 1.B. Tauris, 2007;
Norman Lewis, Nomads and Settlers in Syria and Jordan, 1800-1980, op. cit.; Faruk Tabak,
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 op. cit.





EPUB/images/image_062.jpg
Albert Habib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yria and Lebanon: a political essay, Beyrouth, librairie du liban leba- non book-
shop, 1968.

—. Philip shukry khour et Mary Christina wiLso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read-
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Harry Nicholas howard,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an American inguiry in the Mid-
dle East, Beyrouth, Khayat, 1963

Leila hudsoN, Transforming Damascus: space and modernity in an islamic city, i.B.
tauris, 2008

F. robert huNter, Egypt under the Khedives, 1805-1879: from household government to
modern bureaucrac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4.

Rola eL-husseiNi, Pax syriana: elite politics in postwar Lebano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Akram hawrANi, Mudhakkirdt Akram al-Hirdni (Mémoires dakram al-Hawrini), le
Caire, Maktabat Madbili, 2000, 4 vol.

Jacob Hurewitz (éd.) Middle East Politics: the military dimens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Jzif iLYAs, Tatawwur al-sihdfah al-Siiriyah fi miat “am (1865-1965), (Evolutions de
la presse syrienne pendant cent ans 1865-1965), Beyrouth, dar al-Nidal, 1982

Muhammad AL-IMADI, Tatawwurat fikra al-tanmiya fi siriva (Evolutions de I'idée de
développement en syrie), damas, dar al-tlass, 2003.

Muhammad Fariq IMAM, Al-Hayah al-siyasivah fi Sirivah: [al-inti
(la vie politique en syrie [le mandat frangais]), al-amman dar al-i‘lam, 2011

Dominique IOGNA-PRAT et Gilles veiNsteiN, Histoires des hommes de Dieu dans I
islam et le christianisme, Paris, Flammarion, 2003

Michael IONIDES, Divide and Lose, the Arab Revolt 1955-1958, londres, Geoffrey
Bles, 1960.

Tareq y. ISMAEL et Jacqueline s. ismaeL,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Syria and Leb-

ib al-Faransi]

an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8,
Charles Philippe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1800-1914 a
s, 1966.

isir /i siiriya (I'dée politique contempo- raine en

Book of Read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
Jarj JABUR, Al-fikr al-siyis

syrie), Beyrouth, rayyes el-rayes, 1993.
Khilida ablal aL-JABBuri, Al-4b'dd al-

si al-mu

siyya li-l-hukm al-hashimi 1941-1958(les

orientations politiques du pouvoir hachémite, 1941-1958), damas, al-Naya, 2012.

Shadi JAME, Le Régime de la nationalité en droit

droit comparé entre domination coloniale et droit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in, Nantes,

ien et en droit frangais : éiude de






EPUB/images/image_027.jpg
1920-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Abd al-Rahman Shahbandar et
Da‘d Hakim, Rasa'il *Abd al-Rahman al-Shahbandar, 1879-1940 : tarikh ummah fi hayat
rajul, Damas Wizirat al-Thaqafah ff al-Jumhiiriyah al-* Arabiyah al-Striyah, 2002.

69. Vahé Tachjian, La France en Cilicie et en Haute-Mésopotamie. Aux confins de la
Turquie, de la Syrie et de I Irak, Paris, Karthala, 2004,

70. 1 B S RUFIEAL #5340 1K 9 55, Fa' iz Qusra, al-Thawra al-"arabiyya fi-1-
shamal al-siiri, Damas, Manshrdt al-haya al-ama al-stiriyya li-I-kitib, 2007

71 Nadine Picaudou, « La tradition constitutionnelle arabe : un héritage méconnu »,
LEgypte/Monde arabe, 31 décembre 2003, no 2, 17-36.

72. Miri Almiz Sahrastan, Al-mu "tamar al-siiri al-"ali 1919-1920, Beyrouth, Dar Am-
waj, 2000.

BHEE

1. Nadine Méouchy (dir.), France, Syrie et Liban 1918-1946 : les ambiguités et les dy-
namigues de la relation mandataire, Damas, Presses de 1'Ifpo, 2013,

2. Stephen Hemsley Longrigg, 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 Oxford,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Albert Habib Hourani, Syria and Lebanon: a political essay,
Beyrouth, Librairie du Liban, Lebanon bookshop, 1968.

1928; Georges Catroux, Detx missions en Moyen-Orient: 1919-1922, Paris, Plon, 1958.

4. Nadine Méouchy, Peter Sluglett, Gérard D. Khoury, et Geoffrey Schad, The British
s, Leyde Boston, Brill, 2004,

5. Philip S.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
1920-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d French Mand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i

6. Jacques Weulersse, Le Pays des Alaouites, Paris, Impr. de Arault, 1940 ; Jacques
Weulersse, Paysans de Syrie et du Proche-Orient, Par

Gallimard, Le Paysan et la Terre,
1946; Albert de Boucheman, Matériel de la vie bédouine : recucilli dans le désert de Syrie
(tribu des Arabes Sha'a), Damas, Institut frangais de Damas, 1935

7. Nadine Méouchy, Peter Shuglett, The British and French Mand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p. cit., et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Man-
dates, Londres, Routledge, 2015.

8 IR+ IR RS I YA 0 B I SR (042 S HEA T T R 0 DA A 5T
Une génération dintellectuels arabes: Syrie et Liban, 1908-1940, Paris, Karthala/IISMM,
2009

9. Gérard D. Khoury, Une tutelle coloniale: le mandat franais en Syrie et au Liban.
Eerits politiques de Robert de Caix, Paris, Belin, 2006.

10, “RART AR I GRS Y, 48 09 R R D I I . PR
Benjamin White, The Emergence of the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of Com-





EPUB/images/image_031.jpg
64. Thomas Pierret, Baas et Islam en Syrie : la dynastie Assad face aux ouléma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1, et *Adnan Sa *ad al-Din, Al-Ikhwin al-Muslimiin fi
is il ‘am 1954, Le Caire, Dir al-

Siriya, Mudhakkirdt wa dhikraydt, min qabl al-ta’
Madbili, 2006,

65. Voir entre autres Keith Watenpaugh, « Steel shirts, white badges and the last qaba-
day: fascism, urban violence and civie identity in Aleppo under French rule », France, Syrie
et Liban (1918-1946). Les ambiguités et les dynamiques de la relation mandataire, Damas,
Institut frangais d” études arabes de Damas, 2002, 325-347

66. Francis R. Nicosia, Nazi Germany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2014

67. Henry Laurens, « Moyen-Orient », dans Alya Aglan, Robert Frank, La Guerre
Monde, 1, 1937-1947, Paris, Folio Histoire, 2015.

68. Note dans carton 290, Syrie-Liban, Afrique Levant 1944-1952 (La Courneuve).

69. Héléne Faisant de C La au Levant pen-

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ille, France, Atelier national de reproduction des théses,
2009.

70. Voir notes contenues dans le carton 1SL/1/V/47 (Nantes).

71. Voir notes contenues dans le carton 1SL/1/V/3 (Nantes).

72. Notes dans FO 371/400066 (Kew Gardens) ; Martin W. Wilmington, The Middle
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1

East Supply Centre, Albany,
73. Voir les notes contenues dans le carton 290 B, Syrie-Liban 1944-1952, Afrique-Le-
vant (La Courneuve).
74, KT IUGE AT HHeT i B AT B IR R Sk 1SL/1/V/3 5 ISLAV/107

(Nantes) le second touchant aux villes de la Syrie du Nord et la zone de Deir ez-Zor.,

BARE

1. Shukri Qawatli,

2. Matthicu Rey, Le Parlementarisme en Irak et en Syrie entre 1946 et 1963..., op. cit.

3. Walid Mu ‘alim, Sirivd 1918-1958, al-tahdiwa al-muw
*akra Damas, 1985 ;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4. Akram Harani, Mudhakkird Akram al-Hiirdni, Le Caire, Maktabat Madbil
volumes; * Adnin Sa*ad al-Din, Al-lkinwdn in fi sitriya i
(5 vol.), Le Caire, Maktabat Madbili, 2006,

5. Caroline Donati, L " Exception syrienne : entre modernisation et résistanc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9.

6. Samir A. Makdisi, « Syria: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1936-1968 », Middle East Journal, 1971, vol. 25, n° 2, 157-179 ; Doreen Warriner, Land Re-

ShukrT al-Qiwatlf yukhdibu ummatah, Damas, s.n., 1970.

jaha, Damas, Matba ‘a

2000, 4






EPUB/images/image_006.png





EPUB/images/image_060.jpg
1946-1966(documents levantins de 1 histoire syrienne contempo - raine, 1946-1966), le
Caire, Maktaba Madbili, 2007.

LufihAFFAR et salmial-Haffir KUZBARI, Luffi al-Haffir, 1885-1968: mudhak-
kardtuh, hayituh, wa - *asruh (lntfi al-Haffir 1885-1966 : ses Mémoires, sa vie et son
époque), londres, riyad al-rayyis lil-Kutub wa-al-Nashr, 1997,

Simi HAJA“A, Awrdg min dafiar al-watan, 1946-1961 (Pages du cahier de la Nation,
1946-1961), damas, dir al-tlis, 2000.

Hasan AL-HAKIM, Mudhakkirdti, safhat min tdrikh siriva al-hadith 1920-1958(Mes
Mémoires, pages de Ihistoire de la syrie modeme, 1920-1958), Bey- routh, dar al-Kitab al-
Jadid, 1966, deux volumes.

M. Siikrii HANIOGLU, Preparation for a Revolution: the Young Turks, 1902-190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bd Allah HANNA, Al-Fallihin wa-mulldk al-ard fi Sirivat al-garn al - “ishrin
dirdsah tajma‘u bayna al-tdrikh al-shafahi wa-al-tarikh al-makiib (les paysans et les pro-
priétaires de la terre en syrie au xxe siécle : études réunies d”histoires éerite et orale),
Beyrouth, dar al-tali‘ah lil-tibi‘ah wa-al-Nashr, 2003.

—. Al-*Ammah wa-al-intifaddt al-falldhivah, 1850-1918: fi Jabal Hirdn, (le peuple et
les insurrections paysannes 1850-1918 dans la Montagne du Hau- ran), damas, al-ahali lil-
i, 1990.

—, Al-Harakah al-‘ummaliyah fi Sirivah wa-Lubndn, 1900-1945 (le mou- vement ou-
ashg, 1973.
Jean HANNOYER, Campagnes et pouvoir en Syrie : essai d* histoire socio -

tiba‘ah wa-al-Nashr wa-al-taw;

vrier en syrie et au liban 1900-1945), damas, dar di

économique sur la région de Deir ez-Zor; thése 3¢ cycle,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
es sociales, Paris, France, 1982

*Uthman HASHIM, al-dhzib al-siysiyya fi siriya al-sirriyya wa al-"alaniyya, (Les
partis politiques secrets et publics en syrie), Beyrouth, riad al-rayyes, 2001

—. Tarikh Siriya al-mi asir (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 la syrie) Beyrouth, al-rayyes,
2013

Amir HAYDAR AHMAD AL-SHIHABI, Asad Rustum et Fu'ad Afram BUSTANI,
Lubndn fi “ahd al-umard al-Shihbiyin(le liban dans I'ére des émirs shehab), Beyrouth, al-
Jami‘ah al-Lubnaniyah, 1969.

Rustum HAYDAR, Mudhakkirdt Rustum Haydar (Mémoire de rustum Haydar),
Beyrouth, al-dir al-“arabiyah lil-Mawsi‘at, 1988.

Muhammad Hasanayn HAYKAL, The Cairo Documents: the inside sto-ry of Nasser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World leaders, rebels, and statesmen, New york, doubleday, 1973.
Guy HERMET, richard ROSE et Alain ROUQUIE(dir.), Elections without Choice,
New york, Wiley, 1978.
Christoph HERZOG, Malek SHARIF(ir.), The First Ottoman Experiment in Democra-





EPUB/images/image_052.jpg
Amal BASHSHUR, Siiriyd wa-Lubnan fi *asr al-islh al-*Uthmani: higbat al-tanzimdt
min sanat 1840 1i-1880 (la syrie et le liban 4 Iépoque des réformes ottomanes et des tanzi-
mat 1840-1880), tripoli, al-Mua'ssasah al-Hadithah lil-Kitab, 2006.

Hanna BATATU, Syria’s Peasantry, the Descendants of its Lesser Rural No- tables,
and their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The Egyptian, Syrian, and Iragi Revolution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ir underly-
ing causes and social characte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 sity, 1984.

—.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roots of syria’s ruling, Military Group and the
Causes for its dominance »,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5, 1° 3, 1981, p. 331-344.

Jean BATOU, « L*Egypte de Muhammad-ali. Pouvoir politique et dévelop-pement
Geonomique, 1805-1848 »,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iés, civilisations, vol. 46, n° 2, 1991,
P.401-428.

Assef BAYAT et linda Herrera (éd.), Being Young and Muslim: new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global South and North,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Hazem BEBLAWI et Giacomo I,y (éd.), The Rentier State, londres/New york, rout-
ledge, 1987.

Annette BECKER, Hamit B, ., ot Vincent d,c, (dir.). Le Génocide des Arméniens
un siécle de recherche 1915-2015, Paris, armand Colin, 2015

Eliezer BEERL Army Officers in Arab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70.

Souhail BELHADJ, La
Paris, Belin, 2013

Philip Wilkes BELL, The Sterling Area in the Postwar Period, Internal Mechanism &
Cohesion, 1946-1952, oxford, Clarendon, 1956

Sarah BEN NEFISSA et Ala’ Al-din AraFat (dir), Vote et démocratie dans I"
Egypte contemporaine, Paris, Karthala/ird, 2005,

rie de Bashar al-Asad : anatomie d"un régime autori-taire,

Sarah BEN NEFISSA (dir.), Pouvoirs et associations dans le monde arabe, Paris, CNrs
Editions, 2002.

Sarah BEN NEFISSA, Nabil ABDAL-FATTAH, Sari HANAFI, Carlos MILANI (dir.),
ONG et gouvernance dans le monde arabe, Paris, Karthala, 2004.

Nathalie BERNARD-MAUGIRON, Jean-Noél Ferrié, (dir.), Les Architectures constitu-
tionnelles des régimes politiques arabes, de I'autoritarisme  la démo-cratisation, le Caire,
Cedel, Egypte, Monde arabe, no 2, 2005.

Jacques BERQUE, dominique CHEVALLIER(dir.), Les Arabes par leurs archives
(xvie-xxe siécles), Paris, Edition CNRS, 1976.

Adel BESHARA, The Origins of Syrian Nationhood: histories, pioneers and identity,
londres/New york, routledge, 2011.

—(éd.). Antun Sa'adeh: the man, his thought: an anthology,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2007





EPUB/images/image_043.jpg
BEATRYRATE S, RV GAEREAE 20—35 % 2]

8. Entretiens et observations en Syrie (2009-2010) ; David W. Lesch, The New Lion of
Damascus: Bashar al-Asad and Modern Syria by David W. Lesch, New Haven, Yale Univer-
sity Press, 2004 ; Caroline Donati, L 'Exception syrienne, op. cit.

9. Eyal Zisser, Commanding Syria: Bashar al-Asad and the first years in power; Lon-
dres, 1B. Tauris, 2007.

10. U3 F1 20124 6 F 75K T 130 245 DU M DB 65 20 B DRI 2

11 Toby Dodge, Irag. From War to a New Authoritarianism, Londres, Routledge, 2013

12,93 F1 20126 12 46 B2 AR EE B Ik 43 9L [ ARSI RN %

13. Loulouwa Al-Rachid et Edouard Méténier, « A propos de la violence “irakienne™
Quelques éléments de réflexion sur un lieu commun, Abstract », A contrario, 13 octobre
2008, vol. 5., no 1, 114-133

14. David W. Lesch, The New Lion of Damascus, op. cit

15. Matthieu Rey, « 2003: A Turning Point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Syrian youth »,
dans Marc Ayyash, Ratiba Hadj Moussa (dir.), Protests and Generations: legacies and emer-
gences in the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and the Mediterrancan, Leyde, Boston, Brill, 2017.

16.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Failed responsibility: Iragi refugees in Syria, Jordan
and Lebanon », Middle-East Report, n° 77, 10 juillet 2008 ; Mohamed Kamel Dorai, « Le
r6le de la Syrie dans 1" accueil des réfugiés irakiens depuis 2003 : espace de transit, espace

d installation », Mé ée. Revue gé des pays mé éens /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Geography, 31 décembre 2009, n° 113, 139-146.

17. Jordi Tejel Gorgas, Syria s Kurds: history, polities and society, Londres/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8. Sur la crise et ses suites, https://d2071andvipOwj.cloudfront.net/39-syria-after leba-

non-lebanon-after-syria.pdf (consulté le 2 décembre 2016) ; Manon Nour Tannous, op. cit.;
Rola  El-Husseini, Pax syriana: elite politics in postwar Lebanon, Syracuse, Syracuse Uni-
versity Press, 2012 ; Ohannes Geukjian, Lebanon afer the Syrian withdrawal: external in-
tervention, power-sharing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Londres/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7 ; Taku Osoegawa, Syria and Leban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
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res, LB Tauris, 2013,

19. Samir Kassir, « La lutte pour la démocratie en Syrie et 1" indépendance au Liban »,
Confluences (Méditerrande), 44, 20022003, 83-95.

20. Y5 RUAHETRHRAF 1E DL 709 96 i
PR T All Syria 23 5] i F 19 IRt R HIEA 1F -

21. Sylvia Chiffoleau, « La Syrie au quotidien : cultures et pratiques du changement.

IR KRR S PR I A  %ER

Présentation », Revue des mondes musulmans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31 décembre 2006, no
115-116 ; La Syrie au présent : reflets d "une sociéé, Arles, Sindbad/Actes Sud, 2007,
22. Muhammad Jamél Bérit, 4I-* Aqd al-akhir fi tdrikh Siriyah: jadaliyat al-jumiid wa-





EPUB/images/image_037.jpg
Syria, 1947 10 1982, op. cit; Kamel Abu Jaber, The Arab Ba'th Socialist Party: history, ide-
ology, and organizatio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10. Munif Razzz, al-Tajribah al-murrah, op. cit.

11, * Adnin Sa"ad al-Din, AL-lkhwan, op. cit, entretien avec des proches des Fréres mu-
sulmans et activistes (Istanbul, septembre 2014) ; Raphaél Lefevre, Ashes of Hama: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 Akram Harani, Mudhakkirdt Akram al-Hiran, op. cit.; *Adnin Sa’ ad al-Din, Al-
Ikdwan, op. cit

13, XTI A FLRAT TS 385 45 1 cartons 4084, 4085 (Washington D.C.).

14. Voir notes dans le carton 1040 Syrie (1960-1965) (La Courneuve).

15. * Abdallah Hanna,« Towards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ents of Hama in 1982 »,
dans Gérard D. Khoury, Nadine Méouchy, Henry Laurens, et Peter Sluglett, Erats et sociétés
de I” Orient arabe en quéte davenir : 1945-2005. Actes de la Semaine internationale d”
études sur le Moyen-Orient arabe, MMSH, ~ Aix-en-Provence, juin 2005, Paris, Geuthner,
2006.

16, M RB A RARGE SRR 22
avril 2015 ; Istanbul avril 2017).

17. Notes sur les assemblées locales, présentes dans les cartons 1874 et 1875 (Syrie

EIPNGL ISR

(entretien Amman

1966-1970) (La Courneuve) et quelques remarques dans la boite 4086 (Washington D.C.).
18. Entretien Gaziantep avril 2017.
19. Al-Ba ath, 17 avril 1965.
20. fidouarda Saab, La Syrie ou la Révolution dans la rancaeur; op. cit.
20 b B AT S DX T A O 9 5 S Y L L
Al-qazzaz, « Army Officers and Land Reform in Egypt, Iraq, and Syria », Sociological Bul-

letin, 1971, vol. 20, no 2, 159-177; Rony Gabbay, Communism and Agrarian Reform in

Irag, Londres, Croom Helm, 1978; « Agrarian Land Reform in Syria », The American Jour-
and Sociology, 1970, vol. 29, no 3, 276-276; Myriam Ababsa, « La recom-
position des allégeances tribales dans le Moyen-Euphrate syrien (1958-2007) », Etudes rura-

nal of Economi

les, 7 avril 2010, no 184, 65-78 ; Bichara Khader, « Propriété agricole et réforme agraire en
Syrie », Civilisations, 1975, vol. 25, 1/2, 62-83

22. Entretiens auprés d’ habitan

venant du nord de la Syrie (Gaziantep, 27 avriller

mai 2017) et Raymond A. Hinnebusch, « Local Politics in Syria: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
tion in four village cases », Middle East Journal, 1976, vol. 30, no 1, 1-24.

23. Archive et al-Baath.

24. Sur le coup d” Etat voir les notes diplomatiques américaines dans les boites 2686,
2687, 4056 (Washington D.C.) et note dans le carton 1872 (Syrie 1966-1968) (La Cour-

neuve) ; Munif from old catalog Razziz, al-Tajribah al-murrah, op. cit. John F. Devlin, The

Ba'th Party, op. cit.; Kamel Abu Jaber, The Arab Ba'th Socialist Party: history, ideology,





EPUB/images/image_046.jpg
Ala bibliothéque du Parlement syrien, les débats parlementaires sont conser- vés sous
la forme de 35 volumes de 1946 4 1962, intitulés al-mudhakkirdt al-niydbiyya (mémoire par-
lementaire)”. De méme, les journaux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syrienne (Jarida rasmiyya al
jumhrriyya al-suriya) de 1946 4 nos jours ont fait Fobjet de sondages significatifs.

Aux archives & la Maktaba wa-I-dr al wathd’iq al-wataniyya a Bagdad, les séries 311
et 3311 fournissent les documents de la Cour royale et du ministére de I'Intérieur, pour la
période monarchique (1932-1958).

Aux Archives diplomatiques frangaises de La Courneuve, les Correspon- dances con-
sulaires et (CCC), les C politiques et (cpC)
concerant Alep, Damascus, Lattaquié, Constantinople et Turquie et les séries « Liban-Sy-
rie, 1944-1952 », « Syrie 19531958 », « Ré- publique arabe unie 1958-1965 », « Syrie
1960-1965 », « Syrie 1966-1969 »,

« Syrie 1970-1972 », « Syrie 19731982 » et « Syrie 1983-1989 » ont &té inté- grale-
ment dépouillées. A cela s°ajoutent des sondages dans les séries concernant URSS, Trak,

Arabie saoudite, Egypte et Liban pour la période.

Aux Archives de Nantes, ce sont les documents consulaires de Damas et d’Alep
(18PO) qui ont éclairé le xixe siccle, puis 1"ensemble volumineux des papiers mandataires
réfiérencés sous les cotes 1SL/1/V/ XXX. De méme les do- cuments rapatriés des consulats
de Damas et d’Alep ont fait T'objet d'un examen pour la période postéricure a 1946.

Au Service historique des armées, & Vincennes, les fonds concernent la marine chargée
de la surveillance des cdtes levantines pendant la Premiére Guerre mondiale. Aux Archives
de Kew Gardens 4 Londres, les séries FCO 17, Foreign Office, Eastern Department and Suc-
cessors Registered ; FCO 93, Foreign and Com- monwealth Office : Near East and North
Africa Department : Registered Files (NF Series) FO 141,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 Embassy and Consulates, Egypt, General Correspondence : FO
195, Foreign Office : Embassy and Consulates, Turkey (formerly Ottoman Empire) : Gener-
al Correspondence ; Série FO 370, Foreign Office, Library and the Research Depart- ment,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 ; Série FO 371, Foreign Office, Poli- 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1966 ; FO 552,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Unit-
ed Arab Republic (Egypt-Syria) 1958- 1960 ; FO 922, Middle East Center Supply, Regis-
tered Files ont fait lobjet de sondages

Aux Archives américaines, ce sont les Série 1030, U.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Record, 1946-1965 ; Série 3247, Syria, U.S. Embassy Damas- cus, General Record,
Série 3248B, Syria, U.S. Embassy Damascus, Classified General Record, 1946-1962, Série

3254, US Information Agency, US Informa- tion Service, Damascus, 1954-1957.

Aux Archives de I'ONU  New York enfin, ce sont les séries du Depart- ment of Eco-
nomic Affairs S 0917 0004, S 0969 0002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Under-secretary-
General for special Political affairs ; records, 1945- 1974. s 0168 0001, et s 0168 0002,






EPUB/images/image_029.jpg
30. Patrick Seale, La Lutte pour [ indépendance arabe, op. cit.

31. Alice Poulleau, A4 Damas sous les bombes : journal d* une Francaise pendant la
révolte syrienne (1924-1926), Paris, Karthala, 2012.

32, b BRSSO o A PR A AR P RAT PRI, PR Gk T AT
HJIPET; T UG LA BITE, UL Lenka Bokova, La Révolution syrienne contre
le mandat frangais (1925-1927), Paris, Karthala, 1988 ; Michacl Provence, The Great Syri-
an Revolt and the Rise of Arab Nationali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 J.
Mascle et Jij Kisa, Jabal al-Duritz, op. cit.

33. Daniel Neep, Occupying Syria under the French Mandate: insurgency, space and
state 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4. Notes dans 1SL/1/V/950 (Nantes) ; Muhammad Ragdwan AT, Hashim al-Atasi:
hayatuhu wa-‘asruh, 1873-1960, Damas, Muhammad Radwan al-Atast, 2005.

35. *Abd al-Rahman Shahbandar et Da‘d Hakim, Rasd'il *Abd al-Rahmdn al-Shahban-
dar, 1879-1940: tdrikh ummah fi haydt rajul, Damas, Wizirat al-Thaga
*Arabiya al-Siriya, 2002.

36. Khilida Abll Al-Jabbiri, Al-Ab'dd al-sivasiyya li-I-hukm al-hdshimi 1941-1958,
Damas, al-Nada, 2012.

37. Notes dans 1SL/1/V/948 et 1SL/1/V/398 (Nantes).

38. Philip S.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op. cit., 340,

39. Notes dans 1SL/1/V/955 (Nantes).

40. Muhammad Jamél Bardt, al-Takawwun al-tdrikhi al-hadith lil-Jazirah al-

fi al-Jumhiriya al-

ivah,
op. cit

41. Wasfi Zakariyd, ‘Ashd'ir al-Sham, op. cit.; Albert de Boucheman, Matériel de la
vie bédouine, op. cit.

42.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Mandates, op. it

43. Faris Khiri, Awrdq Faris al-Khiri, op. cit.; Lutfi Haffar et Salma al-Haffar Kuz-
bari, Luiff al-Haffir, 1885-1968: mudhakkardtuh, haydtuh, wa-*asruh, Londres, Riyad al-
Rayyis lil-Kutub wa-al-Nashr, 1997.

44. Khilid al- * Azm, Mudhakkirdt, op. cit.; Muhammad Amin Sayyid, Mudhakkirdt,
Alep, sn, 1994

45. Frank Peter, Les Entreprencurs de Damas. Nation, impérialisme et industrialisation,
Paris, L' Harmattan, 2010.

46. Edmond Chiliac, Le Bilan économique du mandat frangais en Syrie et au Liban
(1920-1946), Paris, Edition Espace Publication, 2007.

47. *Abd Allah Hannd, Al-Falldhin wa-mulldk al-ard fi Sirivat al-garn al-"is
dirdsah tajma‘u bayna al-trikh al-shafahi wa-al-tarikh al-maktiib, Beyrouth, Dir al -
I-Tibi‘ah wa-al-Nashr, 2003.

<, Le Jardinier et le citadin : ethnologie d "un espace agricole ur-

rin






EPUB/images/image_041.jpg
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 Ghassan Salamé
(dir), Démocraties sans démocrates : politiques d"ouverture dans le monde arabe et is-
lamique, Paris, Fayard, 1994,

5. Voir, principalement, Fardq Shar', Al-Riwdya al-mafgida, Beyrouth, al-Markaz al-
*Arabi 1il-Abhith wa-Dirdsat al-Siyisat, 2015 ; Bouthaina Shaaban, ‘Ashrar a‘wim ma‘a
Hafiz al-Asad, 1990-2000, Beyrouth, Markaz Dirisat al-Wahda al-* Arabiya, 2015 ; Mustafa
Tlass, Damas, Dir al-Tlass, 2007, volume 5.

6. 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op. cit

7. « Situation intérieure », Damas, 9 févier 1985, carton I dans la série 0052 SUP (La
Coumneuve).

8. Entretiens avee Wladimir Glasman (Paris, décembre 2013).

9. Hashim *Uthman, op. cit,, 255-257.

10. S FF AU 11 20124 6 7 W18 % BURI I+ £ B R AN R, ARG RIS
LGRS A TR SE A6 o B B BT 1 2L

LB 2013 4F 12 A 7E VRS B AHRAR - RO A7 iR 5

12, RIS — BRI E M A BUE .

13. Voir carton 3, 0052 SUP (La Courncuve).

14. Eberhard Kienle (dir), Contemporary Syria: liberalization between cold war and
cold pea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15. Muhammad Jamél Bardt, Al-*Agd al-akhir i tdrikh Sirivah: jadalivat al-jumid wa-
al-isldh, Doha” al-Markaz al-* Arabi lil-Abhéth wa-Dirdsat al-Siyasit, 2012.

16. Fabrice Balanche, La Région alaouite et le pouvoir syrien, op. cit.

17. Anne-Marie Bianquis et Mohamed Al-Dbiyat, « La population syrienne: un tour-
nant démographique? », Méditerranée, 1995, vol. 81, no 1, 81-90 ; Onn Winckler, Demo-
ja, Brighton, Sussex Academ-

graphic Developments and Population Policies in Ba‘thist 5)
ic Press, 1998,

18. Voir les notes contenues dans cartons 1,3 et 4, 1890P (La Courneuve).

19. Note dans le carton 3, 00SUP 52 (La Courneuve).

20. Muhammad Jaml Bardt, al-*Aqd al-akhir fi tdrikh Sirivah, op. cit

21. Eberhard Kienle, Contemporary Syria, op. cit. 18 et's.

22. Joseph Bahout, Les Entrepreneurs syriens: économie, affaires et politique, Beyrouth,
CERMOC, 1994,

23. Voir notes dans 0052 SUP 03.

24. Thomas Pierret, Baas et Islam en Syrie, op. cit

25. Myriam Ababsa, Raqqa, territoires et pratiques sociales d "une ville syrienne, op.
cit.; Roman-Oliver Foy, Habitants et territoires dans un grand périmétre irrigué en Syrie.
De la création d la liguidation d’une ferme d’Etat (Etablissement Al-Assad - Projet de 1"
Euphrate-1971-2010), Paris 1, 2014,





EPUB/images/image_011.jpg
KT EFAOBEI: BAEGIATFREE, PO ERTH B A 4 i i gt
L li’?ﬁtzﬂ\ FOLE R E S bR, WX bR R (B3, sad 5% s),
aynHl*, hamza il {t4% .

2.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1799—1921, 1.1, Paris, Fayard, 1999.
Dominique Chevallier, « Consciences syriennes et représentations cartographiques 4 la fin
du xixe siéele et au début du xxe sicle », dans Thomas Philipp (éd.), The Syrian Land in
the xviith and xixth Century : the common an the specific i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utt-
gart, F. Steiner, 1992

A EFE R, Tl PR R BT RA AR AT 8%

4. Sylvain Venayre, Pierre Singaravélou (dir.), Histoire du monde au xixe siécle, Paris,
Fayard, 2017.

Ho#

1. 4t Eyala Fil Pashalik 3% 194~ ) 52 S8 451, 8 2 3R T8 {60 1) T+ Pashalik
AR 1860 4 LT BT 2 (WA Ho Iy TECALE

2. Constantin Francois de QChassebaeuf (1757-1820, comte de Volney), Voyage en Sy-
rie et en Egypte, pendant les années 1783, 1784 et 1785, ... par M. C.-F. Volney, tome pre-
mier, Paris, Volland Desenne, 1787.

3. Brigitte Marino, Le Faubourg du Midan i Damas a | "époque ottomane - espace ur-
bain, société et habitat (1742-1830), Damas, Institut francais de Damas, 1997

4. Dick Douwes, The Ottomans in Syria: a history of justice and oppression, Londres,
LB, Tauris, 2000

5. Faruk Tabak, 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can, 1550-1570: a geohistorical ap-
proach, Baltimore, JHUP, 2010; André Raymond, « Les grandes villes arabes a 1" époque ot-





EPUB/images/image_084.jpg
Tlass, Manaf, 280 Yunis, Ahmad, 205

Tlass, Mustafa, 211, 224, 238,239, Yusaf, 101
243,264, 265,293 Yusif, * Abd al-Rahman al-, 159
Tott, baron, 56 Zahir al-’ Umar, 37
Tassin, Ahmad, 58 Zahr al-Din, 211
“Umran, Muhammad, 217, 226 Zahrawi * Abd al-Hamid, 126
“Ugla, * Adnan, 259 Za'im, Husni al-, 192, 193, 194, 198
Vasif Pasha, 77, 79 Zaqi Pasha, 136
Volney, Constantin Frangois, 8, 11, Zoubi, 277

15,321





EPUB/images/image_054.jpg
Anna BOZZO et Pierre-lean luizard (dir), Les Sociétés civiles dans le monde musul-
man,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1

Kenneth BROWN (dir.), Etar, ville et mouvements sociaux au Maghreb et au Moyen
Orient / Urban crisi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actes du colloque CNRS-
ESRC Paris, 23-28 mai 1986, Paris, L'Harmattan, 1989.

Jason BROWNLEE, « Hereditary Succession in Modern Autocracies », World Politics,
vol. 59, n° 4, 2007, p. 595-628

Palmira Johnson BRUMMETT, Mapping the Ottomans: sovereignty, territory, and
identity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2015

Marwan BUHEIRY,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Arab East, 1890-1939, Beyrouth,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981

Mikha'il BURAYK et ahmad Ghassin SABANU, Tirikh hawddith al-Shim wa-
Lubndn, aw, Tarikh Mikhd'il al-Dimashgi (Histoire des événements de da- mas et du liban
ou 'Histoire de Mikha'il al-dimashqi), Beyrouth, dar Qutay- bah, 1981.

Frangois BURGAT et Bruno PAOLI (dir), Pas de printemps pour la Syrie : les clés
pour comprendre les acteurs et les défis de la crise (2011-2013),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3.

Olivier CARRE, Le Nationalisme arabe, Paris, Fayard, 1993.

—et Michel SEURAT, Les Fréres musulmans : Egypte et Syrie(1928-1982), Paris, Gal-
limard/Julliard, 1983,

Héléne CARRERE D’ ENCAUSSE, La Politique soviétique au Moyen-Orient. 1955-
1975, Paris, FNsP, 1975.

Georges CATROUX, Dewx missions en Moyen-Orient : 1919-1922, Paris, Plon, 1958

Anne-Lucic CHAIGNE-OUDIN, La France dans les jeux d"influences en Syrie et au
Liban, Paris, I'Harmattan, 2009.

Youssef CHAITANI, Post-Colonial Syria and Lebanon: the decline of Arab national-
ism and the triumph of the State, New york, i.B. tauris, 2007.

Frédéric CHARILLON, « Maroc, Jordanie, syrie : les héritiers », Erudes, t. 397, no
12,2002, p. 587-597.

Michel CHEVALIER, Religion sai Systéme de la Mé ée, s.1.,
1832

Dominique CHEVALLIER, Villes et travail en Syrie, du XIX* au XX siécle, Paris, G.-
P. Maisonneuve et larose, 1982

—, L'Espace social de la ville arabe, Paris, G.-P. Maisonneuve et larose, 1979

—. La Société du mont Liban d 'époque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Europe, Pars,
Geuthner, 1971.

Edmond CHIDIAC, Le Bilan économique du mandat francais en Syrie et au Liban
(1920-1946), Paris, Editions espace Publication, 2007.

Sylvia CHIFFOLEAU (dir), « la syrie au quotidien : cultures et pratiques du change-





EPUB/images/image_071.jpg
Turks, and Southeast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Amos PERLMUTTER, « From obscurity to rule: the syrian army and the Ba’th
Party »,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69, vol. 22, n" 4, p. 827-845.

Volker PERTHES, Syria Under Bashar al-Asad: modernisation and the limits of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4.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 under Asad. londres/New york, i.B. tauris, 1997

Franck PETER, Les Entrepreneurs de Damas. Nation, impérialisme et indus-trialisa-
tion, Paris, I'Harmattan, 2010,

Tabitha PETRAN, Syria, Londres, Emest Benn Ltd, 1972.

Thomas PHILIPP, Acre: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lestinian city, 1730-183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he Syrian Lan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the common an the specific i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wttgart, F. steiner, 1992.

Thomas PHILIPP et Birgit sChiBLer, The Syrian Land: processes of integra- tion and
Jfragmentation: Bilad Al-Sham from the 18th to the 20th Century,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8.

Thomas PHILIPP et Christoph sChumaNN, From the Syrian Land to the States — of
ia and Lebanon, Wiirzburg, Beyrouthe, Ergon Verlag in Kommission, 2004,
Thomas PHILIPP, The Syrians in Egypt, 1725-1975,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5
‘Walid PHARES, Syr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 the Middle East,

)

New york, Pracger Publishers, 2006.
Elizabeth PICARD, Liban-S)
tigues, Arles, Actes Sud, 2016,
—. « Syrie : la coalition autoritaire fait de la résistance », Politigue étrangére, vol. 70,
n° 4, 2005, p. 757-768.
—. « Une sociologie historique du Za'im libanais », dans Charles ChatouNi, Histoires,

e, intimes éirangers : un siccle d"interactions sociopoli-

sociétés et pouvoirs au Proche et Moyen-Orient, Paris, Geuthner, 2001

—, Liban, Etat de discorde : des fondations aux guerres fratricides, Paris, Flammarion,
1988.

—. « Ouverture économique et renforcement militaire en syrie », Oriente moderno,
vol. 59, 7/12, 1979, p. 663-676.

Thomas PIERRET, Baas et Islam en Syrie : la dynastie Assad face aux Oulé-ma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2011

Elie PODEH, The Decline of Arab Unit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Brighton, UK etc..

—, The Quest for Hegemony in the Arab World: the siruggle over the Bagdad Pact,
leyde ; New york, Brill, 1995.

ssex academic Press, 1999.






EPUB/images/image_008.png





EPUB/images/image_048.jpg
Findi ABU FAKHR ABU FAKHR, ntifidat al-Shim *ald mazilim Muhammad *Ali
Bashd, 1831-1840 (les insurrections au levant sous 1’ oppression de Mu - hammad *ali
Bishi), damas, dar al-yanabi, 2004

sulayman ABU, Zbrdhim Bishd fi Siriyi (ibrihim Basha en sy-rie), le Caire, dir al-
shuriiq, 2009,

Kamel ABU JABER, The Arab Ba'th Socialist Party: history, ideology, and organiza-
tio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Tewfik ACLIMANDOS, « Nasser, amer et leur armée, Nasser, amer and their army »,
Vingtiéme siécle. Revue dhistoire, n° 124, 2014, p. 57-72.

Fawad AL-*ADIL, Qissa siriya bayn al-ingildb wa al-ingildb. Tagniyn li-lfatra ma
bayn 1942-1962 (Histoire syrienne entre un coup d'Etat et un coup d'Etat, loi de I'époque en-
tre 1942 et 1962), damas, dir al-yindbi’, 2001.

Michel AFLQ. F7 sabil al-Ba'th(dans le sens du Baath), damas, s.n., 1959. Mohammed
shafi 8, Communism in the Arab East,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9.

Virginia ASK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Harlow, Grande-
Bretagne, routledge, 2007.

Maurice ALBORD, L’ Armée frangaise et les Etats du Levant 1936-1946, Paris, Edi-
tions CNrs, 2000.

Muhammad ibrahim “a,, Haydti wa-al-i‘ddm(Ma vie et I"exécution), damas, M.i. al-
“ali, 2000, 3 vol.

Ali A. ALLAWL, Faisal I of Ira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Roger ALLEN, Modern Arabic Litterature, New york, Ungar, 1987.

Sofia AMARA, Infiltrée dans 1" enfer syrien : du printemps de Damas a I’ Etat is-
lamigue, Paris, stock, 2014,

Benedict ADERSON, L’Imaginaire national, réflexions sur I'origine et I'essor du na-
tion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6.

Irvine ADERSON, Aram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a Study of the Dynam-
ics of Foreign Oil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hilip ADERSON, « “summer Madness”: the Crisis in syria, august-october 1957 »,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2, 1/2, 1995, p. 21-42.

Julie D’ANDURAIN, « la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durant la Grande Guerre, nou- vl en-
jeu entre la France et la Grande-Bretagne », Cahiers de la Méditerranée, n° 81, 2010, p.
2544,

Michele Penner ANGRIST (éd.), Party Building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ea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 vement,
londres, Pickle Partners Publishing, 2015.

Richard ANTOUN, illiya Harik (dir.), Rural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PUB/images/image_078.jpg
Paul VEYNE, Le Pain et le cirque : sociologie historique d*un pluralisme poli-tigue,
Paris, Le Seuil, 1985.

Leila VIGNAL, « La “nouvelle consommation” et les transformations des paysages
urbains & la lumiére de I'ouverture économique : I'exemple de Damas », Revue des mondes
musulmans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n° 115-116, 2006.

Constantin Frangois de Chassebaeuf, comte de VOLNEY. Voyage en Syrie et en
Egypte, pendant les années 1783, 1784 ¢t 1785. T 1/ ... par M. C.-F Volney..., Paris, Vol-
land ; Desenne, 1787.

Doreen WarriNer, Land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 stu- dy of
Egypt, Syria, and Irag, londres/New york, rOyal Institute of Intenational Affairs, 1957.

Keith D. WATENPAUGH, « Steel shirts, white badges and the last qabaday: Fascism,
urban violence and civic identity in Aleppo under French rule », France, Syrie et Liban
(1918-1946). Les ambiguités et les dynamiques de la relation man-dataire, Damas, institut
frangais d'etudes Arabes de Damas, 2002, p. 325-347.

—. « Creating Phantoms”: Zaki al-Arsuzi, the Alexandretta Crisi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arab Nationalism in Syri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8,173, 1996, p. 363-389.

—. Being Modern in the Middle East: revolution,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the Ar-
ab middle cla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politics, rhetoric, and symbols in contem-
porary Syr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Itzchak WEISMANN, Taste of Modernity: sufism, salafivya, and arabism in late Otto-
‘man Damascus, Boston leyde/Cologne, Brill, 2001

Odd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Jacques WEULERSSE, Paysans de Syrie et du Proche-Orient, Gallimard, le Paysan et
la terre, 1946.

—. Le Pays des Alaouites, thése principale... présentée d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I'uni-
versité de Paris, Impr. de Arrault, 1940.

Charles L. WILKINS, Forging Urban Solidarities: Ottoman Aleppo, 1640-1700, Ley-
de/Boston, Brill, 2010,

Martin W. WILMINGTON, The Middle East Supply Cent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1

Onn WINCKLER,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and Population Policies in Ba'thist

Syria, Portland, or.,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Richard Bayly WINDER, Saudi Arab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res/ New York,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1965. AL-YONIS

Has

in YAHIA, 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et administratives entre I'Empire ottoman





EPUB/images/image_035.jpg
65. X T3+ iz o fE HLAY SRR IE, ATiEM: Keith Kyle, Suez,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 Roger Louis, Roger Owen (dir), Suez 1956: the crisis and its conse-
quences, Oxford/New York, 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6. Fawzi Shuaybi, Shahid min al-mukhdbarat al-siriyya, 1955-1968, Beyrouth, Riad
al-Rayyes, 2008.

67. Alif Ba’, 16 janvier 1957; Al-Bardda, les numéros entre le 7 et le 18 janvier 1957;
al-Baath, 18 janvier 1957; « note sur la situation intérieure », 7 février 1957, carton 523, Sy-
tic 1953-1958 (La Courneuve).

68. Voir les notes contenues dans les cartons 522, 525, 526 Syrie 1953-1958 (La Cour-
neuve), boites 30 série 3248A (Washington D.C.) ; Salim Yaqub, Containing Arab National-
ism, op. cit.; Henry Laurens, La Question de Palestine, tome 111, op. cit.; Rashid Khalidi,
Sowing Crisis: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by Rashid Khali-
di, Beacon Press, 2011; David W. Lesch, Syr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isenhower s Co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69. Roger Louis, Roger Owen (dir.), 4 Revolutionary Year: the Middle East in 1958,
New . D.C., LB. Tauris Wilson Center Press, 2002.

70. Yasir Khazailah, Tarikh al-azmah al-sivdsiyah i Lubndn, 1957-1958: dirdsah mu-
hakkamah, Ammén, Dar al-Khalij, 2007; Irene L. Gendzier, Notes from the Mincfield: Unit-
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and the Middle East, 1945-195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71195849 T (LR . AR 3 9 1T B 300 2210, 6 -3 4 80 41T
FLAR I W . (Réforme agraire) , 30 septembre 1958, carton 613, République arabe unie
1960-1965 (La Courneuve).

72. Patrick Seale, Asad of Syria: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73. Akram Harani, Mudhakkirdt Akram al-Hiirdni, op. cit., 2751 et s.; « Notes sur les
élections en RAU », 19 juillet 1959, Beyrouth, carton 612, République arabe unie 1958-
1965 (La Courneuve).

74, T« B »or 2L BAYBESE, TEIL: *Abd al-Karim Zahr al-Din, Mudhakar-
rati “an fatra al-infisdl i siriya md bayn 28 aylil 1961 wa 8 ddhdr 1963, Beyrouth, Dir al-
Ittihad, 1968, 68 et s. ; « Developments in Syria », 29 septembre 1961, Damas, boite 37,

série 3248A (Maryland) ; notes sur la politique intérieure et le coup d' Etat, dans carton
1038, Syrie 1960-1965 (La Courneuve)

75. Hanna Batatu, Syria s Peasantry, the Descendants of its Lesser Rural Notables,
and their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76. Note de situation intérieure, 1 décembre 1961, Syrie 1960-1965 (La Courneuve).

77. Majlis al-niyabi, Mudhakkirdt niyabiyya, 1962.

78. Bashir al-" Azmih, Jil al-hazima bayn al-wahda wa al-infisdl: mudhakkardt, Lon-






EPUB/images/image_018.jpg
Druzes, Leyde, New York, E.J. Brill, 1992, 72-73.

46. Voir les dépéches dans FO 195/93

47. Khilid Bani Hani, Tarikh dimashg, op. cit

48. Ceasar E. Farah,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ism in Ottoman Lebanon, 1330-1861, Ox-
ford, LB. Tauris, 2000, 76 et s.

49. Voir les dépéches dans FO 195/99.

50. Stanford J. Shaw et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op. cit.; Kemal H. Karpat, Studies on Otto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selected
articles and essays, Leyde, Pays-Bas, Boston, Brill, 2002.

51. B il Zouhair Ghazzal, L *Economie politique de Damas durant le xixe siécle, op.
cit; Linda Schatkowski-Schilcher, Families in Politics, op. cit.; Moshe Ma‘oz, Ottoman re-
form in Syria and Palestine, 1840-1861: the impact of the Tanzimat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Londres, Clarendon, 1968, p. 39, tomes I et 11 CCC Damas, tome XXX CCC Alep
(La Courneuve), FO 195/222 (Kew Gardens) ; Mikh'il Mishagah, Mulham Khalil * Abda,
et Andriwus Hanna Shakhashiri, Kitah mashhad al-*iydn bi-hawadith Siriya wa-Lubnan,
Le Caire, s.n., 1908

52 K TG EAWERIPIIE, Wi EIFMES . Cyril Roussel, Les Druzes de Sy-
rie: territoire et mobilité, Beyrouth, Presses de 1" fpo, 2011 ; Norman Lewis, Nomads and
Settlers in Syria and Jordan, 1800-1980, op. cit, Thomas Philipp, The Syrian Lan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op. cit

53. Faruk Tabak, 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 op. cit.

54. Dépéches dans tome II, CCC Damas (La Courneuve).

55. John . Guest, The Euphrates Expedition, New York, K. Paul International, 1992

56. Rabah Naffakh, Les Beggara du Zor: changements techno-économigues et sociaus,
these de 3¢ cycle, faculté des lettres, Paris, France, 1964,

57. Muhammad Jamal Baghit, al-Takawwun al-tarikhi al-hadith lil-Jazirah al-Siriyah,
op. cit, Muhammad Jamal Bighilt, « La renaissance de la Jéziré ottomane, Deir ez-Zor, de
la désertion 4 la renaissance », dans Jean-Claude David et Thierry Boissiére, Alep et ses ter-
ritoires: fabrique et politique d "une ville, 1868-2011, Beyrouth, Damas, Presses de 1" Ifpo,
2014

58. Moshe Ma oz, Ottoman Reform in Syria and Palestine, 1840-1861: the impact of
the Tanzimat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op. cit., 41.

59. Bruce Masters, « The 1850 Events in Aleppo: An Aftershock of Syria’s Incorpora-
tion into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90,
vol. 22,10 1, 3-20.

60- Feras Krimsti, « The 1850 Uprising in Aleppo. Reconsidering the Explanatory Pow-

er of Sectarian Argumentations », Ulrik Freitag, Nelida Fuccaro (éd.), Urban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Changing Cityscap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mpire to Nation Siate, New





